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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我国接触西方古典文明，始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为了吸引儒生士大夫入基督教，也向他们推销一些希腊罗马学问。但这种学问像“天学”一样，也并没有真正打动中国的读书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觉得“泰西之学”比中土之学高明。及至清末，中国读书人才开始认真看待“西学”，这当然包括有关希腊罗马的学问。及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才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一切，激情澎湃地引进一切西方思想。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才有了初步的认识。

回头看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西方古典学的引进是热情有余，思考不足，而且主要集中在希腊神话和文学（以周作人为代表），后来虽扩展到哲学，再后来又扩大到希腊罗马历史，但对古代西方宗教、政治、社会、经济、艺术、体育、战争等方方面面的关注却滞后，对作为整体的古代西方文明的认知同样滞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认知几乎完全陷于停滞。但从50年代起，商务印书馆按统一制订的选题计划，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其中便有希罗多德的《历史》（王以铸译，1958年、1978年）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下卷，谢德风译，1960年、1977年）。1990年代以来，该丛书继续推出西方古典学名著。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本，苗力田主编，1990—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柏拉图全集》（4卷本，王晓朝译，2002—2003年）。至此，我们对古代西方的认识似乎进入了快车道。但很显然，这离形成中国视角的古典学仍十分遥远。

近年来，华夏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其中有不少首次进入汉语世界的希腊原典，如色诺芬《远征记》、《斯巴达政制》等。这套丛书很有规模，很有影响，但也有一特点：有意识地使用带注疏的源语文本，重点翻译有“解经学”特色的古典学著作。在特殊的国情下，这种翻译介绍工作自然有其价值，但是对于包括古希腊罗马（以及埃及、西亚、拜占廷）宗教、神话、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在内的主流古典学来说，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一两百年来，古典学在西方已然演变为一个庞大的学科领域，西方的大学只要稍稍像样一点，便一定有一个古典学系，但是有“解经学”特色的古典学仅仅只是其一个分支。

因市场追捧，其他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一些古典学著作，但总的说来，这种引进多停留在近乎通俗读物的层次，并不系统、深入，对西方各国近三四十年来较有影响的古典学成果的引介更是十分有限。与此同时，进入新世纪后，中华大地每天都发生着令人目眩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最终必将导致全球权力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事实上，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上，中国已经是一个大玩家。据一些机构预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2020年以前便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不可逃避的态势必将到来，可是中国学术是否也会有相应的建树呢？必须承认，三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天翻地覆，但学术建设却未能取得相应的进步，而未来中国不仅应是头号经济强国，也应该是一个学术强国。因此，一如晚清和五四时代那样，融汇古今中外的学术成果，开启一种中国视角的西方古典学研究，一种中国视角的古代西方研究，仍是摆在人文学者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要对古代西方作深入的研究，就有必要把西方古典学的最新成果介绍到中文世界来。可是学界目前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因学术积累有限，更因市场经济和学术体制官僚化条件下的人心浮躁，如今潜心做学问的人太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认识仍缺乏深度和广度，久久停留在肤浅的介绍层次。虽然近年来我们对西方古典学表现出不小的兴趣，但仍然远未摆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浅尝辄止、不能深入的状态。甚至一些学术明星对希腊罗马了解也很不准确，会犯下一些不可原谅的常识性错误。

西方古典学界每年都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而且有日益细化的趋势——如某时期某地区妇女的服饰；如西元前4世纪中叶以降的雇佣兵情况；再如练身馆、情公—情伴（lover-the loved）结对关系对教育的影响等。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希腊罗马文明虽有不小的兴趣，但对文明细节的认知仍处在初级阶段。基于为纛考虑，拟推出“古典学译丛”，系统引入西方古典学成果，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较有影响的成果。本译丛将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希腊文明的东方渊源、希腊罗马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十几年来我国对希腊罗马哲学的译介可谓不遗余力，成果丰硕，故宜选择专题性较强的新近研究成果和明显被忽略的古代著作）、习俗、体育、教育、雄辩术、城市、艺术、建筑、战争，以及妇女、儿童、医学和“蛮族”等。

只有系统地引入西方古典学成果，尤其是新近出版的有较大影响的成果，才有可能带着问题意识去消化这些成果。只有在带着问题意识去消化西方成果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开启一种真正中国视角的西方古代研究。

阮炜

2013年6月29日


附记

本书引言、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即第一章至第九章）、附录及补充注释（A至H）由梁鸣雁翻译。第三部分（即第十章至第十七章）、补充注释（J至L）、非专业读者指引及参考文献由陈雁怡翻译。索引部分由两位译者共同翻译。全书由梁鸣雁统稿。


引言

本书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元首制时期，即大约公元前30年至公元238年期间古罗马元老院作为立法团体[1]的程序和职能。迄于公元前30年，屋大维（后来称为“奥古斯都”）在尤利乌斯·恺撒死后的长期内战中取得了不容争议的胜利，因此得以开始复兴战后破碎的城邦。而公元238年，也同样标志着一个自然转变。从那年起，详细的书面描述史料逐渐消失，持续了很长时间，接下来有半个世纪，罗马帝国处于动荡之中，史无前例，而之后帝国以新的方式重建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元首制期间，元老院构成的改变、每个在位元老的职责、还有元老院成员与皇帝关系的发展吸引了众多现代学者的注意。他们的研究成果价值重大，我能在此处引用表示深为感激，特别是在前面两章介绍部分，回顾元老院有哪些成员，元老阶层所具备的资格均有参考。但近年来，学者的兴趣主要在于概貌的几个方面，而元首制时期立法团体的工作、运作方式却被忽视。这种忽视不是从今天开始，事实上，还没有一本书论述这个主题。确实，上个世纪后半期，蒙森（T.Mommsen）在综合论述古罗马法规的时候有提及，但是蒙森坚信从尤里乌斯·恺撒时期开始，罗马的体制内部“……变得……完全萎缩并死亡”，[2]他的重点主要放在共和时期。勒克里文（C.Lecrivain）也在《达伦伯格-塞格里欧》（Daremberg-Saglio）（1910）古典学词典中表达了同样的偏见，还有奥布莱恩·摩尔（O'brien Moor，普利斯顿大学）在《保利-维苏瓦》（Pauly-Wissowa，1935）古典学词典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以后关于元老院的百科词条要么过于简单，[3]要么不尽如人意，[4]对元首制时期元老院程序和职能的全面深入研究仍然欠缺。学者对此主题研究的明显不情愿或许情有可原。

毫无疑问，元老院这种古老的，决定性的权威在元首制时期受到削弱，这种局面的形成不该忽略更早时候对它的众多质疑，并在共和时期最后一个世纪逐渐取得上风，但因为受到的削弱很严重，而且是永久性的，所以元老院的作用的确有限。况且，大部分关键的研究资料湮没无存，特别是《元老院记事》（Acta Senatus）中的会议记录、从公元前9年开始制约元老院程序的《朱利亚法》（Lex Julia Senatu Habendo）、绝大多数的《元老院法令》（Senatus Consulta），以及当时的法学家在法规上所写的全部注释。几乎没有一篇在元老院里的完整演讲，不论长短，得以逐字保存。更加令人沮丧的是，连一次会议的完整事务处理，甚至是梗概都没有保存下来，这样就连当时元老院工作的范畴和职责的大致印象也无从获得。[5]

尽管障碍重重，要考察元首制时期元老院的程序和职能也不是毫无希望的事。出乎意料，充分权威的丧失和政治自由的终结都没能导致元老院迅速衰落，变得无足轻重，这本身就是个悖论，值得阐释一番。另外，即使其权利范围和自主决定的自由受到强大外部势力的限制，元首制时期的元老院与世上古今众多立法机构都很相似，对它的研究也将会很有指导意义。希望本书可以引起不只是研究各时期的历史学家的关注，还有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本书所引主要术语均列成表，便于查阅。

不可否认，我们的所知实际上有不可填补的空白，让人厌烦。话虽如此，研究此主题的各流派古代历史学家也经常面临这样的难题。事实上，可以说，我们对公元1世纪和2世纪早期元老院会议的实际进展和操作，比起我们对整个古希腊和罗马的立法团体或其他机构的理解更深。相反，我们对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公民大会和议会的了解主要基于他们的决议而不是程序。关于罗马共和时期的元老院，李维（Livy）的记载是最好的史料来源，但现存下来的据其描述的那些会议，全都发生在其所处时代至少一个半世纪之前，而那个时候并不可能保存任何经常性的官方会议记录。至于后共和时期，可惜的是，西塞罗对元老院会议确切情况的陈述甚少，不能如愿。然而，公元1世纪和2世纪早期的大半时期，塔西佗和普林尼却提供了详尽、准确的记述，让人非常吃惊。大部分记述——出奇丰富的记述——我们还没有进行发掘，以了解他们对元老院作为运行机构的洞见。普林尼描述了100年左右他出席参加的会议。与他同时代的塔西佗，我认为，主要是，虽然不完全是，取材于始于公元前59年的《元老院纪事》（acta senatus）。不管《纪事》确切性质如何，这一点会在下面讨论，比起我们所知的古代任何机构会议，《纪事》编纂的会议程序似乎更为完善。虽然《纪事》遗失，依我看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塔西佗获得宝贵的印象，而这也将促进对他研究历史的方法及其重要性的重新评估。还有三人根据他们的经验为我们了提供各方面更多的相关信息——1世纪中期的塞内加，2世纪中的弗朗图（Fronto），还有2世纪晚期、3世纪早期的狄奥·卡修斯（Dio Cassius）。此外，皇帝对元老院及其成员的态度这个主题在所有帝王传记中都有描述，不管是出自2世纪早期的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还是后来所谓的《奥古斯都史》（Historia Augusta）。

除了书面文献，还有大量各种各样的史料来源——钱币、纸莎草纸、考古发现、碑文、法规文本。虽然各种资料都有重大贡献，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考古学家修复罗马元老院的显赫功绩应该特别单独指出。此外，后两种资料来源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关于元老院及其当时的职责，仅是碑文资料的多样就值得关注。部分原因是资料分散广泛，质量不均，从来没有以现在的研究目的收集过，更别说分析，所以它的价值还有待重视。这类资料的不断增加也是很显著的，某些特别宝贵的文献近年才得见天日。希望今后还将有更多的发现，这也是有可能的吧。

第二，与碑文一样，相关的法规文本也没能得以深入研究，无法形成元首制时期元老院职责的全面印象。虽然完整的《元老院法令》和法学家在上面所作的注释几乎遗失殆尽，但重要的一点是，大部分现存的罗马法规文本包含了活跃于公元100至250年间作者的文章摘录。尽管是经过删减的断章，但关于元首制时期元老院法规的范围和属性，这些摘录提供了相当多的信息，这一点单单从第十五章列出的清单中就可以看出。显然，再次让人惊讶的是，已经有人首次尝试系统地阐述元首制时期所有既知立法方面的《元老院法令》和谕令，并列出了重要法规的概要或每条法规的目的。

这些资料中的主要缺陷不该忽视，但仍有理由相信现存的资料已经足够开展如本书的研究。简要来说，本书开章介绍了元老院成员、他们的等级及生活方式，随后主要的两部分以较长的篇幅首先探究元老院的程序，然后是它的职能，都在广义的范畴下论述，最后一章旨在从论述中引出相关主题，并得出关于元老院角色转换的结论。



[1] 译注：The corporate body，具有立法、司法、行政、外交和宗教仪式等职能，本书取其代表性立法职能，译为“立法团体”。

[2] The History of Rome,Everyman edition,London,1868,vol.4,p.440.

[3] 比如：A.Momigliano,s.v.senatus,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ed.2）,Oxford,1970,pp.973—975。

[4] 比如：A.Nicoletti,s.v.senato（diritto romano）,Novissimo digesto italiano XVI,Turin,1969,pp.1009—1016。

[5] 参见F.Millar的评论，The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London，1977，第350页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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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立法团体

第一章 元老院[1]

要了解帝国时期罗马元老院的程序和职能首先得知道它的成员。为此，开篇描述了加入元老院的资格、此后元老的晋升及其成员的社会构成。关于成员的离职和复职也用了一小节进行论述，除了这一节，其他三节就主题本身而言也很重要，但限于篇幅，在某些相关事项上无法进行深入讨论。本书也深为感谢以前学者所做的详细研究。

第一节 加入元老院

不管在任何时期，加入元老院的资格仅限于罗马自由身份出生的居民，并且家世清白。因此，正如马里亚努斯所说，[2]根据《关于侵害私人的暴力行为的朱利亚法》（Lex Julia de vi privata）定罪后的任何人，不得担任任何尊崇职位或具有重大责任的职位，包括不得加入元老院。[3]健康也同样重要，乌尔比安解释说，如果失明了，元老可以保留头衔，也可以继续担任原来的官职，但他认为盲人不能再继续晋升，他声称能够找到很多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实际上，一个例子也没引述）。[4]当然，我们知道当时肯定有些——如果不是所有或瞎[5]或聋[6]的成员——是在职之时患残疾的，而据说在公元前13年，奥古斯都绝不会考虑让任何有身体残疾的人加入元老院。[7]

在共和时期，成员需要服兵役，并且需要拥有骑士等级的资格费（40万塞斯特斯，译注：塞斯特斯［sestertius］，古罗马钱币，缩略为HS，下同）。成员由前元老官员组成，都具享有终身职位：就共和时期提到的元老“阶层”来说，其实指的是元老成员。屋大维在公元前28年第一次审核元老院名单（lectio senatus）的时候显然没有改动这些资格要求。但我们可以推断后来发生了两处改动，要么是在公元前18年他第二次审核元老院名单的时候，要么是之后不久。第一要求成员具有更高的资格费，即100万HS。正如狄奥（Dio）在第一次提到这些费用时（公元前18年）：“奥古斯都允许所有财产达到40万HS的人成为职位候选人，具有合法的资格担任职位。这是他起初规定的元老资格费，但后来增加到100万HS。而那些生活正直的人，如果没有达到起初规定的40万HS，或者后来规定的100万HS，奥古斯都替他们补足短缺的部分。”[8]

在公元前18到前13年，新的规定显然导致元老院成员招募人数的大幅下跌。狄奥在公元前13年的文中说道：

除此之外，元老还要满足另一项要求。起初元老的资格费是40万HS，战争剥夺了很多人祖先留下的资产，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财富的累积，资格费提高到100万HS。因此不再有人愿意成为元老，甚至元老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也不愿意。有些人非常贫困，还有些人因为祖先的不幸遭遇变得贫穷，他们不仅不要元老院职位的尊显，甚至当选上了还发誓拒绝担任。因此，早期奥古斯都还在外的时候，颁布了这么一条法令：所谓的二十人委员会必须从骑士阶层中选任：如果他们没有担任这些通向元老院的职位，还是不能加入元老院。[9]

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提供的数据与狄奥的不同，他说奥古斯都“增加了元老资格费，数目达120万HS，而不是80万”。[10]较低的那个数目尤其让人困惑，它要么未经证实，要么只是代表暂时的过渡阶段，高于开始的40万HS，或者是苏维托尼乌斯弄错了，最好先置之不理。至于较高的那个数目120万HS，可以从语境中去理解——文章是关于奥古斯都慷慨的讨论。狄奥在其他地方更详细地告诉我们，公元4年，“因为很多年轻人，不管是元老家庭，还是其他骑士家庭，如果并不是因自己的过错变得贫穷，奥古斯都替他们大部分人补足了要求的资格费，当中80个甚至增至120万HS”。[11]根据这个不同寻常的例子，苏维托尼乌斯可能仓促地把这个较高的数目当成规定的元老资格费，而不是100万HS，即使后面这个数字几乎可以肯定是正确的。[12]

奥古斯都的第二个改动，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8年第一次定义元老阶层的时候。[13]即限制紫红宽纹的着装（latus clavus，即丘尼卡［译注：tunic，束腰外衣］上的宽纹）。以前不仅元老院成员可以穿这种长袍，任何渴望从事元老职业的年轻骑士都可以穿。元老和骑士上层之间的关系一向紧密。有合适身份的年轻人，职业的选择主要由他们准备进入的公共生活（译注：即政治生活）的参与度决定。但是，现在奥古斯都规定唯一非元老院成员允许穿这种紫红宽纹服装的只能是元老的儿子，[14]其余所有骑士只能穿窄纹袍，但他们成为二十人委员会或元老院官员（senatorial magistractes）的自由没有减少[15]——后者通常是指财务官，但有时也指保民官或市政官，[16]在特殊的情况下，如塞扬努斯（Sejanus）、克劳狄乌斯（Claudius），或许尤利乌斯·乌尔苏斯（L.Julius Ursus）[17]是执政官，但只有他们当选上这样的官职，并且开始就任，才可以穿紫红宽纹袍。

与奥古斯都的第一次改动不同，第二次，比较正式的一次，并没有持续下去。对渴望从事元老职务的骑兵的限制最后在盖乌斯（Gaius）时期取消了，从那时起，骑兵有可能得到皇帝的允许在正式成为元老院官员前穿着紫红宽纹袍。[18]我们无法追溯演变过程的细节，但有资料表明，不久，那些符合要求，渴望从事元老院职务的人首先会向皇帝请求穿紫红宽纹袍。[19]通常他们也会寻求有资历的元老，或皇帝圈子里有影响的人物的支持。因此，普林尼替两三个人说过好话，[20]年轻的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得到过亲戚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的支持，[21]而莉维亚（Livia）则帮过未来的皇帝奥索（Otho）的祖父。[22]

我们不知道一次合格的申请有多大的成功机会。我们找不到拒绝的例子，但这并不奇怪：拒绝的事都不会张扬。有两个令人生疑的例子：科卢梅拉（Columella），一本农业手册的作者，担任过军队保民官，酸溜溜地暗示说他本想谋求更高的职位：但也许他从没尝试过。在这一点上，他说得含糊不清。[23]格里芬（Griffin）[24]从老塞内加对他最小的儿子梅拉（Mela）（不同于他的兄弟，没有政治抱负）的话中推断他自己也曾想当元老：“既然你的兄弟们有远大的抱负，决心加入罗马政坛，从事政治职业，甚至可以说从中希望得到别人的敬畏。即使我本来也有这种渴望和追求，并鼓励赞赏这种努力（只要它是高尚的，危险无关紧要），虽然我将你留下，却让你的两个兄弟扬帆前行。”[25]这里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塞内加将追求的念头付诸行动。确实如果仅从这段话中得出塞内加所谓的早期雄心，格里芬也许过度解读了。塞内加从未表明过去曾渴望为自己谋利，他不过是像所有的父亲一样表达了对自己儿子前途的热切。

可以推测各位皇帝在挑选成员方面很不相同，在某段臭名昭著的时期，穿紫红宽纹长袍的权利甚至可以买卖。[26]同样，我们也不知道皇帝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会在多大程度上偏于完全接受可能的空缺职位数还是偏向略高于空缺数。狄奥确实说过，在16年和其他某些年份，选任的财务官要比空缺的职位数要少，但他没有解释原因。[27]至少在公元前18—前13年间，没有迹象表明又出现招募危机严重到或持久到足以引起恐慌的地步。值得争论的是那些年前所未有的艰难，部分不过是因为在社会不稳定和内战前的20到25年里特别低的出生率，由此带来的自然后果。[28]

最晚到盖乌斯时期，出现了独特的“元老阶层”（Laticlavii）。在他们未就职之前就有穿紫红宽纹长袍的权利。在担任军队保民官时，如我们所见，他们确实仍与骑士混合，但他们已经是特有的二十人委员会成员。毫无疑问，出于合理性和招募困难的考虑，奥古斯都在他统治早期（也许是公元前20—13年）减少了初级职位的数量，从26减至20。任职期满一年成了从事元老职务的必要准备，所有职位都由皇帝授予，[29]而且要在罗马担任不同的象征性职责，分散到4个不同的岗位。贵族担任最高等级职位，也就是财政三人委员会（triumviri monetales）成员。有显赫背景的（即执政官的儿子）至少会担任法规十人委员会委员（decemviri stlitibus iudicandis）成员，排在第二。其余的7个职位——维修罗马城内的道路四人委员会（quattuorviri viarum curandarum），还有重大罪行审核三人委员会（Triumviri capitales）留给没有那么显赫的成员。[30]一个有前途的元老到20岁时有望担任初级职位，而且如果没有担任显然不够格成为财务官的候选人。至少在20年，提比略（Tiberius）特别要求元老院免除尼禄·恺撒在二十人委员会的职位，而在41年，克劳狄乌斯规定他的女婿们应该按常规方式担任这些职位，直到后来才允许他们在更高的职位任期内享有特权。[31]

担任二十人委员会职位后可能晋升为军队保民官（tribunate）[32]——即在军团中仅次于军团总督（legatus）的官职。这一职位要么是由皇帝直接授予，[33]要么是由军团所在的行省总督授予，大体上也要得到皇帝的批准。[34]每个军团6个保民官职中的一个通常由具有穿紫红宽纹权利的人（Laticlavius）担任（其他5个由骑士担任），但没有证据证明为此总会保留一个，而且只保留一个保民官职位。可以推测担任此职位的目的是让年轻人具备一定军事经验，当然，只有少数人才真正有实践经验，其余的并没有安排正式训练的迹象。通常任期的长短不太确定，但按理是一年左右。[35]担任军队保民官毫无疑问是加入元老院的必要条件。平民（Novi homines）（就是说，没有元老家庭背景的人）通常确实会担任此职，在特殊情况下甚至不止一职。狄奥提及在图密善（Domitian）时期一位年轻人担任了此职，“希望成为元老”。[36]但是贵族，或者资深元老家庭的成员，并不用如此费心。

进入元老院需要担任每年选拔的20个财务官中的一职。从14年起，这些元老官员的选举，其实所有其他职位的选举，除了执政官之外，都交由元老院负责，并需符合两个条件。[37]第一，所有候选人都得获得皇帝大体同意。[38]第二，皇帝可能会支持某些候选人，支持的人必然当选。但多少还是会有竞争存在，虽然二十人委员会的空缺职位减少到每年20个之后，财务官的竞争会小一些。

以这种方式加入元老院的年轻人仍然占据了总人数的大部分。除了他们，还有皇帝希望引荐的人，他们可以凭各种方式晋升。可以想象，皇帝仅赐予他们紫红宽纹权，他们仍需通过竞争来获得职位。据狄奥记载，公元38年时，盖乌斯似乎就是以这种方式招募骑士的。[39]马可斯·阿佩尔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位在1世纪中期可能以同样方式招募的成员，虽然塔西佗的《对话》（Dialogus）7中，他对自己职业的大概描述含糊不清，不知道皇帝在他作为候选人的时候有没有给予支持。哈德良赐给另外一个高卢人瓦莱里·马塞多财务官紫红宽纹权，待遇更好，但除此之外反而没有所闻。[40]从我们的资料看，在克劳狄乌斯担任审查官时，他为提拔一些参选者所做的安排仍然不清楚。苏维托尼乌斯告诉我们，他不会容忍他看中的人拒绝他。狄奥举了个例子证明他的规矩，皇帝用“金链条绑住”一位名叫苏丁尼乌斯·加卢斯的人，让他在罗马担任元老。[41]

尽管列举了这些例子，很明确的是大部分皇帝推荐的人选都通过直接选拔晋升，并不是授予官职，而是元老院内的官衔。尽管有很多明显不同的地方，这种招募办法让人想起共和制前苏拉（Sullan）时期的制度，审查官可以任意招募他们喜欢的人作为元老院成员。奥古斯都剥夺了审查官的权力而不是撤销审查官的职位，但并没有发现他使用这些权力招募新的元老。相反，克劳狄乌斯在47/48年时担任审查官，他是我们知道第一个直接选拔元老的皇帝。不管怎样，从现存单独记录这点的碑文来判断，他这种方式选拔的人数也很少：只有三个是肯定的，都是在他担任审查官期间直接选拔为内部保民官。在那之后没有听过直接选拔，直到维斯帕先上任，同样，大部分的例子都发生在73/74年皇帝和提图斯共同担任审查官的时候，有一些则更早。有20人以上得到晋升，不仅是保民官，还有财务官，副执政，还有一个市政官。[42]从图密善时期起，我们清楚地发现，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直接选拔新人。图密善，从公元84或85年起，当然是固定审查官，但后来的皇帝即使没有这个头衔，也在行使审查官的权力。塞维鲁王朝之前，唯一出现一例非元老被直接选拔到执政官最高职位的似乎叫塔鲁特努斯·帕特努斯，康茂德时期的禁卫军长官。[43]但总体来说，应该强调的是，从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直接选拔的人数总体来说是很少的。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曾经用直接选拔或别的方式让元老院“挤满”他的人。

第二节 晋升[44]

当选上财务官就够格加入元老院。我们不太清楚是否有类似让新成员在元老院名单上签名这样的正式仪式。狄奥确实提过未来的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加入元老院”的场景，[45]当然，这可能是一种修辞的说法，而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不管怎样，可以推测，为了庆祝首次加入元老院这样值得纪念的时刻，卢斯提乌斯（或鲁斯库斯）·凯皮欧曾要求他的继承人馈赠给每位新成员一笔赏金。[46]但苏维托尼乌斯为图密善说好话时提到这位皇帝在他的遗嘱中取消了这种做法，可能因为这么做有利于“地位未稳的人（incertae personae）”。[47]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点下面会继续讨论，元老以后可能会被撤职，或者辞职，不然的话，一旦上任，他就终身享有这一职位。[48]他的名字会被列入所有元老院成员的名单中，写在一块公告板上，正如奥古斯都在公元前9年《朱利亚法》（Lex Julia de senatu habendo）中规定的那样。狄奥[49]告诉我们，这种做法在3世纪早期仍然持续，每年名单会有所更新。没有资料表明是谁在负责这些更新，但既然推断这是通常情况下的惯例，以下提到的国库管理员（quaestores nrbani）也许是最有可能的人。如果名字是按照资历的顺序来排列，那么这样的元老名册[50]对于主持会议的官员在让元老发言时就非常宝贵了。

每年定期选举的20名财务官中，大概有12位会在意大利履行他们的行政职责（直到克劳狄乌斯时期），[51]或者在元老行省担任财政官。两人将作为国库管理员（quaestores urbani）承担萨吞尼国库的行政职责；[52]四人将辅佐执政官；[53]两人将辅佐皇帝担任宣读敕令官。[54]可以理解，后面两人的职位最有威望，所以贵族或者出身高贵的人有望担当此职。

除了1世纪后期起元老院会议汇编员这一个职位，[55]没有可以招募前副执政以下元老的常规职位，虽然他还可以担任总督的使者。[56]有那么一个短暂的时期，在克劳狄乌斯安排下，低级元老可以管理萨吞尼国库，[57]并且在整个1世纪，有些元老受雇为军团使节。[58]不然，在他们职业的这个阶段，只能参选上一级的两个元老职位。

在共和时期，满30岁可以担任财务官，39岁担任副执政官（也可能是40岁）。很可能，在奥古斯都早期，这些年龄限制下降到分别为25岁和30岁。[59]期间，也要求担任市政官或保民官。[60]每一行政职位任期中间必须间隔两年（biennium）。然而，除了皇帝可能对个别官员有特殊照顾，[61]这些规则实际上会有所变动。首先，财务官可能是在当选人25岁那年担任的，而不是严格从他25岁生日那天算起，基于“一年开始就算作一整年”[62]的规则。这条规则同样适用于副执政，因此，实际上有人可能24岁当上财务官，29岁当上副执政。第二，从奥古斯都执政起，每生一个小孩就有一年的豁免。[63]第三，很明显，如果严格按照财务官/两年间隔/市政官或者保民官/两年间隔/副执政这样的顺序，那么就需要花6年的时间才能担任后面的职位，所以通常不太可能比如说25岁担任财务官，5年后，30时成为副执政。但是如果按照“一年开始就算作一整年”这样的规则，假如在12月4日辞去财务官职务或12月9日辞去保民官的职位，到12月31日为止中间的间隔可算作一整年，那么就有可能在担任财务官5年后晋升为副执政。很多元老都以此为目标，而且也想在最年轻的时候晋升。[64]

每年有10个保民官和6个市政官的职位空缺，竞争非常激烈。没错，少数直接选拔的财务官在这时第一次面临谋求官职，但贵族不允许担任平民保民官，也不能担任市政官，所以他们靠边站。他们的数量会有波动，而之前皇帝特别允诺祭司的候选人资格和其他特权也会造成每年总候选人数的变化。[65]保民官和市政官都将在罗马任职。传统保民官的至高特权现在几乎不再适用，[66]他们的职责除了一些细微的法律工作也没有其他了。[67]市政官保留了一些城邦和市场的责任，但他们以前主要的职责现在也由皇室官员掌控。[68]

直到1世纪后期，副执政的职位竞选还是很激烈，因为那是候选人数远超过职位空缺数的最早阶段。奥古斯都统治早期，他将副执政的职位数削减到每年不超过8个，还有2个副执政财务官。[69]在他晚年，公元11年时，很不寻常的是他让16位候选人全部上任；其余时候他会每年批准12个空缺职位，这个数目直到提比略时期仍属常规。[70]16年，阿西琉斯·加卢斯提议皇帝应该提前5年指定官职，遭到拒绝，提比略认为加卢斯知道副执政官职位的竞争激烈。毫不惊奇的是，17年一位副执政官逝世，造成职位意外空缺，日耳曼尼库斯和德鲁苏斯不得不为了他们的亲戚哈特利乌斯·阿古利巴争取当选而费尽全力，他们的对手有小孩，根据帕皮亚·波比亚法（Lex papia poppaea），[71]应该优先考虑。也是在盖乌斯统治后期，每年选任的副执政在15人左右。[72]克劳狄乌斯时期，则在14人到18人之间浮动，但仍有拒绝的风险。[73]60年，当候选人数超过空缺职位3人时，尼禄安抚那些未当选的竞任者，他们将“拖延或推迟”上任，并委任他们为军团使节（即通常为前副执政保留的职位）。[74]两年后，有人举报某些候选人为了选举和拉票假装收养小孩。值得注意的是，塔西佗首先大致提了下这种做法，然后暗示说欺骗主要是为了竞选上副执政和地方总督的职位。[75]在所有官职中，这两个职位确实是竞争最激烈的。因此，科尔尼利乌斯·马塞勒斯（他应该是尼禄时期的副执政）夸口说自己是“从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指定副执政”有一点道理。[76]

副执政职位的激烈竞争直到弗拉维乌斯王朝开始才消除，常规职位增加到18个，候选人未选上和延迟就职的现象已经很少见，[77]因此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激烈的竞争了。此外，从维斯帕先和提图斯担任审查员起，皇帝也用直接提拔的方式将已经是元老的人晋升到更高职位。[78]科尔努图斯·特尔突罗[79]和弗拉维乌斯·西尔瓦·诺纽斯·巴苏斯[80]就是以这种方式从市政官提拔为副执政的。但是直到3世纪，我们才发现有晋升为执政官的。副执政仍然在罗马任职，履行各种行政和司法职责，[81]同时也负责组织比赛表 演。[82]

在帝国时期，当上元老后的机会而不是职位本身才是重要的。首先当上副执政让元老有资格担任效劳皇帝和元老院的岗位。在朱里亚-克劳狄乌斯时期，新人会很高兴获得这样的官衔，即使职位没有提升。但不久之后，如我们所见，晋升为副执政官对大多数元老来说几乎成了必然，因此，只有到了副执政这个阶段，同代人的事业生涯才开始大不相同。极端地说，贵族在晋升为副执政后，很快就有望担任执政官，大约在32到33岁间，在这两个行政官职之间不用担任任何岗位。有元老背景的平民作为前副执政将只担任一个或两个岗位，然后在38到42岁间晋升为执政官。他们的岗位都效劳于皇帝：最可能晋升为执政官的岗位有军团使节，行省总督，或者财务总管。幸运的新人在晋升为执政官之前有可能担任至少3个辅佐皇帝的岗位，没那么幸运的也可能担任3个岗位，但有些是效劳于元老院。[83]

最高级别的官员——执政官——很快成了由皇帝一人任命。帝国时期任命的执政官数量稳定增长。[84]但即使在皇帝最慷慨的时候，也不会超过一半从事元老职业的人能得以晋升。当然1世纪的大部分时候，未能晋升的比率更大。从公元前5年起，奥古斯都每年将执政官的数量增加一倍，通过在7月1日由两名“补任”执政官代替传统的两位“常任”执政官（他们仍然在年初选出）。此后，补任执政官的数量在增加，所有任职者的期限不断缩短。这成了一种惯例，直到克劳狄乌斯统治结束，除了某些年份“常任”执政官任职两个月后就辞职，以便由补任执政官继续担任接下来的4个月，在7月1日又让位于下一对补任执政官。所以在这些年份，一共有6个执政官。但在尼禄时期，几乎每对常任执政官都会担任整6个月的职务。但是，这种传统最终从维斯帕先起给打破了。在弗拉维乌斯时期，执政官的人数每年从6个到10个不等，每对通常任职两个月、4个月或6个月。图拉真时期是每年6个到8个执政官，哈德良时期有8个，安东尼时期有8到10个，奥略留时期10个。到2世纪末，人数甚至更多，在190年，人数达到最大24人，[85]前所未有，加上皇帝要满足当时大量直接选拔的元老。但在塞维鲁时期，人数稳定在12人。因此，据狄奥说，在他那个时期通常情况下，执政官最多担任两个月。[86]很多执政官的职责都由皇室官员接任了，而余下的因任期缩短也逐渐变得更加形式化。[87]但执政官一直都是元老院的首领，发挥一定的司法作用，还举办比赛。[88]当皇帝不在罗马的时候，他们也会代为管理城邦。[89]而在皇帝退位或逝世时，他们则成为新的首领。[90]

显然要成为执政官通常要求要么出身高贵（最主要是贵族身份），要么担任效劳皇帝的要职。有时候，具有出色演讲才能或法律方面才能的人也能担任此职。在选任执政官的时候，提比略跟其他皇帝一样会考察候选人“祖辈是否是贵族，军事才能是否突出，在民众中是否有威望”。[91]维特里乌斯皇帝——克劳狄乌斯担任审查官时一位同事的儿子，塔西佗在记述他的时候说：“他死的时候57岁，赢得过执政官的职位，担任过各种祭司，他的名字荣列于罗马领导者中，这一切都得益于他父亲的显赫，而他丝毫没有付出过努力。”[92]弗朗图反问过奥略留为什么自己深受学生的爱戴，并声称他根本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却能受到皇帝的重赏，对此表示不赞同：

你的弗朗图给过你什么了不起的好处，让你对他如此爱戴？他为你或你的父母牺牲过吗？他曾为你赴汤蹈火？他是某个行省忠心耿耿的总督？他带领过军队？一样都没有。甚至和其他人那样没有为你分担多少个人的日常事务，相反，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他没有几次在岗的时候，他不会在清晨向你早朝，不会在日间觐见你并陪伴左右，更不会经常照看你。[93]

密切陪伴君王和他的家人是贵族的首要职责。升为执政官之后，他们不可能再担任元老岗位，除了亚细亚或者阿非利加的元老总督。这职位是留给资深执政官的，并具有相当的威望。贵族也可以第二次担任执政官，通常是常任执政官（即年初选任时最有特权的职位）。其他相对顺利从副执政晋升为执政官的有机会担任为执政官保留的岗位，并且不止一个，所有岗位都效力于皇帝。在意大利以外担任行省总督，比如不列颠、塔拉哥纳和叙利亚，等级很高。[94]如果在罗马，当上城邦总管就是事业的巅峰了。有此才干的人可能希望第二次担任执政官，[95]也有可能担任祭司——主要是按皇帝旨意授予贵族或其他出色的执政官的荣誉。维莱里乌斯特别震惊地发现，尤卢斯·安东尼——三执政之一的儿子——竟然跟奥古斯都的女儿茱莉亚通奸，之后，国王却饶恕了他的性命，还尊封为祭司、副执政、执政官、各行省总督等，甚至让他与皇室联姻，这些都是相当了不起的封赏。[96]那些缓慢晋升到执政官职位的可能只会分派到不那么显赫的岗位，假如在执政官之后他们真的有机会分配到这些岗位的话。

很容易推测所有的元老都希望在职业生涯中晋升到尽可能高的职位。无疑，这是大部分人的抱负，但我们也了解到有一些例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不谋求发展，甚至机会来临也拒绝的元老，有些甚至完全从公共生活中退隐。我们知道，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有超过半数有资格的副执政晋升为执政官，而且在1世纪的时候，人数更是少得多。同样，到弗拉维安乌斯王朝时期，许多初级元老想要晋升为甚至是副执政都会拖延很长时间。因此，到达这个阶段的元老有些放弃晋升的希望也就不足为奇了。很难找到个例，但我们相信布鲁提乌斯·帕雷森斯·福尔维乌斯·卢斯提库斯就是这种情况，在普林尼鼓励他继续发展元老事业的时候，作为副执政，他觉得晋升为执政官是无望了。[97]事实上，后来发生的情况出乎预料，他灰心丧气的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不巧，他在图拉真帕提亚的战争中担任军团使节，出色的表现为他职业生涯的继续腾飞打下了基础，最终在139年达到顶峰，获任第二任执政官职位。[98]

奥古斯都时期有这样的例子，两名法学家甚至在机会来临时拒绝接受晋升：奥卢斯·卡塞留斯和安提斯提乌斯·拉贝奥两人都在奥古斯都授予他们执政官的时候选择了继续担任副执政。[99]我们可以从塔西佗（他没有提到授予更高职位一事）那里得知，不喜欢奥古斯都是拉贝奥止于副执政的一个原因。[100]而就这两位法学家来说，沉迷于法律工作无疑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当政治气候改变时，有些元老寻求晋升机会，有些却躲避不前。普林尼称赞涅尔瓦最终提拔了那些曾在图密善手下任职的人，他们曾祈求皇帝想不起他们，从而逃避他的注意。[101]因为跟塞扬努斯的关系有过不愉快，导致波比亚的父亲俄琉斯没能担任高于财务官的职位。[102]而“哲学家”赫伦尼乌斯·塞内西是另一位还在初级阶段就不愿意再晋升的人。[103]据狄奥记载，图密善对他不满的其中一点就是在漫长的生涯中，他并不追求高于财务官的职位。[104]在弗拉维乌斯时期，我们不知道是否真的还有其他人，如塔西佗所声称的那样，没能担任官职成了对他们的一项指控。[105]可以肯定，还有两位在公元93年同赫伦尼乌斯一起受到审判的“哲学家”小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和朱尼厄斯·阿茹勒努斯·鲁斯提库斯[106]已经晋升为执政官。

赫伦尼乌斯的例子突出了罗马高级阶层普遍感受到这样那样的两难困境。在帝国时期，和以前一样，哲学家们仍深为这些问题困扰：该为国家提供怎样的服务——若有的话；而当形势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那些愿意服务的要坚持多久——特别是在暴政统治下。这是个很大的论题，在这里讨论不合适。[107]但我们应注意到在共和制的末期，元老中西塞罗和萨鲁斯特强烈感到需要为他们不积极参与事务的行为维护。[108]在帝国时期，元老至少能够期待在退休年龄时光荣退位——这种期待甚至奥古斯都在写给元老院的信中也反思过。[109]

在众多理由中，斯多葛派的信仰无疑是其中之一，促使塞内加从公众生活中逐渐淡出。[110]特拉塞亚·培图斯也一样，从63年起就不再出席元老院，以此出名。但是特拉塞亚将自己的行为看作个人的选择，并不希望（不管谴责他的人怎么说）别人仿效他，[111]显然，也没人仿效。[112]可以公平地说，老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职位升迁上难以解释的延滞同他的斯多葛信仰不无关系[113]——51年之前在克劳狄乌斯统治下担任财务官，56年担任保民官，70年副执政。但有一次，他比较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他的原则是一丝不苟地处理元老院事务，并用他的发言权来攻击维斯帕先。皇帝婉转地暗示他不要插手，或者保持沉默，显然他置之不理。[114]我们从菲洛斯特拉图斯[115]那里得知，在图密善时期，66年的资深执政官卢修斯·特里希努斯，[116]对自己的信仰非常执着，宁可忍受流放之苦也不愿意呆在罗马。当时在一些圈子中都可以感觉到对这些“哲学家”拒绝参与事务的失望，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昆体良会意想不到地爆发出对他们的愤怒：“参与公众生活的人应该真正明白事理，不是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争辩上，而是要用来管理国家，但是那些所谓的哲学家们却远远地置身事外……”[117]

很难说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斯的朋友，副执政色达提乌斯是否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元老的职位，转向哲学。但我们确实发现，145年的夏天和秋天，他在亚细亚，还有147年的8月也在那里，这可能是同一次行程，可能只是获批延长了修养的假期。[118]在3世纪中期，我们得知“不止一些”元老受到普罗提诺在罗马宣讲哲学的蛊惑。甚至有一位叫罗嘉提安努斯的，在影响下

……走得更远，他放弃了公众生活，疏散了所有财产，解散了所有奴仆，辞去了官阶。当他就要以副执政的身份在公众面前露面，扈从已经站好位之时，却没有出席，不愿就任。他甚至不愿保留自己的房子，而是辗转于朋友或熟人的住处，在这家用餐，在另一家寄宿（但他是隔天用餐）。因为对生活所需的放弃和冷淡，虽然他曾患痛风，要用椅子抬着行动，现在却恢复了健康，虽然他曾经无法伸展双手，现在却比专业的手工艺人还要灵活。[119]

显然，身体欠佳也可能是促使罗嘉提安努斯放弃职业的原因。但他的放弃不一定是永久的：他是否就是254年在亚细亚担任总督的同一个尤里乌斯·沃卢森那·罗嘉提安努斯（C.Iulius Volusenna Rogatianus），这还是个疑问。[120]

就我们所知，16年卡尔普尼乌斯（占卜师，公元前1年执政官）在一次会议上威胁说要完全退隐到偏远的地方，然后走出了元老院，[121]这仅仅是出于总体上对公众生活所谓的腐败感到不满，并不是什么哲学思想的影响。苏维托尼乌斯[122]提到一个例子，要不然这位元老不会为人所知，他的名字叫车儿里尼乌斯·加卢斯，因为突然失明想将自己饿死，奥古斯都劝说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本人对这种绝望也并不陌生。[123]我们也可以想象到其他元老因重病而放弃了事业，或者采取了更极端的举动，但很难找到个例。[124]

总而言之，应该反复强调的是这一节仅仅是对两个半世纪多以来元老职业的概述。显然，概述肯定不完善，难以让人满意。在当时，这样的晋升“体系”很少有固定步骤，所以要克制忍不住去概括任何特定时段的冲动，或者形成一成不变的规则。我们必须记住，1世纪经历了很长的发展时期，而2世纪晚期的压力和混乱状态则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每个元老的雄心抱负肯定大不相同，并不是所有人开始的时候都雄心勃勃，而那些确实如此的，有的也会在后来调整他们的目标。况且，在任何时期，晋升不仅受到传统和既定规矩的影响，也受到不同皇帝对个人评价的影响，还有一些难以预料的因素，如军事危机，或者，仅仅是运气而已。

第三节 离职和复职

我们知道，一旦元老得以任用，他就终身具有立法团体成员的资格。但也有辞职的情况，或者被正式免职。除了少数已经讨论过的因哲学信仰理由退位，主动辞职的极少数人都是在朱里亚-克劳狄乌斯时期，他们表示再无法达到最低的财产要求。[125]同时，其他人显然也因皇帝施加压力而辞职，威胁他们不然的话就会面临免职，这种情况要么是他们无法达到最低的财产要求，要么是皇帝认为他们道德上无法达到元老的标准。[126]元老院选举容易造成一波辞职潮。[127]但总体上，不管是否真正担任审查官，皇帝总是掌握元老道德的监督权，还有将他们从立法团体驱逐的权力。[128]在48年，维特里乌斯，甚至以前审查官的身份将尤尼乌斯·西拉努斯·托夸图斯免职。[129]诸如这样因道德原因被皇帝免去元老职位的现存零散例子下文还会进一步讨论。[130]而某些皇帝武断行使特权的方式至少应该在此处提及。比如提比略，据说免去一位元老的职位仅仅是因为他想在7月1日前搬出罗马到乡郊居住以节省费用。[131]还是提比略，在32年写了封信谴责尤尼乌斯·加里奥阿谀奉承的提议，元老院立即投票将其开除。62年，尼禄谴责鲁北留斯·普劳图斯和浮士德·科尔尼利乌斯·苏拉·菲利斯的时候，元老院同样免去了他们的职位。[132]

提比略免去阿匹迪乌斯·梅鲁拉的职位至少更让人能够理解，因为他没有按奥古斯都的决议起誓，[133]这是可以起诉的冒犯行为。我们因此知道很多人，如果算不上多数的话，被免去立法团体职位的理由就是这个，即对他们冒犯行为的谴责，并通常导致名声损毁的后果。这意味着官衔的丧失，并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134]通常犯了严重罪行的人，这也是判决的一部分，特别是叛逆罪和索贿罪。[135]如果判了叛逆罪，声名狼藉本身通常算不了什么，因为很多被告很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如果是索贿罪，判死刑是比较极端的惩罚，当时的人们觉得有充足实际的理由剥夺这些已定罪的被告元老的职位，尤其因为如果允许犯此罪的元老以后坐在元老院，审判跟他犯同样罪行的同事是很不合适的。[136]不管怎样，元老院仍会行使所谓“既降低又增加法律的严厉”的权利。[137]这样一来部分被告就不必遭受名声损毁的惩罚，要不然的话是很有可能的。

名声损毁，按词义本身，指的是在公众面前遭受耻辱，但首先不要太快得出结论，所有定罪的被告施与惩罚后将如到处逃避的被逐之人一样在以后的日子里无法见人。特别是那些被判索贿罪的元老最多可能遭到驱逐，一种相对宽容的流放刑罚，他们会被囚禁在一个特定的地方（通常是一个岛上），或者不让踏进某些地区。[138]通常他们仍然可以保留财产，总体上仍然具有个人的公民权利。据狄奥记载，公元12年，奥古斯都确实对驱逐的人采取过一系列明显更加严厉的限制，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限制得以一贯执行。[139]因此，总而言之，在很多流放的例子中，定罪的元老可以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安静舒服地生活，轻巧地免去了身在其职的元老所面对的压力、义务和担忧。如此吸引人的前景并不是个什么秘密，[140]对于某些元老来说求之不得也可理解——至少在一段时期内——特别是那些已经晋升为副执政，并担任地方总督，但看不到更好发展前景的人。

其次，名声损毁（infamia）的判决并不是说就此而终身丧失地位，受贬的元老在定罪时所任之职仍有可能恢复，[141]可以向元老院[142]或者皇帝求助，皇帝可能因各种理由而回应。比如，我们知道尼禄让普劳裘斯·拉特兰乌斯复职是想显示他的宽厚，而后来让科苏提安努斯·卡皮托复职是出于对提格利努斯的恩惠。[143]在登基时为了显示他们的慷慨，加尔巴和奥索都恢复了克劳狄乌斯和尼禄时期被免职的元老的职位。[144]70年初，维斯帕先统治初期，有更多的人得以复位，但那时有两个定罪的成员很有信心地离开了他们的流放地，期待能得到宽恕，最终还是将他们遣返。[145]公元3世纪早期，卡拉卡拉在大赦中肯定也包括了流放的元老，企图在谋杀格塔后赢得人心。[146]相反，帕尔弗里乌斯·苏拉被维斯帕先免除元老院职位，在朱庇特山（Capitoline）的争辩中，众人一致为这位天才的演讲家求情复职，而图密善却对此充耳不闻。[147]

简而言之，元老院的职位是终身的。主动辞职的例子很少，免除职位也限于两类人：那些恶习无法容忍，足以招致皇帝不满的人，还有那些被判严重罪行的人。即使这样，后者至少还有希望在以后复位，假如帝王想显示慷慨，而他们又能符合这样的要求的话。

第四节 元老院构成

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更多的细节，[148]奥古斯都将元老院的成员削减到约600人，而此后在帝国时期这个数目似乎相对稳定。还有，奥古斯都让元老院职位成为世袭制，鼓励儿子继承父业加入元老院，这样我们可能会以为元老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自我延续的寡头政治，正如在共和时期那样。然而，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帝国时期，已确立稳固地位的元老家庭历经几代都没能找到继承人。详细讨论这种新趋势的原因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149]但至少我们不能轻易地认为（正如一些现代作者所做的那样）[150]主要的原因肯定在于这些家庭缺乏传承的天生才能或者故意拒绝继任。还有更多的可能性需要细查。死刑或者在任时死亡也应该考虑在内。[151]其他情况下也可能是经济上的窘迫造成他们的子孙没有加入元老院，所以甚至机会来临时，他们也会躲避从事这种职业需要承担的风险和艰苦。另外，所有活到成年的后代也绝不可能全都没有身体或精神上的疾病。不管是什么原因，肯定有很多人像有些穿紫红宽纹袍的人那样，在他的墓碑上乏善可陈，除了还差1个月满30岁这样的事实。[152]

在共和制垮台后，[153]贵族阶层在冲突中受到的伤害最严重。他们在残暴帝王的统治下继续受害，特别是尼禄。据我们所知，大多数共和制时期的贵族家庭，如果能存活到奥古斯都统治时期，那么到弗拉维乌斯时期，也已要么灭绝，要么不再担任元老院职位。奥古斯都和克劳狄乌斯都将平民家庭提升为贵族阶层：所知的大约有20个家庭得到奥古斯都恩惠，而克劳狄乌斯恩赐的有17个。但是到图拉真时期为止，37个家庭中在元老院有职位的不到一半。[154]补充元老阶层的需要一直在持续，维斯帕先选拔了多达20个家庭。[155]公元2世纪所有的皇帝都进行了选拔，一直到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156]在选择新的贵族阶层时，曾在元老院任职的最古老的意大利家族通常会优先考虑，但从维斯帕先起，出色的或有前途的外地人也会被选拔。

古老的平民家族同样也从元老院迅速衰落。塞克斯图斯·阿普雷乌斯的父亲和祖父都曾任执政官（分别在公元14年和公元前29年），他的墓碑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在建造纪念碑的时候，他母亲说他是“家族中的最后一个元老”。[157]但在尼禄统治后期，可能有不超过15个在元老院任职的家族声称，他们的祖辈曾于公元前2世纪在元老院有一席之地，而只有12个家族声称1世纪时自己的祖辈曾在元老院任职。此后，古老家族的消失变得更加突出，因此到卡拉卡拉时期，很少有人能够将在元老院任职的祖辈追溯到一代或两代前。

现存的材料无法让我们追溯古老家族消失的详细情况，但我们对新的元老，当任的意大利人和外地人了解更多些。后者是最引人注目的群体。尤利乌斯·恺撒引进了一些外地人，奥古斯都和提比略也谨慎地继承了这种做法，克劳狄乌斯声称他们的做法有坚实的事实根据，即使有点夸大：“按照新的规矩，我的曾叔父，神圣的奥古斯都，我的叔父提比略·恺撒，希望殖民地和自治区的精英都汇聚在元老院，即品行好的和富有的人。”[158]事实上，在他们统治时期，外地人几乎完全来自帝国的西部。克劳狄乌斯仍然沿袭了同样的做法，因此从他那时起，外地人在元老院成了引人注目的群体。如刚才引用他演讲中所说的，他的做法并不新颖，而是对传统的继承，所选任的外地人逐渐融入了罗马社会。[159]然而，直到69年内战后，维斯帕先登基，才有不少希腊人和东方人觉得已经准备好并有资格加入元老院。[160]

此后，很明显外地人的任用人数不断增长，他们成了元老院成员构成重要的一部分。然而，想更深入地进行探讨，用数据（如一些学者尝试的那样）来说明这种趋势最好还是免了，[161]我们的资料有限，很多情况下，一个人的原籍无法从现存资料中得以确定，所以对外地新成员的任何概括容易包含大量的猜测，这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当然，即使能够做到更精确，我们还是无法说出在某个特定时期，这些成员在元老院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

最主要的是，由于无法对“外地人”给出一个满意的定义，所有的数据都会变得毫无价值。没错，当时的人也许能在“意大利人”和“外地人”中粗略划出界线。48年在支持或反对克劳狄乌斯将高卢要人引进元老院的辩论中区分表现得很明显，塔西佗描述塞内加时，让他在充满辛酸讽刺的“退休”演讲中说到了这点：“……于是我经常问自己：‘我，一位外地骑士的儿子，是不是位于元老院领导者的行列？我的名字是不是跟古老荣耀家谱一起闪光的新名字？’”[162]在弗拉维乌斯统治后期，斯塔蒂乌斯向年轻的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表示抗议，因为塞普蒂米乌斯出生于莱普提斯，但小时候被带到意大利：“你说的不是古迦太基话，你穿的也不是古迦太基的衣服，你的思想并不是外邦人的思想——你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163]在一次比赛中，一位坐在塔西佗旁边的骑士问他：“你是意大利人，还是外地人？”[164]显然他知道问这么一个问题的意义所在——塔西佗并没有直接回答他。

然而，“意大利人”和“外地人”这么彻底的区分是否能让研究元老院成员的现代学生感到满足，这让人怀疑。我们必须记住，意大利人也好，外地人也好，都不具有真正代表性或单一性。在意大利，富人之间差别很大，更富的人来自半岛北部更发达的地区，而稍穷的来自人口较稀少的南部：可以料想的是大部分意大利元老来自半岛北部。在外地人中，差别更加大，尤其是西部拉丁地区和东部希腊区之间。但元老院的任用显示了每个地区之内的更多差异。举个例子，来自贝提卡或者纳庞西斯的人长期罗马化，他们不会愿意不加区别地将自己跟达尔马提亚人或不列颠人归为一类。来自前面两个西部行省的人是早期加入元老院的外地人选。而在2世纪前没有一个达尔马提亚人加入元老院，此后到帝国后期也只有少数人加入。不列颠人根本没有当元老的。[165]在奥古斯都和康茂德统治之间，我们知道东部地区有69人加入了元老院，其中55人来自罗马殖民地或者已被证实罗马人定居的地方。[166]在亚细亚和其他东部行省中也有差异。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已知来自所有地区的元老家族中有三分之一（92个中有31个）来自亚细亚，而来自其他任何一个行省的家族没有超过9个。[167]更普遍的是，联姻肯定让“外地人”的定义更加复杂：比如，母亲来自意大利，父亲来自亚细亚的儿子该怎么归类？因为联姻，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加入元老院的非意大利人，他的子孙有几代可以算作是外地人？[168]

为了说明问题，有充分理由可以说，从弗拉维乌斯时期起，那些大体上可以称为“外地人”的人在元老院成员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些人从本质上，而不是从数量上，对立法团体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当恺撒将高卢人引进元老院时，当时有笑话传说他们根本就格格不入，甚至连进元老院的门也找不到！[169]更严肃地说，可以争辩的是，这些外地来的新人比起意大利人对传统的观念更淡薄，对法规程序的把握也更松散。确实，他们可能需要拉丁文技能，特别是他们来自东方的话。此外，意识到在某些场所他们会遭受歧视，还有对皇帝所欠的情，他们对事情不太可能采取独立的立场去看待，而只会毫无疑问地遵从元首的意愿。这样的态度尤其可见于原来为皇帝效劳，之后被选入元老院的骑士阶层，特别是在帝国后期。

这些论点只能在大幅修正后才能接受。当然，外地来的新人通常会遭到势利和歧视的眼光，[170]但不仅仅是他们，所有的新成员都会遭遇这种情况，因为元老院的传统是出身决定是否受人尊敬。[171]在帝国初期，贺拉斯[172]提到过对新元老明显的势利，而塔西佗[173]也提到在61年，三位元老受命去进行高卢人口普查时，有两个贵族对出身低微的同事表示出蔑视。毫无疑问，48年间，地位牢固的家族代表最强烈反对任用高卢人。[174]但在追求荣誉时，只要还存在出身高贵就更受尊重的情况（如我们所见，情况确实如此），他们就不能抱怨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尤韦纳尔对贵族态度的讽刺描写有预言性：

“你们其他人都是尘土”，你说，“大众之中的渣滓；

你们没有一个能够说出自己父亲的出生地，

而我是有着最古老血统的人。”[175]

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直到帝国制末期，有人坚持认为某些第一代元老不适合担任元老院职位或者对他们取得的显著成就持异议，这种反应其实很自然。普林尼[176]提到在选举时，候选人的手段之一是诽谤对手的出身；在另一个例子中，他没有忘记提到被谋杀的副执政拉修斯·马塞多是一个奴隶的儿子。公元前12年，领导成员拒绝参加阿古利巴葬礼上的竞技活动。[177]在公元3世纪，狄奥对马克里努斯选拔阿德文图斯感到厌恶，认为阿德文图斯的背景和教育都不符合元老的要求。[178]克罗狄乌斯·阿尔比乌斯据称出身显赫，得到了贵族的支持，反对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179]要不然反对的声音不会这么强烈。据狄奥记载，佩蒂纳克斯在奥略留统治时晋升为执政官，也有人表示不满，因为他出身低微。[180]而一旦称帝，佩蒂纳克斯自己也担忧“贵族”元老的反应，因为继承皇位的是“一位突然崛起的新贵，他的家族没有地位而且出身低微”。至少，他故意装作拱手想将元首的位置让给当时最显赫的贵族阿奇利乌斯·格拉布里奥。[181]马克西米努斯也遭遇了同样的尴尬。[182]

虽然我们应该认识到所有的外地人，实际上所有的新人都受到歧视，但也不应该夸大这点。毕竟，元老之间的关系紧张总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这只是其中之一，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原因。怀有恶意的歧视可能只局限于1世纪，此后，当古老家族在元老院的代表成了残余的力量，他们的不满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2世纪中期，新人弗朗图冒失地指出贵族阶层正在消亡，[183]而他同时代的人阿普列乌斯写道：“在芸芸众生中没有几个是元老，而元老当中没有几个来自贵族阶层。”[184]当然，从2世纪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在意他们非元老的家庭出身。这种在意也肯定会存在下去，因为成员的快速流动，这在1世纪时似乎是短暂的现象，而事实上则成了永久的趋势。很多新人的家庭在帝国时期没能在他们的后代中培育出元老，渐渐从元老院退出，正如他们的共和制先辈那样。这种趋势可以从18年到235年记录在案的执政官的研究中得以说明。[185]研究表明，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家庭有儿子获任父辈相同的职位，而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家庭在下三代中有直系后裔获任相同职位。虽然我们关于帝国时期执政官的所知不全面，继任的比率看来还是相当低，尤其是执政官本身代表最成功的元老，从而最有利于提拔自己的儿子担任元老院职位。但看来这些人的继任比率低很典型，从非元老家庭选任成员一直以来很有必要。

问题是，比起意大利人，元老院的外地新人是否真的传统意识较差，或者对法规程序掌握得没那么牢固。首先我们应该回忆下他们作为元老院成员带来的重大价值。有碑文说到奥古斯都同时代的意大利人瓦里乌斯·杰米努斯（Q.Varius Geminus），“他是所有帕利尼人中第一个成为元老的”。[186]毫无疑问，有些外地人也为进入元老院不遗余力。[187]获任后，他们也同样对自己新的地位以及以后依次的晋升无比地骄傲，这一点都不奇怪，文字资料和碑文资料都有相关阐述。弗朗图的信中一再流露出元老是独特精英的感觉。[188]比如，普布利乌斯·波斯图穆斯·罗穆鲁斯（Publius Postumus Romulus）在碑文中被描写成“第一个被授予紫绶元老的苏布斯西坦人（Thubursicitani）”。[189]被图密善直接选拔为市政官的阿伦提乌斯·克劳狄安（M.Arruntius Claudianus）是来自克桑托斯（Xanthus）的利西亚人（Lycian），据他自己竖立的碑刻上所写，[190]他是“全国第一个成为罗马元老的人”。还有一块在狄迪马（Didyma）发现的石碑，上面一位未知名姓的元老以惊人的自豪细致地描述了自己：“罗马人中的名人，整个亚细亚中第五个进入元老院的人，米利都和爱奥尼亚地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进入元老院的人。”[191]来自潘诺尼亚的两个人也曾经这么夸口。[192]当然，还有一位元老被描述为“来自阿非利加的第一位执政官”，[193]而在3世纪上半叶，以弗所一块石碑的碑文将科拉迪·卡尼尼亚·塞维鲁（Claudi Caninia Severa）称为“提比略·克劳迪乌斯·塞维鲁的女儿，她父亲是第一个成为执政官的以弗所人”。[194]

外地人如此热衷于加入元老院，而且非常重视他们的职位，因此不太可能对传统和法规掉以轻心。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教育背景跟意大利人的不会相差太远，实际上，如果不接受语言、文学和修辞方面的教育，没有人能够进入元老院，而这些方面的教育在整个帝国时期上层阶级中都是普遍的。因此，从这关键性的一点看来，意大利人和外地人并无差别，要在他们之间划清界限实际上毫无意义。与本族文化的联系必须断绝。[195]相反，所有元老，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地方，都只遵循一种传统。没错，偶尔有人批评元老的口音，[196]但这些吹毛求疵的评论不仅针对外地人，也针对意大利人。至于法规，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知识有多少是源于外地新人的著作，他们在加入元老院时受益于有经验元老的教导，而后，他们又将这些知识传授予他人。[197]公元1世纪的塞内加是西班牙后裔的新成员，而塔西佗很可能来自高卢。[198]公元2世纪的弗朗图来自阿非利加——“利比亚人当中的利比亚人”，他这么称呼自己[199]——他跟奥略留讨论过不适合在元老院使用的词语的细致问题。[200]来自外地的新人也可能造成了元老院独立性越来越差的状况，特别是与皇帝交涉的事情上。但应该强调的是这种变化在他们占据元老院相当比例之前已经在发生。

帝国时期元老院构成的两次最显著的进展可以看成是世袭制度的衰落，以及成员范围的扩展，吸纳了非意大利人。在朱里亚-克劳狄时期，大部分共和时期的元老家庭都已经消亡，他们被其他意大利人和不断增长的外地人所代替。刚开始的时候，外地人主要来自西部地区，但69年后也有来自东部地区。但是，这些新人家族也同样没能保持职位的延续，因此还需要不断地补充新成员。虽然让人惊讶，但不管是人员的不断流动，还是外地人的任用，看来都没有明显地削弱立法团体。事实上，任用外地人还增强了它的实力。新成员这个群体对自己取得的地位都感到很骄傲，而外地人在财产、教育和眼界上与意大利人旗鼓相当。元老院仍然是一个统一保守的机构，遵循自我的传统，维护自我的尊严。[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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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元老

上文我们已经考察了元老在立法团体有限范围内的职位，本章将接着讨论他们在更大范围的地位。首先讨论的是他们的法律地位和财富，然后探讨对他们的要求的特点和范围——经济上、社会上和个人方面的要求。在讨论中也关注为什么某些骑士即使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也拒绝从事元老职业的原因。最后，在材料允许的条件下，试图从元老自身还有较低阶层的两个立场出发，在本质上评估当时人们看待元老院机构的观点和态度。总之，本章的目的是更好地了解元老的义务，评价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机构在社会上所占据的地位。

第一节 法律地位

在共和制时期，元老一直在罗马社会享有崇高的地位。奥古斯都不仅希望保持地位，而且进一步采取措施在公元前18年的婚姻法中第一次定义了“元老阶层”，元老资格属于元老和他们的男性后代，以及他们的妻子，一直延续到第三代。[1]因此，在材料允许的条件下，我们需要考察这种阶层的法律地位和它的发展。[2]发展的说法其实很随意，绝不是因为此阶层享有的权利和特权从来没有全面地定义过，它的限制也没有定义过。事实上，某些法令显然只适用于元老，而其他法规也适用于他们的亲属，由此引起更多的困惑。不管怎样，定义几乎没有必要，因为实际上很少较低阶层的人敢于质疑这些高高在上的要人的意愿和行为。

托伽（toga）、特别的凉鞋和丘尼卡上的宽纹让元老院议员在公众场合中一眼就能被人认出。[3]此外，从克劳狄乌斯时期起，执政官和元老的妻子有权乘坐有遮蔽的抬椅。[4]当然，元老一直都受到尊重。在2世纪中期，盖乌斯提到地位低的人对元老造成任何伤害将以严重侮辱罪（iniuria atrox）严刑处罚。[5]也许，早在奥古斯都时期，元老似乎享有某些保护政策来防止民事指控（特别是欺骗罪）——地位低的人可能对他们提出起诉。[6]当然，在2世纪早期，元老及其妻子被指控欠债的话，可以享有部分变卖财产的特权（distractio bonorum），即他们个人财产的某些物件将由特别的代理以体面的方式卖掉，而被告人不会损失地位（声名狼藉）。[7]

元老的居住地应该在罗马，总体上有规定不允许他随便离开意大利。[8]因为这些原因，还考虑到他对国家政府应有的贡献，他可以免去所有的地方职责（munera）。[9]但同时，他仍保留和原居住地的正式联系，也仍有可能被召去那里就职。[10]属于自治区阶层（municipal ordo）的元老会将他们的名字刻在成员名册的最前面。[11]惊奇的是，他们中很多人，包括家庭里的其他成员，确实遵循了传统，即显赫的人实际上不会要求豁免地方责任，而严格说来他们是有权这么做的。[12]相反，他们表现出愿意承担赞助人、元老官职和祭司等各种职位的开支，不论是在自己的原居住地，还是在别的地方。[13]在西部地区，他们会担任团体（collegia）[14]的赞助人，而在整个帝国时期，他们会为各种自治区项目贡献力量。

反映元老公共精神的资料丰富，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有7份皇帝手令（sacrae litterae）的副本，由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和卡拉卡拉于204年5月31日发布：“显然你对元老院的法规无知，如果你请教有经验的人，就会发现罗马人的元老没有义务违反自己的意愿接待公众客人。”[15]除了一份副本出处未知，其余副本的发现地都是在那时的亚细亚行省：其中两份在以弗所（都用拉丁文撰写），[16]两份在帕罗斯岛（用希腊文和拉丁文书写），还有一份在佛里吉亚和吕底亚都有副本（都用拉丁文撰写）。很有可能皇帝瓦莱留和加利恩努斯寄给一位元老的信中也提到了同样的事情，并且说发生在士麦那。[17]究竟是谁要皇帝手令的“庇护”——行省总督？还是另一位元老？或者他的代理人？在这里讨论这令人烦恼的问题有点不太合适。我们也无法完全了解为什么要进行裁决，为什么在好些元老的领地上明显都有宣告。

不管怎样，在这些例子上特别花费工夫去证明元老的一点小小特权看来让人惊讶，奇怪的是，我们发现关于另外一件事也要同样努力去证明。据帕皮尼安说，“元老的自由民如果参与管理他们赞助人的事务，根据元老院法规，可以免去监护人的责任”。[18]其他资料表明，这里对特权的描述很不严谨。某位不知名的皇帝的法令描述得更准确：“自由民如果参与管理罗马人民的元老的事务，可以免除担当监护人的职责；但因为他享有公共福利，不能免除他的公民职责（munera）。”[19]据乌尔比安说，对此特权认可的裁决仅适用于元老的一位自由民，他参与元老的总管事务，也因此得以免除职责。[20]这种解释也在239年得到了戈尔迪安的肯定。[21]这项特权无疑是对每位长期离家的元老的一种肯定，因此要求他将沉重的责任放在别人的肩膀上。[22]然而，从戈尔迪安的法令还有法学家的描述中，可以很明白地看出有人企图用各种办法从这项有限的特权中获取超出法律允许的更多利益。有些成员不仅想豁免一位自由民代理人的责任，还想豁免他们每个住处的代理人。[23]元老的妻子也为她们的自由代理人取得豁免。[24]如果曾担任元老的自由民代理人，甚至在他被赋予戴指环（anulorum）的权利（凭此可视为自由出身的人）之后仍然担任的话，他也会想继续利用这项特权。[25]在这一点上，值得一提的是在担任赞助人孩子的监护人时，元老的自由民同样企图免除其他监护职责，虽然多少要求更高。[26]

虽然起初看来让人惊奇，但元老尽可能利用那两项小小的特权也许证明了2世纪晚期和3世纪早期，即使社会最高阶层也面临军队和政府不断增长的压力。然而，不顾法律限制利用第二种特权的做法让人不安。因此，另一方面可能要预防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特别的身份，所以奥略留发了道谕令让寻找逃亡奴隶的人有权进入任何一位领主的领地，特别包括皇帝和元老的领地。[27]

我们没有听说为元老作为监护人所享有的特权有过争论，他们在罗马担任官职时都免除了这样的职责。此外，塞维鲁和卡拉卡拉作出裁决，他们永远不会被要求去超过罗马城200英里的辖区当监护人。[28]但是，根据奥略留和康茂德的一份法令，他们如果被指定去担任低层民众的监护人就不能拒绝了。显然，如果担任低于元老阶层的人的监护人，而他后来成了元老，那么他的责任会立即免除，但如果他的监护人是元老，他的责任就不会免除。[29]

作为这个阶级的最后一项特权，虽然微不足道，我们还是注意到从奥古斯都时期起，任何演出不论在任何地方，第一排的位子都要保留给元老院的观众。[30]在罗马，长久以来，元老作为独立的群体在剧院的乐团表演时坐在一起，[31]外国使者也会被邀请加入他们。[32]同样，从奥古斯都时期起，若不是更早的话，元老在竞技场也跟别人分开坐，并从克劳狄乌斯时期起享有专座。[33]在圆形剧场，情况也如此。[34]

由同等地位的人审判有时候也被看作元老的特权。但如我们将在第十六章中所见，对元老的指控在多大程度上会在作为法庭的元老院中进行无法确定。当然他们在别处受审也没有法律上的限制，在选择法庭的时候，似乎起诉人更多地受到的是传统和指控性质的影响，而不是被告的地位。因此，实际上所有叛逆罪和索贿罪案件都会交由元老院或皇帝审判，[35]而元老院要是听审诸如伪造罪的指控是相当不寻常的，即使它有审判资格。元老层和地位较低的起诉人，在选择法庭的时候都会受以上考虑的影响，虽然元老起诉人可能会说服元老院聆听通常不会受理的指控，理由是案件会影响立法团体的荣誉或利益。在元老院进行的任何审讯，假如被告是元老阶层的人，自然会得到同伴的同情。但这样的偏心也不应该被夸大：被告所属阶层只是影响元老院态度的众多因素之一，尤其是在被告的行为对元老院或其利益造成损害时，他们只会遭到敌视，不管地位如何。元老院拥有随意改变判决的权利，虽然不管是在元老院，还是其他法庭，定罪的元老院成员通常肯定会根据照顾上层阶级的较轻刑罚判定。叛国罪（叛逆罪）几乎是唯一会被判处死刑的罪行。[36]

如果我们现在继续讨论元老阶层的限制，首先应该考虑显然还在折磨法规作者的其中一项。然而，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这一限制在多大程度上得以严格遵守。根据保卢斯引用的公元前18年的《朱利亚法》（Lex Julia），[37]元老成员被禁止与自由民、自由女人、或者其他低职位的人通婚。这项禁令由公元9年的《帕皮亚·波比亚法》（Lex Papia Poppaea）确认。[38]在某个时期，元老院添了一个规定，任何元老都不能娶公开审判[39]定了罪的女子，或者将她当妻子看待。安东尼·庇乌斯批准诉讼一位女自由民（freewoman），因为她同一位元老说自己是自由出身（free born），并和他结了婚。[40]这条全体禁令再次在奥略留统治时得到皇帝的谕令和元老院法令的肯定。[41]我们恰好知道这些后来的法规指的仅仅是结婚，而不是订婚，它们还明确宣布一位元老女儿和自由民的婚姻无效。帕皮尼安再次强调了后面订婚那一点，[42]但可以推测，在奥略留统治时期，当时的法学家马塞勒斯解释说，即使一位自由民让一位自由出身的人收养，他还是不够格娶元老的女儿，虽然他可以享有其他自由出身的人的待遇。[43]

此外，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在马库斯前后的法学家都曾讨论过这条禁令。之前有奥克塔维努斯和蓬波尼乌斯，[44]他们在保卢斯的文中有提到，紧接着他引用了上面提到的《朱利亚法》之后。[45]后来乌尔比安不仅讨论了如果一个人的妻子是女自由民，他当上元老后婚姻是否解散，他还讨论了相反的情况，就是说如果一位女自由民的“丈夫”曾经是元老，但是后来卸任了，她的身份会怎么样。在后面这个例子中，乌尔比安说，女自由民确实因为男方降职而成了他的合法妻子。[46]乌尔比安还告诉我们，元老总是可以向皇帝请求让女自由民身份的“妻子”合法化。[47]

还有更多约束元老行为和举动的各种限制，有些情况下甚至是整个元老阶层。无疑，约束的目的一直是为了维护此阶层的尊严，但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却值得怀疑，有迹象表明有人违反了某些限制，如果不是所有限制的话。首先，元老本人禁止担当告密人（delatores），[48]这道禁令是何时颁布的仍然未知（除了显然是在提比略统治之后），而且很难查证有没有严格执行。虽然没有资料提及，但这道禁令不可能适用于叛逆罪的指控。对元老来说，这是一项严重的罪行。并且，如保卢斯所说，“保证皇帝的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是每个人的职责。”[49]众所周知，有些元老非常愿意指控甚至是他们的同行犯了叛逆罪，这些指控在一些不自信的皇帝统治下给立法团体和统治者本人都造成了悲剧性后果。

第二，保卢斯引文中提到共和制时期的禁令仍然有效，禁止元老和他们的父母订立合约征收公共赋税，不得以私船牟利，或租借马匹给公共比赛。[50]根据公元前59年的关于《索贿罪的朱利亚法》（Lex Julia repetundarum），所有这些行为都要受到惩罚。但最后一项的禁令不是特别针对元老，因为为公共比赛提供马匹依照传统是只给骑士阶级保留的特权。无论如何，据狄奥记载，公元前2年，奥古斯都将这特权扩大到了元老，即使结果证明他们享有的时间很短暂。[51]其他两项禁令无疑是用来限制元老某些方面的商业活动，但并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在帝国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有什么举动惹人生厌。元老一直能够通过代理人或中介从事商业活动。[52]也许对船只拥有权的禁令唯一尚存的价值就是可以顺理成章地免除元老举行需要海上交通的礼拜仪式的义务。[53]就其他方面而言，清楚的一点是在帝国时期，比如说拥有罗马附近出产黏土地区的元老会很乐意以地主的名誉将自己的名字印在砖块上。[54]元老和上层阶级的其他成员一样，拥有大笔贷出[55]和贷入[56]的钱财。不管怎样，塔西佗宣称[57]在33年经济危机中没有一个元老是无辜的，他们以高于合法的利率放贷，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夸张。[58]

第三，对整个元老阶层行为更大范围的考察确实有些困难。保卢斯解释说：“元老的女儿如果从妓，或者登台演出，或者受到公诉，仍可嫁给自由民，因为虽然她目前堕落，荣誉地位还在。”[59]同样，从公元前38年起，元老不允许当角斗士参与角力，而到了公元前22年，也严令禁止整个阶层在舞台上或演出中露面。[60]后来，在公元19年，元老院颁布了一道法令规定元老阶层任何成员为了参与卖淫、演出或在表演中露面而故意降级的都将受到惩罚。[61]不管这条法规是否有效，毫无疑问元老们参与大众娱乐的热情仍然不减。奥维德说，[62]他们很多人出演哑剧，而在提比略时期他们甚至禁入剧院。[63]

在皇帝中，禁止元老在舞台或其他地方露面的规定遭到盖乌斯首次公开嘲讽：据说，他组织了赛马，所有的骑手都是元老层成员。[64]尼禄也多次在自己的表演中表示对禁令的蔑视。[65]但是维特里乌斯却赞同禁令，[66]因此给了图密善驱逐一位在哑剧院演出的元老的理由。[67]然而，有迹象表明，还是有人不断违反禁令，[68]虽然在2世纪末，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批评某些元老有损名誉的生活方式时也许心里是想着禁令的。[69]

总体来说，可以合理地总结元老阶层享有的合法特权和他们所受的限制在实际上都无关紧要。就特权而言，免除某些地方性的责任具有最大的潜在价值，但就这价值也可能无法完全兑现，因为按照传统作为居民首领不会完全享用这样的权利。霍金斯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为他在思考为什么元老的儿子没能继承父业加入元老院时，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可能是他们自动享有元老阶层的特权。[70]至于限制，与自由民结婚的禁令显然是最令人讨厌的，但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也会采取向皇帝祈求的办法免于受限，正如乌尔比安所说的那样。元老阶层地位的尊崇从不在于享有合法特权，也没有因这些特权而得以加强，相反，一直以来，它是基于成员的官职、财富和他们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正是后面几点，我们接下来要进行讨论。

第二节 财富

除了其他条件，元老院成员资格还包括财富。按照克劳狄乌斯的理解，奥古斯都和提比略说“希望各殖民地和自治区的精英都汇聚在元老院”有两层重要含义，“即优秀的人，并且是富有的人”。[71]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了解元老的财富情况。[72]

对很多同时代的人来说，在一个财富极端不均的社会，即使是最低级别的资格审核所需的100万塞斯特斯都是一笔庞大的数目。成为骑兵需要40万HS；成为市议员（town councilor）需要10万HS。在1世纪，一个军团下士一年可赚900HS，而与他相应职位、享有较少特权的外援军（auxilia）只能拿到300HS。[73]这些报酬当然能够按时全额获得，从这点来说，很难同农民因受天气和收成影响而浮动的收入相比较。但是，可以很容易看出仅资格审核这一项就会将很多人排除在元老院之外，除了极为有限的一些家庭，而他们只占帝国总人口的极小一部分。在当时的一部小说中，当自由民特拉马乔说他成了主人的继承人，与皇帝共同继承财产，因此得到“世袭的紫红宽纹权力”（patrimonium lati clavium），[74]他的客人完全明白他因此获得了普通人不敢想象的财富。

元老也许是罗马最富有的人，虽然有些非元老仍可能跟他们个人的财产相当，甚至超过他们。他们之间，如其他阶层一样，也存在极大的财产差别。现存证据很难将这一点阐释清楚，特别是在1世纪和2世纪早期之后，但没有理由怀疑差异的存在。在社会的最顶端，有帝国最富有的人，他们的财产以亿计算，[75]如多米提乌斯·图鲁斯，甚至很难记清他们有多少财产。[76]塞克斯图斯·庞培有着与他财富不相称的某种低俗，他在罗马最好的地段有一座宅邸，在西西里、马其顿、坎帕尼亚也有房产，他的名字就是财富的代名词，但他攻击一位执政官同事曼纽斯·雷比达，说他是“一个懒惰的穷人，没给祖辈增光”。[77]当然，元老院赶紧替雷比达辩护。公元2世纪中期，在“给尼格里努斯的信”和“论元老院有薪水职位”的文章中，卢西恩感情强烈地描述了罗马富有阶层中浮现的庸俗和炫耀之风。虽然他很谨慎地没有指名道姓，但当中有元老院的成员，无疑这点他肯定心里有数。

然而，并不是所有元老院成员都那么富有，在47年，一名指定执政官攻击像苏依留·鲁弗斯那样没有道德的律师时，要求以古代的辛西亚法予以制裁。辛西亚法禁止因提供法律服务而收取钱财或礼物。苏依留却辩驳说，他们不过是“收入有限的元老，在和平的国家只要求有和平时期的收入”。[78]他们申辩其他元老靠军事服务或农业收入来维持生计，而他们因为关注其他人的事务而忽视了自己，因此索取一些回报也理所当然。克劳狄乌斯完全被他们的申辩所打动，允许索取费最高达到1万HS。[79]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重点是这些元老说到自己财富的时候将自己归属于哪个阶层，而不是他们的话是真是假。事实上，几乎不用怀疑苏依留的财富比他在58年审判中又一次提到的“靠辛勤工作所获得的有限收入”要多。[80]

我们对财产状况有详细了解的唯一一位元老是小普林尼。[81]尽管有人反对说资料不全，[82]但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一直生活优渥，公开或者私下赚取大额的回报。他在意大利不同地方有不少地产，宅邸估计有6座，从他的遗嘱中可以合理地推算出他拥有500多个奴隶。特别是因为他在坦斯帕达纳的地产价值不甚清楚，所以很难计算他的总财产有多少，但可以推测大概在2000万塞斯特斯左右。

在继承和享受遗产方面，普林尼的情况可以说特别有利，[83]显然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分享他父亲、母亲和伯父留下的大笔财富。他结了3次婚，他的妻子带来的嫁妆可以享用一辈子，即使在她们死后要归还。[84]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自己没有孩子。不可避免，孩子会给一位元老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如果女儿要嫁得好，他们需要给她配好足够的嫁妆，[85]而儿子要继承父业进入元老院的话，必须满足资格审核的条件。在向朱里厄斯·毛里库斯的侄女推荐一位副执政官做丈夫的时候，普林尼写道：“我不知道是否要将他的父亲有大笔财产这一点加上，因为想到为你兄弟找一位女婿，我觉得没必要提到财产，但考虑到今天通行的习俗和国家法规将一个人的财富作为首要的标准来看，也许还是不能省略。当然，如果想到结婚以后生了小孩，还有他们的后代，我们作出选择的时候，钱财的问题还是应该加以考虑。”[86]

塔西佗生动地描述了年轻的元老霍尔塔勒斯16年间向提比略求助一事，[87]可能因为他无能，挥霍无度，但毫无疑问面临安排4个儿子进入公共生活的巨大难题。提比略给他每个儿子至多20万HS的赠礼帮助甚为有限。哈德良更加理解作为父亲的艰辛。据《奥古斯都史》记载：“他为那些并非因己之错而陷入穷困的元老提供补贴，根据每个人孩子数量的多少决定补贴额度，让那些元老足以安稳地从事工作。”[88]因此，卡里奥多鲁斯和他弟弟的窘境（为此，马提尔还写了一首诙谐的讽刺诗[89]）得以解决：家里的财产只够他们中的一人通过骑士资格审核，而不是两人！作为元老家庭，所有的财产比别人更多，但问题仍然存在。[90]

对于“更贫困”的成员我们所知甚少，但我们确实听说塞姆普朗纽斯·格拉古因为父亲被流放，不得不在阿非利加和西西里从事贸易，艰难为生。[91]据苏维托尼乌斯说，在维斯帕先担任阿非利加总督之后，也曾被迫从事骡子贸易，以保住职位。[92]比起昆提留斯·瓦鲁斯，他的举动并不奇特，昆提留斯担任叙利亚总督时，据维莱里乌斯说：“一位穷人进了富裕的行省，走的时候成了富人，留下一个穷省。”[93]奥古斯都时期，另外两个执政官塔留斯·鲁弗斯[94]和苏比修斯·圭里尼乌斯，[95]据说背景异常地模糊。前者明显地从来没有改掉年轻时吝啬的习惯，即便后来获得巨大财富。库尔提乌斯·鲁弗斯的背景同样说不出口。[96]庇索——加尔巴决定收养的儿子——被看作是元老阶层中的穷人，而他同时代的瓦林斯是个“穷”元老，在69年内战时得了一笔横财。[97]有3位元老当了告发人取得了名声和财富，据说他们也出身微寒——伊拜鲁斯·马塞勒斯、维比乌斯·克里斯普斯，还有阿基利乌斯·雷古勒斯。[98]另外一个也因告密而为人所知的叫多米提乌斯·阿弗特，长期贫困潦倒。[99]塔西佗描述了33年因经济危机造成对职位和名声的影响，很多借债人倾家荡产。[100]出于同情，后来他没有指出那些“因贫困而腐败”的贵族，他们曾答应为了尼禄登台表演。[101]很多元老无疑会同意他们的同行阿西琉斯·马塞勒斯的观点——与塔西佗的不同[102]——即“贫穷是最大的不幸”。

此外，塔西佗还描述了在48年时，高层的高卢人申请加入元老院，让一些元老感到震惊。他们鄙视这些高卢人的背景和财富，问道：“（如果允许高卢人加入），还有什么职位可以留给我们幸存下来的贵族或者来自拉丁裔的穷元老？”[103]我们禁不住猜想一位元老紧紧抱住尼禄的自由民以巴弗提——一位处理给皇帝申请书的官员（libellis）——的双膝，声泪俱下地宣称他只剩150万塞斯特斯的财产。于他，这么一笔数目代表贫困。[104]公元2世纪早期，普林尼推荐一位朋友当副执政官，坦率地向图拉真描述他“很穷”。[105]后来，当维鲁斯在东方时（公元163—166年），弗朗图更详尽地向他描述了加维乌斯·克拉鲁斯的困境：

如果我的财产更丰厚的话，我会尽最大能力帮他，让他可以轻松地免除元老的责任，也绝不会让他因此事漂洋过海。事实上，因为我的财产不多，而他经济上又拮据，我不得不放逐他到叙利亚去继承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在遗嘱中指定给他的财产，即使他不情愿。

我的朋友克拉鲁斯如此贫困的命运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因为他没有从父亲或者母亲那里得到任何财产，作为他父亲继承人的唯一好处就是连还清他的债务都很困难。但通过节约、对职责的专注和俭省，他免除了作为财务官、市政官和副执政官的所有义务，而他不在的时候，你尊贵的父亲用你的私库付清了他作为副执政官的费用，克拉鲁斯一康复，回来罗马就全额清还了你的私库支出。[106]

公元2世纪晚期，有一段时间，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在意大利的地产似乎相当少——在罗马只有一所小房子，在韦约（Veii）只有一处农场——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他在海外还有别的什么财产。[107]最后，《奥古斯都史》描述了在埃拉加巴鲁斯统治时期，很多在罗马的元老既没有马车，也没有奴仆。[108]

虽然我们对“贫穷”的元老所知甚少，也应该考虑经常提及的财政困难。这些谈论说明很多元老成员以并不充足的资金从事自己的职业。2世纪中期，很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安东尼·庇乌斯特地解除了禁令，允许夫妻间交换合法的礼物，如果做丈夫的因此得以穿上紫色宽纹长袍，或者加入骑兵的行列，或者举办赛事。[109]因贫困而失去官衔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共和时期就曾发生过。[110]但帝国时期可以请求皇帝的帮助，皇帝也因馈赠换取了忠心。[111]据《奥古斯都功业录》（Res Gestae）记载，奥古斯都帮助通过资格审查的朋友和元老可说数不胜数。[112]我们可以相信，据狄奥所说的来判断，[113]仅在公元4年，他就帮助过80多位年轻人。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人中包括科尔尼利乌斯·兰图鲁斯，[114]还有一位元老，据马克罗比乌斯说，其所欠的债高达400万塞斯特斯。[115]当然，有些元老因不负责任而丧失钱财，因此提比略要求每位寻求援助的元老要向元老院解释原因，他不会给那些浪费财产的人提供援助。[116]没有资料表明克劳狄乌斯帮助过那些困难的元老通过资格审核，相反，他很赞赏因贫困而主动辞职的元老。[117]尼禄更加慷慨：[118]事实上，65年时，比索念奴的阴谋是让指定执政官普老裘斯·拉特兰乌斯假装请求援助，借机抓住尼禄将他按倒。[119]维斯帕先也提供过援助。[120]在后来的帝王中，只有哈德良被明确证明替元老的审核提供过经济支援，[121]涅尔瓦也可能做过此事。[122]但是，据了解，从2世纪开始，皇帝是以职位的开支来帮助不那么富裕的元老。但在3世纪早期，狄奥确实让米西纳斯劝告奥古斯都善待元老：“不要因为贫穷辞退品行端正的人，而是要给他所需的钱财。”[123]

我们不清楚元老的财产状况是否一直都有清查，也不知道是如何实施的。在狄奥为米西纳斯写的同一篇演说词中，[124]他建议奥古斯都指定一位元老官员监督元老和骑士的家庭、财产以及品行等所有事务。至少到狄奥写这篇演说词的时候，显然有一位皇室官员管理元老和骑士的资格审核：据西律说，[125]埃拉加巴鲁斯雇用了一名演员来担任此职。更早的时候，我们听说在公元前13年，当奥古斯都审核元老阶层35岁以下的所有成员时，他只要他们提交财产保证书就够了。[126]如果对塞内加的评论[127]理解正确的话，那么似乎职位的候选人也要求申明他们的债务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元老因贫困辞职看来是自愿的，但并不总是如此：克劳狄乌斯在52年采用了强制的手段。[128]

简而言之，可以说，元老的财富比我们偶尔的猜想更加不均。特别是，财产最多勉强达到标准，而从事元老职业的例子绝不罕见。总之，如以下关于他们的义务的讨论表明，很多元老可能在经济上都有压力。[129]

第三节 财政义务

要维持公共生活的职位很昂贵，普林尼毫不迟疑地提醒他的两位受益人这一点。[130]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元老和他们的家人承担了担任地方官职和祭司的花费，以及捐赠自治区各种项目，但是我们应该更仔细考虑的是，在元老加入元老院，以及之后的晋升中，加诸他们头上的经济义务的性质和范围。

其中主要的一项花费是，有志于从事元老职业的新人可能会觉得首先要从皇帝那里得到紫红宽纹权价值不菲，如果他既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支持的话。在62年，法布里修斯·威恩托替人获取“职位的权利（ius adipiscendorum honorum）”，按塔西佗的话来说（即紫红宽纹权），收取钱财而被定罪。[131]大概在同一时期，维斯帕先也因提供紫色宽纹长袍收了一位年轻人20万HS。[132]公元2世纪晚期，康茂德的禁卫军长官克林德肯定征收了更加大得多的金额。狄奥嘲讽说：“事实上，有些人在花光了所有积蓄后才当上元老，所以有人说尤利乌斯·索伦，一位少为人知的人，是在被剥夺了所有财产之后流放到元老院的。”[133]

获取紫色宽纹权后，大多有志于元老职业的人都会在这个或那个阶段为选举支付费用。如上所见，当选上最高官职——执政官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推荐。他也会经常支持一部分候选人担任较低的职位，所以他们的当选是肯定的，这就省去了拉票的麻烦和花费。然而，剩余的职位仍然要公开招募。塔西佗说，当14年选举从公众集会的形式转移到元老院内部选举，元老们都很满意，“因为他们不必再进行不体面的拉票活动，也不用花费金钱了”。[134]

然而，从普林尼的《书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1世纪末时，竞争仍然相当激烈，选举还是要严肃对待，因此成员间互相拉票很正常。[135]值得一提的是，在向朱尼厄斯·莫里科斯的侄女推荐丈夫的时候，普林尼说到那人已经升任副执政官，“因此省了为他拉票的必要”。[136]特别是拉票时候选人和他的支持者总有出面游说或信件劝说朋友的麻烦。正如普林尼说起他支持一位保民官候选人时：“我联系了所有的朋友恳求他们给予支持，走遍了个人私舍和各个公共场所，四处乞求，动用了我所有的影响力和名声”。[137]在提及另一位可能是谋求财务官职的候选人的时候，他同样说到此人曾为之尽心竭力，还说到一位过早去世的朋友为了谋取市政官不辞劳苦。[138]

这些信件说明拉票要耗费时间和精力，而不是金钱，这毫无疑问是《关于选举舞弊的朱利亚法》（公元前18年）所制裁的。但1世纪中期，科鲁梅拉，一位从直布罗陀海峡来的外地人心怀不满，除了农业以外，他倔强地指出所有行业的弊端，并且逃避政治，“因为官职不是通过自愿的劳役获取，而是靠贿赂买得”。[139]普林尼也指出在实际操作中法律经常被置之不顾：“在最后所有的选举中，元老院表达了非常正确的观点，‘候选人都不得款待他人、派送礼品、或给执事人钱财’。然而，前两项大家照行不误，毫无约束，也不隐瞒，第三项偷偷地进行，但是大家心知肚明。”[140]在这封信的后面，他还提到了“候选人无耻的花费总额”。除了其他几点，埃比克提图也同样表达了对加入元老院要求的轻蔑，其中提到了拉票的花费：“如果你想当执政官，你就得牺牲睡眠，每天东奔西走，亲人家的手，把别人的门槛踏扁，说些不体面的话，做些不体面的事，到处派送礼品，给人散些钱财。”[141]

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料去了解某职位候选人实际上所需要的花费，即使法律严格禁止。正如普林尼在上文提及的信件里所解释的那样，图拉真企图消除拉票的费用，让所有的职位候选人将三分之一的财产投入意大利房地产。到那时为止，奥古斯都在公元前8年规定所有候选人先付定金，如果采用非法手段就必须没收定金，这条规定显然早就不再执行了。[142]图拉真的规定也可能相继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直到奥略留多少让其得以恢复。他要求非意大利籍的元老将财产的四分之一投资于意大利。[143]同样，这要求也很快流产了：当然，假如此项规定持续了一段时期的话。关于外地籍元老拥有意大利地产的现存证据也很少，让人不解。[144]至少如果真的执行这些规定，也会给非意大利籍元老造成更大的负担，甚至给本地意大利人也同样带来负担，他们已经在外地房产中投入了大笔资金。我们禁不住猜想瓦列里乌斯·马塞多拒绝哈德良授予财务官紫色宽纹长袍的诸多理由中的一点是，他必须在成为候选人之前，卖掉在罗纳河边众多美丽、利润丰厚的葡萄园，以便投资意大利地产，这样的前景并不美妙。[145]相反，肯定有很多外地籍元老完全迁到了意大利，弗朗图肯定是。[146]而很显然，和他同姓氏的卡里斯塔尼乌斯·弗朗图，第一个来自皮西迪亚的安条克（公元90年补任执政官）的元老也是他的家族中最后一位提到在那里的成员。应该承认，碑文记录遭到偶然的破坏也可能是后面例子同样合理的解释。[147]但是，更广泛地说，保卢斯特别突出地提到，卸任的元老只有通过特别请求，才能恢复原国籍。[148]

一旦加入元老院，元老需要在罗马有一所房子。[149]在奥古斯都时期，建筑作家维特鲁威解释了适合常务元老的住宅风格：“对于贵族，那些拥有职位和官衔的人有义务尽居民的责任，必须修建豪华的前厅，让人惊叹的门廊和列柱廊园，另外还要有宽广的小树林和散步的地方，风格能让他们的尊严增辉添彩；此外，藏书阁、画廊和长方形柱廊大厅要富丽堂皇，可以跟公共建筑媲美，因为这些人的房舍经常用作会议场所讨论公共事务和个人讼案及仲裁。”[150]

毫无疑问，杰出执政官的宅邸采用了这种理想的住宅风格，如卡尔普尼乌斯·庇索（常任执政官，公元前7年）、塞克斯图斯·庞培（常任执政官，公元14年）、阿伦提乌斯·斯特拉（补任执政官，101年的最后几个月）、或裴达纽斯·塞古斯都，城市执政官，在61年，他被谋杀时，他的市内宅邸有400个奴隶。[151]但对于那些没那么富有的元老，罗马的住房费用让他们发愁。如我们所想，那里的总体生活消费比别处要高，大家都知道出卖或出租房子的价格贵得离谱。[152]这就很难节俭，“我没有奢侈的品味”，塞内加感叹道，“但在城里生活却需要高消费”。[153]提比略甚至因为一位元老在7月1日前就搬到了自己的庄园而降了他的职，因为7月1日那天城中通常开始签订长期租约，这样，这位元老就可以免去在城中保有住所的整年花费，而之后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都有希望可以找到一处特意降低了房租的房子，只要那房子过了惯例签订日期还空着。[154]显然，皇帝认为这种节省的做法有失尊严。

很遗憾，我们没有数据估算元老在罗马雇佣适当仆人、找到合适住处的费用。不过，根据贺拉斯的暗示，陪伴一位副执政官等级的元老在城市附近出游，5个仆人是远远不够的。[155]公元前125年前，严厉的审查官训斥一位元老以6000HS租了一所房子，魏莱里乌斯解释了原因后评论道：“这是153年前的价格，今天要是哪个人租这么低价的房，没有人会认为他是元老。”[156]不管怎样，不那么富有的元老要找到合适的住所仍然觉得拮据。41年，维斯帕先的儿子提图斯出生的时候，他住在“七节楼”（Septizonium）附近一所简陋的房子里，房间又窄又暗。[157]我们也知道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在罗马也只有一所小房子。

不过，很典型的是，维斯帕先[158]和塞维鲁在附近都有乡村地产。事实上，除了城里的住处外，每位有能力负担的元老在乡郊都有地产。[159]科卢梅拉在他的关于1世纪中期的农业论著中只是原则上同意迦太基人马戈提出的建议，即有乡郊地产的人不应该有市内宅邸。他在论著中说道：“这项规定，如果今天要遵守执行的话，我不会作出改变。但情况是，在城市谋求发展的抱负经常让我们大多数人离开乡村，当事务需要的时候，甚至更为频繁地离开，因此，我觉得在城镇附近有一处房产是最方便的，那样，即使是事务繁忙的人在他的法庭公务完成后也可以很容易每天回去。”[160]普林尼的郊区住宅在离罗马城17英里的洛兰图姆，奥斯蒂亚附近，这和科卢梅拉的建议相当接近：住宅位于城中忙完一天后能在晚上赶回的地段。[161]普林尼还有一处房产在罗马的埃斯奎林山。[162]在城外，提维里、普莱纳斯特和图斯卡伦都是最受欢迎的其中几个地段。[163]然而，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紧邻罗马城的周边地带整体房价都很高——虽然肯定还是没有城内的价格离谱。[164]塞内加有充分理由认为，在城郊有不错的房产是富有阶层的象征。[165]他自己在第四里程标处（fourth milestone）有郊区房产，在诺门顿和阿尔巴也有。[166]加尔巴，还有其他人在图斯卡伦[167]有避暑宅邸，而安东尼·庇乌斯家族在罗丽木[168]有一处房产。和普林尼同时代但比他富有得多的阿基利乌斯·雷古勒斯拥有“横跨台伯河”的几个园林，在离罗马城第三里程标处有一栋乡间别墅（rus），还有另一房产在图斯卡伦。[169]弗朗图也不例外，在埃斯奎林山有一所市内宅邸，在奥列里安有郊区住宅，在那不勒斯港湾时尚的苏伦图姆地段有海景房。[170]

担任几乎每个官员职位时，元老都要求为竞技比赛和其他方面的花费捐赠大笔钱财。按照就职顺序，先上任的财务官必须为铺路（stratura viarum）捐款，直到47年，多拉贝拉规定指定财务官的“团体（college）”每年只需付一场角斗表演（gladiatorirum munus）的费用就可以了。尽管阿格里皮娜反对，这项规定到54年尼禄登基后不久就废除了。[171]因此，让人不解的是，卢坎的匿名传记作者曾提及他在60年代担任财务官时，和同僚以“当时流行的方式”[172]举办了一场角斗表演，但也许是支付得起费用的那些人仍然在举办传统的娱乐，即使义务的规定已经失效。据苏维托尼乌斯说，[173]财务官赞助角斗士表演（quaestoria munera）在图密善时期重新实行，到塞维鲁·亚历山大时期仍然在举办。[174]

据我们所知，担任保民官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支出，因此下面的例子是个例外——为了纪念奥古斯都保民官的威严——保民官在14年提出庆祝奥古斯都节时得到了元老院的同意。但即使那样，费用还是由国家支付。[175]正如我们所知，只有到了帝国初期，市政官才被要求支付竞技比赛的费用。在那之后，担任此职还是有一定的花费要支付，弗朗图在160年给维鲁斯写了一封关于加维乌斯·克拉鲁斯的职业的信（上面引用过），信中也暗示了这一点。也许这跟市政官管理城邦的职责（cura urbis）有关，但我们没有证据。无论如何，《奥古斯都史》宣称奥略留“将保民官、市政官的官衔赐给很多贫穷但诚实的元老”，[176]无疑是说担任这两个官职相对便宜些。但是，和其他官员一样，市政官也可以主动举办角斗表演。[177]

然而，资助表演的真正负担主要落在副执政官头上，执政官次之，他们的努力和投入的费用让表演很精彩。[178]从公元前22年起，奥古斯都规定副执政官应该从市政官手里接过庆祝传统节日的任务。这些节日主要是一种竞技场比赛和戏剧表演的混合，包括：

1.大母神节，4月4日—10日（7天）

2.谷物节，4月12日—19日（8天）

3.花神节，4月28日—5月3日（6天）

4.阿波罗节，7月6日—13日（8天）

5.罗马节，或者大罗马节，9月4日—19日（16天）

6.众民节，11月4日—17日（14天）[179]

从14年起，外国籍副执政官也有庆祝奥古斯都节（10月）的义务。[180]我们曾听说一位名叫帕西卡留斯的副执政官，据推测，由他主办庆祝帕提亚人胜利的表演。[181]直到克劳狄乌斯结束了这些活动，还经常有副执政官负责的角斗表演。[182]另外，他们也不时赞助自发举行的竞技表演，[183]当举办百年节的时候，他们也会承担一些责任。[184]

执政官举办竞技表演的义务要轻些，因此也更难辨别。但我们知道任职肯定意味着某些支出，也许可以合理推测执政官至少要为这些竞技表演捐赠费用，不管他任职多少年。[185]特别是执政官要负责9月2日到3日在亚克兴角举办的纪念奥古斯都胜利的竞技表演，[186]也同时庆祝这位皇帝的生日。[187]他们也会为特别的事情举办竞技表演——比如庆祝胜利。[188]

担任祭司的元老会按要求为他们的祭司团在特别时候举办的表演捐款，[189]但据我们目前所知，在罗马，荣誉捐款（summae honorariae）并不能用来作为加入祭司团的条件。据称，盖乌斯从克劳狄乌斯和其他渴望在他团体中担当祭司的人身上敲诈了800万HS或1000万HS，不仅仅是这笔数目没有代表性，敲诈本身也没有代表性。[190]

关于竞技表演的实际花费和官员捐赠的数目资料很少。但是在塔西佗看来，举办一场角斗表演向财务官征收的费用足以让贫困的候选人对职位望而却步。这样的困境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元老院在尼禄上台后[191]很快就施压将这项规定废除了，重新获得自由。当举办表演义务的规定重新实施时，财产不多的元老如加维乌斯·克拉鲁斯需要凭“节约，对职责的专注和俭省”的借口，以免除作为财务官和市政官的义务。

就是举办表演的义务曾经让担任市政官职务的代价十分高昂。[192]但如我们所知，从公元前22年起，奥古斯都将这重担转移到副执政官肩上。起初，他规定一个团体的所有成员必须捐赠同等数目的钱财作为国家拨款的补充——一种有意保护不那么富有的官员的做法。[193]但是在公元前18年，他又允许副执政花销3倍于国家补贴的份额，如果他们愿意的话。[194]就目前我们所知，承担各种不同节日的责任通常由传统的抽签方式决定。[195]据说，加尔巴皇帝还在当副执政的时候就是以这种方式举办花神节的。[196]即使副执政因某些原因在任时外出，他们还是有义务捐赠费用，如加维乌斯·克拉鲁斯和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两人都是这么做的。[197]

《奥古斯都元老院管理人员日程》（Fasti Antiates Ministrorum Domus Augustae）[198]提供的一些资料告诉我们，从23年到37年国家拨给3个节日的款项：38万HS给阿波罗节（1天竞技场比赛+7天戏剧表演）；76万HS给罗马节（5天竞技场比赛+7天戏剧表演+2天盛宴+2天马力挑战）；60万HS给众民节（3天竞技场比赛+7天戏剧表演+2天盛宴+2天马力挑战）。另外，象征性的1万HS拨给奥古斯都节。我们不知道其他节日拨了多少款项，如果有的话。通常这些国家拨款不足以支付各种庆典的总开支。共和制的市政官毫无节制地花费以增加名望，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当选副执政。一旦将责任转移给副执政，这样的激励作用就消失了，因为他们是否升任为执政官全由皇帝说了算。当然，比较而言，吝啬也会遭到众人的反对。比如我们从塔西佗记述中得知，阿格里科拉担任副执政期间处理这种问题很明智：“在赞助这些比赛和其他官场上的浮华活动时，他在冷静的理智和奢侈之间掌握了适中的尺度，一方面远算不上奢侈浪费，另一方面也很注重公众的看法。”[199]

马提尔的两首讽刺诗[200]也许可以为副执政从他自己口袋里掏出的捐款数目提供点线索。其中一首提及一位副执政官在竞技场的比赛中花了超过1万HS，而另一首诗则讲到为庆祝大母神节至少得捐赠10万HS，众民节也至少要花上2万HS。想想后面的两笔数目促使这位元老的未婚妻离开了他，并马上拿回了嫁妆！[201]但并不是因为如此大额的花费使得当时的副执政官凯基利乌斯·卡尔西库斯欠下共计400万HS的债。[202]我们也知道马提尔所说的数目普林尼完全有能力提供，不会有任何麻烦。比如，他很乐意地为一位来自科姆的朋友提供了30万HS。[203]与科塔·梅萨里奴斯（20年执政官）相比，他的私人赠礼算是少的。[204]科塔的自由民仆人在墓碑上用诗文感谢他慷慨赐予了超过一位骑士资格审核所需的资金，并且他的孩子也有幸得到了他馈赠的嫁妆。[205]塞维鲁时期，两位元老显然也对他们的情妇表现出同样的慷慨。第一位元老庞修斯·保利努斯给他的自由民女人的赠款还引起了一场官司，赠款被指控违法，因为法律禁止夫妻间互赠礼物：但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断定庞修斯是将那女人当情妇而不是妻子看待，因此可以赠礼。[206]第二位元老科奇乌斯·卡西亚努斯更是让情妇的女儿和他自己的孙女一同继承财产。[207]

虽然有些元老没有感到压力，很显然为比赛表演捐款的要求确实大大加重了很多元老的开支，甚至超出了承受的能力。[208]从塞内加的一篇文中，我们可以推测，副执政的朋友为他的花费捐赠是正常的。[209]这种赠礼似乎在别处提到过，2世纪后期，马塞勒斯举过一个例子以引起讨论，说的是一个人在他遗嘱中规定他的继承人必须支付40奥里斯（aurei）金币给他妹妹的儿子“作为担任执政官的费用”（in honorem consulatus）。[210]总的来说，这种做法类似给朋友的女儿赠送嫁妆费，上文已有提及，或如一位有名望的人房子给火烧掉后给他重建费和装修费，尤韦纳尔很嫉妒地提到过这个例子。[211]这些馈赠自然让受益人有回报好意的义务，[212]但它们也说明了元老阶层紧密的关系。

毫无意外，那些扩大比赛规模或增加比赛项目的皇帝难以得到元老的感激。[213]康茂德要求所有的元老、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每年为他的生日捐赠两奥里斯（aurei）金币，为此被人痛恨。[214]皇室消减节日天数的做法让元老松了口气。[215]从217年起，显然副执政官也不必再为他们举办的比赛捐款，除了花神节外。[216]

有些元老入不敷出，不得不辞职。[217]尼禄统治早期，副执政官法布里修斯·维恩托觉得养马人和马车手的要求让人难以忍受，于是削减了费用，改为赛狗。[218]如我们所见，在2世纪中期肯定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难题，安东尼·庇乌斯才允许做妻子的给他们的丈夫赠礼以支付比赛的费用。在皇帝中，奥古斯都自己定下规矩帮助那些无法支付比赛的官员（可以推测多是副执政官）。根据《奥古斯都功业录》记载，他声称替别人支付过23场比赛——是因为他们离开了，[219]或者如苏维托尼乌斯所言，是因为他们缺钱。[220]克劳狄乌斯也同样帮助过一位副执政官。[221]从2世纪开始，这种帮助执政官和副执政官的方式取代了以前在资格审核时资助他们的传统。[222]同样，除了荣誉之外，也可能是为了替他们省下拉票和担任公职的费用，一些皇帝直接选拔一些元老担任更高职位。比如至少2世纪时，不太可能是因为预料到选举竞争的激烈促使了两名财务官的直接选拔：尤利乌斯·尤利安[223]和克劳狄乌斯·沙拉克斯。显然，没有哪个有财务官职的人为了当上市政官或保民官，也就是达到晋升的目的，会有特别的困难。[224]

除了朋友和皇帝的帮助，元老在他职业最需要的那些阶段不可能有更多的直接经济援助。到元老院上任当然一直都没报酬。[225]罗马元老官员担负的职责是没有工资的。至少狄奥暗示了克劳狄乌斯时期设立的财务官（quaestores aerarii）领取工资的做法很特殊。[226]相反，我们可以猜测，在国外就职的财务官确实定期领取工资。帝国制的后半期皇室使节侍从（comites of imperial legati）无疑还有行省总督肯定也有工资，[227]当然，相比较而言，他们的职位很少会比副执政官低，因此大多数本来已经有大笔花费了。但更常见的是，所有在国外任职的元老总能找到各种众人熟知的渠道额外赚钱，如果他愿意冒点小风险的话。[228]在罗马，那些腐败的市政官和副执政官也可以从职位中捞取好处。[229]公元2世纪中期，维努勒乌斯·萨图宁一边说城中官员不得受贿，一边又特别强调赠礼的限额一年是1万HS。[230]不管怎样，通常一位元老只有在当上副执政官后才够格担任真正有报酬的岗位，这当然更加凭他的运气和皇室的宠幸。所有副执政官，除了贵族外，当上执政官后首先会担任至少一个带薪职位，为期两到三年。这也是比起副执政官较少听说执政官在支付花费方面有困难的原因之一。比如，229年，在狄奥担任第二任执政官时，皇帝为他支付花费被看作是一种荣誉，而不是解救他的贫困。[231]普林尼曾描述过担任公职是作为在担任副执政和早期官职时候表现优异的一种回报（praemium）。[232]因此，当霍斯提留斯·菲米努斯，遭贬斥的阿非利加总督马吕斯·塞赫斯的使节，被认为没有资格抽签担任任何行省的总督时，普林尼很同情他的困境，即使判决看起来很宽容：为此，如他所说，霍斯提留斯被剥夺了担任元老职位的好处，但并没有免去他的苦差和困窘。[233]

虽然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和其他话题一样，很不幸只能建立在零星的印象上，但很明显任何从事元老职业的人不可逃避地摊上了大笔的花销。即使节俭，要在罗马城及其周边得到并保留一处或多处住所，过上舒适的生活，为官职拉票，为官员举办的比赛做必须的捐赠也是非常昂贵的。从意大利以外的地方来的新成员可能会发现最初的开支特别高昂，毕竟在2世纪实施的规定要求他们将财产的一部分投放在意大利。在所有元老中只有一小部分凭着运气和能力才能得到为他们的花销给予丰厚回报的职位，即使那样花费和回报中间的间隔总是很长。难怪在帝国制时期很多元老当了告密者，总督也继续敲诈外地人来偿还债务，就像以前在共和制时那样。

第四节 其他要求

我们已经对元老职业的财富要求和元老不可避免的支出有了初步印象，接下来要详细讨论便是元老院会议，可想而知元老们在当中度过了大量时光。重要的是要知道参加会议只是众多义务中的一项。要对元老生涯有正确的了解，先考察对他们正式和非正式的其他要求很重要。

一个没有抱负的人，追求享受安静的生活，不愿受人瞩目是不适合从事元老职业的。必须承认，一旦当选财务官，享有在元老院的终身职位，就没有人会再强迫你升任更高的职位：正如乌尔比安说，“一个人可以成为元老而不再追求更高的荣誉”。[234]我们确实知道有两个人在当上财务官后就不再尝试晋升。[235]但很难说其他很多人当上元老后也只想待在元老院最低的职位。不论如何，如我们所见，在帝国时期，晋升到副执政越来越容易。当然，更高官职的补充也有很惨淡的时候，如果低级元老整体反应冷淡的话。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还是一直和众人期待的那样希望得到晋升，不管花费多少工夫和钱财。

因此，元老是个服务他人的高尚职业，他们要履行“公共职责”。[236]带着这些想法，普林尼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在拜访一位杰出的已退休的执政官维斯特里修斯·斯普林那后受到了很大鼓舞，他继续写道：

当时我已经百务缠身，但斯普林那再次给我作出榜样，让我安心，因为他也接受了公共职务，担任元老官职，管理行省，这么做只是因为荣誉所在，所以说他现在退休了，那是艰苦工作换来的。我也决心要以他为标尺，为自己定下目标，你可以当我的见证人……[237]

不可避免，这样的“标尺和目标”要有一定的雄心，也就是当时哲学家的绝望。塞内加本人就是元老院的一员，他说没必要妒忌执政官，因为他将会浪费掉自己的所有岁月来换取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一年。[238]他以讽刺的手法描述了普遍感到不满足的情况：

他给了我副执政的职位，但我原想要的是执政官；他给了我十二束棒，但没能让我当成常任执政官；他愿意以我的名字命名年份，但在祭司职位这点上让我失望；大家都选我加入元老团，但为什么只加入一个元老团呢？他给我带来了最高荣誉，但他对我的财富什么贡献都没有；他给我的是不得不给的——他没有从口袋里掏出过任何东西。[239]

普鲁塔克以类似的风格感叹希腊同胞的雄心：

“可他是个萨索斯人”，人家会这么说。但是还有其他人：开俄斯岛人，迦拉太人或俾泰尼亚人，他们并不满意在自己同胞中分享到多少名声或权利，反而哭泣流泪，因为没能穿上贵族身份的鞋，即使穿上了这样的鞋，他们还是会哭泣，因为还没当上罗马的副执政；假如当上了副执政，又要为不是执政官而哭泣；如果当上执政官，他们还是会哭泣，因为不是第一个而是后一个当选。[240]

我们已经知道担任官职需要时间和金钱。全心全意为了他人的事情，却忘了自己的事，埃比克提图正确地指出这是元老职业要求中最突出的：“……你当元老要当一辈子。你难道不知道担任此职的人极少关注自己的家庭事务，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要么去指挥别人，要么听从别人的指挥，或者在某个公务职位上，或者在军队里，又或者坐在法官椅上？”[241]

塔西佗称颂维斯帕先的哥哥弗拉维乌斯·萨比努斯担任了35年公职，[242]而凯西纳·塞维鲁宣称在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统治时在行省服务了40年。[243]长久明显的缺席肯定很特殊，但20个副执政中有12个左右每年任职期间都会定期在国外度过。事实上，多数副执政以上的可选岗位都在行省担任，而不是在意大利，就是说，那些职位上升到这个高度的人迟早都会按要求在国外度过一段时期。[244]塔西佗哀叹任副执政时离开罗马太久，无法在岳父阿格里科拉生命的最后4年中见到他。[245]然而，最痛苦的是那些外地的元老，他们没有选择完全搬迁到意大利，因此在那或在别处任职的时候，被迫忍受长期和在家中的妻儿分离。[246]

在罗马，元老的正式义务无疑决不限于出席元老院。当皇帝在他住处的时候，所有元老需要不时登门拜候，即使在小圈子里他们会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因此，66年，尼禄皇帝巡游希腊时，维斯帕先没有理会他的行程，从而冒犯了他。维斯帕先不仅被禁止和士兵同住，而且不能参加众人的拜谒礼仪。[247]据普鲁塔克所记述的一则不完全的轶事说，奥古斯都统治末期，当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和往常一样参加拜谒礼时，皇帝断绝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因为法比乌斯背叛了信任。[248]皇帝正式和朋友断绝关系的决定自然包括不能再进他的门。[249]

从公元前12年起，奥古斯都免除了元老院每次开会时的拜谒礼，以免耽搁会议。到他特别年迈的时候，干脆将其取消了。[250]然而，莉维亚还是继续接受元老院的问候。[251]作为皇帝，提比略显然企图简化事务，但有一段时期，元老们发现他们必须等着拜谒他和塞扬努斯。[252]尼禄被人称赞能够不凭提示就认出拜谒他的人，但是因为接待元老时穿着随便而冒犯了他们。[253]在尼禄去世后和加尔巴上任前的那段时期，禁卫军首领尼姆菲迪乌斯·萨比努斯企图将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普鲁塔克特别指出元老院成员每天到他门口聚集。[254]在69年中，问候凯西纳和瓦林斯的人排成长队，因为维特里乌斯没什么皇帝威信。[255]更往后，普劳蒂亚努斯是另一位元老等着拜见的禁卫军首领。[256]

在普林尼的《颂词》48章中，他比较了拜谒图密善的痛苦和觐见图拉真的快乐。当然，尤韦纳尔描述说，图密善在他阿尔巴的郊区住宅并不接见元老，而扛着巨大的大比目鱼的渔夫却可以进去！[257]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相信普林尼，那么看来在图密善时期分等级接见在皇室中还是普遍存在的。塞内加曾提及奥古斯都如何从敌人那里征召可以“优先觐见的所有幕僚（tota cohors primae admissionis）”[258]，这或许显示着这一习俗较早的迹象。据老普林尼所言，克劳狄乌斯给那些亲近的人分发了金指环，允许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觐见，但维斯帕先废止了这种做法。[259]小普林尼的记载也告诉我们，在涅尔瓦和图拉真时期，所有接见的等级规定都给废除了。[260]然而，这些规定可能又得以重新实施。至少我们发现副执政普罗提乌斯·萨比努斯在其墓碑上刻写下了其“也享有对安东尼·庇乌斯·奥古斯都皇帝的二等觐见权”。[261]

在同一时期，弗朗图定下每天拜谒和陪伴奥略留的规矩，认为这些表现是元老有资格升任的条件：而演说家本人在这方面却不怎么用功，尽管他为自己争辩。[262]狄奥说，康茂德会穿上去圆形剧场的服装接见元老。[263]后来，将皇权交给狄第乌斯·朱利安后，元老们集体——狄奥也在其中——在早上去拜见他。[264]我们有足够的资料证明卡拉卡拉214/215年冬天在尼克米迪亚，216年5月在安条克的时候，[265]保留了拜谒礼。在前一个例子中，狄奥描述了（还是凭他个人的经历）卡拉卡拉是如何让元老等上一整天，最后却谁都不见的情形。[266]在罗马，当卡拉卡拉外出的时候，茱莉亚·多姆娜倒成了要元老等待问候的人。[267]最后一个例子是埃拉加巴鲁斯，他在接见元老的时候斜躺着，冒犯了他们。[268]

元老问候皇帝被看作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不用说，在重大场合，他们肯定也要出席。在公元前4世纪奥古斯都给昔兰尼的《元老院法令》副本中，很突出的一点是，挑选参加紧急听审外国人索贿罪的元老可以免去所有的公共职责，公共祭拜除外，直到听审结束作出裁决。[269]同样，19/20年间，一块所谓的赫巴铜板（Tabula Heban）记载了元老阶层所有成员都要（虽然不是实际要求）参加日尔曼尼库斯骸骨的葬礼，除非是生病或家人去世而不能出席。[270]所有身体状况良好的元老必须出席重大场合，这点在普林尼的信件中也有例证。老执政官希利乌斯·伊塔利库斯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在99年图拉真当上皇帝第一次到罗马的时候住在坎帕尼亚。普林尼写道：“他一直待在坎帕尼亚家中，甚至新皇帝来了也不愿意出门：这件事反而显得皇帝宽宏大量，允许他随心所欲，伊塔利库斯也足够有胆量利用这点自由。”[271]如果就连希利乌斯也本应去罗马迎接皇帝，那其他还身在其位的元老该出席多少场合。出于相同的理由，对霍斯提留斯·菲米努斯，一位遭贬斥的阿非利加总督使节的判决，普林尼的看法[272]是值得注意的。他反思说，如果采用完全开除霍斯提留斯的提议，事情会好很多，但他只是被罚没有资格抽签到行省担任官职，这样一来，他就无法以退休的借口避而不见众人，而是成了一位打上烙印暴露在公共视野中的人。

也许我们最常见到的是元老在皇帝进罗马城（adventus）和离开罗马（profectio）的时候在场。也可以指定一个或几个人代表元老院出席，但那是例外的做法，另作别论。[273]其实根本没必要这么要求：每个在城中身体状况良好的元老都清楚皇帝的到来和离开不管怎样都是必须出席的场合，一来遵循传统，二来表示尊重。我们有非常多关于阿瓦尔兄弟祭司团（Arval Brethren）为这些场合起誓并履行誓言的事例。[274]更具体的例子是，公元9年，提比略从伊利里库姆回来时为他举办欢迎仪式。[275]日耳曼尼库斯死后，[276]阿格里皮娜在20年回到罗马，执政官、元老院成员和其他很多人都出来迎接她。59年尼禄的母亲死后，第一天到罗马时元老集体出席迎接他，68年从希腊回来时也是如此。[277]据苏维托尼乌斯说，[278]64年在维斯塔神殿举行仪式的时候，尼禄受了惊，放弃了那天启航访问埃及的计划。66年，尼禄一直走到那不勒斯去接见提里达提斯，并在罗马受到隆重接待——但对元老和其他必须出席的人来说，这比以往累得多，因为天气不好，接待推迟了。[279]69年，维特里乌斯来到罗马的时候，元老和骑兵都出来迎接他；[280]后来，他打算退位时，很有趣的是“众元老”马上跑去了维斯帕先弟弟弗拉维乌斯·萨比努斯的住处。[281]当中有些元老是在69/70年冬天漂洋过海到亚历山大港支持维斯帕先的，而其他则在后来无需催促不畏远途走出罗马城——有些甚至远至布林迪西——来迎接他返回意大利。[282]马提尔凭想象描述了全城民众出来迎接图拉真第一次到罗马当皇帝的情景，[283]狄奥则阐述了后来很多人打算在离城相当远的地方迎接他从东方回来。[284]180年康茂德以及193年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到来的时候，元老也肯定出来迎接了，193年那次，狄奥也是当中一员。[285]

相反，40年盖乌斯作战回来时明确规定元老不许出来迎接。[286]而尼禄在他到来和离开的时候却没有按规矩赐吻元老，得罪了他们——与图拉真99年更亲善、更得体的表现形成对比。[287]我们已经见识了他在99年到罗马当皇帝时宽恕年迈的执政官希利乌斯·伊塔利库斯呆在坎帕尼亚不来接见，显示了他的友善。[288]

除了皇帝的进城出城外，元老在其他重大场合也得集体出席，特别是庆祝胜利，队列行进既缓慢，又累人。[289]他们还要出席葬礼、比赛和宴会。[290]适当之时，会为他们预先安排座位。[291]然而，他们出席的明确证据比我们期望的要薄弱，但是当时的作家对此大都想当然。[292]不管怎样，元老一定会被邀请参加艺术性的隆重仪式，比如公元前13年7月4日的和平女神祭坛（Ara Pacis）献祭。[293]与公众宗教礼仪相关，在哈德良时期的献祭助理团（collegium victimariorum）完全应该服务“皇帝、祭司、元老和元老院”。[294]奥古斯都的葬礼上甚至佩剑士兵（Principes）的子女也提议要出席。[295]众民节时，元老自己，他们的妻子、儿女肯定是要出席的。[296]相反，尼禄两次禁止特拉塞亚·培图斯出席对他是一种严重的侮辱，第一次是在63年元老院全体去安提乌向皇帝祝贺女儿诞生的时候，第二次是在66年隆重迎接提里达提斯到达罗马的时候。[297]65年，卡西乌斯·朗吉努斯也被禁止参加波比亚的葬礼。特拉塞亚也缺席葬礼成了后来引起抱怨的原因。[298]

从个人经验中，狄奥生动地描述了2世纪晚期、3世纪早期元老必须参加各种仪式的情景——“我们元老”，他这么称呼他们，唤起了关系紧密的成员间的“团队精神”。康茂德在竞技场射倒野兽的时候，他们在场，接着还和他们一起观看角斗比赛。[299]狄奥说道：“皇帝在决斗的时候（以角斗士的身份），元老和骑兵总要在场。”只有克劳狄乌斯·庞佩亚努斯因为缺席而显得很突出。而其余人不管怎样都会遵照命令大声欢呼，并在看到康茂德的疯狂，作出滑稽动作的时候，试图掩藏对他既感到好笑又害怕的复杂感情。[300]后来，埃拉加巴鲁斯身边的元老在他私下组织战车“比赛”时，他们也得到场。[301]狄奥在讲述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安排佩蒂纳克斯葬礼的时候，仔细描写了元老院的角色。最后他还提到在202年卡拉卡拉皇帝和普劳蒂亚努斯的女儿成婚时宴请了整个元老 院。[302]

几乎没有必要再提元老在罗马和别的地方都有相当多需要履行的公共职责。我们已经知道元老、祭司、行政的和军队的岗位，但还有其他一些岗位需要简单提一下，包括两个和元老儿子有关的职位。也许最大的荣耀就是成为皇帝的私人顾问——通常只有一小部分核心元老才能得到这一殊荣，其他人如果有的话也很少。顾问团的大小和组成肯定经常变换，完全取决于皇帝在哪里。[303]唯一一次提到顾问团总数为36人是在克劳狄乌斯听审某个案件的时候，[304]还有一次提到是的11人，在图密善时期，而那是尤韦纳尔在讽刺诗第四章中猜想的。[305]当然，顾问不仅仅局限于元老，但毫无疑问他们通常占据了大多数。至少进入2世纪早期后，元老也被邀请出席罗马法庭审问处（quaestiones）。有多少人参与不清楚，但有理由相信总数包括了在任元老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相反，执政官只指定5位元老和5位骑兵组成罗马顾问团，他们定期会面，听审解放奴隶的一些申请。[306]然而，在其他地方，如我们所预料，所有在国外行省的元老，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够格受邀参加当地元老的听审，正如莫德斯提努斯[307]建议的那样。在元老各种混杂的事务中，我们应该注意到经常要派4个元老的儿子参加阿瓦尔兄弟祭司团的仪式，[308]而按照传统规定，会选一位元老的小儿子担任每年罗马节日总管（Praefectus Feriarum Latinarum）的荣誉 岗位。[309]

元老不仅有公共责任和对皇帝的义务，他也会得到其他人的照顾。当然，杰出的元老也行拜谒礼，而且问候的人还会挤满整个屋子。当代的人会觉得这种问候非常肤浅和累人——不仅是被问候的人，还有那些问候他的人。[310]然而，礼仪也并不完全是浮泛的做法。如果克劳狄乌斯禁止士兵参加元老的拜谒礼，那可能是要阻止他们进行颠覆政权的讨论。[311]普林尼谈起年迈的执政官希利乌斯·伊塔利库斯的时候认为他毫无诚意：“作为市民的领导人之一，他既没有影响力，也没有煽动不良思想，别人等着问候他，拜访他，他经常在挤满人的房间里一连几个小时呆在躺椅上，而那些来访者也没有考虑过他的级别。”[312]普林尼一次回到家乡科姆（Comum）接见别人问候的时候，才发现当地的父母都将自己的儿子送到米迪兰姆去受教育，并在那里资助建立了一所学校。[313]相反，塞内加62年的时候不再接待来问候他的人，表示已经退休不再参与公共生活。[314]

当杰出的元老在公共场合出现的时候，他也需要随从跟着，为了安全，也为了显耀。[315]因此，我们听说69年的时候，奥索在宫殿设晚宴招待要人和他们的妻子，都有“亲友团”和“经常服侍的人”跟着。[316]

还有，和其他有地位的罗马人一样，元老也会被要求帮助朋友和委托人，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甚至要分成不同类别。[317]特拉塞亚甚至在他不再出席元老院时还继续帮助委托人而犯下过错。[318]招待客人，甚至为他们提供膳宿是很重要的：肯定是因为这一点，富有、长寿的执政官和罗马总督沃卢修斯·萨图宁乌斯才在罗马殷勤款待了一位自由民。[319]有一次晚宴，普林尼发现自己被安排坐在法迪乌斯·鲁菲努斯旁边，他带了个跟随，是他的同乡，第一次来到首都，这个例子很典型。[320]写信推荐下属或支持朋友申请这样那样的职位或荣誉在普林尼和弗朗图的通信中很常见。同样，两人都竭力帮助那些贫困的人或为在公共生活中维持职位需要支付高昂费用的人。仅说经济状况，如果认为他们两人很穷是很荒唐的，即使以罗马上层阶级的标准来衡量。但他们的困难可能更多地在于向他们求助的人太多，为了不浪费钱财，不让太多求助的人失望，他们的请求确实要仔细审核，并且要作出痛苦的选择。有个极端的例子，佩蒂纳克斯传说在当上皇帝的时候大大冒犯了他的家乡人：他们成群结队地向他要求职位或帮助，请求没有满足时都很失望。[321]

我们可以用两篇当时人写的文章作为结尾，它们出色地总结了加诸于罗马元老身上的各种各样沉重的日常要求。首先，是一篇帝国制就要开始之前所写的诗句，贺拉斯向米西纳斯解释他为什么即使有机会也不想当元老：

大家都会认为我疯了，但能免掉一堆烦恼

你就会觉得我明智，对烦恼我从来都不喜欢。

当上元老我就得马上找更大的房子，

接见更多的客人，再带上一两个随从

不能独自一人去乡郊，

或者去异国；我要饲养更多的马夫和马匹，

带着马车队巡游。就目前来说，我可以，

如果我愿意，一直走到塔伦特姆，骑着阉掉的骡，

两侧挂上沉沉的鞍囊，坐在骡肩上。

没人叫我吝啬鬼，正如他们叫你那样，提留斯，

当上副执政，5个随从就会跟着你，

扛着坐便椅，还有大酒桶，一直走到提维里。

就凭这一样，还有其他千百样，我可过得更舒服

好过你，有名的大元老。[322]

第二篇是在2世纪早期，普林尼给他的同事布鲁提乌斯·帕雷森斯写了一封信，他已经离开罗马很长时间了：

你还要回来罗马吗？回来享有你的荣誉，继续你的职责，还有深厚的友谊以及委托人的关注？你还要独自一人过多久？想要熬夜的时候就熬夜，想睡多久就睡多久。你的鞋还要放多久才穿，托伽在节日也被搁置，其余的日子随便应付？该是你重新了解我们苦恼的时候了，但愿可以阻止你大吃大喝而失去快乐。回来向我们问候一声吧，这样才能更开心地接受别人的问候，在这里多和大家待一会吧，才能更好地享受孤单的时 刻。[323]

第五节 合格的骑士不想当元老

我们已经知道，元老的儿子都会追随父业加入元老院。自然，也有骑士本可以从事元老职业，但是他们却不愿意。简单考察一下我们所知的少数这类骑士的动机还是值得的，他们都来自1世纪和2世纪早期，并且可以分为两类。[324]

第一类是那种没有热情从事在大家看来竞争激烈的职业，宁可另有选择。在帝国制刚开始的时候，诗人奥维德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位骑士开始想努力进入元老院，但在要升任财务官的时候却失去了热情。他在后来解释说：

岁月悄然无声地流逝，我弟弟和我穿上了比较宽松的托伽，肩上有紫色的宽纹，我们的衷心依然未改。而我弟弟却在20岁的时候去世了，让我失魂落魄。在年轻的时候我接任了第一个职位，成了三人委员会中的一员。元老院在等着我，但我将托伽上的条纹改窄了：那样的负担我无力承受，我的身体经不起压力，我的精神状况也不允许。我不愿追求难以预料的前程，而爱奥尼姐妹不断催促我过一种有保障的平凡生活，那其实是我一直想要的。[325]

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奥维德同时代的维比乌斯·维斯库斯，从来就没想过担任元老院职位。他的两个儿子贺拉斯还提到过。这位学者解释说：“……虽然他喜欢财富，还有和奥古斯都的友谊，他仍然待在骑士阶层，即使他已经将儿子培养成了元老。”[326]在提比略时期，塞内加和他的哥哥诺瓦都斯明显在元老职业上晋升缓慢：直到提比略末期，当他们都30多岁了，才升上财务官的职位。两人长久以来都明显地对政治不感兴趣，并且身体羸弱。也可能是因为来自外地，缺少强有力的支持、家族跟塞扬努斯有某些关联（即使是很疏远的关系）成了一个污点、还有提比略统治最后几年众人对职位普遍的冷淡让他们感到泄气。就塞内加本人来说，沉迷于哲学和自然科学让他更加远离公共生活。[327]在提比略后期，未来的皇帝维斯帕先也曾犹豫是否从事元老的职业，他的例子原因不明。他的哥哥则相反，锐意进取。[328]

公元1世纪晚期，普林尼的朋友马图鲁斯·阿里安努斯显然对公共生活很感兴趣，[329]但没有雄心。正如普林尼这么说他：“他没法使自己在仕途上更进一步，正因如此，一直处于骑士阶层，虽然本来很容易就能升到最高职位。”[330]相反，另一位朋友米尼修斯·马克里努斯主动拒绝了元老职位，而是选择当骑士的首领，“因为他没有更高的要求。神圣的维斯帕先皇帝直接任命他为副执政，但他固执地选择过一种不为公众注意的高尚生活，而不是追求我们远大的志向——或者，我应该说，我们的尊严？”[331]雅典有一块碑文碎片，石碑是为了纪念在图密善统治时期托洛萨（纳庞西斯）的特雷贝留斯·鲁弗斯而竖立的，我们有理由猜测也同样给了他进入元老院的机会，但他拒绝了，因为“他喜欢过安静的生活”。[332]

当然，元老的儿子和骑士一样也可能选择其他职业而不当元老。阿格里科拉年轻时，曾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哲学，差点禁不住要放弃追随父亲加入元老院的愿望。[333]科尔尼利乌斯在同样年纪的时候，的确放弃了元老的职位，为了寻找安宁。[334]

除了那些不想从事公共事业的骑士，还有的更有抱负，他们会衡量可以选择的机会。从这方面来说，奥古斯都任用那些在岗位上承担更大责任的骑士，以及后来几个皇帝慢慢发展起来的骑士职责是有重大意义的革新。开始，有些人狡猾地估算留在骑士阶层为皇帝服务仍可以和成功的元老一样得到名声和利益，却不用承担后者生涯中的风险和负担。奥古斯都时期有两个突出的例子：米西纳斯和萨鲁斯特·克里斯普斯。谈及后者时，塔西佗写道：“他可以很容易地谋到公职。但他可与米西纳斯匹敌，因为虽然没有元老头衔他却比很多执政官和战争胜利者的权力还要大。”[335]虽然我们对马提乌斯在那个时期的情况了解不多，但他被描述为“神圣奥古斯都的朋友”，这是另一个不求升迁满足于作为皇帝公仆享有权利的骑士。[336]公元1世纪后期，阿奈乌斯·梅拉，据他父亲[337]和兄弟[338]说，开始没有雄心，不愿担任公职，不像他的哥哥们那样最终选择担任官职：与其追逐“显贵”，他更愿意选择“怡然”，“悠闲”，“安宁平静的生活”。但在某个时期，他的态度肯定有所转变，因为塔西佗将他重点描述为“具有罗马元老威严的骑士”。塔西佗解释道：“……他不愿担任公职是因为具有不同寻常的雄心，想以骑士的身份拥有执政官的威信。并且他找到一条积累财富的捷径，当一名处理皇帝事务的总 管。”[339]

毫无疑问，当一名皇室财务总管是有利可图的，虽然和元老获得的好处还不太容易比较。不管怎样，很大程度上要凭个人的才能和运气，还有在某种程度上凭在位的人是否愿意利用职权去获取个人利益。虽然担任元老院岗位的官员的应付工资我们不知道，除了3世纪早期，亚细亚的总督可领取100万塞斯特斯的高额年薪，[340]我们有理由相信，比起骑士，他们的平均收入要高。但是，如我们所知，元老的职业伴随诸多花费，包括保留职位（即使报酬很高）的费用，即使是就那么几年。相反，一位总管几乎没有这样的花费，可以更长久地享有工资报酬。弗朗图[341]请求安东尼·庇乌斯给阿皮安（历史学家）一个总管的官职，可见它的报酬有多高。他向皇帝保证阿皮安要的只是个荣誉，在他年老后有尊严，而不是出于什么雄心，也不是为了钱财。

不管怎样，在朱里亚·克劳狄乌斯时期，梅拉作出了显然不同寻常的选择，他的真正风险是可能在骑士岗位上再也没有一席之地，更别说以后的晋升了。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凭竞争、个人以及他和皇帝的关系。作为元老也可以这么说，但至少元老院每年有20个空缺岗位，每一个都有很大的晋升机会。而作为骑士，可能总共不超过46个岗位，即使到朱里亚·克劳狄乌斯末期，这个数目还是从奥古斯都统治时23个岗位慢慢发展起来的。几乎所有岗位仍然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不适合年轻人。[342]因此，这么一来，那些有幸能在元老职位和骑士职位中作出选择的年轻人可能会倾向于前者，全然不是因为那里的空缺岗位多得 多。

和元老院相比，骑士的规模要小些，显然在弗拉维乌斯时期和他之后，空缺职位在稳定增长，特别是加入初级骑士的机会在增加。虽然当时的趋势没有记录，但我们可以推测，相应有更多合适的年轻人被骑士岗位而不是元老岗位吸引。特别是定下惯例，如果挑选的总管证明有能力，就可以直接选拔为元老，要么是在他们相当年轻时（在早期的服务中表现出很有前途的样子）或者等到具备丰富的经验。不管怎样，这种通过财务官到元老院的晋升模式所产生的潜在后果都由上面所说过的愿意向更多意大利人和外地人开放岗位得到了弥补。

第六节 元老院和元老的评价

到此为止，本章已经讨论了元老的合法地位、职位所需的财富以及其他加于他们头上的义务。此外，促使一些够格骑士不愿选择元老职位的原因也简单进行了讨论。但除了这有限的方面，还没能更多地探讨当时人们对这个立法团体和机构成员的评价。虽然他们的观点很难重构，我们更多只能凭印象。虽然无法描摹完整的图景，还是有相关资料可以得出几个方面的特征。本节的目的就是要讨论那些资料。

没必要费工夫指出元老院作为一个机构从古时候起就是国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以推测，47年时，下日耳曼的总督科布罗将弗里斯人安顿在他划出来的土地上，据说他按照罗马人的方式建立了他们的政府——“元老院，元老，法律”。[343]在罗马宗教庆典上要为皇帝、元老院和人民的利益祈祷。[344]因此，在开辟一条运河通过科林斯地峡[345]的开幕仪式上，尼禄的祈祷辞没有提到元老院，这对他们是重大的侮辱。无疑，所有罗马人，不管他们对历史和传统的感情有多么淡薄，对于元老院在国家中的地位和重要性都是有一些认识的。他们很少表露出来也不足为奇。因此，很讽刺的是，在帝国时期，塔西佗必须将元老院地位最崇高最持久的评价借奥索皇帝的口说出来。这位短命的69年的统治者让人憎恨，因为据狄奥说，“他表示皇室职位是可以买卖的，并将城邦交由胆子最大的人管理。而且他认为元老院和元老不用负任何责任，告诉士兵说，他们可以杀死一位恺撒，也可以创造出一位恺撒”。[346]一次，奥索在招待一大批市民首领和他们妻子的时候，一些禁卫军首领很紧张会发生叛乱，错误的猜想让他们几乎狂乱地跑着去保护他。[347]第二天，他发表了一番谴责演讲作为安抚。可以理解，他对元老院的评价颇受当时危急情况的影响，尽管如此，发言也很不寻常：

我希望世上没有军队会听到你反对元老院的话。上帝，即使那些维特里乌斯竭力召集起来反对我们的日耳曼人也没这样的胆量说要报复帝国的基石，各行省的荣光。有哪一个意大利子民，真正的罗马勇士能够要求血腥屠杀这样阶层的人？他们的光辉和荣耀让我们能够在摸不清前路时笨拙地跟随着维特里乌斯的做法变得黯淡无光。确实，他控制了一些当地的部落，他有滥竽充数的军队，但是站在我们一边的是元老院。所以国家站在这一边：那边，反对我们的，是国家的敌人。你难道真的想象这座城市的辉煌会跟着宅邸、楼房和石墙站立或倒塌？这些是不会出声的，没有生命的东西——他们的倒塌或修复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们帝国的生存，国家之间的和平，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在长久存在的元老院中才能找到坚固的支撑。它是由我们城邦的前辈和创始人庄严设立的：从帝王时期一直到帝国制，它的存在没有中断过。我们从父辈的手中继承了它，让我们保证将它传给我们的子孙。你们为元老院供应新鲜血液，元老院也会为我们选出君王。[348]

这一次禁卫军长官对元老院的敌意与69年1月1日时上日耳曼第四、第二十二军团对它的敬意形成鲜明的对比。有理由怀疑两位元老的动机：尤里乌斯·温德克斯，卢迪楠的总督和维吉尼乌斯·鲁弗斯，上日耳曼的总督。两人都在68年坚持说，“元老院和元老”必须在尼禄下台后所有采取的措施中发挥作用。[349]但在69年1月1日只是对加尔巴不满，而不是对国家不忠的士兵[350]选择向“元老院和元老”发誓，其单纯的忠心是不同寻常的。塔西佗，这位久经世故的元老历史学家，可能会嘲笑这种盲目忠诚的肤浅，军官们很快就说服士兵放弃誓言，转向维特里乌斯效忠。[351]不过，匆忙立下的誓言只是反映了对那些国家机构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超越了皇帝个人。因此，在少有的几次将“元老院”描述为像罗马铸币一样重要时，无疑是强调它在维护国家稳定和持久的正面影响。特别是，元老院被看成是值得将帝国相继托付给加尔巴、[352]维斯帕先、[353]涅尔瓦、[354]图拉真[355]统治的机构。

如果我们要更详细地讨论不同的人对元老院的看法，那么先说说元老院成员对他们自己的地位和立法团体的看法比较合适。但糟糕的是要作出全面的评价不可能，因为关于当时元老院的现存著作的作者没有代表性。正如我们所知，除了一人，所有的都好像是新成员，他们有时对自己的地位、所加入的排外团体既敏感又骄傲，但这不过是表面的东西。可以想见，他们都对元老院及其成员非常尊敬。维莱里乌斯很高兴地认为在奥古斯都统治下，元老院的“伟大”（maiestas）得以恢复，消除了不和谐。[356]一个多世纪以后，弗朗图同样强调了元老院和它的成员的尊严。[357]塞内加[358]也强调说要向元老致以敬意，特别是对资深官员：他对盖乌斯愚蠢残忍地对待元老感到非常愤怒。[359]他说元老院是具有特别荣誉的地方，[360]并将出席会议看成是严肃的义务。为了阐明最优秀的人在别人懒惰的时候还在工作的观点，他说元老院经常整天都在办公，“而那时，所有不成器的人要么高兴地在户外闲逛，要么窝在饭馆里，要么成群结队地浪费时间”。[361]不管某些现代的研究者会怎么想，对塞内加来说，元老院显然不是一帮“不成器的人”“成群结队”地浪费时间。

塔西佗对元老院的尊敬体现在几个方面，虽然很少是他的直接评价。但在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中，他确实公开表达了对元老院传统的深厚感情，在22年听取外国代表团在庇护所权问题意见的时候：“那天元老院审阅了祖辈赋予的权利、跟同盟订立的条约、在罗马之前国王的诏书，那诏书就是一种权威，甚至是神圣的宗教，但还是可以自由地加以确认或修改。看到这一幕真是壮观。”[362]尼禄统治时期有数不清的阿谀法令，在发现比索念努的阴谋后达到顶峰，塔西佗为此暴跳如雷，他的感情表现了个人为元老院堕落的羞愧。[363]这种羞愧在图密善后期关于元老院被迫行动的坦言中也可以看到，塔西佗当时也是元老院中的一员：“在我们手中，海维迪乌斯被送进了监狱；莫里斯和鲁斯提库斯的话伤了我们，塞内加无辜的血洒在我们身上。”[364]

塔西佗对元老院的尊重也许在为他的两个主要作品挑选材料的时候表现得最强烈：《编年史》和《历史》。对会议的记录基于细读《元老院纪事》是两本书的主要特征，尤其是《编年史》，我们在后面会看到。[365]有一些小事件作为内容是挑选过的，还有说话人的观点，都突出了塔西佗的骄傲和对传统的看重。他不会忘记讲述21年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的抱怨，一位年轻的贵族苏拉在角斗表演中拒绝将位子让给这位长辈。在接下来的争吵中，站在科尔布罗一边的用诸如“祖辈的先例”，“上了年纪，传统做法，帮助年老的人”等表述为他辩护，站在苏拉那边的则是贵族亲戚，但最后还是替他道歉。[366]70年代初，塔西佗记录了一位元老，实际上是整个元老院在意大利一个叫塞纳的城镇遭到公开侮辱后，“进行了一次调查，按照的规矩让人想起过去”。[367]记录中别人的观点，发言人口中的话在多大程度上是塔西佗自己的观点，要确定这一点很尴尬。但很难相信他不会支持日耳曼尼库斯对日耳曼反叛者的指责，因为他们蔑视元老院的权威，并且恶劣对待元老院的使节，还跟大家一同嘲笑罗西乌斯·雷古勒斯在69年10月底只当了一天执政官的闹剧。 [368]

虽然普林尼说在图密善时期传统元老院程序的知识都丢失了有点夸张，他的抱怨可以作为对这个立法团体有崇高敬意的一种表示。[369]他大篇幅地描述涅尔瓦和图拉真时期的诸多元老院会议，主要是那些他也主动参与其中的会议。在另一处还写到半个世纪以前，因为将荣誉票投给克劳狄乌斯的自由民帕拉斯，普林尼不仅因等级的观念被激怒：他相信元老院作为一个机构也因此而丢脸。[370]同样，当他受委派为一位已经去世的地方总督担任起诉人时，总督的罪行臭名昭著，他想的仍然是“让一位元老处于危险境地”[371]将会是最痛苦的事，假如被告还活着的话。总体来说，他对元老义务的态度显得非常严肃。他很赞同一位骑士朋友对元老院处理事务的方式感到骄傲，觉得受之无愧。[372]在选举以书写的方式投票时，一些不负责任的元老（他们拒绝透露名字）毁坏了选票，将整个选举陷于不光彩的境地，让他非常愤怒，那是“在严肃场合对重要事情”进行的投票。[373]虽然他清楚很多人认为保民官不过是个虚有的头衔，他可不这么认为：对于他来说，这个职务“的确有它的价值”。他在任的时候谨小慎微地不去法庭办事。[374]为了将全副精力放在“萨吞尼国库管理人”职责上头，他上任时也按同样的规矩行事。并且只有在元老院和皇帝特别批准后，才同意为阿非利加和贝提卡的各个行省作代表参与两次索贿审判。[375]值得注意的是，法律专家狄第乌斯·阿里斯托的朋友们批评了普林尼，因为作为元老，他却有写诗并在公众场合朗读的习惯，普林尼发表了长篇大论竭力为这习惯辩护。[376]总的来说，他不认可极端的行为。他反对在宴会的时候划分等级——他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是给所有人都上劣等酒！[377]同时他又在注重等级的社会对元老的阶级和地位保持坚定的看法。在推荐一位副执政做新郎的时候，他甚至夸赞他“具有元老的风度”，“元老的举止”。[378]

狄奥，作为元老的儿子，在今天还有记载的帝国时期的元老作家中显得很独特。他以自己的方式认可上几代人为元老职位的尊严和特权而流露的骄傲，[379]他希望立法团体的特权能够得到维护，很同情那些在尼禄的命令下不得不登台演出而感到羞愧的元老，还为克林德贩卖元老职位并且前所未有地提拔了大量执政官而感到非常震惊。[380]后来，马克里努斯和埃拉加巴努斯在元老院还没选举他们时，就用上了皇帝的头衔，对此，他感到深深的遗憾。同样让他痛苦的是马克里努斯在阿德文图斯还没成为元老之前就任命他为城市执政官，还有埃拉加巴努斯篡夺了执政官的头衔。[381]

尽管这些还有记载的元老院作者们可能各不相同，维系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非常尊重立法团体、元老的义务、还有崇高的原则——至少按罗马的标准。因此他们无疑是元老中很大一部分人的代表，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人的代表。但重要的一点是意识到并不是所有元老都有这样的敬意，也不会以同样的勤勉和顾虑去履行他们的职责。没错，奥古斯都已经尽力革除他认为在行为和道德上不合格的成员，[382]并且毫无疑问，他提出或者促成的众多辞职确实起到了增强立法团体道德观念的作用。[383]他的做法被提比略、[384]克劳狄乌斯[385]和维斯帕先[386]继续大力发扬。此后，帝王们总是对元老和骑士[387]的道德总体上疏忽，虽然我们对他们如何行使特权所知更少，但确实碰巧听说过一位骑士被图密善驱逐的例子，因为他在舞台上露面。[388]值得注意的是，奥略留根据自己的哲学观点从元老中为他女儿们挑选夫婿，“并不是那些具有古代血统的贵族或者以累累财富闻名的人，而是要那些有良好的习惯和理性的生活方式的人”。[389]然而，这位皇帝只不过给了“名声可憎”的元老维普珊尼乌斯一个小小的警告了事，他还得到允许晋升为副执 政。[390]很难评价整篇《讽刺诗》8中尤韦纳尔对生活放纵的贵族提出的指控，还有康茂德无节制的故事。

其他资料肯定了一点：并不是所有的元老队都以严肃、严格遵照原则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官衔和职责。比如在会议上，我们会看到[391]成员之间的争执很常见，经常还带有不加约束的人身攻击。苏维托尼乌斯描述了元老和骑士为图密善举办的表演争抢特地扔到他们位子上的入场券，[392]这幅场景毫无尊严，而在任何时期都有元老愿意嘲笑，偶尔也能够嘲笑禁止他们在舞台上或表演上露面的法律条令。然而，最主要的是，在行省上任的很多元老无耻地利用职位为自己谋取利益，恶名昭彰，却几乎不会因此受到同僚的责难。在审判时——一般不太可能发生——他们期待得到元老院的普遍同情，最糟也不过是宽容的惩罚。当留存下来的元老院作者回顾元老严肃的态度、遵照原则时，特别重要的是要知道在他们的旁边总还有其他人不那么负责，不会那么一丝不苟，但这些人都没留下任何文字。他们的态度并不奇怪：元老也是人，在行省上任，地位具有不可辩驳的权威，他们承受的压力和诱惑可能非常大；他们的道德准则也从来不是我们的道德准则。确实，在东方，贿赂官员已是既成的规矩，如果坚不受“礼”可能反而会得罪人。[393]

所有元老无疑在不同程度上都能意识到他们所处地位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他们应该是高尚、独立的国家领导人物，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皇帝的仆人，完全依赖于他的喜好决定个人升迁和在立法团体中——实际上是在他们整个的阶层中保持地位。[394]当然，通常的情况是皇帝没有一点同情之心。这种矛盾最明显地表现在埃比克提图提到的例子上，[395]他特别提醒我们回想当过两任执政官的伟人，虽然他获得了“自由”，但还是会被“恺撒，万民的君主”不时使唤。即使是普林尼[396]也悄悄地抱怨，在图拉真时期，元老院没有政治事务：至少从他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印象中那时最引人注目的会议是对索贿罪的审判，皇帝谨慎地不加干预。

如果我们现在来考察非元老那些人对元老和立法团体的态度，我们还是会遇到资料比例不均的问题，显然还有态度截然不同的潜在问题，如骑士，至少和元老有一些联系，而非居民的外地人，会毫不犹豫地服从所有有权力的罗马人，他们之间态度是不一样的。

毫无疑问，罗马帝国居民的压倒性大多数认为元老的地位非常高（如果他们有想过的话），几乎超出他们想象。当马提尔的朋友和同乡，律师利希尼亚努斯回到他的家乡比比利斯，这位诗人自信地向他保证在那里没有元老会打扰他。[397]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元老的财富和地位让人嫉妒不已，以致对他们的愿望不能掉以轻心。105年，副执政索莱尔向元老院提出请假到维塞提亚附近他自己的地产上举办一星期的集市，这件“小事”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市镇官冒失地反对这项申请，并请图西留斯·诺米纳图斯（他自己本人不是元老）作为他们的辩护人。[398]在会议上要将反对意见提出，诺米纳图斯跟他朋友交谈后却受到惊吓，在该他发言的时候惶恐地离开了元老院。后来他泪流满面地解释：“他们建议他不要在反对元老意愿的事上太执着（特别是在元老院里），因为元老不再是为了提议集市一事而辩护，而是因为他的威信、名声和地位都受到了威胁。不然，比起上一次，诺米纳图斯会更不受欢迎。”[399]显然，图西留斯不是个有胆量的人，但不管怎样甚至一位受过教育的律师被叫去反对一位副执政的“利益（gratia）”“名声（fama）”和“尊严（dignitas）”也一样会恐慌，这也许说明了大部分人是怎么看待元老的。

和反对索莱尔的例子相反，在1世纪60年代迦太基的市议员表现出对阿非利加元老斯特拉博·埃米利亚努斯（156年补任执政官）的顺从无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人明白提到他是行省未来的总督。但即使这样，市议员的行为仍然很典型。[400]当提议为纪念他的老朋友——当时杰出的阿普列乌斯——建造一尊雕像的时候，斯特拉博特别出席了会议。在表明支持意见的时候（所有人也跟着他表示支持），他表示要自己出资私下建造另一尊雕像。结果，市议员的提议反被搁延到下一次的会议，这样才显得他们是在跟从斯特拉博建造雕像的建议，而没有要和他比较的意思。同样，在克劳狄乌斯统治时期，整个纳庞西斯省多少因特别顺从元老的立场而出名。[401]在一次审讯外地人的管理不当时，因普林尼也在其中，一位前总督的亲信估算他们的辩护肯定百无一失，因为“作为外地人他们被吓坏了，一定会执行总督的所有命令”。[402]

意大利殖民地特杰斯特发现了一块2世纪中期不同寻常的碑刻，上面说市议员向元老法比乌斯·塞维鲁——他们的同乡——表达殷勤的谢意，感谢他为这个地方所做的工作。第一发言人说：“主要因为这点，他曾渴望成为尊贵的元老，就是说，他要为自己的家乡谋求福利，并且保障它的安全，不受任何伤害。”[403]虽然这番话都是赞美之词，但不必从字面上去理解。从其他资料来分析，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到那时为止，元老院的外交事务总体感觉是在下滑，而且值得怀疑是否真的有人从事元老职业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家乡（即使他不介意人家这么夸他）。而以外人的角度给予元老职位的威望和价值如此高的评价让人印象深刻。然而，可以想见，当第一发言人继续说到法比乌斯给予的帮助时，他举的例子，不管是笼统的，还是具体的，都发生在皇帝任命的法官（iudices a Caesare dati）和安东尼·庇乌斯面前，没有一个例子和元老院有关。一个主要的例子是来自“附属于”这个城市的两个部落的人，如果够格，他们要求允许参与政府的事务：[404]自然，这样的要求涉及到罗马籍居民的同意，严格说来要交由皇帝决定，而不是元老院。如果有关涉到特杰斯特的案子确实交给了元老院，应该承认法比乌斯可以担任律师。但应该说，在辩论中像他财务官这么低的职位所能产生的影响肯定很小。他作为元老的特别价值，如他同乡所重视的，是在别的地方才有的更大影响。

在众多人中，那些在卡佩纳为死于157年的卡尔普尼乌斯·埃斯克莱皮亚德斯医生竖立纪念碑的人认为提到他怎样“凭才能和个性受到高级官吏的尊重”很合适，[405]这样的例子并不让人惊奇。公元3世纪早期，埃利安在他的专著《论动物的特征》中不仅为他的傲慢道歉，因为他怀疑德莫斯特拉图斯讲述乌龟交配习惯的几个地方有误，而且还特地添了一句“虽然他是罗马的元老”，[406]因为德莫斯特拉图斯的职位使他的冒犯更严重。当时的法学家乌尔比安在两次讨论中也提到了敬重元老的类似例子。[407]一次是他解释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儿子（filius familias）采取诉讼。比如，父亲在行省，儿子在罗马学习，儿子发现他必须通过诉讼来赢回房产，他父亲原打算用来为他支付生活费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诉讼。假如儿子是元老，乌尔比安总结说，那么诉讼不是因为他的尊严而更有价值吗？在别的地方，他肯定了一点，副执政确实有权力强迫仲裁人完成他所承担的责任，即使他是执政官。副执政也一样可能受到他们上级的胁迫！

可以反例证明元老在众人眼中地位崇高，即普通人擅自盗用他们头衔的资料几乎完全找不到。[408]相反，大家都知道经常有针对自由民和其他人的指责和流言，某人因种种理由不够资格，就假装成骑士，[409]但是几乎没有人假装成元老。尤韦纳尔最大胆的虚构不会超过获得骑士头衔。确实，在彼德罗纽斯的小说中，[410]那个荒诞的自由民百万富翁特拉马乔有一块带紫色宽纹的餐巾，但除此之外，他的梦想明显也是加入骑士行列，而不是元老院。除了那些伪称是某人的人之外，[411]帝国时期唯一一个为人所知的故意假冒元老的例子似乎让人费解，[412]有一位校长叫努美利安努斯从罗马出发，假装成元老，召集了一支非常有能力的志愿军，在196年同克罗狄乌斯·阿尔比努斯的内战中，[413]他用这支部队支援替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显然，在混乱时期，甚至塞维鲁自己都相信努美利安努斯真的是元老。他似乎不为别的理由，只为元老的尊崇而盗用了这个头衔，我们可以看到，这头衔也确实给他带来了别人的敬意。内战之后，他拒绝了塞维鲁赐予他的这个头衔。

然而，在更安稳的时期，不仅元老的名字可以按照《元老院名册》来查核，元老院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很亲密，任何一位真正的元老认真问几个问题就可以马上揭穿一位假冒的人。塔西佗回顾了元老之间的亲密关系，说到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可能通过家族或朋友的关系联结在一起，32年的时候，甚至有5个有名的元老一起受到审讯。[414]应该承认，当凯西乌斯·克莱门斯元老因支持培森尼乌斯·尼日尔而不是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遭到审讯时，他可以说和二人都不熟。[415]但这件事当然又与2世纪末内战的混乱有关，凯西乌斯拼命想逃过死刑。较低阶层的人可以不假冒元老，而是假装有元老的荣誉头衔，就是说，官衔的挂名。但这样的例子一个都没有，并且实际上这种假冒的风险一样大，因为除了朱里亚-克劳狄时期，荣誉头衔只赐给某些特别的人，而且赐予的人数极少。[416]假装成骑士总是更安全些。骑士阶层的人数远多得多，并且没有正式的任用程序，也没有经常的会议场所。对普通人来说，骑士的头衔已经很了不起了。

除了对个人的敌意，元老的特权和影响自然会招致他人对整个阶层的仇恨。也许最强烈的敌意来自某些帝王。[417]在罗马城里，城民无疑长期以来对整个上层阶级保持怀疑和不信任，特别是元老院，导致他们从尤里乌斯·恺撒以来只支持统治者。[418]约瑟夫认为，41年，盖乌斯被谋杀后，大众坚决反对元老院回到共和时期的愿望，[419]他的看法肯定是对的。即使考虑到当时人们对被告的判决取决于其地位有所预期，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广大非元老人员因为元老院在法庭中对自己人臭名昭著的宽容而多少憎恨他们。我们确实发现有文献提到这一点，但只提过一次，并且是稍稍带过。普林尼描述了在97年，他攻击普布利希乌斯·塞尔图斯之后，“几乎整个元老院都张开双臂拥抱我，热情的祝贺让我有点承受不了，因为我恢复了为大众利益按元老院规矩行事的做法，它早已久置不用，且有招致个人仇恨的风险。我其实是为元老院摆脱了别人的仇恨，因为对他人严惩却单单对自己人互相包庇，从而纵容激怒了其他阶层”。[420]虽然缺乏更多的证据，这种仇恨很可能长期以来广为存在。大众不会因为元老院攻击了普布利希乌斯·塞尔图斯而完全满意，因为我们知道在图拉真时期元老们审判时的偏心仍然存 在。

此外，我们不必诧异对元老院和元老这种具有颠覆性的仇恨普遍却很少有文字记录。尤韦纳尔在他的《诗篇》8中对一些贵族堕落行为的批评非常严厉，但是他批评他们不是因为元老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们相信高贵的出身允许他们随心所欲，根本不会考虑付出努力或培养良好的品性。瓦提尼乌斯对他们的憎恨更加强烈，作为皇帝的朋友，皇帝会倾听他的意见，他可以大胆地发言。他经常的嘲讽让尼禄很高兴，狄奥说引用了他的原话：“我恨你，恺撒，因为你是一位元老。”[421]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生在意大利塞纳镇的一件事，关系到一位元老，要不是这事大家肯定不认识他。事情推断是发生在69年的后半年。塔西佗将它记录如下：“一位叫曼留斯·帕楚因努斯的元老抱怨说他在塞纳这个殖民地遭到一群粗鲁流民的攻击，而他们是受地方官的驱使。这还不算，他还遭到一群在他眼前假装举行葬礼的哭哭啼啼的镇民的包围，并攻击辱骂整个元老院。”[422]这件事很特别，我们完全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引起的。塞纳可能在69年间遭受过一队队向罗马行进的军队之苦，但仍然很奇怪为什么一名不是特别有名的元老经过此镇时会引起对整个元老院如此激烈的反应，甚至是在当地的官员鼓励下。

正如我们很少见到非成员公开表示对元老院的憎恨，也很难找到对立法团体及其作用批评性的评价。我们已经知道，诗人贺拉斯和马提尔以相当传统的方式比较过一位胸怀壮志的元老所担负的疲惫义务和一位级别较低的人更悠闲的生活方式。很遗憾我们不知道更多关于狄第乌斯·鲁弗斯的地位或观点，他在盖乌斯时期自杀了，因被指控宣称元老院投票的时候想一套做一套。 [423]但马提尔同时代的埃比克提图的意见更深刻，也更加有意思。关于皇室法庭和在那里露过面的人，他的观点一反传统，甚至带有颠覆性，其他人指出了当中的意义。[424]应该认识到，所讨论的主题以及其他主题，主要是用来阐述哲理层面的思辨，而不是就事论事。即便如此，当埃比克提图在罗马作为尼禄的自由民以巴弗提的奴仆时，关于在弗拉维时期的元老院，他的观点特别有价值。为了论证我们必须接受自己的命运，他以元老职业的要求为例，作为元老需要长时间离家外出去照料他人的事务。[425]他声称以传统的方式在社会上攀升，一个人是无法找到“自由”的。确实，到社会顶层时，当他成为元老，“那么他就成了奴隶，一旦他加入元老院，他就会在最美观、最时尚的奴隶制度下服务”。[426]他以同样的语调继续劝说人们不应该说一套想一套：“这就是为什么在为哲学家作证的时候，他的朋友应该受到谴责，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变成了寄生虫，这就是为什么他是为了钱出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元老院不敢说出心里话的原因，而他内心真正的看法在大声呐喊，他的看法不是无聊的争辩中毫无感情的可怜的多余话，像悬在毛发上吹弹可断，而是强有力的有用的判断，是经过实际训练从而熟悉业务得出的判断。”[427]

他以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的大胆和其他元老的软弱相比。海维迪乌斯太过直言不讳，以至维斯帕先建议他不要出席元老院，至少别发言。但为了自己的原则，他还是无视建议，即使那意味着死。相反，埃比克提图说：“……如果皇帝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另外一个人不要来参加元老院会议，他肯定会说，‘谢谢你让我离开’。像那样的人，皇帝根本用不着开口叫他别来参加会议，也能知道他会像坛子一样坐着一声不吭，如果发言也会说些皇帝想听的话，并添油加醋一番。”[428]

和其他帝国时期的哲学家一样，埃比克提图谴责世俗的志向。他不会因为一个人当选为元老后大家齐声祝贺而觉得了不起，[429]他会因为人们渴望当保民官、副执政或执政官而被奴役感到遗憾。[430]可以推测，他最不赞同执政官职位：“情况就是如此：不付出代价什么事都办不成。他为什么要感到惊讶？如果你想成为执政官，你就要失去睡眠，到处跑动，亲吻别人的手，踏坏别人的门槛，说一些不体面的话，做一些没尊严的事，给这些人送礼，给那些人金钱，但是结果呢？只有12根束棒，在法庭上坐上三、四回，举办竞技表演，用篮子分派晚餐，或者谁告诉我，除了这些还有什 么？”[431]

埃比克提图带有敌意的观点是阿里安记录的，第一眼看上去似乎很讽刺。阿里安自己后来从事元老职位，并在129年左右当上执政官。[432]在前言中，他肯定了埃比克提图的言论，可以理解，一开始，他并没有发表记录，直到后来未经许可的版本开始流传。但如果《论文》（Dissertations）重现了埃比克提图108年左右在尼科波利斯城发表的学说（很有可能），当中的一些例证也许反映了元老院在图密善时期的困境，而不是普林尼说的图拉真时期更多的自由。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埃比克提图完全认可国家需要管理：[433]他反对的是不诚实，还有那些加入公共生活的人只顾自己的利益。同样，他也没有觉得元老的判断有任何差错，[434]只是在暴君的统治下，元老院已经麻痹了。

不管怎样，埃比克提图对元老院的批评没有阻止阿里安从事元老职业。而且，我们收集了大量的碑文资料证明希腊上层阶级对元老院的评价同样没有受到哲学家批评的影响，或者在残酷的帝王手中遭受苦难的元老的影响。成为元老仍然是具有相当财产、背景和教育的希腊人的崇高追求。先前引用的资料可以看出，从1世纪中期起，希腊人实现愿望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并对自己的成就很自豪。卢西恩记载了一则轶事，希腊人过分的自豪遭到欢乐的嘲笑：一位贵族“按照自己紫色条纹的宽度做了个大橱柜”，使得2世纪的哲学家德莫纳克斯“将袍子拿来仔细看，并在他耳边悄悄地说：‘在你穿这衣服之前有只绵羊穿过，但它没有变成别的东西，还是一只绵羊’”。[435]甚至是小国的王子们，凭着自己的头衔受到罗马皇帝青睐也不会鄙弃元老职位的尊显。[436]但亲戚们是最自豪的。我们经常在碑刻上发现不管男人女人都会写上他们是元老——最好是执政官的父亲、祖父或者亲戚的字样。像这种自豪的字句在小亚细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希腊也有，相对少些，所以要列成单子反而多余了，并且无论如何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光是事例的数目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437]

相反，在帝国的其他地方，既没有为获得元老职位的激烈竞争，也没有大众狂热地标榜成功，因此，相关的例子很少。他们很少像东方认可的那样大肆炫耀，虽然在2世纪晚期，一篇在锡尔塔（阿非利加）的题词确实陈述了索西亚·法尔康尼拉和四代执政官的关系，而提到在意大利也找到了类似碑文，[438]和三代执政官有关系。同样，在安东尼时期，一位女子，能确定的名字是法比亚，在贝提卡的伊斯帕利斯被心怀感激的受赠人（alimenta）称为“执政官的家人或妻子（filia 或者uxor），元老的姐妹，元老的母亲”。[439]而奥庇乌斯·马塞林努斯在意大利阿克兰努竖立的纪念碑上将自己称为“元老的父亲”，这看起来倒挺谦虚的：但突出的是这些字在石碑上占据了最显眼的位置，在最上面一行的“d（is）m（anibus）”字母的中间。[440]有文字资料记载，魏莱里乌斯将埃利乌斯·塞扬努斯描述成“和他母亲一方古老的非常显赫的家族有关系，荣誉突出，还有兄弟、表兄弟和一位叔叔获得过执政官职位”，[441]真是夸得天花乱坠。塔西佗举的例子更典型，他只提到维尼修斯的父亲和祖父当过执政官（30年和45年的执政官），[442]而死于62年的诗人佩尔西乌斯·弗拉库斯在《生活》中将他描述为“出生于伊特鲁里亚的沃莱特拉的罗马骑士，和最高阶层的绅士有血缘及姻亲关系”。[443]在碑刻中，这样的描述比较克制，因为罕见而引人注目。[444]

然而，在东方，不只是领导层的居民渴望从事元老职业，似乎不太介意罗马政治形势的起伏变化，还有更多的人对元老院同样具有不可动摇的热爱，表现在另外两种形式中。第一种，很突出的是，元老院被描述为“神圣的议会”，或者较少为人所知的“神的议会”，或者其他类似的叫法，在帝国时期及之后，加利努斯时期被刻在钱币上。除了3种克里特（Crete）银币，所有在亚细亚行省城市发行的都是铜币。据弗尼推测，仅100多个城市就制作了约500种钱币，在3世纪可能大量制造这些钱币。[445]元老院通常印在钱币正面，外观和罗马人的有很大不同。[446]反面最常见的要么是当地的神，要么是当地有特色的象征，或者是皇帝的肖像，或者有时候是“罗马女神”。3世纪时，东方的其他地方皮西迪亚、安条克和伊康发行的钱币印着“S（元老院）R（罗马）”，菲罗梅留印发的上面是“SPQR”（“罗马元老院和人民”），马鲁斯印的是“SACRA SINATUS”（sic）（“神圣的元老院”）。[447]

第二，在雅典[448]和塞浦路斯[449]，我们找到印有元老院祭司（一个人或者是跟其他的神）的钱币，在小亚细亚的费拉德费亚、[450]多利留姆、[451]塔拉勒（或者可能是马格尼西亚）、[452]特摩罗斯[453]也有此类钱币。然而，除此之外，没有和祭仪相关的钱币。据说，以弗所有相似的祭司钱币，可以置之不理。[454]但裴达纽斯·弗斯库斯·萨伊纳托在99/100年任亚细亚总督，他在那里建了一尊元老院的雕像，[455]而另一尊银雕像是维比乌斯·萨鲁塔利斯在104年留给那座城市的礼物之一。[456]这可能是我们在科玛玛（皮西迪亚）和赛德（潘菲利亚）找到的碑刻上所提到的其他类似的雕像。[457]希罗恺撒利亚（亚细亚）的人肯定建过雕像，也许是22年为了感谢对庇护权的肯定。[458]

各种各样对元老院的热衷起因总体来说不太清楚。我们猜测将元老院印在钱币上是仿照23年的做法，亚细亚各城市投票为提比略、莉维亚和元老院建一座神庙，士麦那得以批准在26年建造。[459]然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些做法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更早，只是在2世纪晚期和3世纪早期才达到高峰。要不是戈尔迪安三世时期铸币很轻率，大多数情况下，选择在钱币正面印制政治实体会很难。随着元老院的权威和作用的衰落，无疑这种做法也越来越少。然而，反常的是，在元老院衰落的时候，这种做法反而增加了。塞维鲁时期在某个私人纪念碑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热忱，在一尊可能是城民的雕像下面刻着“光荣的阿芙罗蒂西亚斯城民，向皇帝效忠，根据最神圣的元老院法规、订立的协约和神的（帝王的）回应，享有自由和自主的权利”。[460]这里细心提到元老院和它的尊崇的字句，让人惊奇。

和东方相比，这种热忱在西方不管是哪个时期几乎都没听说过。我们只在阿非利加找到了一些没有日期的碑文，纪念“元老院守护神”（主要作为保护人），[461]还有安东尼·庇乌斯时期发行了一系列印有同样图案的罗马钱币。[462]在卢西塔尼亚皇室行省挖掘一座用于皇室祭仪的神殿时出土了一尊铜雕像，可以信服地鉴定出是一位“元老院守护神”，这样的发现可真是了不得，直到今天仍然有独特意义并且出人意料。这尊雕像也来自2世纪中期。[463]

可以说，当时对立法团体及其成员的评价让人印象深刻，结论也可想而知。在一个社会金字塔高耸陡峭的国家中，最小最骄傲的顶层圈子自然表现出维护自己地位的关心，而底层的人对他们态度各异，嫉妒、仇恨、顺从、敬畏，有时是冷淡，甚至是蔑视。可以争论的是，这些都在预料之中，但是还有两点很突出，一是立法团体，尽管它很排外，但并不是个封闭的精英圈子。在帝国时期，富有、受过教育、有适当支持的居民都可以加入元老院；[464]也一直有愿意加入的人，尽管元老的职业显然会带来负担和危险。第二，很显著的一点是，在东方，元老院出乎意料地成了一种象征和激励，即使它在国家事务中的权利范围和性质已经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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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会议

第三章 会议地点和朱利亚元老院内部结构

第一节 会议地点

接下来，我们将全面讨论元老院会议，本章开篇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整合讨论帝国时期有关元老院会议地点的所有资料，然后详细考察座位的安排和朱利亚元老院的内部结构。

如公元前70年，为庞培加入元老院，瓦罗在指南中写道：只有占卜师指定一个地点，将它称为“神殿”，在里面制定的元老院法令才算是正式的。[1]这条规定在共和制时期一直被遵守，在帝国时期也同样适用。[2]因此，1世纪中时，一位不知名的人（克劳狄乌斯？）——他的话都记录在纸莎草纸上——才会大声训斥他的元老同事：“如果你赞同这些提议，元老们，马上明白说出来，用斟酌过的话说出来。不过，如果你反对，就去另想办法，但要在这神殿中想，或者，也许你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那就去想吧，但要记住不管在哪个地方召唤你，都必须告诉我们你自己的想 法。”[3]

这段话不只是强调了元老院必须在神殿中召开会议，还表明他们绝不会局限在一个地方。[4]从这方面来说，元老院和英国的国会不同，他们只用威斯敏斯特宫，并和它息息相关。没错，国会也可以在别的地方举行：1940，1941和1944年的轰炸过后，必须得搬迁，但那是被迫暂时的撤离。当然，元老院只会局限在一个小区域举行会议，在罗马城和罗马城外[5]一英里以内的地方，但在此范围之内会议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进行，这是当然的。

这点确定以后，应该知道从我们极少的资料来看，帝国时期的元老院和库里亚·朱利亚元老院关系最紧密，经常在那里聚会。因为会议大楼地点便利，造型独特，它是专门为元老院会议而设计的，会议在那里召集自然很合理。的确，我们也碰巧从来没听说过元老的选举和审讯程序明确说在别的地方举行。会议大楼位于朱利亚广场[6]西北角的人民大会场北部边缘，那是传统元老院所在地点。在整个帝国时期，这栋建筑都被称为朱利亚元老院，在尤利乌斯·恺撒被害前不久，他开始建造这个会厅，最终在公元前29年8月28日由屋大维落成。[7]

毫无意外，公众对元老院事务的兴趣使得这个新的会议地点很快就成为罗马最有名的建筑之一，普罗佩提乌斯将它称颂为“闪亮的”，“崇高的”，[8]奥维德称赞它为“目前召开隆重会议最有资格的地方”。[9]在奥古斯都病危的时候召开了一次会议，一只大雕飞到大楼屋顶上，征兆很不吉祥，还有一次是在奥古斯都死后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大雕又飞到楼顶，这两件事大家都记得很清楚。[10]就在布狄卡反叛前，人们还听到晚上从大楼那里传来神秘的混杂的大笑声和粗野的喧闹声。[11]不久之后，朱利亚元老院在64年的大火中几乎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12]但根据更晚一点的资料，元老院是图密善修建的众多公共建筑之一。更可能的是，图密善将楼房修缮或者翻新了一下，而不是整个重建，但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料。[13]在贝尼芬顿[14]图拉真拱门的其中一个浮雕上也许对元老院可窥一斑，还有个前廊，虽然在“罗马广场浮雕群（Anaglypha Traiani）”[15]的救济浮雕上可能没有呈现（有人这么说）。因此，我们只知道，建筑在283年被烧毁了，戴克里先将它重建。[16]在7世纪，它又被改建成圣阿德里亚诺教堂，20世纪30年代在巴托利的监督下恢复成原样。[17]现代专家争辩说，戴克里先保留了原建筑的大小、场址、朝向以及原有的一些细节，才能让我们从现存的结构考察中对朱利亚元老院形成准确的印象，这点是合理的。

还有两个建筑显然跟朱利亚元老院有关，虽然对它们的大小和功用没有确定的证据。第一个建筑有几个名字，叫作卡尔西迪库姆、密涅瓦中庭、或者雅典娜神庙。[18]它要么是整个建筑群的一部分，要么临近朱利亚元老院，和它分开。[19]合理的猜测是，它被用作元老院的资料储存室，但没有现存资料能明确地说明它的用途。第二个建筑是元老院等候厅（senaculum），瓦罗是这样描述它的：“格雷科斯塔西斯会场上方是元老院等候厅（senaculum）、协和神庙和巴西利卡·欧皮米亚神庙所在地，将它称为元老院等候厅是因为那是元老或长者就坐的地方。”[20]提比略时期的瓦列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曾写到，在他那个时代，有一个地方叫元老院等候厅（senaculum），元老们会议前会在那里等待。[21]但缺乏更多的有关资料。

现存资料中，在帝国时期很少用“库利亚·朱利亚”具体的全名来指举行会议的地方。但在公元前25年6月通过的关于米蒂利尼的法规中是这么称呼的，[22]奥维德指的是在这里的会议。[23]138年的《在贝根西斯地产上举行市场集会的元老院决议》（SC de nundinis saltus Beguensis）就是在“朱利亚元老院”通过的。[24]同样，203年，元老院被要求赞助百年节也是在这里提出的，几乎可以肯定在公元前17年也是在这里提出同样的要求。[25]然而，在那个时代，大多数资料中的“库利亚·朱利亚”被缩写成“库利亚”，甚至奥古斯都也这么称呼。[26]41年，卡利古拉被杀之后，苏维托尼乌斯讲述了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在他的讲述中可以找到从帝国早期起大部分会议都是在库利亚举行的更多证据。他解释说：“元老院一致坚持维护自己的自由，因此执政官第一次召集他们开会的时候，是到朱庇特神庙，而不是库利亚，因为它叫作朱利亚（译注：尤利乌斯阴性词）”。[27]

如果要讨论其他的会议地点，自然应当把朱庇特神庙放在首位，主要是因为共和时期的会议都在那里召开，包括每年的第一次会议，但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个传统延续到帝国时期。狄奥[28]和约瑟夫在《犹太战争》[29]中确实赞同了苏维托尼乌斯的观点，认为卡利古拉被杀后，元老院在这里开会。但除了那一次，朱庇特神殿只在帝国时期238年召开过一次会议，在两位戈尔迪安死后。希律认为，元老院此举仍然是极具象征性的选择，正如他们在41年所做的那样：

他们决定举行会议讨论实际措施……首先他们必须挑选并选举出皇帝，并且提出和皇帝分享统治权，以防权力移交一人之手带来暴政。因此，会议召开了，不是在平常所用的会议厅，而是在朱庇特山的朱庇特神庙，罗马人在他们城堡中祭拜的神。因此他们将自己关在圣殿里面，由朱庇特作为他们的见证人、他们的顾问和行动的监护人……[30]

朱庇特神庙没再作为会厅也许部分是因为奥古斯都从公元前2年起找了另一个神庙，并规定某些类型的事务必须在那里讨论。这座神庙就是战神奥托庙，矗立在它的新广场上，[31]会厅比朱庇特神庙更大，并且朱庇特神庙没有合适的房间用于会议。[32]据狄奥说，[33]元老院必须在奥托神庙里作出关于战争胜利的决定，苏维托尼乌斯也提到了奥古斯都的指令——“元老院必须在这里讨论战争和胜利事宜”。[34]同样，我们没有在神庙讨论这些事务的记录，但是39年盖乌斯在日耳曼战役中下达的夸张指令却有记录：“他给罗马派送了一封很自负的信件，指示信使们说，他们必须直接驾车到奥托广场元老院门前，并且只能在全体元老院成员出席奥托庙的情况下才能将信件交给执政官。”[35]可以想象，不再使用奥托庙作为会场是因为它的内殿不够大，虽然比起朱庇特山上的所有神庙都大，相比库利亚，它的空间还是小了点，[36]因此需要商议重大事务，出席人数众多的时候，会场会显得狭窄。

在帝国时期之前，很少在帕拉蒂尼召开会议，[37]但在朱里亚-克劳狄时期，为了方便皇帝，会议就在公元前28年[38]落成于帕拉蒂尼的阿波罗神庙的图书室和门廊召开，这些建筑是整个宫殿的一部分。据苏维托尼乌斯记载，在奥古斯都年迈的时候，元老院会议经常在这里召开。[39]16年的一次会议中，在著名演说家们雕像的环视下，荷尔顿西乌斯（Q.Hortensius）的孙子乞求提比略帮助他一家。[40]一份19年的《元老院法令》文本幸存下来，法令“在帕拉蒂尼通过，阿波罗神庙旁的门廊上”（in Palatio，in portico quae est ad Apollinis）。[41]同样，19/20年的赫巴铜板（Tabula Hebana）上的法令详细规定了应该在“元老院惯常集会的阿波罗神庙附近的宫殿前廊”增加雕像。[42]据狄奥记载，31年塞扬努斯遭指控的会议就是在帕拉蒂尼召开的，[43]而约瑟夫的记载则是，克劳狄乌斯在41年一掌握皇权就马上召集元老院在这里开会。[44]记录中帕拉蒂尼的最后一场会议是在54年，尼禄统治早期，会场后面修了几扇门，以便阿格里皮娜在后面垂帘听政。[45]费了这么大劲，她大概希望会议能经常在这里召开，事实上，她的希望或许也没落空。至少值得讨论的是，在沃卢修斯·萨图宁乌斯56年死的时候，如果元老院过去不是经常在那开会并且将来也会继续在那开会的话，他们就不会在“属于阿波罗的地方，元老院视线范围之内”[46]为他竖立雕像。不管怎样，随着尼禄统治时间的增长，他同元老院关系变得紧张的时候，这个会议场所不再使用也是可以理解的。会场可能被64年的大火所吞噬，虽然建筑后来在图密善手中得以修复，元老院在那里开会的传统却再也没恢复。[47]

有些学者声称，协和神庙，广场西北角靠近库利亚·朱利亚的地方，在帝国时期经常被用来召集元老院会议。[48]神庙在10年1月16日落成，[49]它的内殿比例不同寻常（45米宽，24米深），对于大型的集会特别宽敞合适，但老普林尼证实神庙里摆有艺术品，[50]也就是说，内殿并非没有物体干扰，但在神庙召集会议的实际记录很少。狄奥确实告诉我们，31年10月18日一早，在帕拉蒂尼召开重大会议之后，元老院当天晚一点的时候又在协和神庙集会。[51]神庙的落成很重要，并且靠近监狱，因此判死刑的人可以马上得以转移。有学问的人可能会进一步思索为什么那次会议会选择显然不同寻常的地点，究竟是否合适。神庙是奥比米乌斯修建的，此人是害死格拉古的执政官。神庙被用来讨论喀提林的阴谋，后来又由提比略自己修复。[52]在那之后，我们没有任何在神庙开会的有关资料，直到192年12月31日晚上，据《奥古斯都史》记载，[53]佩蒂纳克斯在这里被授予了皇权，因为给朱利亚元老院开门的侍从找不到。佩蒂纳克斯好像在早上回到了朱利亚元老院，狄奥提到他在那里。[54]在帝国时期，《奥古斯都史》还提到了两次在协和神庙召开的会议，但都让人生疑。根据《罗马城纪事》不可靠的说法，第一次是在塞维鲁·亚历山大222年登基的时候。[55]第二次是在238年两位戈尔迪安死的时候，但希律所记载的在朱庇特神庙的说法则更可信些。[56]

在共和时期，元老院有时会在罗马城外召开会议。比如，去听审一位支持元老的人举行凯旋仪式的请求，如果跨过边界的话他就会丧失这样的荣誉。或者去接待外国大使，他们不允许跨境因为他们的国家没有跟罗马签订合约。在帝国时期，碰到这些情况，会议还是会在罗马城外进行，虽然远没有像在共和时期那么频繁。然而，在公元前7年1月1日，提比略作为执政官召集元老院在城外召开会议，这样他就不会在庆祝胜利之前跨过边界。这次会议是在狄奥称之为[image: ]的地方召开的。[57]在帝国时期，没有更多在那里召开会议的记录。但它似乎是整个建筑群的一部分，包括屋大维教廷，老普林尼曾经提过一次。[58]来自没有和罗马订立协约的国家的使者仍然会受到元老院的接待，[59]虽然在哪里接待我们没有记录。帝国时期，在罗马城外举行的其他会议还有公元前17年5月23日那次，在塞普塔·朱利亚（Saepta Julia）神庙通过了和百年节[60]相关的法规；还有（如果狄奥的话可以相信[61]）68年6月让人震惊的一件事，据说元老院成员走进禁卫军营宣布尼禄是敌人，并推举加尔巴为皇帝。

帝国时期还有另外三个会议地点，都只有单一的资料提到。第一个是雅典娜神庙，为哈德良所建，用于文化和教育活动。[62]据狄奥记载，193年宣判狄第乌斯·朱利安死刑，宣告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为皇帝的会议就是在那里举行的，[63]因他亲眼所见，[64]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陈述。但是要相信约瑟夫的证词[65]就没那么容易了，他说在41年盖乌斯遭杀害之后，元老院在朱庇特·维克托神庙集会：但在别处，约瑟夫却同意别的资料说会议是在朱庇特山举行的。卡斯托尔和波卢克斯神庙在《奥古斯都史》[66]一篇不太可靠的文章中有提到，文章说元老院238年在这个神庙集会，宣称马克西米努斯和他的儿子为国家的敌人。因神庙离集会广场很近很方便，共和时期曾在那里召开会议，并且好几位皇帝相继保持了这个传统，但没有别的例子证明在帝国时期元老院在那里举行会议。

最后，如果《奥古斯都史》记载的故事有一点是事实的话，[67]那么180年马尔库斯·奥略留死后，元老院和平民一起举行了会议将他尊奉为神明，有趣的是，这集会究竟是在哪里召开的？

第二节 座位安排和朱利亚元老院内部结构

帝国时期关于座位安排的资料很少，让人失望，除了朱利亚元老院，我们的确对其他会议地点一无所知。事实上，问题也不太要紧，如我们所知，大多数会议似乎都是在朱利亚元老院召开的，也只有在这专门为元老院会议设计的建筑才可能有座位安排的惯例。在别处情况也许很不相同，还要考虑到有相当多的临时会议。

泰勒和司各特将戴克里先时期的建筑内部结构描述如下：

内部面积为25.63×17.73米，入口从人民集会广场延伸过来，大约4米宽。中间通道5.40米宽，21米长，从门这一端一直延伸到主席台（suggestus）升起的另一端，并且两端各铺了2米长的凹雕大理石，除了保留区。在过道两边朝侧墙的方向有三级平台，每级平台大概19米长，两级较低的各1.80米宽，入口右边最上方的2.05米宽，左边最上方的是2.58米宽。[68]

另外，还有两扇后门，在主席台的两侧。就目前的建筑来看，主席台并不太高，升起到大概在两侧第二级平台那个高度。大家都认为戴克里先在保存下来的结构上按原来的面积和方位重建了朱利亚元老院，这点没什么理由值得怀疑，但内部的布置就不那么肯定了。

首先，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执政官（或其他元老官员）会在升起的平台或法官席上主持会议。因此，66年，巴里亚·索拉努斯和他的女儿被带到“执政官的‘法官席’前”审判，[69]而在203年十五人祭司团站在“最崇高的执政官的席位前”。[70]埃比克提图傲慢地列举了在“法官席上坐过三、四回”，[71]以示作为执政官的特权。狄奥还说到，执政官从他们的位置上下来，同坐在元老院成员中的克劳狄乌斯谈话。[72]同样，普林尼也提到图拉真在100年作为主持人，“从座位上下来，走到地面”，[73]拥抱选举的候选人。而提比略提醒执政官坐在普通的席位上（就是坐在众元老中间）跟他们的尊严和等级不相符，23年，德鲁苏斯死的时候他们就是那样坐的，还有之前14年奥古斯都死的时候也是如此。[74]在法官席上，执政官坐两边椅子（sellae curules），中间那张椅子留给皇帝（当他没有担任执政官时）。[75]坐台要高到能不被靠近站着的成员挡着视 线。[76]

40年通过了一条法规，皇帝的座位平台应该高到元老院中没人能靠近他。[77]在盖乌斯死后可能没再沿袭这种规定。克劳狄乌斯要么是坐执政官的法官席，要么是坐在全体元老中保民官的长凳上。[78]在元老院审判时或其他重大场合，据狄奥说，“他会坐在执政官中间的官椅（sella curulis）或长凳上宣布指控，然后他会在固定的位子（全体元老中）就坐，而将官椅（sellae）让给执政官坐”。[79]在这样的审讯中，克劳狄乌斯可能是想通过此举来表示他参会的身份也不过和其他元老一样。公元2世纪晚期，皇帝的座位可能成了一件大事：不管怎样，希律将它称为“御座”。[80]皇帝也会邀请其他人和他一起就坐，埃拉加巴鲁斯在221年收养亚利仙努斯的时候肯定这么做过，[81]他让他的母亲和祖母坐在他两边。佩蒂纳克斯也应该邀请过克劳狄乌斯·庞培和阿奇利乌斯·格拉布里奥坐在他旁边。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坐的是长凳，据狄奥说，长凳代替了原来放在高台上的皇帝的椅子。[82]

显然，在共和时期，元老们坐的是木头长凳，没有单人的椅子，[83]我们认为这也是帝国时期的惯例。[84]不管他们的位置怎么安排，开会时间久了肯定坐着不舒服，我们只能希望椅子至少有个靠背。在某种程度上，元老可能会坐固定的位子，有些位子肯定留给了至少两个元老团。因此，我们听说有副执政位子[85]和保民官位子[86]的说法。前者大概靠近法官席，因为有一次一位年迈的元老被安排坐在那里，以便更好地听清审讯。[87]还有，狄奥在描述14年奥古斯都死后第一次会议时，他说“大部分成员都坐在惯常的位子上”，[88]这说明座位的安排是有规律的。并且，如前所述，克劳狄乌斯通常坐在众元老中固定的位子上。不巧的是，没有更多关于位置安排的可靠资料。因此，不管怎样，泰勒和司各特[89]想当然地以为在帝国时期，执政官和副执政会各自作为一个团体坐在一起，占据中间通道两旁最前排的位子。即使以前有固定的传统，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1世纪和帝国时期更多的时候，这种情况都有所改变，因为执政官和副执政人数逐渐增加，初级元老相应地在减少。[90]实际上，关于不同等级的元老怎么安排座次，我们缺乏资料。就我们所知，如果（比如）说执政官都坐在一起的话，他们会占据很大一片的位子，而不是依次坐到某一排位子上。当然，元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分组便于主持人按顺序让他们发表意见，但我们没发现这样的资料，而且在很多时候，他们的秩序会被参会人员在会场大范围的走动而打乱，这种场面（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争辩中很常 见。

戴克里先重建朱利亚元老院后，三级阶梯式平台占据了几乎整个会厅的长度，座位安排在平台上，元老隔着宽阔的通道面对面相望而坐。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平台是不是朱利亚元老院的特色，还是长凳本应不同放置，以便元老面对法官席而不是面对彼此就坐，没有文献资料能回答这个问题，[91]但是我们的资料强有力地推测，戴克里先时期，安排元老面对面而坐，那样非元老成员就可以从元老院门边站着的地方清楚地观看会议的程序。[92]面对面坐在大多数时候让人很尴尬，但所有元老面朝法官席而坐不太可能（所以他们说话的时候背对着观众）。

不管座位如何安排，朱利亚元老院跟戴克里先重建后一样，肯定有一条很宽的中间通道。如果《奥古斯都史》可信，卡拉卡拉向元老发言为谋害格塔辩护之前，在座位夹道间驻扎了两排军队。[93]普林尼抱怨2世纪初在元老院选举时，参会人员表现很糟糕，他说，“每个人都跟着他的候选人往前跑，人群杂乱，（过道）中间挤着一小堆一小堆的人，混乱不堪，毫无体面”。[94] 每一项提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要按指示在会厅分成两组投票，所以要有足够的空间。[95]元老的行动可以从传统的谚语中得到体现——“用脚投票（pedibus in sententiam ire）”。[96]元老在会议开始阶段频繁地走动，这也说明了会场中间要有开阔的空间。我们听说他们在两位发言的人之间跑来跑去，渴望听清他们说的每一个字。[97]在投票之前，他们通常分成两组，支持或反对提议，也可以在两组间调换，如果在继续争辩的时候，他们被另一方的话所打动。[98]31年10月18日，在宣读提比略致元老院的信时，一些靠近塞扬努斯坐着的元老站起来，走开了。[99]还有一次，在普林尼得到特别批准先发言后，一位执政官在按顺序又轮到他发言之前向他抗议。[100]在塞内加的讽刺诗中，赫拉克勒斯也一样在辩论的时候跑来跑去拉票，担心他支持的提议会通不过。[101]克劳狄乌斯出席了一次会议，会上可能会通过提议惩罚那些违背古代禁令为合法服务收取报酬的人，被指控的人围在皇帝周围，极力要求原谅他们的过错。[102]虽然元老们通常站在自己位子上发言，他们也可能会走到中间的通道上。 [103]但就我们所知，他们离开自己的位子后并没有专门的席位或桌子让他们发言。

安排非元老成员参加会议的安排我们几乎不知道，也不知道在帝国时期速记员坐在哪里，或者律师、原告、证人审判的时候在哪个位置。西多尼·阿波里纳斯在提到469年阿凡德斯的审判时，说原告和被告及陪同他们的人在元老院分成两边对立排列。[104]这种安排很自然，但我们不能说早期的做法就是这样。作为被告，巴里亚·索拉努斯和他的女儿肯定被要求站在“执政官法官席前”并且彼此离得很远，扈从可以阻止他们拥抱。[105]203年，十五人祭司团作为团体来到元老院的时候，他们站在“最崇高的执政官席位前”，前面也提到过，可以推测，所有的使者都一样。换句话说，被告，使者，当然，还有其他外人，都必须面对主持人，背朝门口。很难想象他们面对元老院成员站着，背朝主持人。因此，在门槛边的外人很难听清他们的发言。

当然，我们对朱利亚元老院的声音效果一无所知，但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偶然，还是设计时，有所考虑，这栋房子的结构确实和维特鲁威[106]建议的大致一样，能让说话人的声音清楚地听到：就是说，元老院房子是椭圆形的话，内部高度应该是长度和宽度之和的一半。如我们所见，戴克里先的元老院大约是26米长，18米宽，而到天花板的高度是23米。很难说原来的内部饰面是否按维特鲁威的另一建议在四周半壁的地方都装上了檐口。

作为高建筑，朱利亚元老院在夏天的时候可能还凉快，能够忍受，但无疑在冬天是非常冷的。因此，在冬天的时候，大家都很乐意有机会在房子内走动，不愿一直坐着。那些审讯会议很多在冬天进行，而且要持续很久，很少有机会让元老们走动，所以特别难受。没有资料说元老院有供暖系统，即使有的话，也起不了很大作用，因为开会时门开着，连鸟都进出自由。[107]但至少在帝国时期没有发生像公元前54年2月12日那样的事情，执政官因为元老抱怨冷而答应取消要召开的会议。[108]同样，如果戴克里先重建了朱利亚元老院的窗户，光线是非常充足的，主要的几扇门上方有三扇窗，另外三面墙的中间各有一扇高窗。我们可以想象窗户设计得那么高部分是为了减少城里无休止的喧闹声肯定经常给元老院带来的干扰，特别是在早上完工时。窗户也是为了借光，甚至从法官席左侧较远的一端，阿尔吉列图只修了一条狭窄的通道连接朱利亚元老院和埃米利亚巴西利卡大圣堂。跟今天不一样，元老院内部的墙面也会加以修饰，如我们所见，会用一些装饰增加亮度。另外，主门外的前廊（如果有的话，很可能有）也没法让房间更亮一些，加上那么多围观的人堵在入口就更暗了。

我们听说奥古斯都会将议题贴在元老院内的公告板上让元老们看，还有讽刺他的文章也会在那里传播。[109]有人提议将22年授予德鲁苏斯保民君主（tribunicia potestas）头衔的法规用金字镌刻，在元老院展示，这遭到了元老的嘲笑，提比略还重点指责了一番。[110]但朱利亚元老院内有好些纪念碑和纪念物装饰，估计是安放在离中央通道较远的位置。一面纪念奥古斯都“宽厚、正直、虔敬”的盾牌在公元前27年建立，此外，纪念盖乌斯和卢修斯的金色盾牌和长矛也加入了行列。[111]纪念图密善的盾牌在96年他遭谋害时被拆掉。[112]奥古斯都自己至少在元老院内挂了两幅画像，我们可以从老普林尼的描述中得知。[113]奥古斯都的名字也刻在了朱利亚元老院，还有一尊他的雕像在14年前放置在那里。[114]因此我们仍不住会想在卡里斯乌斯引用哈德良的演讲中原指的是元老院的装饰：“我请求你们，元老们，我特别想征得你们的同意，最好立一面跟奥古斯都地位相称的银盾牌纪念他。”[115]

其他人的雕像也被竖立了起来，虽然我们并不总是很清楚它们保留了多久。[116]在阿格里皮娜59年被杀后，有人提议为密涅瓦和尼禄在元老院内竖立金雕像。[117]希律说，康茂德特意在元老院门前竖立了一尊自己的雕像，扮成弓箭手的模样，拉开了弓,准备射箭以威慑元老。[118]雕像在他死后就被移除了，代之以自由神像。埃拉加巴鲁斯让人在元老院内维多利亚胜利女神雕像的上方挂了一幅他自己的巨大画像，[119]马克西米努斯同样让人将一幅他在日耳曼战争中的画像挂在元老院门前，这些画像后来都被元老院拆除了。[120]

维多利亚胜利女神雕像的突出地位和名声胜过了元老院的其他纪念碑。[121]它是在某个时期从塔伦特姆带来罗马的，在公元前29年8月28日，由屋大维在朱利亚元老院落成，[122]在狄奥时期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在那。[123]普鲁登修斯[124]对它的描述符合奥古斯都时期钱币上的雕像。[125]它的大小不清楚，但不可能太笨重，因为奥古斯都葬礼的行进队伍是由它领头的。[126]看起来像它的基座残遗在主持人席后端给找到了，[127]并且没有充足的理由去怀疑那不是它站立的地方。希律[128]说它站在元老院的中央，肯定是不准确的。除了雕像，还有一个和它搭配的祭坛。在刚刚引用的同一篇文章中，希律解释说，元老在进入元老院时，用祭品和奠酒在雕像前祭祀，[129]所以祭坛自然在雕像下面。有件事也许能支持这个结论，巴里亚·索拉努斯的女儿，被叫到“执政官席位前”审讯，在回答问题之前先紧紧抓住祭 坛（altaria et aram）。[130]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朱利亚元老院，专门为举行会议修建的地方，元老们有了一个既让人惊叹，位置居中，同时又能为会议增加尊严的所在。会厅也设计得很好，装饰时尚。最后，如我们所见，也有理由相信，座位的安排和惯常的出席人数也匹配得很好，至少到2世纪早期都是如此。

第三节 元老院工作人员

关于维护元老院和出席会议的工作人员，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提图斯和康茂德死后召开会议的那晚，我们从元老们因等待元老院开门而延迟会议这事可知，有个看守人（aedituus）掌管钥匙，并且住在元老院外头。[131]在奥古斯都最后病危时，元老院召开会议那次，房子也锁上了，佩蒂纳克斯死后，[132]狄第乌斯·朱利安也将门锁了。可以推测，在审讯时，肯定有工作人员照看水钟，在图拉真时期选举时，也有人递送灯盏，分发选票，[133]摆正桌椅。[134]这些人可能是公共服务人员，据《奥古斯都史》记载，[135]他们通常跟记录员和审核员一起到会。帝国时期审核员的工作在别的地方再没有提到，不太清楚，记录员可能是负责文书工作，也许包括帮助记录参会人员的重要事项。[136]在准确计算支持或反对某项决议的人数时，[137]他们也需要帮忙。除了记录员，在帝国时期较早的时候起，还需要一位或几位速记员（notarii），虽然他们只在塞内加写的会议讽刺诗中提到过。[138]在两个逃跑奴隶的铜颈圈上——日期已不可考——写着他们的主人是抄写员，[139]或者，如果能用另一个不太肯定的词，是“元老院抄写员”（scriniarius senatus）（“记录的保管员”，或者说，可以储存卷轴的箱子）。[140]

从监狱送往元老院受审的被告[141]必须由扈从跟随，扈从显然在审讯的过程中也在场，保证犯人在拘留中。维布伦努斯·阿古利巴骑士在指控他的案件结束后吞下毒药倒在元老院，扈从马上将他带回监狱。[142]66年，审讯巴里亚·索拉努斯和他女儿时，做父亲的企图过去拥抱女儿，但扈从阻止了他。[143]24年，维比乌斯·塞利努斯元老从流放之地带回，必须在审讯时戴上锁链，所以肯定也有人押送他。[144]

在辩论会上，扈从不在场，和审讯会不一样，显然也没有人供主持的元老官员支配以维持秩序。这种没有可供使唤的侍卫或其他官兵的现象可以看成是主持人地位虚弱的诸多表现之一。[145]在会议中，要是有元老担心安全受到威胁，就会直接求助于保民官。69年，维特里乌斯感到被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146]侮辱时，发出了这样的求助。[147]图密善死后，当法布里修斯·维恩托反对普林尼攻击普布利希乌斯·塞尔图斯[148]时，也同样向保民官求助（没有成功）。需要维持秩序（元老院的秩序）时，[149]元老官员要亲自行动——虽然多少是出于自愿，多少是出于主持人的鼓动很难说。31年10月18日宣读提比略信件的时候，副执政和保民官肯定也采取了行动，保证塞扬努斯不会离开会场。[150]在海维迪乌斯不肯停止对维斯帕先皇帝当面辱骂时，确实遭到了保民官的逮捕，然后被转交给助手。[151]如果元老院面临无法控制的危险，主持人最后的办法是解散会议。法布里修斯·维恩托坚持回应普林尼对普布利希乌斯·塞尔图斯的攻击时，主持人就是这么做 的。[152]

元老官员本人也会传达元老院需要采取行动的决议。盖乌斯被害后是保民官他们给克劳狄乌斯带信说，要他参加元老院会 议。[153]特别的是，我们听说过，由副执政和财务官传达死刑执行令并且监督执行。这项任务由执政官的财务官助手（quaestor consulis）来执行是很自然的，他是元老院主持人的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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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出席会议

这章讨论出席元老院会议的重要事宜。当然，元老的出席是讨论的重点，尤其是因为普遍认为他们总的来说在这方面很懒散，所以要加以大力修正。和这章主要内容相关的还有两小节，关于元老的总人数和他们退休的年龄。结尾部分讲述非元老成员允许在会议时到场的情况。文中会特别讲到士兵和女人的参会情况，皇帝的参会在下一章专门讲述。

第一节 元老的总人数

可以想象，关于这关键的一点资料很少，但很明显奥古斯都采取措施将元老的数量减到低于恺撒专政时和之后内战时的总数。据狄奥记载，当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9年裁员时，总数是1000人，[1]苏维托尼乌斯则认为不止这个数。[2]元老院膨胀到这个程度部分是因为恺撒大量直接选拔，将人数增加到900人，[3]部分是因为他死后其他人“通过关系和贿赂”得以提拔。[4]另外，将财务官的人数从20人增加到40人，[5]恺撒将每年选举的人数翻了一倍，因为元老官员实际上可以在元老院终身占有席位。

公元前29年，奥古斯都通过不同的办法削减了190人。[6]狄奥声称，在公元前18年，他还计划将元老院削减到300人，和“古时”一样数目。[7]但最后他屈服于压力，反对如此大规模的裁员，只任用了约600人——换句话说，削减了约200人。他的计划各人看法不同，可以说他像老古董一样愚蠢，也可以说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的精心步骤。所以为元老保留的军队和管理岗位最多只能容纳300人，[8]而剩下参加会议的人数将会大幅下降。狄奥提到，还有两次奥古斯都变革元老院人数，第一次是在公元前13年，另一次是在两年后公元前11年。[9]然而，狄奥在记录第一次人数的时候，可能误解了原始资料，另一种说法是这两次变革可能是同一次，在公元前13年开始，但直到公元前11年才结束。[10]奥古斯都自己在《奥古斯都功绩录》[11]中声称只变革了3次人数。狄奥提到在他任期的最后一次变革，在公元4年委托给元老委员会，虽然他特别指出这次没有大幅度的裁减。[12]因此，在奥古斯都任期元老总人数减到600左右——换句话说，接近苏拉元老院的人数。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数目只是理论上最恰当的数目，不是固定的最大数目或固定的总数。

不幸的是，奥古斯都之后没有资料提供元老院的总人数，后来唯一知道的人数审核是在克劳狄乌斯和维斯帕先时期，他们作为审查官进行审核。显然常规的招募形式仍然通过每年20个财务官的空缺岗位，通常由25岁左右的人获得。因为这些固定数目的新人招自越来越广大的地区，可以合理地推测，总的来说，每年符合要求的应征者的热情还是相当高的，足够补充20个空缺岗位。话虽如此，我们有两个理由相信有时也会有小小的人数短缺。第一，当二十人委员会（必须先担任此职）的岗位不多于财务官的岗位时，有时二十人委员会的人还没来得及升任财务官就早逝了，那么财务官的人数就会偶尔短缺。二十人委员会和财务官之间的间隔时间不固定，有时可能达约6年之久。[13]第二，据狄奥记载，有几年财务官担任的岗位没有足够的人员补充，因此上一年的财务官必须再任一届。[14]他没有详细阐述，但我们可以找出帝国时期好些显然担任了两届甚至三届的人，无疑这是其中一个理由。[15]值得注意的是，从1世纪中起，延长任期的需要显示出那一年至少减少了4位财务官，因为从那以后从来不会超过17个岗位固定由20位元老官员担 任。[16]但也是从那时起， 立法团体偶尔的人数短缺会由别处直接选拔人员补充，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有说服力的理由认为财务官有严重持续短缺的时候。因此除了这个小问题，要保持元老人数达到600，每年20位年龄约25岁的新成员平均还有30年的寿命。从人口统计来说，这显然是合理的预期。当然，我们没有罗马的统计数据，但这个推测跟16和17世纪欧洲当权家族和英国公爵家族的数据是相符的。[17]

推测元老院的总人数在600人左右，这至少和我们掌握的相关资料不冲突。就我们所知，按照现存每次出席会议人数的数据统计，1世纪中在任元老最保守统计超过500人。同样，计算了一下头两个世纪所知的每位皇帝任期的元老人数，哈蒙德在1959年得出总数是在奥古斯都时期最多483人到康茂德时期最少243人之间。[18]另外，我们已经注意到，元老院通过直接选拔的人数（除每年的20名财务官之外）一直是很少的。公元1世纪我们所知的仅有3人由克劳狄乌斯直接选拔，[19]维斯帕先提高到20人，[20]图密善两人。整个2世纪——在96年和192年间——我们知道的仅有35人是直接选拔的。[21]当然，这些数目可能会因发现新的资料而增加：但除非涌现前所未有的资料才能改变直接选拔只是在元老院总人数中影响微弱的印象。

巴贝利收集了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和卡拉卡拉时期所知元老的资料，并且在高达604位成员得以确认，还有333位可能是成员的基础上，争辩说这些时期的元老数目明显增长。但他的说法靠不住。[22]首先，假如193年可能有600人，然后每年增加20名财务官直到217年，那么至少有1080个名字，甚至还没计算直接选拔的人数和这些不稳定时期可能出现的快速人员流动。所以没有说服性的理由认为总人数超过600。217年后，资料太少，没有任何有用的数据可以确定人数。[23]但总的来说，考虑到围绕这个问题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如果我们认为在奥古斯都变革后元老的人数维持在600左右，这也许不会错得太离谱。

第二节 元老的出席

依照传统，一位尽责的元老会将参加会议看成自己的义务。“首先我认为一位好元老应该坚持参加元老院会议”，西塞罗说。[24]他在别处也表达了同样观点，还补充说，“全体成员的出席为元老院的商讨增加了尊严”。[25]当然，元老们也总是遵守相互义务的原则，而且会秉承下去。朋友和亲戚互相帮助，在塞内加的讽刺诗中，当赫拉克勒斯需要别人支持他赞同的决议的时候，他提醒同事说“善有善报”。[26]出于同样的道理，普林尼在107年9月1日他的朋友瓦列里乌斯·保利努斯就任补任执政官的时候无法出席，他特别道了歉。[27]

然而，还有一种持续的责任感根源更深。一位具有相当地位和意愿的罗马人会认为加入公共生活为国家服务是他的使命，作为一名元老，参加元老院会议被认为是服务的固有部分。在埃比克提图所写的维斯帕先和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之间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这种强烈的责任感：“有一次，维斯帕先告诉他不用参加元老院会议时，他回答：‘你有权利否认我的元老资格，但只要我是元老，就必须参加会议’”。[28]66年，科苏提安努斯·卡皮托对特拉塞亚·皮图斯的一项主要指责就是，“他已经3年没有进元老院的门了”。[29]尼禄在给元老院的谕令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没有指名道姓地指责了忽略公共责任的元老，他们为骑士作出了懒散的榜样。如果众多执政官和祭司都更热衷于装饰他们的花园，那么（他写到）住在偏远行省的元老不来又有什么奇怪？”[30]

特拉塞亚的人以这则谕令为武器，指控他不出席的罪名。[31]这里，塔西佗借尼禄之口提到“偏远行省”的元老缺席更可能指的是在2世纪早期这位历史学家的那个时代，而不是60年代，当时来自偏远地区的元老人数并没增长多少。[32]然而，尼禄的指责突出了害怕冒犯皇帝成了帝国时期督促元老出席的新动力。在邪恶的君主统治下，这个消极的新理由偶尔也能比传统的正面理由有力得多。因此，狄奥解释了为什么他和其他人在狄第乌斯·朱利安193年夺权后参加了第一次召集的会议：

当消息传达到每个人那里，我们了解了形势时，作为元老，我们处于对朱利安和士兵的惊恐之中，特别是那些帮过佩蒂纳克斯的人，或者干过让朱利安不高兴之事的人。我是其中之一，因为我从佩蒂纳克斯手中获得过各种荣誉，包括当上副执政，并且在审讯中为他人作律师时经常证明诸多对朱利安的指责属实。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出席了，尤其是我们觉得待在家里不安全，这么做可能会引起怀疑。[33]

帝国时期元老的缺席不是新问题。[34]但与共和时期相比，此时有皇帝施加压力进行阻止。虽然他们中很少有人会真心追求提比略的理想，要求元老院有高出席率，在政府中扮演完整独立的角色，但对所有理智的皇帝来说，保持出席率仍然对他们的地位很重要。元老院代表延续和传统，它本身就可以让皇帝的地位和措施合法化。[35]帝国时期的大部分君主，和早期的第二三人委员会成员一样，渴望得到正式的认可。[36]因此，在极端的例子中，元老出席元老院的随便或根本不出席可能会造成对皇帝的蔑视。在特拉塞亚指控人的各种描述中，这种行为是“分离”，“派别斗争”，“战争”，“背叛”，“怀有敌意”。[37]值得注意的是，元老的道歉或缺席理由通常是向皇帝提出，而不是执政官。

接下来我们讨论皇帝个人作出的努力，其中奥古斯都保证良好出席率的困难相当大。他的措施在于加强元老院长期的尊严，不可避免的是他的元老院条文（lectiones senatus）却在短期之内让元老的信心和士气丧失。对于年纪较大的成员，要适应新的管理体制很难，而元老院的顾问团的准备工作无疑让人感觉严重侵犯了将事情交给元老院讨论的权利。提比略时期将准备工作省略肯定受到了欢迎。

狄奥告诉我们说，当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1年改革元老院人数的时候，他强制取消了少于400人出席就无法通过法规的规定。[38]现在总人数最多600人左右，显然有时出席会议的人数很少，可以理解将法定人数定为400人会成为通过法规的障碍。两年后，在公元前9年，除了其他事宜，奥古斯都在《朱利亚法》[39]中为元老的出席定下了规矩。同时，他引进了一项革新，规定会议要在固定的日期召开，不受其他公务干扰，[40]他为不同事务定下不同的法定人数，对没有理由缺席会议的成员定下更重的罚金，并将参加会议的元老名单张贴公布。[41]

法定人数不是什么新举措，但迄今为止，奥古斯都在更多的事务会议上作了规定。[42]结果，几乎出席每种会议的元老人数都要准确计算（除了皇帝亲自出席的会议外），这种做法持续了整个帝国时期。[43]人数记录在“元老院的决议”末尾。[44]我们对奥古斯都规定的法定人数的分类和数量没有详细了解，除了公元前4年他给昔兰尼送的一份元老院法规的副本，上面规定参与勒索案审讯的委员会不能少于200法定人数。[45]我们知道，要达到那样的出席率在那个时期根本不困难，之后很长时间也一样。[46]如果《奥古斯都史》可信，那么到塞维鲁·亚历山大时期为止，出席的法定人数只要达到70人就可以通过一项元老院法令。[47]

在现存资料中没有关于帝国时期出现有人质疑法定人数的情况。费斯图斯以“元老院人数”[48]为标题的记录解释了如果“清点”元老院人数的话，有可能会让会议受阻。共和时期晚期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49]帝国时期，任何元老都有提出清点人数的可能，特别是法定人数是奥古斯都时期的特色，但我们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例，这不足为奇。

主持会议的元老官员长久以来都有以下权利：一是在举行某个会议之前指定某个元老必须出席，二是在会议结束后，对缺席的人罚款。[50]然而，缺乏资料表明在共和晚期会议的常规过程中实施过这些权利。公元前44年时，安东尼要求西塞罗在发表第一篇《反腓力辞》（First Philippic，译注：西塞罗痛斥安东尼系列演说之一）的前一天参加会议，西塞罗认为安东尼的这种要求不同寻常且无根据，即使有争议，[51]他的观点也无疑是正确的。据盖利乌斯说，公元前70年，瓦罗在为庞培加入元老院而准备的手册中讨论的事情确实包括“向没有履行职责参加会议的元老征收罚款”。[52]因为瓦罗的手册是要付诸实践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共和晚期，罚款仍然在实施，但没有更多的证据，这段文字也许只是想反映瓦罗喜欢守旧而已。

因此，如通常那样，奥古斯都不过是复兴了一种已经废止的古时做法，而不是引进一项完全的创新。据狄奥记载，公元前17年，奥古斯都企图改变元老的低出席率状况，对“那些没有充足理由而缺席”的人增加罚款。[53]到公元前9年，《朱利亚法》通过后，这些罚款显然没有实行，部分是因为要惩罚的元老人数太多。奥古斯都增加了无故缺席的人的罚款，但他预料缺席的人数还是会很多，那么法律的实行会显得很尴尬，因此作出了这样的安排：如果很多人缺席的话，他们就要抽签，每5人中有一个必须接受罚款。[54]没有证据证明这种规定奥古斯都和他的继任者是否真的付诸实践。我们只注意到，105年，多管闲事的副执政利希尼乌斯·尼波斯要罚一位没有出席陪审团的元老（这位不幸的缺席人必须在元老院面前为自己辩护，他的请求得以了宽恕）引起了轩然大波。[55]虽然陪审团不是元老院，尼波斯的举动引起的震动说明，之前没听说过不出席元老院会议必须罚款。总的来说，奥古斯都规定的罚款很笨拙，是复古的做法，注定要失败，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废除。

显然，帝国时期主持会议的元老官员有权在某次会议之前指定某个元老要出席——但运用这样权利的例子很少。然而，据狄奥记载，奥古斯都强迫雷比达出席会议，[56]而在41年盖乌斯被杀后的混乱之中，保民官给克劳狄乌斯带信说他被要求出席参加元老院会议（但徒劳无功）。[57]元老院作为法庭时，元老和其他人一样，自然必须按要求出席。[58]

虽然共和晚期，使者自由证（即旅行证明，赋予持有者政府官员的保留待遇）通常会批给元老，但是也反对他们滥用。在帝国时期只找到一例允许持有自由证的，由元老院违抗提比略的意愿通过。[59]元老不仅在这方面受限制：奥古斯都还重新规定任何元老要离开意大利必须得到批准。离开申请一直由元老院处理，但早在公元前29年，据狄奥记载，奥古斯都规定申请必须由他来批准。[60]同时，他宣布去西西里这个地区以后不再需要批准。在公元6年，他规定这条法规仍然有效，因为那一年的严重饥荒，他暂时放松了规定和通常通过法规的法定人数。[61]塔西佗在32年的记录中记载了一位叫卢布里乌斯·法巴图斯的人从意大利逃走去帕提亚，他被抓了回来，并受到囚禁。[62]他的罪行很显然是因为无法为自己的远行提供合理的解释，这说明他是一位元老，该受到有关缺席法规的惩罚，因为对行动的限制并不包括其他阶层。[63]我们后来听说，一位副执政向盖乌斯提出延长假期遭到拒绝，[64]而克劳狄乌斯最终要求所有申请都要送呈皇帝。他还作出决定，允许元老回去看他们在高卢纳庞西斯的住宅，还有在西西里的住宅，不用得到批准。[65]

据狄奥记载，他的这些规定在3世纪早期仍然没变，虽然我们无法判断它们有没得到严格遵守。[66]比如，1世纪60年代，加维乌斯·克拉鲁斯在私下去叙利亚之前，肯定遵循了所有妥善的步骤，弗朗图为此还写信给维鲁斯。[67]但在他的推荐信中，他从没向共治皇帝提及加维乌斯曾没有通过申请就离开了意大利。因为所有的皇帝无疑都喜欢知道元老们的动向和计划，也有合理的政治理由不让他们去某些行省，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这些规定多少还是一直被遵守着。然而，那时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意大利籍元老被任用，有好几次皇帝登基的时候曾不在意大利，并且越来越多的元老在任期内曾离开意大利，自然可以想象，这些改变使得这些规定的实际实施变得越来越难。例如，在69/70年的冬天，元老院不仅派了一支代表团，而且还有很多成员自发去加入维斯帕先，不是在别的地方，是在亚历山大！[68]更多的时候，可以理解来自遥远行省的成员会在春天争取，或者争取到回家度过超过一个月的长假，或在秋天争取两个月到两个半月的假期，这是元老院通常能准许的最长假期。[69]

在提比略保证出席率的办法中，苏维托尼乌斯告诉我们，他希望任命的元老官员留在罗马，甚至将一位为了节省租金在6月底之前离开罗马搬回自己庄园的元老贬职。[70]塔西佗提到了32年在元老院宣读的一封信，说提比略就一位祭司提出某个问题的方式提了很多批评意见，当中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他会在元老院出席人数很少的时候提出问题。[71]据狄奥记载，克劳狄乌斯对出席要求非常严格，不管什么时候召开会议，导致有些没能出席的元老居然自杀了。[72]诗人卡尔普尼乌斯·西库路斯将情况描述得更严重，他说元老院在他任期的最后阶段几乎都没人了，要么被克劳狄乌斯逮捕，要么给处决了。[73]《苏达辞典》中保留下来的一句话以更冷静的方式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杂乱的回忆，在一次危机中他采取紧急措施将元老留下咨询：“克劳狄乌斯，罗马的皇帝，公布了一条法律，规定任何元老没有皇帝的命令不得走出离罗马城超过7个‘里程标’的范围。”[74]

帝国时期的律师们认为元老在罗马有自己的住处。如保卢斯所说：“人们总是以为元老在罗马有自己的住所，并且在自己的出生地也有住所，因为以元老的地位，人们认为他们宁可再添一个住处也不会换掉原来的住处。”[75]克劳狄乌斯当审查官时，不能容忍他想引荐给元老院的人拒绝他，因此，苏丁尼乌斯·加卢斯（不愿意当元老，但又想有引进门路）企图逃离尴尬的困境，离开罗马到迦太基。他的策略没奏效，皇帝还是将他留在了罗马。[76]

也许从弗拉维乌斯时期起，非意大利籍的元老不断增长，给出席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不可避免，如果他们在国外有很多要关心的事情，他们是很想离开罗马的。图拉真要求所有元老候选人将资产的三分之一投到意大利房地产也许和这个原因相关。这个要求可能主要是为了减少选举腐败的应急措施，但也可能是为了改变元老经常不在罗马找不到人的状况。普林尼对此继续评论说，有些候选人没有将罗马和意大利当成“他们的祖国，而只不过是来访时的客栈或公寓”。[77]图拉真的规定后来可能终止了，奥略留以更宽松一点的方式将其重新采用，他要求非意大利籍的元老投资财产的四分之一到意大利。[78]同样，我们不知道这条规定持续了多久，但是如果马上得出结论说非意大利籍的元老缺席率很普遍，那就太草率了，随着2世纪继续发展，他们，而不是意大利人，越来越多地对成为元老表现出雄心和热情。

从2世纪初开始，我们确实无法追溯皇帝和元老对出席的态度。如我们所知，[79]询问意见环节的缩减，就是不必再按顺序挨个征求每位成员的意见，这在2世纪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程序发展，也许这个改变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缺席。出席会议的元老或者投票的元老，他们的名字显然从没被记录过：因此，只有在征询意见叫到名字时，大家才会真正注意到缺席人。只需征询少数元老意见的做法一旦成为常规，其他人则心存侥幸希望众人中没人惦记他们没来。

从安东尼·庇乌斯一世[80]信件的残片中很容易让人猜想在143年8月13日弗朗图当上执政官向皇帝表示感谢时，他提到元老院坐得满满的——不同寻常地满座，也许。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在安东尼时期，年轻的元老法比乌斯·塞维鲁的家乡特杰斯特向他表达溢美的感谢词时，元老本人却不在场。他要么是任国库保管员（quaestor urbanus）去了，要么最近刚完成任务，但那时他不可能在国外：相反，我们猜测他是在罗马。[81]但总的来说，随着2世纪的发展，出席率有所下降的想法是合理的。可以想见，在3世纪的时候，塞维鲁和卡拉卡拉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作出决定要求元老不得在超过罗马200英里的地方担任监护人（tutor）。事实上，马西安努斯也采用了同样的限制，应用更宽泛，且将距离限制在100英里以内。[82]帝国时期对出席松散的最后一次抱怨是卡拉卡拉于215年在安条克提出的。[83]

除了元老缺席会议的整体情况，我们还知道一些个人缺席的例子（当然，外出公务除外）。但这些例子的难处在于我们几乎无法确定缺席人的年龄，或者他们是否事先征得了皇帝的同意。公元2世纪的庞培·马克里努斯·尼奥斯·塞奥法尼斯元老[84]和加利努斯时期的阿斯蒂里乌斯[85]元老，两人在分别回去米蒂利尼和叙利亚住之前，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这两个例子我们都无法肯定。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身体不好是可以接受的理由，[86]皇帝[87]和元老[88]同样都可以此为由，但并不总是很诚实。[89]可以推想，著名的法学家安提斯提乌斯·拉贝奥向奥古斯都和提比略请假，形成惯例，那样他就可以每年在罗马住上半年，隐居半年进行写作。[90]奥略留·奎伊特斯，82年任执政官，同样每年在拉文那的住处隐居，[91]但很可能是在元老院休假时离开的。当然，维斯帕先和小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休假时一言不发就走了，一位是怕阿格里皮娜，另一位是怕图密善。[92]但我们不知道苏比修斯·加尔巴在离开罗马之前是否有向提比略请假，如果没有，那么在他离开之后还想着当地方总督就会很奇怪。[93]同样，我们也不知道穆仙努斯[94]和布鲁提乌斯·帕雷森斯有没有分别向克劳狄乌斯和图拉真请假，甚至是否要请假。如果都没有请假的话，他们后面的晋升至少表明没有造成持久的后果。在2世纪晚期，哲学家、执政官提比略·克劳狄乌斯·亚里士多德显然住在帕加蒙。[95]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2世纪都可以看到元老总会去（帕加蒙）亚利里比阿，它是宗教、文化和医学中心。[96]在后面的例子中，如果要找请假理由的话，年龄和健康当然都是很好的借口。2世纪更早的时候，执政官尤利乌斯·夸达特斯[97]和历史学家阿里安似乎同样分别在帕加蒙和雅典度过了很多时间。然而，他们是否真的得到皇帝的批准，是否也经常去罗马，都是回答不了的问题。不管怎样，很明显，我们无法得出总体结论皇帝在要求请假这件事上有多认真，还是由元老主动提出，且不谈显然很多时候取决于具体情况。[98]

除了其他理由，元老的出席率会根据一年中不同的时间而有所不同。如我们所见，9月和10月的时候除了抽签决定的法定出席人数，其余元老都不必出席，省了麻烦。[99]可以想见，传统的春季节日（很多是在4月和5月初）也会采取同样的安排，假如真的要在那个季节召开会议的话，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在描述100年1月份审判马吕斯·普利斯库斯的时候，普林尼说这是一年中罗马挤满人的时候，特别是元老。[100]他们良好的出席率是可以理解的，部分是因为选举在这个时候举行（当然，是在举办娱乐活动和候选人派送礼物之后），[101]部分是因为“维持皇帝法令（in acta Caesarum）”的宣誓在新年的时候进行。[102]相反，在写到公元前57年12月一次会议的时候，出席人数达到200左右，这让西塞罗很惊喜，他认为要达到那样的数目几乎不可能，因为那个月有很多节日。[103]

任何时候都有相当一部分元老会因公务而离开意大利。到1世纪晚期为止，超过80人因公务离开过意大利。随着元老“特别使命”的增加，在2世纪中，出差的人数也不断增长，虽然不应该夸大这种趋势。[104]长时间以来，一位新上任的人和一位要从岗位上退休的人会同时离开罗马，因此可以出席会议的元老人数则进一步减少。在正常情况下，元老行省的总督每年更换，10个左右新上任的人会带着他们的使节[105]和财务官大概在同一天离开——在4月中之前，如果遵照克劳狄乌斯的决定的话。[106]这样的安排可以让总督在航海季节开始不久就离开罗马，最晚在仲夏的时候到达委任的行省。只有在那时，卸任的总督才能离开，[107]预计秋季初返回罗马，正好是在元老院休假的时候。[108]实际上，奥古斯都要求总督在继任者到达时尽快离开行省，返程不能超过3个月。[109]而克劳狄乌斯则要求卸任的总督返回后在罗马待上一年。[110]后面一条规定会被忽略是因为能干之人总歇不了。据《奥古斯都史》记载，佩蒂纳克斯（他是被直接选拔进元老院的）从没踏足过元老院直到康茂德上任，而他已经担任过4个行省总督了。[111]

皇帝任用的人不会和元老院任用的一样同时更换，就我们所知，也不会更换得这么频繁。大多数还是取决于每位皇帝的规定、他对个人的评价、还有对不同地区形势的看法。比如提比略，以让他任用的人长时间待在所任岗位而出名。相反，据说加尔巴将所有元老和骑士岗位的期限定为两年。[112]但是尽管有例外和一些不确定因素，我们至少可以合理地说，军团总督的任期通常是两到三年，[113]我们还可以更有信心地说，副执政和执政官的行省军团总督（legati Augusti pro praetore）通常会在行省担任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114]

罗马总督（Praefectus Urbi）无疑需要经常露面为法律和秩序担起责任，但其他在罗马和意大利担任别的公务的元老可能不会总是有时间参加每一场会议。比如，水道管理人（Curatores aquarum）有时要出差去视察，[115]管理道路的官吏（curatores viarum）也一样。还有极少数管理食品的官员[116]也一样。监管食物（alimenta）的少数人员也是如此，[117]从2世纪后半期被委任为城市监管人（curator reipublicae）的大多数人情况也如此。[118]从普林尼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保管萨吞尼国库的总管没有空闲时间。[119]不用说在其他元老官职中，罗马分发粮秣的官员（praefecti frumenti dandi），掌管台伯河堤岸和河床的官员责任尤其重大，不能疏忽太久——因为规律性的工作性质。[120]

结果就是元老职业的模式和官员职位的空缺会在所有典型的会议中对元老院的构成造成重大的影响。首先，初级元老的数目（即在副执政之后被叫到发言的成员）在帝国时期大大缩减。如我们所见，每年总是有20个财务官，年龄通常在25岁左右。5年后可以担任副执政：1世纪大多时候，每年有15个空缺岗位，后来增加到18个。[121]因此，大概5位初级元老，后来减少到两位，会没法入选（严格来说，这些数目会高一点，因为从1世纪中期起小部分直接选拔到低于副执政岗位的元老造成了额外的竞争）。假如从讨论的角度来说，一位30岁的元老可能还有25年的寿命，[122]我们可以算出，在1世纪任何时候，会有125人没能担任上副执政，后来减少到50名。不然，从理论上说，有80位元老当上财务官，但不够格担任副执政。即使除了个别例外，这个总数实际上大大减少了。有12名元老会在起初7个月左右到行省上任，官职是财务官。一些后来可能会在国外当总督使节（在1世纪后，没有其他正式岗位会要低级元老外出罗马上任）。[123]不论在什么时候，6名元老会担任市政官，10名担任保民官（那时不会要求发言），而有18名在当年正式上任之前可能会叫作指定副执政。因此符合资格发言但还不能参选副执政的元老数量不多——大概在35人到50人之间，依季节和具体日期而定。要达到大的数目，上面说的符合副执政资格但落选的元老数目就应该加进去。所有这些数目都只是个大约，特别是在估计寿命年限的基础上算出的。但是除非将所有合理年寿的假设都加以考虑，可以说，在副执政以下，符合发言资格的元老最大数目在帝国时期确实下降了很多——从1世纪从未超过175人到2世纪不超过110人。不证自明的是，2世纪时，元老院总体成员压倒性多数属于两个高级别。

意大利和行省的大部分官职都分派给了副执政级别的元老。公元2世纪初为止有高达69个这样的岗位，同时大约有18个岗位给执政官。同一个世纪，两种官职岗位都在逐渐增加，委派给副执政和执政官的“特别使命”也在增加。一些在意大利任职的官员可以参加元老院会议，但是距离较远的岗位，新任职的元老和要退位的元老都长时间不会到罗马参会。虽然数据应该严格当成大约数来看待，但它还是让我们多少了解了为什么副执政和执政官可能会在会议上缺席。

和其他团体相反，不管什么年龄的贵族，还有身世显赫的人都可能有代表出席会议。通常，虽然不是一成不变，他们会在罗马担任财务官的职责，而不是在国外，接下来担任副执政，然后顺利过渡到执政官，中间不再担任其他官职。作为执政官，他们也会在意大利之外担任很少的几个岗位，因为通常要伺候皇帝。[124]

另一方面，想象一下，相当多在当上副执政后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希望晋升的元老，他们的出席率更让人尴尬。无疑，只要还在岗位上任职，还有当上执政官的一点希望，他们的士气还能保持。然而，一旦随着年月的流逝，希望丧失，他们还会那么勤奋吗？当然，少数比较幸运的，最后还会有回报：比如朱尼厄斯·阿茹勒努斯·卢斯提库斯，69年当上副执政，最终在92年授予执政官衔。而科尔努图斯·特尔突罗，73/74年直接选拔为副执政（adlectus inter praetorios），到100年才成为执政官。[125]但不仅仅是布鲁提乌斯·帕雷森斯一人丧失了信心，离开了罗马。

不管怎样，可以公平地说，总体上，一次平常会议中，三种类型的人占了参会成员的大多数——出身高贵的、年长的、不那么成功的。虽然他们在数量上占优势，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是会议上最积极的人。在会上缺席最引人注目，也最让人惦念的也许是更为成功的副执政——在30到40岁之间的元老，他们的精力和成熟的经验应当用于统帅军队、管理帝国，而不是元老院的会议讨论。

我们所掌握的帝国时期有关出席会议的几个少数数据应该凭借上面提到的相关情况来评价，并且与我们知道的共和后期的出席率相比会很有启发。公元前23年通过的一项法规残卷记录了出席人数有405人或刚过一点——而当时元老院总人数有大概800人，那时离《朱利亚法》的颁布还很遥远——这个数目相当可观了。[126]同样可敬的是，138年10月15日，在通过《在贝根西斯地产上举行市场集会的元老院决议》时，[127]那个季度的出席人数在250到299之间。这是按照奥古斯都的法规要求出席人数达到法定人数即可的会议之一。相反，在盖乌斯被谋杀的晚上，执政官召集了会议，但只有100人出席，即使那是在1月份，这一点都不奇 怪。[128]通常，发生暴乱的时候，一些元老宁可躲在城里某个地方，而其他人则逃往自己的宅邸。因此，在维特里乌斯被杀的那天晚些时候，根本无法召开会议，因为大批在任官员和元老都失踪了。据塔西佗记载，在恐慌之下，他们逃出了城市，或者在他们各自可靠的人房里躲着。[129]193年，佩蒂纳克斯被杀的时候也是如此。[130]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1世纪时的两个出席数据。从一篇100多年后的演讲词中，我们知道在26年，当亚细亚行省的11个城市竞相争夺两年前批准的权利建立神庙纪念提比略，莉维亚和元老院，400名元老投票选了士麦那，而其他10个城市加起来得到的票数只有7票。[131]确实，皇帝整个讨论中都在场，事情密切关系到他的威信，不然的话这件事很难指望能在那几天吸引407人之多的注意。如果这是个意外，那么44年9月22日通过《禁止收购房屋后摧毁获利的元老院决议》（SC de aedificiis non diruendis）的时候有383名元老出席，[132]这更是一件让人震惊的事情，因为会议要求不必超过法定人数。[133]当然，如果朱利亚元老院的座位数在450到500之间，如泰勒和司各特的合理推测，[134]那么在这些会议上能坐的位子都要坐满了。确实，在100年1月审判马吕斯·普利斯库斯的时候，一些元老必须站着，因为来元老院参加这桩著名案子的人太多了。至少，很难想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在第三天征询元老意见时一帮非正式人员要站在主持人法官席的旁边——这是现存资料中关于帝国时期的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虽然普林尼觉得没有必要解释。[135]

事实上，假设1世纪元老院的总人数大概有600多人，出席率要高于后面两个例子中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这在常规会议中几乎不太可能。例子中可以马上确认的有407或者383位成员出席，另外，有90人肯定是外出公务而缺席，或者在上任或离任回来的路上。其他人肯定是因为生病或其他多少靠得住的理由缺席，特别是在9月份。有一部分是因为到了一定年纪不必再出席会议，虽然有些人还是会来。只有“已退休”元老总数的推测不一定可靠，特别是退休年龄都无法准确确定。按照之前的推算（25岁的新人平均还有30年或30年多一点的寿命），[136]我们可以估计，任何时候都有80到90个元老年龄超过60岁。最后，所有38位或更多的元老官员被排除在投票为400比7的数据外，因为严格说来（正如共和时期一直以来那样），他们不是当任的成员，既不会让他们表决意见，也不符合资格投票。[137]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将他们计入出席人数，但他们没被计入投票数。

确实，有些当任元老官员不管怎样都会在他们整个任职生涯或部分时间外出罗马。12位左右的财务官通常就是这样，在元老行省当差。从早期开始，皇帝和皇室亲戚也如此，担任执政官的时候，人却不在罗马——特别是奥古斯都自己。[138]但从塞姆[139]收集的资料来看，2世纪之前，通常情况下，不会出现担任最高元老官职的人缺席由其他人代替的现象。[140]很难证实狄奥所说的在奥古斯都时期，很多副执政和执政官仍然在任的时候管理行省。[141]如普林尼指出的那样，即使在100年，执政官应当在罗马任职才是合理的。[142]刚过一个世纪之后，狄奥同样争辩说所有官员都应该留在罗马。[143]

总的来说，以上所讨论的1世纪会议的资料无疑让我们能够解释超过500名元老的去向。[144]应该强调的是，出席情况比我们掌握的共和晚期的三个会议数据要好（总出席率都在接近400到450人之间），[145]比公元前57年12月的一次会议200人左右的出席率要好，[146]也比公元前39年10月的宣誓会议340人的出席率 好。[147]因此，尽管皇帝不时表示不满意，确实有必要以我们1世纪会议的两组随机数据为反证，在那个时期即使是常规会议，出席率都是很高的。况且，138年休假期出席总数在250到299人之间，说明那天出席人数相当高，比预期的法定人数还要多。

再进一步反思，这些数据会让我们印象深刻，但可能不会让我们惊讶，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能够在罗马找到绝大多数元老，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如我们所见，大多数元老需要参与公共生活，而这远不仅限于参加会议。出席会议不应当独立看待，而是同所有的责任和义务联系在一起，不管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这点我们已经讨论过。第二，我们会在帝国政府席位上找到大部分元老。公元1世纪，科卢梅拉在他的农业论著里深刻地领会到有财产的人为了“文明的雄心”从乡村被吸引到城市，而一旦到了城市就被羁绊在那了。[148]为了履行他的义务，推进事业，实现雄心，最高权力在哪里，哪里就是元老的所在。那就是说要和皇帝很接近，在帝国时期的大部分时候，他通常会居住在罗马，或在附近。没有必要惊奇元老院的作家——特别是塔西佗——因过度专注于罗马的事务，而据说对别的地方的事务不闻不问，非常可耻，[149]因此受到审查。即使是在3世纪早期，我们也会发现有些元老从元老院开除出去后仍然希望继续留在罗马生活。据莫德斯丁说，[150]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和卡拉卡拉允许他们这么做。但从2世纪开始，皇帝越来越多地离开意大利，挑选高级元老陪伴。这种趋势对作为审议团体的元老院很重要，因为机构无法和统治者一起搬迁，因此越来越孤立。

第三节 退休年龄

在共和时期，似乎只要元老活着，就都会被叫去开会。但在帝国时期，采用了“退休年龄”的制度，超过退休年龄就不必再参加会议。这可能是公元前9年奥古斯都赫巴铜板上《朱利亚法》（Lex Julia de senatu habendo）的一项革新，如果我们将狄奥的一句话理解为对此作出的暗示。他说奥古斯都“指定每个月召开两次常规会议，要求元老参加——至少是那些按照法律要求参加的元 老”。[151]

有两组关于退休年龄的具体数据得以保存：老塞内加引用普布利乌斯·阿斯普雷纳斯的资料说是65岁，[152]而他的儿子认为是60岁。[153]不管是这个作者还是那个作者出了差错导致数字的偏差，又或者是退休年龄在1世纪期间真的降低了，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说，克劳狄乌斯考虑到元老的健康和效率，其中一个举措就是特意降低了退休年龄，这种说法仍不过是猜想。[154]在《伪昆体良》[155]一书和普林尼[156]写给年迈的蓬波尼乌斯·巴苏斯的信中有更多提到退休年龄的参考资料。

法律免除了退休元老参加会议的要求，但他想参会的话，还是可以出席。老塞内加引用普布利乌斯·阿斯普雷纳斯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一点，[157]并且有好些例子可以证明。比如，曼留斯·瓦林斯在96年是担任了常任执政官一职，他那时已经90岁。[158]而维斯特里修斯·斯普林那在98年第二次任执政官，普林尼在一封可能写于101年的信中[159]提到他退休时年龄已经超过77岁。沃卢修斯·萨图宁乌斯家人则对沃卢修斯感到非常自豪，因他在93岁死的那时仍然担任罗马总督（praefectus urbi）。[160]弗朗图退休后仍然参会，但在11月或12月份时间长久的会上，他会觉得很累，[161]这是可以理解的。除了会议时间长之外，不仅仅是身体虚弱的人会因冬天会厅的寒冷而打消参会的念头。

元老院并不是在容忍年老的成员，事实上是出于对他们年纪的尊敬。最值得注意的是，每次选举皇帝，候选人都超过了退休年龄——加尔巴、涅尔瓦、佩蒂纳克斯、巴尔比努斯和普皮恩乌斯都是。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元老院是老年人组成的机构一点都不奇怪。[162]所知只有一项工作禁止年迈的人参加，公元前4年，奥古斯都给昔兰尼的法规上提到：当挑选听审勒索案委员会的时候，70或70岁以上的元老不能选任。[163]而这条限制不是因新的退休年龄而制定的，相反，它是共和时期早期安排听审这些案件时候的规定。[164]与此相对照的是，我们注意到，维吉尼乌斯·鲁弗斯不得不退出元老院组成的削减公共开支听审团，他那时已足足83岁。[165]

应该认识到的是，当元老退休不用再参会时，并不是说也可以免除其他的义务。如我们所见，[166]普林尼认为图拉真在99年首次进入罗马担任皇帝的时候，希利乌斯·伊塔利库斯是得到特别批准才免去从坎帕尼亚出发去迎接他的差事。但是普林尼知道希利乌斯那时已经70多岁了。狄奥告诉我们，卢锡安努斯·普罗库鲁斯，一位年迈的退休元老，觉得有必要在89年安东尼·萨图宁乌斯叛乱的危急时刻出来支援图密善。[167]在动乱时期，即使完全退隐到乡村的元老仍可能遭遇危险：还是狄奥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例子，年迈的昆体鲁斯在3世纪初期成了告密者的牺牲品。[168]

第四节 军队、士兵和其他非元老院成员

如我们将要看到的，[169]元老院会议既不完全保密，也不完全公开。所有人都可以站到会厅门口，了解会议的情况。但严格来说，非元老院成员在会议期间是禁止踏过门槛进入会厅的。因此，在21年时，克斯提乌斯抱怨遭到一位女人的诽谤骚扰，因为那位女人因他而被判欺骗罪，克斯提乌斯说她站在“元老院的门槛上”[170]造谣诽谤，让他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换句话说，她肯定追着他能走多近就走多近。在期待年轻的儿子们当上元老的时候，骑士萨提乌斯说希望他们能够“踏过元老院的门槛”[171]来表达他的厚望。在塞内加的讽刺诗中，[172]主持人朱庇特最终明白，当有闲杂人员在元老院徘徊的时候，元老们发表意见或争论都是不合法的。大概在帝国时期这条规则明显没有像以前那样严格遵守。但有趣的是，晚至218年，埃拉加巴鲁斯登基，又启用了这条规定，谴责他的前任马克里努斯犯了如下过错。这些指责可能读起来很奇怪，在当皇帝之前，他也没当过元老，[173]但这里要讨论的不是这 点：

在宣布除元老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元老院之后，这个人甚至不被允许踏进门，但他竟敢背叛谋杀了皇帝，皇帝曾那么信任他，让他担任护卫，他竟敢占据位子当上了皇帝，而他以前连元老都不是。[174]

普林尼描述了在元老院选举元老官员的程序，暗示说财务官候选人即使不是元老院成员，也会受邀出席为自己发表讲话。[175]这样的安排完全在我们预料中。同样，附近或远方来的大使通常也会允许进入，当面和元老说话，这种做法在帝国时期得以延续。克劳狄乌斯甚至允许帕拉蒂尼的阿古利巴和他的弟弟希律进入元老院用希腊语向他表示感谢。[176]更早的时候，众所周知，阿古利巴在盖乌斯被杀后接到邀请去元老院面授解决危机的建议。[177]可以推测，也是在克劳狄乌斯的邀请下，49年元老院接待帕提亚代表团的时候，梅赫尔达特斯也在场，[178]代表团要求让他回去当国王。毫不惊奇的是，69年1月10日，庇索（一位元老的儿子，但他一直不是元老院成员）被加尔巴收养后，受邀到元老院发 言。[179]

同样，元老的仆从因特别的事情允许进入元老院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比如，生病了的元老通常会用轿子抬到元老院门口，甚至抬进去，[180]但抬轿的人要马上离开。通常情况下，元老几乎不允许在开会时带仆从进入元老院。应该承认，我们确实听说有人在向皇帝问候的时候带着随从，[181]但这完全是不同的场合。如果每位元老都允许带一名随从进入元老院，而大多数元老真的将随从带来，那么出席率高的会议就会变得拥挤不堪，而争辩或投票时元老正常情况下的走动就会受到阻碍。确实，我们从普林尼的描述中得知，在他发言起诉马吕斯·普利斯库斯的时候，他的一位自由民站在身后。[182]如果这种做法符合传统规定，允许元老或律师带着随从，那么让人好奇的是，我们没有找到另外的例子。但更可能的是，普林尼得到特别批准允许带随从，因为身体状况欠佳，不然似乎只有皇帝才允许由自由民随从陪伴。我们听说波利比阿斯为提比略宣读奥古斯都的遗嘱——“因为让元老宣布这样的事情不合适”，狄奥说[183]——也听说了自由民为盖乌斯宣读文 件。[184]

早在奥古斯都时期，皇室家族中较年轻的成员在成为元老之前会受邀参加会议：我们听说奥古斯都的孙子盖乌斯和卢修斯就有此特权，提比略的儿子德鲁苏斯也是。[185]也曾向克劳狄乌斯发出过参会邀请，但提比略却将它撤回了。[186]另外，显然尼禄在成为元老院成员之前也曾得到允许到元老院发言。[187]不太肯定奥略留和维鲁斯在担任元老官职之前是否参加过会议，虽然《奥古斯都史》[188]暗示说马库斯得到过特许，而卢修斯没有。但很清楚的是，在23年德鲁苏斯死的时候，日尔曼尼库斯的儿子尼禄（18岁）和德鲁苏斯（15岁）没有参会，得到允许后提比略让执政官带他们进来，交给元老照看。[189]

值得注意的是，帝国时期在两个正式场合中严格遵守了阶级之间的区别。第一次是在公元5年，骑士和自由民的女儿允许进入元老院抽签选举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s）。作为父亲的骑士允许陪伴女儿进入会厅，但作为父亲的自由民却得留在外面。[190]同样在14年，证实奥古斯都遗嘱的时候，只有元老阶层的签署人才允许进入元老院，其他的人在外面认可他们的签 名。[191]元老院作为法庭审讯的时候，相当多的非元老成员必须参加，从帝国相当早的时候就那样。没有必要解释各阶层的人（奴隶除外）是以原告、被告或见证人的身份出席。各阶层的女人也通常以被告或见证人的身份出席。[192]女人不允许起诉，除非发生特殊情 况，[193]虽然我们听说色雷斯的莱斯库波利斯在元老院遭到他儿子柯蒂斯的遗孀控告。[194]也许细节很难考证，但塔西佗确实暗示说，66年，骑士奥斯托留斯·萨比努斯控告巴里亚·索拉努斯的时候，只有轮到他发言时才被允许进入元老院。[195]相反，我们听普林尼说起105年的另一位律师，同样不是元老，在还没轮到他的案子，先处理其他事情的时候可以进入元老院等待。[196]克劳狄乌斯显然邀请了他的禁卫军长官们和自由民出席元老院的审讯，而的确自由民中一位叫纳西苏斯的，甚至可以质问一位自由民被告。[197]相反，塔西佗[198]和普林尼[199]的讲述似乎暗示在52年为帕拉斯授予荣誉的时候，他却没有出席。据说，盖乌斯当皇帝后第一次召集会议骑士可以出席，在紧接着他死后召开的讨论会上，骑士也出席了。[200]

元老院会议是文职官员的集会，[201]元老和其他人都不能带武器参加，以防任何军事干预的威胁。102年，达西亚使者将他们的武器带进元老院只是一种仪式，将武器放下后，他们所要求的和平就得到了批准，然后再将武器交还给他们。[202]但更严重的是，在帝国时期传统的规定明显松懈。据说，奥古斯都非常紧张有人暗杀他，所以经常在元老院会议上或到别的地方时在衣服下面穿上护胸甲，虽然（狄奥加了一句[203]）他觉得在危急的时候也起不了真正的保护作用。苏维托尼乌斯肯定提到奥古斯都在主持元老院推选（lectio senatus）时会带上一把剑，并在丘尼卡（tunic，束腰外衣）下穿上钢盔甲，同时，他还进一步加强防护，让靠近他的元老一个个搜身检查。[204]据《奥古斯都史》记载，明确提到的唯一另一位带武器进入元老院的皇帝（在衣服下穿盔甲）是卡拉卡拉，在格塔被杀后的那天。[205]

元老不准带武器进入元老院，上面说奥古斯都先要搜查元老强调了这点。33年，更是进一步通过决议规定元老一定要经过检查，看是否暗藏武器。[206]24年，卡尔普尼乌斯·庇索遭到指控说他进元老院时带了把刀，但指控失败，因为这样的恶行大家不相信真有其事。[207]同样，30年还发生了一件丑闻，当一位已被定罪的元老的妻子自己遭到某项指控时，偷偷带了把匕首进入元老院，当场自杀了。[208]32年，元老建议提比略每次进入元老院时，应该由20位带短剑的元老护驾，但被他拒绝了。他拒绝的理由部分是因为，据狄奥说，从未有过如此先例，部分是因为“他不至于愚蠢到将刀剑交给正是他所恨的那些人和恨他的那些人”。[209]

我们不知道，到盖乌斯末期，元老是否还要搜身。不过，约瑟夫提到，在盖乌斯被杀前不久，每个在元老院会场附近的人，包括元老，都带了武器。[210]直到帝国时期结束，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料，那时元老又可以携带武器了。据《奥古斯都史》描述，[211]193年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想让当元首的要求得到批准时，他带了士兵和朋友来元老院，都带着武器。更可靠的是，希律说238年有些元老将短剑藏在衣服皱褶下面来参加会议，他为此评论：“因为暴动和形势的动荡不安，每个人都带着短剑，有些明目张胆，有些偷偷摸摸，他们声称这是用来防卫敌人狡诈的突然攻击。”[212]

当然，士兵和其他非元老院成员一样，不能在召开会议的时候进入会厅，[213] 但我们发现他们逐渐被安排驻扎在那里，特别是帝国时期的后半期。事实上，在塞扬努斯垮台之后，元老开始允许皇帝参会时由一名护卫陪同。到那时为止，士兵似乎都小心翼翼地候在会厅外。[214]因此，在31年10月18日，禁卫军长官（Praetorian Prefect）马克罗的确进入元老院传递提比略的信件，但随后马上离开，退到护卫队帐营。[215]在会议期间，警卫长官（Praefectus Vigilum）拉科似乎一直待在元老院外面，直到执政官叫塞扬努斯上前：只在那时拉科才允许进来站在塞扬努斯旁边，然后押送他到监狱。[216]但在33年，元老院允许提比略的请求，批准他在进入元老院的时候由禁卫军长官马克罗陪同，还有一些军队的保民官和百夫长。[217]当然，提比略根本没来。我们也不肯定盖乌斯在40年元老院投票通过后是否也动用过“军队护卫”。[218]提比略死的时候，还是由马克罗担任使者到元老院，盖乌斯派他宣读上任皇帝的遗嘱，但狄奥的叙述中并没有表明他在整个会程中还担任了什么角色。[219]克劳狄乌斯确实有习惯带上禁卫军长官和军队保民官护驾。据苏维托尼乌斯说，他特意在每次会议前先征求元老院的同意。[220]

科尔尼利乌斯·萨比努斯，军队保民官和刺客首领之一，在盖乌斯被杀后激动地干扰了元老院会议的争辩，[221]同时，一位士兵插嘴恳求不要发动内战，接受克劳狄乌斯为皇帝，然后他匆匆从元老中间穿过，后面跟着他的同伙。[222]我们不太清楚，他当时是在元老院内站岗，还是在外面附近听到了里面的讨论。据狄奥记载，士兵们在69年1月15日那天将众多被害人的头颅拎进元老院。[223]但此后没再听说士兵进入元老院，直到2世纪末。[224]193年大量的士兵——和自由民——出席了佩蒂纳克斯统治时期的一次会议。狄第乌斯·朱利安也在他当皇帝第一次召开会议的时候带进一大批士兵。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也将士兵和朋友带了进来，而且都带着武器。[225]此外，据《奥古斯都史》[226]描述，卡拉卡拉在格塔被害后的那天进入元老院时，安排了两排军队护卫站在座位夹道中间。狄第乌斯·朱利安说必须派一支部队出去对付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的部队，显然，在元老们反对他的提议时，士兵不在会场，因为狄第乌斯想命令士兵进来“要么迫使这些元老顺从，要么将他们杀了”。[227]

从奥古斯都授予禁卫军长官职位起，他们很自然地和皇帝建立起一种密切的关系。一些长官在委任的时候是元老，[228]还有一些在任职期间成了元老。[229]但是大多数人是特地从骑士阶层挑选的，因此按理不能加入元老院。[230]虽然可以想象事实并非如此，但没有资料证明皇帝有在禁卫军长官任职期间企图将他们纳入元老院成员的想法。然而，长官们通常通过副执政或执政官荣誉（ornamenta praetorian or consularia）的嘉奖得到元老的头衔（虽然不是席位），并且从2世纪起，很多人都能在离职后成为元老。[231]因此，克劳狄乌斯要求授予他的禁卫军长官鲁弗里乌斯·波里奥元老院的席位这种做法不同寻常。显然，后者只能在护送皇帝的时候才会入座，这项特权究竟是让他真的参与会议议程，还是只在旁边观看，这点我们不太清楚。克劳狄乌斯声称这项特权也给过利古里亚人瓦列里乌斯，按照奥古斯都的要求，但对这则先例没有更多的了解。[232]68年中期，元老院批准禁卫军长官尼姆菲迪乌斯·萨比努斯“着手并确认所有法规”[233]的时候，不太清楚授予他这份荣誉的结果是不是允许他参加会 议。

似乎女子也可以出席帝国时期元老院会议（consilium），[234]并且，我们知道，她们肯定参加了元老院审讯，作为被告或目击证人。已知的至少有一起女原告的特别例子。此外，很可能有一位杰出的女子担任过使者。[235]妇女也可能因特别的原因被邀请到元老院，传说图密善被杀后，他的妻子就被邀请到了元老院。[236]但如果不是特殊情况，她们是被严格排除在外的。因此，阿利亚托利亚·塞尔西拉向元老院提出申请，请求免除元老院禁止拆除房屋决议的责任时，[237]她的男亲戚们当然必须为她代行。虽然莉维亚经常遭到严词谴责干扰城邦的事务，至少应该承认，她从未冒然进入元老院会厅、帐营或公共集会。[238]而阿格里皮娜的儿子就不能这么替她辩护了。她死后，在写给元老院的一封信中，尼禄声称她有许多无法容忍的举动，其中一点就是几乎无法约束她闯进元老院。[239]确实，老普林尼[240]也讽刺过阿格里皮娜，“克劳狄乌斯·恺撒的妻子”，吩咐元老院投票通过授予前奴隶荣誉执政官的头衔——这件事经常作为暗示而和52年给帕拉斯的赏赐相联系。[241]但尼禄对他母亲的指责既不是以这番话为佐证，也不是凭塔西佗的陈述。他说到在任期的开始，元老院按要求在皇宫集会，那里有一扇门开着通向会厅，用帘子遮着，帘子后面阿格里皮娜就在那里聆听会议的过程，和其他有资格的男女一样。不过，即使是她，也不敢再往前走一步。[242]

只在埃拉加巴鲁斯统治时期才有妇女真正参加会议的证据。[243]狄奥说，221年埃拉加巴鲁斯正式收养亚历西安努斯的时候，马艾萨和索艾米亚斯也在场，[244]虽然这可能确实是一场纯粹的仪式，并不处理其他事务。[245]更多的证据可以在《奥古斯都史》中找到，但不可信。不管真假，据说，埃拉加巴鲁斯的母亲和祖母都被他邀请到了元老院，并且是作为参会成员，而不仅是旁观者在场。[246]这位皇帝死后，据说元老院禁止任何女人参会，制定了可能最严格的规定。[247]这至少和事实相符：虽然有人指责塞维鲁·亚历山大的母亲和祖母施加了不当影响，我们现存的资料证明从未有人说她们在他统治时期参加过元老院会议。[248]

简而言之，虽然偶尔遇上紧急事件或因某位挑衅的皇帝一时之念而违反规定，帝国时期还是普遍遵守了只有元老院成员才能进入元老院参会，其余人等排除在外的传统。这本身就是元老院在这个时期作为运作机构特点的一个明显证明。然而，同时也可以合理地说，非元老院成员仍然有各种方法可以，也确实了解到元老院事务，正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可以看到的那样。



[1] 52.42.1.

[2] 《奥古斯都》35。

[3] 狄奥43.47.2。

[4] 苏维托尼乌斯，《奥古斯都》35。

[5] 狄奥43.47.2。

[6] 狄奥52.42.2。

[7] 54.14.1.

[8] 关于这些岗位的数目。参见下文第二节。

[9] 54.26.8和35.1。

[10] 关于这些论据分别，参见A.H.M.Jones，《罗马政府和法律研究》（Studies in Roman Government and Law），牛津，1960，第22—23页；A.E.Astin，“Augustus and ‘Censoria Potestas’”；Latomus 22，1963，第226—235页，IA节。

[11] 8.2.

[12] 55.13.3.

[13] J.Morris，List.Fil.87，1964，第321页。

[14] 57.16.1；53.28.4；更多参见58.20.4。

[15]  A.R.Birley列出了8个例子，《罗马不列颠年表》，第282页，加上ILS 8842；ILS 1002和E.Groag，PW 8 A s.v.图利乌斯，no.56，第1325—1326卷。在CIL XL.383中，M.Vettius Valens的第二任财务官职位可能是石匠的错误（参见R.Hanslik，PW 8 A s.v.Vettius no.52，第1869卷）。除了招募的困难，担任第二届财务官也可能是因为同事的早逝或者某些临时危机的出现：因此，很突出的是217年元老院的一次会议上没有一位财务官出席（狄奥78.16.4）。关于担任第三届财务官，也许是在哈德良晚期，参见PIR2 1391=H.Halfmann，《元老》， no.83。

[16] 参见第一章，第二节。我认为的17这个数字只包括两位宣读皇帝敕令的官员。西西里岛是否仍然像共和晚期一样要两位财务官，而不是通常的一位的问题，因缺乏资料仍有待回答：但Birley（《罗马不列颠年表》，第12页，n.6）怀疑仍有两位财务官的看法也许是对的。

[17] K.Hopkins，《死亡和重生》，第二章。

[18] M.Hammond，《安东尼君主制》，第254页；更多参见同上，“公元68—235年元老院的构成”，JRS 47，1957，第74—81页。

[19]  CIL X.6520; AE 1925.85; ILS 968.关于最后一次，更多参见G.Alfoldy，“来自维琴察的一位元老”（Ein Senator aus Vicetia），ZPE 39，1980，第255—266页。A.Chastagnol猜想可能有第四次选拔，《古代社会历史学研究：F.Vittinghoff纪念文集》（Studien zur antiken Sozialgeschichte: Festschrift F.Vittinghoff），第270页， n.2。

[20] G.W.Houston，“维斯帕先在元老院的直接选拔”（Vespasian's adlection of men in senatum），AJP 98，1977，第35—63页；J.Devreker，“L'adlectio in senatum de Vespasien”，Latomus 39，1980，第70—87页。R.Syme（HSCP 73，1969，第228页=《罗马文论》［Roman Paper］II，第766—767页）似乎有点急于论断塔西佗将P.Licinius Caecina（PIR2 L 178）描述为“novus adhuc et in senatum nuper adscitus”（《历史》2.53）的意思肯定是他被加尔巴选拔为元老。

[21] A.Chastagnol,BHAC 1975/1976.116—118；关于直接选拔骑士为市政官或保民官，更多参见H.G.Pflaum，“La carrière de C.Iulius Avitus Alexianus，grand'père de deux empereurs”，Rev.Et.Lat.57，1979，第298—314页的第302—305页。

[22] G.Barbieri，L'albo senatorio da Settimio Severo a Carino（193—285），罗马，1952，第415—419页，亦可参见G.Alfǒldy，“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和元老院”（Septimius Severus und der Sena），Bonn.Jahrb.168，1968，第112—160页。

[23] 更多参见K.Dietz,Senatus contra principem: Untersuchungen zur senatorischen Opposition gegen Kaiser Maximinus Thrax,Vestigia 29，慕尼黑，1980。

[24] De Domo 8.

[25] De Legibus 3.40.

[26] Apacol.9.6.

[27] 《书信集》9.37.1及Sherwin-White关于此处的论述；参见4.17.6。

[28] 1.2.19.

[29] 塔西佗，《编年史》16.22。

[30] 塔西佗，《编年史》16.27。比较塔西佗请求尼禄允许他退休的演说中，塞内加极不赞成地提及他专注于花园和别墅（《编年史》14.53和54）。关于作为立法团体的骑士会议，参见A.E.Gordon，《昆图斯·维拉尼乌斯，公元49年执政官》（Quintus Veranius Consul 49 A.D.，加利福尼亚，1952，第259页，n.88）的简述。

[31] 塔西佗，《编年史》16.28；参见狄奥62.26.3。

[32] 显然，尼禄的发怒是催促特拉塞亚垮台的一次情绪上的攻击。皇帝的观点不能深究，“偏远（longinquus）”也无法定义。然而，毫无疑问，这个时期比高卢和西班牙更远的行省数目还很少：更多参见第一章，第四节。类似元老来自哪里的夸张描述，参见塔西佗，《历史》1.84；4.74。

[33] 74.12.2—3.关于朱利安的恐惧和憎恨，参见狄奥74.12.5。

[34]  关于共和时期的低出席率，参见A.O'Brien Moore,PW Suppl.6 s.v.元老院，第705卷。

[35] 参见塔西佗《历史》1.84中奥索的演讲。

[36] F.Millar，“三人委员会和元首制”（Triumvirate and Principate），JRS 63，1973，第50—67页。

[37] 塔西佗，《编年史》16.22和28。

[38] 54.35.1.这个法定人数可能源自恺撒独裁时期，如Mommsen，St.R.III 2，第990页，n.3所说。

[39] 参见第七章，第一节。

[40] 更多参见第六章，第四节。

[41] 更多参见第一章，第二节。

[42] 在共和晚期，“frequens senatus”可能有专门的含义，指按照日程事务安排的会议要求达到法定人数（参见J.P.V.D.Balsdon， JRS 47，1957，第18—20页）。公元前9年后，当《朱利亚法》为诸多事务规定法定人数时，专门含义可能已经失去意义，可以争论的是“frequens/infrequens senatus”不过是指出席率高/出席率低的会议。注意盖乌斯在日耳曼远征后很夸张地调遣信使给执政官送信，要求“frequente senatu”（苏维托尼乌斯，《卡利古拉》44）。

[43] 关于有具体数据的例子，见下文。更概括的引用参见普林尼，《颂词》76.2。亦可参见Calpurnius Siculus，Buc.1.71，Verdière，“numerabit”，还有下文第154页注释⑤中的日期。

[44] 更多参见第九章，第一节。可以推测，这里的数据最可能让提比略在卡普里岛时明白一项他未同意的法规在32年出席人数很少的会议中通过了（塔西佗，《编年史》6.12）。

[45] FIRA 2 I，no.68 V，第106—107页。公元前67年采用了同样的法定人数，Asconius，In Cornelian，第59页C。

[46] 确实在19/20年的赫巴铜版（EJ 94a，第33—34行）制定了应变法规以应对没有元老或骑士，或者少于5人（？）代表一个部族在征询意见的环节出席的情况。但此条款不过是考虑到每种情况的措施，并不说明总体来说只有少数的元老出席会议。

[47] Sev.Alex.16.1.

[48] 174L.

[49] 西塞罗，Ad Att.5.4.2=SB 97；Ad Fam.8.11.2=SB 91。

[50] Livy 3.38.

[51] Phil.1.11—12.

[52] 14.7.10.

[53] 54.18.3.

[54] 狄奥55.3.3。

[55] 普林尼，《书信集》4.29。

[56] 54.15.5.

[57] 苏维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10。注意在Apuleius的虚构会议中，《变形记》6.23，朱庇特要求众神参加一个天国会议，讨论1万努米（nummi）罚款的痛苦。

[58] 比如，参见普林尼，《书信集》2.11.9和12.2。

[59] 苏维托尼乌斯，《提比略》31。概述参见Dig.50.1.22.6；50.7.15。关于commeatus相当于legatio libera，参见西塞罗，Schol.Bob.，第107页Stangl.。关于提比略早期皮西迪亚的撒加拉苏将交通作为官用的条款也许承认legatio libera的可能，他们规定作为“罗马元老”的权力，虽然很奇怪这么一个人竟然列入“militantes”的总栏目下（JRS 66，1976，第107—108页=SEG 26.1976/1977年，no.1392，第17—19、41—43行）。

[60]  52.42.6—7.埃及实际上当然也禁止元老去，参见狄奥51.17.1；塔西佗，《编年史》 2.59。

[61] 狄奥55.26.1—2。

[62] 《编年史》6.14。

[63] 克劳狄乌斯作为审查官企图实施反对骑士的规定完全是个意外（苏维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16）。

[64] 苏维托尼乌斯，《卡利古拉》29。

[65] 狄奥60.25.6—7；塔西佗，《编年史》12.23；苏维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23。

[66] 52.42.6.

[67] Ver.Imp.2.7=p.127H；H.Halfmann，《元老》，no.106。

[68] 塔西佗，《历史》4.6—8和51；普林尼，《自然史》19.3。

[69] 参见第六章，第四节，并注意普林尼的请求（《书信集》10.8.6），他要求至少离开一个月一定要去离罗马150多英里的房邸看看。

[70] 《提比略》31和35。

[71] 《编年史》6.12：“apud infrequentem senatum”。关于提比略时期的低出席率，更多参见狄奥58.21.2及第七章，第二十四节相关讨论。瓦列里乌斯·马克西姆斯（2.2.6）夸张地比较了“过去好时光”那会儿元老主动参加会议和他那时（提比略时期）元老需要法令传召来参加会议。

[72] 60.11.8.

[73] Buc.1.69—71 Verdière.关于日期，参见G.B.Townend和R.Mayer，JRS 70，1980，第166—174、175—176页，与E.J.Champlin（JRS 68，1978，第95—110页）的观点不同，他认为是塞维鲁·亚历山大早期。

[74] 狄奥60.29.7。关于共和时期相似的做法，参见Livy 36.3.3; 43.11.4—5。

[75] Dig.1.9.11; 50.1.22.6.

[76] 狄奥60.29.2。

[77] 《书信集》6.19.4。

[78] HA，Marcus 11.8。

[79] 参见下文第八章。

[80] 156H.

[81] Mommsen（CIL V.532=ILS 6680）以为铭文最前面的符号将这次会议追溯到11月初一，那天当然是罗马元老院召开常规会议的日子，但在Degrassi的修订版中（Inscr.Ital.X.4.no.31），他认为赋予符号的意义无效。

[82] Frag.Vat.147; Dig.27.1.21.3.

[83] 狄奥77.20.1。

[84] H.Halfmann，《元老》，no.44；R.Hodot.，ZPE 34，1979，第224页，一份新的文件证明退休显得不太可能。

[85] Eusebius,Hist.Eccl.7.16和17；PIR 2A 1296和B 67；PLRE 1，第120页。

[86] 参见FIR2 A I no.68 V，第114行。

[87] 比如，参见塔西佗，《编年史》3.31。

[88] 比如，参见弗朗图，Ad Ver.2.1.5和7.6=第115，128页H。

[89] 比如，狄奥74.3.1—3中的克劳狄乌斯·庞培和阿奇利乌斯·格拉布里奥。严格来说，前者在193年可能已经达到退休年龄。普西利希乌斯·塞尔图斯在普林尼指责他（《书信集》9.13.22）的时候说自己是因病缺席。另一个装病的例子是俄拉提纽斯，217年的时候，参见狄奥78.14.2。据有些人说，立波·德鲁苏斯在16年9月13日时生病是装的——虽然他还是来参加了会议（塔西佗，《编年史》2.29）。

[90] Dig.1.2.2.47.

[91] PIR2 A 1592；乌尔比安，Dig.17.1.16。

[92] 苏维托尼乌斯，《维斯帕先》4；普林尼，《书信集》9.13.3。

[93] 苏维托尼乌斯，《加尔巴》3；塔西佗，《编年史》6.40。

[94] 塔西佗，《历史》1.10；PIR2 L 216。

[95] PIR2 C 789; H.Halfmann,《元老》,no.121.

[96] 特别参见Aelius Aristides，《神圣的故事》IV；和C.Habicht,Altertümer von Petgamon,VIII.3；Die Inschriften des Asklepieions，德国人类学学院，柏林，1969，第14—18页。

[97] H.Halfmann，《元老》，no.17。

[98] 关于皇帝批准你的请求后该向他说什么，参见埃比克提图1.2.23。

[99] 参见第六章，第四节。

[100] 《书信集》2.11.10。

[101] 普林尼，《书信集》6.19.1—2。

[102] 塔西佗，《编年史》16.22。

[103] Ad Q.F.2.1.1=SB 5.

[104] W.Eck，ANRW II.i，1974，第227—228页。如G.P.Burton所示（Chiron 9，1979，第465—487页），被任命为行省curator reipublicae的元老数量不多——比如，到大约260年，在亚细亚只有7位（有些还同时兼任行省总督的使节），而在阿非利加从196年第一位已考证的curator起到282年为止，只有9位。

[105] 这些人大多数是副执政职位：参见W.Eck，“Zu den prokonsularen Legationen in der Kaiserziet”，Epig.Stud.9，1972，第24—36页；参见同上，《从维斯帕先到哈德良时期的元老》（Senatoren von Vespasian bis Hadrian），第三章。

[106] 狄奥60.17.3。

[107] Dig.1.16.10pr.总督在任期一半时暂时从行省离开是很不寻常的，如44年他们被邀请去参加克劳狄乌斯在不列颠的胜利（苏维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17）。

[108] 参见附录3。

[109] 狄奥53.15.6；参见Ulpian,Dig.4.6.38.1。

[110] 狄奥60.25.5；Sent.Paul.Frag.Leidense 5；参见普林尼，《颂词》92.2。

[111] Pert.3.2.

[112] 苏维托尼乌斯，《加尔巴》15。

[113] B.Campbell，JRS 65，1975，第19页。

[114] B.Campbell,同上，26页；亦可参见A.Birley，“安东尼·庇乌斯时期军队统治时长”（The duration of military commands under Antoninus Pius），选自Corolla memoriae Erich Swoboda dedicate,Rǒmische Forschungen in Niederǒsterreich 5，1966，第43—53页。

[115] Frontinus,Aqued.2.100—101；关于他的尽责，亦可参见2.117。

[116] 在2世纪，一次可以达到10位元老担任curatores viarum；参见W.Eck,Die Staatliche Organisation Italiens in der hohen Kaiserziet,Vestigia 28，慕尼黑，1979年，第80—86页。

[117] W.Eck，同上，第184—186页。

[118] 在160—235年间，意大利所知有92位元老担任curator，参见W.Eck，同上，第193、243—246页。

[119] 参见《书信集》3.4（praefecti出席会议那节）；5.14.9；10.3A和8.CL 1.10.9；10.9；《颂词》91.1。

[120] 关于前者，参见FIRA2 I no.68 V，第114行。

[121] 参见第一章，第二节。

[122] 参见上文第一节。

[123] 尤其是在1世纪，一些初级元老被委任为军队使节：参见第20页，注释⑦。

[124] 关于贵族的事业，参见H.-H.Pistor，“从奥古斯都到康茂德时期的元首和贵族”（Prinzeps und Patriziat in der Zeit won Augustus bis Commodus），第79—124页；关于138—180年，参见G.Alfǒldy，《执政官和元老的地位》（Konsulat und Senatorenstand），第37—40、327—328页；R.Syme，“一位古怪的贵族”（An eccentric patrician），Chiron 10，1980，第427—448页。

[125] PIR2 I 730；H.Halfmann，《元老》，no.22。

[126] CIL VI.32272.关于记载在铭文上的这点和其他出席数据，有关铭文注解，参见M.Hammond，《安东尼君主制》，第279页，n.67。

[127] FIRA2 I no.47，第9行。

[128] Josephus,AJ 19.249.

[129] 《历史》3.86.

[130] 希律2.6.3。

[131] Ael.Aristid.Or.19.13 Keil.参见塔西佗，《编年史》4.15和55—56。关于整数400不过是估计的可能性讨论，参见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关于另一个例子，7位元老不同意众人的意见，参见普林尼，《书信集》6.13.5。

[132] FIRA2 I no.45 I 第20行；关于日期，参见P.A.Gallivan,CQ 28，1978，第420页。

[133] 更多参见第226页，注释④。我们不知道法定人数有多少，但138年10月所知的250/299人总数显然比383人更贴近。

[134] TAPA 100，1969，第548页。

[135] 《书信集》2.11.22。可以想象，有些元老希望明白表示他们对适当的判决和处罚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准备着从中立的位置转换到能够说服他们的任何发言人一边。相反，在通常情况下，成员也可以待在自己的位子上表示对判决保留意见。如果长凳上坐满了人，也很平常——而且很周到——站在主席台边，那么在门边观看的人就不会被挡住视线。总的来说，据苏维托尼乌斯说（《图密善》23），比较图密善死的时候，元老“争着来到元老院”（replete certatim curia）。关于克劳狄乌斯时期元老必须站着的那些会议，参见狄奥60.12.3。关于百人法庭上旁观者站着观看，参见普林尼，《书信集》4.16.2；6.33.3。

[136] 参见上文第一节。

[137] 关于元老官员的位置，参见第七章，第十一节。38的总数包括2位执政官，12位副执政（至少的），6位市政官，10位保民官；8位在罗马任职的财务官也通常以元老官员的身份参会，但只有在任满后才能得到元老的权力进行投票。

[138] 苏维托尼乌斯，《奥古斯都》26。

[139] R.Syme，“缺席的执政官”（Consulates in absence），JRS 48，1958，第1—9页=《罗马文论》I.，第378—392页。

[140]  关于138—180年之间缺席的执政官名单（大部分都是奥略留时期军事危机造成的），见G.Alfǒldy，《执政官和元老的地位》（Konsulat und Senatorenstand），第104 页。

[141] 53.14.1.我们只有苏维托尼乌斯的陈述（《奥古斯都》43），据其所言，奥古斯都曾23次为不在罗马或不够资金的元老官员举办比赛，参见RG 22.2。

[142] 《颂词》60.1。

[143] 52.20.4.

[144] 苏维托尼乌斯（《尼禄》12）的说法根本不可靠，他说尼禄召集了400名足够强壮的元老在他的大庆典节那天参与竞技场的角斗。但至少这个数字大体上和其他资料所提供的1世纪时期待在罗马的元老数一致。亦可参见苏维托尼乌斯，《图密善》4：图密善在一次比赛中将500张入场券分发到为元老保留的座位上。

[145] 西塞罗，Ad Att.1.14.5=SB 14，在公元前61年；Red.Sen.26，在公元前57年；Appian，Bell Civ.2.30，在公元前50年（元老官员应该加入投票数中）。

[146] 西塞罗，Ad Q.F.2.1.1=SB 5。

[147] J.Reynold，《爱欲和罗马》，no.8第94—95行和no.9第7行及第91页讨论。

[148] De re rust.1.1.19.

[149] 关于批评的评价，参见R.Syme，《塔西佗》，附录70。

[150] Dig.1.9.3.

[151] 55.3.1.亦可参见普林尼，《书信集》4.23.3，以确认退休年龄是法律规定的。

[152] Controv.1.8.4.

[153] 《论生命之短暂》20.4.

[154] 参见D.McAlindon，“元老的退休年龄：65还是60？”，CR 7，1957，第108页。

[155] Declam.306=第203页，1 Ritter。

[156] 《书信集》4.23。

[157] 参见埃比克提图3.24.36，“你终生是元老”。

[158] 狄奥67.14.5。

[159]  《书信集》3.1.10。曾普遍认为他第三次任执政官时是100岁，但新的碑文资料认为没那么大岁数：参见R.Syme，《塔西佗》，附录6；同上，《罗马文论》I，第256页。

[160] AE 1972.174.

[161] Ant.Imp.1.5.1=第95页，和E.J.Champlin，《弗朗图和安东尼时期的罗马》，第82页，以及附录B。

[162] 狄奥68.5.1，参见下文第六章，第五节会讨论；关于公元4世纪的情况，参见Ammianus 14.6.6。

[163] FIRA2I no.68 V 第111—112行。

[164] 参见FIRA2 no.7，第17行（《阿西利亚法》）。

[165] 普林尼，《书信集》2.1.4和9。

[166] 普林尼，《书信集》。

[167] 67.11.5；PIR2L 372.

[168] 76.7.4；也许是M.Peduc［a］eus Plautius Quintillus（R.Hanslik，PW 21，第43—44卷，s.v.Plautius，no.54），文章《论长寿的人》（On long-lived men）可能就是针对他写的，作者Lucian.参见O.Hirschfeld，“Die Abfassungszeit der MAKPOBIOI”，in Kleine Schriften，柏林，1913，第881—884页。

[169] 参见第六章，第三节。

[170] 塔西佗，《编年史》3.36。

[171] Silv.4.8.60—61.

[172] Apocol.9.1；8.1；《书信集》Mor.44.2：“non omnes curia admittit”。

[173] 狄奥79.8.3。

[174] 狄奥79.1.2；78.41.4。

[175] 《书信集》3.20.5。

[176] 狄奥60.8.3。

[177] Josephus,BJ 2.206; AJ 19.239.相反，斐洛被邀请到元老院宣读的说法听起来很不真实（Eusebius，Hist.Eccl.2.18.8）。

[178] 塔西佗，《编年史》12.11；狄奥53.33.1。

[179] 塔西佗，《历史》1.19；ILS 240；PIR2 C 300。

[180] 狄奥（57.17.6）概述了这种做法，而且记录了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同上）的Archelaus和立波·德鲁苏斯都必须用轿子抬着去参加他们的审讯（57.15.4；参见塔西佗，《编年史》2.29；塞内加，《书信集》Mor.70.10）；亦可参见苏维托尼乌斯，《提比略》30；狄奥58.27.4。20年，为了安全庇索在审讯的时候，也是用轿子抬回家的（塔西佗，《编年史》3.14）。

[181] 苏维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35。

[182] 《书信集》2.11.15。

[183] 56.32.1；苏维托尼乌斯，《提比略》23。

[184] 狄奥59.16.3。Protogenes可能是为盖乌斯做这项工作的一个自由民：参见狄奥59.26.1—2和R.Hanslik，PW 23 s.v.Protogenes，no.1，第980卷。

[185] 狄奥55.9.4和9—10；56.17.3；RG 14.1。

[186] 苏维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5—6。

[187] 狄奥60.33.9；苏维托尼乌斯，《尼禄》7。

[188] 维鲁斯3.5。

[189] 塔西佗，《编年史》4.8。Herodes Atticus的婴儿被授予出席的特权的说法可能不可靠（参见PIR2 C 785及其引文）。

[190] 狄奥55.22.5；关于仪式，参见Gell.1.12.12。

[191] 苏维托尼乌斯，《提比略》23。

[192] 关于前者，参见乌尔比安的Mauricianus，Reg.13.2；关于后者，参见苏维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40，皇帝将一位这样的见证人描述为他母亲的“liberta et ornatrix”。

[193] 参见普林尼，《书信集》7.6.8和9.13.15及Sherwin-White关于此处的论述。

[194] 塔西佗，《编年史》2.67，在塔西佗《历史》4.42中，Sulpicia Praetextata按照推测是幕后行动，而不是来到元老院。

[195] 《编年史》16.30。

[196] 参见《书信集》5.13及Sherwin-White关于此处的论述。

[197] 狄奥60.16.3—5。

[198] 《编年史》12.53。

[199] 《书信集》7.29；8.6。

[200] 狄奥59.6.1；Josephus,AJ 19.185。

[201] 关于元老院作为文官机构在艺术方面的展现，参见第六章，第五节。

[202] 狄奥68.10.1。

[203] 54.12.3.

[204] 《奥古斯都》35。

[205] 《卡拉卡拉》2.9。

[206] 狄奥58.18.6。

[207] 塔西佗，《编年史》4.21。

[208] 狄奥58.4.6。

[209] 58.18.1.参见塔西佗，《编年史》6.2。书中描述提比略适当狄强调了元老佩戴刀剑在“in limine curiae”的可怕景象。

[210] AJ19.62.

[211] Sev.7.4.

[212] 7.11.4.

[213] 在克劳狄乌斯的煽动下通过的一条法令甚至禁止士兵到元老家中行问候礼（苏维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25）。

[214] 关于禁卫军长官，见下。塔西佗关于提比略在14年的评价，“miles in curiam comitabatur”（《编年史》1.7），也许不应该按字面理解，特别是后者在其他所有方面表现出严谨的得体。注意用轿子将他抬到元老院后，他马上解散了轿夫（苏维托尼乌斯，《提比略》30）。

[215] 狄奥58.9.6。

[216] 狄奥58.10.6—8。

[217] 塔西佗，《编年史》6.15；狄奥58.18.5；苏维托尼乌斯，《提比略》65。

[218] 狄奥59.26.3。

[219] 59.1.2—3.

[220] 《克劳狄乌斯》12。

[221] Josephus,AJ 19.261; PIR2 C 1431.

[222] Josephus,BJ 2.211—212; AJ 19.249.

[223] 64.6.5.

[224] 关于士兵驻扎在元老院外，参见第六章，第三节。

[225] 狄奥74.8.4和12.5；HA，Sev.7.4。

[226] 《卡拉卡拉》2.9；参见希律4.5.1。

[227] HA,Did.Jul.6.7.

[228] 比如Arrecinus Clemens（塔西佗，《历史》4.68）和提图斯。

[229] 比如塞扬努斯和普劳蒂亚努斯。

[230] 参见奥略留公开表达对佩蒂纳克斯的遗憾，“他是一位元老，因此不能担任禁卫军长官”，根据HA，Pert.2.9的资料。

[231] 参见W.Ensslin，PW 22 s.v.Praefectus Praetorio，第2398—2400卷；A.Chastagnol.BHAC 1975/1976 年，第123—127页；以及下文第十一章，第六节。

[232] 狄奥60.23.2—3。关于瓦列里乌斯，参见M.Lambertz,PW 7 A s.v.瓦列里乌斯，no.220，第52卷。如果执政官法尔科在HA，Pert.5.2中的发言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禁卫军长官Laetus 似乎在佩蒂纳克斯当皇帝第一次召开会议的时候在场，但最好不要太看重此处资料。埃拉加巴鲁斯以马克里努斯篡夺元老的权利嘲讽他已经强调了。

[233] 普鲁塔克，《加尔巴》8。

[234] 参见H.A.Musurillo，《异教徒殉道者传》（The Acts of the Pagan Martyrs），no.4，第2卷，第7—8行；狄奥60.33.7。关于普罗蒂娜干涉图拉真会议事务的说法，参见Musurillo，同上，no.8，第26—32行。

[235]  关于担任信使的女子，从以弗所来觐见奥略留和康茂德，也许是陪伴她的父亲，参见H.Engelmann和D.Knibbe，“以弗所速写”（Aus ephesichen Skizzenbuchem），JOAI，1978—1980，Haupblatt 52，第19—61页，no.22和PIR2 I 177和 686。

[236] Procopius，Historia Arcana 8.15—18.

[237] FIRA2 I no.45 II.

[238] Consolatio ad Liviam 49—50；狄奥57.12.3；56.47.1。关于莉维亚的干扰，有谣言说，29年，提比略给元老院的信函中谴责阿格里皮娜和尼禄，信函在莉维亚死后很快就送到了元老院，说明本来早已送达，但被莉维亚阻止了（塔西佗，《编年史》5.3）。萨鲁斯特·克里斯普斯在提比略早期对他有意将所有事务都交于元老院处理，也是向莉维亚表示不满（同上，1.6）。

[239] 塔西佗，《编年史》14.11。

[240] 《自然史》35.201。

[241] 塔西佗，《编年史》12.53；普林尼，《书信集》7.29；8.6。

[242] 塔西佗，《编年史》13.5。只有狄奥61.3.2中，安条克的约翰才更偏激地说阿格里皮娜确实参加了会议。

[243] 如果HA，Pert.5.2中执政官法尔科的发言按照字面理解，康茂德的情人玛西亚可能出席了佩蒂纳克斯当皇帝第一次召开的会议，但是，如上文提到，最好不要太相信这些资料。

[244] 79.17.2.

[245] 参见狄奥55.22.5，女孩子被允许进入元老院抽签成为维斯塔贞女。

[246] HA，《埃拉加巴鲁斯》4.1—2；15.6。

[247] 同上，18.3《奥古斯都史》（埃拉加巴鲁斯，4.3）中关于埃拉加巴鲁斯成立的“女人的元老院”（senaculum；关于这个名称，参见第三章，第一节）的证明听起来非常可疑；但更多参见J.Straub，“Senaculum,id est mulierum senatus”，BHAC，1964/1965，第221—240页。老普林尼（《自然史》37.85）以嘲讽的口吻评价说哪个宝石更宝贵的问题已经由“mulierum senatus consultum”作出判断。

[248] 没有资料说Julia Domna，Julia Maesa和Julia Mamaea被授予“元老院的母亲”这个头衔是在3世纪早期，允许她们参与会议任一环节。当然，她们也被授予别的什么“母亲”（分别见PIR2 I 663，678，649）。


第五章 皇帝在元老院

讨论元老院会议的出席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皇帝的举措和发展。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个主题专设一章来讨论。然而，先要弄清楚皇帝在元老院中的正式地位。

第一节 皇帝的地位

在所有关于皇帝地位的讨论中，必须牢记他和元老院的接触绝不仅限于元老院会议，虽然在帝国时期皇帝逐渐脱离立法团体的会议，而且到了取代其职能的地步（这本书将会充分证明这点），同时他的社交圈子模式也几乎一成不变，差不多仅限于元老阶层和一些关系紧密的骑士。[1]不只是君主顾问团的参谋一直都是从这小圈子中选出，而且他的大部分事务都是元老完成的，[2]特别是那些和他有社交的元老。可亲的皇帝会在他们生病的时候前去探 望，[3]邀请他们进餐，也会接受他们的邀请。[4]可以想见，元老们对这种皇室礼仪积极响应。只有皇帝专横的行为才会引起敌意，比如，盖乌斯和图密善个人提出的过分礼数就让人难以接受。[5]众所周知，有一次，一位皇帝言行不得体和大多数元老发生冲突造成了惨重结果。总之，没有哪位君主可以真地疏远元老阶层而存在，[6]但他可以在被推翻之前报仇雪恨。特别是盖乌斯、[7]尼禄[8]和康茂德[9]公开表现出对元老的仇恨，并威胁要将元老院彻底摧毁。同样，埃拉加巴鲁斯也没有掩饰他的轻蔑。[10]

几乎直到帝国末期，所有皇帝在登基前都曾是元老阶层的一员。在统治时期，他们正式的地位就跟贵族元老的地位一样。因此，当狄奥说元老院法规规定皇帝不得将与他同级别的任何人处死，[11]他指的是元老。同样，马提尔将涅尔瓦描述为“所有元老中最公正的（iustissimus omnium senator）”[12]是一种恭维。皇帝继续担任常任执政官，[13]而他的家庭成员按常规顺序担任元老院元老官职，甚至是提前担任。当屋大维在公元前28年修正第一份元老院名单（lectio senatus）时，采纳了共和时期 “元老院首领”（princeps senatus）的头衔，排在单子最前面的元老这么称呼。[14]可以合理地认为，他的所有继任者在他们统治时期都排在单子前面，但后期，继奥古斯都之后，唯一可以证明采纳了共和时期头衔的是佩蒂纳克斯。如狄奥描述：“他采用了所有适用于元老的传统头衔，另外还包括一个可以显示出他民主愿望的称呼，因为按照古时的惯例，他被称作‘元老院首领’”。[15]碑刻和莎草纸都有记录佩蒂纳克斯的这个头衔，但在他的钱币上却没有出现。[16]只有狄奥声称提比略也被叫作元老院首领，甚至在他统治时期，自己也使用这个称号，[17]总的来说，都毫无事实根据。同样，据《奥古斯都史》记载，未来的皇帝瓦莱留在238年担任元老院首领（princeps senatus），[18]但可以推断这种描述不正式，不能以严格的意义对待。“元老院之长（pater senatus）”这个头衔，克劳狄乌斯在48年拒绝接受，[19]除了新奇之外没什么意义。从钱币上看，后来康茂德、巴尔比努斯、普皮恩努斯接受了。[20]

从公元前23年起，甚至在他没有担任执政官时，奥古斯都仍然据有军政权（imperium）和保民官的权利（tribunicia potestas），从公元前19年起，他有资格坐在两位主持执政官之间的官椅上。[21]他的继任者也有同样的特权，并且，如我们所见，他们中一些人还允许带一名随从进入元老院。[22]这两项特权给了皇帝召集元老的权力，似乎他也通常凭借自己的政权这么做。[23]在公元前22年，如果狄奥的描述没错的话，奥古斯都有权凭自己的喜好随时召集元老，[24]而《维斯帕先皇帝法规》规定由皇帝特别召集的元老院会议都得到法律的完全支持：“因此，不管召集元老院会议是出于他的喜好，还是权威，还是命令，还是他授权，还是他也参会，会议整个议程的权威必须保证，也必须遵守，就如同按照法律召集并举行会议一样。”[25]

为了加快处理皇帝的事务，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3年被授予“特权，可以在任何时候将他想讨论的事务带到元老院的会议上，即使他那时不是执政官”。[26]按照传统，现代研究将这种特权称为提出第一议项的权利（ius primae relationis）。虽然没有旧时的证据证明这种叫法。皇帝的特权不是公然规定的，在狄奥的描述中可以注意到它的赋予相当谨慎，而且是在更大的范围上规定。以后没有听说其他皇帝有此特权直到2世纪。最早的相关证据也许是“元老院法令”，根据法令基齐库斯有组织年轻人团体的权利得到肯定：“指定执政官阿皮乌斯·加卢斯提出建议，和最高统治者提图斯·埃利乌斯·哈德良·安东尼·奥古斯都·庇乌斯皇帝提出的第四个议项……他的第四个议项……来自亚细亚的基齐库斯人……他们把他们叫作年轻人……”[27]

因此，我们从字句中可以推测安东尼皇帝在一次会议上有权利提出至少四个议项。据《奥古斯都史》记载，这项特权在147年的时候也肯定被授予过奥略留皇 帝，[28]后来也授予过佩蒂纳克斯[29]和塞维鲁·亚历山大。[30]没有明确的解释说明为什么这种特权只授予某些皇帝，而且为什么议项的数目会不同。

当皇帝愿意出席并主持会议时，他行使常规的主持人特权：特别是在征询意见环节，他按照自己定的顺序依次让元老发言，而他想什么时候发言就什么时候发言。值得注意的是，提比略在此环节甚至让元老官员（magistrates）发言，虽然图拉真在100年审讯马吕斯·普利斯库斯的时候没有这么做。[31]

当皇帝以未担任官职的普通成员出席会议的时候，他的地位严格来说很奇特。作为普通成员，他会被点名发言，也可以投票。[32]但比起普通成员，他更像一位元老官员，可以保持沉默，或者行使权力在会议的任何阶段发言。[33]作为普通成员参加元老院会议的皇帝中，提比略的做法我们最欣赏。他理解皇帝特殊、困难的位置，正如他在21年的信中所说，[34]他认为元老官员提出某个议项时，皇帝应该出席征询意见的环节并发表意见：而当皇帝的确发言时，他的意见要比元老官员的更崇高，寓意更深厚。15年，审判格拉尼乌斯·马塞勒斯的时候，提比略注意到他必须在这个案例中发表意见，但庇索问他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发言，这让他恼怒。[35]如果他先发言，其他的元老会觉得剥夺了自由表达意见的机会，如果他最后发言，那些和皇帝意见不同的又可能会觉得不安。25年的时候，据狄奥记载，被告按理不可避免会被判叛逆罪，但主持的执政官阻止了这个结果的发生，他让提比略先发言：提比略担心看起来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只好支持无罪释放。[36]

如果皇帝缺席会议，他可以通过信函和元老院联系，并且他有特权通过这种方式提出议项。[37]日耳曼尼库斯有时会为奥古斯都宣读信函，维斯帕先的信函由他的儿子们宣读。[38]遗嘱和其他的文件由皇室自由民宣读。尼禄规定由执政官本人宣读他的信函。[39]不然的话，通常是由宣读皇帝敕令的官员替皇帝行事。[40]例外的是，217年会上刚好没有谕令宣读官在场，便由一位副执政宣读了信函。[41]

不管他们在场与否，所有皇帝都希望知道元老院的事务。在公元前27年和18年间的某个时期起，奥古斯都通过他的元老顾问团了解元老院事务，他们会在事先审阅事项。从公元13年起，元老院顾问团的构成改变了，它的权利也增加了。但提比略废除了它。从那以后就没有元老顾问直到塞维鲁·亚历山大在帝国末期统治，顾问团经过明显改进后重新采用。[42]

奥古斯都不希望太公开造成他能够影响元老院讨论的印象。他很少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意见，而是更谨慎、更巧妙地由他的支持者提出。在13年，当讨论以别的办法取代征收继承财产5%的税率的时候，他特别禁止日尔曼尼库斯和德鲁苏斯发表意见，担心会被误以为是他的意见而立即采纳。[43]同样，在第二年，提比略要求一名元老成员向元老院保证说他没有事先受到指示提出某项建议。在20年主持一起审讯时，皇帝故意没有让德鲁苏斯第一个发言（他担任指定执政官），因此其他人就不会感到不得不遵从他的意见。[44]

一旦元老顾问团被解散，特别想让某项事务顺利通过的皇帝就不得不自己做好准备了。在公元前27年1月交出权力之前，屋大维就是采取事先提醒元老院中关系密切的同僚的方式，[45]同样，提比略在31年10月18日指控塞扬努斯之前，进行了精心的计划。[46]37年，盖乌斯也事先作了安排，让元老院宣布提比略的遗嘱无效。而克劳狄乌斯说服元老提议他和阿格里皮娜成婚，尼禄希望娶阿卡特之时也曾有这样的计划。[47]48年，阿格里皮娜自己诱导指定执政官策划了一项决议，决议中元老院恳求克劳狄乌斯允许多米提乌斯（尼禄）和奥克塔维亚婚配。[48]同样，哈德良在129年常规会议前几天派了一位处理给皇帝申请书的官员（libellus）去见执政官，要求他们在会上提出某项法规提议。[49]

当其他人可能提出有潜在争议的事项时，皇帝是很高兴事先得到通知的。在一封信中，提比略因22年市政官提出控制奢侈的议项，但没有事先征询他的意见而表示遗憾。他对保民官和一位十五人委员会的委员（Quindecimvir Sacris Faciundis）也不满，他们在32年成功地促使西卜林（Sibylline）圣书列入官方经典，但并没有事先征询祭司团首领（magistri）的意见，而皇帝几乎可以肯定是祭司团中首领。[50]当案件摆在皇帝面前时（特别是叛逆罪），他可以决定将它们撤销，无需再费周章，也可以参与听审，或者将它们提交给元老院，或者是别处。[51]在帝国末期，如果狄奥可信的话，元老院对事务的处理是由皇帝管辖的。不幸的是，文章的残缺让具体的情况难以澄清，但他确实说过，“所有事情的调查都在元老院进行是不合法的，除非有皇帝的指令”。[52]

当皇帝参会时，他可以当场对无法接受的提议表示反对。如果他主持，他就有权以主持人的身份修改或拒绝提议，如提比略在20年审判庇索和普兰西纳之后就是这么做的。[53]同样，当皇帝出席会议但不是主持时，他可以提出反对的意见，提比略就经常这么做。14年，他反对了几乎所有赐予莉维亚荣誉的提议，而在接下来的一年则反对参考西卜林圣书的提议。[54]17年，他要求将对阿普雷亚·巴里利亚通奸和叛逆罪的指控分开，24年，反对废止对告密者的奖赏，并在不久之后修改了对卡图斯·费尔米乌斯原来的判决。[55]22年，审判西拉努斯后，科尔尼利乌斯·多拉贝拉在征询意见环节中“跑题”提出的意见，提比略表示反对。[56]在以后的皇帝中，我们听说了佩蒂纳克斯和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反对过提议，狄第乌斯·朱利安对某项提议要求调整。[57]61年，尼禄请求宽恕被指控犯下伪造罪的阿西利乌斯·马塞勒斯的时候他是否在场不太清楚。[58]

皇帝缺席的时候，他事先没有审查过的议题在讨论前要提交给他——如22年市政官提出关于限制奢侈议题一事，这已经在前面提到过。56年时，执政官确实容许一些元老先发言，不必按照顺序，讨论自由民的罪行，并且进行表决，但在征求皇帝意见之前，他们不敢作为议题正式提出。因此他们只是记下众人的意见交给尼禄。[59]同样，在29年，提比略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而执政官不太肯定他期待元老们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他们宁可不将它列为议题。[60]

即使有些事宜已经在元老院中提出，元老经常选择由皇帝来作决定。当事情涉及到比如经济问题，或是和外邦国王的外交关系，交给他是可以理解的。[61]此外，和大祭司一起提出考虑由第亚里祭司担任总督这样的要求也算合理。[62]但如果由皇帝来选择阿非利加的总督就恐怕不那么合理了，或者是由他来决定是否要限制奢侈，在某些审判中，由他作出裁决也不合理——除非是推迟不可避免的死刑的判决。[63]但是在宣判克鲁托里乌斯·普利斯库斯犯下轻罪后，马上就执行了死刑，并没有征求皇帝的意见，之后，提比略认为有必要在通过判决和到萨吞尼国库登记之间要有10天的间隔，以便他审阅案件。[64]62年，审判安提斯提乌斯·苏西亚努斯时，在特拉塞亚·培图斯催促下，作出了出乎意料宽容的判决，执政官不得不向尼禄汇报，流露出他们对皇帝的害怕。[65]

从普林尼的《书信集》中我们得知，在选举时采用了手写投票的新举措，[66]元老院请求图拉真采取行动约束污损选票的行为。一位保民官在会上请求他阻止律师的卑鄙交易，还有一次一位元老要求他限制候选人求职时过分高昂的花费。[67]在争论是否允许瓦伦努斯·鲁弗斯（他受到索贿罪的指控）从行省传唤证人时，双方显然都抱着得到皇帝支持的希望。[68]即使某项事宜没有特别提交给皇帝，他还是可以通过《元老院纪事》得知，而且还可能采取行动干预。62年，尼禄就是通过《元老院纪事》得知，在审讯克劳狄乌斯·塞西努斯时，特拉塞亚提出了“跑题”的提议，后来他将它正式列入议项。[69]据《奥古斯都史》讲述，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读到元老院授予克劳狄乌斯·阿比努斯的一位亲戚诸多荣誉，一怒之下将康茂德奉为神明。[70]相反，普林尼反对普布利希乌斯·塞尔图斯的提议显然没能打动涅尔瓦（他本可能有所行 动）。[71]

皇帝不仅以帝王身份通过非正规的途径影响元老院事务和决定，而且还有保民官的否决权，并且随时准备使用这项权利。[72]收到起诉通知的时候，他可以阻止举行审讯，正如恩尼多斯一案，提比略就是这么做的。这位骑士遭到叛逆罪的指控，因为在22年他将一尊皇帝的银雕像融掉了。尼禄也用同样的方式庇护苏依留·鲁弗斯的儿子，他在58年遭到指控。[73]如果皇帝出席会议，他可以否决议项：帝国时期没有这样的例子，但一位元老确实提到14年提比略有可能这么做。[74]同样，皇帝也可以否决决定，采取这种举措几乎没什么必要，因为如我们所见，他只要流露出不赞同的态度通常就已经足够了。24年，提比略确实否决了对维比乌斯·塞利努斯进行最严厉的死刑处罚。65年，比索念努的阴谋之后，指定执政官提出为神圣的尼禄建一座神庙，尼禄（作为主持人）否决了这个不吉利的提议。[75]如果苏维托尼乌斯可以相信的话，图密善判决几位被控叛逆罪的人以最严厉的方式处死，但后来又否决了判决，允许他们选择被处死的方式。[76]

皇帝可以否决他没有出席的会议决议或裁定。这在朱里亚-克劳狄时期很常见。[77]如果是赐予荣誉就没有必要否决。只要不接受或者不照办就可以了。因此，在29年，莉维亚死的时候，大家投票决定为她建造一扇拱门，提比略犹豫着是否宣布决议无效，后来还是答应由他自己来完成这项工作，但却从未付诸行动。[78]在一个极端的例子中，还没等提议说出皇帝就事先作出了否决：为了阻止塞扬努斯的奉承，提比略禁止考虑任何为他歌功颂德的提议。[79]据《奥古斯都史》记载，奥略留禁止元老院重刑惩罚那些曾支持过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反叛的人。[80]狄奥没有说清楚提比略是在提议之前，还是之后，禁止神化莉维亚，还有克劳狄乌斯阻止了赐予他孙子的荣 誉。[81]安东尼是在什么时候阻止起诉在元老院阴谋反叛他的人也不清楚。[82]

弗朗图谈到元首的责任就是“促使元老院采取必要的行动”。[83]劝说，而不是命令，是考虑周到的皇帝通常采用的机智策略。[84]但几乎没有必要使用策略，因为从帝国时期开端起，几乎没有任何否定皇帝提议的问题。比如，在新年的时候，所有元老发誓要遵从皇帝过去的法规，对他们的回忆是不容非议的，还要遵从当前君主以后的法规。[85]据塔西佗说，32年，一位骑士因为和塞扬努斯做朋友而受到审讯，他对不在场的提比略说了一番话，道出他们无法自主的情况：“你提拔的人高高在上，你有你的理由，我们无权评价。众神赐予你无上的统治权，我们只有遵从的光荣。”[86]更正式的一次是在53年的决议中，元老院认可帕拉斯拒绝接受1500万塞斯特斯的馈赠，元老院“……宣布，虽然他们自由公正地授予帕拉斯这笔钱和其他的荣誉，因为他的忠诚和对职责的尽心，但反对皇帝是不合法的，在这件事情上也必须服从他的意愿”。[87]塔西佗笔下的马特努斯同样认为现在国家事务都由“一位具有最高智慧的人”来决定。[88]而普林尼为2世纪早期元老院很少有类似的国家事务而遗憾，他承认：“今天每件事，确实是依靠一个人的意愿，他为了大众的利益将我们所有的义务和责任都扛在自己身 上。”[89]

我们确实听说过元老院跟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有不同意见的时候，[90]虽然发生在前者身上的两件事也许他本来就预料到有人要反对他——一件是无论他什么时候担任执政官，都要有两位同事，而不是一位；另一件是在公元前23年他生病之后，他提议宣读自己的遗嘱。[91]此后，和皇帝意见相左的事情仍会发生，但相当地少。[92]37年，盖乌斯要求将提比略尊为神的提议遭到元老院很不情愿的反应，他只好放弃。[93]而在58年，在大家深表疑虑之后，尼禄同样撤回了废止关税的提议，但事情可能只是在皇帝的顾问团里商议，而不是整个元老院参与。[94]即使是在尼禄和元老院的关系仍然热忱的时候，也很难想象皇帝的提议会被拒绝。但是我们确实还听说过一些由元老院裁决的不同寻常的案例，元老们明知皇帝的意愿，但没有遵照行事。因此，举个例子，在提比略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给元老院的信函（尽管很简略）中提到的几位被告没有经过审讯就给释放了，对此，他大为恼火。62年，审讯安提斯提乌斯·苏西亚努斯时，元老院作出了宽容的判决，让尼禄意想不到，他同样也很不痛快。[95]

往后，涅尔瓦和安东尼对阴谋反叛者的宽容显然遭到元老院的批评。马克里努斯处理埃拉加巴鲁斯争取皇位请求的方式也同样遭到了批评。[96]不过，2世纪元老院违抗皇帝意愿最显著的例子还是138年反对神化哈德良，在安东尼真正威胁说要放弃皇位的时候，元老院的态度才缓和。[97]再往后，据说元老院和民众都劝说康茂德放弃第三次北征的想法。[98]193年，狄第乌斯·朱利安的统治垮台之时，元老院带头忽视和拒绝他的提议，并在最后剥夺了他的权力。[99]最后，据《奥古斯都史》描述，[100]卡拉卡拉辩解为什么处决了自己的兄弟格塔的时候，元老院无动于衷。埃拉加巴鲁斯指示剥夺塞维鲁·亚历山大君主头衔的时候，元老们一片沉默。[101]但实际上，这种反应很失常，通常发生在很特别的情况下。不然，元老院还是会按皇帝的意愿行事。确实，在像奥略留这样仁慈的君主统治下，可能会有对细节方面的异议。但即使那样，如我们所见，[102]明智的元老仍会以极为尊敬的态度和详尽的理由提出反对意见。

总的说来，元老院和会议议程显然深受皇帝在当中的角色影响。他可以全权控制，即使采取专治立场很少是出于他的意愿。至少他人的提议通常在公开表达之前或之后要和他商讨，而《元老院纪事》报告让他能够知晓所有处理的事务。他可以否决不赞同的决议。为了提出自己的议题，他可以随时召集元老，甚至在缺席的时候行使特权提出意见。最重要的是，他很有信心自己的提议都能得到采纳。自然，皇帝至高无上的特权大大限制了元老院在共和时期享有过的自由。

第二节 皇帝的出席和参与

皇帝的出席是另外一个我们很希望了解但所知不多的话题。假如不同时讨论一下他参与会议的情况，恐怕也容易误导大家。关于这个话题，不管是什么样的概述，都应该谨慎对待，因为尽管受到传统和习俗的影响，每位皇帝的做法最终还是要区别对待。但研究我们已掌握的资料，分析形势的走向还是有价值的。每位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皇帝会逐个分析，之后的皇帝会总体分析。

极端点说，也可以论证皇帝几乎不必亲自参加元老院会议。我们已经注意到他的皇室地位赋予他绝对的掌控权，因此，从狭隘实际的观点来看，事务都以他满意的方式处理，他几乎不必在场。但大多数皇帝确实希望在公共集会适当露面，保证从中多加获益。特别是在他们登基的时候，都希望得到元老院的正式认可，在统治时期危机来临时能到他们的支持。诚然，盖乌斯永不给元老院写信的目标（这意味着每次都要亲自出席会议）不过是他登基时“共和国人”短期的热忱，[103]或者是反对提比略最后11年任期行为的情急之言。但即使是在2世纪后半期，如我们所见，弗朗图在履行皇帝职责的单子中将“促使元老院采取必要的行动”排在第一位。[104]此外，几乎到帝国末期，皇帝在登基前都曾担任元老职位，或者是元老阶层成员，所以他们很认同参加立法团体会议是所有元老的重要职责这种传统的看法。

屋大维在公元前29年才从东方回到罗马，在公元前27年又离开罗马，公元前24年才返回。他在这段时间都是担任执政官，并且一直到公元前23年7月1日才辞去职位。虽然有关他这段时期参与会议的有具体日期的资料很少，[105]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无论什么时候他在罗马，都会履行执政官主持元老院会议的职责。公元前23年后，奥古斯都重新担任执政官，但为期很短，主要为了他的孙子盖乌斯和卢修斯分别在公元前5和前2年加入公共生活。公元前22到前19年，前15到前13年，还有公元前10年，他都不在意大利，其余时候所有的资料都证明他定期参加元老院的讨论，既担任主持人，也作为普通成员，偶尔也会参加审讯。[106]但是，年岁迫使他减少公共活动——参加元老院会议是其中之一——从公元8年起，而在13年情况变得更糟糕，因此在那之后，他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参加会议。[107]唯一一次他故意不参加会议是在公元前2年，当朱莉亚的丑闻被发现并公之于众的时候，出于羞愧，他无法面对元老院，而是送了封信函。相反，在公元前6年提比略退休到罗兹岛的时候，他亲自出席提出了指责。[108]

在就任期间，提比略从来没有离开过意大利。除了大概有一年他在坎帕尼亚（21—22年）度过，[109]他离开罗马的时间都很短，直到26年，他退休到卡普里岛。[110]此后，虽然他回到大陆，但再没去过罗马，也没有到过元老院。但在14年和26年间，证明他勤勉出席元老院的资料（详细记述和概述的都有）非常多，详细引述反而变得多余了。[111]无论是讨论，还是审讯，提比略都有出席，不管是担任主持人，还是作为普通成员，甚至在选举日也在场。[112]他的坚持出席招人议论，即使在面临严重个人压力的时候，比如23年德鲁苏斯病逝前，[113]他还是坚持出席。据塔西佗说，[114]25年的审讯中，出席会议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他在会上遭到了辱骂性的侮辱——促使对他的做法的重新评估。就我们所知，他经常避开的唯一会议（出于对即将就任的执政官的礼节）是1月1日的正式会议。[115]

奥古斯都和提比略都很自觉地参加会议，而后者可能参加得更多，据克鲁克说。[116]不可避免，这样的结论也许反映出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提比略的资料更全面也更有敌意。但比起奥古斯都，他在让人尴尬和没有尊严的讨论中显得遭受了更多的罪，也许他本来就是个不太善言辞的辩论者。和他的继任不同，奥古斯都没有将大范围的事务交由元老院处理，在任时，通常也很明智地避开在元老院举行的审讯。同样，在他任期，元老顾问团肯定经常在会前事先准备好了讨论的策略。

盖乌斯在38年夏天去了西西里岛，时间不长，39年秋天到40年8月北征。我们知道他会参加元老院的讨论和审讯，但说他勤勉则过于草率，并且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他是作为普通成员而不是主持人参会。[117]他在罗马当皇帝的时间相对较短，行为也不合常规，加上资料的缺乏，很难条理清晰地评价他的参会情况。我们也应该记住，对他来说，即位时还未满25岁，以一位新人的身份参加元老院会议肯定是一种让人生畏的折磨。

除了在43—44年间因作战缺席半年，克劳狄乌斯在他统治时期没有离开过意大利。出于谨慎，他在就职后等了一个月才踏进元老院，和盖乌斯一样，他也对出席会议感到胆怯，但原因不同。[118]从很多资料的引用来看，虽然他明显不如提比略勤勉，但确实定期参加会议和审讯，既担任主持人，也作为普通成员，并且表现积极。[119]在选举日，他也在场。[120]狄奥暗示说，他在任期快结束时出席总的来说没有以前频繁。[121]

除了在66/68年拜访希腊，尼禄在他统治的时候都在意大利。有关他出席元老院会议的情况，塔西佗或苏维托尼乌斯都没有概括性的陈述，但有资料引用了一些事例说他只是以主持人的身份出席会议，并且次数也很少——与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形成鲜明对比。当然，年轻、个性和环境都有影响，让他和受人尊敬的前辈不同。除了54年登基，唯一确定他出席会议的记录是在65年比索念努的阴谋被镇压后召集的那一次。[122]此外，苏维托尼乌斯的《卢坎的生活》记录了一则轶事，说到这位皇帝召集紧急会议，以表示不赞成这位诗人的一篇文章。如果故事可信，推测起来尼禄是亲自参加了那次会议的。另外，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强烈暗示说，在54年和55年，他也出席了会议，但并不是以明确的口吻说的。[123]尼禄确实在58年审判苏依留·鲁弗斯的时候担任主持人，但塔西佗的陈述[124]忽略了审讯是在哪里举行的。同样，在接下来的四次会议中，他也没有说明白尼禄皇帝是否在场：两次是在58年，他赞同被指控为索贿罪的两位阿非利加总督无罪释放；在61年，他请求宽恕被指控为犯伪造罪的阿西利乌斯·马塞勒斯；之后的一次是在62年，判决特拉塞亚·培图斯的意见被提出，并以“皇帝作为发起人”（auctore principe）的方式通过。[125]

在一些重要场合，我们肯定尼禄没有出席，出于害怕或者漠不关心。59年，他通过信函宣布阿格里皮娜逝世。[126]66年，审判特拉塞亚和其他人时，他主动召集元老院会议，但自己却没有出席。[127]在这个例子中，他大概没看出赞同指控特拉塞亚3年没有到过元老院有任何不妥，[128]因为如我们所见，他自己的出席记录也好不了哪里去。他长久以来认为自己跟立法团体和它召开的会议没什么关系。68年，听到文德克斯叛乱的消息，他只是从坎帕尼亚写了封信给元老院，甚至在回到罗马后也没有召集正式会 议。[129] 在其他事例中，尼禄也宁可通过信件而不是亲自出席回应元老院或者主动提出意见。[130]有详细的证据能确切证明塔西佗的描述，在元老院审讯叛逆罪的案件时，尼禄（和图密善不同）“看都不看一眼，不参与见证经过他授权的罪行”。[131]在塔西佗的叙述中，科苏提安努斯·卡皮托很感激尼禄常规的做法，在他请求起诉特拉塞亚的时候，尼禄将这项特别的要求留到最后：“最后，你不要写任何关于特拉塞亚的事情，让元老院去替我们作决定”。[132]

在朱里亚-克劳狄时期之后，皇帝出席元老院的资料变得更少，只在一些例子中才能形成某位君主参会的连贯印象。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一方面在有限的资料中存在各种说法，另一方面不同的皇帝性格和所处的环境也不同。有些皇帝（马克里努斯、马克西米努斯、戈尔迪安一世和二世）在任期内从未来过罗马；其他皇帝来了，但任期时间很短（加尔巴、奥索、[133]维特里乌斯、提图斯、[134]涅尔瓦、佩蒂纳克斯、狄第乌斯·朱利安）；[135]而还有些皇帝在任期内有相当长的时间待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图拉真、哈德良、奥略留、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卡拉卡拉）。因此，皇帝经常只能通过信件和元老院联系，而这种方法也通常优先选择，即使在并不是非常有必要的情况下。至于出席，毫无疑问所有皇帝在登基时能够去 元老院的都去了，以后也会出席重要的会议。因此，比如说，加尔巴[136]和涅尔瓦[137]分别出席了确定收养庇索和图拉真的会议。而卡拉卡拉在格塔被谋杀后也出席了会议。[138]资料证明几乎没有哪个皇帝会一时兴起来参会：他们来到元老院，就我们所知，只发表一番正式演讲。然而更难确定的是，在朱里亚-克劳狄乌斯之后，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定期参加会议。相当多的法律文本引述了从哈德良起皇帝在元老院发表的演讲，[139]看起来有点困惑的是，在下面的资料中，这些都没有提到。虽然这些资料很珍贵，它们提供了各个皇帝愿意将事务带到元老院讨论的相对次数，但没法让我们确定他们是否亲自参加某次会议，还是只通过信件交 流。

我们可以先谈论那些有出席印象的皇帝。维特里乌斯在69年经常露面，甚至在会议没有什么特别重要议题的时候，这反映了皇帝应该如何正确行事的传统观念——虽然我们带有敌意的见证人塔西佗忽略了正面解释这位短命篡位者的行为。[140]维特里乌斯的继任者维斯帕先也传承了他的理念。在70年早期，图密善第一次到元老院的时候，发言一开始就首先为他父亲和兄弟缺席会议而道歉。[141]后来狄奥评论维斯帕先：“……定期参加元老院会议，每一件事都征询元老的意见，并且经常在法庭聆听案件。任何因年迈无法阅读的事项，任何因无法出席而递送给元老院的信件，他通常都让儿子们宣读（就是说，不只是由宣读敕令的官员宣读），因此在细节上也表现出对元老院的尊重。”[142]

根据狄奥和《奥古斯都史》的记载，哈德良在罗马的时候努力定期参加元老院会议，[143]安东尼也是，似乎还相当自觉。[144]奥略留显然很谨慎，不管是在罗马时出席会议，还是征战时通过信件和元老院保持联系，[145]如此的循规蹈矩无疑部分是他的老师弗朗图影响的结果。[146]177年这位皇帝（还有康茂德）对米利都的回答显示了他在很多事情上征求元老院的意见，甚至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比如米利都人请求举办竞技比赛的要求。[147]在现存的第一发言人意见（sententia prima）中，关于减少角斗士表演花费一事，据奥利弗和帕尔马说，元老们称呼他和同治皇帝（几乎可以肯定是康茂德），仿佛他们在场。[148]但这并不保证他们亲自出席了会议，提到“宣读”皇帝谕令那点同样也是模棱两可。[149]这个问题不应该下结论。比如，在普林尼记录的一则争论中，在申辩时也提到图拉真的名字，好像他在场一样，而事实上他那时可能在别处。[150]最后，在可以形成出席印象的皇帝中，佩蒂纳克斯在短短的任期内却总是能够出席元老院会议。[151]

从这些皇帝出席的资料中，很尴尬的是难以辨别他们是作为普通成员参会，还是担任会议主持人，或者只是去提出他们的事务。在普林尼的《颂词》中，他的话反映了到100年为止众人对皇帝地位毫无疑问的看法，他对图拉真说：“如果你不召集我们开会的话，只进元老院的门是不够的，如果不主持会议，你就不应该出席，也不应该听取意见的表达，除非你让元老发言。”[152]同样，很多皇帝认为自己比元老要高一等。普林尼所说的关于图密善的话也适用于其他人：“早期的暴君，因为骄傲，认为他们要是像元老一样行事的话，就会在他们的眼中变得不像皇帝。”[153]相反，根据《奥古斯都史》的记载，安东尼“在和元老的交往中，他作为皇帝给予他们尊重，就像他还是普通公民的时候希望别的皇帝能给他尊重一样。”[154]当然，这番话只是安东尼圆滑的说法：没有实例证明他作为未担任官职的普通成员参加过会议。但是奥略留作为普通成员参加会议的事实《奥古斯都史》明显暗示过，[155]书上说他即便无事可陈也会参加。因为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在会上滔滔不绝让人不快，维特里乌斯和维斯帕先似乎都没有主持过或者在这样的会上发言。[156]执政官法尔科要被判刑的时候，佩蒂纳克斯显然也不是会议主持人，而区都斯受到表彰的时候，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也可能不是主持人。[157]

因为资料缺乏，无法确定其他皇帝是否定期参加会议。让人沮丧的是，我们无法形成图密善行事的印象。[158]他的继任者图拉真的态度查询起来也异常棘手。我们知道，他在100年1月1日作为常任执政官出席会议，同一个月晚些时候也主持过一次选举，并出席了马吕斯·普利斯库斯的审判。[159]大概10年后，他写信给普林尼，告诉他关于授予“三孩特权”（ius trium liberorum）的原则：“你肯定非常清楚，亲爱的普林尼，我很少授予这种特权，我的原则是，即使在元老院会议上，也能够宣称我没有授予超过当初所说的令我满意的数目。”[160]虽然很想这么做，但要从图拉真担任皇帝后在罗马度过的第一个1月份的出席会议情况推断他之后的出席表现，这可能太草率了。同样，他信件里提到的惯例也不能证明他亲自出席了会议：他的想法很可能写成谕令，由敕令官宣读传达。[161]米勒猜测图拉真可能在元老院听取了那些比提尼亚的使者辩词，他们想继续起诉瓦伦努斯·鲁弗斯，反对那些接到最新指令撤销起诉的人。[162]普林尼的描述没有提到会议是在哪里召开的，描述得也很简单。[163]不管怎样，假如皇帝在元老院主持了这次会议，他不太可能没有经过询问元老意见就匆忙作出决定（尽管没有异议）。虽然这是个小的细节，也几乎不可能发生，我还是宁愿相信图拉真独自聆听了这次争辩。

在普林尼描写的元老院会议中图拉真缺席，米勒[164]也和舍温·怀特[165]一样对此感到震惊。但我们应该记住，当中有些会议是对索贿罪的审判，[166]皇帝反正几乎从来都不参加，而其他选举日皇帝也是不参加的。[167]可以想象，他居然参加马吕斯·普利斯库斯索贿罪的审判可能是一次意外。审讯原定在99年后期举行，后来推迟到新年某个合适的日子，因为元老院会议召开时被告没有出席。[168]我们还知道，99年11月上半月，图拉真在安提乌，[169]可以想见，他根本无意在原定日期参加审讯。然而，在100年1月，他成了常任执政官，觉得有参会的义务。后来，在105年，他在6月4日离开了罗马，因此，也缺席了阿弗拉尼乌斯·德克斯特死后的会议，阿弗拉尼乌斯是在6月25日去世的。[170]在《书信集》4.12中所描述的会议确实是在105年举行的，但几乎不可能在6月4日之前。[171]有关指控瓦伦努斯·鲁弗斯[172]的信件基本可以肯定时间是在107年早期，很可能直到那时，图拉真才返回罗马。[173]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信件中第三封提到他缺席，而到最后一封信件的日期为止，他肯定在罗马或在附近的地方。[174]《书信集》6.19很难确定日期，但同样如果提到的选举是在107年发生的，所描述的会议时间内图拉真也许仍然在罗马以外的地方。不然，在两次他显然没有出席的会议中，其中一次是在夏天举行的，出席率只要求达到法定人数，另外一次可能是在同样的时间举行。[175]其余的会议中，只有3次他需要参加，却显然没有参加——都是在105年早期。[176]要推断他整个任期时的出席情况，这些资料显得太单薄，问题仍然有待研究。

关于康茂德的出席，我们无法描述。[177]很遗憾，我们也无法了解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在巩固地位后的出席情况，我们只知道在205年1月普劳蒂亚努斯下台后，他确实出席过元老院。[178]埃拉加巴鲁斯的一些出席情况有所提及，[179]但他的做法不清楚，塞维鲁·亚历山大[180]也一样。但总的来说，3世纪为止，皇帝很少出席会议的观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证实，塞维鲁王朝的统治者据说颁布了法令，规定每月初一和艾德斯日（3、5、7、10月份的15日，其余月份的13日）为常规会议日。[181]这样的出席频率仍然很惊人，即使除开两种情况：一是皇帝参加元老院会议的同一天需要时间处理自己的事务，还有就是他离开了罗马。

我们对朱里亚-克劳狄王朝之后皇帝出席审讯会的情况所知甚少。如我们所以为的，通常皇帝会考虑出席的审讯和叛逆罪有关。图拉真会在100年1月主持马吕斯·普利斯库斯索贿罪（saevitia）的审讯绝对不同寻常。[182]但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他的出席很可能是一次意外，他也没有再参与这样的审讯：从普林尼的描述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审讯过程中，他没有主动提出过意见。[183]但是，据狄奥说，图拉真是准备以叛逆罪的罪行将被告带到元老院面前的。[184]图密善因为一直这么做而赢得了不好的名声。[185]狄奥后来暗示说，奥略留不会亲自参加他煽动的叛逆罪审讯。他也告诉我们，塞维鲁没有参加阿波尼亚努斯的审讯。[186]但塞维鲁显然亲自确定了狄第乌斯·朱利安朋友的罪行。[187]

虽然皇帝会在之前推荐候选人，但他们很少会在选举日参加元老院会议。而图拉真确实在100年主持了选举，《奥古斯都史》说安东尼：“为他自己或他儿子谋求职位时，都是作为普通成员出席的”[188]——意味着他亲自出席了选举。《奥古斯都史》还说马库斯·奥略留经常出席选举，而且一直待到结束。[189]

从帝国时期刚刚开始，正式的权力和不正式的权威都将皇帝和他的元老同事们分开。作为元首以普通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并让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参与激烈的争论，是根本行不通的理想，仅仅延续到克劳狄王朝时期结束。实际上，元老不能成为皇帝的“头领”，如提比略曾经这么称呼他们。[190]公平地说，有些皇帝一直以普通成员的身份出席，到2世纪末佩蒂纳克斯为止。但这些出席只有在皇帝参与辩论时才有价值。然而，毫无意外，没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好”皇帝确实努力自觉出席会议。其他皇帝——“好的”和“坏的”——他们的表现则讳莫如深。除了极少的例外，一些叛逆罪的审判是他们唯一会参加的会议。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关心判决的结果——只是说他们避开了大部分听审。同样，他们也很少参加元老院的选举。但至少在帝国时期末，所有能够参加的皇帝都亲自出席了他们的登基仪式，还有一些重要的会议，但就这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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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日常事务

元老院会议地点和出席情况已经回顾，本章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考察会议总体安排。尤其是讨论一整年周期性事务的处理，讨论会议的频率和时长有助于重新评价当前关于元老院很少集会，匆忙料理事务的误解。[1]

第一节 召集会议

一直以来，元老都可以非正式的方式召开会议，经审议后通过某项决议，即经过考虑的意见。[2]奥索时期的元老在69年皇帝死后不久似乎就是以这种方式在穆蒂那集会的。[3]在罗马也一样，40年1月1日，虽然没有符合资格的元老官员主持，元老们还是召开了会议，但没有处理任何事务。[4]同样，在81年提图斯死的时候，他们还没等召集会议就抢先赶到元老院，一边开始赞扬死去的皇帝，一边等着元老院的门打开。[5]但要通过一项有效法令的话，元老院必须由元老官员或保民官召集会议。[6]根据瓦罗为庞培在公元前70年加入元老院时编纂的手册，如下的人员具有权利召集会议：“皇帝、执政官、副执政官、平民的保民官、临时执政者和罗马总督。”[7]实际上，在帝国时期只有执政官、副执政和保民官还存在。作为最资深的官员，执政官是主要的会议召集人，[8]当然，有他们信使（viatores）的帮助，正如在共和时期时那样。[9]盖利乌斯暗示说，执政官召集会议是惯常的做法，[10]这一点在40年1月1日得到进一步证实，当时皇帝盖乌斯为执政，但不在罗马。他没有其他同事，因为另一位指定执政官在就职之前死了，还没有人接替，使得会议召集出现困难。据狄奥记载，那天没有哪位副执政或保民官敢召集会议，直到1月3日，副执政们才鼓起勇气联合召集了会议。[11]加尔巴去世、奥索登基、还有70年1月1日那天，是由城市副执政（praetor urbanus）召集会议的。[12]在提到的第一个例子中，两位执政官都在那天早些时候被害（加尔巴和维尼乌斯）；而奥索登基时，两位执政官都不在（维斯帕先和提图斯）。之后，70年初期的会议都由担任副执政的图密善召开。[13]在222年1月1日，城市副执政担任了很多埃拉加巴鲁斯作为执政官的职责。[14]

在极少的时候，当执政官和副执政都缺席的情况下，如果需要召集会议，就由保民官执行。狄奥记录了218年一起这样的例子，虽然他补充说，保民官召集的会议大部分都被忽略，这点毫不惊奇。在[15]紧急情况下，保民官可能不会等待其他的元老官员采取行动就召集会议，比如在14年时，一位广受欢迎的演员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而罢工导致了动乱。[16]在42年，另一次不那么紧急的事件中，其中一位保民官去世，其他的保民官也没有等待执政官采取行动（虽然执政官当时在罗马）就主动召集元老院会议选举了一位继任者。[17]在32年和33年，塔西佗还各提供了一个例子，一次是保民官，另一次是副执政召集了会议，即使当时执政官都在。[18]但在两个例子中，也很有可能这些元老官员得到了主持执政官的允许提出议项。保民官有权利这么做，而副执政得到的许可则是一项特 权。[19]

因为皇权所有皇帝都能召开元老院会议，并且次数频繁。以这种方式召开的会议都依照《维斯帕先皇室法令》规定，有完全合法的依据。[20]赋予皇帝和其他一些人的保民权（Tribunicia potestas）也承认了他们召集会议的权利，但似乎很少使用。提比略在14年奥古斯都死的时候以保民权召集了元老院会议，可以看作他谨慎行事的一个标志。[21]

据盖利乌斯描述，2世纪中期通行的做法是将召集会议的通知（谕令）[22]送到“元老和那些有权到元老院发表意见的人”手中。[23]在共和时期，每次会议的召集通知都必不可少，因为会议时间和地点通常都不固定。在帝国时期，不仅会议时间从公元前9年开始固定，我们还发现朱利亚元老院越来越多地（虽然不是没有变化）作为的会议地点。但即使是定期会议，地点的确认通常还是需要，而不管什么会议，长久以来的传统要求递送会议通知这点还是合理的，不管最后证明通知怎么不必要。有少量的资料证明这种做法至少持续到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提比略作为执政官在公元前7年1月1日送出的会议通知很重要，因为会议地点的选择看起来非同寻常。[24]奥古斯都后期，奥维德说在1月1日“以传统的方式召集元老会议”。[25]相反，根据狄奥的记载，似乎40年1月1日的常规会议并没有召开，详细原因是没有副执政和保民官（按照顺序是由他们召集）愿意发出会议通知。[26]这种会议的召集太平常，因此我们的资料中不太提及并不奇怪。但塔西佗确实讲述了执政官在9月16日召开艾德斯日的常规会议，[27]说明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在会上讨论（事实上是立波·德鲁苏斯的审判）。自然，这次会议要求高出席率，而通常会议的事情并不是很重要，出席只需要达到法定人数就可以。[28]

只要出席人员达到法定人数，会议一旦召集便马上开始就是合法的，在帝国时期，有些特别的会议显然也这样召开。14年，为了一位演员罢工要求加薪而发生民众暴乱，保民官在当天召集元老院会议一点都不奇怪。[29]没有会议通知说明召集的只是离元老院不远的人。当然，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没有正当理由离开的元老都应该待在附近，可以随时召唤。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些元老确实住在附近。[30]其他元老的住处分散到城市各处。[31]会议召集完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说元老们会跑着赶过来以免迟到。[32]奥古斯都在公元前4年给昔兰尼的《元老院法令》表明，那些住在距罗马城20英里内的元老有资格当选为陪审员，在紧急通知下听审地方总督的勒索案。[33]

零碎的证据表明，同共和时期一样，[34]会议通知的形式可能有好几种。盖乌斯显然会费心事先写下希望在会上讨论的事情的大纲给所有元老。[35]狄奥在讲述他那个时代的事件时，暗示说佩蒂纳克斯的死讯一个个通知到了元老，召集他们当晚参加会议。[36]但可能更经常的做法是以公开宣告的方式召集会议，元老或他们的侍从会听到通知。[37]据约瑟夫说，盖乌斯死的那晚就以这种方式在混乱中召集会议。[38]同样，苏维托尼乌斯讲述了克劳狄乌斯在有人几次企图谋害他的惶恐下，派出传令官（praecones）飞速召集元老院会议。[39]可以肯定，在危急情况下，根本没有时间手写通知召集每位元老。

宣告的方式多少暗示了元老官员召集元老院会议讨论的事情。奥古斯都死后，据说提比略在发出的传令中特别仔细地注明了要讨论的事情。但在16年听说执政官召集元老审判立波·德鲁苏斯的时候，只是“额外提到要讨论的事情很严重很糟糕”。[40]24年，审判希利乌斯的时候，传令用了“特别严肃的措辞”[41]召集会议，但我们不太清楚通知上说了什么。毫无意外的是，在41年盖乌斯被暗杀时，执政官蓬波尼乌斯冒犯了忠诚于皇帝的部队，因为他“以自由的名誉”发出会议通知。[42]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大多数会议前的公告最多让元老对要讨论的事情有个大致的提示。话虽这么说，罗马的元老其实是一个关系紧密的小团体，如果其中有人特别希望得知更详细的会议安排，通常找到正确的探听途径也不会很难。

第二节 会议时间和时长

没有必要再多费唇舌指出通常一位勤奋的罗马人从日出前就开始在家中劳作，天刚破晓就开始忙于公务。在皇帝中，维斯帕先从一大早开始工作一点都不出奇。[43]而据狄奥记载，19年1月1日，诺尔巴努斯甚至在黎明时分抽空练习吹喇叭，然后再去上任，开始执政官的工作。[44]在拂晓，甚至拂晓之前，都可能召集正式会议，[45]比如提比略遗体的陈列，提里达提斯得到尼禄的隆重接待，维斯帕先和提图斯胜利游行的开始。[46]

根据法律，元老院任何法令不能在黎明前制定。[47]因此，严格来说，元老院并未禁止在晚上集会，在帝国时期召开过一两次这样的会议。约瑟夫说会议是在盖乌斯被害后混乱之时召集的，而讨论到黎明时分还未得出结果。[48]据欧特罗皮乌斯说，提图斯死时大家都很悲痛，元老们甚至冲进元老院开始颂扬他，即使当时仍是晚上。[49]在192年末，也是在晚上，佩蒂纳克斯召集元老院，向他们宣布他登上皇位。[50]

然而，通常情况下，一般认为，晚上处理公务不太合适，[51]黎明是会议可以开始的最早时间。从不少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会议确实有这么早开始的。即使普林尼描述图拉真在100年1月1日开始担任执政官时迫不及待，别人认为他言辞夸张，算不得 数，[52] 但上面提到狄奥的例子确实进一步证实了会议在黎明时分开始（关于诺尔巴努斯吹喇叭的事），还有他描述的31年10月18日塞扬努斯倒台一事。[53]塞内加在讲述科苏斯时，也暗示了会议在一大早开始，他说这位提比略时期的城市执政官在前一晚聚会后来参加会议，在会上睡着了，叫也叫不醒。[54]科苏斯需要按照弗朗图向奥略留提出的建议一样：在参加元老院会议前一晚好好睡一觉，第二天才能精神焕发地参会，在会上声音洪亮地发 言。[55]

当然，会议开始的准确时间要根据主持元老官员或其他重要人物的到来为准，还有跟随他们一起的护驾。当执政官到位后，会议通常也不是马上开始，先要在卡匹托山上完成特定仪式。[56]但是，因为所有会议都限制在白天，如我们一会儿会看到的那样，延迟开始既不方便，大家也不愿意，特别是在冬天。尤利乌斯·恺撒的犹疑不决导致了公元前44年3月艾德斯日（15日）定期会议灾难性的延迟。[57]埃拉加巴鲁斯的脾气反复无常，222年1月1日那天，一直到第六时辰（就是临近中午）的时候，他这位执政官才答应去元老院，随行的还有他的表兄亚利夏努斯。[58]不然的话，只有危急情况发生时，会议才会在较晚的时候召开。比如31年10月18日，需要召集第二次会议判处塞扬努斯死刑。[59]皇帝死后又召集了4次会议，以尽快确定继任人。因此，尼禄登基的那天（54年10月13日），在第六和第七时辰之间，向卫兵表明身份后，才进入元老院，他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60]69年1月15日，经过一天漫长的血战后，元老院才集会将权力授予奥索。[61]同样，佩蒂纳克斯死后，在禁卫军营的拍卖结束，[62]元老院也是在晚上（193年3月末）才召集会议确定狄第乌斯·朱利安的地位。96年9月18日，图密善被杀后召集会议的时间也不可能早，事实上，我们知道那次会议一直持续到第二天。[63]69年12月，维特里乌斯死的那天，召集晚会的想法都因大批在任官员和元老的“失踪”而遭罢免，不管怎样，黄昏已经降临。[64]

根据瓦罗的记载，日落后制定的法令都无效，[65]塞内加也反对工作过度，他提到一条旧时的规定说第十时辰后不许再提出新的议题。[66]普林尼也提到，元老院的听审持续到傍晚之后是不寻常的。[67]因此，第一天审判尤利乌斯·巴苏斯的时候，他为被告的辩护演说给打断了，被迫将剩下的一个半小时演说延迟到第二天早上。普林尼还提到比提尼亚的起诉人塞奥法尼斯同样还剩一个半小时的内容没讲完，但已到傍晚结束时间，他要求延长会议，让他在当天讲完，本来众人对他的印象不好，这样一来，毫无疑问，他更令人讨厌了。天黑后，灯被拿了上来。[68]

狄奥暗示说，盖乌斯被杀后马上召集了会议，并持续了一天一夜还是没讨论出结果：但这是一次异常危急的情况。[69]因此，虽然会议很少持续到黄昏之后，到傍晚就结束，但显然会议经常开到黄昏，特别是在听审的时候。塞内加确定了这种普遍的观点：“能者多劳，元老院经常一开会就是一整天”。[70]元老们每年1月1日似乎经常被留到傍晚，忍着倾听朗诵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的某些演讲词——换句话说，会议足足有9个小时，如果他们真的从日出坐到日落的话，[71]直到42年，克劳狄乌斯才废止了这种做法。埃比克提图简单描述了一位刚当选为保民官的人，参加了为他举行的接待会，当回到家时，夜幕已经开始降临，灯已经点上。[72]同样，据《奥古斯都史》记载，奥略留以在选举日待在元老院直到夜晚来临而出名，等着执政官解散会议。[73]

元老院会议持续时间长尤其是因为程序的累赘——特别是征询意见环节，（如下章会提到）每位成员都会被问到他对事情的看法，而且可以自由表达对这件事或其他他愿意讨论的事情的看法。另外，还因为每年常规会议的次数太少，可以想见，在繁忙时期要处理的事情堆积，造成会议内容太多，元老院有时不得不在常规会议后紧接着另外召集会议来完成事务。总的来说，从以下的事例中可以看出，每年1月1日的常规会议局限在讨论正式事务上会造成那个月后面的压力。更具体地说，56年3月1日，本来预计的事情无法在那天完成，必须在第二天专门会议上解决。因此，在3月2日，而不是1日，可能他们原来通知是在1日，阿利亚托利亚·塞尔西拉的亲戚才能够替她提出免除《禁止收购房屋后摧毁获利的元老院决议》（SC de aedificiis non diruendis）的责任。[74] 我们不知道3月1日时什么事情出乎意料占据了那么长时间，虽然我们禁不住猜想那天是元老们第一次提出自由民的罪行，毫无疑问，对所受的委屈很多成员喜欢趁机张扬他们洋溢的热情和口才。[75]这只是猜想。但是在177年晚期写给米利都的信件中，奥略留和康茂德确实特别提到那天元老院长时间的会议，城市的请求在那天得到了批准，这点和我们从别处得知马库斯谨小慎微在会上提及此议题的事实相符。[76]相反，44年9月22日需要专门召开会议通过《禁止收购房屋后摧毁获利的元老院决议》仍是个谜。[77]很难相信那个节日月份艾德斯日的日程居然排得如此满，以至需要在10月份开始之前召开第二次会议。除非关于拆除房屋或其他事情的争辩已经占据过多时间，造成全速解决这个问题的压力。我们只能猜想383位元老中很多提前结束夏季休假来参加会议，因为他们都是地产所有人，担心作出的限制有可能损害到他们的利 益。

有时候，会议确实会提早解散，[78]但也可以说定期出席会议是艰难的工作，特别是希望元老准时出席形成惯例后，他们要从会议开始一直待到会议结束。[79]一天的会议中，毫无疑问在适当的阶段有短暂合理的时间休息，但没看出他们有长时间的休息。因此，弗朗图年迈的时候，以在元老院度过辛苦的一日作为没有早点给奥略留写信的理由，[80]他的理由肯定是真诚的。虽然如我们所见，一位高层的罗马人会很早起来工作，但他通常不想在用完午饭后长时间工作，饭后是午睡时间（至少在夏天是这样）。比如，79年，老普林尼还在米仙楠担任海军舰队司令（praefectus classis）时，他的工作、沐浴、午餐和午睡都在第七时辰之前完成，而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在中午过后（第六时辰）干的活很少，或者没有干活。[81]第十时辰后，塞内加认为不应该再提出新的议题，这个时辰通常是上层阶级家里用晚餐的时候。[82]

没有资料指出元老院听审会通常具体是在什么时间开始，虽然据普林尼的描述认为通常是在黎明开始。确实，马提尔写到法庭人员在第三时辰已经就位，[83]但是根据在赫库兰尼发现的出庭保释金记录，追溯到维斯帕先统治时期，法庭人员要在第二时辰城市副执政到来之前出庭。[84]但是没有可靠的理由认为元老院审讯和其他会议不一样，在不同的时间开始。

塞内加说元老院坐了“一整天”指的是大概9到15个小时，根据季节的不同而不同。但实际上，我们只能从普林尼参加的两场听审会记录形成每次会议时长的具体印象。因此，他的描述在这方面特别让人感兴趣。第一场审讯，马吕斯·普利斯库斯的审讯，在99年秋开始，然后在随后的1月份末又持续了3天，第三天元老们坐了多久不清楚，但是前两天每天都持续了9到9.5个小时。第二场尤利乌斯·巴苏斯的审讯是一次更严峻的考验。审讯在103年的1月底或者2月份的前3个星期开始，要求听审人员连续3天分别坐上大概10到10.5小时、11.5小时和9小时，再加上一天或两天听证人证词并作出裁决。[85]

像这样连续几天不间断的整天会议在元老院会议中并不常见，但也不是极罕见的例外，特别是听审会比较多的情况下。不管怎么说，如此长时间的会议肯定给听审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对他们的耐心和毅力是极大的考验，特别在罗马社会，如我们所知，重要的工作在午后通常不再进行。有人反复地提出有必要精简法庭程序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86]在指控凯基利乌斯·卡尔西库斯和其他人的复杂案件中，普林尼考虑到律师和法官可能因长时间的听审而头晕脑转，精疲力竭是对的。[87]其他时候，参审员表现出极端行为部分是因为会议冗长造成的压力，即使是最冷静的人也难免如此，我们将会在下一章讨论这一点。此外，可以想见，仅仅是会议的时长——也不用提会议的次数——就足以打消一些成员定期出席的积极性了，他们觉得难以忍受这种耐心的考验。话虽如此，我们也应该记住帝国时期受过教育的有闲阶层对雄辩术的重视。对很多元老来说，听普林尼或弗朗图这样的人不停地演讲几个小时是一种乐趣，而不是受罪。[88]长时间的演讲也不仅仅是元老院的特征。比如，普林尼在一封给元老同事的信中说起他曾经在百人法庭中一口气讲了7小时，[89]但我们或许希望马提尔谴责辛纳在法庭上做了10小时的演说只是诗人的一种修辞想象。[90]

第三节 会议的机密性

元老院会议有多机密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让人尴尬的是无法提供明确的答案。一方面，元老院会议是公开的会议（publicum consilium），[91]不是采纳皇帝诸多决定的秘密会议。但我们也知道会议从来都不是完全对大众公开，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审讯会——非成员可以出席会厅，并且显然不会禁止法令通过后马上公之于众。相对完整的会议情况会记录在《元老院纪事》中，但奥古斯都禁止发行。会议事项还是会公布在《官方每日公告》（populi diurnal acta）上，但我们不知道内容是怎么挑选和公示的。[92]

虽然会议从来都不公开，在通常情况下，它们也算不上机密。特别是朱利亚元老院，大部分会议召开的地方，位于罗马的中心。[93]因此，49年，在维特里乌斯要求元老院允许克劳狄乌斯娶他的侄女阿格里皮娜之后，一些元老冲出元老院说他们要强迫皇帝娶她，附近聚集的一群“闲杂人员”[94]马上就嚷嚷开了。但不管用哪个会厅，门通常从头至尾都是开着的，因此，人们可以，也确实会，聚集到门槛边，聆听会上说了什么。在埃拉加巴鲁斯本人到罗马之前，他先派人送了一副自己身着东方祭司服饰的巨大画像到那，以便元老院和众人习惯他的在场，他精心挑选了位置，将画像挂在朱利亚元老院胜利女神雕像的上方。[95]观看的人从几道主门口望去就可以看到新皇帝在正前方俯视他们。奥古斯都恢复了古代的传统，开会的时候特地让元老的儿子站在门边，以便学习怎样处理国家事务。[96]因此，16年，霍尔塔勒斯采取策略，在会上向提比略请求经济援助的时候，让他的4个儿子站在帕拉蒂尼的元老院门口。[97]而根据之后普林尼的记载可知，按照传统，元老院候选人也是站在门口学习的。[98]

既然元老院的事务经常引起公众浓厚的兴趣，开会的时候，很多情况下，都会有一大群人聚集在元老院外面。我们得知，公元前27年，保民官安普迪乌斯企图在元老院会上要将自己“奉献”给奥古斯都，但被后者阻止，安普迪乌斯于是跑出门外，走到人群里，强迫他们“奉献”自己。[99]盖乌斯登基的时候，元老院外面的人群欣喜若狂，以至在将权力授予他的时候冲进了元老院。[100]后来，在卡西乌斯·卡瑞亚走进元老院的时候，似乎有人在人群中喊叫，他受到激励，坚定了谋害盖乌斯的计划。[101]

虽然不让进元老院，怀有敌意的群众还是可以在外面清楚地表达他们的意愿。公元前22年有个极端的例子，据狄奥说，当时群众想选举奥古斯都当独裁者，“他们堵住了元老院，强迫元老们按他们的意愿投票，威胁说要不然的话就将他们烧死”。[102]而在公元20年审判庇索的时候，群众威胁要私刑处死被告，如果不判他死刑的话。[103]4年后，维比乌斯·塞利努斯起诉他的父亲招致大众的不满。[104]29年，一群人在元老院外示威，反对提比略以任何形式指控他的亲戚。而在61年，罗马总督（Praefectus Urbi）被他的一位奴隶谋杀后，元老们在争辩将他一家人判处死刑时，引起了几场动乱示威。[105]193年，狄第乌斯·朱利安第一天担任皇帝的早上，在他进入元老院的时候，众人大声叫喊对他的仇恨：据说，当时的叫喊因周围建筑的回声听起来更吓人。[106]238年，元老院在朱庇特山选举巴尔比努斯和普皮恩努斯作为皇帝的最终会议结束后，外面的群众反应激烈，对宣布的会议决定不满，以至最后不得不选戈尔迪安三世作为皇帝，安抚民意。[107]相反，据普林尼记载，103年，被指控犯勒索罪的尤里乌斯·巴苏斯被无罪开释，群众兴高采烈地热闹庆祝。[108]

元老的演讲或投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外面群众态度的影响，我们从来都不太清楚。不过，可以肯定，当有些皇帝担心元老院里面的成员或外面的民众惹麻烦的时候，他们会派一支手执武器的军队驻扎在元老院周围，不让民众靠近。20年，审判庇索的最后阶段肯定有士兵在场，因为我们听说，为了防止群众的伤害，被告是用一台轿子抬回家的，由一位禁卫军保民官（Praetorian tribune）护驾。[109]同样，31年塞扬努斯倒台的那天也有侍卫在场，32年的时候显然也有侍卫在场。[110]据说，66年，审判特拉塞亚·培图斯的时候，尼禄也采取了防护措施。在一篇修辞学的文章中，塔西佗暗示说，图密善不止一次采取了防护措施。[111]193年，狄第乌斯·朱利安为了在会上让大家认可他夺取的权力，显然，不仅仅在元老院外，甚至在元老院内，也驻扎了士兵。[112]

很不舒服地站在门边的观众实际上能听到多少会议内容，这当然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每位发言人的位置，声音的大小，他面对的方向，里面与会者的专注程度，还有外面人群的多少，周围吵闹的程度。如我们所知，奥古斯都和普林尼显然认为站在门槛上聆听是有益处的，可以了解事务的处理状况。100年，第三天审判马吕斯·普利斯库斯的时候，元老们站在主席台旁边，而不是，比如说，站在通道的中心，多少是为了不挡住旁观者的视线。[113]相反，希律的描述暗示了238年的一次会议时，旁观者看不到什么东西，除了那些胆大的跨过门槛，走进元老院会厅的人（那一次确实有两、三个人这样做）。[114]但是，我们也得知那天有许多人聚集在元老院外面，关于这件事的记述还有许多难点，这点我们之前讨论过。

在门槛边并不总是能听到很多东西，但毫无疑问，一位非成员除了研读相关书面材料，和元老成员讨论的准备之外，还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普林尼和他之前的西塞罗一样，很乐意为元老和非元老成员提供元老院事务的完整记述。177年左右，附在皇帝谕令后关于削减角斗士表演费用的第一发言人意见（sententia prima）成了一起不同寻常的事件，显然没有事先征求皇帝的意见，而同时内容遭到泄露。后来，递送第一发言人意见的元老提到高卢祭司听到“谣言”时的高兴样子。[115]在共和晚期（那时元老院还没有作为法庭，因此允许非成员旁观的机会比起帝国时期允许旁观审判的机会要少得多），瓦罗为庞培在公元前70年进入元老院写了一本指南手册，后来大家或迟或早都有机会阅读。还有一位元老阿泰乌斯·卡皮托在奥古斯都时期写了《论元老的职责》（De Officio Senatorio）。[116]前面提到过，从公元前59年起，会议的记录会公布在《元老院纪事》中。这条惯例被奥古斯都取消了。但普林尼仍然可以求助于他的律师朋友狄第乌斯·阿里斯托，元老院程序的大专家，虽然狄第乌斯几乎可以肯定不算是元老院成员。[117]据说，写了《元老院法令》的尼克斯特拉图斯也不太可能是元老，如果（看起来有可能）他就是2世纪中的诡辩家奥列里安努斯·尼克斯特拉图斯。[118]然而，除了他的文名，他还有元老院的朋友和学生，并得到皇帝的尊敬。凭着对历史的兴趣，1世纪的作家阿斯科尼乌斯[119]和2世纪的作家阿皮安[120]也是另外两个非元老院成员，他们也进入了元老的圈子，并且显然费了一番工夫熟悉元老院的运转方式。在评述西塞罗演讲时，我们发现，阿斯科尼乌斯仔细地向他年轻的儿子们解释元老院程序的细节。[121]

共和时期封闭会议或机密会议也许主要是讨论战争与和平事宜。[122]在帝国时期，很少有召开这种机密会议的必要。但是提比略、尼禄、图密善、狄第乌斯·朱利安如果说不上正式，至少也是有效地召开了一些秘密会议，将士兵驻扎在元老院周围，据我们所知。在3世纪，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也在普劳蒂亚努斯倒台后召开了一次特别的秘密会议。[123]在238年，接到戈尔迪安逝世的消息时，也召开了另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地点是在卡匹托山上朱庇特神殿的内殿。[124]据《奥古斯都史》描述，元老院法令宣称马克西米努斯为公共敌人，宣布戈尔迪安为皇帝也是一次秘密会议（“元老院决议机密［senatus consultum tacitum］”）。[125]书上宣称这条决议有先例，但没有一条为人所知，《奥古斯都史》此处的例证最好还是置之不 理。

总的来说，《官方每日公告》的公布通常是让非成员熟悉元老院程序的唯一官方途径，那些希望了解更多当前事务的人几乎都可以自由地去了解。但是他们必须到罗马来，一旦到了罗马就可能有机会结识元老成员，也可以尽量站在元老院门口聆听会议。

第四节 年度事务安排

公元前9年的《朱利亚法》（Lex Julia de senatu habendo）中进行了一项革新，即元老院会议应该在规定的日期定期召开，如狄奥记载：

奥古斯都下令元老院会议应该在固定日期召开。以前的会议看来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元老们经常缺席。对此，他规定了每个月（两次）[126]的常规会议，元老必须参加——至少那些法律要求参加的人要出席——所以他们不可无故缺席，他下令任何法庭或其他要求他们出席的会议不能在常规会议期间举行。[127]

苏维托尼乌斯也作了如下描述：

奥古斯都鼓励那些经过挑选并批准成为元老的人更虔诚一些，不能随意推卸责任，规定每位元老要在选定作为会议地点的神庙里，在祭坛上焚香上酒；常规会议（法定元老院会议）一个月不能超过两次，在初一或者艾德斯日召开；9月和10月，元老不用参加会议，除了那些抽签选上的人为了凑齐法定人数参加会议通过法令。[128]

所有这些记载都未能完整准确地描述元老院一年的会议，理由我们很快就能明白。不巧，维泰尔博的日记残章证实了有一次常规会议是在10月1日召开的，日期极可能追溯到3世纪。[129]但除此之外，我们只有晚得多的资料了，一直到4世纪和5世纪，那时的做法和以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30]因此，本节的目的是将帝国时期周期性事务的年度日程拼凑完整。

年度会议通常是在1月1日开始，新任的常任执政官会和所有副执政和市政官一起进入元老院，[131]受到大家的欢迎，给予他们“祈祷、庆贺和恭喜”。[132]执政官在清晨的时候由一大群元老和其他人陪着过来，一天结束后，又陪着回去。在朱庇特山上完成祭仪后，会议接着开始。这些仪式似乎在补任执政官就职时也一样：至少奥维德是这么想的，16年，蓬波尼乌斯·格莱西努斯任补任执政官时，他表示过祝贺。[133]

1月1日的会议通常包括“向皇帝”宣誓。我们听说，早在公元前29年，元老就已经开始了向屋大维宣誓的习俗。[134]据狄奥说，这种习俗直到3世纪早期还在继续。[135]根据皇帝的意愿，宣誓的形式和方法会有很大不同。提比略特别要求元老发誓遵从奥古斯都定下的法规，但不会允许他们发誓遵从自己的法规。[136]克劳狄乌斯也继承了提比略的做法。55年尼禄当执政官时，没有要求他的同事安提斯提乌斯“向他的法令”（in acta sua）宣誓，[137]这被认为是给了他极大的面子。有一段时期，元老显然是一个个宣誓的，虽然在32年，据狄奥说，宣誓时是让一个人朗诵誓言，而其他人只要表示同意就可以了。[138]因此，32年1月1日那次和以后盖乌斯时期又回到以前的做法让人觉得新奇。[139]在克劳狄乌斯时期，每个元老官员团的一位代表会替他的同事朗诵誓言。[140]在提比略和盖乌斯死后，誓言中都不再提及他们。[141]不管在哪个朝代，元老到场庄重宣誓无疑很重要，66年特拉塞亚·培图斯在新年会议时缺席遭到指控一点都不意外。[142]

除了宣誓，1月1日的会议传统上也被看成是一种节日庆典，和当天欢乐的气氛相契合。[143]元老希望会议内容是形式上的，不会引起争议——比如，执政官向皇帝表示感谢的发言。[144]事实上，到42年为止，会议一整天都被朗读奥古斯都、提比略、也许还有盖乌斯的发言占据了。克劳狄乌斯很仁慈，一有机会就将这个传统给取消了。[145]提比略的风格很严厉，会在会议上提出案例，下达判处死刑的命令，将新年的欢乐气氛全毁了。[146]只有在危急的情况下，才会讨论有实质性的事情，比如193年佩蒂纳克斯的登基。据塔西佗描述，会议内容到70年1月1日大体还是形式上的，如普布利乌斯·塞勒的审判，原定在69年末“第二天”（即接下来元老院召开常规会议的那天）进行，但是被推迟了。[147]在99/100年时，对马吕斯·普利斯库斯的审判也同样被推迟了。[148]

可能在1月3日元，老院会为保证皇帝和他家人的幸福安康宣誓，虽然不会因为这个目的召开正式的会议。[149]

很明显，从公元14年起，元老官员在元老院中选举。[150]但举行这样的选举，时间很难确定，我们需要暂时先考虑这个问题。关于选举时间在1世纪的时候主要和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执政官有关，而且没有固定的模式。确实，至少在以反复无常著名的皇帝领导下，选举或任命元老官员要确定日期显然不明智。[151]有资料证明，有时不仅常任执政官是在他们就职的前一年选举出来的（如我们所预料），补任执政官也是。因此，在某些年份，常任执政官和补任执政官都是在同一次会上选举，而不是分开选举，正如后面我们了解到的那样。比如40年的常任执政官和补任执政官肯定是在39年选出来的。一位常任执政官在还没来得及上任就死了，而另一位，盖乌斯皇帝，在1月12日辞职，这两位执政官马上由补任执政官代替，他们原计划是要7月份才上任的。狄奥明确地告诉我们，1月1日到12日之间的元老院会议没有处理任何事情。[152]69年的补任执政官显然是在68年6月尼禄死之前选举出来的。[153]

在阿瓦尔祭司团的记录（Arval records）中，维普斯坦努斯·阿波尼亚努斯，59年的常任执政官，在58年10月13日兄弟会的会议中提到他，但没有更多的评论，不过在他参加下一次11月6日的会议时，已经被称为指定执政官，[154]因此，这暗示59年的常任执政官是在58年11月1日指定的。但是57年的执政官选定的日期似乎就没那么肯定。那年11月6日瓦列里乌斯·梅萨拉·科菲努斯，58年的常任执政官，也同样是被称为指定执政官。但他在前一次的兄弟会会议上也用同样的头衔出席，具体日期不知道，因为石碑破损。[155]除非前一次的兄弟会议被挤在1日和5日之间，这样的事情不太可能发生，那么看起来相比58年，常任执政官在57年被指定的时间更早。59年，选举执政官的公民大会（comitia consularia）显然为了尼禄在3月4日召开。[156]

然而，也是从59年，我们找到了一个补任执政官的例子，他是在上任的同一年早期被指定的。作为一名阿瓦尔兄弟祭司团（Arval Brother）成员，塞克斯图·阿弗肯努斯在3月4日出席“为了尼禄的选举执政官公民大会”（ob comitia consularia Neronis）进行祭祀，接下来的一天也是。但这些会议后的下一次兄弟会会议，3月28日，他才被称为指定执政官。[157]不幸的是，单单从这一个例子很难说59年其他的补任执政官也是这样被指定的，或许阿弗肯努斯选举的时间是个例外——比如，可能有人突然死了，他作为接任人。

还有两个含糊的例子。可以从狄奥的描述推测，在37年9月1日上任的补任执政官们是在同一年3月提比略死之前选出来的，[158]但我们无法确定选举是在36年末，还是37年初。同样，巴里亚·索拉努斯，作为指定执政官在52年1月23日提出为帕拉斯授予荣誉，他可能是在51年选出来的，或者就是52年1月 初。[159]

还有更多混杂的资料同样让人困惑，不仅肯定没有说出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选举的固定日期，也没有专门的“选举日”。因此，如果20年打断埃米利亚·莱皮达审讯的节日是著名的罗马节，在9月4日到19日庆祝，那么至少有一位21年的常任执政官到那时为止已经选举出来了，因为在审讯时，德鲁苏斯是以指定执政官的身份出席。[160]相反，当克劳狄乌斯在54年10月13日死时，甚至下个月要上任的执政官显然都还没有选出来。[161]同样在69年（绝不寻常的一年），当维特里乌斯听到他的部队10月底在克雷莫纳惨败的消息，据说他加速选举出70年的执政官，还确定了几年后的执政官。[162]

那么看起来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还没有执政官选举的固定时间。说到地位较低的元老官员，我们的所知可谓一片空白，除了未来的皇帝涅尔瓦在65年4月镇压庇索的阴谋反叛时身份是指定副执政。[163]之后，100年是我们对选举安排有所了解的一年，得益于普林尼的《颂词》。可以合理地猜测（但仅仅是猜测），资料表明，在弗拉维乌斯时期，选举程序有所发展，形成了一套模式，并成为一种标准，延续至今。只有皇帝和其他常任执政官的选举显然没有固定的模式。[164]

据普林尼记载，图拉真和尤利乌斯·弗朗提努斯在100年1月1日就任常规任执政官，自然，他们是在99年选出来的。[165]我们不知道那年选举的时间，但应该注意到后来当普林尼在100年9月任职时，他发表了《颂词》的演说，鼓励图拉真担任101年的第四任（常任）执政官，因此到100年那时为止，他还没有当选。[166]从普林尼的一封信中，[167]我们得知常任执政官至少必须要比同年财务官的选举晚，财务官可能是在1月份选举，在12月份就职，如我们后面所见。在写给朋友米尼修斯·方达努斯（他相信方达努斯会选上担任下一年的常任执政官）的这封信中，普林尼劝说他挑选阿西琉斯·巴苏斯为自己的财务官，阿西琉斯已经当选上那个职位。舍温-怀特根据这封恳求信小心地争辩说，常任执政官应该是在12月5日之前选举出来的，也就是财务官就职的时候。[168]这是可能的，因为从那之后直到新年，只剩一次法定元老院会议（legitimus senatus），而新年的会议出席率并不是很高。但应该承认这种观点并不是全无漏洞。常任执政官要到1月1日才上任，到那时为止，不太可能正式挑选他们的财务官，在那之前，财务官也不可能担当他们的助手。

不管怎样，图拉真和弗朗提努斯在99年的某个时候当选，然后在100年1月1日上任常任执政官，并且很快就在之后的会议中主持选举其他元老官员。这些其他元老官员无疑包括100年的补任执政官，普林尼明确地说到了这一点。[169]此外，那天还有一位候选人是财务官，[170]所以可以合理地猜测在101年1月1日上任的副执政和市政官也是在那天选举，还有100年12月10日上任的保民官。财务官没有明确提到。蒙森提出按照5世纪的做法——一次选举日是在希尔维乌斯历的1月9日，紧跟着另一次是在1月23日，选出财务官——即财务官的选举是在较后的会议上选出。[171]舍温-怀特不同意。[172]但他的两个论点都缺乏说服力。他首先引述普林尼所描述的每位元老官员候选人“要提供见证人和支持者，这位见证人要么是他在军队服务时担任他的上司，要么是让候选人担当过他的财务官，或者同时符合两个条件”。[173]正如舍温-怀特公正评价，第一个条件对希望担任财务官的人是合理的，但不仅仅局限于这些人，也不可能所有竞争财务官的候选人都在军队服务过。第一个论点同样削弱了他的第二个论点——图拉真倾向于贵族家庭成员也是挑选财务官候选人的合理要求。[174]但贵族家庭出身的人在他们职业的任何阶段都会受到优待，不只是在初始阶段。

100年间有两个选举日强有力的论点应该是很难在一天完成普林尼描述的所有元老官员的选举程序。如他所解释，每位候选人先自己发言，然后他叫来的支持者为他发言。[175]甚至是补任执政官也要别人向元老院引荐，[176]虽然他们没有竞争对手，只是确认他们的委任。纯粹为了讨论起见，假设所有元老官员都没有竞争对手，4位执政官、18位副执政、10位保民官、6位市政官和20位财务官每人仍然至少有两场或三场的演说。事实上，执政官以下的所有官职都会有小小的竞争，因此每人演说的场数相对要增加。总的算来，可以说有超过120场的演说，还要加上实际的选举事务。即使限定演说的时长，[177]限定替每位候选人发言的场次，按照舍温-怀特的观点，仍有相当多的工作无法挤在那个月的白天9到9.5小时内完成。假如每场演说严格控制在4分钟，120场至少要花9小时，而实际上在众人激动和混乱的情况下，演说会明显长得多。确实，即使有两天的时间，演说的安排还是很紧凑，因此，《奥古斯都史》描述选举日的会议在2世纪下半叶会一直持续到晚上是很自然的。[178]在《颂词》中，普林尼没有提到第二天财务官选举的会议，这点不必诧异，他关心的是跟他和皇帝都有关的会议。

普林尼没有告诉我们所描述的100年选举日的日期，但可以肯定是在马吕斯·普利斯库斯的审判之前举行，即1月份科尔努图斯·特尔突罗能够以指定执政官的新身份在审判上发言的时候。[179]当然，如果100年选举的安排追溯到图密善时期，选举日在初一和艾德斯日（译注：古罗马历中3、5、7、10月的第15日或其余各月份的第13日）之间，补任执政官就能顺利地接替常任执政官，因为皇帝习惯在艾德斯日辞去常任执政官职位。[180]总而言之，有足够的理由猜测，在拉努维乌发现的日程表碎片——现在丢失了——在1月12日那天提到“sen［---］”,记录的应该是senatus legitimus（法定元老院会议）。[181]选举似乎是那天最可能的安排，可能马上会有人反对说，如果那天元老院选出的补任执政官接替图密善在艾德斯日（就是说选举的第二天）空出的位子，那么公民大会（comitia）就几乎没有时间对将要上任的元老官员进行正式审批。情况确实是这样。但1月12日的定期选举是否真的追溯到那么远，即使是，操作上的困难是否让图密善困扰仍然没有定论。如果他希望保留人民的特权，在上一年选举两位常任执政官的同时选出一位补任执政官就简单得多。不管怎样，按普林尼的描述，将1月12日看作选举日是最合理的猜测。因此，总的来说，下面的时间可能是100年左右元老官员选举的时间。1月1日就职的两位常任执政官是在99年某个时间选举，虽然不一定为选举召开专门会议。但在1月份有两个“选举日”，第一个可能是在1月12日，选举所有补任执政官，他们将在100年任职；副执政和市政官，在101年1月1日就职；保民官，在100年12月10日就职。第二天选举财务官，在100年12月5日就职。虽然缺乏证据，这样的安排总的来说从弗拉维乌斯时期起成为一种模式。按照这种安排，103年1月选举巴比乌斯·梅瑟为指定执政官，这肯定与普林尼记述的那年暮春时审判尤利乌斯·巴苏斯的事实相符。[182]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这种安排，元老就有义务连续参加两天的会议，1月12日的选举和13日的常规会 议。

抽签委任行省总督是元老院整年安排的另一事项，共和晚期是在3月份进行。[183]帝国时期是在什么时候进行没有资料可查，但至少可能是在大概年初的时候，因为根据43年克劳狄乌斯规定，总督们必须不晚于4月15日从罗马出发。[184]这比提比略以前规定的6月1日早了6个星期，[185]而且还要花时间准备。我们有弗朗图着手集合人员的记述。[186]而据帕皮尼安记述，[187]在出发前总督为安全起见可能会要将家具、衣服、药物和其他的东西从市镇的房子搬到乡村住宅。虽然将抽签列入会议程序很正常，但是立法团体人员没有绝对的必要出席：就我们所知，抽签是分开进行的，并没有列入任何会议议题。

苏维托尼乌斯时期的一则事例说明，在帝国时期，财务官仍然会在某一天一起抽签，决定他们在任时要担任的岗位。[188]关于这一点，在罗马圣母大殿发掘的4世纪日程残片保存了12月2日的事项：“II［II non］ quaest（orum）（财务官）sor［titio］（抽签）”。[189]如果这里写的补充资料可以接受的话，我们就有了抽签日期的第一个证据，在财务官12月5日就任的前3天。自然，还是无法确定帝国时期抽签是否在12月2日进行。但因为财务官职位到4世纪为止，与以前相比，最多只算得上褪色的遗物，那么这里记录的日期很有可能是传统的日期。12月2日从来不是规定的会议日，但可以理解的是指定财务官的抽签——严格说来，他们还没有权力参加元老院会议——不应该在那时候进行。那天似乎太接近财务官上任的时间。但是很多人将要去行省，并且离出发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其他人都在罗马履行职责。因此帝国时期抽签肯定有可能在12月2日进行。

大祭司职位提名从帝国时期很早的时候开始就在元老院进行。到1世纪末，普林尼提到每年的某一天会进行祭司提名，[190]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固定下来的。

共和晚期，元老院在每年的2月份将接待大使作为首件要事，并且可能一连坐上好几天听他们发言。[191]因为从别的地方过来的使者，特别是从海上来的，除2月份外，其他月份都不方便，所以不太可能选在别的时候。但可以想见这种安排自古以来都没有改变过，派使者来罗马的区域几乎都在意大利周边。事实上，2月份无疑一直适合元老院的安排，因为大使的报告或者请求可能会影响到3月份行省任务的分配。长久以来，一直到帝国时期，大使都会拜访元老院，也会受到同样耐心的接待。[192]在多大程度上他们现在会选择在2月份来，还有在那个月他们会受到怎样的优待，我们不知道。[193]16年，在争辩休会日（res prolatae）的时候，要去元老院的意大利和行省使节团会先等着，下面将会讨论，但几乎不会晚到4月1日之后。然而，假如总督行省的分配挪到早于3月份的话，大使团计划2月份到达罗马的紧迫感就消失了。不管怎样，只有一小部分的行省总督在元老院选出。

公元4世纪的日程记录了一次常规会议在3月艾德斯日的前一天召开，而不是艾德斯日。避免在艾德斯日召开会议可能是从恺撒被害后不久开始，元老院投票表决不再在那天召开会议。[194]我们知道有2次，或者可能是3次，常规会议准时在3月14日召开。[195]

在共和时期，元老院和法庭有休会期，叫法不同，或者是元老院休息日（discessus senatus），或者休会日（res prolatae），主要在4月份大部分时候（很多日子也被竞技比赛所占据）和5月初。[196]因此，在西塞罗那时，据我们所知，没有会议在4月5日和5月15日之间召开，[197]除非发生紧急情况的年份，比如公元前44和前43年。[198]完全有理由相信，休会的做法一直持续到了帝国时期。各种证据表明，跟共和晚期一样，这一直是一年中坎帕尼亚度假胜地最好的季节，所有时髦的人都会趁机去那里[199]——即使是在公元前44年。[200] 尼禄对文德斯的反叛反应迟缓，其中一个理由很可能是他在3月20日左右才第一次听到消息，正好是在节日季开始之前。[201]加尔巴在塔拉科反叛的消息4月2日才传开，可以推测也是在休会期间。[202]

只有一处具体提到帝国时期休会日的资料还留存，是塔西佗记载在16年间的事。[203]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把这事当作惯例：比如提到提比略主持元老院会议时，他甚至喜欢让元老官员发言，[204]这种做法对2世纪的读者来说显然很陌生，但塔西佗没有加以任何解释。而且塔西佗没有按顺序讲述事情的经过。[205]皇帝通知说他会缺席会议，阿西琉斯·加卢斯挑衅地争辩说，不管怎样，元老院会议还是要继续，而卡尔普尼乌斯·庇索提议说接待各方代表团应该推延，等到皇帝出席的时候。这场争辩可能表明每年这个时候都需要作出决定是否要在休会期推迟法定元老院会议（senatus legitimi）（在4月艾德斯日和5月初一召开的那些常规会议？）。虽然因为资料太少，这种说法价值不大，但帝国时期跟共和晚期一样，在休会日我们所知只召开紧急会议。一次是在65年发现比索念努的阴谋后召集，[206]还有一次是在69年授权给维特里乌斯。[207]事实上，比索念努的阴谋按计划与其说是挑在休会日，还不如说是挑在谷物节（4月12日—19日），以便抓尼禄，这是他少有的在公众面前露面的机会。在4世纪和5世纪的日程上，4月的艾德斯日和5月初一的会议都只是标记在上，但没有评论。帝国时期唯一的另一处提到休会日是法庭的假期，在11月和12月。[208]

没有证据表明奥古斯都在9月和10月休会日为法定元老院会议（应该有4次）作了安排。因为是葡萄收获的季节，而9月份不管怎样都被许多公共节日所占据，[209]所有元老都解散了，除了部分为通过法令而凑够法定人数。要留下来参加会议的元老通过抽签的形式挑选。至少有些人愿意留下来，如果他们已经被选为审讯（quaestiones）的陪审员，他们要在这几个月参会，然后，据我们所知，在11月和12月份休假。[210]可以想见，提比略故意延迟了对塞扬努斯的控告，拖到10月份的元老院会议，那时出席率会比平时要低。显然，9月份和10月份通常是普林尼回他自己庄园的时候。[211]

如果出现关系到全国的重要事情，或者皇室成员中有人去世，那解散的元老必须得回来。两个月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因此休假日在好几年被打断一点都不奇怪。也许每起事件不是非得召开元老院会议，但元老出席公共庆典是人们所期待的。举个极端的例子，从14年开始的10年，休假日被打断达到了5年之多——14年，提比略登基；16年，审判立波·德鲁苏斯；19年，纪念日耳曼尼库斯仪式；[212]20年，审判阿米莉亚·雷比达；23年，德鲁苏斯去世。在其他年份发生在休假日的还有尼禄、图密善和涅尔瓦的登基；卢修斯·恺撒[213]和图拉真的妹妹马尔恰那[214]的去世；145年科尔尼利乌斯·普利西亚努斯的审判；[215]还有非常可能的是加尔巴到达罗马当皇帝。[216]此外，提比略[217]和康茂德[218]都在10月份庆祝战争胜利。44年9月22日，一次特别会议高达383人的出席率让人惊讶，原因仍然未知。不知在哪一年的9月25日也召开了一次会议。[219]最后，虽然我们没有资料，似乎可以合理猜测，图拉真117年8月9日左右[220]在西里西亚去世的消息是在夏季休会期传到罗马的。

也许除了3月15日，没有明显的资料可以证明在帝国时期一年的其他日子里不能召开会议。从萨摩斯发现的和23年有关的铭文断片[221]也许可以解释在这一年9月份艾德斯日的常规会议被故意提前了一天，这么做也许是因为在16年立波·德鲁苏斯自杀后，艾德斯日被定为“假日（dies festus）”。[222]很遗憾，没有其他的会议可以追溯到这些日期，所以我们没有头绪是否23年9月的这种假想成了惯例，如果是的话，又持续了多久。不管怎样，在4世纪常规会议还是在艾德斯日进行。总体来说，关于在“节日（iustitium）”期间不举行会议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223]然而，即使没有法律上的障碍，有些日子通常还是要避开，除非发生紧急情况。我们可以猜测，7月份艾德斯日的常规会议改期是为了不和那天的骑兵游行（transvectio equitum）冲撞。[224]我们也已经从狄奥的描述中得知，奥古斯都安排常规会议时，不让元老有任何理由缺席。[225]我们可以相当肯定是罗马节（9月4日—19日）打断了20年埃米利亚·莱皮达的审判。[226]很有可能，有时候因为皇帝要为已经修好的重要建筑举行落成典礼，造成会议冲突，所以至少要被缩减：比如，我们知道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年8月1日为战神奥托庙落成，克劳狄乌斯在52年的同一天为两条新水道落成，[227]而图拉真在112年1月1 日为他的广场和乌尔比亚·巴西利卡大圣堂举行落成仪式。同样，112年3月1日的常规会议也肯定改期或取消了，因为那天图拉真举办了马戏表演，并宴请元老院和骑士。[228]但除此之外，我们无法具体确认会议在多大程度上——不管是常规会议，还是特别召开的会议——是为了避开竞技、马戏和节日而另外安排的。[229]

总的来说，在帝国时期常规会议的数目不多——最多24次，而且实际上大多数元老有4次或4次以上不必参加。然而，选举的时候总是要召开一次或多次会议，另外还有特别会议。召开这些会议的理由有很多，完全取决于有权召开会议的人，有时甚至通知得很紧急。不仅在皇帝登基的时候，而且每次接到皇帝派遣去征战的时候至少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也许成了惯例。我们发现，在116年2月20日或21日的时候，因为征战，召开了元老院会议，在5月6日，又召开了一次（在休会期），[230]那时，图拉真在东方。至于其他事务，我们注意到，在44年9月22日夏季休会期，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立法，这很不寻常。还可以比较56年8月25日为了类似的目的而召开的另一次特别会议。[231]可以想见，这些会议是想在休会期正式开始之前，争取完成重要事务。但时间的选择对很多元老的耐心是个重大考验，因为从上一次8月份常规会议之后，已经过去12天，他们迫不及待地想逃离城中无法忍受的高温。无论如何，在夏季日子最长的时候召开特别会议更让人诧异。在这个季节，大家都期待常规会议已经足够应付即使是大量的工作。在8月中，有14小时的白天时间，在9月中，有12.5个小时——如果一个活人能不间断地坐上这么久的话。公元2世纪，哈德良收养安东尼·庇乌斯是在138年2月25日的一次特别会议上确定的，[232]但我们没有再听说有额外的会议讨论立法。[233]

让元老们恼怒的是，特别会议上的事情并不总是特别紧急：比如42年，保民官召集元老院会议只是为了选举一位此职的继任者继承已死的成员。[234]52年1 月23日的会议如果算得上特别，[235]看在那些被冒犯的元老的份上，我们希望授予皇室自由民帕拉斯荣誉不只是会议的唯一事项。[236]有些皇帝召开的特别会议证明也没多大的事情。据说，尼禄召集过一次紧急会议，只是为了打断鲁坎的朗诵。[237]

我们之前注意到，在一些情况下，因为没料到的困难或推延（不管是常规会议，还是别的会议），导致没能完成会议内容，元老院不是将会议内容延迟一段时间，而是要求元老们第二天接着召开会议，甚至不止两天。[238]更常见的是，接待大使可能会延续好几天。而审判是额外召开的会议中最耗时的。虽然开始只是召开元老院法定会议（senatus legitimi），[239]但通常都要持续一天以上，因此有必要安排额外的会议。我们知道指控行省管理不当时，通常允许起诉律师有6小时（以水钟计时），被告有9小时发言时间。然后会盘问目击证人，接着是征求元老意见得出裁决，作出宣判。很难相信其他的案件通常花的时间会比这些少，因此总的来说，所有的审判至少要两天，通常是3天。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听审时休庭也很频繁。[240]相反，要迅速解决的问题也可能出乎意料地出现，因此要求马上召开特别会议。比如在107年早期，被告提出要从行省传召目击证人，这种做法前所未有，遭到比提尼亚人反对，导致紧急听审的召开，解决这一纠纷，会议一直持续到第二天。[241]大体上，普林尼似乎认为连续召开3天听审会完全正常。[242]20年审判庇索的时候，我们发现时间分配是根据标准比例安排的，两天起诉，然后，间隔6天后，3天给被告辩护。甚至接下来的普兰西纳的“假”审判也花了两天时间。[243]在指控行省管理不当的案例中，尤利乌斯·巴苏斯103年的审判在短期内花了4天，或者有可能是5天（会议甚至有可能是连续不断的），也不算是不寻常。[244]在一些糟糕的年份——比如32年，在塞扬努斯下台后——元老院的审判肯定非常消耗时间。甚至在25年，塔西佗也谈到了案件的压力，[245]那一年，外交事务也相当繁重，看起来是这样。

虽然多数在位的元老每年可以享受足足3个月或更长时间的美好休假（除非抽签的时候运气不好），可以公平地说，在其余的月份，他们通常都会被召唤去参加大量会议。一场接一场的惯例会议——中间没有长时间的休息，也许除了春季有一个月——和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安排形成鲜明对比，近在1928/1929年的改革目的是让议会每年只需将会议安排在2月份到7月份。[246]当然，议会绝不可能这么悠闲，在很多方面，它和罗马元老院相比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机构：但这种比较至少突出了后者高要求的日常安排。仅仅从帝国时期固定会议不多的总数上推断元老院比起共和晚期集会大量减少，而元老们忙于元老院事务的时间也大大减少是错误的。事务的性质确实改变了，但还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至少进入2世纪后，几乎在所有的年份，元老院法定会议可能只占据了会议的一小部分，特别是元老院现在成立了法庭，之前在共和时期是没有的。

第五节 元老着装

罗马的服装是个很大的话题，但在讲述立法团体日常的篇章时，用简短的一小节讨论元老着装还是合适的。[247]元老服装不仅样式特别，而且还要考虑到在公众场合露面时元老穿着得体很重要。首先，元老阶层的成员有权利穿带紫色宽条纹（latus clavus）的丘尼卡（译注：tunics，束腰外衣）。[248]这或许就是被奥古斯都开除出元老院的人允许保留的“特别的着装”。[249]按照传统，白色托伽（译注：toga，宽外袍）一直是所有罗马居民在正式场合穿的装束，而那些流放的人则一直被禁止穿着。[250]它代表居民的正式装束。但到帝国初期，似乎大部分城民不再喜欢穿这不实用的衣服。奥古斯都竭力想让大家恢复托伽装束，但影响力并不持久。[251]骑士阶层可能继续再穿了一段时间，但实际上托伽逐渐成为元老的特别着装，在整个帝国时期都如此。就衣服本身来说，厚重繁复的褶子在冬天没有暖气的会议厅确实可以起到抵御严寒的作用。[252]

因此，到最后是托伽——而不是紫色宽纹长袍——成了元老的象征。确实，老普林尼抱怨这个身份标识甚至连街上叫卖的小贩都用上了，[253]墙画也证明了不同宽度和颜色的条纹在整个意大利社会都很普遍。[254]盖乌斯招待的一次宴席上，托伽显然成了赠给元老和骑士的合适礼物。[255]但推测起来，在安博纽斯·西洛（Umbonius Silo）被驱逐出元老院后，他招摇拍卖穿过的托伽是在44年精心设计过的，在其之后的个人生活中都用不上了。[256]据说，尼禄不仅在公共场合穿没有束紧腰的丘尼卡，而且在接见元老的时候穿带花饰的丘尼卡和薄棉围领，因此触犯了众人。[257]据《奥古斯都史》描述，哈德良规定元老和骑士必须在公众场合穿托伽，除了从宴席回来时。[258]如果同样出自此书的轶事可信，奥略留时期，托伽是客人参加皇室宴席的规定着装——年轻的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却发现他穿着一件大斗篷（pallium）就来了，让人觉得奇怪。[259]盖利乌斯见证了城中发生的一则故事：当卡斯特里西乌斯（Castricius）——有名的修辞学老师，很得哈德良赏识——在假日会见他的几个学生时，他们都是元老，穿着丘尼卡和轻便斗篷（lacernae）来了。[260]即使是这位严格老派的老师也认为按照良好的传统，这样的装束可以接受，托伽在这样的场合太正式了，但他责备这些元老说他更愿意看到他们穿束腰的丘尼卡和厚重的斗篷（paenulae）。

公元2世纪中期，阿皮安评论说奴隶和自由民的着装一样，只有元老阶层与众不同。[261]根据狄奥的记载确认，3世纪早期，元老在公共场合还是穿托伽的，[262]而毫无疑问，当埃拉加巴鲁斯无礼地打发走元老，说他们是“穿托伽的奴隶”时，[263]这种旧时着装的正式让他的话更伤人。希律提到朱利亚·梅萨（Julia Maesa）的担忧，说那位任性的年轻皇帝可能会穿着不合传统的衣服就踏进元老院。[264]

据狄奥记载，传统“元老院”的象征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穿着丘尼卡和紫色镶边的衣服，头戴王冠”。[265]虽然没有照片保留下来，但罗马钱币和纪念碑上元老院的形象符合这种描述，还有在梅里达（Merida）发现的独一无二的雕像也一样，可以合理地判断是“元老院守护神（genius senatus）”。[266]相反，整个帝国时期希腊钱币上的立法团体形象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传统，最常见的希腊图案是一个没有胡子的年轻人头像，留着飘逸的长头发，有时带着花冠或王冠，而同样普遍的是一位年轻女子的头像。留着胡子的长者头像——更贴近罗马人的概念——在这些希腊钱币中非常罕见。[267]

在位的执政官、副执政和市政官穿镶紫边托伽（toga praetexta），[268]在很特别的场合其他人也可以穿：比如，据说，公元前29年，和屋大维一起庆祝胜利的元老都被允许穿这种服装。[269]

服丧的时候，普通公民通常穿深色衣服。元老也一样，在公众人物去世的时候，发生公共危机或私人紧急事件的时候也穿。比如共和晚期，狄奥描述在公元前53年晚期选举时出现了混乱的局面，执政官“将他们的元老装束放到一边，穿着骑士服装召集元老院会议，就像发生重大灾难时一样”。[270]他说的骑士装束可能是指萨古姆（sagum），一种深色厚重的斗篷。[271]更多证据表明，元老在所有公共活动场合穿深色骑士服装是很正常的，包括元老院会议，皇帝的去世，或者皇室成员的去世。[272]20年，元老官员出来迎接阿格里皮娜运送日耳曼尼库斯的尸体时将标志元老身份的服装除下，这同样也是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273]192年，康茂德命令元老进入竞技场的时候穿“骑士服装和羊毛斗篷”，人们将这看成是他即将去世的预兆，因为如狄奥解释：“我们去竞技场的时候从没这样穿过，除非皇帝死了”。[274]

元老个人面对危机的时候会改变他们的装束，以表示悲痛。16年，立波·德鲁苏斯（Libo Drusus）面对指控寻求帮助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维特里乌斯恳求盖乌斯饶命的时候也是如此。[275]69年，维特里乌斯皇帝的军队在克雷莫纳（Cremona）被打败后，他慌了手脚不知穿什么衣服才好，因为从之前出席元老院会议的记载可知，他是循规蹈矩按照皇室规定做事的人，于是，他一会穿上紫色军袍，佩戴刀剑，一会又换上深色装束。[276]尤维纳尔（Juvenal）不怀好意地宣称，所有的居民领导人都要穿上丧服，如果他们中有人的市内宅邸给烧毁了的话。[277]

长久以来，元老不仅以正式着装显得与众不同，他们的鞋子也很特别。[278]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不适合在这里详细讨论。[279]但应该强调的是，在帝国时期，元老的鞋仍然是这个阶层特有的标志。虽然普鲁塔克和斯塔蒂乌斯（Statius）确实谈论过“贵族的鞋子”，[280]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贵族”和“平民”之间鞋子设计上的区别在帝国时期仍然存在（以前可能存在过）。相反，他们只穿过一种鞋款。那是很特别的凉鞋，红色或者黑色，[281]搭配新月形饰物，[282]用黑带子绑在腿上稍高的地方。[283]在上面提到的故事中，卡斯特里西乌斯会见穿着不够正式的元老时，比起衣服，似乎是他们穿的鞋太随便而让他不高兴。[284]在详述阿庇乌斯·安尼乌斯·阿提留斯·布拉朵亚（Appius Annius Atilius Bradua）——莱吉拉（Regilla）的弟弟指控希律·阿提库斯（Herodes Atticus）谋害了自己的妻子莱吉拉时，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写到这位诡辩家嘲讽控告人的傲慢，也就是嘲笑他的鞋子：“布拉朵亚是有执政官头衔的了不起的人物，从外表可以看出他出身高贵，他的凉鞋上镶有半月形的象牙扣。当他出席罗马法庭时，并没有任何指控的有力证据，而是说了一长串关于他和他的家族的颂词。因此，希律嘲笑他：‘你的脚趾节上就挂着族谱呢。’”[285]

因此，讽刺的是，在罗马城外莱吉拉的墓碑上写悼词诗文的诗人单单挑出她儿子特别的鞋子作为他晋升到贵族阶层的象征。[286]鞋子，还有丘尼卡上的紫色宽纹，最重要的是正式的白托伽，将元老和其他等级的人在公共场合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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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程序

我们现在要讨论元老院会议程序的主要话题。[1]显然，在帝国时期的两个半世纪中，会议程序并非一成不变。然而,它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不太正式的过程，而不是能够清楚界定、有准确可考日期的变化结果。因此，一方面，我们极少能够——如果真有可能的话——说出某项新举措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被采用的；另一方面，也无法很有信心地宣称，某些旧时的做法在某个日期之后完全作废。话虽如此，我们确实有足够证据证明，2世纪是元老院会议程序发展最显著的时期，虽然很遗憾关于这个形成期的资料却最少，因此真正的演变大体上仍然不可考。

虽然第一眼看上去这种判断让人惊奇，但没有理由认为帝国时期的会议程序在2世纪早期与共和晚期的做法相比有根本的改变。[2]西塞罗时期的元老可能会对图拉真时期元老院事务的规模和种类感到困惑，而他也会需要调整适应皇帝广泛的影响，但就会议程序本身而言，他不会觉得陌生。普林尼的信件中描述了涅尔瓦和图拉真时期的会议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他夸张地宣称传统的做法在图密善时期全给忘光了，无法补救。[3]不幸的是，他保留的所有信件无一是在涅尔瓦时期之前写的。有些确实提到早期的例子——比如利希尼亚努斯和维斯塔尔·维京·科妮莉亚的案件[4]——但没有图密善时期会议的描述。

在现代学者中，强调元老院事务在帝国时期变得很琐碎已经成了一种风尚，还有会议或会议的妥当程序已经不再引起元老的兴趣。当然，他们的观点有点道理，但是只要考察一下资料就会发现，很多元老还是很认真地在对待元老院的工作，因此彻底了解会议程序完全有必要。元老可能在会上经常怯场说不出话来，但不管情况如何改变，他们为传统的最高会议和自己的地位非常自豪，不会让会议变成滑稽的闹剧。侮辱性的行为——比如，以笑话或淫秽的语言（普林尼有记录）[5]毁坏选票——因为很少见，反而引人注目。再有，我们得知，即使在这事件中，这种行为也招致了众人的不满。也许这种破坏行为实际上并不是出于幼稚，而是故意为之，用计达到恢复公开投票选举的目的，显然很有 效。

不管怎么看待会议程序的属性，有一点毫无疑问，2世纪后一些传统的做法保留了下来，但也明显进行了改革。因此，本章将会参考相关资料探讨到那时候为止的会议程序。此后的重大改革放在第八章专门论述。

第一节 《朱利亚法》

会议程序是奥古斯都在公元前9年颁布的综合性《朱利亚法》（Lex Julia de senatu habendo）条款中的一条，并且就我们目前所知，没有正式废止过。这部法典是一项革新，因为以前除了一些例外，[6]主要靠传统管理元老院的运作流程。但是在共和晚期和1世纪之间，元老院程序的运作明显没有变化，说明法律主要是用来将现成的做法程规化，而不是要引进重大的变革。狄奥提到新法与确定常规会议、规定会议法定人数、收取缺席人员罚金有关。[7]然而，可以肯定，法律还包括其他内容。格利乌斯认为，法律在2世纪后半期还在使用，并且法律规定了元老发表意见时依次点名的顺序。[8]在一封信中，普林尼引用了法律条款中的依据来说明投票要怎样进行，而在另外一封信中，他提到元老可以凭借其中一则条款（显然很少使用）要求另一位元老发誓他的意见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在一次会议中，一位元老和一位保民官就引用了这一条，还有其他的条款。[9]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更多关于这部重要法典的资料。尤其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否因考虑到新的会议程序而修改过，比如，在元老院内进行选举是在公元前9年后规定的。可以想象法律随着会议程序的发展继续适用。如果这部法典遗失，我们没有别的古代指南来补偿借鉴。帝国时期的罗马元老院没有我们可以引用的权威，如厄斯金·梅（Erskine May），或者《公共事务程序手册》（Manual of Procedure in the Public Business）。在公元前70年之前，也许没有手写的指南手册给元老使用，因为瓦罗觉得有必要自己写一本协助庞培。据格里乌斯说，[10]他后来还在一封信中抄写了手册的大部分内容给俄边努斯。我们没有更多俄边努斯的资料，也无法得知这封信是不是真的送出去过。[11]随着公元前9年发生的改变，可以推测这部手册的大部分内容都废止了，在2世纪晚期，格里乌斯[12]甚至引用瓦罗自己的话说手册遗失了，虽然很多摘录还存在。阿泰乌斯·卡皮托，奥古斯都时期的执政官和法律专家，写了一卷《论元老的职责》（De Officio Senatorio），只在格利乌斯的引用中为人所知。[13]但很难说这本书是当时惯例的手册，还是古代律法的研究。尼克斯特拉图斯的著作也有这样的问题，书名叫《论元老院赫巴法典》（De Senatu Habendo），只在费斯图斯的一则引用里提到过。[14]既然如此，从《朱利亚法》引申出的标题表明这可能是一本手册，无疑，其中一部分是针对2世纪上半期新加入元老院的众多成员而写的。

元老们在提到会议程序或提出和它相关的疑问时，并没有参照这些书籍（但以前有），而是直接引用《朱利亚法》，或者依照传统的做法，引用口头相传的规矩。当普林尼有疑问时，他会征询他的律师朋友狄第乌斯·阿里斯托，除了法律不会引用别的有关程序的文字资料。他声称自己那代的新元老，在图密善的“暴政”下，没有机会得到年长的元老“……通过示范（最好的传授方式）传授他们提出议题的权利，发表意见的权力，元老官员的权威，其他成员的特权；还教会他们什么时候让步，什么时候坚持立场，什么时候保持沉默，发言时间要多长，怎样区分有冲突的意见，对之前的意见怎样补充，简而言之，即整个元老院的程序”。[15]

不过，上面的偏见有点言过其实，我们可以公平地认为，实际上，新成员一直都能从他们的亲戚和长辈中得到指导，比如普林尼自己就得到两位执政官的指引，他的监护人维吉尼乌斯·鲁弗斯[16]和科雷利乌斯·鲁弗斯。[17]相互帮助和相互的义务促进了关系的发展：因此，弗朗图大致提到过他的下级加维乌斯·克拉鲁斯给予过他的帮助。[18]在此情形下，没有程序手册也无关紧要。不管怎样，如我们将会发现的那样，只有在元老院工作5年或更久之后，获得了副执政的头衔，大多数元老才会在会议中更多地独立发挥作用，才能发表意见。因此，即使他们不得不在国外担当一年的财务官，新成员还是有很多时间学习长辈的经验。

第二节 宗教仪式

只有占卜师指定一个地方称之为“神庙”，才能在那里开会，[19]所有的常规会议前都必须举行宗教仪式。据瓦罗公元前70年的手册记载，元老官员必须在举行元老院会议之前供奉祭品，获得吉兆。[20]据狄奥记载，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下令，不管什么时候，元老在元老院集会都得焚香——目的是增加对神的尊敬。[21]而为了促进元老对职责更虔敬的态度，他还规定，在元老们就坐之前，必须在集会神庙主神的祭坛上上香献酒。[22]通常，罗马人献祭时，笛子手会在旁演奏。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当提比略和德鲁苏斯在奥古斯都死后第一次进入元老院时，按惯例献酒上香，却罢免了笛子手。[23]

会议前的宗教仪式显然持续到帝国末期。公元2世纪，阿皮安用现在时（译注：表经常性的行为）提到召开会议前元老官员献祭求吉兆。[24]更特别的是，狄奥后来描述了193年狄第乌斯·朱利安当着元老的面，在元老院门口向两面神杰纳斯献祭后才入门。[25]而希律似乎想当然地记载了212年卡拉卡拉在进元老院之前会先献祭。[26]他还说，我们在另一文中得知，埃拉加巴鲁斯在到达罗马之前先将画像送达，并下令“要将它挂在元老院的中央，在胜利女神雕像高高的头顶上方，这是所有到达元老院参会的元老焚香祭酒的地方”。[27]

第三节 会议开始

完成必要的宗教仪式后，召集会议的元老官员接着就要宣布会议开始。[28]事实上，只有皇帝可以召集会议而不担任主持人。因此，提比略在14年奥古斯都死后行使了这一“皇帝”的特权，他以保民官的权力召集会议，出席，但将主持交给执政官。[29]通常召集会议和商讨是紧密联系的。执政官们（通常是主持人）仍然遵照共和时期的传统一起主持会议，[30]虽然他们肯定会通过协商决定哪一位在某次会上作为主要主持人。[31]在会议连续开几个小时的情况下，一位执政官可以替换另一位担任主持。如果出现特别的困难，他们会一起协商，一起承担责任。[32]必须由两个人一起批准重大的决策，这无疑造成了主持人一直以来表现软弱，这一点下面会继续讨论。因执政官之间的争吵造成的损害很容易看出，比如，在31年后半年发生的事。[33]到最后，两位执政官都有权分别向元老院征询意见，以否决另一位的决定，但在帝国时期没有听说发生过这种极端的事情。

会议真正的开始可能是以传统的方式宣布除了元老院成员之外所有人都得离开为标志。只有狄奥提到过这一点，[34]他引用了埃拉加巴鲁斯的发言，我们不太清楚原来的措辞是怎样的，也不知道宣布其他人离开的方式是否在审判时不必要，因为非元老成员必须在场。

现代研究人员也许希望将帝国时期的会议分成三种：主持人或其他人提出协商；审判和选举。虽然每种会议都有自己的特征（另作论述），[35]应该认识到头两种当中，审判的程序是从协商发展而来。尤其是在审判时，原告和被告发言完毕，听取了证人的意见之后，主持人会向元老征询裁定和判决意见，就和咨询其他事情一样。因此，究竟是跟元老院商讨非司法事件的会议，还是元老院作为法庭的会议，当代的人很难清楚划分。而且甚至有可能在常规会议上进行审判，[36]因此，以非司法事件开始的会议也有可能接下来要处理案件。[37]所以在协商会和审判会中常见的流程会在此加以讨论。

第四节 会议用语

元老院会议上通常用拉丁语。我们得知提比略费了很大劲保证会上或《元老院法令》（senatus consulta）中不使用外语词汇。[38]不过，据塔西佗记载，他离开会议的时候，习惯大声地用希腊语自言自语。[39]据说，克劳狄乌斯也是这样，会用希腊语给出暗示。[40]在塞内加的著作《“神剩”的克劳狄乌斯》（Apocolocyntosis，译注：原意为“变成南瓜”）中有一篇会议戏仿文，皇帝在场的时候，塞内加让至少3位有地位的成员在发言中引用了希腊语，[41]这不是偶然。除了小说，使用拉丁语规则的唯一例外是审判或调查涉及到来自说希腊语行省的使者或证人，会上用拉丁语或者有必要的话用希腊语。据瓦列里乌斯·马克西姆斯记载，允许使用希腊语，因此不用翻译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共和晚 期。[42]一些资料记载了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和尼禄时期以希腊语召开的会议,[43]特别是克劳狄乌斯，喜欢用对方的语言和说希腊语的使者对答。不过，有一次，在克劳狄乌斯以拉丁语询问一位罗马籍的利西亚人使者时，发现对方不懂拉丁语，这让他感到非常震惊。还有一次，会议本该用希腊语，提比略却坚持让一位罗马百夫长以拉丁语陈述证词。[44]

第五节 感谢词

在共和时期，执政官要感谢大家参与他们的选举。[45]但在帝国时期，惯例却很快变成将要就职的人到元老院上任时要对皇帝表示感谢。[46]普林尼发表的演说词（应该是在100年9月1日）后来又被他添加了一些内容，随后问世，只有这篇演说词保留到了今天，通常叫作《颂词》（Panegyricus）。[47]普林尼似乎暗示新来的执政官要按元老院法令发表这样的演说。[48]没有更多关于这条法令的资料，但发表演说的做法肯定可以追溯到奥古斯都时期，因为奥维德写到，14年1月1日，庞培就任常任执政官时发表演说是通常的做法。[49]普林尼提到维吉尼乌斯·鲁弗斯还排练演说，并且承认通常元老都觉得这样的演说很乏味，[50]考虑到演说的频繁，这样的感受一点都不奇怪。在普林尼的时代，每年至少有6到8位执政官，而到了2世纪数目还在增长。[51]确实，至少从留存至今的资料来看，普林尼并不只是为自己发言，而且还替他的同事科姆图斯·特尔图鲁斯发言。如果其他成对的执政官愿意并且也能够以这种联合的方式发表感谢演说，那么乏味的仪式肯定会好一些，但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料证明是否有人这么做。我们肯定只希望普林尼发表的演说长度是非典型的。演说的语速和后来在原演说词上加了多少内容都不确定，没有准确数字：但应该承认从现在的版本来看演说至少需要3小时，可能还要更长。[52]当然，普林尼可能是在夏季休会期第一次会议时发言的，为此，显然缩减了紧急事务的处理。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发表超长时间的演说可能部分是补偿他整整两个月的任期正好在休会期，那时很多元老都不在。[53]公元2世纪，弗朗图告诉了我们一些他怎样组织自己演说的情况，[54]内容显然包括赞扬，事实上是过度赞扬年轻的奥略留，[55]而且大体上肯定也是采用颂词式的语调，在普林尼整篇《颂词》中可以看到。

除了就任的执政官，显然皇帝任命的总督按照惯例也要在元老院表达他们的感谢，直到42年克劳狄乌斯禁止了这种做法。[56]但是尼禄在进入公共生活的时候还是表达了对克劳狄乌斯的感谢。[57]塞斯尼乌斯·康茂德和安东尼·庇乌斯被哈德良收养的时候也允许发表感谢演说。[58]奥略留表达了将维鲁斯神化的感谢。[59]

我们还听说了为各种好处表达感谢，虽然在会议的哪个阶段发表感谢演说并不总是很清楚。比如，27年，领头元老为提比略在罗马火灾之后作出救济努力表示感谢。而克劳狄乌斯收养了尼禄也得到感谢。[60]在70年1月1日，没有新来的执政官发表惯常的感谢演说（他们是维斯帕先和提图斯，不管怎样，他们都没出席），因此会议一开始采取全体投票的方式表达对统帅、军队和藩属王的谢意。[61]我们猜测，之前被指控的元老通常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感谢帮助恢复他权利的人，[62]还有那些皇帝给予经济援助的人也一样。[63]在提比略后期，整个感谢的传统变得滑稽可笑，皇帝可以因为没有将阿格里皮娜绞死而得到感谢。[64]更甚的是，在盖乌斯时期，未来的皇帝维斯帕先在元老院为自己被邀请参加晚宴而表示感谢，而其他人则感激皇帝吻了他们。[65]可能是在元老院（“在政治精英们在场的情况下（in conspectus principum）”），庞培·潘努斯感谢盖乌斯饶了他性命，还被迫吻了皇帝的左脚。[66]

可以推断，元老院接见相关城市的代表团时，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尼禄和未来的皇帝尼禄[67]发表了感谢演说。弗朗图“在元老院为迦太基人向皇帝表示感谢（gratiarum action in senatu pro Carthaginiensibus）”[68]的时候，无疑也是在接见代表团。我们得知他还赞扬安东尼完成了不列颠战争。[69]很容易想象一位公认的杰出人物发表正式感谢演说时会吸引元老的注意。然而，在弗朗图的一次感谢演讲后，安东尼赞扬弗朗图的言辞中流露出一种大家通常觉得感谢演讲很乏味的意思，他称赞他“在这样陈腐俗套的主题中能够找到……新鲜的东西，无愧于你的才能”。[70]

第六节 通信

在共和晚期，经常有递送给元老院的信件，信件到达的时候，一般先宣读。[71]这种做法延续了整个帝国时期，特别是宣读皇帝的信件——因为皇帝逐渐不来参加会议或者根本不在罗马，[72]他们越发多地采取这种方式。当然，一些信件并不需要采取行动，只是简单地传递信息或者认可已经采取的措施[73]——就像215年卡拉卡拉在安条克的时候那样，“……屠杀了如此多的人，他甚至不敢说出数目，而是写了封信给元老院，告诉他们有多少人或谁死了无关紧要，因为他们都罪有应得”。[74]皇帝经常会写信给元老院，告诉他们战况如何。[75]当皇帝的信件的确要求采取行动时（经常有的事），[76]那么在召开的会议中就会采取相应措施。

皇室的其他成员，[77]或者指挥官，[78]或者外国要人[79]的信件也可能会被宣读。也有信件来自元老行省的总督，但奇怪的是缺少提到这方面的资料。[80]而且，在会议开始不久，皇帝的遗嘱，[81]或者德鲁苏斯在囚禁时行为的记录[82]等文件最有可能先宣读，还有奥古斯都、提比略和尼禄的一些演讲词。这种传统持续了很久。[83]

第七节 先发言的批准

每位元老都可以提出主持人要求元老院讨论的事宜之外的事情，他会在轮到他发表意见的时候提出，然后请求作为一个议题。58年，特拉塞亚的批评家认为这种程序是寻常的。[84]这种权利很宝贵，因为它是唯一能保障元老（除了在任的执政官、副执政或保民官之外）提出别的议题的办法，而不是主持人说什么就讨论什么。[85]但如果元老要急促地采取解决办法则不合适，因为在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的时候，主持人可能无法添加新的议题，即使他愿意。因此，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可采用另一种做法，当会议一开始，元老就要向主持人请求先发言，如果批准了，他也许能得到元老院的支持促使主持人在会上提出新的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86]帝国时期最明确的两个例子之一发生在49年，前审查官维特里乌斯企图得到元老院的支持，消除克劳狄乌斯的犹豫娶阿格里皮娜，严格来说，这是违法的，因为她是他的侄女。[87]维特里乌斯的请求马上得以实施。第二个例子追溯到97年，普林尼还是个副执政，他请求指控一位未提及姓名的元老。在他的陈述中，他将这种请求看作元老的应有权利，但之后不久，他又暗示说是对元老的特权，虽然相关的主持执政官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使用此权利的人。[88]严格来说，把这种请求看作特权更准确，交由主持人酌情决定，而不是将其看成一项元老的权利。当执政官听得厌烦时，他撤销了普林尼的特权，阻止他继续往下讲：而在之前的例子中，当塔西佗描述维特里乌斯请求先发言时，他也许不仅是出于礼貌，因为事情关系到国家，非常重要。[89]

在97年，执政官阻止普林尼继续往下说后，会议肯定还是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普林尼没能将这事情说清楚，但之后执政官肯定又回到他提出的指控，让大家讨论，因为我们听说接下来元老们对指控发表了意见。[90]最后，在普林尼按顺序发言之后，元老院进行了投票表决，据推测是表决他的提议，不管提议究竟如何，据推测投票也通过了。

对这次元老院会议程序的观点实质上是蒙森提出的，[91]而且肯定比舍温-怀特的要有道理。[92]怀特争辩说，对普林尼的指控提出看法的元老本是让他们对另一件事发表意见，但发言总是“跑题”。他们可以这么做，但只有主持人将事情列入议题，后面才有可能投票表决；没有正式列入元老院议题的事情不可能进行投票。[93]实际上，在这个例子中，针对事情通过了元老院法令，说明主持人肯定及时将其列入了议题。

还有其他例子证明元老请求不按顺序先发言。在第一个例子中，塔西佗描述了47年指定执政官希利乌斯攻击了像苏依留·鲁弗斯那样的无耻律师，他们提供司法服务时收取钱财或礼物，希利乌斯要求实行古代的《辛西亚法》，此法禁止上述行为，得到了其他元老的赞赏。[94]显然，这件事不是执政官要求元老院讨论的，因为塔西佗继续说：“其他人表示同意指定执政官的意见，并且准备通过决议规定违法者根据敲诈法要受到控告。”[95]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执政官接下来采取了措施，虽然不太肯定是什么样的措施。也许他打算正式提出讨论这个议题以回应众人强烈的反应。但这样一来，那些觉得会受累的元老的震惊让人困惑，因为按照通常的讨论程序，让他们发表意见的时候，本来有适当的机会提出申诉和辩护。然而，更准确的解释在于，希利乌斯的支持者表现出了强烈的情绪。面对这种情况，主持人也许估算着支持希利乌斯提议的人占了大多数，所以他决定不需要再作进一步讨论，并准备马上投票表决——换句话说，实际上是以不讨论即投票（discessio）的方式表决他作出的决议。[96]苏依留和其他觉得会遭到指控的元老因此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们再没有机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因此请求克劳狄乌斯干预。

第二个例子是在99年晚期，将要调查阿非利加的前总督马吕斯·普利斯库斯残暴罪（saevitia）的指控时，一位重要证人出席，但普利斯库斯没出席，执政官图修斯·凯列阿里斯显然在会前征得了先发言的批准，要求通知普利斯库斯。[97]结果听审休庭。

可以争辩的是第三个元老请求不按顺序先发言的例子是在56年，据塔西佗记载，元老们讨论了自由民的罪行，好些元老要求允许雇佣人有权重新让不配成为自由民的人变成奴隶。[98]如果这件事先得到特别批准才在会上提出，而不是作为议题交给元老院讨论，塔西佗的讲述才可靠，因为他继续讲到即使面对元老急切的要求，执政官仍然不敢在没有征求皇帝意见的情况下将此事列入正式议题。

舍温-怀特[99]提到另一个元老不按顺序请求先发言的例子来自普林尼的描述，[100]105年元老院接见来自维塞提亚的代表团，一位元老和代表团成员之间发生了争吵。这次听审中，维塞提亚人出席时没有律师，并说他们被骗了。副执政尼波斯运用元老官员的权力进行干涉，[101]要求答应了担当律师的人到场：当时听审就休庭了。关于这件事是否该正确地归类为请求先发言的例子，各说有理，也许将它看作会议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更妥当些，考虑到维塞提亚人没料到会在听审开始的时候处于如此不利的地位。

第八节 会议议题

宣读完信件，元老提出不按顺序先发言的要求也批准之后，主持人就开始会议议题，换句话说，即正式构成会议主要部分的内容，他会提出一个或几个议题，征求元老个人的意见。严格来说，只有主持人有权挑选他认为重要的内容在他召开的会上讨论，并按顺序排列——依照两个条件：第一，按传统的做法，神的事务优先于人的事务，如瓦罗公元前70年在他的手册中所说。[102]没有理由怀疑会议通常是否遵循这样的优先顺序，[103]虽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69年12月的一次会上，朱庇特神庙的修复似乎排在世俗事务之后讨论。[104]第二个条件是帝国时期的一条新规定——就是说，从很早开始，皇帝就有权在会议的任何阶段提出讨论事务，不管他有没有出席。通常皇帝提出的事情都会先讨论。皇帝的权威和参与影响如此之大，导致主持人的特权被严重削弱。[105]

我们已经注意到，大部分元老很少接到主持人提前通知告知要讨论的事情。[106]但是，如果参会的人要从会议开始坐到结束的话，[107]那么比起现代议会，没有议程安排或议事日程表也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议的进展也难以预料，不仅取决于元老对每项议题的反应，主持人拟定的计划也可能因会上临时提出的特别要求而打乱。

有权提出议题的元老官员，而不是主持人，可能会想行使这项权利，但他们要等到主持人安排的议题先讨论完。在帝国时期，因为几乎所有的会议都由执政官召集，只有保民官才有权利在会上提出议题。当然，实际上，很少保民官会这么做，但塔西佗确实记载了一起32年的例子。[108]虽然副执政不同于保民官，没有权利在执政官召开的会议上提出议题，但有一段时间，受奥古斯都的优待，他们得到了这项特权。[109]急切地想得到这份荣誉也许显露了他们的虚荣心，而不是有什么事情要热切严肃地和元老院商讨。不管怎样，副执政格拉古在33年提出的经济问题确实是紧急事 务。[110]

理论上，保民官可以否决元老官员的议题，但一点都不奇怪在帝国时期这项权利似乎很少使用。不过，马莫库斯·斯考卢斯确实提到14年提比略可能使用了这项权利，而瓦卡修斯·德尔图林努斯在69年否决了一项关于管理萨吞尼国库的议题。[111]

在他公元前70年的手册中，瓦罗说议题应该“要么是概括性的，和国家相关，要么是具体的，和某件事情相关”。[112]在共和时期，“关于公众事务（de republica）”的概括性议题通常在发生危机的时候提出，[113]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帝国时期。[114]的确，有人愤慨地对奥古斯都说：“谈论公众事务（de republica）应该是元老的权利”。[115]我们不肯定这句话指的是概括性议题还是具体国家事务的含糊说法。但无疑奥古斯都和他大多数的继承人都不会高兴看到元老院有机会经常讨论国家的状况，甚至比较谨慎的元老在这方面也很戒备不肯多说。这种情况下，在帝国时期很少有概括性议题就足以能够理解了。

据赛姆记载，14年9月17日（继奥古斯都死后）的会议中，提交给元老院的是概括性的关于“公众事务（de republica）”的议题，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否正确，或者执政官拟定了具体事项。[116]如古德伊尔所说，塔西佗在这点上的沉默是他最令人惋惜的省略。而他69年晚期的记载提供了更可靠的例子。[117]穆仙努斯将信件送到元老院时，元老的反应显然是“本来过几天的会上轮到他发表意见时，他可以口头陈述这些内容”。[118]如果穆仙努斯以口头方式陈述，他的发言会严重“偏离主题”吗？还是拟定了概括性的“公众事务”议题给了他一个合适的机会发言？

每项议题之前也许都要进行常规祈祷：“愿给罗马人民带来益处、吉兆、祥瑞、和幸运”。[119]据说，盖乌斯皇帝改了措辞：“愿给盖乌斯皇帝和他的妹妹带来益处和祥瑞”，[120]然后议题以这些话开始：“我向你们提议，元老们……”，以这些话结束：“……这件事该怎么处理”。

在共和晚期若干小事情会在一个议题中提出，但重大的事情必须分开讨论。[121]虽然无法考证，帝国时期的做法无疑也相似，但也有一些相关的新变化，特别是皇帝提出的事情显然会归入一个议题中，但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改变发生在2世纪之前。[122]

第九节 解释（“Verba Facere”）

主持人的议题一般会局限于提出他需要指导的事情上——正如“事情该怎么处理”（quid fiery placeat）这句话所暗示的那样。然而，议题通常也会附加解释或讨论，提出的解决办法或相应行动就包含在这部分。在拉丁文中，会议的这部分可以用动词表达（verba facere）（“解释”），但显然没有名词主语。适当的时候，主持人会自己作出解释——比如，像西拉努斯那样，解释了两则关于公元前17年百年节的议题，[123]或者像奥维德想象的那样，16年，蓬波尼乌斯·格莱西努斯也作了解释。[124]实际上，奥古斯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奇特的例子，一位执政官在公元前4年为他的第五昔兰尼法令作了一番解释演说。[125]

如果议题有关宗教，就会由一位来自合适的祭司团的祭司来解释，正如203年，十五人祭司团的首领要求元老院举办百年节时发生的那样。[126]在其他情况下，元老官员或管理人员在合适的时候也会被邀请来作解释，可以找到5个多少可靠的例子。据推测，在15年，执政官允许台伯河的理事阿伦提乌斯和阿泰乌斯解释汇入河中的溪流可能改道，并介绍不同的委任人。[127]在22年，比布鲁斯和其他市政官肯定得到允许提出是否要采取措施限制在食物和宴请上的过度花费。[128]而接着下一年，在副执政“诸多而普遍不成功的抱怨”之后，提比略最终才和元老院商讨演员（histriones）的不良行为。[129]69年末，我们发现副执政财务官（praetores aerarii）解释了国家的经济困 难。[130]最后一个例子在105年，皇帝本人允许一位财务官提出抄写员的工资应该怎么处理的问题，抄写员在领薪日前一天死了。[131]

普通成员在事先安排下也通常可以作解释，有时候评论家指出在这些例子中发言人会“偏离主题”。[132]但下面举的例子没有明确说怎么偏离，不管怎样，那可能只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相反，元老（比如元老官员［magistrates］）总是会在会议前找到主持人，请求允许提出议题。只有在后者拒绝的情况下，元老才会在发言时采取“偏离主题”的手段。不管用哪种方法，元老在会上阐明自己的观点后，主持人会根据大家的反应决定是否继续就此事征询意见（interrogatio）。和讨论议题前请求先发言或者在征询意见时“偏离主题”发言不同，这第三种方法要求元老冒着风险事先向主持人解释他的议题，可能遭到反对，根本没有机会在元老院上讨论。因此，我们没必要感到惊奇普林尼对普布利希乌斯·塞尔图斯有争议的攻击没有用这种办法。相反，他事先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自己的意图，甚至是科雷利乌斯·鲁弗斯。[133]

不管印象是否正确，至少必须先征求主持人同意最常提出的事情是抱怨和申诉，有些是私人的事情，不算公务。在争辩普林尼攻击赛图斯的时候，一位元老甚至提到“抱怨的权利”（ius querendi），[134]但也许这个词不应该过多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尽管抱怨的事情占多数，普通成员还是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议题。据说，奥古斯都时期阿西琉斯·波里奥曾在元老院“怨恨恼怒”[135]地抱怨他的孙子在“特洛伊游戏”中摔断了腿。15年，一位元老的房子因修路和 建造沟渠而被毁，向元老院求助。同一年，一位副执政因为贫穷请求元老院让他辞职，提比略给了他一笔钱，但其他人也开始这么做的时候，他要求他们将自己的事情放在会上讨论。[136]21年，副执政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抱怨一位贵族年轻人在角斗表演的时候拒绝给他让座，[137]这该算是个人的事情。同样，70年，一位元老抱怨在塞纳遭到恶劣的待遇。[138]当然，这两起事件都反映了元老院作为立法团体的尊严，特别是在第二例中，侮辱是针对整个元老院的。科尔布罗还抱怨意大利道路维修不当也许主要是为了大众利益——虽然后来的起诉不能说为了大众，塔西佗补充说。[139]在这个例子中，和70年的例子中，抱怨的结果确实采取了行 动。

21年，克斯提乌斯提出了有人滥用皇帝的肖像作为保护以逃过对恶劣行为的惩罚的事件：不少元老就此事发了言，德鲁苏斯，作为主持执政官，采取了行动。[140]前一年，苏比修斯·加尔巴要求惩罚像执政官一样有饭馆的人，之后继续在元老院抱怨“沿街叫卖的小贩，在受到指控后，通常用他们的戒指来保护自己”。[141]因此，有资格佩戴骑士阶层金戒指的法令最终于23年确立。22年，埃米利乌斯·雷比达请求元老院批准加固、美化保利·巴西利卡圣堂，埃米利乌斯家族的纪念建筑，正好穿过阿尔吉列图（Argiletum）街朱利亚元老院对面。[142]25年之前的某一次会上，凯西纳·塞维鲁抱怨女子着装不得体，[143]显然，这不是他的提议，而是科尔尼利乌斯·兰图鲁斯的主意，[144]在那一次还是另一次会上提出，元老院通过了提议。后来，在31年夏，科苏斯·科尔尼利乌斯·兰图鲁斯让元老院通过了一项提议，禁止控告皇帝的使节。[145]最后，在47年，多拉贝拉成功提议财务官应该加入年度角斗表演。[146]而在尼禄时期，我们听说奥索企图替一位被控敲诈的元老复职。[147]

据普林尼和弗朗图说，还有个特别的议题，既不完全是普通元老，也还不是元老官员的人肯定会经常提出，即指定执政官要“向皇帝表示敬意”（in honorem principis）。[148]关于这个提议的形式没有更多资料，但可以合理猜测，主持人允许选举后，紧接着的会议将提出此议题（即至少从弗拉维王朝起每年年初）。

当主持人介绍大使或其他人的时候，自然会允许他们或他们的赞助人（patronus）提出自己的事情。

第十节 征询意见

一旦拟定议题并作出解释，可能元老院绝大多数人赞同提出的解决办法或行动，这种情况下，主持人通常会立即开始投票。[149]或者，一旦解释完议题，元老的反应或主持人自己的倾向可能让他认为再继续讨论没有多大的价值，所以放弃议题，而反对这种看法的元老可能会喊“商议”，[150]就是说，他们要求轮流倾听每个人的意见。从帝国时期起，没有这方面的确切例子，但我们可以猜测，特拉塞亚·培图斯在58年成功地使用了这种办法解决了一个小问题，即批准锡拉库扎（Syracuse）在角斗表演时超出规定的出席人数。[151]通常情况下，这种事情会被置之不理，不作讨论。如果出现有争执的问题，不管怎样，主持人通常会咨询元老的意见，并且采取符合整个罗马公共和个人生活认可的做法。[152]会议的这一部分叫作“征询意见”（interrogatio）。

第十一节 点名让元老发言的顺序

格里乌斯讲述了瓦罗在公元前70年说过的关于元老点名发言的顺序，“……应该按顺序点名让元老发言，从执政官头衔的元老开始。以前第一个被叫到发言的执政官都是在元老院担任元老院首领的人，但在瓦罗写作的时候已经有了新的传统，主持人出于偏心或者讨好的意愿，会让他想叫的人第一个发言，当然，前提是被叫到的人有执政官的头衔”。[153]格里乌斯在别的地方（2世纪晚期的文章中）确实暗示公元前9年的《朱利亚法》规定了元老点名发言的顺序，他解释说：“在这条法律通过之前——现在元老院会议是按照这条法律进行的——点名发言的顺序各种各样”。[154]不过，《朱利亚法》现在遗失了，我们又得求助于其他资料来了解常规。

现存关于主持人做法的概述大多数帮助不大。公元前18年，狄奥（在《朱利亚法》实施之前）的一篇文章中说到，奥古斯都延续了共和晚期相似的做法，执政官也仿效他，所有的执政官以随意点名的方式让他们发言， 而其他的成员则按资历排序。[155]雷比达总是最后一个被点名发言的执政官，为此，他感到羞耻。后来，克劳狄乌斯也因盖乌斯皇帝受过这种羞辱，虽然他本来也几乎排在名单的末尾，37年才任职。[156]公元前13年，提比略任执政官的时候也运用了同样的权利，令人好奇的是，他让科尔尼利乌斯·巴尔布斯先发言，作为他完成修建戏院的认可。[157]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比狄奥还夸张，根据他的描述，奥古斯都为了聆听对主要事务更多机敏的讨论，作为主持人，他完全不顾“传统和秩序”，愿意叫谁就叫谁。[158]甚至在通过《朱利亚法》之后，主持人显然还是有余地可以改变点名顺序叫元老发言。因此，据说，在20年审判埃米利亚·莱皮达的时候，提比略没有让指定执政官德鲁苏斯第一个发言，以免他尴尬，按理他先发言很平常。[159]盖乌斯统治初期，所有执政官都习惯让朱尼厄斯·西拉努斯[160]先发言，无疑是因为他的杰出。但他不可能是资格最老的执政官，[161]因为我们听说盖乌斯为了打击他的地位，此后让执政官和其他成员一样以资格排序发 言。[162]

当然，总体来说，在帝国时期，大多数主持人都是以资格排序让元老发言。严格说来，皇帝比所有元老的地位都高，排在元老名册（album senatorium）榜首，但因为他出席的次数越来越少，除非担任主持，所以几乎没有让他发言的问题了。[163]按照传统，也不会让元老官员发言，虽然他们像皇帝一样，想什么时候说话，就什么时候说话。[164]但是，据塔西佗说，提比略在主持的时候，确实会让元老官员（magistrates）发言，显然是从他们级别中最高的那一位开始。[165]相反，我们知道图拉真在100年审讯马吕斯·普利斯库斯担任主持的时候，没有这么做。[166]

通常情况下，只要指定元老官员在场（就是说，已经当选但还未上任的人），可能大家认为他们比所有同级别的官员身份要高，所以最先发言。就执政官而言，这点毫无疑问，因此，只要能够，主持人都会先叫一个或几个指定执政官发言。因此，塞内加在他的戏仿诗文中体现了这种标准做法，让两个指定执政官先发表意见。[167]在这方面，14年的一起事件强调了传统做法的力量，提比略忍住了替日耳曼尼库斯（译注：即德鲁苏斯）向元老院请求给予德鲁苏斯行省总督权（imperium proconsulare），“因为德鲁苏斯是指定执政官，而且本人在场”。[168]

关于汤恩德（Townend）提到的马上要就任的指定执政官比其他人有优先权，我们不太肯定这是否属实。[169]他引用的塔西佗的文章没有证明这一点，因为文章没有充分论述在会上还有谁发言，或者以什么样的顺序发言。因此，汤恩德的观点可能不对，他推断说，卡尔普尼乌斯·庇索以指定执政官的身份出席应该将塔西佗在《编年史》13.28中记载的会议追溯到56年的最后两个月。 按照他的观点，如果会议是在更早的时候召开，杜维乌斯·阿维特斯（这几个月的补任执政官）就会以他的身份而被点名发言了，阿维特斯在11月就任后，庇索才成为指定执政官。但是在图拉真时期，似乎就快上任的指定执政官不会想当然地第一个先发言，据我们所知，在尼禄时期也不必这样。因此，在100年1月，我们发现科尔努图斯·特尔突罗显然是第一个被叫到发言的，即使有不少指定执政官在场，他们在特尔突罗9月就任之前就会成为执政官。[170]可以猜测，选择他第一发言是因为他的年龄。[171]在汤恩德所讨论的例子中，如果庇索在56年相当早的时候就被选上指定执政——而这正是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资料没有给我们提供的[172]——那么塔西佗所提到的会议就应该在11月前召开。

指定副执政在同级元老中有优先发言权，这在共和晚期已经得到很好证实，但在帝国时期并没有相关证据。不管怎样，可以合理地猜测，优先权一直持续到了帝国时期。提比略对阿西琉斯·加卢斯提议的反应可以支持这种观点，加卢斯提议副执政应该提前5年指定——“元老官员的人数就会增加5倍”[173]——反映出指定官员在元老官员和普通成员之间的特殊地位。指定市政官和指定保民官在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是否也有相应的优先权（看起来似乎有）都不清楚。指定财务官当然不能出席元老院会议。[174]

如果从弗拉维时期起，选举元老院元老官员按照上面提到的时间举行，[175]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大多数会议上都有指定元老官员。只有1月初大概两个星期的时间才可能没有指定副执政或指定市政官（那些在上年1月中选出的人在今年1月1日已经上任，而下一次选举还没进行）。保民官相应的空缺期会长一些，从12月10日开始。当然，执政官的空缺期最重要。至于其他的元老官员，在1月份的头两个星期左右通常会有个空档期。是否在更早的时候也出现空档完全取决于下一年1月1日就职的常任执政官在什么时候选举，而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关于选举的具体日期从来就没固定过。当然，有可能最后一对任期一年的补任执政官会在10月1日就职，而下一年的常任执政官还没有选举出来，因此，我们讨论的空档期就提前了，并且会持续一段时间。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有人和皇帝一起在年初当选，那么作为指定执政官，他注定要面对特别繁重的职责，因为实际上，要么从最后一对替补执政官就职时算起，或者从自己当选那天算起（如果时间较后的话），他可能要在每次的意见征询环节上第一个发言，一直到12月31日。他不可能期待皇帝来分担他的重任。然而，话虽如此，事实上,回想一下，很多常任执政官都是有经验的人，在位时间长，已经是第二届甚至是第三届就任了。

蒙森（Mommsen）[176]——之后是奥布莱恩·摩尔（O'Brien Moore）[177]——注意到指定执政官在征询意见环节的优先发言权最后没有了，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让人困惑的是，两位学者都将优先权消失的时间追溯到哈德良或安东尼·庇乌斯时期。蒙森没有给出这种观点的理由，而奥布莱恩·摩尔认为可能是和那时执政官人数增长有关——后者的推测让人怀疑。可以肯定的是，在图拉真之后，会议程序的详细资料很少，很难肯定指定执政官是否仍然有优先权。不过，没有资料表明固定的传统会在2世纪初就已经打破了。此外，也确实存在指定执政官在会上仍然有优先发言权的例子，[178]有意思的是，阿皮安在描写喀提林阴谋的辩论时，还曾写道：“西拉努斯，当选的执政官，先发言，罗马的传统是让将要就职的执政官先发言，因为，我以为，他同将来事务的处理关系最大，因此会非常仔细并合理地考虑每一件事。”[179]这是大约160年的希腊人提供的解释，过多地使用了现在时，而不是过去时，这可能有点草率。但尽管有不足，阿皮安确实具有历史感，他还认识了弗朗图，并且作为骑士和皇室总管总体上非常了解当时的罗马社会。[180]基于其他理由，如我们所见，指定执政官在奥略留时期仍然是第一个发言，这确实是可信的。

就我们所意识到的，同级别中一位成员的资历仅仅取决于他担任元老官员的时间。[181]如下文会提到，一位执政官能否抽签担任阿非利加和亚细亚总督完全取决于他的资历。出于不同程度的肯定，在共和时期，所有成员都可以通过贵族身份取得更高的职位（直到苏拉时期），[182]或通过担任大祭司、出色的军事工作，或一次成功的起诉。[183]在帝国时期，16年成功起诉立波·德鲁苏斯的元老们确实得到副执政头衔的额外嘉奖（extra ordinem）。[184]另外，一位低级别成员可以通过攻击一位有名的人物来取得名声。[185]据说，28年，有4位副执政甚至为了取悦塞扬努斯而发起一场起诉，以此获得执政官的头衔。[186]那时，这种工作可以增加一个人晋升的机会，正如军阶一样。但在帝国时期我们还是没能找到事例证明元老直接晋升到更高职位完全是因为一次成功的起诉，或上面提到的任何理由。同样，做父亲的也许会比没有小孩的更快当上元老官员，[187]但也没有证据证明家庭的大小可以帮助成员在同级别的人中提升资历。

如我们所见，不管是成员，还是非成员，一样都可以通过直接选拔到一个级别。然而，在同一级别中，他们的位置安排还是不肯定。我们能够说的是，如果《奥古斯都史》提到的关于193年佩蒂纳克斯的举动可以相信，显然，将所有直接选拔的人放在他们级别最底层并不是传统：“因为康茂德通过无数的直接选拔将前副执政混在了一起，佩蒂纳克斯制定了一条元老院法令，规定那些没有担任副执政，但已经通过直接选拔取得头衔的人将作为已经真正担任副执政的人的下级：但因此他也煽动起了很多人对他的极大仇恨。”[188]因为没法考证，因此自然会猜想在佩蒂纳克斯作出改变之前，直接选拔的成员和选举出来的成员一起担任同等级的最低职位，自动同他们一起升迁，而不是永远都在最底层。[189]实际上，如果从字面意思理解《奥古斯都史》，甚至佩蒂纳克斯的改革也只适用于副执政，而不是其他等级。在他死后，无疑又完全回复到以前的做法。

既然塔西佗很关注元老院的会议，我们希望从他那里更多地了解元老点名发言的顺序。事实上，从他的会议描述中完全无法确定发言顺序，因为，可以理解的是，很多情况下，他只是将更完整的材料简化塑造成对自己有利的观点。因此，16年听完指控立波·德鲁苏斯的案例后，[190]发言人的顺序可能最好看作是故意那样安排的，以描述“毫无体面、穷凶极恶的顶点”，[191]塔西佗强调的是这一点，并不是那次审讯会上元老发言顺序的准确记录。所有把它看成是后者的很快会遭遇困境。科塔·梅萨里努斯（Cotta Messalinus）是第一个提到的。谨慎地认为他就是奥略留·科塔（M.Aurelius Cotta），20年的执政官是合理的，还提到他是以指定副执政的身份发言，即使那样一来，他两个官职之间的间隔就很短。但按照塔西佗的顺序，在他之后是资历较深的执政官科尔尼利乌斯·兰图鲁斯（Cn.Cornelius Lentulus）（公元前14年执政官）发言，然后是蓬波尼乌斯·弗拉库斯，17年的指定执政官。[192]据塔西佗记载，有一位发言人，他的名字缺失，只有缩写L.P ...（LPiso，公元前1年执政官？还是L.Piso，公元前15年执政官？还是L.Plancus，公元13年执政官？或者L.Voluseius Proculus，17年补任执政官？），跟在他之后的是加卢斯·阿西琉斯（公元前8年执政官），帕皮乌斯·木提鲁斯（公元9年执政官），和阿波尼乌斯（公元8年执政官）。要说这种顺序忠实地记录了实际的情况是让人尴尬的：一位指定副执政几乎不可能第一个被叫到发言，而指定执政官给排到了第三位。[193]如我们所见，以前一位指定副执政甚至从来不可能在元老院做长篇演讲，除了在选举时自我推荐。[194]

后来，在16年，塔西佗记述一次关于“全国性的奢侈浪费”的争辩时，先解释了最先提出加以限制的两位律师的观点[195]——执政官哈特利乌斯（Q.Haterius）[196]和副执政奥克塔维厄斯·弗朗图（Octavius Fronto）[197]——然后才提到执政官卡尔普尼乌斯·庇索（L.Calpurnius Piso）的勃然大怒，他的发言“跑了题”。[198]很可能争辩的时候，庇索确实比弗朗图先发言，但塔西佗的顺序对读者来说更清楚，他也得以顺畅地讲述庇索另一次“发言时直言不讳的愤怒”，也就是召唤莉维亚的朋友乌古兰尼娅（Urgulania）来法庭的那次。

同样，在讲述21年讨论谁适合担任阿非利加和亚细亚总督的时候，塔西佗也颠倒了发言的顺序，帮助读者理解杂乱无章的争辩。[199]他先提到塞克图斯·庞培[200]攻击曼尼乌斯·莱皮达不适合成为候选人，然后他才提到凯西纳·塞维鲁的意见，[201]他的发言“跑了题”，还有随后的评论。但是，因为凯西纳是比庞培资格老得多的执政官，有可能他的意见实际上是在后者发言之前提出。凯西纳的主要对手，瓦列里乌斯·梅萨里努斯[202]（公元前3年执政官），也比他的级别高，因此在不按顺序第二次发言时应该需要特别批准。[203]肯定是为了让表述更清楚塔西佗才颠倒了这些元老的实际发言顺序。在记述22年审判朱尼厄斯·西拉努斯的时候，他还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将另一人“跑题”的意见不按顺序放到了最后。意见是科尔尼利乌斯·多拉贝拉（P.Cornelius Dolabella）提的，[204]在实际的争辩中（虽然不是在塔西佗的争辩中），他可能在科尔尼利乌斯·兰图鲁斯[205]之后发言。但在这个例子中，应该承认皇帝主持会议的时候去猜想发言的顺序是要凭运气的，因为他会比执政官更随意地改变发言顺序。

在普林尼给我们的关于征询意见的最完整描述中，他善解人意地按照发言人观点排序，而不是严格按照发言的顺序。[206]但可以合理推测，在97年的会议中，发言顺序可以说是和资历紧密相关的。他偏向其中一种观点，按照以下的顺序排列：多米提乌斯·阿波利纳里斯，指定执政官，法布里修斯·威恩托，[207]法比乌斯·波斯图米奴斯（96年补任执政官），比提乌斯·普罗库鲁斯（副执政，后来是98年的执政官），阿米乌斯·弗拉库斯（要么不会为人所知；可能是副执政）。反对的意见由阿维狄乌斯·奎伊特斯（93年补任执政官）和科尔努图斯·特尔突罗（副执政，100年补任执政官）提出。所有这些人以这种顺序发言之后，普林尼自己才以副执政的身份发言。[208]最后，在他描述105年争辩关于如何处置死去的执政官阿弗拉尼乌斯·德克斯特的自由民时，普林尼完全省略了提议者的名字，除了他自己的之外。[209]但在这里所列的三种意见——释放（他自己的），流放，处决——更可能是按照逻辑上严重性增加的顺序，而不是提出意见的实际顺序。如果按照发言顺序，我们就会想知道指定执政官提了什么意见，普林尼之前的所有执政官又提了什么意见，相对来说，他的等级仍然较低。在这个例子中，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从提到的三种判决方式中选一种，或者和这种接近的判决。[210]确实，看来他们的意见比普林尼的要严厉，至少其他两种意见中有一条是在普林尼发言之前提出的。因此，如果争辩最后他说有更多的元老支持释放，而不是其他两种判决，[211]那么他要么拉拢了相当多的初级元老支持他的观点，要么是至少成功地说服一部分执政官改变了主意。

第十二节 初级成员的参与

无论怎样，点名让所有元老一个个按顺序发言是件非常耗时的事情，即使会议出席率只算稍好，发言也非常简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主持人是否真的让每个人发言，还是他可以自由裁量缩短咨询意见的时间。共和时期的零星资料表明，通常他没有这样的权利，而是真的让每位成员发言——直到名单的末尾，或者夜晚来临。[212]不然的话，在任何时期，只有大家意见一致的时候才会缩短时间，主持人立即以不经讨论的方式进行投票（per discessionem）。[213]如塔西佗记载，[214]21年，克鲁托里乌斯·普利斯库斯的审判就是这种情况，主持人让执政官发言完后没再费心继续咨询意见，因为只有两人不同意指定执政官的意见。[215]因为这样，可以理解事后提比略批评听审和执行判决都太急 促。

帝国时期有没有改进共和时期的做法呢？塔西佗一直到70年的记述都没有体现这一点。[216]确实，那时和任何时候一样，有影响力的意见都是资格较老的成员提出的：执政官和副执政。不管怎样，他们一起形成的圈子比初级元老的大得多。[217]然而，在22年关于提比略时期元老院奉承风气滋长的记述中，塔西佗明确地说，很多下级元老（pedarii senatores，二级元老，那些还没当上副执政的元老）确实发表过意见。[218]发言的顺序大概是市政官，保民官，财务官。[219]塔西佗的叙述可以为这种安排提供一些具体的例子，虽然他再未用过“二级（pedarius）”这个词。相反，“元老（senator）”这个简单的词，虽然不是一成不变，[220]似乎专指初级成员。在任何情况下，想要确定的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严格来说，大多数相关的成员都不清楚是谁，有很多再也没有听说过。但很可信的是霍尔塔勒斯，塔西佗将他描述为“年轻人（juvenis）”的，是16年的初级元老，他当时请求经济援助；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自己的请求变成了发表“意见（loco sententiae）”。[221]其他曾积极参与过一次讨论的初级元老有：奥略留·庇乌斯（senator），[222]克斯提乌斯（senator），[223]朱尼厄斯·卢斯提乌斯，[224]托贡纽斯·加卢斯“ignobilis（平民）”[225]凯基利安努斯或凯西利安努斯（senator），[226]辛贡尼乌斯·瓦罗，朱尼厄斯·毛利库斯，[227]朱尼厄斯·莫里库斯，[228]曼留斯·帕楚因努斯（senator）。[229]此外，据塔西佗描述，科苏提安努斯·卡皮托在47年想发言的时候可能还没当上副执政。[230]

同样，利乌斯·杰米努斯在38年证实看见德鲁西拉升上天堂的时候可能还是初级元老。[231]可能诗人鲁坎担任财务官的时候想发言，至少我们听说他特地公开宣传他对尼禄强烈的仇恨。[232]未来的皇帝奥索肯定在当财务官的时候发过言。[233]我们甚至还有混杂的资料提到帕西安努斯·克里斯普斯的“首次演说”，但不幸的是没法确定发言时他的元老头衔。[234]更普遍的是，在几乎整个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初级元老肯定经常以律师，被告，或见证人的身份参与元老院审讯。在这些审讯上扮演积极的角色却在每次咨询意见时都保持沉默，或者允许将他们忽略是很奇怪的：证据显然表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难道我们甚至不能想象一下元老院作为法庭的新角色，初级元老能够参与审判，他们比起在共和时期有更大的信心在咨询意见环节发言？

再看看朱里亚-克劳狄王朝以外的时期，埃比克提图描述的维斯帕先和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之间的冲突，除了别的因素外，关键在于前者作为主持人必须征询后者作为元老的意见，只要他出席了会议。[235]海维迪乌斯当时是副执政。之后，在《颂词》当中有一处模糊的资料提到在马吕斯·普利斯库斯（普林尼是他的起诉人）审判的最后，普林尼宣称100年时在这样的审讯会上，图拉真作为主持人问了每一位元老的意见：“每位叫到的元老都讲了自己觉得合适的观点，他可以不同意别人的意见，投反对票，为了国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都发表了意见，甚至统计了人数……”[236]

碰巧，普林尼在《书信集》中描述自己在元老院的经历时却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在他那个时期，主持人让每位元老发言还是惯例。然而，同样正确的是，除了一次下面提到的例外，他的描述中没有什么可以证明初级元老会被忽略。然而，他也从未提到副执政以下的人参与发言，除了一次提到一位在位保民官。[237]因此，按照他的记录，初级元老在争辩中的贡献充其量是很小的。这其实完全符合我们的期望，因为从我们的了解来看，到他那时为止，参会的并且有资格发言的初级元老，比起塔西佗描述的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数量要少得多。[238]然而，重要的是，在普林尼时代之后，初级元老还是会被点名发言，我们可以从弗朗图的描述中得到确认，他说奥略留还是财务官的时候（即140年前），在元老院会议上也征询了他的意见。[239]

普林尼记录的一则不同寻常的事例有待讨论。事情发生在97年的会议上，他攻击了普布利希乌斯·塞尔图斯，[240]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主持执政官只叫执政官和副执政级别的人发言，然后就马上进行投票，即使他们表达的意见没有达成一致。然而，矛盾的是，缩短咨询意见环节的原因在于事情争议非常大，普林尼（如我们所知）在会议开始时征求主持执政官的特别批准提出问题，然后由执政官正式提上议程。到普林尼第二次发言完毕（按照副执政的顺序），元老们情绪非常激动，他的反对者想得到保民官的支援，虽然元老院的大多数人都表明了立场，坚定地站在他一边。尽管得到保民官穆雷纳的支持，普林尼的反对者韦恩图被拒绝第二次发言。然后，据说，主持执政官“大声叫唤名字”，[241]进行投票，最后解散了会议。舍温-怀特认为所有其他元老的名字都被叫到了，但即使他们的意见都很短，会议的时间仍然会很长。[242]任何推延都会让普林尼的反对者恢复镇静而造成风险。在这种不稳定的局面下，主持执政官是否宁可只让某些，或者所有资历低于普林尼的初级副执政发言呢？因为他自己也只是任职不超过4年中的一个，[243]他们组成的小团体还是可掌控的。[244]

第十三节 回应的需要

在征询意见的环节中，显然是主持人的职责让每一位元老发言，因此，每位被叫到的元老也有职责作出回应。[245]47年，波比亚·莎宾娜被梅萨丽娜逼得自杀后，她的两位副手同谋受到元老院审判。当主持人征询元老判决意见时，甚至是她的丈夫科尔尼利乌斯·兰图鲁斯·西皮阿也要求发表意见，塔西佗说是“元老的义务（senatoria necessitas）”[246]迫使他发言。埃比克提图描述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在同维斯帕先对峙的时候说，如果被叫到发言的话，他就必须说出自己认为是对的意见，而不是保持沉默。[247]毫无疑问，特拉塞亚·培图斯对谄媚的提议习惯不发表意见而冒犯了别 人。[248] 沉默总是可以解释为反叛——比如，维特里乌斯挑战奥索的力量增长时，在这种微妙的形势下，沉默意味着反叛。[249]所以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次，阿古利巴在被叫到的时候，拒绝了发言。[250]帝国时期快要结束时，据《奥古斯都史》记载，在221年，埃拉加巴鲁斯皇帝指示元老院剥夺塞维鲁·亚历山大“恺撒（皇帝）”的头衔时，遭到众人“巨大的沉默”，难免让他大发雷霆。[251]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下，才能以沉默的方式忽略提议，比如在69年末，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提议以公费和维斯帕先的赞助来修复朱庇特神庙，元老们都不理会他蠢笨的提议。[252]在2世纪早期，当瓦伦努斯提出有权利从比提尼亚传唤证人参与他的审判时，指定执政官阿奇利乌斯·鲁弗斯完全不理他的要求，普林尼自然将他的态度看作是拒 绝。[253]


第十四节 发表意见

第一位被叫到发言的元老有责任对提交元老院议题中的事项作出正面支持，或者反对采取行动。所有后面发言的人就可以表示赞同已经陈述过的意见，或者提出新的意见。确实，甚至指定执政官也可以在征询意见一开始就表示不同意。[254]提出的意见不一定都要提供论据来证明，但提供一些论据较合乎情理，除非大多数人的意见显然都是同意。不过，塔西佗的《对话》中有一位发言人说，元老院的这种讨论在帝国时期已经被遗忘了，并回忆起以前的好日子来，“……元老院这么快作出决议是不行的，除非元老提出意见的时候足以能够说服别人”。[255]

因为遗失了相关资料，所以我们无法得知有多少元老在典型的会议上会为已经提出的意见不仅仅表示同意，还发表长篇大论。当然，各人发言的情况会有很大不同，但可以合理地推测，在很多情况下，发言的人数会较少，特别是因为害怕某些皇帝或者整个元老院的态度很快就清晰明了时。不管怎样，司法人员明白他的影响只可能会因为发言过于频繁而削弱，特别是过多反对大众的意见。[256]然而，话虽如此，征询意见的目的是要证明早就拟定的事项。我在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知道今天只是庄重地念350个人的名字需用时45分钟，每个名字间停顿几秒。要计算罗马元老院征询意见的完整时间，在场的元老都询问的话，必须加上发言的时间：比如，作个假设，145分钟可以发言5次，每次10分钟（共50分钟），或者12到13次，每次4分钟（共50分钟），夹杂其他的时间（45分钟）。我们可以假定接下来用20分钟投票。如果事先用了30分钟宣布议题和相关“解释”，那么加起来，从宣布议题开始到投票结束，完成一个议题需耗时4小时。这似乎是非常长的时间，虽然在罗马元老看来可能不像我们今天看来那么长，特别是比较一下元老院通常习惯更长的会议，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讲的。还有，讨论有争议的事情时，各人“意见不同”，如当时的人所说，那么肯定会超出上面估算的时间。[257]自然这只是假设，但至少可以同现存的一个数据相符，就是在一次征询意见过程中发言的次数——一共是44次，可能是围绕利维拉的惩罚，在31年晚期的时候。假如每次发言不超过适度的4分钟，所有的发言加起来仍会有足足3小时。即使塔西佗为这个例子中发言的准确总数提供了证据（在他现存的作品所描述的元老院会议中很独特），[258]但很遗憾，我们也无法从只剩片段的文章中查找到了。

提议可能非常简单，如下面这个例子是征询意见环节的第一个提议，由指定执政官提出：“我提议称狄第乌斯·朱利安为皇帝”。[259]在塞内加的戏仿文中，神圣的奥古斯都明白地举了个例子说一位元老提出了新意见，然后解释：“至于我的观点，我提议如下……”[260]

提议不采取行动完全合乎规矩。所以在15年讨论将流进台伯河的溪流改道的可能性时，因为是庇索提出的话题，大家讨论了一天。[261]同样，碰上复杂或尴尬的事情时，众人提议在得出结论之前先交给（“reicere［交…办理］”，“deferre［呈报］”）另一位权威人，征求他的意见也是合理的。可以料想，在帝国时期，这个人通常是皇帝。比如，21年，元老院将选择阿非利加总督的事情交给提比略（执政官），特别是因为事情的讨论引起恶语相向，在皇帝的回复信中，他间接地批评了元老，“因为他们把所有的问题都交给皇帝”。[262]然而，在下一年，市政官提出的一个问题还是交给了 他。[263]

正如所料，元老们通常会站起来说话：[264]所有受过训练的演说家自然都会这么做，目的在于达到最好的演讲效果。[265]然而，如果有人身体虚弱或生病，可以坐着说。[266]要不然不站起来说话会被看作无礼，[267]除非没什么要说的，只是简单地同意上一位发言人的意见。[268]表示同意可以简单地说“adsentior（我同意）”，或者明显点下头或做个手势。[269]因此，有莎草纸记录的一位1世纪中的元老（克劳狄乌斯？）不仅批评了他的同事们在会上没思考就同意别人的意见，还大肆讥讽他们为说了3个字“我同意”感到颇为满意，而不只是简单地做个手势。[270]

在特别的情况下，尤其是关系到敏感、残酷的皇帝如尼禄的利益或声望时，这么草率的同意看起来太敷衍，会造成不敬，比如在特拉塞亚·培图斯一案中就是这样。[271]

普林尼提到，在图密善时期，元老们发表意见的时候，都要夸赞皇帝一番。[272]同样，大量保存下来的关于控制角斗表演（公元177年）费用的“第一发言人意见”都说，发言人先发表了很长一段辞藻华丽的演说，[273]称赞皇帝提议的好处。然后，他才以实事实办的态度讨论事情的细节。

元老可以用比如“在这点上，我还要再作补充（Hoc amplius censeo）”[274]的话来强调上一位发言人的观点，表示极力支持，在他的发言中，他可以再对已经提出的意见另外作补充。普林尼[275]将这种发言看作元老院认可的做法，并且记录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审判尤利乌斯·巴苏斯的时候，瓦列里乌斯·保利努斯是这么做的：“瓦列里乌斯·保利努斯同意凯皮欧的意见，但进一步提议，一旦塞奥法尼斯完成自己的使命报告，他应该成为议题的主题。”[276]

第十五节 意见的范围

按照传统，被点名发言的元老可以先陈述他想谈论的任何话题，想说多久就多久，如阿泰乌斯·卡皮托所说：“征询意见的时候，元老有权事先谈论他愿意谈的任何话题，想谈论多久都行。”[277]卡皮托记述了共和晚期奥古斯都那时小加图阻挠了议事，[278]因为他用了过去式（erat），大家认为这种古代的权利在他那时已经不适用，可能被奥古斯都取消了。[279]但在盖利乌斯引用的文章中，没有迹象表明使用未完成时有这样的含义，而且缺乏奥古斯都废止这种权利的更好证据。看起来确实让人怀疑他会承担严重冒犯元老的风险，因为任何侵犯传统权利的企图都会引起这种结果，特别是公然冒犯，不管怎样，他还炫耀自己鼓励元老自由辩论的愿望。话多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控制，而要从一些元老口中哄出话来比起阻止滔滔不绝的演讲要难得多。可能缩短某些演讲是奥古斯都的策略之一，就像收取缺席罚款，虽然实行后很快就失效了。但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宣称那是复兴旧时的做法，而罚款就可以。[280]

阻挠议事在帝国时期没听说过，这一点都不奇怪。确实，在塔西佗的《对话》中，马特努斯遗憾地比较了帝国时期的状况和以前的那些好日子，甚至问道：“连最优秀的人都不假思索表示赞同，元老院花那么长时间发表意见又有什么用？”[281]不管怎样，如普林尼所说，[282]考虑周到的元老会将自己的发言控制在合适的时长。然而，事实上，帝国时期并没有主持人打断元老表达意见的例子，[283]甚至在他们漫无边际演说的时候。[284]普林尼用过一次“演讲时间限制（tempus loquendi）”一词，可以看作是特别用来指发言的“时间限制”。[285]但他在这里只是谈论选举日时的候选人他们自己的建议，或其他为他们着想的人的建议。完全可以理解，在这样的场合发言需要加以限制，让每位候选人有均等的时间陈述自己的优点，也防止选举过度冗长而拖延。同样，在审判的时候，原告和被告也有发言的时间限制，这是根据共和时期的做法，并以法律规定，虽然主持人明显会改变或延长时间。[286]至于在通常征询意见环节发言，却没有证据表明有时长或范围的限制。

第十六节 发言“跑题”的权利

元老当然还是能够谈论他们想谈的任何话题，特拉塞亚·培图斯的反对者宣称这是元老的权利：“不论什么时候元老行使他的发言权，他会让众人关注他选择的话题，并要求将它列为正式议题。”[287]16年，提比略在回应马库斯·霍尔塔勒斯请求援助时认为元老发言是古代的传统，但也表示不赞同用这种办法提出私人的事情：“我们的祖先允许元老偶尔偏离议题，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提出重要的公共事务，但这不是促使我们更多地关心私人的利益和个人的事 情。”[288]

帝国时期，霍尔塔勒斯在发表意见时提出了和议题毫无关系的问题，这并不特别。确实，在同一年（即16年）更早的记载中，塔西佗说这种做法在当时很普遍：“元老在发表意见时通常还是会提出他们认为和公共利益相关的其他事情。”[289]他暗示说，在他的时代，这种做法已经过时了。这大体上是对的，虽然我们将会看到2世纪早期至少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学者们很困惑，他的评论严格说来应该基于没有谈论题外事情的情境，而是一位叫奥克塔维厄斯·弗朗图的元老支持上一位发言人哈特利乌斯的意见，并加以补充——上面提到的通常做法。不管怎样，很容易看出塔西佗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在他的作品中也能找到其他严格说来不太恰当、离题的话，[290]没必要将这句话定性为歪曲事实，或努力证明奥克塔维厄斯确实提出了全新的话题。[291]

然而，话说回来，在这次会上确实“离题”谈论全国奢侈风气的元老是卡尔普尼乌斯·庇索。[292]在谴责“官员利用不正当的手段，法庭上腐败，律师不断以起诉的威胁欺凌他人”之后，[293]他宣称要辞职并远离罗马，然后夸张地走出了元老院。21年，讨论挑选阿非利加和亚细亚总督的时候，塞克斯图斯·庞培完全脱离了主题，借机向执政官曼纽斯·雷比达发起严厉的个人攻击，说他最不适合参选。但可能在起初争论同个话题的时候，[294]一位资格更老的执政官凯西纳·塞维鲁完全脱离主题，提议说“担任总督的任何人都不许带上妻子”。有人抗议这和议题不相关，这一点都不奇怪，他们表达了反对意见。据塔西佗说，28年，很多元老的发言又“跑题”了，[295]因为他们出于畏惧，奉承提比略和塞扬努斯。69年，讨论国库状况的时候，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不仅为此表达了意见，而且“偏离主题”提出修复朱庇特神殿。[296]

我们从塔西佗的描述中得知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的3个例子，在一次审判中征询元老判决意见的时候，他们讨论得更深入，提出了因案件引发的普遍问题，“偏离了主题”。因此，22年，科尔尼利乌斯·多拉贝拉提议“所有生活伤风败俗、名声不好的人都不能参与总督选拔的抽签——由皇帝进行裁决”。[297]恰巧，提比略出席了会议，当场表示不赞同。然而，在62年，征询特拉塞亚·培图斯对克劳狄乌斯·提马克斯判决意见的时候，他提议禁止外地人向总督投感谢票，得到了相当多元老的支持。这种情况确实是，如塔西佗所说，特拉塞亚转向了“公众利益（ad bonum publicum）”，[298]但没有通过任何法规，“因为执政官裁决他的提议和既定议题没有关系”。[299]提出的禁令到后来通过皇帝的煽动才实施。虽然塔西佗[300]没说这样的话，在24年审判希利乌斯的时候，科塔·梅萨里努斯的提议大概也要克服同样的原则性问题，他说行省官员应该为妻子的罪行而加以惩罚，视为他们自己犯 错。[301]

在记载他参加过的会议中，普林尼提供了一则“偏离主题”提出意见的例子，让人惊异。107年早期，瓦伦尼斯·鲁弗斯遭到比提尼亚人的控告，说他管理不善，鲁弗斯让普林尼担任他的首席辩护律师，向元老院提出特别请求允许他从行省传唤证人。在听审会后，请求得到了批准。[302]但不少元老仍然认为批准不可采纳，其中一位是副执政利希尼乌斯·尼波斯。等到元老院下一次会议，正讨论其他事情，他又提起这个问题，并提议重新全面审查当初的整件事情。可以预料，他的行为激起了敌对的反应。[303]接下来元老们发表反对意见，尼波斯甚至被指责为把自己看作“元老院的校正人（emendator senates）”。面对如此反应，主持人——不像《书信集》9.13中普林尼的那次请求[304]——据推测并没有按照尼波斯的意愿把事情列为议题，所以也没有重新投票。心怀不满的比提尼亚人因此不得不寻找别的办法重新正式提出这件事情。[305]

普林尼据说还记录了两个“偏离主题”发言的例子，但准确地说，作不得数。第一个例子，舍温-怀特认为霍姆勒斯在《书信集》6.19所提到的会上发言跑题，[306]但我们无法完全肯定，普林尼疏于解释当时讨论的是什么问题。第二个例子，《书信集》9.13记载在开始讨论常规事务之前，塞古都斯得到批准谈论某个话题，执政官最后只好这样打断他：“塞古都斯，你说什么都可以，但要按照发表意见的顺序。”[307]根据舍温-怀特的观点，主持人因此后来才给普林尼机会继续谈论他“偏离主题”的事情。[308]不过，主持人的意思也许是暗示事情可以在以后以正式的方式提出来，可能也确实那样做了。当然，普林尼当时似乎很满意，而那些赶快将他叫到一边说悄悄话的朋友肯定也认为事情会继续下去。相反，后来仅仅是有机会“偏离主题”发言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第十七节 撤回意见

虽然我们很少听说，但显然元老可以撤回他的意见。塔西佗暗示说，特拉塞亚本可以这么做，但他没有。[309]62年，安提斯提乌斯·苏西亚努斯（Antistius Sosianus）被指控犯叛逆罪，特拉塞亚提议不施加过于严厉的惩罚得到众人的赞同，但激怒了尼禄。然而，105年，元老们在讨论被害执政官阿弗拉尼乌斯·德克斯特（Afranius Dexter）的自由民的命运时，为了让步，主张判死刑的人的确撤回了提议。[310]32年，提比略确实让托贡纽斯·加卢斯撤回了一项过于奢侈的提议。[311]在普林尼答应为了贝提卡人指控凯基利乌斯·卡尔西库斯之后，他同样主动请求撤回之前的申辩，[312]虽然可能还不是正式的意见。

第十八节 宣誓发表意见

如果愿意，元老可以在发言时郑重起誓，[313]还可以补充他的提议是“为了国家的利益”。[314]因此，14年，提比略发誓说，尽管受到元老院怂恿，但他也不会在奥古斯都规定的总人数上增加更多的副执政。两年后，当立波·德鲁苏斯在他的审判结束前自杀时，皇帝发誓说，如果他被判有罪，肯定会为他求情饶命的。[315]38年，利乌斯·杰米努斯发誓说，他看见盖乌斯的妹妹德鲁希拉死的时候升到了天堂。[316]而刚上任的时候，尼禄经常发誓说要仁慈。[317]在70年早期，所有的元老官员，还有其他成员，在点名让他们发表意见的时候，发誓说：“他们没有做伤害他人的事情，也没有从人民的潦倒中获利或晋升。”[318]听审后元老作出判决同样也要先发誓：15年，审判格拉尼乌斯·马塞勒斯的时候，提比略发了誓，24年，提议流放苏依留·鲁弗斯的时候，也肯定发过誓。[319]据说，元老院全体确实在审判卡西乌斯·塞维鲁时是发誓后才宣布判决的。[320]

另外，《朱利亚法》显然允许元老要求另一位元老发誓说他的意见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可以猜测，奥古斯都的意图在于以此法规约束不负责任或用意不当的提议。[321]不过，我们唯一知道的一则运用此规定的例子是在105年早期，一位指定执政官被要求发誓。[322]据塞姆说，那是法比乌斯或者弗拉维乌斯·阿佩尔，作为新上任不久的执政官，才会这么鲁莽提出这不同寻常的要求。[323]这种说法很吸引人，但严格来说，普林尼描述这次会议时，并没有给出提议人身份，因此争论只能凭借塞姆另外提供的证据。

依据《元老院法令》程序——奥古斯都在公元前4年送了一份副本给昔兰尼，[324]被告只有在元老院发过誓才能和通过抽签选出参加听审的元老对质，同样元老也要起誓，并由同事元老发誓担保下才能事先请假，或者在会议中离开。[325]

第十九节 辩论的特征

因为主持人只是按照顺序点名让每一位元老发言，会议似乎缺乏灵活性，显得沉闷，没有很多像现代议会争论那样的打断和插入发言，议员们只在他们想发言的时候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发言人的顺序每次都不同，由主持人决定。毫无疑问，出于各种原因，很多罗马元老院的会议都很沉闷，比如元老们因害怕不愿意发 言，[326]或者，很常见的是会议只讨论常规性的、没有争议的内容，比如批准增加角斗士的人数，或者批准某个团体（collegium）成立，普林尼举过这两种例子。[327]58年，特拉塞亚·培图斯企图反对增加角斗士的人数显得非同寻常，[328]而他甚至在这么“小”的事情上表现出支持一边的热情使得66年科苏提安努斯·卡皮托对他提出指 控。[329]

然而，实际上，征询意见环节并不像目前描述表现出来的那么刻板。有几个理由可以说明，需要依次解释。首先，如我们所见，主持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裁度改变元老发言的顺序，虽然几乎没有资料证明有人行使过这样的权利，除了皇帝。同时，主持人同所有元老官员和皇帝一样都有干预权，并且任何时候都可以发言。如前面所说，在询问意见环节通常不会点名让元老官员发表意见，虽然塔西佗记载了提比略皇帝在主持会议时例外地让他们发言。[330]然而，不仅是主持人[331]和皇帝（不管他是不是主持人）[332]会频繁使用干预的权利，还有副执政、[333]保民官、[334]其他元老官员[335]也会如此。据说，某些皇帝甚至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会突然插话，打断他们。[336]

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干预的权利自然提供了发问的机会，并且几乎毫无疑问，元老官员和皇帝都经常这么做。[337]同样， 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介绍非成员的时候，元老院全体都有机会向他们提问。[338]在其他会议中，显然普通成员也允许在会议进行的时候提问，即使严格说来他们并没有权利这么做。问题可以是向主持 人、[339]皇帝[340]或者其他成员[341]提出，通常也允许回答。

同样，虽然成员没有权利打断别人的发言，或者不按顺序发言，实际上，他们也通常能得到批准这么做。最值得注意的是，当征询意见朝着没意料到的方向进展时，或者提出的观点值得争辩，更资深的元老（他之前已经发表过意见）可能会再次发言。[342]因此，16年，争辩休会日时，阿西琉斯·加卢斯（公元前8年执政官）可能按照正常顺序在庇索之前发过言（公元前7年执政官），然后又插话。在同一年之后的一次会议中，他也参与了发言，反对执政官哈特利乌斯和副执政奥克塔维厄斯·弗朗图的意见。[343]21年，当要求元老院指派一位总督到阿非利加时，我们已经知道，询问意见环节奇怪地偏离了话题，执政官凯西纳·塞维鲁发言时“跑题”，他说任何指派担任总督的人都不许带上妻子。瓦列里乌斯·梅萨里努斯职位高于凯西纳，因此按照正常顺序，他已经发表过意见，获得批准再次发言，反对这个不相关的提议。[344]塔西佗评论说，雷比达（公元6年执政官）“经常掩饰因其他人的谄媚造成的暴行”，[345]也许是在暗示他经常不按顺序发言以保持大家面子。后来，维特里乌斯夸口说，他习惯发言反对特拉塞亚·培图斯[346]——同样也可推测，他没按顺序发言，因为作为比特拉塞亚年长8岁的执政官，按照正常顺序，他应该先发言。普林尼在描述如何处置105年被害执政官阿弗拉尼乌斯·德克斯特的自由民时，征询意见环节说得不是很清楚，[347]但据推测，他自己至少发言了两次——一次是提出自己的意见（见第12节），后面还有一次他提出三种意见要分别投票（见第14 节）。

这种不按顺序的发言给元老院征询意见环节带来了某种现代议会辩论的活力。如果允许不按顺序的发言触发更进一步的讨论，以至引起争执，[348]那么这样的活力就更明显了。帝国时期最有名的争辩也许是69年和70年伊拜鲁斯·马塞勒斯和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之间的争论，[349]但我们也确实听说过其他的争论。[350]值得注意的是，塔西佗没有疏于记录相反的例子，尼禄的谄媚者，未来的皇帝维特里乌斯，当被他侮辱的元老顶嘴时，没有足够的勇气作任何反驳。[351]

第二十节 感情的表达

讨论任何有争议的事情时，元老激情澎湃滔滔不绝有助于活跃意见交换的气氛。庞大的立法团体如今天的下议院一样，时间和情境都无法让所有元老按自己的意愿一个个自由发言，所以他们可能只能在一边以简短的“旁白”来表达观点。当提比略犹豫着是否要接受皇位时，很多人肯定和那个不知名的元老一样感到沮丧，冲口说：“要么接受，不行就拉倒！”[352]卡西乌斯·塞维鲁对一位奉承提比略的元老的评价也让人难忘：“说老实话他就会死。”[353]据塞内加记载，在宣布“现在这剧院真的给毁了！”[354]（大家投票在重建的庞培剧院放置塞扬努斯雕像）之后，克雷姆提乌斯·科尔都斯开始绝食。蒙森[355]看到克劳狄乌斯发言中关于允许高卢要人进入元老院的简短段落时，将这段理解为困惑的元老打断插话，他的理解肯定错了，这只是皇帝对自己说：“提比略·恺撒·日耳曼尼库斯，现在是时候向元老们表明你的意图了；因为你的影响已经到达纳尔滂高卢人的最远边境。”[356]但至少他设想的这种打断插话完全是元老院争辩的特点。

有时感情的表达是群情激奋的场面，因此有隐匿的安全性。在61年，没有人敢反对卡西乌斯·朗吉努斯的意见，他说被害的罗马总督（Praefectus Urbi）的所有奴隶都要被处决，但元老们多已准备好一起叫嚷抗议，他们同情“受牵连的奴隶、女人、小孩，当然，还有无辜的大多数”。[357]塔西佗在其他地方生动地描述了元老们在奥索统治时的进退两难，以及他们所采取的解决办法：

元老们在会厅集合时，会上时刻都有风险，难以保持中立，沉默是反叛，自由的发言让人怀疑。奥索最近还不过是普通的元老，也用过和他的同行相同的言辞，所以对奉承一清二楚。因此，在表达意见的时候，元老们见风使舵，意见左右摇摆。他们指控维特里乌斯犯下了“杀害父母罪”。但那些对未来有远见的人只是说他敷衍、欠周到。还有其他人确实说出了真心辱骂的话，但也是在很多人大喊大叫时说的，或者语速飞快，话语逻辑不清，没有人能听明 白。[358]

虽然有人发言的时候其他人保持沉默是恰当的做法[359]（发言人作“首次演说”的时候大家确实真心遵守这种礼节），但在征询意见环节，[360]甚至是讨论议题时，或多或少相关的打断插话是很平常的。[361]97年会议的最后阶段，普林尼攻击了普布利希乌斯·塞尔图斯，引起了巨大的骚动，以至大家完全阻止按照顺序已经发过言的维恩托再次回应普林尼的意见，即使他有得到一位保民官的支 持。[362]

打断插话是元老发言时能让元老院的听众活跃起来的其中一种方式（除非大家出于惧怕而会议僵持）。在另一处，普林尼描述了在公众面前读诗可以从观众的“面部表情、眼神、点头、手势、呢喃和沉默”中推测他们的反应。[363]我们也应该记得罗马法庭上的观众都是出了名的吵闹。[364]同样，元老们在元老院也会明显地表达他们的反应。[365]他们会为所支持的提议喝彩[366]——通常是在发言人坐下后，但甚至有一次，出于意料，是在发言人站起来说话那 时。[367]据说，有时会有不同的反应：比如，公元前27年1月，屋大维弃权后；[368]提比略登基讨论时；[369]16年提比略拒绝霍尔塔勒斯的请求援助时；[370]31年10月18日，宣读提比略皇帝的信件时。[371]众人大笑的例子——比如，为了奉承提比略提出滑稽奢侈的提议[372]——众人哭泣的时候——比如，23年，德鲁苏斯死时[373]——大家都知道。同样，元老还会因为害怕皇帝而提出奢侈的谄媚的提议，[374]或者大肆侮辱雷皮达让他丢脸。[375]20年，庇索在审判时就遭到了侮辱。相反，66年特拉塞亚的朋友为了让他避免遭遇同样的侮辱而建议他不要出席元老院，尽力保护自己。[376]在反应最激烈的时候，打断发言和互相争执导致了彻底的骚动——比如70年早期，元老院攻击曾是尼禄手下臭名昭著的告密者，向他们挥舞拳头，将他们赶出了会厅。[377]

普林尼暗示说，一位成员发言时，其余元老坐着（并保持沉默）是得体的行为，但显然即使这种惯例遭到破坏，当事人也不会被加以惩罚。[378]因此，除了质疑和骚动，发言人经常还得在嘈杂的干扰中继续说话。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379]在会场上还会有不少走动，特别是要私下协商的元老会聚在一起，或者走过去支持赞同他们意见的人。在此情况下，尤其需要发言人的坚定和决心。

第二十一节 发言的风格

正式的发言是对着元老院全体人员说的，而不只是说给主持人听。更重要的是，发言还要适当注意修辞规则和其他方面的得体。在这点上，帝王们意见一致，他们会仔细准备发言，不管有没有人帮助，普林尼和弗朗图等元老观点也相同，还有老师，如昆体良。因此，听说维吉尼乌斯·鲁弗斯八、九十岁时还在排练正式的感恩发言（gratiarum actio）[380]，这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发言的腔调和风格很重要。[381]普林尼所说的关于审判的注意事项普遍适用于所有会议：“发言人的记忆、声音和手势至关重要，发言场合，最后还有被告给听众造成好的或坏的印象也很重要。”[382]据说，哈德良担任财务官第一次替皇帝传讯时，他的地方口音引人发笑，而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据说到老都保留着“阿非利加”的口音。[383]同样，普林尼认为很多希腊律师喘不过气、单调的发言风格很不好，相反，他很赞赏“纯粹的口音”。[384]

因此，良好的罗马教育强调有准备和即兴的发言能力，这对想给元老院留下印象的人来说一直很宝贵。塔西佗自己就是有名的演说家。他很同情资深的执政官西拉努斯，[385]在担任亚细亚总督之后，于22年遭到审判。西拉努斯遭到能言善辩的元老们和行省最好的雄辩家们的攻击，不得不“独自回应，而且没有多少发言经验，怕得要命——就是有经验的演说家也无法应付”。[386]在唯一提到元老院的《沉思录》中，值得注意的是，弗朗图的学生奥略留写道：“在元老院面前或任何人面前得体发言，不矫揉造作，用真挚的词语。”[387]弗朗图自己向奥略留强调说：“如果你认为脱口而出瑟赛蒂兹（译注：《伊利亚特》中的一名希腊士兵）式的话语和用墨涅拉俄斯或尤利西斯的言辞在元老院具有同样的分量，那你就错了，他们演说时的神色和表情，姿态和悦耳的声音，抑扬顿挫的变化荷马描述时不会掉以轻心……”[388]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解释皇帝在元老院采取必要的措施时，必须通过劝说。此外，在发给元老院的皇室信件中，他也敦促说，必须雄辩、有尊严、克制；[389]在元老院中的发言，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偏僻的词汇，难懂的或不寻常的比喻必须避免。[390]昆体良总结了以上所有要点，强调律师在元老院的发言要有一定的高度和分量。[391]

就发言而言，普林尼认为机智（urbanitas）在元老院不合适。[392]因此，与他同时代的昆体良不赞成这样的开头，“元老们（Conscript fathers）——我必须先对你们说，你们可能记得父辈（fathers）的职责”，[393]我们也可以猜想阿西利乌斯·萨比努斯的笑 话，[394]老塞内加记录下来的，[395]效果并不好。[396]狄奥倒是记录了14年给提比略配一名护卫的提议，他认为很诙谐。[397]普林尼也说，试行以投票方式选举时，选票上写满了笑话和猥亵的话语——虽然这么做可能出于严肃的动机。[398]不管怎样，元老们显然和普林尼一样，觉得这种行为让人恶心，虽然不是所有会议都很郑重，但多数元老显然将自己的职责看得很严肃。普林尼和塔西佗为必须在元老院紧张的场面中发言而担忧，比如审判马吕斯·普利斯库斯，并由皇帝主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399]

古时公共演讲的风格比很多现代的要更有活力，因此尽管上面说了很多形式上的苛责，元老院经常是演讲者情绪激动或热情迸发的地方，特别是被告，有时是元老。[400]因此，在公元前21年，比如，奥古斯都含着泪回应别人将他称为国父的问候，而在另一次，克劳狄乌斯也流着泪喊叫着抗议作为皇帝他要面临被暗杀的风险。[401]安东尼一边哭泣，一边哀叹，请求元老院将哈德良供为神。[402]据苏维托尼乌斯说，为了让提比略接受皇位，元老们拜倒在他脚下。[403]更早的时候，公元前18年，利希尼乌斯·雷古勒斯出于对奥古斯都关于元老成员资格提议的愤慨，“当场在会厅撕破了衣服，露出身躯，历数他参加过的战役，展示身上的伤疤”。[404]但是表现最戏剧性的还是被告。比如塞维莉亚，巴里亚·索拉努斯的女儿，在66年审判中，“……先是倒在地上，不停地哭泣，不回答问题。然后又抓着祭坛和台阶大哭起来……”[405]提比略统治时期记载过被指控叛逆罪的被告真的在元老院喝下毒药的几个例 子。[406]

第二十二节 人身攻击

虽然在元老院的发言要小心准备，但也不可能很完美，仍然会有粗暴语言和人身攻击的时候，就像感情的流露。元老院会容忍诽谤性的指控，即使给人格和地位造成伤害，[407]比起今天议会能容忍的言辞更恶毒。可以看到，不管那些受到攻击的人是死了，还是活着，是元老院成员还是非成员，差别都不大。确实，很多发言人的确希望保持体面。但似乎道歉是不作要求的，强烈的反对意见通常会导致侮辱：[408]确实，提比略说，作为元老，他指责哈特利乌斯的时候不该那么随便，并请求他原谅，苏维托尼乌斯认为这么做太客气了。[409]值得注意的是，在69年，维比乌斯·克里斯普斯想将骑士安尼乌斯·浮士德不经过辩护或听审就判处死刑，大多数元老反对他这种不同寻常的企图。[410]而一个世纪后，狄奥评价了奥略留谈到或写到叛乱者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时的刻意克制。[411]在《论愤怒》一文中，塞内加论证说一个人不应该太“敏感”。不然，他问道，“……他能够心平气和地忍受公共生活的争吵和在法庭或在元老院中如箭矢般的侮辱吗？”[412]

在整个帝国时期都能找到这样的行为。首先，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塔西佗将奥古斯都在生命最后10年的某一次发言理解为故意批评提比略的举止、衣着和行为。[413]提比略自己后来在递送给元老院的信中更无忌讳地谈论他的家人，[414]并坚持德鲁苏斯关押时所有的言论在他死后都要宣读。[415]我们已经知道，21年，塞克斯图斯·庞培竟然攻击他的同事执政官曼纽斯·雷比达，说他是“懒惰的乞丐，玷污了祖先”。[416]而塞内加则描述了科尔布罗[417]逼得费德斯·科尔尼利乌斯[418]流下眼泪，称他为“拔了毛的鸵鸟”。[419]盖乌斯在写给元老院的一封信中很粗鲁地谈论莉维亚，而且确实侮辱了整个立法团体。[420]尼禄时期，还没当上皇帝的维特里乌斯名声很坏，会在会议上当众侮辱同事。[421]塞内加的弟弟加里奥在65年比索念奴阴谋反叛后被指责为“公众的敌人，犯下杀害父母的罪行”；[422] 69年早期，维特里乌斯当上元首后，也被指控犯有同样的罪名。[423]在奥索登基前对他的“嘲讽和侮辱”成了后来极为尴尬的根源。[424]相反，到69年秋，元老们都已经学会要更谨慎些，他们小心不说批评弗拉维王朝首领的话，甚至避免提到维斯帕先的名字。[425]但是，在69年4月奥索死后，他的元老们在穆蒂那召开了正式会议，会上初级元老利希尼乌斯·凯西纳对伊拜鲁斯·马塞勒斯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头脑冷静得多的人出来干预争吵才平息。同样，之后不久，在维特里乌斯时期，凯基利乌斯·西普莱什被控以贿赂和杀害马吕斯·塞赫斯的方式得到执政官的职位。[426]

后来，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远不止和伊拜鲁斯·马塞勒斯及其同僚争吵，据说还无休止地诽谤维斯帕先，甚至在继承帝位敏感的事情上将他逼得流下眼泪。[427]据普林尼说，在93年，审判阿茹勒努斯·鲁斯提库斯的时候，起诉律师阿基利乌斯·雷古勒斯将被告侮辱为“斯多葛式的猿人，印着维特里乌斯的烙印”。[428]在另一处，普林尼曾提到过一次元老院审讯时的事故，[429]不过，事情经过很模糊，因为来龙去脉还不太肯定，但好像是普布利希乌斯·塞尔图斯粗鲁地攻击一位被告，以至最后被他打了。我们注意到，66年，特拉塞亚的朋友也很担忧，如果参加元老院会议为自己辩护的话，可能真的会受攻击。[430]公元2世纪早期，普林尼觉得争吵的两位元老用语和行为都很粗俗无礼，不愿意在信上复述他们的话。[431]据《奥古斯都史》记载，元老们将奥略留在维鲁斯死时说的一些话理解为对皇帝的批评。[432]最后要提到的是，在3世纪早期，皇帝下台后遭到辱骂，[433]和以前一样。[434]

总的来说，虽然记录了不少元老们在某些场合互相无礼对待的例子，他们这方面的行为应该被正确地看待。与此相反，上面说到很多人会自觉约束自己；在审判某些罪行上，元老院会宽容自己的成员；[435]大家或多或少共同感受到作为一个机构，他们代表了骄傲的、高贵的精英。[436]

第二十三节 主持人的角色

总而言之，不难领会在有争议的事情上，征询意见环节可以很活跃，甚至引起骚动，但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反而可能会因主持人显然缺乏掌控而困惑。理论上，他的特权很大：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决定什么事情能够列入议题（没有任何元老可以强行添加议题），还有，显然也是他一个人决定对哪个提议进行投票。在塞内加的戏仿诗中，神圣的主持人朱庇特的确斥责元老们将对克劳狄乌斯的审问变成了“真正的肉铺场”，并希望他们能够维持“元老院的秩序”。[437]但我们没有听说过帝国时期的人类主持人主动说过这么严厉的 话。[438]相反，按罗马的惯例，他们似乎很少会影响或引导会议进程，尤其是在听审时，他们一直以来都处于被动的立场。共和时期的提问环节（如我们所见，元老院的审讯就是从这个环节发展而来）副执政只扮演监督的角色。

相反，会议上，元老院们主要受情绪控制，特别是资深元老的影响。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个松散的群体，但值得记住的是，在公元前5年，增加补任执政官后，元老中执政官的数目比起在共和时期增加了很多。比如，97年，法布里修斯·威恩托企图第二次发言，但被元老们的抗议所阻止，这可能比主持人的干预更有效。[439]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元老感到受了威胁，他会向保民官申诉——像威恩托那样。[440]几乎没有听说过主持人自发采取过决定性的行动。元老在卡利古拉和图密善暴死后采取的主动，还有在动荡的68年、193年、238年，可以看成是例外，十分可敬。不过，即使在这些例子中，我们也无法依据资料完全确定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主持人发起的，[441]大概仅在238年主动采取的决定能够被证实。更典型的是29年的例子，接到提比略控告自己家人的信件后，执政官完全不知所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在其他不肯定皇帝反应的时候，他们也同样会很困惑。[442]可以预料，在这些时候，他们会选择先征询皇帝的意见，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还应补充说明的是，在某些时候，即使对皇帝的反应没有疑虑，大家还是会先征求他的意见，在策略上拖延不可避免的定罪。[443]

帝国时期主持人缺乏主动性不该让人感到惊讶。没有皇帝的同意，任何人都无法获得执政官职位，大家也都非常清楚他们的在职表现要向他汇报，不管他有没有出席会议。在很多事务由皇帝提议的情况下，不仅执政官选择讨论议题，按照自己的意愿提出议题的特权显著减少，当涉及到有争议的提议，或不同常规的行动，他还要事先保证他这位在职同事的同意。[444]在平常的辩论过程中，他不能控制不相关的讨论，或打断过度冗长的发言人。这给行使自主权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此外，任期变得越来越短，执政官主持会议的次数少了，所以获得经验和自信的机会也少了。因此，一旦短期的任职变成规矩，希望由有经验的主持人引导会议就变得很不现实，但毫无疑问，元老院作为议会的能力就遭到削弱。作为那么大规模的机构，只有在能约束，有技巧的主持人管理下才会发挥用处，在他的帮助下，69年晚期和70年早期不光彩会议上的恶语相向也许就能够避免了。不管是成员，还是非成员，他们对立法团体的信心在那时候肯定都遭到严重的动摇。并且——如事情的发展，对未来的破坏更大——这些会议给了年轻的图密善毁灭性的印象，影响了他从此以后对元老院的评价。毫不奇怪，资料中能提供的证据和评论都很少，无法帮助对个别主持人（皇帝除外）的能力进行评价。塔西佗对德鲁苏斯21年任第二任执政官时处理尴尬事务和70年早期图密善主持会议的关注是一大例外。[445]

第二十四节 元老的注意力

在元老院作为陪审团听审，要对判决进行投票的成员自然有义务坐在会厅听完整个过程。有理由认为，他们参加其他会议时也要一直呆着，很容易看出会议可能会带来压力。理论上，他们确实可以随意来去，但实际上，他们通常会待到会议结束，不像现代下议院议员做出经常遭人批评的行为——即参加事务辩论时很散漫，如果有参加的话，而且只在铃声响起要分组的时候才出现。在威斯敏斯特，有好几个原因促使了这种行为。粗略来说，在“党派”制度下，忠诚的议员从不需要有自己对事情的看法，他只需跟随他的领导人投票就行了，如果某一党压倒其他党，那么投票结果大体上不过在预料之中。即使议员想在辩论中有所表现，他能不能“吸引发言人的眼光”还是个问题，很可能吸引不了，特别是“终止辩论将议案付诸表决”规定允许用于讨论的时间有严格的限制。

相反，罗马元老院的很多程序和做法的特点确实迫使元老坚持整个会议。首先，会前他很少会接到告之整个会议内容的通知，以决定是否有兴趣参加。第二，不仅会议的进程难以预料，并且如我们所见，通常在会议上会临时提出某个议题，作出决定。如果元老缺席的那天，议题第一次提出，不一定会再有第二次、第三次重申的机会等着他发言。因为元老不能代表任何人参会，由他考虑某项议案是否会触及委托人的利益非常不合适。相反，按照规定，所有的议案仅以他作为元老相关，但实际上，元老作为地区的保护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地方的利益。除了其他目的，也许是为了阻止地方施加不恰当的压力，在公元前59年，恺撒法令的一项条款规定，地方政府将接受贿赂在元老院传达意见视为犯罪。[446]但随着外交事务越来越多地交由皇帝处理，很多情况下，保护人通过和皇室顾问非正式的接触比起在元老院积极发言对地区的作用更大。比如，要是知道在塞维鲁时期，诺纽斯·法比乌斯·阿里乌斯·保利努斯·阿佩尔元老是在元老院面前还是在皇帝面前作为地区保护人表现“殷勤”就好了，他得到布雷西亚执枝祭司团（collegium dendrophorum）的感谢，让他们的免税请求得以批准。[447]当然，卢西恩描述在皇宫的影响会带来极大的好处，[448]虚假的预言家亚历山大就因执政官穆米乌斯·西森纳·卢提连努斯对他偏心而获益；亚历山大向奥略留，而不是元老院，申请将阿博诺泰可斯重新命名为伊内波利斯。

元老要在会前护送皇帝或主持人从家里走到会场，会后又护送回家的传统自然要求他们一直在会。哈德良也许能体会特别是返程对于元老非常劳累，因此坐轿子回去，省去他们护送的麻烦。[449]在会上询问意见环节，每位元老都知道会按顺序点到他发言，而他也可以随意说多久，点名时缺席才会引人注意。此外，当事情出现争议时，争论的结果很难预测。每位发言人都可以提出新的意见，但最后，如我们所知，由主持人挑选意见进行投票。话说回来，结果也不是难以料定，就像皇帝提出的议题一样。如果元老院还在进行元老提出的或关系到他的事情，他离开的话就显得特别失礼，因此也很冒险。

按理推测，不管在什么时候，元老非正式的团体或“党派”都存在，虽然我们所知不多。我们可以更肯定地认为，没有一个团体会对元老院会议造成长久影响，因此在具体事情上通常没有什么“党派路线”可以遵循，除了明显的一条就是皇帝的意愿几乎不能拒绝。无疑，实际上，资深元老热切地提倡某个建议时，他很希望比如在赢得元老官员选举时得到过他帮助的新人同事的支持，或者是在分配到某个岗位时欠了他人情的人支持。因此，当阿格里科拉的父亲，副执政尤利乌斯·格雷西尼乌斯[450]举办竞技比赛时，让人讨厌的执政官保卢斯·法比乌斯·佩尔西库斯[451]和坎尼尼乌斯·雷比鲁斯[452]赞成过分奢侈的捐赠，实际上，这是一种收买纳庞西斯新贵（novus homo）支持的无耻出价。[453]然而，不同寻常的是，特拉塞亚·培图斯被指责为在元老院内建立“党派”，但他的同伙没有跟从他反叛的意见，指控也就失去了意义。[454]不列塔尼库斯死后，据说，阿格里皮娜出于绝望也企图建立一个“党派”为她服务，[455]但至少也维持不了多久。后来，普林尼暗示说，图密善时期，元老间出现了分裂——支持皇帝及其亲密同僚的，和反对他们的。[456]虽然在这个例子中，他宣称分裂很快在图拉真领导下达成了一致的支持，但很显然，在每个时期，每个元老对元首的态度差别很大，甚至对元首统治的态度也如此。然而，普林尼提到的两个团体肯定一直很松散，后者则没有什么效力。

元老们确实会互相拉拢，比如我们看到的在审判马吕斯·普利斯库斯时，[457]或者赫拉克勒斯在会厅内跑来跑去请求支援他对塞内加戏仿诗的观点时。[458]但多数情况下，这种群体会因每次的会议或议案不同而改变。因此更加需要元老对整个会议讨论的事情全神贯注，而相互义务错综复杂的纠缠也要求他们聆听朋友的发言，和他们一起投票。

在会上迟到几乎没听说过，我们只能这么想。虽然严格说来，我们的信息提供者狄奥的希腊语模棱两可，[459]奥古斯都的罚款肯定是针对那些根本没到会的元老，而不是出席懒散的人。同样，他在公元前12年指示元老在会前不可以拜访他，[460]目的是为了避免不会推迟整个会议，而不只是防止几个人迟到。提比略也“特别指示，元老应该在合适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召开会议，不可以比规定的时间晚到，也不可以提前散会”。[461]但也许这里皇帝实际上针对的是个别懈怠的元老，而不是元老院整体，他们很少按照规定的时间参会。但这条指示的目的根本不清楚，可以有不同的理 解。

除了这些例子，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没有听说在正常情况下有迟到或提前离开会议的，相反，出现这种情况会显得很不寻常。在皇帝中，据说，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3年提前离开过会议两次，第一次是在选为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后为了避免接受更多的美誉，[462]第二次是遭到科尔尼利乌斯·西森纳指责后为了避免发怒。狄奥描述了第二次的情形，“他没做什么激动的事，也没说什么怒话，而是冲出元老院，过了一会才回来，后来他对朋友说，这么做虽然不太合适，他还是宁可出去，而不是一直坐在那里被迫采取严厉的措施”。[463]同样，据苏维托尼乌斯说，[464]奥古斯都有好几次在争执变得过度激烈的时候都赶快离开了。后来，39年时，盖乌斯发表了让人震惊的激烈长篇演说以维护提比略的形象，重新实施叛逆罪，然后冲出了元老院。[465]49年，元老们采纳维特里乌斯的请求，希望允许克劳狄乌斯娶他的侄女阿格里皮娜，元老们对这一请求非常热忱，以至冲出元老院迫使克劳狄乌斯接受提议。然后克劳狄乌斯加入了会议，要求通过必要的法规。[466]推测起来，在一次会议结束前，维斯帕先流着泪走出了元老院，因别人关于继位所说的话而伤心。[467]212年，格塔被杀后，卡拉卡拉只是走进元老院说完话就离开了。[468]

我们确实听说过一些元老离开元老院的例子，都很戏剧性。16年，卡尔普尼乌斯·庇索指控完公共生活的腐败后走出元老院，说他干脆离开罗马算了。25年，克雷姆提乌斯·科尔都斯在因捏造的罪名为自己辩护完后，走出元老院，将自己饿死了。[469]30年，福菲乌斯·杰米努斯同样没有等到他的案子作出判决，而在22年，当一位副执政被指控侮辱了皇帝后，走了出去，将官服脱下，然后又回来要求作为普通成员马上对他进行起诉。[470]无疑，59年阿格里皮娜死后，大家提议给皇帝授予荣誉时，特拉塞亚·培图斯走出了元老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471]70年早期，尼禄手下臭名昭著的告密者真的被赶出了会厅，而在同一次会议后，当伊拜鲁斯·马塞勒斯遭到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攻击的时候，他和维比乌斯·克里斯普斯提出自愿退出会议。[472]

和所有这些例子相反，如果元老真的都有随意进出会议的习惯，那么我们只能说这种行为的证据实在是没有。没错，这种行为太不起眼，不会出现在任何现存的记录中，[473]但是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元老通常会一直待到会议结束，而且如前面所论证，他们也有很多理由需要这么做。

第二十五节 投票[474]

主持人让元老院讨论的事情迟早要进行投票表决，什么时候投票取决于议案是否有争议。因此，格里乌斯引用瓦罗在公元前70年手册中的话：“元老院的法规有两种方式决定：或者不讨论直接投票（discessio），如果大家达成一致意见的话，或者，如果有争议，点名让每位元老发表意见。”[475]

在帝国时期，没有争议的事情不用讨论便可直接投票的做法肯定还在继续，虽然很难举例证明，[476]一方面，我们知道很多资料在在宽泛意义上都用了“不讨论投票”（discessio）一词，而另一方面，瓦罗以更狭窄、更专业的意义使用这个词时，我们却没有同样的信心分辨其含义。问题是，本来可以具体区分元老院投票不同场景的不同名词却没有被使用。[477]比如，塔西佗说到62年审判安提斯提乌斯·苏西亚努斯后，执政官允许大家“不讨论投票”，但这次指定执政官和特拉塞亚·培图斯意见冲突，所以两人的意见都进行了投票。[478]普林尼同样用了“不讨论投票”一词，即使进行了意见征询，而且提议有矛盾。[479]在另一处，塔西佗特别提到29年宣读提比略的信后并没有讨论，但不太清楚元老院接着是否直接违抗谕令，还是正式通过了一项元老院法令。[480]相反，完全可以相信《在贝根西斯地产上举行市场集会的元老院决议》（SC de nundinis saltus Beguensis）没有进行讨论，被描述为“以不讨论投票方式作出的元老院决议（S.C.per discessionem factum）”。[481]

事情有争议时，在询问意见后才进行投票。据推测，众多议题的辩论和投票都在同一天完成，但并没必要都挤在一天，我们知道，在共和晚期，重要的问题和争辩不总是那么容易解决的。[482]帝国时期同样会在会议后的某一天继续讨论同一件事。解决大使的要求、最终确定大部分复杂的民事立法（这项工作一致持续到塞维鲁时期）通常肯定不止召开一次会议。比如，有理由认为按照《禁止收购房屋后摧毁获利的元老院决议》（Sc de aedificiis non diruendis）解决的问题可能在44年9月22日通过之前就已经讨论过一次或多次了。[483]我们也知道，奥略留在任晚期关于削减角斗士表演经费的提议出现在不止一次的会议议程上。[484]总的来说，很少听审能够在一天内完成。还得提到两个这样的例子，虽然我们应该认识到它们都不是因为事情有争议或复杂而拖延讨论的直接证明。第一个是14年为了保证提比略正式接受皇位召开了不止一次会议，给他的提议用了各种说法。当然，这里的延迟不是因为元老们的争辩，而是提比略本人的犹豫。[485]第二，确实，1世纪中的莎草纸上记录了一位不知名的发言人（克劳狄乌斯？）确实给了元老院考虑他的提议的时间，在过后的某一天才又重新 讨论。[486]然而，这里也是，困难不在于为议题争执而拖延，而是根本就没有回应。

当提出几个冲突的意见时，[487]主持人有唯一的自由裁量权选择哪个意见进行投票，依照什么样的顺序，当然除了被保民官或皇帝否决的提议。[488]通常情况下，他几乎不可能忽视已经赢得一些支持的提议，但让人惊讶的是普林尼[489]告诉我们在审判尤利乌斯·巴苏斯的时候瓦列里乌斯·保利努斯提出的建议事实上就给忽略了，虽然建议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文中没有交代忽略的理由：我们只能猜测执政官多少担心提议中的恶意，或者提议在较晚的时候才进行讨论，因为瓦列里乌斯最多不过是副执政。通常也许是按照提出的顺序排列意见，[490]每条意见分别投票，第一个赢得大多票数的意见被采纳。[491]因此，在26年会上，据说士麦那赢得了400票，而其他同它竞争的10个城市加起来不过7票，自然可以得出结论支持士麦那的意见先提出，因此没再费什么麻烦就解决了问题。

普林尼漫无边际地写了冗长的信件，想证明某种危害正常投票程序的企图是正确的。[492]105年，在征询意见时，讨论怎样对待死去执政官阿弗拉尼乌斯·德克斯特的自由民，当时提了三种意见——释放、流放、处死。如前面所说，通常的做法是将每种意见分别投票，得票最高的胜出。因此，每位元老都要投3次票。作为释放的提议人，普林尼很恼怒，因为支持流放和处死的联合起来反对他（如他所预料），即使后两种意见相互毫不相关。因此，他想找一种办法让每条判决意见都提交元老院，但每位成员只能投一票；这样，他认为在三种意见中释放会得到最多的支持。结果，他的抗议促使提出处死的人撤回了意见，只剩下释放和流放之间的选择。有充分的理由支持普林尼的怀疑，即提出另一种投票方式是否合法。虽然不肯定这是不是他的目的，但他的方法至少从策略上在投票前将对手的一方意见消除了。然而，让人烦恼的是，他没说明白那天赞成释放的是否超过了赞成流放 的。

如果元老觉得进入投票环节的意见包括了不止一点，可以要求将它“细分”，每一点分开投票。所以塞内加在信里写道：“我认为元老院的传统也要按道理行事：如果有人提出意见，我只赞成部分，就得让他将意见分成几点，我会为自己赞成的那一点投票。”[493]塞内加的同代人，阿斯科尼乌斯同样将这种做法看作惯例，[494]但帝国时期会议的报告里没有可以引用的例子。

将意见付诸投票时，主持人会用这样的套语：“赞成此项提议的到这边来，赞成所有其他提议的到你支持的那边”，[495]并用手指出各个相应的位置。各就各位后，每位成员都坐下。[496]每位成员（虽然不是元老官员）都有一票，甚至是审判更资深的元老。[497]所有的投票具有同等价值，得票多的胜出。[498]元老不必投他们在发表意见时支持的提议，而且肯定也不总是那样做，正如庞培·科勒格悻悻地抱怨，那些曾答应在审判马里乌斯·普利斯库斯的时候和他投同样票的人，在最后却没给予支持。[499]臭名昭著的是，在征询意见的时候，有人还会改变观点，而他们在同一审讯初始阶段已改变过一次。[500]因此，虽然如我们所料，投票的结果通常还是跟已经表达的意见一致，[501]但不是没有意外。主持人宣布投票结果时会这么说：“这边的人占多数”。[502]

自然，我们会问，上面所说的正式程序在通过皇帝的提议时实施了多长时间，皇帝的所有提议很可能想当然地全体通过，[503]结果也许就是根本不用投票？还是元老仍然按要求，参与到会厅一边集合的游戏表示赞同？我们无法确定。如我们将会看到，[504]很明显，至少到公元2世纪后半期，皇帝提出的各个议题不再制定不同的法规来解决，而是只通过一条简洁的法规总体上给予认同，但我们不知道那时候，或更早的时候，法规是怎样通过的。确实，在对元老发言的时候，奥略留和康茂德会提到“投票（suffragari）”，[505]而狄奥也始终这样描述，好像在他那时，法规就是那样通过的。然而，他们所说的这种“投票”程序实际上仍然很模糊。希 律[506]和《奥古斯都史》[507]确实提到过正式投票的例子——比如，佩蒂纳克斯和狄第乌斯·朱利安的登基，埃拉加巴鲁斯任命塞维鲁·亚历山大为恺撒（译注：即皇帝）。这些都是特别重大的场合，但值得争辩的是，即使所有的元老在这些例子中都站到会厅的一侧，无法保证在其他会上他们也经常这么做。因此，还有待回答的问题是关系到皇帝的某些提议，甚至所有提议时，正常投票的程序是否有时会被推延或调整，或者皇帝的所有提议都如此。

还有，我们不知道主持人是否一直单凭印象来记票，还是有时在元老就位后真的数一下人数。至少，按照法律，只需在每条元老院法令上记录出席的人数，而不是两边意见的投票人数，也不用记每位投票人的名字。每条意见都要毫无例外地清点投票人数的话，会很耗时，无意义，而且根本行不通。话虽那样说，适当的时候无疑还是要尽力，正如可能在17年的会上塔西佗谈到一项议案“由少许票数”决定。[508]矛盾的是，100年马吕斯·普利斯库斯的审判是我们唯一能找到有明确证据的清点人数的会议，[509]而事实上，当时并不需要那么精确，因为很肯定绝大多数人都支持指定执政官提出的意见。[510]因此，这个例子警告我们，不仅要避免从现存资料里显然缺少投票数据的事实得出大致的结论（数据缺乏也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也不要以为我们现存的一组投票数对比（公元26年，400比7）只是估值。400这个整数看起来让人有点怀疑，但至少我们在别的地方得知，这次会议的整体出席人数完全可信，400是其中一部分，可以看成是准确的计算。因此，这次会上是否清点了人数，更不用说在其他严格说来没必要清点人数的会议，问题仍然有待回答。是否因为在26年和审判马吕斯·普利斯库斯的时候皇帝都在场，这点有无特别的意义同样不清楚。有皇帝参加的会议，当然是法律不要求记录出席人数的唯一例外。

我们已经知道，元老院的投票总是采用所描述过的公开方式。因此，我们发现审判程序规定的公开投票由《元老院法令》固定下来，奥古斯都在公元前4年的时候送了一份法令给昔兰尼。[511]特别突出的是，在图拉真时期，曾有过也许是短期的实验，在选举的时候，进行秘密投票，防止过多的个人影响。但很快，一些元老用粗暴的方式弄坏了选票——也许是有意的，于是这一方法也就泡汤了。[512]蒙森认为，[513]15年，审判格拉尼乌斯·马塞勒斯的时候，提比略的大发雷霆暗示了秘密投票的可能：“他也会对这个案件表达自己的意见，以公开、发誓的方式”。[514]但是，这里提比略只是强调审判后发表他的意见；随后的投票完全是另一回事。[515]作为皇帝，提比略当然有权在征询意见的任何时候发言。庇索接着询问他什么时候发言，他明白提比略的意见会影响后面还没发言的人。至少进行秘密投票的想法是在萨鲁斯特给恺撒的其中一封信中明确提出的，虽然没有得到发展，因此从表面上看来是在共和晚期。但也有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那不过是元首制早期的一种写作修 辞。[516]

一旦元老院法令通过，措辞就要在会后拟定，档案保存在萨吞尼国库中。每个案例的这项任务通常可能会由6位成员完成，是一项重要的职责。[517]同样，一旦通过，《元老院法令》可能会被皇帝或保民官否决。保民官仍有这样的权利，[518]但如我们所想，在帝国时期，他们很少行使。特拉塞亚·培图斯在66年拒绝了阿茹勒努斯·鲁斯提库斯的提议使用这项权利，他是明智的。[519]严格说来，在某些方面，《元老院法令》的通过没规律，或者后来被否决，被称为“未生效决议（auctoritas）”。[520]

会议结束时，主持人会宣布：“各位元老，我们的会议就到此为止。”[521]

第二十六节 事务的委托

显然，元老院的工作大多程序化、没有争议。会议时间也许很长，很单调，因此可以理解元老们都感到乏味和沮丧。自然，我们会问元老院是否会选择将某些事务的处理委托给小一点的机构，但它们还是对立法团体负责。答案就是，不仅很少这么做，而且在所知道的例子中，除了一个牵涉到特别的问题，算不上是常规工作。事实上，拒绝委托责任是罗马行政管理的特点。比如，有很多证据表明，皇帝和政府官员亲自处理提交给他们的所有事 务。[522]

确实，奥古斯都的元老顾问团（consilium）肯定在会议之前考虑过要在会上提出的一些或所有议项，具体的我们知道顾问团讨论了公元前4年的议题，即为听审索贿罪作新的安排。[523]也许会前的讨论可以提高在元老院争辩的质量，缩短会议的时间，但更可能是想扼杀一些意见的发表，因为元老会觉得他们很难改变已经形成的观点。不过，至少元老顾问团还是要将所有议案都提交给元老院。只有在13年时，顾问团得到权力跳过元老院独自作出联合决定。然而，事实上，可以利用这种重大改变的机会很少，因为大概一年后，提比略就将顾问团完全废除了。[524]

不管在什么时候，执政官们作为元老院的联合主持人必须在会前审阅议项，无疑也会经常就此征询皇帝的意见。他们会接到元老希望提出议题的申请，也会收到希望出席元老院的其他人的申请。理论上，作为主持人，他们几乎有完全的裁量权按意愿选择议项，但同样——和我们刚刚谈论的顾问团很相似——他们不考虑元老院作出联合决定的机会非常有限。不管怎样，很有可能很少主持人希望单独行事。我们之前注意到，他们更容易被元老院所左右。

我们确实听说过将复杂事情的详细调查委托给执政官的例子。19年，在元老院指示下，他们草拟了一份诉讼要点（commentarium），涉及的问题是关于上层阶级的成员因行为可耻被认为有损元老院的尊严。3年后，还要求他们审阅很多东方城市希望授予庇护权而借鉴的大量文件。而在59年，调查一场角斗表演上发生打斗的事情交到了他们手里。[525]在这三个例子中，他们都要向元老院反馈调查结果以便决定采取相应的行 动。

虽然我们听说任命了几个委员会，由元老组成，但每次都是因为有特殊的任务要完成。没有一个是常任委员会用来减轻元老院定期的日常事务。因此，在1世纪不同时期，共成立了5个元老委员会处理公共财政的紧急困难。[526]公元4年，奥古斯都提名了10位元老，然后抽签选出3位复审同事元老的资格。[527]在提比略任期，有两个委员会减轻了不同寻常的困难——一个在20年委任，目的是解决《帕皮亚·波比亚法》带来的困惑和担忧，而另一个是在纸莎草纸短缺时派发纸莎草纸。[528]16年，还成立了另一个委员会，以恢复丢失的公共记录并复写那些因时间变得字迹模糊的记录。69年，内战后，另一个委员会做了相似的工作。[529]最后，在1世纪末，经涅尔瓦批准，委任了元老去购买，分发土地给贫困的罗马人。[530]

我们可以想象元老院对市场价格的年度评估——如提比略所主张——本来可以委任给专门委员会，就能减轻元老院的常规义务。但就我们所知，这项提议没通过。[531]公元前4年的元老院法令仍有一套程序，上面提到过，按照程序，由5名元老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将聆听行省申请索回被总督敲诈的钱财。[532]到那时为止，这种共和时期的规矩都没有改变过，这类案件都归贪污调查部门（quaestio de repetundis）处理，元老院的工作事实上不会受影响。但从后面更详细的资料看，[533]这种程序在实施没多少年后就进行了调整，因行省管理不当对元老提出的指控将由整个元老院听审，只有作出判决后为受损的行省作出评估补偿才继续提交给委员会处理。在有限的范围内，元老院确实给将事务委托给委员会。但是索贿罪的指控几乎不可算是经常性、周期性的，因此很有可能每个案例都会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没有为了这种案例的常规委员会。总的来说，元老院保持了罗马的特色，不愿意委托事务，结果就是，元老们必须忍受交由整个元老院完成的非常耗时的常规事务。不过，至少因此可以保证自己的特权不会受到侵犯，奥古斯都时期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从此以后为确保稳当就永远废除了这种做法。

第二十七节 结论

让人沮丧的是，甚至没有一次完整的会议记录大纲用以评价元老院的程序。因此，要从其他现存的资料中得出结论显得有点轻率，但可以做些尝试，至少可以注意到某些特征。首先，虽然元老院程序被罗马社会的其他机构广泛认同，作为可以高度仿效的模式，[534]在现代的读者看来，它的整个风格可能是陌生的。我们的建议可能是要给主持人更强有力的权威（即使是为了约束发言人冗长离题的发言）；废除按官阶顺序让元老发表意见的乏味累人的做法，支持允许主持人按意愿邀请愿意发言的人发表意见；给普通元老一些保证会考虑他们提出的事务；改善由主持人决定哪些意见值得考虑，并一一进行分别投票的累赘系统；简而言之，让罗马元老院的运作和现代议会制度的运作接近。确实，在帝国时期，一些方面的改革——比如点名让元老发言的顺序，或者以何种方式投票——有所实行，甚至进行了一些试验，但突出的事实是没有任何新的做法得到保持。尽管随着帝国制的发展，元老院面临其他的改变和压力，它还是自豪地秉承了传统程序的特色。的确，在今天看来，如此大的议会能够有效地运转让人困惑，不仅考虑到耗时的过程，而且是在没有印刷技术的时代，会议内容的草稿不会事先发给个人，甚至最复杂的事情可能都要用心来记。[535]而这部分是因为，如我们所知，有用资料的遗失，部分反映出现代人无法或无能去理解在罗马元老院和现代议会制度之间存在多么大的差距。话虽这么说，所有大机构必须以“点头的方式”通过大量议案以便事务继续进展，元老院也不例外。比如，批准角斗士超过允许人数绝对很少遭到质疑，或者申请市场许可证也不太可能引起争论。因此，虽然我们知道很多皇帝的某些提议几乎很少被讨论，这也同样适用于更大范围的事务，但绝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要求征询意见。

最后，因为普林尼的描述给予我们这样的印象：在2世纪开始，元老院的程序足以凭借其自身的独特方式合理运转，但在同一个世纪后期为什么要逐渐进行重大的改革让人难以明白，下章将会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将会看到，那些改革确实在前50年左右的任何阶段都可以进行。从涅尔瓦和他的继任者一直到奥略留都对元老院的尊严表现出敬意，改变的压力不太可能来自这些皇帝。相反，立法团体本身要对改变负责。了解当时的人对发展的观点就显得特别有指导意义，前提是在他们意识到发展的情况下。但事实上，我们只知道弗朗图，这位唯一的见证人幸存下来的信件中没有任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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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关于召集会议，参见第六章，第一节。

[29] 塔西佗，《编年史》1.7—8。

[30] 关于背景，参见A.O'Brien Moore，PW Suppl.6 col.701。帝国时期元老院会议上执政官联合主持会议仍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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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关于共和国的例子，参见Mommsen，St.R.III.2，第948—9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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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普林尼》，第495页。

[93] 更多参见下文第十六节。

[94] 《编年史》11.5—6；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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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Mommsen,St.R.III.2.956，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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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奥古斯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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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元2世纪的程序改变

在上一章开始已经提到讨论2世纪元老院程序改变的困难。特别是从哈德良时期到193年，我们的资料都是杂凑的，因此无法追溯这个时期确实发生过的演变过程。我们能做的最好就是集中讨论两个新特点。

这两个特点中更突出的一个是皇帝给元老院的谕令（oratio），而不是什么元老院法令（senatus consultum）更加频繁地被法学家当作法律条规来引用。同时，在很多会议上，皇帝提出议题时，征询意见的环节明显减短。大家要聆听皇帝的谕令，元老会被点名发言，他会简短地提议采纳提出的所有建议。就这样看来，征询意见的环节就剩下这些了。然后会用某种方式通过建议，虽然我们无法确认是否进行了正式的投票，而结果却早在预料之 中。

可以公平地猜测整个程序源于长期以来无法自由地讨论皇帝的提议。从帝国早期起，企图动脑筋讨论这类事务一直很尴尬，大家都知道不管怎样议案最后都会通过。奥古斯都曾处理过这个问题，[1]公元1世纪中的发言人也同样为这个问题困扰过，他们在保留下来的纸莎草纸上写道：“因为，元老们，只有一位成员，即指定执政官发表了意见，意见也不过是字对字地重复执政官的议题，而其他人只说了两个字：‘赞成（adsentior）’，然后在散会的时候说：‘好了，我们发过言了。’[2]这对具有崇高职位的人来说是不合适的。”虽然图密善时期的会议以同样的无意义而出名，如果普林尼[3]的话可以相信，他的《书信集》证明涅尔瓦和图拉真时期的会议仍有公开辩论。然而，图拉真的继任者哈德良对元老院说的话（orationes）（谕令）[4]是被法律作家视为法律引用的第一个皇帝。[5]奥略留谕令的引用特别多。

另一个可查的非法规资料同样和奥略留后半期相关，除非算上阿普列乌斯时的戏仿著作《变形记》。[6]在会议上，朱庇特安排灵神星进入天堂同丘比特成亲的目的是针对罗马元老院，[7]会上显然只有朱庇特发言，别无他人！这点想来也不算完全无聊吧。除了虚构作品，177年，奥略留和康茂德联合回应米利都关于举办竞技表演的请求也可以明显看出，对皇帝提议的正式批准到那时为止已经得到发展：

收到你关于节日的信件，我们认为先咨询元老院的神圣议会比较合适，以获得你的请求批准。此外还有很多其他事务要向议会汇报，但它不会一项项审批我们提出的事务，相反我们讨论的那件事情该由集体联合作出决定，形成法规。因此，附上和你的请求相关的会上发言，作为对你的回答。[8]

在皇帝提出要求采取各种措施削减角斗表演经费之后，当时第一位元老的演讲也暗示了这种做法的普遍：

还有，虽然很多人认为，我们伟大的帝王向我们提议的每件事必须以简洁的方式表示赞同，但如果你们同意，元老们，我会逐个研究提议，引用最神圣的谕令中同样的字眼来阐明议题，不让误解的可能发生。[9]

在第一发言人意见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这位元老确实花了功夫相当详细地讨论提议的每一点，甚至还加了些自己的解释。匹加尼欧争辩说，皇帝谕令的修正在三个地方有体现。[10]不过，他的文章出版后，这些文件的内容显然有很大改动，也许只有他说的第二点仍然看起来有相当的说服力，即这位元老确实在小一点或穷一点的城市调整角斗费用上提供了自己的意见。[11]编辑留意到在铭文的最新研究中，[12]这位元老可能也在第59—61行和第62—63行（石头断裂的地方）之间添了自己的观点，但在所有的例子中，修改和皇帝谕令分歧的地方不算大。当然，他的补充是否最终得以采纳，被收录在《元老院法令》中仍然有待回答。我们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有的话，后来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第一发言人意见的第二个突出特征是它的公布与皇帝的谕令隔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足以让提议的谣言传到高卢，并得到良好的反响。[13]这样延迟考虑皇帝的提议让人料想不到，除了猜想是出于皇帝，还是元老院的意图之外，我们也没法做别的调查了。[14]

在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和卡拉卡拉统治的可怕氛围下，讨论皇帝的提议可能有时沉默无语，这完全是可信的，且不说除了法律之外，作者不停地引用皇帝的谕令，安条克215年的一封信中记载了卡拉卡拉抱怨会上没人辩论也证实了这点：“他挑元老院的不是，宣称除了在其他方面懒惰外，元老对会议毫无热情，也没有发表他们的个人意见。”[15]203年，十五人祭司团要求元老支持百年节，但显然只有一人发言。[16]当然，这个节日很庄重，有着悠久的传统，大家几乎不会详细讨论这个要求。实际上，这唯一的发言很痛苦，不仅仅“简洁”。

尽管发生了重大改变，如缩短征询意见环节，同时认识到传统的讨论方式从来没有被完全取代是很重要的。在适当的时候，传统仍在继续，特别是对独裁者的害怕被消除时。关于皇帝提议削减角斗表演经费遭到延迟考虑可以猜想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最可能的是故意让元老们有时间思考提议。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种例子的出现比起第一位发言人普遍同意皇帝们的意见当然是更重要的特点。在此例中，既没有期待，也没有要求元老院简单地表示对皇帝提议及时、没有批判性的认同。元老院的普遍反应肯定是赞同皇帝提议，因此讨论的痛苦甚至让人难以想象，毕竟，2世纪后半期没有人希望拒绝削减在整个帝国时期全由任职人承担的经费的提议。事实上，在这个特别的例子中，肯定有众多人支持皇帝的意愿，这让那些想从这一叠关于当时元老院会议特征的文件中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的人有警示的作用。元老院怎么处理奥略留其他有争议的提议我们没有头绪。皇帝们提出米利都的请求时，没有争议，因为其他城市已经得到过批准，要求在那天马上得以通过，算是对米利都的小小退让。在皇帝对这个城市的回应中，解释元老院的举动可能正好反映了马库斯典型的希望小心翼翼弄清楚每一点的愿望。但同样，可以说，通过提议不是元老院一成不变、众所周知的做法，所以值得解释。

其他情况下， 由元老官员而不是皇帝提出的议题按理需要进行讨论。关于这点，我们注意到，根据《奥古斯都史》记载，奥略留经常参加会议，即使他没有议题可提。他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听其他人怎么说。[17]193年，讨论狄第乌斯·朱利安王朝垮台的会上有争论，也必须有争论。[18]238年，戈尔迪安死后的会上也有争论。[19]根据其他资料来看，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曾安排一位元老院成员形成法规；[20]当然，如果这一说法可信的话，并不是这个皇帝在196/197年促成了一项决议，赞扬克罗狄乌斯·塞西努斯——他的对手阿尔比努斯的亲戚。[21]狄奥的一篇文章曾提及（虽然残缺不全），217年，马克里努斯担任皇帝时，他离开了罗马，特别要求让元老对某件事一个个发言。[22]最后，如果整个故事不是虚构的话，《奥古斯都史》提到埃拉加巴鲁斯将他的祖母介绍给元老院，她还适时地发表了意见。[23]

要讨论辩论在多大程度上会继续，就应该强调从通过提出议题、征询意见和制定元老院法规的流程来作出决定，平稳过度到简单接受皇帝的谕令作为法律规定，对于这种大家普遍认可的想法，[24]法学家并没有给予任何证明。相反，从他们现存的文章摘要呈现的图景来看，情况显然要复杂得多。这就证明了这种看法：虽然经常放弃讨论没有争议的事情，但更重要更有争议的事情仍会继续被讨论。上面已经提到，法学家从哈德良时期起的确直接引用皇帝的谕令作为法律规定。但到3世纪，他们还是会继续引用《元老院法令》却没有提及任何皇帝的谕令。[25]最突出的是，在相当多的法规中，他们会参考皇帝的谕令和随后的元老院法令。这种日期可考的例子可以从129年哈德良时期起一直到我们所知的最后一次会议中找到，即在206年的会议上，卡拉卡拉提交给元老院一起立法议案。[26]从梅瑟的一处引用中可以看到，[27]这样的元老院法令明显是通过完整的程序制定的，而不仅仅是简单普遍地 同意皇帝的观点。因缺少对比的资料，无法确定每个议案中元老院的法规是否同皇帝的谕令一致。采纳皇帝的意愿大多数情况下都在预料中，这点有时候的确能很好证明，[28]总的来说，从一些法学家讨论的例子中也能看出，谕令和元老院法令的引用很随意，不加选择。[29]但就我们所知，《元老院法令》可能包含了些许的添加或改变，正如上面所提到的177年第一发言人所做的那样。显然重要的是在为法规注释挑选标题的时候，盖乌斯和保卢斯都决定用《元老院继承法令》（Ad senates consultum Orphitianum），虽然奥略留关于这类法规的谕令也有，前者甚至还引用过。[30]相反，在另外两个例子中，保卢斯选择相关皇帝的谕令（Ad orationem）作为法规注释的标题，虽然相关的《元老院法令》也有，而他也引用 过。[31]

由于缺少对比文本，很难估计法学家的这些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有意义。也很难从皇帝参考那些法规的方式中得出结论，我们知道那些法规都有谕令和《元老院法令》可以参照。法规和参考的分散对他们来说非常随机。也许不该在这上面太费劲，也可能那不过是每个皇帝文体上的癖性。[32]然而，即使这些我们都理解，在绝大多数这样的例子中，在戈尔迪安之前[33]无一例外都参见《元老院法令》，而不是皇帝谕令，[34]至少这点很有意思。事实上，有一次，卡拉卡拉甚至参见了相关的元老院法令，而不是他自己父亲的谕令。[35]

学者们声称，到2世纪晚期为止，皇帝都希望他们的提议不用经过讨论就能得到认可，然后形成相关的谕令。他们经常提及195年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诏书的开头：“此外，元老们，我将禁止监护人（turores）和管理人（curatores）……”[36]这里坚定地使用将来时可以跟哈德良129年安抚性的呼吁相比：“元老们，想一想这样是不是没那么公平……”[37]这两处引语语气的不同确凿无疑，但也很难证明，到2世纪晚期为止，皇帝不再考虑元老院的意见。其他篇章采用了更通情达理的语气，应该同样加以考虑。比如，195年同一篇发言的另一处地方，塞维鲁采用了劝说的语气：“困难是要面对的，元老们，如果你们同意，通过……（接下来的行动）”。[38]206年，帕皮尼安写到塞维鲁和卡拉卡拉提议的时候也用了同样的语气：“我们崇敬的皇帝们提出这些建议，元老院同意了。”[39]乌尔比安描述提出同一法规的时候，他的风格也非常传统：“在他父亲，神圣的塞维鲁死之前，我们的皇帝安东尼·奥古斯都是元老院决议的煽动者，就福尔维乌斯·埃米利亚努斯和南缪斯·阿尔比努斯的执政职位一事，他认为苛严的法律应该松动一些。”[40]

这些文章中没有一篇认为皇帝对元老院的意见直接表现出不尊重。自然我们对相关演讲词的了解甚少，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现代人对2世纪晚期皇帝谕令所采用的语调的断言也许太以偏概全。不管怎样，很多地方还是取决于每个皇帝的行事方式和手头事务的性质。甚至是奥略留，以小心圆滑对待元老院出名的，在某些情况下也用了将来时的肯定语气，[41]而可以争辩的是，在帝国时期现存的给元老院的致辞中，语气最不缓和的要数克劳狄乌斯的两篇，可追溯到1世纪中期。[42]致辞中发言人使用命令式语句的频率前无仅有，而发表意见所使用的威胁口吻听起来一点都不讨人喜欢。

因为哈德良皇帝的谕令是最早被法学家所参考的，我们忍不住会猜想，在其统治时期，元老院会议的特点曾出现一些明显的改变，但是却缺乏改变的更多迹象，总而言之，没有可靠的理由支持这种猜想，特别是他的谕令曾被引用可能只是纯属意外。因为在他之前和他之后，元老院都广泛地接受皇帝的提议，意外的是没有留下一个法学家参见早先皇帝谕令的例子。他们的一些演讲词当然会传阅，我们甚至在奥古斯都的关于自治城地位的谕令（oratio de statu municipiorum）中找到了一个法律观点，是弗朗提乌斯在关于土地调查的一本著作中所引用的，编纂于1世纪末。[43]此外，显然，法学家认为皇帝的任何陈述都具有权威性。比如，在一个例子中，保卢斯将奥古斯都说的话（“武断的话［dixi］”）看作先例，仅仅因为是他说的。[44]而乌尔比安将他写的“第十本自传（libro decimo de vita sua）”作为参考。[45]同样，梅瑟从塔鲁特努斯·帕特努斯那里转引了奥古斯都关于军事纪律的规则。[46]可能纯粹因为碰巧，没有找到法学家参见哈德良之前皇帝谕令的事实。甚至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安东尼·庇乌斯在元老院的陈述也没被引用过，同样可能是碰巧。他的许多法令和其他决定都有被引用。[47]我们知道，他曾向元老院发言：他的一篇演讲词甚至连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都引用过。[48]但这些引用均未被法学家们所提及。[49]

讲到第二个发展，学者们普遍认为在2世纪的进程中，随着征询意见的缩短，元老院传统的投票方式由简单的鼓掌欢呼所取代。[50]确实，从这个时期起，越来越多听到高声欢呼同意的形式，因此我们确实需要探讨它的性质及其在通过法令时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取代了投票。

如果“欢呼”定义为不仅是大声的呼喊，而是，比如说“抑扬顿挫的、有起伏的节奏”，就像罗马人民用来欢呼尼禄的音乐才能，[51]那么它在元老院的引进和发展就很难追溯。一方面，毫无疑问，罗马的群众——比如，特别是士兵，或者是在比赛或表演中的观众——长期以来都习惯一起大喊，并且在公共场合看到皇帝的时候一起“欢呼”。[52]另一方面，很明显，元老们在会议上总是口若悬河地表达自己的感情。特别是传统上，主持人从这样的反应中决定是否继续元老提出的事情。[53]既然“欢呼”和近义的词在拉丁文中含义很模糊，在英文中也一样，[54]导致的问题是，“欢呼”在元老院的使用变成“抑扬顿挫的、有起伏的节奏”究竟是从多早的时候开始的，《奥古斯都史》认为是康茂德死时，当时有过这样的场景，比如：“让杀害父母的罪行遭到贬斥，奥古斯都，我们乞求让杀害父母的罪行遭到贬斥，我们就此乞求，让杀害父母的罪行遭到贬斥。听，恺撒：有告发者的狮子在吼叫。听，恺撒：带着希望的狮子在吼叫。愿罗马人民取得胜利，愿军队都忠诚，愿禁卫军们都忠诚，愿禁卫军队伍都好运。”[55]

苏维托尼乌斯暗示说，公元前2年，元老院决定 “欢呼”奥古斯都为国父（pater patriae），向他表示致敬，虽然无法知道致敬的方式有多正式。[56]同样，我们也无法准确确定元老们在奥古斯都死时怎样表达他们的要求，如塔西佗所记录（“元老们齐声叫喊应该将奥古斯都的尸体扛在肩上送到柴堆边”），[57]正如62年特拉塞亚·培图斯提议时，我们无法确定大家反应的方式（“提议得到广泛支持”），[58]或者70年早期蒙塔纳斯发言时大家的反应方式（“元老院非常赞同蒙塔纳斯的发言，因此海维迪乌斯开始希望……”）。[59]据普林尼说，一致同意（Adsensio）（在使者请求之后）在2世纪早期很普遍，它的性质反应了同样的问题：“通常在法令制定前，元老们会以最高的声音欢呼回应”,[60]最难评定的也许是143年弗朗图提到的一篇他自己的演讲：“我们今天的人都长着什么样的耳朵！评价演讲的是什么样的品味！你可以从我们的奥菲迪乌斯那里知道我的演讲曾经是怎样受到高声欢呼的，当说到‘在那些日子里每尊半身雕像上都装饰着贵族的标志’时,众人怎样齐声赞同；但比较一位贵族和一位平民时，我说‘就好像我们想象柴堆上和祭坛上的火焰，它们都一样，因为它们都给我们光明’,说到这里，可以听到有些人在低语。”[61]

上面的例子没有一个详细说到众人的欢呼很正式。但在两个例子中，苏维托尼乌斯（他自己不是元老）提到过看起来是精心安排的欢呼，众人齐声叫喊。他写到，宣读完尼禄反对文德克斯的信后，元老院每个人都大声叫喊：“那就是你，奥古斯都！”。[62]他还描述了图密善死后被元老院所侮辱，“用最恶毒最尖刻的话喊叫”。[63]

普林尼的《颂词》在100年9月发表，比起帝国时期的其他资料，它更加完整地描述了“欢呼”。他明确提及了在图拉真时期之前，元老院就以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虽然之前的欢呼从来没有官方记载。[64]普林尼用了很多名称，没有仔细区分，也许不一定是——“欢呼”，“一致同意”，[65]“叫喊”，[66]“赞同”，[67]“赞叹”。[68]有些欢呼可以相信是精心安排的。他描述了整个元老院向图拉真大喊“愿他这么做，愿他听到我们的请求”。[69]100年，选举日时，元老院向他欢呼“如此伟大，如此庄严”，[70]还有“哦，你多么幸福啊！”[71]

话虽这么说，但要轻易地假定“所有”人的一起欢呼都可能经过精心安排也许是不对的。在一些例子中“众人”的呼喊更可能是自发的。[72]在《颂词》中普林尼没有解释是否整个元老院跟其他例子提到的一样一起欢呼——“相信我们，相信你自己”和“哦，我们多么幸运”。[73]也许在这些例子中叫喊是个人随意发出的。普林尼没有详细描述，虽然他确实提到喊出“的欢呼声事先并没时间排演”。[74]在讲述他攻击普布利希乌斯·塞尔图斯（当时还没说出名字）和众人反应的时候，他的描写更详细：“大家叫喊着反对我，‘告诉我们，你不按顺序提出的是谁的案子’？‘是谁在列入议题之前遭到审判？’‘让我们这些幸存者不要受到伤害！’”[75]

很难相信在《颂词》中提到的一些欢呼例子是安排好的。在选举日念出候选人支助者的名字时，或者宣布补任执政官如普林尼自己的时候，欢呼可能会很整齐吗？[76]这些例子和欢呼大家赞同的意见时一样，都不整齐——比如，普林尼在《书信集》中提到这样的场合：“凯皮欧的提议被采纳了，事实上，他一站起来说话，大家就欢呼起来，通常要发言者重新坐下才会这么做。”[77]一些元老为图西留斯·诺米纳图斯的欢呼也同样不整齐。[78]

《颂词》阿谀的语气和修辞风格让它在介绍2世纪初元老院惯常程序的特点方面变得不可信。此外，普林尼在此书中提到欢呼的主要场景是在选举日，皇帝在场。事实上，图拉真作为皇帝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大家对图密善仍记忆犹新，气氛肯定很紧张；元老们都急于讨好。相反，《书信集》中描述了更多的事务会议，更就事论事。此外，皇帝似乎只到场过一次——在一次审讯时。[79]在所有这些描述中都没有提到正式的、安排过的欢呼，也没有说到法规是以欢呼的形式而不是正式投票通过的。[80]只能说普林尼的描述也许最多表明在他的时代，元老院正式的、安排过的欢呼只用来表示皇帝在场时对其的尊敬，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即使在2世纪末，3世纪初，即帝国末期时，关于元老院正式欢呼的有力证据很少。最清楚的例子来自当时的成员狄奥，和赞扬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有关，可能在一次会议上：“元老院在颂扬他的时候，甚至激动地喊出了这些话：‘所有人都尽善其职，因为你统领有方。’”[81]后来，狄奥在写到217年卡拉卡拉死的时候，讲述了下面发生的事：“有人认为安东尼预言了自己的结局，因为在上一封他给元老院的信中说‘不要再祈祷我能百年为王’；因为从他统治开始，大家一直这么高呼，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觉得不对劲，因此，他的本意只是制止他们祈祷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他是在预言根本不会再做皇帝。”[82]这些文章可以作为正式欢呼的例子，然而，那也不过仍然是赞扬或祈祷。法规的通过不是以这种方式。

我们不知道希律在描写193年初佩蒂纳克斯进入元老院的时候大家的欢呼是不是正式的：“当他一进来，所有人齐声称呼他为奥古斯都，欢呼他为皇帝。”[83]狄奥当时也在场，也同样没说清楚。他说佩蒂纳克斯作完简短通告后，“我们由衷地赞扬，真心选择他（即作为皇帝）”。[84]据可接受的理解，第一发言人意见中那个关于削减角斗表演经费（大约在177年）的反问句同样让人不确定它的表达正式还是不正式：“因此，你们的建议很好，它的目标很有益，我还能给出什么意见比每个人（singuli）感受到的,所有人（universi）发自内心深处的第一想法更好呢？”[85]但这篇文章基本的困难在于辨别主语singuli和universi。大家通常认为主语是元老院的元老，[86]但也许将它理解为高卢的祭司更好，因为刚刚描述过他们对提议的喜悦和他们对工作重新点燃的热忱，所以这篇文章也许和元老院的欢呼根本无关。

我们同时代的见证者狄奥告诉我们，元老院在各种各样的公共场合齐声大喊——比如在康茂德死后，或者在佩蒂纳克斯的葬礼上。[87]因此，没必要惊讶，如果在1世纪晚期某些会议上众人正式欢呼的话。不过，正如上文所讲到的那样，它们不过是对皇帝的简单欢迎和赞扬。常识告诉我们长一些或更精心一些的欢呼都不可能在没有排练的情况下有效地进行，而这几乎不可能发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另外提出的问题结果是否定的、让人失望的，但至少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根据目前让人不满的资料状况来看，没有迹象证明欢呼在处理事务上扮演过任何角色。特别是帝国时期元老院法令现存的例子中没有一个是用“欢呼赞同”通过的。

因此，总而言之，虽然2世纪会议程序的变化显著，但它们不像所猜想的那样激进，并且也没有完全取代传统的做法。事实上，和以往相比，这个时期元老院受事务性质和规模的影响比起程序的改变要远为重大。但这是下章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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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Frag.Vat.158：“Cui rei obviam ibitur,patres conscripti,si censueritis,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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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FIRA2 I no.44；附录4中讨论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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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尼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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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78.8.3.

[83] 2.3.3.

[84] 7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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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比如，参见M.Hammond，《安东尼君主制》，第259—260页。

[87] 狄奥74.2.1；75.5.1。参见关于1世纪，idem 60.32.2（克劳狄乌斯）；63.20.4（尼禄）；埃比克提图，de Caes.1.28（奥古斯都）。关于Arval Brethren的欢呼，特别见Arval Acta，第86段，第16ff行（213年）。


第九章 记录和用途

本章首先考察元老院决议和会议是怎样记录和发表的，然后讨论古代的作者怎样使用它们的。

第一节 《元老院法令》的形式[1]

在共和时期，每条法令的汇报人（relator）会同一小组元老一起斟酌字句。我们有19年一份法令的草稿和2世纪中的两份，每份法令都由7人完成，恰好，包括两位国库保管员（quaestores urbani）。[2]如果《奥古斯都史》可以相信，这种做法在3世纪早期仍然延续。[3]《元老院法令》只有在存入萨吞尼国库（aerarium Saturni）时才生效。从21年起，必须在通过法令和存入国库之间间隔至少10天。塔西佗暗示说，这种延迟适用于所有法令，但我们掌握的其他资料却表明了其仅限于死刑。[4]即使是死刑，这种法律上的要求也会被忽视。[5]

入库后，刻在木板上的[6]法令原稿就一直由国库保管员保存在档案库（aerarium）。[7]因为所有法令都毁掉了，我们的了解完全来源于复本，在很多方面远不够完美：比如，抄写不准确；转抄的文本不完善或者刻印的损毁；抄写人只关心和他有关的条款而没有抄写完整。这种情况下期待《元老院法令》的格式或风格要遵守严格的模式是不明智的，事实上也很少有证据表明它们做到了这一点。但不否认有一些可以辨认的模式，乌尔比安对“个人意见（singularis sermo）”[8]的评价暗示了这点，当中写道一条1世纪中的法令。但就我们从现存的逐字的引用来考察，法令的基本格式在整个帝国时期似乎很少改动，并且（更重要的是）很多确实存在的细微变动只有很小的实际意义。详细的研究可以从那些现存的逐字引用的法令开始，如下所示。[9]但如果将研究简单地以大纲来概括的话，那么至少可以很明确地认为法令开头通常包括当任的执政官名字，日期和月份，会议地点，成文人的名字。接下来以或长或短的段落“解释”提议的合法性，采用因果从句：“鉴于有人说（Quod ...verba fecit/fecerunt）”，[10]然后句子过渡到元老院决议作为结尾，写成“关于这个议题，元老院认为该采取合适的措施，特此决议如下”，[11]接着是决议的动机，以“因为（cum）”开始的一句或几句引出，决议本身写成“决议（placere）”或“元老院决议（placer senatui）”，法令篇章结尾用“元老院决定（censuere/censuerunt）”表示，[12]而《朱利亚法》要求记录参加会议的元老人数“在元老院里……”，[13]除了皇帝出席的会议外。[14]

现代的立法团体，如英国国会或美国国会，采用了编号系统，每条决议都很容易分辨。相反，很少有迹象，如果有的话，表明罗马元老院法令采用了某种系统。特别的是到2世纪为止，支持某些团体或城市的法令可以用事务的类型和提出事务人的名字作为简单索引加以辨别。[15]除了这些例子，辨别法令还是会有混乱的时候，不仅是在当时，我们今天也一样。因此，普林尼在比提尼亚-蓬托斯当总督的时候，曾咨询过图拉真一则他仅凭内容主题来分别的法令，皇帝回复他要一份文件的副本。[16]

辨别法令最准确的办法是找通过法令时的两位执政官名字和日期月份，但现存的文本有这么准确信息的很少。[17]应该承认，我们大部分的参考文献都来自于法学家，无疑，如果我们有完整的文本而不单单是他们讨论的摘要，那么文献会更丰富些。事实上，他们经常引用法令的条款，但不写明日期，或者仅仅模糊地说一下——比如“哈德良暂行决议（Hadriani temporibus）”，或者 “以神圣的马库斯作为发起人（auctore divo Marco）”。 确实有些法令——通常是讨论最多的——以《德尔图良元老院决议》（SC Tertullianum）、《特里贝里元老院决议》（SC Trebellianum）[18]非正式的模式“命名”。而名字通常是主持执政官或者皇帝的族名（nomen[19]）或者姓氏（cognomen[20]），虽然《马其顿元老院决议》（SC Macedonianum）是以犯下罪行的那人的名字来命名。[21]如果决议是在两位执政官主持下形成的（惯常都是这样），也并不总是以两人中的第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22]我们不知道命名是随机的还是参见更多的信息来决定，虽然信息现已遗失。名字还是会让人困惑，比如，现存的资料中有3份不同的法令都被称为《克劳狄元老院决议》（SC Claudianum），而同名的人都当上执政官的频率让靠名字标题来追溯元老院法令日期变得很棘手，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下面所列举例子的帝国时期。但如果人名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辨别法令，奇怪的是，这一方式很少被使用，让人困惑。法学家（至少是现存文本的法学家）以这种方式提及的法令非常少，甚至有些经常讨论的法令也完全不是凭名字辨别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29年3月14日通过的一则法令，仅仅是现代的学者将它称为《尤文求斯元老院决议》（SC Iuventianum）。其他很多决议情况也都如此。

第二节 《元老院法令》的发布[23]

就目前所知，元老院法令发布没有常规程序，不管是在罗马，还是在别的地方。 但我们确实知道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的一些演讲在克劳狄乌斯的煽动下被刻写了下来，而元老院也投票将尼禄的登基发言刻在银板上，图拉真100年1月1日的发言，在元老们热情的响应下，也同样被刻在了铜板上。[24]很容易想象，纪念帕拉斯的法令公布在铜的“迪维·尤里穿盔甲的雕像上”[25]是更为谄媚的做法。69年晚期刻在铜板上的文件在朱庇特山的一场大火中被摧毁，当中包括一些古代元老院法令，但我们无法确定帝国时期的法令是否也保存在那里。[26]同样，所谓的维斯帕先法铜文幸存了下来，我们也不知道它以前陈列在哪里。[27]至少我们不相信《奥古斯都史》记载的，到3世纪晚期为止，与皇帝相关的法令长久以来都被特别保存在象牙书中！[28]所皇帝当中，我们知道盖乌斯曾命令他对元老院的一些要求写下来公之于众。[29]特别紧急的法令会派元老官员亲自传达并保证它们的条款得以实施——尤其是死刑。[30] 68年6月，在加尔巴被选为皇帝后，执政官同样安排“公职人员”将元老院的相关法令传递给在塔拉科的皇帝。[31]此外，我们还会看到元老院事务的记录可能以《官方每日公告》（populi diurnal acta）的方式流传，这种观点是合理的。但话虽那样说，我们对能够记录下来的决议的挑选总的来说还是一无所知，还有它们的细节以及读 者。

在特别情况下——比如制定好协约后[32]——法令可能会规定应该依照条款采取措施通知相关人员。 在所谓的昔兰尼第五法令中，奥古斯都自己传达了一则对行省人有特别意义的《元老院法令》。[33]而177年，在皇帝要求制定法规用各种方式削减角斗表演费用后，元老院第一发言人建议应该将其中的一点通知行省总督。[34]我们知道，22年批准一些神庙继续提供庇护的权利时，元老院要求将法令条款刻写在铜板上并于每个神殿中展示。[35]虽然缺乏证据，但在尤利乌斯·巴苏斯作为比提尼亚-蓬托斯总督所颁布的法令被宣告无效后，每个由他审判的人有机会获得重审，我们认为元老院为了让大家知道这样的机会也用铜板进行了公 布。[36]

当然，相关的人——特别是那些曾向元老院征询某件事的人——一直以来都可以向它要一份法令的副本。[37]我们猜想在177年采取措施削减角斗表演的经费后，意大利加（在贝提卡）和萨迪斯（在亚细亚）就是这么做的。当然，让人震惊和困惑的是这两个地方都费了很大功夫将相关文件公开展示，尤其是因为采取的措施在高卢造成了最大的影响（除非那里刚好是第一发言人的联系人所在地）。至少整个帝国时期上层阶级的人经常以非正规途径打听和他们的事情相关的小道消息。我们在别的地方注意到，元老会将元老院最近的事务告诉朋友和同僚，大体上公众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38]因此，据上面提到的第一发言人的意见，皇帝提议的谣言在高卢已经得到积极支持的反应。之前，根据普林尼的记载，审判尤利乌斯·巴苏斯后，元老和外人同样为和他判决相关的两条主要意见的好坏在争吵，而无疑城邦（koinon）代表、成功起诉他的人都散布消息说，他作为总督的所有审判现在全部要重审。[39]相反，有意思的是一位不知名的人在204年问塞维鲁和卡拉卡拉是否能够要求元老接待客人，他显然不知道给予豁免的相关法令——皇帝告诉了他。[40]

这事皇帝建议征询periti（即法学家？），[41]导致更加让人困惑的问题是职业的专家知道多少信息。因为他们肯定不止时不时地对某条法令感兴趣，并且还会为请求看一条法令这样的琐事而煞费苦心吗？还是有更顺畅的渠道？我们不知道。同样不清楚的是行省的档案是否只包括那些总督恰好带过来的法令，还是要通过特别请求从罗马获得，或者元老院自己主动给高级官员提供了一些或全部决议。

第三节 《元老院纪事》

我们知道共和时期元老院决议会以登记入库的顺序存放在萨吞尼国库，每个月的法令再复写一份束集成卷。[42]而在公元前59年，显然不管什么事务都没有官方记录。虽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元老编撰自己的记录，这样的文件不仅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并且通常保存在私人手中。[43]

只有苏维托尼乌斯告诉我们公元前59年时尤利乌斯·恺撒“就职（担任执政官）后，他是第一个要求元老院的每天事务和与会人员名单必须记录编撰和公布的人”。[44]这两种日记显然持续了整个帝国时期。仔细研究下第二种日记，《官方每日公告》，[45]内容已经超出本书范围，[46]但上面的记录值得一提，因为它显然包括了一些元老院事务的信息。证据很充足，即使算不上丰富。比如，公元前50年4月，凯利乌斯将一本消息汇编从罗马送给西利西亚的西塞罗，他很可能一直在上面记录，并附有评论：“你可以在城内事件的备忘录中找到每个人发表的意见，挑出当中值得注意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忽略，特别是谁在表演的时候发出嘘声，葬礼的数目等等其他琐碎的事情。但它包含更多有价值的东西”。[47]

当然，没有必要从公元前50年的这些评论中推断《官方每日公告》在帝国时期遵循同样的模式。但是普林尼在他的《颂词》中长篇描述了100年元老院选举中图拉真的表现，总结道：

为什么要费劲收集这些细节呢？元老们，你们所有人决定将它们收入官方记录（publica acta）并刻在铜板上保存，不至于湮没无闻，但我并不希望记在心里或在演讲词中提到。迄今为止，只有皇帝的演讲才一直以这种记录方式保存，而我们的欢呼并没有超出元老院的围墙；确实，这种事情元老院和皇帝都不会感到骄傲。今天，出于众人的兴趣和对我们的尊敬，这些已经传遍世界，并传给了我们的子孙后代……[48]

《颂词》的风格和语调让我们不愿意从字面上相信其所说的元老的欢呼之前从来没有记录在《官方每日公告》中。但很明显如果元老院真有这种规定的话，官方公告可能通常是皇帝给元老院致辞的某种记录。100年后的一封信中，[49]普林尼为塔西佗提供了93年发生的一起事件的描述，作为后者撰写《历史》的备用资料。信中的事情实际上发生在执政官还未行使政权之前，而不是主持会议之前，但对元老院和元老来说仍然有重大意义，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普林尼用抱歉的口吻对这位历史学家谈起事情：“我将经过讲给你听，虽然很少事情能逃过你机警的眼睛，因为官方档案上有记录（publica acta）。”[50]

第一种记录，《元老院纪事》，记录了元老院的一些会议。[51]我们对帝制开始之前的这些纪事几乎一无所知，但至少知道在那之后，确实发生了和纪事有关的两个改变。第一，解释奥古斯都颁布的重要禁令时，苏维托尼乌斯又是我们唯一的权威，“元老院的会议内容不能发行”。[52]他在这个皇帝的革新列表第一条简单地提到禁令，既没有给出日期，也没有解释。没有迹象表明禁令曾被取消过。在苏维托尼乌斯的引用中，“发行（publicarentur）”的机构仍不清楚。我们知道，《官方每日公告》在元老院“公布”，因此抄了很多副本，在整个帝国都传遍了。我们没听说过这样“发行”《元老院纪事》的情况。它们在罗马城外唯一曾被提及的读者是提比略和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皇帝。因此，就《元老院纪事》来说，“发行”在这些例子中的实际意思可能是“使之流通”。同样，我们不知道在奥古斯都“发行”的禁令实施之后怎么获取这些资料。我们猜想对于像塔西佗这样的元老通常是不会拒绝他的咨询的，虽然他会面临大量的工作，筛选在他之前多达一个世纪的记录，他声称查阅过这些记录，会这么做的也就他一人了。如果苏维托尼乌斯的引用来自第一手资料（如下所引），可以相信他是作为服务于皇帝的人获得的渠道。很可能副本保存在皇室档案中（不管是在哪个地点），他在担任皇帝秘书时读过。[53]

第二个改变是我们第一次听说元老院会议汇编员是在帝国时期。创建这个岗位的日期是什么时候仍然不清楚，也许被人忽视了。因为我们所知第一个任职的是朱尼厄斯·卢斯提乌斯，塔西佗将其记录在29年下面，[54]大家都同意这个职位是由奥古斯都或提比略创立的。没有理由怀疑塔西佗详细的论证，但要说从29年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一直有人担任此职似乎不太可靠。因为，明显的是，我们可以至少说出所有已知任职人大概的任职时间，除了一个以外，[55]只有卢斯提乌斯是在大约90年之前。因此，到塞维鲁末期，我们知道，有相当数量的人任职，最后一位可能是在塞维鲁·亚历山大时期。[56]如果1世纪大多数时间同样都有元老定期在任，换任的间隔不会太久，那么我们没找到例子就值得注意了。也可能有人任职，但当时的人从来没有提起过，不过，这根本不太可能，很难想象为什么只是这个职位，而不是，比如二十人委员会被如此轻视。如果一个人的职业履历上偶尔忽略了这个职位。这并不出奇，就像112年在雅典竖立的哈德良碑刻上就没提到。[57]但在这么长的时间经常省略这样的记录就让人困惑了。不仅从1世纪起很多元老个人的职业记录都保存了下来，这点让人满意，其他在罗马或罗马周围工作的元老院就职者记录上也没有这样偷懒的省略。[58]确实，这些职位的任期可能通常超过一年，如我们所见，这对2世纪的元老院会议汇编员（ab actis senatus）来说也许很正常。另一方面，此职位经常不止一位元老担任。在定期指定的任职人当中，军队财务官（praefecti aerarii militaris）也许恰好是记录得最少的人，即使如此，记录的空白也不至于让人怀疑职位已经废止——就此例来说几乎不太可能。

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特别是默证会带来特别的风险。推测征收粮秣的官员（praefectus frumenti dandi）一职在克劳狄乌斯和涅尔瓦统治之间终止应作为警告：重新评估凯森尼乌斯·索斯佩斯职业不久之前将其废止了。[59]同样也可能会有新的证据出现让我们不再认为公共档案主管（curatores tabularum publicarum）从奥古斯都晚期到56年最多是作为独立的委员会而存在。[60]虽然这仍是猜测，容易被新发现的证据推翻，但可以认为图密善是第一个创立元老院会议汇编员常规职位的。更早的时候，提比略在卡普里岛确实希望能经常听到元老院的消息。不管是否符合逻辑，他也许觉得一位特别任命的人会比纪事能更好地提供会议记录或者更加可靠。但朱尼厄斯·卢斯提库斯的任务是招人反感的。可以理解的是，提比略死后，它就因众人的厌恶而被废除了，并且再也用不着恢复，因为皇帝要么自觉地参加会议（像克劳狄乌斯和维斯帕先），或者相反，完全不感兴趣（像盖乌斯和尼禄）。不管怎样，我们推测，《元老院纪事》仍在记录，不管有没有专门的元老保管人，并且记录一直都能查阅。

然而，图密善学习了提比略的做法。[61]从37年起，他是第一个在罗马以外的地方待了相当长时间的皇帝，而且他对行政效率很有热情。可以理解他设立了保管员（quaestorius）一职，整理《元老院纪事》，让皇帝消息畅通，特别是离开意大利长久缺席的时候。这个职位是唯一向初级元老开放的。虽然监管职责的重要性不能被夸大，图密善死的时候，它大概被看成是他的又一个值得保留的做法。[62]图拉真和哈德良不在罗马的时候，此职位又一次证明了它的价值。

虽然论据有点牵强，但第一位任职人各种各样的头衔可以证明该职位在1世纪末还是个新奇的事物。从塔西佗的措辞中无法推断出什么，因为他无论如何都会避开官方术语。接下来的任职人在铭文中被称为元老院会议记录员（curator actorum senates），会议记录总管（ab actis imperatoris），元老院会议汇编员（ad acta senatus）。如果这一职位早从1世纪起就一直有人在位，本该用标准形式来称呼，但只在哈德良时期才出现元老院会议汇编员（ab actis senates）。此后它就用在所有拉丁铭文中，只有两、三次例 外。[63]

到了2世纪，前国库保管员（ex-quaestor urbanus）担任此职显然成了常规。在担任元老官员的时候，他的职责为他作了管理纪事的准备，不仅留在罗马参加会议，而且协助《元老院法令》的撰写。虽然不是一成不变，但也许还有微小却重要的迹象表明，记录《元老院纪事》在2世纪仍然被认真对待。在塞维鲁王朝甚至有两位直接选拔为财务官（inter quaestorios）的元老担任过这个职位。[64]任职时间的长短不知道，但我们推测很少会超过一年。除了贵族，通常从财务官经保民官或市政官到副执政需要6年不到的时间，这会阻碍任期的延长。先不说两个令人怀疑的例子，[65]我们知道，只有一个早期任职的人是贵族。[66]但在2世纪，他的继任者很少是贵族，因为这些贵族最常担任的是皇帝谕令宣读员（quaestor Caesaris）而不是国库保管员（quaestor urbanus）。担任元老院会议汇编员之后，有不少人成了高级市政官，狄奥暗示，晋升到这个官员级别是担任此职后预料之内的事，甚至在3世纪早期。[67]

虽然缺乏证据，但我们认为《元老院纪事》保存在萨吞尼国库。然而，多了《元老院纪事》并不表示以前的安排都废止了，《元老院法令》仍然保存在同一栋楼里。同样，下议院的议会议事录机构每天逐字记录所有会议也不意味着年鉴的结束，年鉴仍然是下议院会议的官方记录。

自然我们会询问《元老院纪事》的性质和完整度。然而，即使这样基本的特征都很难确定，因为纪事的内容只有帝国时期（忽略《奥古斯都史》，因其不可靠），两位作者各引用过一次。65年，塔西佗讲述比索念努的阴谋及其后果时，末了说道：“我在元老院备忘录中发现指定执政官阿尼西乌斯·凯列阿里斯提议尽快用公共经费建造一座神殿以纪念神圣的尼禄。阿尼西乌斯的意思是说，这个皇帝已经超越了人类，值得人崇拜。但尼禄否决了提议。”[68]塔西佗此处特别的引用至少表明拒绝的意见也被记录了下 来。

苏维托尼乌斯在描述奥古斯都出生地时提到了《元老院纪事》，（他说）那地方在皇帝死后建了一座神殿。他继续说道：“因为在《元老院纪事》里记录了莱托留斯，一个来自贵族家庭的年轻人乞求看在他的年轻和出身上轻判通奸罪，他继续向元老院诉说他是那个地方的地主和看守人，神圣的奥古斯都在出生时第一个接触的地方，他乞求看在可以说是他自己特别的神的份上得到宽恕。因此，元老院判决他的房子的一部分设为神圣之所。”[69]莱托留斯本来不会为人所知，也没有更多保存的资料确定他审判的日期。

这些引用没有，实际上，任何一位提到《元老院纪事》的作者都没有为我们解决它的性质和完整性的问题。比如，143年弗朗图当选为执政官后，他向奥略留解释为何拖延发表感谢词，他说他想通过精心准备的演讲以示对安东尼皇帝的敬意：“我必须由衷赞美他，我的赞美不该湮没在《元老院纪事》中，而应该被人们捧在手上，看在眼里，不然的话，我就对不起你。”[70]虽然这可能是相当完整的记录，这番话仍然没有澄清感谢词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元老院纪事》中。同样，也无法从下面两个例子中举证可靠的形式，普林尼本该就此例参考纪事，但他没有这么做。

第一个例子，据他说是97年他在元老院的发言，为了公之于众而决定写下来，“之后，我写下所能记得的发言，并作了大量的补充”。[71]此外，他还记录了会上那些反对他的人的发言：“我没必要告诉你他们还说了什么，因为你在公布的发言中已经得知了一切——我已经完整地记下了发言人的原话”。[72]普林尼凭记忆写下发言，并且显然没有参阅《元老院纪事》，说明《元老院纪事》不会逐字提供发言的记录。但同样，缺省的原因也可能是罗马人典型的做法，他们希望提供经过修饰的、文字优美的事件记录，逐字记录将会没有一点吸引力。因此，昆体良[73]否认了他作为律师时发言的逐字记录，速记员记下的那些文字被人拿去卖钱。[74]普林尼演说《颂词》时也没有特别关心内容，过后，他开始“围绕同样的主题，写下更完整、更精心修饰的版本”。[75]这种做法的另一个例子是塔西佗几乎可以肯定参考过克劳狄乌斯引进高卢元老时的发言，但并不希望在他的《编年史》中逐字记录哪怕是摘要。[76]

第二个例子，普林尼读到纪念帕拉斯纪念碑上的铭文时很恼怒，决定去查阅元老院的法令，[77]值得注意的是，他似乎只找到了相关的《元老院法令》（应该是保存在萨吞尼国库），而不是《元老院纪事》，本来《元老院纪事》会比法令在某种程度上描述得更完整。不过，他的做法无法左右关于《元老院纪事》完整或不完整的争论。几乎可以肯定先查阅《元老院法令》对他更方便，一旦找到法令他就有足够的资料来发泄他对帕拉斯的怒气。任何更深的研究只会突出他希望忘记的事情的原样。特别是他对那些赞同尊崇帕拉斯的元老的批评非常严厉，但批评还是非常含糊。虽然他肯定知道是谁提出的决议，却根本没提是指定执政官巴里亚·索拉努斯，而他对索拉努斯的记忆力肯定很敬畏。[78]

事实上，会议结束后，每位报告人显然还要召集一小组元老来斟酌他提议的元老院法令的措辞，这表明会议的记录也不是逐字写下来的。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元老还要在会后最后决定措辞呢？答案并不难找，首先，这道程序传统以来都是神圣的，因此不会轻易放弃。第二，任何机构都希望在每次会后能检查一遍议项和决定：因此，当天的会议记录都会轮流传阅，然后在议员同意下由主席签上“正确记录”。速记员容易出错，在罗马有些记录证明有腐败现象，[79]而将《元老院法令》的最后措辞托付给只做无聊文案的人员会让元老觉得不像话。塞内加将速记的发明看作“最低等奴隶”的成 就。[80]

一些学者愿意下结论认为《元老院纪事》是元老院所有会议完整的逐字记录。[81]上面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的引用都没有证明这个观点，也很难找到其他资料来证明。因此，应该考虑到另一种可能，即《元老院纪事》是编辑过的会议记录，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引用。[82]

我们怀疑拉丁速记员是否有能力做逐字会议记录。[83]这样说肯定太绝对，但他们能够熟练记录的最早日期还是不清楚。公元前63年，在缺乏官方记录的情况下，西塞罗作为执政官在询问告密者关于喀提林阴谋的时候特别要求手写一份记录，包括“所有陈述，向他们提出的问题和回答”。[84]他描述了4位挑选的元老都是“据我所知，能轻易记下所说的话，因为他们有良好的记忆力，知识渊博，富有经验，书写快捷”，[85]这番描述并不一定暗示他们都是用速写的方式。确实，据普鲁塔克说，在几天后速记员才第一次受雇于元老院。他还提及了西塞罗采取特别措施保证逐字记下加图的发言，发言力劝将喀提林阴谋反叛者判处死刑，然后他评论道：

我们得知这是加图唯一保存下来的发言，多亏了执政官西塞罗，他事先指导那些擅长快速书写的人员使用符号，即小而短的图形，集中了很多字母的含义；然后他将这些人分散到元老院各处。因为到那时为止罗马人没有雇佣，甚至没有叫作速记员的人，那是第一次，我们听说，使用速记员的第一步。[86]

不能肯定从公元前59年采用《元老院纪事》起速记员会经常参会。在法庭会议记录中只有部分资料有助于解释阿斯科尼乌斯的一篇文章，了解到速记员记下并逐字保存了西塞罗的《为米洛辩护》（Pro Milone）（公元前52年发表），和演讲者本人后来发表的版本不同。[87]

不过，塔西佗的《编年史》在描述14年起元老院事务的时候确实写得非常详细——报告大概是根据速记员起初记下来的资料撰写的。更具体地说，到尼禄早期为止，塞内加写元老院会议戏仿文时，他解释了雅努斯神父作为第一发言人的意见：“因为他住在罗马广场，所以发表了洋洋洒洒的一篇演说，速记员都无法跟得上，于是我不想报告，因为我不愿用别的词来表达他说的话。”[88]可能纯粹是巧合，除了在这篇虚构的文中，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在帝国时期元老院会议上有过一位或更多的速记员出席。塞内加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证明1世纪后半期罗马速记员所达到的标准，他提到在他那个时期近来的创新中，“用符号代替字母，不管发言的速度有多快，都能够记下来，书写的速度和说话的速度相当”。[89]苏维托尼乌斯也评价了皇帝提图斯的能力：“我从多方消息了解到，他也非常擅长速记，还喜欢和他的秘书进行友谊赛。”[90]

速记员想逐字记下第一发言人意见的努力很重要，但并不证明完整的记录会出现在《元老院纪事》里。现存皇帝演说词的逐字记录中也无法证明，不管是大约177年发表的第一发言人意见的长篇摘要，[91]还是203年关于百年节的议题和意见。[92]如上所说，元老院会议可能会在《官方每日公告》中报告。203年，十五人祭司团自然希望将完整的演讲记录保存在他们的备忘录中，不管怎样，演讲在事前都已经写出来了。发言人自己也会公布演讲。皇帝的演讲肯定都能找到并用于研究。除了别的方面，弗朗图[93]和塔西佗[94]都对相继几代皇帝的修辞能力作过评论，我们知道有本包括了哈德良12篇演讲的书在流传。[95]塔西佗特别告诉我们，提比略的一篇演讲保存下来了，[96]如前面提过，几乎可以肯定他在写自己的演讲词前参考过克劳狄乌斯引进高卢元老时发言的逐字记 录。

元老院肯定也细心保存了皇帝的演讲词，以便按照规定将来朗读。据狄奥说，盖乌斯37年担任执政官时的发言规定要每年诵读。[97]同样，元老院一条法令规定，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的某些演讲词应该在每年的1月1日朗读。演讲词肯定非常多，因为据狄奥说，朗读一直持续到晚上。因此，42年，克劳狄乌斯一有机会便废止了这种做法，宣布将演讲词刻写在铜板上就足够了。[98]然而，54年，元老院投票认为，尼禄登基的演讲词应该刻写在银板上，每次新执政官上任都要朗读。[99]

皇帝或其他皇室成员，或偶尔其他元老缺席会议的时候会送信函过去宣读，那么自然能找到逐字的记录。[100]弗朗图可以比较图拉真和维鲁斯送到元老院的急件，维鲁斯因为身体非常不好而没有参加会议。[101]即使皇帝在会，通常他们也会读写好的稿子。[102]其他人也一样，有时读发言稿，有时按照笔记发言。203年，十五人祭司团的首领寻找百年节的元老赞助人时，他是从记事本（libellus）上念的，然后一位元老宣读手稿（manuarius）——不然这个词也无法证实[103]——形成决议。在塞内加的戏仿文中，奥古斯都似乎是临时发言，然后才从记事板（ex tabella）上宣读事先拟定的真正意见。[104]显然，元老习惯的做法是将自己写字用的工具在开会时放在手边。至少我们听说过好几次他们用笔戳的例子。[105]图拉真时期，元老在选举时用记事板（tabella）投票必须要有书写工具，这成了一种制度。[106]

并非仅仅出于对皇帝的尊敬或虔诚要求他在元老院的发言要逐字记录保存下来。当皇帝是某一已批准意见的汇报人时，大家几乎不会期待他亲自出席会后法令的“书写”，实际上，我们只知道一例皇帝出席的例子。[107]因此，关于皇帝发言的准确的逐字记录非常宝贵。这样的记录到2世纪变得非常必要，因为这个时期元老院做的最多的只是认可皇帝的发言。

我们确实知道在古代会议的逐字记录也有保存，[108]特别是下面要讨论的例子。不过，似乎更常见的是，任何会议记录都被编辑过——不管多少，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目的是突出重点。一些例子中的记录很可能参见了逐字写下的材料，或者凭鲜明的回忆。[109]P.Ryl.77（192年，在赫尔莫波利斯·麦格纳选举成年男子团体元老官员［cosmete］的时候）就属于这种例子，或者所谓的杜迈尔碑刻（哥哈利恩尼人反对阿维狄乌斯·哈德良的例子，216年5月27日在安条克传到了卡拉卡拉耳中）。[110]虽然这些资料小心地用直接引语陈述，但每位参与人的发言都太简洁，两个例子中实际的会议记录不可能只花了几分钟。作者的主要目的是想以生动的形式呈现会议精髓。[111]

技术上的困难似乎明显完全排除了提供完整逐字记录的可能性。的确，举行长时间会议的任何机构，逐字记录会非常大量，而且工作会非常艰巨，特别是还有速度限制的话。然而，411年，在迦太基多纳图派信徒和天主教徒会议的法案中，我们确实找到了惊人的证据，证明在古代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112]这场关键的争辩每个字的意义当然都要特别斟酌，所以4位速记员在官方秘书处的安排下逐字记录会议内容，还有8位由辩论双方安排。每组显然分成两队，轮班工作6小时，所以任何时候都有6位速记员在场。[113]虽然无法准确确定会议时长，记录内容表明6月1日第一次会议持续时间很长，[114]第二天的会议比较短。第二天会议结束时，两次会议的完整记录要保证在6月8日前完成，实际上，由于日以继夜地工作，所以6月6日早上就写出了几份记录。[115]

自然，411年为迦太基会议记录作的安排没法直接阐明一个半世纪或更早时候罗马元老院的做法，但总的来说，如我们上面所见，最迟到1世纪，一套让人满意的速记系统就已经开始被使用了，更明确地说，这些法案确实证明了逐字记录长时间会议的可能性，并且能够在短时间内发布完整的抄本。至于元老院，不考虑审判和特别会议，每两周一次的常规会议要求在间隔时间内完成一次记录，如果皇帝没有出席会议，但在罗马或附近，需要阅读和考虑的话（除了别的目的以外）。值得注意的是，21年，提比略显然认为在通过法令和存入萨吞尼国库之间间隔10天，足以让他接到记录，权衡问题，需要的时候采取进一步行动。甚至在他退隐到卡普里岛后，间隔时间仍然没改，显然他还要求在法令通过后最多5到6天将文件送到。[116]如果递送的是会议完整记录，还有法令，那么需要快速整理逐字记录的笔记，但如我们所见，工作是可以完成的。

因此，总的来说，似乎没人争论元老院会议的逐字记录在操作上无法完成。虽然工作肯定很费劲，[117]应该记住元老院并不经常连日召开会议，除了审判和接待大使外。同样，抄本份数也不需要很多，虽然这根本不会影响录写的速度，一位速记员可以将笔记同时念给10位抄写员听，也可以念给3人听。

虽然话这么说，但我们还是无法确定《元老院纪事》是否真的是会议的逐字记录，还是编辑过的版本，或者两者都有。一旦速记技术上的困难解决后，完整的逐字记录可能确实很容易产生，因为不需要有更多的编辑。或者，就逐字和编辑混合的记录来说，较为资深的元老的发言可能完整地被记录了下来，只有那些初级元老的发言才会使用比较简洁的方式进行记录，因此庞大的记录多少有所削减，编辑的工作也有所限制。喜欢逐字和编辑混合的记录可能是帝国时期只有少数情况下才会保存元老发言逐字记录的原因，不包括皇帝和第一发言人的意见。[118]据塔西佗描述，朱尼厄斯·卢斯提库斯，我们知道的第一位元老院会议汇编员，是由“皇帝挑选来写元老院会议记录的，因此相信对皇帝头脑深处的想法具有洞察力”，[119]这表明他也做了些编辑工作（特别是材料的选择和措辞），而不仅仅是监督纯粹的逐字记录。但与此相反，必须承认，缺乏元老发言逐字记录可能要么是巧合，要么是出于其他可解释的原因，而朱尼厄斯·卢斯提库斯的委托任务的性质可能很独特。一旦在后来确定为固定职位（如上所讨论），担任会议汇编员的初级元老可能会扮演更机械的角色。

如果《元老院纪事》不管准确的形式如何，确实记录了会议相当丰富的内容，我们开始可能会困惑帝国时期的作家们显然很少利用它，更别说政治家了。然而，经过更进一步的考察，我们也许不再有这种感觉。《元老院纪事》是由一位共和时期自由氛围下自己事业处于关键时期的政治家创立的，当时面临相当多有影响力的元老的激烈反对。引进会议记录并公开元老院会议的革新对他来说很有价值，但在元首制下，很快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局面，元老院失去了很多旧时的权力。奥古斯都看不出继续允许准确无误保留细节的会议记录的公开传播有何价值。他真想让更多人知道的事项——特别是他自己的发言——都可以很方便地发表在《官方每日公告》中。出于和这位皇帝同样的理由，当时的元老自己也对《元老院纪事》兴趣不大。不管怎样，奥古斯都采取了措施保证没有合理理由缺席的元老都要参会。就长远来看，《元老院纪事》太笨拙、太琐碎，除了最勤勉的历史学家之外，没有人会参考——而且也要他能够有机会查阅这些没发表的资料才行。上面提示过，资料很庞大，这里应该再加以强调。今天印刷出来的现存《迦太基会议法案》的厚度，记录了411年不到3个整天的讨论内容，可以让我们略知，比如1世纪的《元老院纪事》一年的内容有多庞大，特别那时是元老院最忙的时候。不管怎样，需要梳理这些记录的历史研究从来成不了风尚。[120]同样，准备将他们的发言给大众传阅的元老也毫无兴趣查阅保存在《元老院纪事》中原始的确切发言记录。

实际上，《元老院纪事》的重要性只在于它们能为皇帝在缺席会议时提供准确的会议记录。我们一点都不惊奇至少第一位所知的元老院会议汇编员——他的继承人可能情况不同——是由皇帝而不是元老院挑选的，因此大家认为他有权解释提比略的想法。这种描述是说《元老院纪事》就其特点来看，主要是给皇帝阅读的一份记录。因此，后来描述此职位的两个头衔，会议记录总管（ab actis imperatoris）似乎比元老院会议记录执政（ab actis senatus consulum）恰当得多——第一个头衔分别为图拉真和哈德良时期的任职人使用，[121]第二个为阿西琉斯·鲁菲努斯·法比安努斯独有，他的任期可能是在3世纪。[122]同样，我们毫不惊奇唯一提到《元老院纪事》在罗马城外阅读的是两位皇帝，他们采取了元老院通过的特别措施。在提比略生命最后的年头，他对元老院处理某些案件的方式很恼火，[123]而塞普蒂米乌斯严厉地反对颂扬克罗狄乌斯·塞西努斯，他的对手依比努斯的亲 戚。[124]

第四节 古代作者使用《元老院纪事》

I 苏维托尼乌斯，狄奥，和其他人

虽说逐字引用了元老院上所说的话，但显然无法保证他们当时真的就那样说。我们已经注意到，古代文献传统积极鼓励发言人在发表前修饰自己的演讲词，而在历史著作中，作者和读者皆不要求演讲中每一个字都准确，当然，也不会要求逐字引用的准确。[125]帝国时期，给我们留下宣称是在元老院记录下来的演讲词的作者中，上面所说的不仅适用于塔西佗，而且适用于狄奥和约瑟夫。[126]

同样，一位作者引用的词句说是在元老院的原话，也不保证他参考过《元老院纪事》，或者《元老院纪事》是逐字的记录。查阅其他更多的资料更容易——比如《官方每日公告》，里面有很多皇帝的演讲词；杰出人物的演讲内容（包括皇帝），由他们自己或别人发行；这样那样的家族记录；个人的回忆录，诸如此类。不应该忽视古代受过教育的人对说过的话有很好的记忆力。老塞内加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即使他说过自己记忆良好也不能完全相信。[127]作者引用的一些简短话语说是元老院上的原话，很可能是从《元老院纪事》上摘录的，但大多时候他们更可能是从刚才列举的广泛可查阅的资料中获取的。暂且不说塔西佗，苏维托尼乌斯是我们印象中现存帝国时期唯一参考过《元老院纪事》的作者，我们知道他确实引用过一次。[128]特别是和塔西佗不同，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写那种高雅的文学而避免逐字引用，有两次他特别声明引用了发言人在元老院的原话：第一次是瓦列里乌斯·梅萨拉在向奥古斯都致敬时将他称为“国父”，还有后者的回答；第二次是提比略在14年“登基”辩论中说的话。[129]另外，他还引用了似乎是在元老院上逐字记录的发言，发言人包括奥古斯都，[130]提比略，[131]克劳狄乌斯，[132]尼禄，[133]维斯帕先[134]和图密善[135]等人。

有些引用值得注意，因为所说的话显然不是皇帝正式的、有准备的演说——比如，提比略或克劳狄乌斯插入的嘲讽。[136]即使如此，我们也许别无他法，只好承认苏维托尼乌斯可能对《元老院纪事》进行了第一手的查阅，引用了这些话语，而不是来自更容易找到的这样那样的资料。他提到皇帝拒绝某些荣誉时，我们也要同样谨慎对待，[137]这些拒绝通常会公布。同样，在两个例子中他特别声明引用了发言人在元老院说的原话，这两个例子众所周知——公元前2年，奥古斯都被赐予“国父”的头衔，14年“登基”辩论。同样不清楚的是尼禄威胁温德克斯时，元老的欢呼回应是否引自《元老院纪事》的一手资料。[138]

只有在提比略的例子中，我们才能有点信心说苏维托尼乌斯可能查阅过《元老院纪事》的一手资料，以确定皇帝在元老院的行为。在苏维托尼乌斯的传记中，我们不仅有相当大量提比略话语的引用，他甚至引用了这位皇帝反对两项不同的《元老院法令》时的具体词句。[139]此外，在同一文章中他解释了提比略在元老院很小心使用“垄断”这个词。

狄奥描述的帝国时期幸存下来的资料包含了相当多元老院发言的逐字记录。据推测，那些可以确定日期的资料是在他担任元老时凭着记忆写出来的。[140]因此，他逐字引用了佩蒂纳克斯、[141]狄第乌斯·朱利安、[142]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143]卡拉卡拉[144]和埃拉加巴鲁斯[145]皇帝对元老院的发言。他还逐字引用了可能是禁卫军长官普劳蒂亚努斯对元老们说的话；引用了审判阿波尼亚努斯时的发言；以及对卡拉卡拉的欢呼致辞。[146]此外，他还引用了卡拉卡拉给元老院写信用的术语。[147]

狄奥在讲述他之前的时代时，确实引用了皇帝和其他人在元老院的发言，但没有清楚的迹象表明他曾将研究扩大到细读《元老院纪事》。他还比较仔细地讲述了两次著名的会议——14年的“登基”辩论和31年塞扬努斯的垮台。[148]此外，在皇帝中，狄奥还引用了提比略、[149]盖乌斯、[150]维特里乌斯、[151]图密善、[152]安东尼[153]和奥略留[154]在元老院的发言。其他人保留下来的只有在安提斯提乌斯·拉贝奥审判时他的发言，还有自由民高雷苏斯和纳西苏斯的发言，[155]特别是安提斯提乌斯的发言，简直是妙语连 珠。

其他作者当中，比如普鲁塔克逐字了引用了元老们在元老院对提比略的发言，很难相信他查阅过《元老院纪事》。[156]而另一方面，塞内加有可能在《元老院纪事》中找到了奥古斯都写给元老院的信，他引用了其中的话。[157]但我们知道，奥古斯都的一些信件是在传阅的。[158]昆体良所引用的元老院发言似乎不过是些妙语警句。[159]维斯帕先提议为提比略·普劳裘斯·西瓦努斯·艾里亚努斯授予凯旋荣誉所说的话可能引自《官方每日公告》，或者更可能是他的家族珍藏的记忆。[160]

和或多或少有点文学才能自负的作家相比，文法家和法律作家当然都对逐字引用特别关注。虽然引用帝国时期元老院上的发言确实保存下来了，但没有迹象表明它们是从《元老院纪事》中转引的。为了阐明“强烈地（valdissime）”的用法，文法家克里希乌斯引用了哈德良的一句话，但他说是引自哈德良的《演说辞XII之书》（orationum XII liber）。[161]同样，法律作家也显示出他们了解从哈德良到卡拉卡拉多数皇帝致元老院的谕令：这些谕令的逐字文本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可以无需更多的讨论或改动而获得法律效力。不过，同样的，没有迹象表明法律作家的引用来自《元老院纪事》。[162]

II 塔西佗

学者们可能普遍同意塔西佗《历史》和《编年史》中的一些材料最终来自《元老院纪事》，但在他多大程度上参考了《元老院纪事》以及他是否查阅的是第一手资料方面存有争议。[163]要否认他根本没查阅过《元老院纪事》可能太极端，因为如我们所见，他提到65年比索念奴的谋反之后曾引用过里面记录的一则意见。但争辩说他没有亲自彻底查阅《元老院纪事》的学者则认为，这是他所有现存作品中唯一的一处《元老院纪事》引用。仍然值得怀疑的是，这唯一的引用对于一位大多时候隐藏资料来源，而不是公之于众的历史学家是否有意义。塞姆甚至怀疑，如果塔西佗完成了《编年史》后面的几册书，那么这可能会将他唯一的引用都抹除。[164]

一些学者很看重《编年史》中的某些篇章，它们了证明塔西佗没有参阅《元老院纪事》。比如，按马什（Marsh）所说，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篇章和为此而引发的争辩可以总结如下：[165]

（1） 当写到提比略在任期内参与执政官选举的情况时，塔西佗说：“关于执政官选举，从提比略统治第一年到他去世，我几乎不敢作任何确切的评论。历史的记载，甚至他自己的发言都是互相矛盾的。”[166]

尼佩戴（Nipperdey）争辩说，塔西佗可能查阅过《元老院纪事》来解决这个疑问。[167]

（2） 在第19年的记录中他提到：“我从当时元老写的文章中发现，元老院会议上所读的一封信是卡蒂的首领阿甘德斯特里乌斯写的，信中提到如果将毒药交给他，他会杀了阿米尼乌斯。元老院的回答是罗马会报复敌人，但不是通过阴险的手段，而是用军队光明正大地宣战。说这番崇高的话时，提比略拿古代的将军作比，他们禁止并且公开了杀害皮拉斯国王的计划。”[168]

尼佩戴争辩说，塔西佗如果没有引用《元老院纪事》的话，就会从二手资料中转述信件和元老院回复的内容。[169]

（3） 提到马罗博杜斯（Maroboduus）和提比略之间的通信后，塔西佗总结了提比略在元老院上的发言，关于那位国王构成的威胁，并发誓说他描述的都是事实，因为“发言保存下来了”。[170]法比亚认为，在这个例子中，塔西佗参阅了皇帝的演讲词（也许是在某文集中），但不是《元老院纪事》。[171]

（4） 在第32年中，他记录了元老院的审判：“但在指控的时候，米纽修斯和瑟维斯都成了告密人。从高卢的桑冬斯地区来的尤里乌斯·阿弗利肯奴斯被迫陷入了同样的困境，还有赛乌斯·夸达特斯，他的背景我没有找到。”[172]

法比亚争辩说，夸达特斯的背景肯定记录在了《元老院纪事》中，塔西佗没法找到说明他没有参考此资料。[173]

所有的这些论点都难以完全令人信服。在（1）中，要从《元老院纪事》中核对提比略长期统治期间所有和执政官选举相关的信息非常艰难，即使查阅，仅仅会议记录也无法准确揭示皇帝的态度或行为。在（2）的例子中，塔西佗引用二手资料，而不是一手资料，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也可能读了《元老院纪事》，但决定在那点上引用同时代作家的资料，因为只有在比较他们有选择性的陈述和《元老院纪事》中大量各种各样的内容之后，他才能更清楚地判断哪些事件在那时有特别的影响。很难从例（3）中得出他是否就那件事参考了《元老院纪事》的合理结论。同样，就例（4）而言，无法肯定《元老院纪事》中的记录可以找到夸达特斯的背景。

以上关于塔西佗是否在某一篇章参考了《元老院纪事》的辩论本身意义很小。但是，有些学者就一篇或几篇文章的例子得出总体结论，认为塔西陀在整部《编年史》中不过只是偶然直接参阅了《元老院纪事》。比如，法比亚就认为这个结论合理，他解释说：“没有理由惊讶塔西佗在撰写《编年史》和元老院会议相关部分时，没有用任何官方文件作为主要参考资料。他的前人使用过这些资料，已经做过研究，根据古人的教条，再重新研究显得多 余。”[174]这个例子中将概括性的结论建立在某些篇章上似乎不合理；而且根据自法比亚以来进行的研究，就原始资料的使用来说，“古人的教条”（la doctrine des anciens）这种非常让人怀疑的假定并不能为这样的结论提供支撑。

考察塔西陀从《元老院纪事》中引用了什么资料可能对我们更为有用，然后再考虑是否能证明他究竟是不是一手引用的。关于第一点，很难不得出结论《历史》和《编年史》中关于元老院的丰富细节最终肯定是从《元老院纪事》中引用的。在这一点上，应该首先记住元老院事务的报道尺度很惊人，特别是20到23年的会议记录很完整。[175]后来，在可能是记录31年会议的残篇里，塔西陀能准确地说出在某件事上有44次发言。[176]《编年史》后半部的记录仍然很完整，有相当多的篇幅描述了特拉塞亚·培图斯和巴里亚·索拉努斯的垮台，还有他们的亲戚和所谓的同谋。[177]在《历史》中同样也有70年早期元老院会议的详细记录。[178]与这么长篇幅的描述相匹配的是在元老院提到的大批发言人，或者原告和被告，又或是在那里的证人。在《编年史》中，按照粗略的计算，属于这些的两百人中大部分都有名字。[179]在《历史》中，根据同样的方法计算，大约有30个名字。若非如此，很多在《编年史》中提到的人本来不会为我们所知。

从记录各种不太重要事件的著作中可以发现更多特别详细的报道，说明作者查阅了《元老院纪事》。有些事件肯定是由当时元老院历史学家记录的，但很难相信所有信息如此丰富的报道是从《元老院纪事》之外的资料中得来的。比如，引用中有佛罗伦斯，茵泰拉姆纳，列阿特在讨论时提出台伯河洪水的话题；有希腊城市关于庇护权提出的申请；有斯巴达和迈锡尼关于戴安娜·林纳提斯神庙的所有权的意见；有亚细亚城市为争取建造提比略神庙的这份荣誉的竞争；[180]同样，塔西陀可以准确列出17年地震后元老院派“调查员”去的那些亚细亚城市。[181]另一处，他再现了选择第亚里祭司时深入讨论的观点。[182]此外，塔西陀还能说出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针对苏拉的起诉，以及接下来的交流，还有苏拉支持者的名字。这个事件后面紧跟着科尔布罗的另一次起诉，然后是某次会议的详细记述，参会人的名字，不相关的意见，还有来回的争辩逐一展述，既准确，又生动。[183]52年，辩论中无聊事务的顺序，还有建议及反对的建议，似乎也都说得很清楚。[184]

未采纳的建议和不那么重要的事情记录的数量也很惊人，就这点而言，我们也很难在《元老院纪事》之外找到所有的例子。比如，公元54—55年，尼禄拒绝的提议可能是为了强调皇帝的谦虚而公布的，但24年在维比乌斯·塞利努斯审判中，提比略拒绝的三条提议则不太可能在元老院外公布。[185]同样，对于没有发生的事情的引用可能都来自当时作家的记述，但如此详细的资料引用频率同样表明了其内容应该来自《元老院纪事》。比如，塔西佗说提比略没有向元老院发表关于阿古利巴·波斯图姆斯去世的声明，也没有回复斯考卢斯的评论。[186]15年，讨论演员行为的时候，他没有发言，在争辩休会期的时候，他保持沉默。[187]21年，他没有批评哈特利乌斯·阿古利巴主张将克鲁托里乌斯·普利斯库斯判处死刑。在审判时，据说，鲁北留斯·布兰都斯是唯一支持埃米利乌斯·雷比达请求轻判的执政官。[188]同样，塔西佗描述了16年提比略拒绝霍尔塔勒斯的帮助请求，后来从大家实际的沉默中，他觉得元老们不高兴，因此才对霍尔塔勒斯的儿子予以钱财资助。做父亲的没有回答。[189]提比略最终勉强答应提供资助的举动不太可能被公布——这要么是从某位元老目击人口中流传出来的，要么是从《元老院纪事》的记载中而来。[190]后来，据塔西佗说，49年，克劳狄乌斯在元老院对一位帕提亚使者发言时，他回忆了帕提亚人曾向奥古斯都要回他们的人作国王，但没有提到他们也曾向提比略提出这样的请 求。[191]

塔西佗习惯如实描述元老院系列会议中的发展情况，但没打算将它们归纳到一篇文章内，这也说明他参阅了《元老院纪事》。因此，在《编年史》第3卷中，挑选阿非利加总督的问题在一次会议上（第三十二章）被提出，然后在后面的一次会议（第三十五章）中继续被讨论。起诉凯西乌斯·科尔都斯的案子开庭是在第三十八章被提到的，而判决则在第七十章才决定。同样，要求考虑第亚里祭司担任亚细亚总督是在第五十八章被提出的，但提比略的决定则直到第七十一章才出现。[192]

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塔西佗有广泛的参考资料，它们或迟或早都来自《元老院纪事》，但要进一步证明他必然第一手参阅了这些资料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过，为了探讨这后面一点，我们首先注意到，这位历史学家认为自己在撰写《编年史》中元老院事件的时候，有广泛的资料供他参考。他先是声明：“我认为唯一值得一提的意见是那些特别值得称赞或特别丢脸的意见。”[193]在另一处，他又说道：“我发现很多作者省略了许多审判和定罪的案例，要么是因为重复而厌烦，要么是担心这些案例的数量太多而且让人不快，因此也会让读者沮丧。但很多我所注意到的没有记录的案例应该公之于众。”[194]第三，他问道：“我还要记录多少在神殿里的感恩才够呢？那个时代的每位读者，不管在我的作品，还是在别的作品中，都知道每次皇帝宣判流放或谋杀的时候都要感谢众神：相反，以前认为高兴的事情现在都被当作国家的灾难。然而，当任何元老院法令达到新的阿谀或丢脸的深度时，我都会记录下 来。”[195]

在这点上，塔西佗并不总是能履行自己的诺言不太要紧，他仍然“觉得”可以从广泛的原始资料中进行挑选。从他的引用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些资料包括回忆录[196]和当时的文学记述。[197]这些资料至少是为了描述元老院会议而采用的，其中的细节绝不会出现在《元老院纪事》中。[198]比如，在很多篇章中，塔西佗描述了个人在元老院的行为和发言。提比略在立波·德鲁苏斯的审判前接待他的场景被描述得很生动：“他被人用轿子抬到了元老院门口。斜靠在他哥哥的手臂上，他向提比略伸出手，哭着请求宽恕。而皇帝神色不改，用单调的声音宣读着指控和签名，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既不显得加重，也不减轻指控的罪名。”[199]后来他说到，庇索感到恐惧是因为“他看到提比略毫不怜悯，没有同情，对人类任何感情都不为所动的样子”。[200]庇索自杀后，据说，提比略在元老院上“带着悲伤的表情”。[201]塔西佗在别处也评论过他的表情，如“登基”时的辩论，22年审判西拉努斯，25年审判克雷姆提乌斯·科尔都斯之时，虽然后面的场合没有记录皇帝的话语。[202]就元老而言，我们听说过他们大笑，嘲笑，[203]哭泣，[204]热烈欢呼，[205]沉默[206]或惊骇地插话，[207]还有25年审判沃铁努斯·蒙塔努斯时，提比略震惊地突然发出感叹，元老们混乱地齐声奉承。[208]这当中的一些例子，塔西佗有可能凭想象描述，而没有仔细比较过参考的资料。下面肯定是对提比略强大形象的合理猜想，在35年执行死刑之后，他“几乎凝视着沐浴在血泊中的家，和刽子手在工作”。[209]但另一方面，他在开始描述20年雷比达审判时的谨慎，表明了他严肃地想从没有充分说明的资料中权衡提比略的态度：“审判时皇帝的态度不容易把握，可以察觉到他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包容，或者两种情绪同时交 织。”[210]

虽然很清楚塔西佗对元老院会议的描述参考了回忆录和文学作品，但仅凭这些资料并不总是足以达到他的目的。要不然，特别是从20到23年对元老院事务的完整叙述中，我们肯定会猜测他先找了最详细的历史记录，然后大量引用，以至几乎看起来像是剽窃或截章断句的抄袭者。他参阅了这些年的《元老院纪事》更加可信，由此自称对元老的意见，元老院法令和审判能全面把握。他还对日耳曼尼库斯和庇索的审判非常感兴趣，以至不辞劳苦不仅查阅了《官方每日公告》，了解前者葬礼的详细情况，[211]而且还从资历较深的元老回忆录中引证了后者作为被告的情况。他肯定也会愿意细读《元老院纪事》的相关资料。《元老院纪事》是他非常引以为豪的高级会议记录。如果他只为自己记录的一个例子参阅过《元老院纪事》，那是不可思议的。相反，虽然证据缺乏，但他的著作中有很多处可以肯定，他在别的例子中也经常参阅《元老院纪事》以及其他资料。

如果塔西佗实质上参阅了《元老院纪事》的说法可以接受，那么就能冒昧地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种类型的研究在古代历史作家中很不寻常。塔西佗对《元老院纪事》的使用可能是他写作中最重要的革新，并且在最后一部作品《编年史》中得到了最大发展。确实，总的来说，这在方法上可能是独特而且非常成功的实验。我们可以肯定，后来2世纪的历史学家都不想模仿他的这种方法。[212]当然，1世纪那些已逝的前任在多大程度上引导了他，这是个更大的问题，我们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213]不过，我们注意到，多少可以肯定，在描述他那个时期的作家中，已知有3位都不是元老院成员，[214]因此，不太可能大量引用《元老院纪事》；只有两位是元老。[215]后面两位引用了《元老院纪事》多少资料，而塔西佗又引用了多少他们的资料，这同样讳莫如深。然而，要说他比任何前辈更系统地引用了《元老院纪事》，并将其中更多的材料运用到自己的著作中，这至少有强有力的反对论据。要不然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会成为（如前所说）别人研究的乏味剽窃者，而他所说的能够挑选资料将会被证明完全是谎言。事实上，对塔西佗的任何这种印象都不该予以考虑。相反，可以大胆猜测，《元老院纪事》的使用不仅对《编年史》特点有重要的影响，而且还代表了当时历史方法的显著发展。对文献记录研究如此严重的依赖却能将材料毫无痕迹地编织进叙述中，浑然一体，这是对塔西佗文学艺术的敬意。

仍然存在的问题是，他是怎样和如何受到引领而担任起这种历史研究的。《元老院纪事》记录的特点和完整性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这是真的。另外，如塞姆所说，阿斯科尼乌斯对共和晚期的调查可能已经指出了利用《元老院纪事》的方法，虽然后者更确切地说是古文物研究者，而不是历史学家。[216]同样，定期任用元老院会议汇编员是帝国时期的一个发展，起到了令众人重新关注记录的作用——如果革新真的从图密善时期算起的话，如前面所推测，那么塔西佗自己的才能和倾向肯定也发挥过作用。然而，也许最重要的是，他对这个立法团体所取得的成就和经历的苦难怀有深切的自豪感，促使了和长期以来的传统明显的分离，不亚于创造了一种新的历史。

第五节 所知元老院会议汇编员的担任者

这一职位担任者的信息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收集，比如鲁杰罗（Ruggiero）[217]和施泰因（Stein），[218]但更新的一份没发表的名单似乎是莫里斯（Morris）[219]收集的，包括69—193年，并由普夫劳姆（Pflaum）作过更详细的审阅。[220]

1.Iunius Rusticus（PIR2 I 813），否则不会为人所知，塔西佗在（《编年史》5.4）29年记录下称为“componendis partum actis delectus a Caesare”。

2.L.Neratius Marcellus（A.R.Birley，《罗马不列颠年表》，第87—91页），贵族，奥古斯都时财务官，元老院记录管理员，副执政。

3.C.Iulius Proculus（Cébeillac 第48条，cos.109），奥古斯都时财务官，会议记录总管,平民保民官。

4.P.Aelius Hadrianus（Cébeillac 第49条，PIR2 A 184），宣读皇帝谕令官（101）“元老院纪事保管员”（HA，哈德良.3.2），平民保民官（105）。

5.未知姓名=ILS 1039（A.Larcius Macedo？ FIR2 L98.Cos.?123），财务官，元老院会议汇编员，平民保民官。

6.未知姓名=ILS 1062（Claudius Maximus？Alfǒldy，Konsulat，第334页，cos.142？；非斯塔留斯·马克西姆斯，PIR2 S 602），国库保管员，元老院会议汇编员，平民保民官。

7.M.Pontius Laelianus Larcius Sabinus（Alfǒldy，Konsulat，第334页，cos.144），高卢纳庞西斯财务官，元老院会议汇编员，平民保民官。

8.Plautius Aelius Lamia Silvanus ［Aelianus？］：为了编纂名单,Stein觉得Bormann对CIL XL.5171的修复过于不确定（a ［b actis？imp.Caes.Hadr］iani），但Groag将它保留在PIR2 A206。

9.M.Servilius Fabianus Maximus（Alfǒldy，Konsulat，第336页，cos.158），国库保管员，元老院会议汇编员，市政官。

10.M.Claudius Fronto（Halfmann，《元老》，no.99，cos.165），国库保管员，元老院会议汇编员，市政官。

11.C.Arrius Antoninus（Alfǒldy，Konsulat，第338页，cos.c.173）,国库保管员，元老院会议汇编员，市政官。

12.未知姓名=IRT 552，奥略留和维鲁斯授勋的军事保民官，财务官，p［raepositus?］act［is senates?］主管记录元老院会议（非常残缺）。

13.P.Ennius Saturninus Karus（A.Beschaouch，CRAI，1979，第400—443页），国库保管员，元老院会议汇编员，指定市政官，公元2世纪中？

14.L.Cetius Gallus Cerrinius Iustus Lu［t］atius Natalis（Alfoldy，Konsulat，第341页；A.R.Birley，《罗马不列颠年表》，第258—259页），国库保管员，元老院会议汇编员，市政官，2世纪后半期。

15.未知姓名=CIL VI.3850=31809，财务官，元老院会议汇编员，市政官，副执政，奥略留提议由元老院授予荣誉。

16.Ti.Claudius Frontinus Niceratus（Halfmann，《元老》，no.126），亚加亚财务官，元老院会议汇编员（ab actis senatus）/[image: ]，市政官，副执政，大约 174/175年。

17.M.Cassius Paullinus（PIR2 C 513；H.-G.Pflaum，Archivo Español de Arqueologia 39，1966，第21—22页，重新印刷在Scripta Varia II），马其顿财务官，元老院会议汇编员，或许早逝。关于他可能是贵族的讨论，参见AE 1977，811，2世纪？

18.T.Marcius Cle［mens］，（A.R.Birley，《罗马不列颠年表》，第263页），亚加亚财务官，元老院会议汇编员，市政官，2世纪后半期？

19.C.Porcius Priscus Longinus（C.Wolff，PW 22 s.v.Porcius no.40，col.228），直接选拔的财务官，元老院会议汇编员，市政官，magister fratrum Arvalium（224—231）。

20.Domitius Florus（FIR2 D 147），狄奥称之为会议汇编员（78.22.2），当Plautianus还有影响力的时候（大约200年）。

21.M.Iunius Hermogenes（FIR2 I 758；Habicht，《来自帕加马的古物》［Altertümer von Pergamon］，第8卷，3，《庇俄斯的铭文》［Die Inschriften des Asklepieions］，no.24），亚细亚财务官（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统治时期），担任元老院会议汇编员。

22.Q.Comius Armiger Crescens（PIR2 C 1274），财务官（193—211年？），元老院会议汇编员，市政官。

23.M.Annaeus Saturninus Clodianus Aelianus（PIR2 A 615），国库保管员（193—211年？），元老院会议汇编员，平民保民官，塞维鲁时期日期，更多参见G.Camodeca，Atti dell' Accademia di scienze morali e politiche，Napoli，85，1974，第260—261页。

24.Sex.Asinius Rufinus Fabianus（PIR2 A 1247），国库保管员，元老院会议汇编员，市政官，塞维鲁时期，如果他是184年在AE 1954.58 纪念的执政官的儿子的话。

25.L.Iulius Apronius Maenius Pius Salamallianus（PIR2 A 161），直接选拔为财务官（由塞维鲁/卡拉卡拉？选拔），主管元老院会议记录，市政官。

26.M.Antonius Me［mmius Hiero］，Lyciae Pamphyliae财务官，市政官，在提到的上两个职位之间，Cagnat（IGRR 3.238）和Groag（PIR2 A 850）按照Ramsay起初的修复版本（BCH 7.1883.p.26 编号17）：[image: ]但更吸引人的是另外两条建议：[image: ]（施泰因）；[image: ][image: ]（哈比希特，op.cit.在上面21条中）。如果他和Antonius Memmius Hiero（PIR2 A 851）记录的Philippus时期（244—249年），Cappadocia的使者是同一人，看起来可能，那么他也许是塞维鲁·亚历山大时期的元老院会议汇编员。

Hiero（PIR2 A 851）记录的Philippus时期（244—249年）Cappadocia的使者是同一人，看起来可能，那么他也许是塞维鲁·亚历山大时期的元老院会议汇编员。

27.J.M.Reynolds,PBSR 34.1966.p.60=AE 1968.no.166（S.Etruria）.非常残缺的铭文，2世纪或3世纪的字迹，纪念一位无法辨认的元老，曾担任城市执政官和市政官，两个职位之间的空档担任过元老院编写员。

不确定的名单：

28.未知姓名=CIL XI.572（Popili广场），restored［trib.］mil.leg ...［quaest］ August ...［ab actis］senatu［s p］raetor元老院会议汇编员。为了编纂名单，Stein对这些修复很谨慎。皇帝的财务官（而且看起来像是个贵族）成为元老院会议汇编员确实很不寻常，虽然不是前无此例，Cébeillac将此忽略了。

29....CANIUS M ...= CIL IX.1593（Beneventum）：只有下面的字母还在：CANIUS.M; TRIB.PL.A; BI.A.L.P可能是“Trib.Pl.a［b actis sen.”或者“trib.Pl.a ［dl.Inter］”，不肯定是哪个。

30.未知姓名=CIL XIV.182.A.R.Birley，《罗马不列颠年表》，第282—283页，见可能恢复的记录，从事元老院会议汇编员，但石头残破得太厉害，这只是猜测。

31.A.R.Birley，《罗马不列颠年表》，第250—251页，争辩说记录了A.Claudius Charax职业的石碑可能错误地将他直接选拔的市政官和元老院会议汇编员的职位弄混了。更多评论和有疑问措辞的更简单解释见第一章第二节注释35和附加注释E.。

32.Sex.Oppius Priscus：他的职业的唯一证据，据说包括元老院会议汇编员，是伪造的铭文（CIL XIV*386=Inscr.Ital.IV.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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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职能

第十章 选举与抽签

在考察古罗马元老院的职能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选举及抽签任命制等重要事项。

第一节 元老官职（Magistracies）

近年来，罗马元首制时期元老院官员的选举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1]但被讨论得最多的一点——君主的职能——不宜在此详细论述。因此，本部分仅限于对作为立法团体的元老院职能进行简单介绍。

共和国时期，元老官员由人民大会选举产生。人民大会在后三头同盟（Second Triumvirate）时期显然继续以原有的方式执行职能，尽管许多元老官员由三人委员会（Triumvirs）直接任命。[2]直到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才完全恢复旧的选举模式。公元5年，副执政官（praetors）及执政官（consuls）的选举程序按照《瓦莱留-科奈留法》（Lex Valeria Cornelia）进行修改，这点我们从赫巴铜碑（Tabula Hebana）可知。[3]新法让有份参与十人委员会（decuriae iudicium）的元老及所有骑士（equites）发挥重要的基础职能。十人委员会在10个百人团（公元19年为15个，公元23年为20个）会议中投票选举，以达成全体决议。被选中的候选人被称作“目标人物”（destinati），其人数可能与需填补之职位空缺数相当。接着，人民大会进行投票，目标人物或获选，尽管这从未能确保。实际上，10个或10个以上百人团在立法大会上似乎扮演着旧时优先百人团（centuria praerogativa）的角色，但若由此推断出百人团只是皇帝影响投票结果的工具则是错误的。更确切地说，百人团主要是增强了成员的选举资格。若还想以百人团来减少人民大会内扰乱性的激烈对抗，那么公元7年的暴动就打破了这个美好幻 想。

旨在制约人民大会的尝试终于在公元14年取得了胜利，那是在提比略（Tiberius）进行统治的最初几周，选举事务全部转移至元老院。[4]尽管如此，及至3世纪早期，人民大会仍然履行着审批候选人名单的职责。[5]盖乌斯（Gaius）确实短暂恢复过人民大会以前的特权。[6]可他很快就被迫放弃了这种做法，这是由于元老院议员之间经常提前谈判，使得候选人数与职位空缺数保持一致，以此来剥夺选民的选择空间。[7]

无论选举事务转移至元老院一事背后的确切动机及转移的具体时间为何，既有的对候选人及选民的限制条件必定从未得到放松。对于前者来说，如我们已谈到的关于元老院议员的晋升情 况，[8]参选资格须符合各项法律规定。实际上，候选人亦需征得皇帝的大致同意。总的来说，皇帝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毕竟，他一人决定了在两个高级元老官员、执政官、副执政官当中会有多少个空缺职位。[9]他也能宣明对某些候选人的积极支持，对此，元老院成员很难投否决票。[10]最明显的是在执政官的例子中，他始终能根据职位空缺数来对多个候选人表示公开支持，以至于元老官员的选举徒具形式。至于其他所有职位，得到皇帝支持的候选人通常只占职位空缺数的一部分，于是，对剩余职位的真正角逐得以进行。在许多情况下，候选人数并没有极大地超过职位空缺数。但我们的资料显示，到了2世纪，竞争仍旧激烈——拉票活动得到认真对待，候选人完全有被否决的可能。迟至图拉真（Trajan）在位时期，有实行相关举措以减少拉票花销；并引入无记名投票来取代公开投票，以消除个人过度的影响力。

如前所述，相关证据驳斥了朱里亚-克劳狄王朝（Julio-Claudian）时期定期举行执政官选举的观点，至于其余的，我们并无所知。[11]只有到了2世纪开始时才显现了一个清晰的选举模式，据此，大部分的选举在1月特定的两天内完成：第一天选举补任执政官（suffect consuls，同年上任）、副执政官和市政官（aediles，次年上任），以及保民官（tribunes，同年12月10日开始上任）；第二天选举财务官（quaestors，同年12月5日开始上任）。显然，常任执政官的选举在往后的会议上进行。

尽管缺乏关于选举程序的确切记述，但可以合理地认为，普林尼[12]写的一封信上记录了选举概况——候选人被逐个点名，每人强调自己的优点并可对竞争对手进行批评，稍后还号召部分主要的支持者来为其美言一番。然而，由于竞争激烈，到了2世纪初期，该选举程序不再依照传统的方式有序地进行。其后，按照元老院惯常的方式进行的投票固然是公开的，但此外的相关安排则带有隐蔽性。似乎可以合理地揣测，只有当所有竞选元老官职的候选人依次发言完毕后投票才进行，而非在每位候选人自行推荐后。然后轮流对每位候选人进行表决，主持人则按照惯例，指挥支持的一方到房间的一边，反对的一方到房间的另一边。[13]我们未能确定两边的人数是否当时点清。可以猜想的是，元老院在选举中所遵循的程序与就元老意见（sententiae）进行表决时相同。也就是说，候选人只要首先获得多数支持就能赢得选举，只有在仍剩下职位空缺时其他候选人的名字才被提出来供投票。举例说，在一场保民官选举中，若前十名候选人获得微弱多数的选票，则他们就能当选，即便第十一名候选人被普遍预期能得到更多的选票。于是，候选人的出场顺序显得尤其重要。我们知道，主持人自行决定待表决意见（sententiae）的顺序。但类似的选举特权似乎让主持人拥有过大的裁量权，因此，以抽签来决定顺序也是意料中事。可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决定，获得皇帝支持的候选人总是被安排优先出场；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候选人甚至可能不用参加表决环节。

普林尼说，图拉真在位时期，元老院成员呼吁在选举中引进无记名投票，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杜绝公开投票系统中可能存在的不公，而是旨在减小个人过度的影响力。[14]可以揣测，投票过后会对每位候选人获得的选票进行精确点算，获得最高票数者当选，如此，选票数目尤其重要。我们没法了解为投票而作的行政安排（如供投票用的小蜡板［tabellae］的派发情况、计票员、点票程序等），有部分原因是由于整个试验似乎很快便夭折了。也许自从某些元老院成员恶意损毁小蜡板，使这项新的选举方式蒙上污名，选举便回归到公开投票。[15]我们无法判断他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到底是因为幼稚抑或出于算计。

毋庸置疑的是，皇帝在选举事务上施加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元老院成员除了通过担任官职获得升迁外，也有由皇帝直接任命（adlection）的，这使得他们并不那么急迫地赢得选举。[16]我们不能确定对执政官级别以下的职位进行公开角逐持续了多长时间，估计至少在马可·奥略留（M.Aurelius）在位期间仍然如此。《奥古斯都史》提到，一个名叫维特拉西努斯（Vetrasinus）的人，尽管他似乎被奥略留彻底否决了，仍坚持竞选某一官职。[17]同样，《奥古斯都史》中关于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在该时期当选副执政官的记录里，划分了获得皇帝支持的候选人和从“候选人群堆中”获胜的候选人（如塞维鲁）。[18]从严格意义来解读，这段文字或仅仅表明了一些候选人得到了皇帝的支持，而另一些候选人则没有，且非候选人比空缺职位多。于是，《奥古斯都史》对奥略留时期竞选日会议持续到夜间的提及或同样未能表明竞争激烈，即使在普林尼生活的年代，发表演讲只是用来支持胜算在握的执政官。[19]在此，仍然可以自然推论出竞争的存在。

我们从狄奥[20]在位时期一份记录了公元217年有关情况的文献中得知，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选举日”持续到3世纪早期。如果同时期的法学家莫德斯丁的话是可信的，则当时的竞选只是走形式。在评论《选举舞弊法》（Lex Julia Ambitus）时，莫德斯丁开篇就解释道：“如今，该法在罗马城已不适用，这是由于元老官员的任命不再需要人民的支持，而只由皇帝来考虑。”[21]乌尔比安（Ulpian）[22]也直接写到，副执政官和执政官的官职由皇帝授予——与元老院无关。我们缺乏更多的证据来验证这些对皇帝角色的断言是否太过笼统，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意义有限。不仅最高级官职，即执政官职位，一般由皇帝来决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有官职的重要性也有所降低。整个元首制时期，元老院在选举事宜上仅处于从属地位。

第二节 祭司（Priesthoods）

毫无疑问，元老院让皇帝在登基时[23]成为所有祭司团体（priestly colleges）的一份子（或由人民大会作出正式批准），[24]并就皇室成员是否被授予祭司身份进行投票。[25]元首制时期还有很多文献提到皇帝单独授予他人祭司身份的例子[26]，这清晰地表明皇帝逐步获得了这种权力。[27]尽管这种正式权力在公元20年以前也许仍未让渡，可以说提比略在当年展示了他的机智，他在庇索（Piso）审判后向元老院提议授予3个控告人祭司身份。[28]

据我们所知，元老院一般无法将祭司提拔至低级社团；这些社团通常根据皇帝的推荐来吸纳成员。[29]然而，关于晋升至4个主要社团——教宗（pontiffs）、占卜官（augurs）、十五人祭司团（quindecimviri sacris faciundis）、二十人宴会祭司团（septemviri epulonum）——的程序就更难确定了。一般来说，皇室成员以外的任何人最多只能持有4个社团其中之一的祭司身份。在共和国晚期，有一个从35个部落中抽签选出17个部落组成的特别大会负责对候选人进行选举。这种安排在帝国早期定已结束——正如我们所见，大概在公元14年，元老官员选举事务转移至元老院。关于新的选举流程，我们缺乏有关信息。直到1世纪中期，维拉尼乌斯（Q.Veranius）的碑文提到他作为公元49年的副执政官，是凭着某个名字已无法寻回的人的提名而被选上占卜官。[30]在1世纪末，普林尼写道：有一天，“祭司按照惯例来提名那些他们认为最值得拥有祭司身份的人”；他声称他的监护人维吉尼乌斯·鲁弗斯（Verginius Rufus）过去一直在提名他。[31]及后，他说尤利乌斯·弗朗提努斯（Julius Frontinus）亦经常如此，也许是打算选他作为自己的继承 人。[32] 尽管可以推测提名是由元老院作出，在其他地方并没听说过[33]提名的事，其目的仍旧未明。提名是否只是一种手段，以向皇帝表明他日后可从那些得到元老院承认的成员中随意选出可填补有关职位空缺的人选？抑或，提名结束后是否立即或者过后会由元老院来举行一次选举？对此我们不能确定，尽管元老院成员必定要参与投票环节，但由于一切似乎都基于皇帝的意愿，他挑选出来的候选人从不限于元老院提名的人。不足为奇的是，普林尼第一次当选占卜官或七人祭祀团成员正是由图拉真来决定的，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任何图拉真成为皇帝后对其心怀感激的人。[34]我们从未听说有雄心的祭司尝试向元老院成员拉票，就像候选人在寻求元老官职时肯定会做的那样（那时元老院还有选择权）。总的来说，在元首制时期，让元老院一同选举主要祭司确实是个新发展，但这并不表示元老院所起的作用不轻 微。

第三节 抽签（The Lot）

在元首制时期，正如在共和国晚期，元老院喜用抽签来决定大多数特殊任务由哪些元老院成员来参与。可以猜想，正如公元69年后期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Helvidius Priscus）的小说所表明的，由宣誓官员自行选择派去维斯帕先（Vespasian）处的大使如何引起了伊普里乌斯·马塞勒斯（Eprius Marcellus）的激烈反应。后者的敌对情绪是属于个人的，尽管他还坚称自己遵循传统。据塔西佗记载，他［伊普里乌斯·马塞勒斯］说：“执政官指派的人员已经按照长久以来的先例来提出［原来的］建议，即以抽签作为方法来选择代表团，使得私利或私仇没有发展的空间。并没发生过可以让一个既定原则变成陈腐的事……”[35]

在这个事例中，经讨论后使用了抽签的方式，在其他场合无疑也如此。我们可以援引两个具体例子——派往盖乌斯（Gaius）处的代表团及图拉真过继给涅尔瓦（Nerva）时派往图拉真处的代表团。[36]不过，使用这种方式进行选举的绝不仅限于大使。据公元前18年奥古斯都所作的修改，元老院成员资格主要由抽签来决定，尽管这项计划从未实现。[37]坐在咨询委员会席上的15位任期为6个月的非公职成员由抽签选出；组成9月及10月元老院会议法定人数的成员亦如此；那些因会议缺席人数较多而被罚款的人也是由抽签决定。[38]粮食分发官（Praefecti frumenti dandi）、台伯河岸管理员（curatores alvei Tiberis）以及副执政财务官（praetores aerarii）也是这样选出。[39]抽签被用来在副执政官之间分配各自需负责的庆典[40]及在副执政官、市政官及保民官之间分配城邦管理的任务（cura urbis）。狄奥提到，后一种安排持续到他所在的时代。[41]在没有足够的人手担任财务官的公元前24年，或在缺少市政官及保民官的大部分时候，前低级元老官员须抽签决定所要填补的职位空缺。[42]托贡纽斯·加卢斯（Togonius Gallus）提议由抽签决定在会议中守护提比略的20名成员。[43]更重要的是，特别任务委员会的构成可能也是由抽签决定——譬如，公元6年负责调控开支的三人执政官委员会，公元20年奉命解决因《帕皮亚·波比亚法》（Lex Papia Poppaea）引起的混乱及恐惧的5名执政官、5名前副执政官及其他的5名元老，以及在公元68—69年内战后负责恢复秩序的各种委员会。[44]公元26年，负责监督提比略庙、莉维亚庙建造情况的亚细亚行省总督的又一副手同样由抽签来决定；此外，在士麦那总督拒绝进行任命后，也是通过抽签从前副执政官中选出元老院［成员］。[45]相反，涅尔瓦统治时期奉命降低公共开支的那5名元老院成员则由实际的选举来确 定。[46]

公元前4年，奥古斯都发给昔兰尼（Cyrene）的元老院命令中有一项详细的计划，要求通过抽签以从4名执政官、3名前副执政官及其他的2名元老当中选出人员，组成一个五人陪审团听取来自行省居民关于总督勒索钱财的索偿要求（上述9名人员当中，最多4名可被控告人及被告拒绝）。至少要有200人出席，70岁以上的人、残疾人、离罗马20英里远的人或是有具体公务在身的人不符合当选资格。[47]作为程序的一个环节，行省居民会被分配到他们所请求的元老作为其辩护人，倘若此人愿意并具备能力的话。后来，尽管也有稍不一样的程序，但我们知道，元老院继续指派其成员作为这些案件的辩护人。因此，有关普林尼在给图拉真的信中提到1世纪末马吕斯·普利斯库斯（Marius Priscus）被处决一事，辩护人由抽签决定这一叙述实在令人不解，[48]尤其当普林尼在别处指出自己是在元老院的命令下做过辩护人。[49]

与在特殊情况下使用抽签法相比，更重要的也许是每年定期向资深元老分配财务官、副执政官及行省总督职位的事。具体的时间及安排大多不为我们所知。[50]我们不能确定如元老院成员是否要就其参选意向发出通知或是否要亲自出席投票现场。我们只知道，他们按照婚姻状况及孩子数量来决定抽签顺序。[51]在财务官之中，被皇帝或执政官选中为其副手的名字必须不予考虑；[52]因此，每年在这20人中只有14人左右能参加抽签，待分配至行省或城市财务官（quaestor urbanus）的职位。[53]奥古斯都要求前副执政官要任职满5年才有资格被分配至元老院行省（proconsular province）。[54]可以揣测的是，处于同一级别的10名左右具有相关意向及能力的最资深元老可通过抽签来争夺总督职位。替代性的安排——即任何任职满5年的副执政官（praetorius）可自动当选——似乎不太可能。若这种做法被许可，则某些竞争者会从某处突然冒出。在幸存的资料中，我们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尽管我们肯定无法预料这样的事或会被提及。[55]可以确定的是，以抽签来决定前往阿非利加及亚细亚的、且没有公务在身的最资深执政官人数不超过两名。在此例中，一般会有附加限制，即在上述两份要职中，每人只有一个任期。[56]公元22年，当阿非利加总督的任期被延长及塞尔维乌斯·马卢吉内恩西斯（Servius Maluginensis）申请担任亚细亚总督时因其作为第亚里祭司（Flamen Dialis）的身份被拒后，塔西佗解释了该行省如何被分配给他其后的一位执政官。[57]公元150年后期，弗朗图（Fronto）说他“有权”参加分配至阿非利加或亚细亚的抽签。[58]毫无疑问，他宁可在自己所属的行省任职；然而，正如他解释道，一位执政官同僚因其孩子的缘故在投票中获得了破例处理，所以他抽到（或选择了）阿非利加。执政官以此方式来申请任一行省［阿非利加或亚细亚］总督职位的资格需具备的时间间隔自然有所不同，但一般为10到15年。[59]在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 Cassius）叛乱后，法律禁止所有元老院议员对自己所属的行省进行管辖。[60]

对许多元老院成员来说，被分配到哪个行省担任财务官或总督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因此，自然会问到利益各方是否可以运用其影响力（若是，则如何运用），或问到抽签是否总是随机进行。通常来说，这些问题很少有明确答案。首先，应记得任何元老院行省的总督职位可被豁免选举而变成直接任命，尽管我们可以说这是在该区出现特殊情况时才发生，但从不因为个人原因而为某人夺得特定职位或拒绝某人［担任特定职位］。针对这种情况，一个部分例外的情况似乎是盖乌斯在阿非利加的行动：据称他没有做任何事来阻止西拉努斯（M.Silanus）通过抽签夺得该省，但他之后因其［西拉努斯］有可能发动叛乱而感到恐惧，于是解除了行省总督对驻扎在那里的唯一一个军团（奥古斯塔三）的控制。[61]亦不少见的是，皇帝与元老院一同阻止特定个人首先进行抽签。不足为奇的是，公元22年，提比略否决了科尔尼利乌斯·多拉贝拉（Cornelius Dolabella）的全面建议，即“生活不检点及声名狼藉”的元老院成员应从选举中排除出去，由皇帝来裁定。[62]然而，公元36年，正是该皇帝在一封信上拒绝了浪荡子加尔巴（C.Galba，公元22年的补任执政官及后来的皇帝的兄弟）竞逐在阿非利加或亚细亚的官职。[63]据称，图密善（Domitian）也对具备资格却不竞逐行省总督职位的阿格里科拉（Agricola）施加过压力。[64]克劳狄乌斯（Claudius）为确保总督在离职后一年内一直保持在罗马的公民个人（privati）身份，其部分政策包括禁止曾任副手的人立刻参与总督选举。[65]公元22年，塞克斯图斯·庞倍（Sextus Pompeius）以曼尼乌斯·莱皮杜斯（Manius Lepidus）不符合有关资格为由，提议元老院从道德立场上拒绝让他担任亚细亚总督，但他的计划失败了。[66]不过，在公元100年的审判会过后，该计划使得阿非利加总督马吕斯·普利斯库斯（Marius Priscus）及其副手霍斯提留斯·菲米努斯（Hostilius Firminus）被逐出总督竞选。[67]

有证据表明，抽签并不总是随机进行。例如，格罗格（Groag）和阿尔菲特（Alfǒldy）[68]分别对在亚加亚（Achaea）和贝提卡（Baetica）的公职人员进行过研究，他们一致认为担任财务官和行省总督的人在行省拥有的本地联系在数量上比随机选出的人要多。通常情况下，具有希腊或东方血统的元老院议员在帝国的东方行省（而非西方行省）担任官职的比例也较高[69]——尽管大部分元老院行省确实一直向东扩展。同样，这件事也不只是意外，即克洛迪乌斯·伊拜鲁斯·马塞勒斯（T.Clodius Eprius Marcellus）被指控其在公元57年担任吕西亚（Lycia）总督时犯下勒索罪，他被赦免后立即获得了塞浦路斯（Cyprus）行省总督的职位。当他在利西亚的主要敌人因状告“无辜”之人而被流放，塞浦路斯便成为他恢复旧有联系的极佳地点！[70]

个人就职位问题进行讨价还价是可以理解的；据我们所知，幕后或不时达成私下的职位交易或交换。然而，在前副执政官竞选行省总督的个案中，艾克（Eck）[71]所声称的更具概括性——塞浦路斯、克里特、昔兰尼因等级明显低于其他行省——即贝提卡、纳庞西斯（Narbonensis）、西西里、马其顿、亚加亚、比提尼亚/本都——而一般被分配给平庸的元老院成员。若他的评估有所根据，则抽签过程的随机性就会受到质疑。事实上，他所综合起来的信息表明，我们最重要的传记证据也不足以支撑他的说法。[72]我们不可能有把握地对约两个半世纪以来多个元老院行省总督的情况进行类推，尤其是当我们所能掌握的信息如此不完整。如果我们只是要找出总督名字，如公元1世纪的纳庞西斯，先别说他们任期前后的任职情况，我们所知道的可能少于10%。[73]同样，在西西里，从盖乌斯时期到2世纪的行省总督名字，我们一个都不知道；加之，2世纪的事又是另一个巨大的空白。[74]同样，就塞浦路斯来说，自哈德良时期后一直到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统治时期也存在一个空白。艾克意识到，行省总督一般由追求较普通官职的元老院成员组成。因此，我们难以对此进一步作出有意义的区分，尤其是当我们所掌握到的相关证据只是如此有限的一部分。总的来说，他也许不适当地使用了系统分析方法。

很有可能，某些行省因其与罗马的距离、面积、财富或气候而被视为更理想的区域，也因此竞争最为激烈。[75]狄奥当然可以宣称，卡拉卡拉（Caracalla）将失宠的官员置于气候最严峻的行省，是存心要损害他们的健康。[76]普林尼在马克西穆斯（Maximus）上任亚加亚的自由国家管理人（curator of civitates liberae）时，给他写了一封信。[77]信中普林尼心照不宣地对比了他朋友先前担任财务官的工作——通过抽签被分配至遥远的比提尼亚，那里有顺从的居民——与他现在作为特派官员在罗马附近地区与自由民打交道的职业发展前景。可能西西里及昔兰尼属于不受欢迎的工作区域。不仅是由于该区因被大海切断而有所不便，从安东尼·庇乌斯（Antoninus Pius）发往昔兰尼的信件内容可判断，该区的巡回审判也让行省总督特别忙碌。[78]昔兰尼既遥远又相对较小，这或许也是它缺乏吸引力的地方。不过，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因靠近罗马，到该区工作也同样缺乏吸引力。前者总是以气候恶劣而为人所知，那里的居民也不讨罗马人喜欢。[79]

对某些人来说，若能运用其影响力或涉及到特殊利益，操纵抽签过程也是可能的。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随机抽签似乎是最有可能的。在普通元老院成员之中，如后来的皇帝维斯帕先及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前者抽到克里特及昔兰尼的财务官职位，后者抽到贝提卡的财务官和西西里的副执政官职位；可以猜测这仅仅是出于偶然。[80]更普遍的情况是，自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Julio-Claudian period）开始，进入选举的人控告有人在结婚及过继的事情上造假，这也许表明了有关元老院成员不可能夺得自己想要的特定职位。相反，他们最能做的就是使自己在抽签顺序上占优。[81]塔西佗在解释公元44年以财务官任命制替代随机选举的原因时，无疑指向了每年对副执政财务官（praetores aerarii）一职所进行的随机选举。[82]据他说，一般抽到的都是与职位不相宜的人。尽管这段故事在历史意义上的可靠性必然无法确定，但我们或可进一步留意到，斐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83]在亚历山大与维斯帕先进行讨论，他让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请求皇帝在抽签允许的情况下确保行省总督与其所分配到的区域相适。他没有点名提到他目睹过的例子，即亚加亚某总督因不体恤当地民情及不能说希腊语而难以与希腊人相处。最后，狄奥说到，元老院行省（senatorial provinces）不通过抽签而是由皇帝来选择总督，这是由于某些由抽签选出来的人治理不佳；他的话同样表明了随机操作。[84]

当时一般把元首制时期的行省总督称作“由抽签选出”[85]的官员。我们可以承认这一表述有某种意义，即便最后由于皇帝操控任命制，选举已变得徒具形式。[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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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皇权与其他荣誉

本章将考察元老院对皇帝权力及头衔的授予与撤销，以及一系列其他荣誉的授予情况，但要将上述这些荣誉妥善分类绝非易事。因此，有些地方看上去难免与一幅不完整的拼凑画相差无几。讽刺的是，实际上这种［拼凑］印象恰恰准确反映了很多会上事务的特点：提出一系列琐碎的、无争议的而又毫不相关的荣 誉授予。

第一节 皇权及头衔

法律规定，帝位由元老院来授予。[1]必须承认，元老院的这个职能一般只是形式。皇帝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由前任皇帝点名任命，或是有军队在背后支撑的篡位者：无论是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元老院同样无法实现其否决权。因此，自维特里乌斯（Vitellius）之后，篡位者的统治期均不是从元老院授职当天算起，而是以获得军队承认为开 端。[2]然而，这已是元老院最大的特权。同样，我们对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在位时期以外的授权情况所知甚少。我们可以追溯奥古斯都帝位多年来的逐步演变；虽然我们很想得到提比略在公元14年移交权力的较准确信息，塔西佗还是提供了此事的某些简要看法。及后，不论获得帝位的方式如何，皇帝登基明显是以元老院的授权为标志。不像提比略，盖乌斯在公元37年继位时只是个普通议员（privatus），所以同时需要全面完备的授予仪式。有证据表明，这是在某次会议上正式表决通过的决定，对此，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去质疑。[3]这种在单次会议上表决通过的全面授予行为也很可能延续至其后所有情形。[4]可以明确地断言，公元69年12月，维斯帕先在罗马获得正式承认时，所谓的《皇权法》只保留了已通过的元老院法令（senatus consultum）的一部分。[5]即便这种一致性能被接受，我们仍缺乏关于授予帝位的完整信息。除了能得到统治权（imperium）、保民官职权（tribunicia potestas）和一揽子稍逊的特权外，他［皇帝］必定先被授予“大将军”（imperator）的称号，以及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身份及所有祭司团体的成员身份。[6]所以，很有可能首先要通过一个以上的法令；我们知道，要完成全部程序可能需要几周甚至数月。举例说，直到公元15年3月10日，提比略才被授予大祭司的身份。[7]公元69年，奥索在各个大会（comitia）上分别被授予保民官职权、所有祭司团体的成员身份并被选为大祭司。[8]

皇帝及家庭成员所使用的与其相匹配的名字及头衔不仅因篡夺而得，还必须经过元老院在皇帝登基时或之后投票通过。[9]在行军至罗马途中遇见纳波元老院发出的使团之前，加尔巴（Galba）因过分谨慎而没有使用为他而通过的名字及头衔。[10]甚至到了3世纪，执政官及历史学家狄奥仍谴责马克里努斯（Macrinus）和埃拉加巴鲁斯（Elagabalus）在写给元老院的信中厚颜无耻地使用了未经正式授予的头衔。他解释了恺撒、奥古斯都及国父（pater patriae）的称号如何在皇帝登基时经投票通过。[11]在［皇帝统治］初期，一般不授予“国父”这一称号（更别说接受了），这是到了统治后期才有的事。[12]盖乌斯是一个明例，尽管他登基时已被授予该称号，但登基18个月后才正式接受。[13]

元老院不仅授予皇帝及其家族成员权力及头衔，还声称有权宣布其为公敌，彻底抹掉他们的记录及撤销他们的法令。[14]这些特权中的首要一条来源于宣战的古老仪式，这种仪式大概在元首制时期仍留存。据狄奥说，至少每当图拉真对达契亚（Dacia）之王德塞巴鲁斯（Decebalus）发动战争时，德塞巴鲁斯就被元老院宣布为敌人（hostis）。[15]在提比略的煽动下，日尔曼尼库斯（Germanicus）的长子尼禄（Nero）和德鲁苏斯（Drusus）被宣布为敌人；[16]公元68年，尼禄成为首位在其有生之年遭此厄运的皇帝。[17]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及其儿子，[18]还有狄第乌斯·朱利安（Didius Julianus）（有实施）同样立即被判死刑。[19]康茂德（Commodus）遇刺后立即被宣布为敌人。[20]狄奥的话也许可信：马克里努斯（Macrinus）希望卡拉卡拉（Caracalla）能有同样下场，但无论是皇帝，还是元老院，双方都不愿意采取行动。[21]

造反者及篡位者同样会被宣布为敌人。我们听说过元老院如此对待加尔巴（Galba）[22]、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 Cassius）[23]、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24]及克罗狄乌斯·阿尔比努斯（Clodius Albinus）[25]的例子。狄奥如此描述：公元218年，埃拉加巴鲁斯（Elagabalus）想做元首的事传到罗马后立即引发了传统的行动，“执政官按照同类情形的惯常做法，宣布反对他［埃拉加巴鲁斯］，其中一名副执政官及一名保民官亦如此。除宣战外，埃拉加巴鲁斯及他的表亲，甚至是表亲的母亲及祖母也同样遭到了反对”。[26]

其他获通过的用以对付皇帝及其家族成员的措施引申自叛逆罪（maiestas）或叛国罪刑罚，如把被判刑者的名字从罗马历（Fasti）中抹掉（公元20年在庇索案中提出，但遭到提比略的反对）[27]，或移除被判刑者的雕像（公元24年在C.希利乌斯案中由元老院提出）[28]。公元32年，元老院通过法令野蛮地对待莉维亚（Livilla）的雕像及关于她的记录；公元48年，梅萨丽娜（Messalina）死后也遭到类似的粗暴对待。[29]大小阿格里皮娜（Agrippina）的生日被宣布为非司法日（dies nefasti）。[30]

据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记载，盖乌斯遇刺后，某些元老提议把恺撒的全部记录销毁。[31]克劳乌斯狄登基时，还有抹黑盖乌斯的更多动议，其中包括一项庆祝其死忌的提议。克劳狄乌斯反对这些极端的行为，因此，最后并没有通过类似的动议来反对提比略或盖乌斯。但显然盖乌斯的法令被撤销了，有他肖像的铜币要被融掉。[32]图密善（Domitian）去世时，元老院投票决定把关于他的全部记录销毁；[33]安东尼想把哈德良（Hadrian）祀为神时遭到反对，尖锐地问元老院是否打算宣布他为敌人并撤销他的法令——作为一名过继的接班人，他当然没被宣布为敌人。[34]有命令说要抹掉康茂德与埃拉加巴鲁斯的名字。[35]卡拉卡拉没有受到此等侮辱，但他的法令被宣布无效。[36]

我们这里所关注的肯定仅限于元老院在通过此类措施时所扮演的角色。不过，需要补充相关的一点，我们缺乏每一步的证据来证明如除名、移除雕像等措施是否有被正式执行；很可能有些措施并未执行。同样，我们无法确定皇帝法令被废除的实际后果。以比提尼亚/本都的前总督尤利乌斯·巴苏斯（Julius Bassus）为例，公元103年，他因勒索钱财而被定罪，他的法令因此被废除。据我们所知，元老院至少允许任何被他判过刑的人在两年内申请重判。[37]相比之下，我们缺乏图密善去世时针对他而通过的元老法令的所有细节。但明显地，随着公众普遍对涅尔瓦举措的效力缺乏信心，涅尔瓦感到不得不通过肯定前任的法案来消除公众疑虑。[38]更具体地说，我们从别处可以清楚地看到，图密善在位时所通过的元老院法令及他通过的其他决议继续保持有效。[39]康茂德和卡拉卡拉的决议亦如此。[40]

元老院的法令不仅能对皇帝及其家庭成员进行判刑或以各种方式进行抹黑。当命运之轮逆转，有关他们的记录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得到恢复。如此，奥索一成为皇帝就通过元老院命令让他的前妻波比亚（Poppaea）的雕像得以复原；公元70年初，元老院也恢复了加尔巴和庇索的荣誉。[41]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无疑也是通过元老院来恢复有关康茂德的记录。[42]我们也听说佩蒂纳克斯（Pertinax）在曾被后者处以极刑的人当中努力为其消除污名。[43]当时为安东尼·安提乌斯·卢普斯（M.Antonius Antius Lupus）所立的纪念碑表明这些措施同样要经由元老院。它记录了“有关他的记录被粗暴毁灭后又因元老院的一个法令而得到重新恢复”。[44]

第二节 荣誉

现存资料虽为数不多，但也足够证实元老院要花很多精力来为个人授予荣誉。的确，我们差点要为大量相关资料的损坏而感到侥幸，因为我们可能会被其淹没。即便是当时最刻苦的人有时也会发现奖项多得难以处理以及奖项的价值降低。塔西佗在这点上的激烈态度，前人已援引过，出现在其对奥克塔维亚于公元62年倒台的描述之后。[45]狄奥发现自己无法描述尼禄访问希腊时由元老院所授予的荣誉。他说，被公告的献祭和祈祷活动如此之多，一整年的时间都不够用。此外，他拒绝提及授予给征战日耳曼后的图密善或其他同样拥有坏名声的皇帝那些毫无意义的荣誉。[46]公元58年，尼禄成功俘虏阿塔克萨塔后，［元老院］表决通过授予其多个奢侈荣誉。C.卡西乌斯·朗吉努斯因此向元老院提出动议，“若是对天上神灵的善意充分表示感谢，一整年的时间也不够用：因此，得把宗教节庆与既能履行宗教义务又不忽略日常工作的工作日区分开来”。[47]

某些皇帝确实采取了措施以对元老院授予铺张的荣誉加以节制。哈德良在其统治初期提出，除他公开要求外，［元老院］不得为他授予特殊荣誉。[48]同样，提比略在某个阶段显然也引入了类似禁令，他在背弃赛扬努斯后一再重申。他也禁止任何人建议在赛扬努斯死后为其授予荣誉。[49]据狄奥记载，尽管克劳狄乌斯登基时有接受荣誉，但他拒绝了所有奢侈的荣誉。[50]在其他皇室成员的例子中，德鲁苏斯于公元22年被授予保民官职位时，提比略拒绝了授予德鲁苏斯多个荣誉的提议。[51]及后，他严正地警告元老院说，若年轻的德鲁苏斯和尼禄·恺撒过早地获得荣誉，他们会变得不受约束；此外，他减少了给克劳狄乌斯的奖赏。[52]奥古斯都去世时，他拒绝授予莉维亚大部分已被表决通过的荣誉，即便是莉维亚于公元29年去世时亦如此。[53]公元39年，盖乌斯——因虚荣心作祟，而非由于克制——禁止给他的亲戚授予荣誉。[54]克劳狄乌斯否决了为不列塔尼库斯（Britannicus，公元42年）及他的一个孙儿（公元48年）出生［授予荣誉］的提议。[55]公元2世纪末，佩蒂纳克斯（Pertinax）拒绝了要授予给他妻儿的头衔。[56]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防止荣誉被授予给帝国的自由民。[57]

元老院在建议授予荣誉时不太节制；出于敬畏或由于奉承的需要，［元老院］过分热心，以至于无法讨好那些渴望自己或他人得到区别对待的皇帝。因此，狄奥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公元70年，元老院并没有同意为维斯帕先和提图斯授予“犹太”的称 号。[58] 元老院会议主持人在征询意见时，无疑鼓励提出并加以收集出手大方的建议；反过来，元老院成员感到有必要贡献意见，以表明自己有影响力。与此同时，主持人避免鼓吹克制。据说，奥古斯都热切希望他的孙子盖乌斯和卢修斯被授予荣誉，[59]他的愿望没有落空。提比略和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一度因各自的心腹，即赛扬努斯和普劳蒂亚努斯，获得元老院的提拔而感到满意。[60]盖乌斯一举夺得奥古斯都一辈子所获得的荣誉；并且，他以同样的方式在一份元老院命令中让他的祖母安东尼亚被授予莉维亚的所有荣誉。[61]及后，他不太确定该如何回应元老院的提议。狄奥评论道：“已通过的较小荣誉让他愤怒，那意味着少数较大荣誉也让他愤怒，由于他似乎失去了获得更多荣誉的可能。”[62]我们已经发现尼禄和图密善所表现出来的荣誉欲望。尽管前者一开始表现出谦逊的态度[63]并极力主张元老院在政府中发挥更大作用，元老院表现出典型的冷淡反应。公元54年，尽管其关于要从阿美尼疏散亚帕提亚人的公告受到铺张［授予］的提议，尼禄本人也拒绝了更多奢侈的荣誉。[64]公元2世纪时，康茂德要求元老院同意把奥略留获得的所有［荣誉］都授予 他。[65]

由元老院进行授予的荣誉仍有待个别考察。我们已经谈到某些授予给皇帝及其家族成员的荣誉，至于宗教性质的荣誉将在下章进行论述。

第三节 荣耀月（Honorific Months）[66]

以在世的统治者之名来命名月份是一种神圣荣誉，来源于古希腊世界。在罗马，这种荣誉专门由元老院为皇帝及其家庭成员进行授予。昆体利斯（Quintilis）被重新命名为尤利乌斯（Iulius）以庆祝尤利乌斯·恺撒的诞生月。塞克斯提里斯（Sextilis）被重新命名为奥古斯都，理由可见于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所援引的相关元老院法令：

本月为大将军恺撒·奥古斯都月。在本月，塞克斯提里斯首次就任执政官并为罗马城赢得3次胜利；在他的主持下，军团被带下贾尼科洛山（Janiculum）并忠诚地服役；埃及被征服并接受罗马人民的统治；内战结束。据此，这个月成为罗马帝国的幸运月，元老院乐于称之为奥古斯都 月。[67]

尽管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狄奥和塞索里努斯（Censorinus）把采用新名字与公元前8年复用儒略历（Julian calendar）联系起来，但更有力的论据让人相信这种创新其实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去世时，显然是元老院提出要把新名字转移到奥古斯都的诞生月，即9月（尽管他在8月已经去世），但这项提议没有被进一步实现。[68]

提比略在位时期，似乎曾超过一次尝试重新命名月份以向皇帝致敬。然而，特别的是，他撤消了将9月和10月分别称为提比略和莉维亚的建议；不仅如此，对于元老院想至少把其诞生月（即11月）称作提比略的进一步请求，他也加以阻止。[69]我们虽无法证实，但可以揣测，关于把9月重新命名为日尔曼尼库斯（Germanicus）以纪念他父亲一事，盖乌斯征求过元老院的意见。[70]尼禄统治初期也拒绝了元老院以其诞生月（即12月）作为年度开端的请求。不过，公元65年，他显然没有反对元老院为表对他的敬意，将4、5、6月分别重新命名为尼罗纽斯（Neroneus）、克劳迪乌斯（Claudius）和日尔曼尼库 斯（Germanicus）。[71]

图密善将9月和10月分别重新命名为日尔曼尼库斯和图密善。[72]他可能就此事征询过元老院的意见，唯一的记载可见于普林尼在《公众集会演说辞》（Panegyricus）中对图密善统治时期讨论过的琐事进行的嘲弄。他说：“我们是把全部月份，而不仅仅是某一月份，均冠以恺撒们的大名。”[73]除7月和8月以外的所有月份都有新的名字，图密善去世后，与他相应的月份-名字以及他所颁布的法令均告无效。[74]

据《奥古斯都史》记载，安东尼拒绝了元老院将9月和10月分别重新命名为安东尼和福斯蒂努斯的法令。[75]相反，康茂德在统治结束时要求元老院对12个月份进行重新命名，以表示对他的敬意。[76]

第四节 凯旋式、小凯旋式、凯旋荣誉以及“大将军”称号

元首制时期和共和国时期一样，凯旋式及小凯旋式（同类仪式中荣誉等级稍逊者）继续由元老院来授予符合特定条件并获得胜利的指挥官。这些条件中有规定指挥官须具备完整统治权（imperium）。[77]曾经，几乎所有的罗马军队都是由皇帝公使（imperial legates）指挥，这使得除皇帝或其家庭成员外，其他人几乎不可能满足上述条件；因此，早在公元前19年，科尔尼利乌斯·巴尔布斯（L.Cornelius Balbus）成为最后一名被授予凯旋式的非皇室成员。[78]同样，公元47年，小凯旋式最后被授予普劳裘斯（A.Plautius），以嘉许他担任克劳迪乌斯的不列颠远征队的指挥官。[79]然而，皇帝及其近亲仍在元老院的表决后举行凯旋式或小凯旋式庆典。[80]奥古斯都规定，元老院应就此事始终到战神庙（建于公元前2年）开会。

阿古利巴（Agrippa）拒绝凯旋式一事让奥古斯都花时间去建立一套新原则，即该荣誉要为皇室成员保留。[81]其他人由元老院来授予凯旋式的徽章或荣誉标记（insignia or ornamenta）就足够了。公元前12年，提比略首先获得这项新荣誉；次年，德鲁苏斯和庇索亦然。[82]据苏维托尼乌斯，奥古斯都要［元老院］同意为30多名指挥官办凯旋式，并为更多的指挥官授予荣誉标记。[83]若后一部分属实，则我们缺失的人名就更多了。[84]

自然地，这件事一般由皇帝进行倡议，在实践上必需始终得到他的同意。[85]然而，我们目前所据以判断的资料在这点上还很模糊，似乎全部皇帝都提交过提案供元老院审批，而非自行授予荣誉。[86]当时有人抱怨荣誉有授予那些在军事领域上没有任何成就的人，[87]但只能找到很少的例子来支撑；从当前的证据来看，似乎只有极少数属于例外情况。[88]

朱里亚-克劳狄王朝（Julio-Claudian）时期，似乎竖立雕像必然还伴随着凯旋荣誉的授予。[89]但在公元69年，若从字面来理解塔西佗的话，我们首先看到的奖赏只不过是一个凯旋雕像。[90]其后，虽然（元老院）仍然通过表决来决定凯旋徽章或荣誉标记的授予，但到了奥略留（M.Aurelius）在位时期，授予雕像（一般是死后追赠）开始变得常见。[91]到了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在位时期，这种荣耀也逐渐消失；至少我们从他任期内只收集到一个例子。[92]

应该一提另外两个从元首制时期保留下来的针对皇室家族的荣誉。第一个是大将军（imperator）的称号，以表彰皇帝本人或在皇帝率领下赢得的胜利。[93]最后一名获得该荣誉的非皇室成员将领是尤尼乌斯·布雷苏斯（Q.Junius Blaesus），作为阿非利加行省总督（proconsul），他于公元22年指挥并参加了战争。[94]这个称号大概由元老院进行授予；公元15年，［元老院］明显是根据提比略的建议，把这个称号授予日尔曼尼库斯。[95]更为普遍的是，战场上的士兵也许会向他们的将军致敬。在叙述完“雷霆”军团（“thundering” legion）战胜马克曼尼人（Marcomanni）的奇迹后，狄奥解释道：“他（马可·奥略留）7次被士兵们尊称为大将军。虽然他不习惯于接受未经元老院表决通过的荣誉，不过这次他也把它当作上天的馈赠，并知会了元老院。”[96]然而，我们仍不确定是否能从这些例子中推断出所有这类称号都要经由元老院的批准；[97]在众多皇帝当中，马可在征求元老院意见一事上异常谨慎。及后，为皇室成员保留的另一项荣誉是取自被征服民族的头 衔。[98] 我们知道，在元首制时期，只有两位非皇室成员获得了这样的头衔——阿非利加行省总督（proconsul）科苏斯·科尔尼利乌斯·兰图鲁斯（Cossus Cornelius Lentulus）于公元6年成为“盖图里库斯”（Gaetulicus），[99]加比尼乌斯·塞古都斯（P.Gabinius Secundus）被克劳狄乌斯批准成为“乔斯乌斯”（Chaucius）或“卡赫乌斯”（Cauchius）。[100]此外，弗洛鲁斯（Florus）说，苏比修斯·圭里尼乌斯（P.Sulpicius Quirinius）本可成为“马尔马里库斯”（Marmaricus），若不是他表述自己的战绩时表现得如此谦逊。[101]我们知道，这些头衔一般经由元老院授予皇帝及其家族成员，[102]但无法说清皇帝及其家族成员是否偶尔也自行授 予。

第五节 雕像

军事胜利并不是元老院考虑授予雕像的唯一依据。另一种向皇帝致敬的惯常做法是提议用宝石制作雕像。[103]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因在一次庭审上的表现而受到这样的谢礼；[104]元老院迅速仿效了提比略向赛扬努斯致敬的方式。[105]后来，普劳蒂亚努斯（Plautianus）也被授予雕像。[106]元老院经过投票，同意为皇帝奥索的父亲在皇宫中竖立一座雕像，因为他揭发了针对克劳狄乌斯的阴谋。[107]而最普通不过的是，皇帝在杰出人物去世后会提议为其竖立雕像，并常伴有公共葬礼；[108]罗马总督（Praefectus Urbi）沃卢修斯·萨图宁乌斯（L.Volusius Saturnius）于公元56年去世后，大概共有9座这样的雕像载有他的记录。[109]执政官或被委以修建雕像的任务。[110]

盖乌斯规定，除获得他的许可外，禁止在任何地方为在世者竖立雕像。[111]克劳狄乌斯试图制止在罗马违规建造雕像，他规定普通公民必须参加过公共工程的修建或维修，又或者已获得元老院的许可，才可进行下一步操作。[112]若承认经修复的石头［上的证据］，则维拉尼乌斯（Q.Veranius）的葬礼铭文似乎提供了唯一一处遵守该规定的证据：当他在公元50年初担任神庙暨公共工程和公共城市管理人（curator aedium sacrarum et operum locorumque publicorum）时，“经元老院同意”（consentiente senatu），骑士及罗马人民（equester ordo et populus Romanus）为他竖立了一座雕像（?）。[113]人民的管理人已参加过公共工程的修建或维修，还得向元老院提议，这似乎过于苛刻。但我们不能说，竖立雕像的申请及后总是提交给元老院。当然，至少皇帝的默认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确实知道有个首先请示皇帝的例子：当时，提廷纽斯·卡皮托（Titinius Capito）向涅尔瓦请假，以在广场（Forum）为尤尼乌斯·西拉努斯·托夸图斯（L.Junius Silanus Torquatus）建造一座雕像。[114]提廷纽斯作为一名骑士，当然不在元老院占有席位，但他作为通信秘书（ab epistulis）又与皇帝保持着密切联系；[115]因此，我们仍旧无法从他的行为来推论出当时的元老院议员怎样提出类似请 求。[116]

据狄奥记载，就皇帝（如图拉真和哈德良）如何提出为朋友及将领竖立雕像的事，无法确定其是否征求过元老院的意见。[117]的确，奥略留就此事争取元老院同意时异常谨慎。然而，我们只能满怀希望地猜想，其他某些皇帝可能从不如此费劲。

第六节 荣誉标记[118]

共和国时期，元老院为非元老院成员以及低级别元老院成员授予执政官或其他元老官员的荣誉标记或徽章。一直到元首制时期也如此。因表现杰出而被授予这些“装饰物”的人可以穿戴相关衣饰，正式具备有关级别元老的社会地位，[119]并可拥有该级别所享有的其他特权。[120]尽管如此，非元老院成员仍被拒于元老院会议门外。相比之下，获得该荣誉的元老院成员很自然地继续享有参会权。不过，我们尚未清楚在会议上，他是否继续留在原级别，抑或被划分到与他所获荣誉标记相符的级别。后一种情况似乎更有可能。[121]故财务官（quaestorius）日尔曼尼库斯于公元9年所获得的是附加特权，除其他荣誉外，他被授予副执政官荣誉（ornamenta praetoria），并享有排在执政官后发表意见的权利。[122]我们可以猜测，一个被授予副执政官荣誉的元老院成员一般会被划到最低级别的前副执政官（praetorii）那里，而非最资深级别处。严格来说，这种特权对晋升而言亦意义有限。也只有实际担任元老官职而非单凭被授予荣誉标记，才能让他的事业更进一步。故狄奥说，提比略在公元前16年上任副执政官前，已获得副执政官荣誉。[123]特图斯·尤利安努斯（Tettius julianus）亦如此，他先获得副执政官荣誉，再于公元70年就任副执政官。好些年后，还是有先获得副执政官荣誉再就任副执政官的人。[124]由此，任何先获得如副执政官荣誉再就任该职的人不得不以官职为先。被首先授予荣誉标记是毫无意义的。如狄奥所说，直到3世纪，既傲慢又贪恋荣誉的普劳蒂亚努斯（Plautianus）才永久地改变了荣誉的价值估算方 法。[125]

公元69年末的奖赏以及赛扬努斯（Sejanus）垮台后元老院授予给马克罗和拉科（Macro and Laco）［被两者拒绝］的荣誉或出自元老院成员的建议。[126]另外，在元首制时期，只有在皇帝的推动下才能实际授予荣誉标记。不过，他显然继续把部分（即便不是全部）建议正式提交给了元老院。起初，荣誉仅限于皇室成员——提比略及其兄弟德鲁苏斯、日尔曼尼库斯，还有克劳狄乌斯[127]（他是当中唯一一名非皇室成员）。对皇室成员来说，在缺乏对这类荣誉加以设限的时代，获得荣誉标记不过是提高自己在皇室声望的众多途径之一。[128]

自提比略时期起，我们再没听到过将荣誉标记授予给皇室成员的事。不过，这时的副执政官荣誉被授予了禁卫军长官（Praetorian Prefect）赛扬努斯（Sejanus），他是元首制时期首位获得该荣誉的非皇室成员。[129]提比略垮台后，副执政官及财务官的荣誉由元老院分别授予提比略的继任者纳维乌斯·苏托里乌斯·马克罗（Q.Naevius Sutorius Macro）和城市治安官（praefectus vigilum）格雷西尼乌斯·拉科（P.Graecinius Laco），但遭到两者的拒绝。[130]已知的例子表明，禁卫军长官在任期内外被授予执政官荣誉（ornamenta consularia）的事实际上很快就变得普遍。[131]我们可以揣测，这项荣誉由元老院正式授予，尽管最多只有到2世纪初的文献证明。[132]

我们发现，在盖乌斯统治下，荣誉标记的授予范围更广——这种新趋势被克劳狄乌斯继承，这从某方面表明了他在授予荣誉时尤其慷慨。有可能是盖乌斯促成了那次空前的保民官荣誉授予仪式，这个奖大概颁给了军事保民官（tribunus militum）尤利乌斯·克拉苏（L.Julius Crassus），在他完成日耳曼的任务后。[133]显然，尤里乌斯·阿古利巴（Julius Agrippa）皇帝经元老院同意被授予副执政官荣誉（ornamenta praetoria）一事应该也发生在同一时期。[134]在克劳狄乌斯的唆使下，元老院后来同意让他和他的弟弟希律分别成为执政官（consularia）和副执政官（praetoria）。[135]让大普林尼[136]及其外甥[137]反感的是，财务官和副执政官荣誉不得不授予受到皇帝保护的有权有势的自由民纳西苏斯（Narcissus）和帕拉斯（Pallas）。[138]有证据证实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的话，即克劳狄乌斯“甚至把执政官荣誉授予200塞斯特斯代理人（procuratores ducenarii）”。[139]公元49年，至少比提尼亚总管（procurator）尤尼乌斯·契洛（Junius Chilo）因护送克里米亚博斯普鲁斯（Crimean Bosporus）皇帝米特拉达特斯（Mithridates）到罗马而获得该荣誉；与此同时，其资历稍浅的同僚尤利乌斯·阿奎拉（C.Iulius Aquila），尽管曾因战败给米特拉达特斯而负有责任，却被授予了副执政官荣誉。[140]宵禁官（praefectus vigilum）格雷西尼乌斯·拉科（Graecinius Laco）于公元31年审慎地拒绝了元老院授予的荣誉，却从克劳狄乌斯处接受了执政官荣誉。[141]

大概是在尼禄统治时期，埃米萨（Emesa）皇帝尤利乌斯·苏哈穆斯（C.Iulius Sohaemus）被授予执政官荣誉。[142]公元66年，骑士奥斯托留斯·萨比努斯（Ostorius Sabinus）受到了元老院颁发的财政官荣誉，作为他处决执政官巴里亚·索拉努斯（Barea Soranus）的奖赏。[143]公元69年的内战期间及其后，有一大批奖赏被授予元老院成员及非元老院成员。在前者之中，军团指挥官们（legionary legates）和安东尼·普莱马斯（Antonius Primus）均获得了执政官荣誉；有一位费尔穆斯（Firmus）获选为恺撒的财务官（quaestor Caesaris）并被授予副执政官荣誉；[144]骑士科尔尼利乌斯·弗斯库斯（Cornelius Fuscus）和阿里乌斯·瓦鲁斯（Arrius Varus）也获得了同样的荣誉。[145]

从现有的证据来看，自弗拉维（Flavian）时期，荣誉标记的授予似乎变得更有节制，尤其源于部分不久前以上述方式获得荣誉的人引起了某些人的强烈反感，以及［人们］更多地依赖于皇帝的直接任命（adlection）。[146]无疑，对于已经是元老的人来说，后一种荣誉具有使他们确信自己级别更高的实际优势；我们已知荣誉授予的方法，如获得副执政官荣誉的市政官（aedilicius），若想获得晋升，仍有必要竞逐副执政官职位本身。因此，这样的事并不常见，即大智者的父亲克劳狄乌斯·阿提库斯·希罗德斯（Ti.Claudius Atticus Herodes）位于科林斯的碑文上两次显示其“据元老院法令被授予副执政官荣誉”。[147]尽管那时他大概还不是元老院成员，但在公元108年左右，他以补任执政官的职位而为人所知。因此，获得荣誉标记可迅速被直接任命，又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不久便能被直接任命，只是这种情况恰好从未被提及。

据说，在公元75年，一外国王子——贝勒尼基（Berenice）的兄弟尤利乌斯·阿古利巴（Julius Agrippa）与贝勒尼基一同到访罗马时被授予了副执政官荣誉。[148]然而，除了他、希罗德斯和禁卫军长官（Praetorian Prefects）之外，我们还听说自弗拉维（Flavian）时期起，荣誉标记只授予给某些在文化事务上有杰出表现的人。早至公元54年，尼禄让元老院向他年迈的老师阿斯科尼乌斯·拉贝奥（Asconius Labeo）授予执政官徽章（insignia consularia）。[149]骑士奥克塔维厄斯·提廷纽斯·卡皮托（Cn.Octavius Titinius Capito）作为通信秘书（ab epistulis），或因此得到涅尔瓦的提名（据元老院决议）而获得副执政官荣誉（ornamenta praetorian），但他的文学成就无疑也得到了重视。[150]有证据表明，大约在同一时期，昆体良（Quintilian）获得奖赏，据称是由于得到图密善皇帝的表亲弗拉维乌斯·克莱门斯（Flavius Clemens）[151]的举荐；普鲁塔克（Plutarch）[152]也获得了奖赏。即便是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元首制末期，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也对智者瓦列里乌斯·阿普希内斯（Valerius Apsines）进行了奖赏。[153]然而，我们无法确定元老院在上述例子中是否有被征询过意见。

在元首制时期，据我们所知似乎只有两例是元老院为骑士阶级以下的人授予骑士身份。两位［骑士身份获得者］皆为自由民。奥古斯都的御医安东尼·穆萨（Antonius Musa）于公元前23年获此身份（及其他特权），[154]维斯帕先的自由民霍尔姆斯（Hormus）于公元70年1月1日亦然。[155]

第七节 公共葬礼[156]

在共和国后期，元老院就杰出人士的公共葬礼进行表决已成为惯例。公共葬礼由执政官来主持，费用由国家承担。元首制时期仍保持这种惯例。此类葬礼一般授予给皇帝及其家庭成员。[157]在其他情况下，如今只能由皇帝进行提议，提案仍适时地提交到元老院。据说，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大量授予该荣誉。[158]对于前者，很少有相关文献证明，尽管在其统治时期其妹奥克塔维亚（Octavia）的丈夫塞克斯图斯·阿普雷乌（Sextus Appuleius）被同意授予公共葬礼。然而，严格来说，他当然应被看作皇室的一份子。[159]相比之下，在提比略统治时期，我们知道这样的葬礼被授予给苏比修斯·圭里尼乌斯（Sulpicius Quirinius）（公元21年）、卢西留斯·朗格斯（Lucilius Longus）（公元23年）、庇索（L.Piso）（公元32年）和埃利乌斯·拉米亚（Aelius Lamia）（公元33年）。[160]另外，（克劳狄乌斯统治时期？）经元老院同意，维特里乌斯（L.Vitellius）获此殊荣，[161]沃卢修斯·萨图宁乌斯（L.Volusius Saturninus）亦然（公元56年）。[162]同样，公元70年，元老院同意为维斯帕先的哥哥弗拉维乌斯·萨比努斯（Flavius Sabinus，严格来说，他也属于皇室成员）举行公共葬礼。[163]更一般地说，昆体良（Quintilian）在1世纪末讲的肯定是通行惯例：“在葬礼上，经常选定公职人员发表颂扬词，同样的任务据元老院法令一般交托给元老官员。”[164]然而，据我们所知，最后一批获得公共葬礼的非皇室成员有维吉尼乌斯·鲁弗斯（Verginius Rufus）（公元97年）和利希尼乌斯·苏拉（L.Licinius Sura）（图拉真在位时期）。[165]我们可以合理地揣测，在上述例子中，元老院有被征询过意见，尽管相关文献恰好没有提及。[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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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元老院的行政职能

元首制时期，元老院在不同领域的行政职能具有何种性质及范围如何，需要我们仔细推敲。这章及下章试图以6个主要的类别来对其进行回顾。

第一节 公共工程及公共服务

在奥古斯都的鼓动下，有关公共工程及公共服务（先前差不多是被官员胡乱处理）的各个行政职能被分配到特派的元老院长官手上。正如我们所料，依据元老院法令（senatus consultum）来制定新安排是很正常的事。狄奥指出，粮食分发官（praefecti frumenti dandi）一职从公元前22年刚被引入时的2位增加至公元前18年的4位，但他恰好没有提到上述程序。[1]然而，我们已知的所有官职人员的头衔起初都含有“ex s.c.”（据元老院法令）。只是到了3世纪，职责范围变动较大，这种做法才自然终止——尽管“ex s.c.”仍不时出现。[2] 此外，狄奥在谈及公元前20年设立的道路管理人（curatores viarum）一职时，也没有提到元老院是否被征询过意见。[3]不过，此后的里程碑上关于奥古斯都负责过阿皮亚路、[4]拉蒂纳路[5]及萨拉利亚[6]修建工程的标记确实含有“ex s.c.”。我们也从铭文得知，该时期两名官职人员的头衔中有提到元老院：普罗佩提乌斯·波斯图穆斯（C.Propertius Postumus）的头衔为“ex s.c.viarum curator”，帕基乌斯·斯卡瓦（P.Paquius Scaeva）的头衔为“viar.cur.extra u.R.ex s.c.”。[7]但其后所有官职人员的头衔均无提及“元老院法令”（senatus consultum）。[8]

残存下来的弗朗提努斯（Frontinus）著作《论罗马城的供水》（De Aquis Urbis Romae）提供了公元前11年设立水道管理人（curatores aquarum）一职的完整记录。阿古利巴（Agrippa）早就建立了自己的奴隶帮来维护罗马城的渡槽；公元前12年，阿古利巴去世，奴隶帮由奥古斯都继承。[9]大概有一个成分不明的工作小组，听从元老院的指挥，监督罗马城的公共渡槽，并对所有的公共喷泉进行统计。该小组于次年回来进行汇报。[10]同时，被弗朗提努斯[11]广泛援引的元老院法令将维护及行政工作置于元老院的水务官手上。可是，已知的官职人员从不援引元老院权威。[12]奥古斯都统治时期，“ex s.c.”确实出现在为渡槽工程而立的碑石上，但也就到此为止。[13]我们听说，台伯河岸的其他工程，部分是由公元前9年及前8年的执政官据元老院法令来贯彻执行。[14]但到了公元15年，似乎已建立台伯河河床及河岸管理人（curatores riparum et alvei Tiberis）委员会。[15]提比略时期，该委员会建于河岸的碑石上援引了元老院法令的权威，其后援引的则是皇帝权威（ex auctoritate）。[16]再次，已知的官职人员不再在其头衔里援引元老院权威。[17]

我们对另外两个委员会，即公共财产管理人（curatores locorum publicorum iudicandorum）及公共档案管理人（curatores tabularum publicarum）几乎一无所知，尽管确实找到了它们各自据元老院法令进行运作的例子。[18]也许两者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Julio-Claudian）时期过后就不再存在。[19]此外，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后半部分，有两人被任命为神庙暨公共工程和公共地方管理人（curatores aedium sacrarum et operum locorumque publicorum）。但并没有关于该官职正式设立的证据留存下来，且并未发现其职能运作有依据元老院法令。[20]

总的来说，一个可预测的模式得以显现。就我们目前看来，这些职位都是在奥古斯都或提比略的鼓动下设立的，并及时得到了元老院的同意。同样，官职人员起初就其职能征求［元老院的］同意，尽管他们很快就不再遵循这个程序。在提比略时期，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Domitius Corbulo）确实有向元老院抱怨过道路管理人（curatores viarum）玩忽职守的事。[21]但从一开始，当官职人员的职责跃居至例行公事之上，就牵涉到了皇帝及其官员，而非元老院。大部分官职也都由皇帝来任命。[22]尽管有关设立水务官的元老院法令提到奥古斯都承诺自资修复某些工程，但一旦克劳狄乌斯招到规模更大的另一帮人与“公众”帮通力协作，皇帝便永久地大力介入该领域。[23]元老院要感谢奥古斯都和维斯帕先自资修复道路。[24]同样典型的是，提比略时期过后，台伯河床管理人（curatores alvei Tiberis）的碑石上援引的权威应由“ex s.c.”（元老院法令）改为“ex auctoritate”（皇帝权威）。相比之下，粮食分发官的头衔则一贯保有“ex s.c.”，但若以此猜想元老院对其职能有制约作用，则是不恰当的。[25]

实际上，一旦头两位皇帝要求把罗马的行政事务从官员手上转移至元老院长官，元老院很快就失去了监督官员的职能。当然，无需对这一切感到惊讶，更不要因此沮丧。共和国时期，元老院从不愿意充当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机构，那时及其后，[26]它也不具备承担这类职能的相应规模及性质。已讨论的是它仍不愿意把日常事务委托给委员会一事已得到解决。奥古斯都在公共工程及公共服务领域上采用任命制实为此事的新进展，他个人对此负责。很自然地，官职人员因此主要与他及他的继任者打交道。

第二节 财政[27]

在整个共和国时期，元老院控制罗马的国家财政。但实际上，随着元首制时期的到来，这项特权也一同让与给皇帝。从一开始，皇帝就为公共开支贡献了一大笔钱，他甚至可以决定是否公布国家账目。[28]因此，会自然地问到元老院所剩职能。

名义上，萨吞尼国库（aerarium Saturni）继续由元老院进行控制。自公元前29年，国库的主管官员为元老院每年选任、具副执政官级别的两位长官。公元前23年，作为杜绝过度拉票行为的其中一项措施，在奥古斯都的鼓动下，上述两个长官职位由抽签决定。[29]不过，［该职位］自公元44年由皇帝直接任命。为了显示共和国时期的传统惯例，克劳狄乌斯让自己挑选的两名任期为3年的财务官负责管理工作；他们被承诺能快速升迁。但结果表明，无法找到足够成熟的人来承担该职位的责任，故公元56年，尼禄一改做法，任命了两位前副执政官（praetorii）。[30]除了自公元69年副执政官显然再次接管［有关职责］，这种安排一度中止，其后则保持不变。[31]

无论官阶高低，所有这些行政人员都有权出席元老院会议，并因此可以参与讨论对其有影响的措施——比方说，当某条元老院法令授权国库官员从私人土地占有者处赎回萨吞尼区（area Saturni）时，[32]或哈德良时期某条元老院法令要求国库官员核查财产被充公者的账目。[33]我们看到，当其他人提出有关问题，这批官员就会上前发言。所以，公元15年，他们反对一名元老院成员的索赔请求，他声称国家的道路及渡槽修建工程破坏了他家的地基。[34]加之，公元105年夏，当某名已去世的财务官秘书（scriba quaestorius）的继承人请求索回死者生前还没收到的薪酬，国库长官以这笔钱归国家所有为由进行驳回。[35]自然地，国库财务官（或在元老院会议中）被保民官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Helvidius Priscus）控告其出售穷人财产时规矩过严，肯定有对此进行回应。[36]公元99年秋，当贝提卡代表团要求普林尼执行对凯基利乌斯·卡尔西库斯（Caecilius Classicus）的判决时，他缺席了；不出所料，我们发现国库的同僚设法让普林尼以有公务在身为由脱身。[37]

我们知道，在众多皇帝当中，特别是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曾在元老会上提出财务问题。公元5年，前者提议筹集资金发军饷，次年，针对新的军队财库（aerarium militare）的最佳集资方式，他又寻求了元老院成员的意见。[38]公元13年，在面对为5%的遗产税寻找替代方案的重压下，他却仍旧如此。[39]及后，据说提比略曾不辞劳苦地向元老院提出各种不同问题，其中包括间接税及垄断权。[40]

同样，在其他方面，元老院或觉得仍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财政事务。据狄奥记载，行省总督若要增加税收，必先得到元老院或皇帝的批准。[41]与之相对，赫尔莫杰尼安（Hermogenianus）说，官员须获得皇帝授权才能调整间接税（vectigalia）。[42]然而，莫迪斯蒂努斯（Modestinus）[43]援引了一条对引进新税者进行罚款的元老院法令。贫困行省或皇帝及元老院辖内的城市仍向元老院提交请求豁免进贡的申请。[44]同样，元老院向遭受地震或火灾的城市提供救助。[45]还把国库（aerarium）资金作为礼物授予给个人——某次金额高达1500万赛斯特斯（HS）。[46]以此为来源，元老院可以命令为运动会[47]或公务提供资金，[48]提比略统治时期，元老院似乎还同意以国库资金支付给禁卫军。[49]显然，国库资金继续被用来支付给总督随 从，[50]相反，尽管乌尔比安（Ulpian）[51]提出，总督将死刑犯的钱财充公并存入皇帝私库（fiscus）。公元70年，元老院自行决定公开发行6000万赛斯特斯的国债——结果计划流产。[52]一个世纪后，马可·奥略留不辞劳苦地请求元老院同意为他的战役提供资金，但当他的财务困难变得严峻，他明显觉得不能再求助于元老院。[53]《奥古斯都史》提到，康茂德假装要访问阿非利加“以为这次旅程争取资金”，[54]言下之意或是他会向元老院提出申请。

另一方面，就国库资金是否如共和国时期那样被定期拨给行省总督，我们缺乏任何相关证据。那种认为皇帝也是从同一来源获得经常性补贴的看法缺乏说服力，只有哲罗姆（Jerome）和奥罗修（Orosius）证实在尼禄统治时期曾经有过。[55]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需要皇帝提供补助金的资料更可靠，这与上述看法难以保持一致。不过，首先要强调的是，元首制时期的元老院尽管有某程度的参与，却从未施加财务控制。狄奥是这样对上述例子进行解释的：“马可请求元老院从公库拨款，不是因为这些资金并未掌握在皇帝手上，而是因为他曾经宣布所有的钱财、公库或其他的，都属于元老院及人民。”[56]这里，马可的第二点原因或言过其实；不过，狄奥承认，皇帝对国家财务的控制已经实现。从一开始，皇帝与他那不断壮大的代理人队伍不仅聚集了大量公共收入，还大规模地进行支出。他们独立进行人口普查。[57]同样，皇帝连同他的财政大臣独立进行即便是最基本的预算或提出财政规划。简言之，皇帝已逐步对财务管理进行全面控制。

相比之下，主管国库的官员们专门负责管理该处的日常事务，从现代意义来看，这个机构像托管所多于国库。他们根据规定的职权处理款项进出；寄存文书；听取案件。普林尼如此形容自己作为长官的职责：“我坐在长凳上，回应请愿、做账，还有编写大量呆滞的书信。”[58]

即使财政事务由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带到元老院，它在制定最终会被采纳的政策上，仍发挥很小的影响力。据我们所知，这类问题在及后很少再被提起。[59]公元69年后期，国库副执政官们抱怨公共资金处于低值并要求限制支出，这是极不寻常的事。[60]当时，新皇帝未能与罗马取得联系，他们的行动无疑困难重重。然而，显然公众的反应是拒绝在被认定是皇帝权限内的领域采取任何措施。后来，上述问题——财务官秘书（scriba）去世后，其亲属是否可以从国库得到其应得的薪酬——被首先提交至图拉真，但也只不过是由他移交至元老院。故不足为奇的是，1世纪时，为处理公共财政的紧迫问题而成立的5个委员会本该由元老院进行授权，但除了一个提案外，其余都出自皇帝。[61]公元6年、70年及91年，分别成立了3个委员会来限制或减少开支。[62]一个成立于公元42年，负责追回属于国家的钱财；另一个成立于公元62年，负责管理公共收 入。[63]

直到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终结，当国库入不敷出时，皇帝确实努力支援国库。因此，塔西佗暗指奥古斯都对婚姻立法，有部分目的在于提高国库收入。[64]据《功业录》（Res Gestae）记载，他本人为国库、罗马平民及退伍士兵贡献了24亿赛斯特斯。[65]公元33年的财政危机中，提比略贷出1亿赛斯特斯。[66]公元56年，尼禄为维持国库的偿付能力，支付了400万赛斯特斯，并在6年后声称他每年都提供高达600万赛斯特斯的补助金。[67]

然而，这样维持国库的尝试终被放弃。皇帝与其下属在行使职能上保持独立，却出现了收入来源混乱不清的问题，这些资金或来自皇帝本人，或来自国库，或由皇帝以官方身份经手。正如当时所认为的那样，既然皇帝已全权掌控，混乱也无关紧要。[68]公元100年，普林尼[69]可以公开地说图拉真控制了国库。过去，元老院的角色最多只是从属于皇帝。其作用现已完全丧失。

第三节 铸币

似乎适合思考一下，元首制时期元老院在多大程度上介入铸币事务（如果有的话）。唯一的证据几乎来源于钱币本身，近年来对钱币的解读成为钱币学家争论的主题。不宜在此对其所有论点作出详细、公正的回顾。不过，我们需要简单谈及主要观点，作为对元老院职能进行考察的其中一步。

共和国时期，元老院享有对罗马铸币的独家管理权。监督采矿的是三人金银铜币铸造委员会（triumviri aere argento auro flando feriundo）和任期1年、来自二十人委员会（Vigintivirate）中的3名低级官员。元首制时期，这些职位一直保留至3世纪中期。[70]公元前4世纪以前，担任该职的官员遵循共和制时期的传统做法，把他们的名字刻在所有公开发行的钱币上——金、银及铜币——这些钱币在其任期内铸造。然而，当罗马矿业发展到公元10至12年，元老官员名字被省略，甚至不再重新出现。我们不能确定这种省略是否象征着官员职责经过某些更重大的变更，这是由于，除了能有把握地推测官员职责应仅限于日常监督，我们并未掌握官员的其他信息。

元老院与铜币铸造的某种联系由此可知，从公元前23年首次采矿到元首制时期，几乎所有公开发行的钱币都明显刻有“SC”或“EX SC”字样。相对之下，金币和银币自公元前19年发行以来，除了在极少数情况外，均未提及元老院。

我们很自然会认为，经常出现在铜币上的“SC”代表钱币在元老院的监督下发行。然而，卡夫（Kraft）[71]质疑这种观点，他认为那个字样指的反而是铸币的类型-内容：换言之，比如，刻在奥古斯都币背后的橡树花环指的是元老院于公元前27年为皇帝授予这项荣誉。这种诠释尽管有趣，却因多种原因而难以被接纳。[72]特别是，若诠释正确，我们或可期待“SC”伴随橡树花环及其他经表决要授予给奥古斯都的荣誉共同出现在公开发行的金币及银币上；但我们并未发现这样的刻字。铜币之中，“SC”出现在1/4阿斯（quadrantes，最低面值的钱币）上不可能表示类型，因为什么都没显示。此外，坚持认为“SC”与奥古斯都时期过后公开发行的许多钱币的类型-内容有关，也是不合适的。譬如说，“希望之神奥古斯都”（Spes Augusta）在何种意义上是依据元老院法令？

我们或可承认，共和国时期发行的钱币上的“SC”确实有时表明类型-内容，元首制时期的钱币间或也如此。[73]可是，共和国时期的“SC”最常表示元老院在发行钱币上的权威：这仍是最自然不过的解释。如果我们要问权威的性质，［为什么］“SC”在公开发行的铜币上经常出现，却没有出现在金币和银币上，这种情况立即表明铜币是由元老院进行监制，金币和银币是由皇帝进行监制。然而，关于这种划分方式的引进，且不说它的理由，仍然是个谜。加之，如果我们要去确定元老院监制的性质及后续发展，也非常困难。如我们所见，自元首制之初，财务控制及财务行为无疑已转移到皇帝手上，尽管要强调的内容各有不同，但所有金属钱币上的标记一律宣扬皇帝的美德、权力与荣誉。

贝（Bay）指出“SC”被用来为新的重量单位及金属提供保证，这是罗马铸币厂重开时元老院授权引进的做法。尽管大部分使用者不太可能理解，这种保证或解释绝不总是伴随着新问题而来。此外，这种解读几乎不能解释为什么仍旧突出“SC”。如果刻字只用来证明［铸币］改革，我们或可预料这种做法很快就会被弃用。苏哲兰（Sutherland）认为铜币上的“SC”仅表明元老院批准从萨吞尼国库提取所需金属用以铸币。“SC”一直到3世纪仍经常出现，充分解释了是否每次发行都要获得批准。在这点上，苏哲兰的观点或被认为比贝更有说服力。然而，轮到他无法解释，为什么突然认为一丝不苟地公告获准铸币［这种做法］是重要的——元老院此前很少干涉这个流程，即使发行用贵金属铸成的钱币也不如此。不仅是由于这个原因，钱币使用者几乎不会立刻想到苏哲兰的这种解读。更重要的是，他尚未解释在许多公开发行的钱币上，尤其是早期的钱币，为什么会特別刻有“SC”。上述图表8（c）为代表例子。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掌控的标记——被刻在上面仅仅为了表明获准提取所需金属来铸币——因而被选为设计上的主要特色吗？

我们也不能确定，是否需要仿效苏哲兰寻求诠释，这必将为3世纪中期以前所有公开发行的钱币上的“SC”都赋予意义。一旦确定这种刻字首次出现的原因，我们就能充分了解为什么它作为传统特色会延续至某个无法确定的时期，尽管这也许反映不了法律或行政的实际情况。因此，在元首制时期及其后，无疑仅仅是出于对礼节及传统的考虑，“SC”才经常被刻在公开发行于安条克的铸币上；[74]另外，3世纪中期，“SC”也出现在马鲁斯（Mallus）[75]、菲力波波利（Philippopolis）[76]或还有大马士革（Damascus）[77]发行的某些钱币上。出于同样原因，“SC”也出现在其他地方铸造的奖章上，并不作为钱币进行流通。[78]据说，努米底亚（Numidia）公使克罗狄乌斯（L.Clodius）于公元68年争权时曾发行过14款银制标识，他煞费苦心地将该字样刻在这些标识上。因此，他努力为这些钱币打上其本并不具备的合法性的图章。[79]觊觎者尤兰纽斯·安东尼（Uranius Antoninus）也有相同意图，他保留着自己于公元253年在埃米萨发行的4德拉克马银币（tetradrachms）上的字母：既因为他想制造一种合法的印象，又由于他是以安条克公开发行的铸币为模仿对象。[80]

某些尝试了解“SC”字样背后意义的实践特别关注看起来是反常规的样式——即含有字样的金币和银币以及不含字样的铜币。但没有理由不去相信，这类钱币大多反映的仅仅是这样的情况，如官员随心选择设计或雕工。[81]特别是，公元54年及63年，在尼禄监督下铸造的含有“EX SC”的金币和银币也许是打算用来宣明对元老院的特别敬意，而公元63—64年铜币上不再出现“EX SC”，或有意表明皇帝对元老院明显感到不耐烦。然而，从更深一层来看，这表明了刻字是尼禄统治初期，他以某种方式将铸造金币和银币的事务“移交”至元老院的证据；及后他以同样方式使字样从铜币上“去除”，这种情况并不常见。[82]

由于资料不足，依靠碑文证据来证明元老院独立铸币的尝试未能成功。同样，元老院决定只熔毁刻有卡利古拉（Caligula）肖像[83]的铜币，这并不足以证明元老院对铸币事务首先负有责任。[84]可以揣测的是，尽管皇帝控制所有的铸币事务，铜币铸造仍由元老院进行独立监制。然而，我们完全缺乏证据，即使没有迹象表明元老院继续承担其他任何这类行政工作。

以否定的结论来结束这部分似乎令人沮丧，但唯有如此才合理。如果我们想知道元首制时期，元老院在多大程度上介入钱币发行（如果有的话），则需再次强调除钱币本身外，我们只有很少证据。经常出现在铜币上的“SC”或“EX SC”无法得到肯定的解释。然而，自然地被看成是元老院授权发行的意思，突出的字样总令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不过，必须承认我们无法彻底了解元老院介入钱币发行的真实情况，或元老院在此事上与皇帝关系的性质。我们也不知道这种介入维持了多长时间。后来铜币逐步带有“SC”或“EX SC”字样可能只是因为传统。

第四节 公共秩序

这部分要用到如此概括性的小标题，反映了元首制时期元老院继续采取广泛的行政措施来确保社会秩序良好。大部分措施适用于罗马及意大利，可以理解元老院为何觉得对此负有特别责任，尽管不是独家责任。塔西佗关于尼禄登基演说的记录带有误导性，里面暗示意大利及元老院行省（proconsular provinces）不同于皇帝行省，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行政目的的“元老院领域”（senatorial sphere）。[85]与之相反，元老院与皇帝共同治理意大利，并为其立法，正如他们对待帝国所有其他地方一样；[86]比方说，道路管理人负责整个意大利的行政工作，[87]后来的辖区官员（iuridici）[88]则由皇帝进行监 督。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元老院特别关注罗马及意大利的公共秩序。因此，当城市有动乱的苗头，执政官必定与城市长官保持密切联系[89]，发生危机时，元老院甚至可以自行指挥军队。在公元前19年的紧急状况中，护卫森提乌斯·萨图宁乌斯（Sentius Saturninus）被选为执政官。[90]盖乌斯遇刺后，元老院努力安抚罗马民众及军队，显然还盘算着解放奴隶为此而战。[91]据狄奥记载，元老院准备满足提比略提出的在奥古斯都的葬礼上被保护的奇怪要求，公元68年，元老院为撤走尼禄的护卫而采取主动。[92]

为了保证公众秩序，元老院于公元16年通过了元老院法令，将占星师驱逐出意大利，[93]在公元52年、[94]甚至可能在公元93年也如此。[95]在别的时候，驱逐哲学家完全是皇帝的意思；我们没有听说此事是否提交至元老院。然而，公元19年，宣布埃及和犹太仪式为不合法的确实是元老院，这在公元90年或再度发生；不过，公元23年，在提比略的唆使下，元老院禁止奥斯坎戏剧（Oscan farces）并将演员驱逐出意大利。[96]公元56年，就进一步驱逐的问题，元老院极有可能被征询过建议，但我们缺乏证 据。[97]

焚书是另一项严厉的安全措施。奥古斯都统治后期，通过了一条焚烧拉比努斯（T.Labienus）以及卡西乌斯·塞维鲁（Cassius Severus）著作的元老院法令；[98]克雷姆提乌斯·科尔都斯（Cremutius Cordus）的著作于公元25年也落得同一下场。[99]普林尼提到，图密善统治后期，元老院感到不得不命令销毁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Helvidius Priscus）的某些书。[100]

我们听说了其他各种为维护意大利内部的公共秩序而采取的措施。公元58年，当委员会代表团与普托利（Puteoli）公民在元老院面前相互指控，有一名特别委员被委派去调解冲突。由于他严厉得令人无法接受，他自己提出要把该任务移交至其他成员——由禁卫军（Praetorian cohort）供养的一对兄弟。[101]次年，努凯里亚（Nuceria）人与庞贝（Pompeii）人在庞贝的一场角斗士表演中大打出手，这件事首先交由皇帝，然后皇帝将此事提交至元老院。元老院通过了严厉措施以防止同类矛盾再度发生。[102]同样，公元69年，在塞纳因公开侮辱元老院议员而犯罪的人由整个元老院进行审判并惩罚，而城里的人被提醒要依据元老院法令遵守秩序。[103]据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记载，[104]波伦提亚（Pollentia）人因在一名首席百夫长（primipilus）的葬礼上有激烈行为而受到提比略一人的惩罚；我们不确定他在此事上是否有征询过元老院的意见。但我们知道，公元27年，费德内（Fidenae）的豆腐渣露天剧场灾难性地崩塌后，元老院确实作出了处罚并通过严厉措施来防止同类事件再度发生。[105]仅在罗马，公元14年和15年都有对剧场骚动问题进行过讨论；通过了许多措施来防止演员的狂热崇拜者的暴力行为。[106]公元56年，副执政官与保民官讨论如何恰当地处理狂热崇拜者的扰乱行为，发生了争执。[107]公元32年的玉米短缺快要引发暴乱时，提比略谴责官员及元老院不行使权力来控制民众。其后及时地通过了一个严厉决议及一个执政官法 令。[108]

更一般的情况是，元老院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来预防暴乱。有一条元老院法令规定，除殡葬行会（葬仪团体［collegia funeraticia］、共济会［collegia tenuiorum］）外的所有社团（collegia）必须获得元老院的许可；[109]我们知道，公元59年在庞贝战争中明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社团因未经许可而迅速被解散。不然，我们无法确定对此要求的遵守情况是严格，还是松懈，尽管我们从普林尼在《公众集会演说辞》（Panegyricus）[110]中的不屑语气可以看到，1世纪晚期，还有人申请许可，但毫无疑问都是些沉闷的申请。我们从未听说元老院有任何审查或执法措施，因而可以合理地猜测，这些措施并不存在。

表演中规定的角斗士人数同样受到法律限制。我们可以再次根据普林尼的同一段文字进行猜想，到1世纪末，仍有人申请提高总人数，尽管记录在案的唯一具体例子是锡拉库扎（Syracuse）于公元58年提出的相关请求。[111]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此类申请后来似乎都递交至皇帝，而非元老院。

在某些未能确定的时期，元老院规定，城市接收到用于表演或狩猎的遗赠金应用在社区最有需要的任一方面。[112]可以揣测，为了预防群众压力，有法令禁止在表演现场释放表演者。[113]禁止在任何竞赛中进行赌博，除了在“争夺美德”的体育竞赛中。[114]同样，必定是因涉及公众秩序，元老院于公元22年规定要向小吃店（popinae）征收罚金，[115]并于克劳狄乌斯统治时期赶走肉商和酒商（lanii ac vinarii）。[116]公元2世纪，仍有人向元老院申办集市，[117]尽管可以预料，元首制末期莫迪斯蒂努斯（Modestinus）[118]在此事上只提到皇帝。

最后，我们不清楚元老院在罗马当局与基督徒的冲突之间如何发挥积极作用（如果有的话）。基督徒声称元老院通过了某些反对其教派的一般决议，这种说法极为可疑。[119]即使康茂德时期真有基督徒在元老院面前被审判，但在我们的知识范围内，此事仍是极不寻常的。[120]查士丁确实向皇帝安东尼·庇乌斯及元老院发表过两份《护教辞》（Apollogies）；3世纪中期，奥利金（Origen）[121]也确实把元老院加进了他所认为与基督教抗衡的官方及个人列表中，但仍没有关于该立法团体采取行动的证据。更令人惊讶的是，公元258年，瓦莱留（Valerian）确实决定向其发出谕令（oratio），内容关于进一步迫害基督徒的措施。[122]不过，皇帝在外打仗时，元老院被公认为是宣布皇帝意愿的地方；因此，认为元老院有意识地促成这则谕令，这种揣测可以说是轻率的。[123]

简言之，可见至少到1世纪末，元老院为维持公众秩序而持续负有广泛责任。我们可以预料，元老院的大多措施并非自发行动，似乎更多地代表其对被提交至面前的事务的反应。但与此同时，显然也有可能是元老院为防止矛盾再度发生，而被激起采取更广泛的预防措施。

第五节 宗教

在罗马人的生活中，世俗事务与宗教事务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能轻易进行清晰划分，因此，这部分与其他部分在主题上会有特别多的重合。不过，元首制时期，元老院显然继续处理了大量广义上的宗教事务。的确，在某几年里，这些事务占用的时间或多于共和国晚期。

自然地，把宗教荣誉授予给皇帝及其家庭成员是个新特色。最大的荣誉就是将死者奉若神明。[124]德尔图良（Tertullian）断言：“有条古代法令规定，除经元老院同意外，禁止皇帝尊崇神灵”，[125]我们不必从字面上相信他的话。不过，显然常有人就封神一事寻求元老院的同意。因此，狄奥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提到，元老院在军队的压力下，将卡拉卡拉正式封神。[126]正常来说，皇帝自行提名。先不说公元65年尼禄在世时，指定执政官提出修建“尼禄神庙”（divus Nero）的非凡建议，[127]仅有的或是由其他人提出的建议包括公元14年将奥古斯都封神的建议、公元29年将莉维亚（Livia）封神的建议，以及可能是公元54年将克劳狄乌斯封神的建议。然而，即便在那时，皇帝仍能进行否决，如提比略对待莉维亚的例 子。[128]在其他情况下，惯常做法是由新的统治者发起对其前任进行封神的请求，只要这位前任先前没有犯过无法弥补的过错。尽管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的直接前任并非佩蒂纳克斯（Pertinax）和康茂德，他也依照同样的模式先后将两位封神。一般来说，请求只是个形式，盖乌斯想让提比略获得与奥古斯都一样的荣誉。[129]据说，他并未将此请求强加于别人；而众所周知，元老院尽管极不情愿，但也只好同意安东尼将哈德良封神的请求。将皇室成员封神——某些例子中是在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后——是盖乌斯的新政，由他的许多接班人来继承。我们可以列出，元老院有被征求过意见的大量例子，[130]故能合理揣测在其他例子中亦如此。

不管皇室成员是否被封神，他或她去世时肯定被同意授予相对较小的荣誉。除了强调此事如何占用元老院的时间，我们没有理由举例具体说明这种惯例。塔西佗讲述的公元19年授予日尔曼尼库斯的荣誉，或足以作为一个例子：

他被授予爱或创造力所能想出的每份荣誉。他的名字将在战神赞歌（Salian hymn）中被歌颂；被加冕了橡树花环的宝座置于奥古斯都（Augustales）席中，为表达对他的敬意；他的象牙雕塑将在马戏团竞技上引领队伍；他作为奥古斯都的祭司及占卜官的岗位仅能由朱利安家族来填补。在罗马，莱茵河岸上以及叙利亚阿曼山脉的拱门上刻有他的生平事迹以及为国牺牲的记录。安条克，那个他被火化的地方，将建起他的坟墓；伊比达芙尼（Epidaphne），那个他牺牲的地方，将筑起他的墓碑。他的雕像及祭礼点将数之不尽。有人提议要把一尊他的巨型金色浮雕肖像置于伟大演说家们的半身像之间……[131]

我们有具体证据证明元老院在奥克塔维亚[132]、大德鲁苏斯[133]、奥古斯都[134]、莉维亚[135]、德鲁希拉（Drusilla）[136]、加尔巴[137]、大[138]小[139]福斯蒂娜（Faustina）、安东尼[140]及马可·奥略留[141]去世时就此事进行过相关的表决。

皇室内有孩子诞生也引起荣誉授予。例如，公元前20年，阿古利巴与尤利娅诞下盖乌斯时通过了献年祭的决议；公元63年，尼禄与波比亚（Poppaea）的女儿出生时被授予大量荣誉并伴有多个庆祝活动。[142]

再次，我们不必要对皇帝及其家族成员在生命中的成功或意义重大时刻被授予具有宗教性质的荣誉进行详细说明。重点是要强调尤其是在重视称颂的皇帝统治下这些做法的发生频率。不只是在图密善统治时期，元老院如普林尼轻蔑地说过的，献出了“巨型拱门以及比神庙框缘还长的铭文”。[143]极为寻常的是对竞技、节庆、假日、祭司、祭祀、圣坛以及其他祭仪事宜进行表决。[144]

进入2世纪，在特殊场合至少有一场祈祷仪式（supplicatio）仍然是由元老院表决通过的。这是在辉煌成就或大灾难时接近部分或全部神灵的特别机会。[145]这类庆典与战争胜利一直保持特殊联系。奥古斯都夸口说：“为了我或我的公使主持的海陆战役取得的胜利，元老院命令在55个场合中向永生神祈祷。据元老院规定，进行这类祈祷的日子达到890天。”[146]奥古斯都及图拉真时期的两个无头铭文分别记录了祈祷仪式的表决情况，可能与授予凯旋荣誉（ornamenta triumphalia）有关。[147]我们也知道，表决的内容是要肯定尼禄在东部边疆更具活力的政策，以及针对科尔布罗成功夺取阿塔克萨塔（Artxata）。[148]图拉真与哈德良也因取得战果而获得同样的荣誉。[149]

不过，也有更多不同的祈祷场合。立波·德鲁苏斯（Libo Drusus）与阿格里皮娜分别于公元16年及59年去世时，有举行过祈祷仪式；[150]公元62年，苏拉（Sulla）与普劳图斯（Plautus）被罢免时也如此。[151]公元21年，提比略因提议去高卢（Gaul）获得了祈祷仪式的荣誉；公元63年，尼禄女儿诞生时亦然。[152]公元23年，莉维亚患重病时以及公元64年罗马大火时，以这种方式接近神灵是合理的。[153]然而，因尼禄公开朗诵他的诗作或他周游希腊取得的战果而进行祈祷，则是卑劣的奉承。[154]公元2世纪早期过后，元老院针对祈祷仪式的表决只能由《奥古斯都史》来证明。例如，公元233年，塞维鲁·亚历山大（Severus Alexander）在一次演说中提醒元老院有责任就其“征服”帕提亚人而向其授予荣誉。[155]不过，这条消息的可信度不大。

然而，元老院明显继续处理了许多其他类型的宗教事务。譬如，元老院对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s）[156]选举进行监督，并称赞忠于职守的贞女们。[157]元老院批准百年节（Secular Games）庆典。[158]奥古斯都利用元老院权威，修复了城内82座神庙；[159]公元69年晚期，元老院也命令重建朱庇特神庙（Capitol），[160]并于公元120/121委托占卜官社团修复神圣疆界（pomerium）的边界。[161]奥古斯都在世时，元老院授予其独一无二的荣誉，让其名字在萨利祭司（Salii）的歌声中被赞颂，并在其统治期间内3次命令关闭雅努斯神庙。[162]提比略触碰了奥古斯都尸体，元老院也赦免了他的罪；公元26年，尤卢斯·安东尼（Iullus Antonius）的儿子安东尼（L.Antonius）去世时，元老院命令将其尸骨置于屋大维的墓中。[163]奥古斯都和克劳狄乌斯去世前不久，元老院号召为其进行特别祈祷。[164]元老院也与执政官一同，授权阿瓦尔兄弟祭司团（Arval Brethren）在提比略临终前为其“安康”进行祭献。[165]公元89年1月图密善镇压萨图宁乌斯动乱时，阿瓦尔祭司团正是根据元老院法令来为其“安全、胜利及回归”进行祭献。[166]

元老院不仅在元首制早期收到来自行省的为皇帝修建神庙的申请，还在更长一段时间内就授予看守城市称号（neocorates）被征询过意见。这些都可看作是元老院的外交活动。[167]公元1世纪末，昆体良就宗教事务如何经常引起元老院的讨论发表过意见。[168]我们没有理由去质疑他的证言，只能以克劳狄王朝［为例］证实这点。例如，公元22年，元老院讨论了让第里亚祭司（Flamen Dialis）担当亚细亚总督的请求；莉维亚生病时，元老院讨论了哪座神庙应存放骑士起誓的幸运骑士（Fortuna equestris）雕像。[169]次年，在任命新一任第里亚祭司时，元老院抓住机会复议祭司管理的相关法律。[170]早至公元前11年，祭司妻子受限的法律地位已得到放松；公元5年，管理维斯塔贞女选举的法律得到修订。[171]公元25年，元老院对斯巴达（Sparta）和迈锡尼（Messene）之间争夺黛安娜·林纳提斯（Diana Limnatis）神庙的所有权纠纷作出裁决，并收到了赛杰斯塔（Segesta）希望其协助重建厄律克斯山（Mount Eryx）维纳斯神庙（Venus）的请求。[172]公元15年及64年，有人提议查阅西卜林圣书；公元32年，有人提出增加一册律法的可 能。[173]克劳狄乌斯提议建立脏卜师团（collegium haruspicum），这必定符合他想在任期内复兴平安占卜（augurium salutis）的愿望。[174]

最后，盖乌斯说道：“利用罗马人民的权威，比如依据为相关目的而通过的法律或元老院法令来进行封神，本身就被认为是神圣的”；[175]乌尔比安则解释了遗产仅能根据元老院法令或在皇帝的批准下交托给神灵。[176]他引述了被正式批准休假的许多例子，却没有指明权力来源。同样，也可认为元老院在此例中有采取过行动。尽管在元首制时期，元老院在其他某些领域的介入确实越来越少，但在宗教领域上却从未如此。也许这类事务的范围有所缩小，数量亦有所减少。但显然在整个元首制时期，传统习惯仍保证某些广义上具有宗教性质的事务继续由元老院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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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元老院的行政职能（续）

第六节 行省[1]

众所周知，元老院如共和国时期那样，负责对行省进行监督。公元前40年及前30年的内战期间，这项特权定必与其他特权一同落入三人委员会手中。因此，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重建共和国”，元老院得以迎回控制权。但结果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奥维德（Ovid）夸大了事情的效果，关于那天他写道：“每个行省都回归到我们的人民。”[2]这是由于，奥古斯都同时握有大量控制权，包括大部分有军队驻扎的行省。在这些区域，他通过自己任命的皇帝行省总督（legati pro praetore）进行管理，并随意担任职务。与此同时，元老院明显把那些较和平富裕的地区留给据传统方式由抽签产生、任期为一年的行省总督来管理。[3]这种新型激烈的行省划分为10年来的首例，长期固定下来；加之，如我们所见，元老院阵营在整个元首制时期变动很小。所有较新的属地加入皇帝阵营。[4]到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时，只有一个军队继续处于元老院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个军队在盖乌斯统治时期也被撤走。[5]此后，元老院行省再没有军队驻扎，尽管军队的分遣队仍留在那里，[6]且行省总督或负责提供补给品并进行征税。[7]除阿非利加与亚细亚继续保留给高级执政官（并经常代表着男人事业的巅峰）外，元老院阵营的所有总督职位均被分配给前副执政官，其威望比被皇帝授予同等级别职位［的人员］更低。然而，通过行省总督而非皇帝公使进行管理普遍花费更大，这种观点或许被忽 视。[8]

我们仅能从少量的证据看到，伴随公元前27年这种划分而来的，并非关于行省事务责任分配的任何叙述。[9]同样，我们也不曾预料，唯一的变化严格来说就是某些行省通过选举产生任期为10年的总督。在管理性质上的这类变化并非意料中事。不过，即使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某种变化事实上已开始长期固定下来；因此，在新方案下，重要的是要提问，元老院与皇帝各自角色如何演变。譬如，从广义来说，我们是否要设想元老院在自己的阵营内进行全权管理及立法，皇帝也相应限定在自己的范围内，尽管他在危机时有权行使最高统治权（imperium maius）以对任何地方进行干预？尼禄的登基演说或支撑了这种看法，据塔西佗，尼禄向元老院保证：“元老院将保有其古老的职能。意大利及元老院行省可向执政官请求授予权力。我本人会看管好分配给我的军队。”[10]然而，没有别的证据可以支撑如此严格的划分，甚至有不少证据含有相反意见。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直到2世纪，整个帝国（含意大利）的个人及团体在获取两种权力中的任一种时在多大程度上无需按照固定准则。可以预料的是，这种选择主要取决于两者中有望获得更多支持及更有效果的一方。因此，大多数人自然更倾向于皇帝一方，皇帝行省的团体直接向元老院请求授予权力的例子不太常见，但也能找到一些。与之相对，意大利及亚细亚的某些团体仍倾向于向元老院请求权力，重点是因为他们在元老院的恩主（senatorial patrons）有权有势。加之，可以揣测其他一些亚细亚城市，除阿芙罗迪西亚斯（Aphrodisias）之外，在元老院中实际享有听证权，并会申请行使这种权 利。[11]

我们发现，皇帝向所有总督而不仅仅是他的公使宣布裁决并与其进行通信。同样，元老院制定的法律适用于整个帝国，[12]保持有效且没有时间限制。[13]正如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与卡拉卡拉于公元205年向诺里库姆（Noricum）一殖民地发出的答复法令所说：“纺织品商人社团（collegia of centonarii）的特权是在最尊贵的元老院或某位皇帝的指示下被授予的，轻易地将之废除是不妥当的。就让他们的法律（？）批准的事情获得保障吧……”[14]即使在埃及，有人提出元老院乃法律的来源之一，据《章程》（Gnomon）序，[15]特殊事务办事处（Idios Logos）也必须记住这点；晚至公元261年，护卫也是根据元老院法令被正式分配到埃及。[16]普林尼在担任比提尼亚/本都（Bithynia/Pontus）总督时援引的一条元老院法令是关于承认孩童的权利且授予前奴隶自由民的权利的，他说：“仅适用于那些由行省总督进行管理的行省。”[17]如果适用这条法令的行省［数目］有明显限制，则这条限制是我们所知的唯一一条。不过也有可能是，这条法令没有交代清楚皇帝行省的情况，或其目的仅仅是为皇帝或元老院先前制定的法令进行补充。关于其他据说是元老院对皇帝行省或是皇帝对元老院行省作出的限制，我们均缺乏资料。[18]

公元前27年，行省的元老院阵营包括亚加亚（Achaea）、阿非利加、亚细亚、比提尼亚/本都、克里特及昔兰尼（Crete with Cyrene）、达尔马提亚（Dalmatia）、马其顿（Macedonia）、撒丁岛及科西嘉（Sardinia with Corsica），还有西西里岛（Sicily）。其后，因各种情况而有所变化，但明显一直到2世纪，仍见防止元老院阵营过分收缩的努力。皇帝与元老院之间的直接交易被公开提及，如狄奥提到的，公元前22年，奥古斯都接管达尔马提亚，元老院获得塞浦路斯和纳庞西斯。[19]同样，鲍桑尼亚（Pausanias）也提到，[20]公元67年，尼禄希望能直接控制其心爱的亚加亚，并以撒丁岛作为对元老院的补偿。这种交易在维斯帕先统治早期明显扭转过来。尽管段落的位置引起了争议，碑文证物似乎证实了狄奥[21]的这段摘录，其中声称在公元134年前后有过一场交易，元老院放弃比提尼亚/本都以换取吕西亚及潘菲利亚（Pamphylia）。[22]碑文证物再次显示马可·奥略留统治时期的更多变动，比提尼亚/本都的控制权从元老院转移至皇帝，而吕西亚及潘菲利亚的控制权则反向流动。[23]

行省可被转移而无需作出补偿：至少，就我们所知，奥古斯都并没有因元老院获得贝提卡而获得回报，[24]他于公元6年形势不稳时接管了撒丁岛，也没有就此作出任何补偿。[25]公元15年，提比略获得亚加亚及马其顿时也同样没有作出补偿，这两个行省在反对重负时被皇帝接管。公元44年，克劳狄乌斯将这些地区归还给元老院。[26]正如我们已提到的，在维斯帕先的统治下，撒丁岛与科西嘉回到皇帝行省的阵营。然而，到了图拉真时期，铭文显示撒丁岛与科西嘉由行省总督来管理，在哈德良统治下明显又转移到皇帝的总管；不过，到了马可·奥略留统治时期，行省总督再度出现，直到康茂德统治时期，［皇帝的］总管才重新出 现。[27]

这些变化对撒丁岛人来说可能区别不大，但变化之频繁使得试图理解元老院与其行省之间的关系时会陷入困惑。其他元老院行省也明显交由皇帝控制，并于公元2世纪重回元老院手中；不过，我们只能说，这些举动从来都只是暂时性的。因此，这当然可能暗示了元老院行省与岛屿地位变化之间的关系，尤其当后者的情况难以被解释时。但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种联系，后续问题就是，为什么皇帝会不厌其烦地为暂时所失去的［行省］作出补偿。他的用意是安抚元老院并保持传统吗？或者说，前副执政官之间是否竞争激烈？他们争夺任期有限的总督职位以及声望，认为有必要因行省暂时脱离元老院控制而进行补偿。（治理元老院行省的皇帝公使会在如3年内撤换3名行省总督——对两个人来说乃是职位的净“损失”。因为相同时期内也无需财务官。）由于缺乏证据，所有这些问题必须保持开放性，尽管我们可以注意到，萨吞尼国库官员的职位相当重要，前副执政官们一度非常热烈地进行争夺——甚至从公元前23年开始，据说奥古斯都为了消除过分的拉票行为，以两名抽签产生的副执政官取代两名由元老院选出的禁卫军长官（praetorian praefecti）。[28]除此之外，已知的还有获取私利的特别机会，如此激烈的竞争似乎非同寻常。但也许真的存在具有类似性质的对行省总督一职的竞争，更不必说能获取私利的类似机会。[29]

我们探究元老院与其行省关系的另一路径是考察他们在特殊情况下的管理措施。不过，这里同样缺乏清晰的模式。当因元老院行省总督无法度过其任期而须作出补救措施时，我们预料元老院会有所行动——在适当情况下与皇帝进行协商。然而，亚加亚和克里特与昔兰尼的行省总督在任期内相继于公元6年及15年去世时，狄奥通常不具体说明这些元老院行省被暂时划分到公使［一方］或财务官［一方］是依赖何种权威。[30]米尼修斯·伊塔卢斯（C.Minicius Italus）被描述为“亚细亚行省的总管，按照皇帝的指示代替已去世的元老院行省总督进行管理”，[31]这个例子很难表明图密善在行动之前征询过元老院的意见。同样，3世纪初委派［皇帝的］总管代替元老院行省总督的其他个案——阿非利加及马其顿各一名，亚细亚共两名[32]——是否有征询过元老院的意见，这一问题仍具有开放性。如果我们接受阿尔佛迪（Alfǒldy）的揣测，[33]即公元122/123年正当皇帝访问西班牙，哈德良的同僚尤利乌斯·普罗库鲁斯（C.Iulius Proculus）在紧急状况下被请求担任贝提卡的临时总督，则可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提前征询元老院意见 的。

可以事先看到，当某个行省临时需要特殊处理，1世纪的惯常做法是挑选或任命一名总督（而非通过抽签随机选出），或延长当前总督的任期。在最早记录下来有关前一种安排的例子中，元老院根据皇帝的主动措施来行事，所以帕基乌斯·斯卡瓦（P.Paquius Scaeva）能将自己描述为“再次成为非抽签产生的行省总督，奥古斯都恺撒以他的权威进行派遣，且元老院法令使塞浦路斯从此恢复国家身份”。[34]公元21年，作为执政官的提比略适时地请求元老院为阿非利加任命一名有兵力和能力征服塔法利纳斯（Tacfarinas）的行省总督；当选择权又回到他手上，他不太满意。[35]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尽管不能证实），公元44年到46/45年，再到47年，在加尔巴皇帝成为阿非利加总督被派遣出去之前，元老院同样有被征询过意见：“没有经过抽签，他获得阿非利加两年：该行省曾因内部纠纷及当地叛乱而动荡不安，他的任务是要恢复秩序。”[36]克劳狄乌斯将亚加亚交还给元老院没多久，马尔提乌斯·梅瑟（Martius Macer）在任期内（citra sortem）被任命为该行省的总督，元老院大概也被征询过意见。[37]至于尤利乌斯·罗穆鲁斯（M.Iulius Romulus，于公元50年晚期？）在任期外（extra sortem）被任命为马其顿总督，我们或能作出同样的揣测。[38]

狄奥没有进行解释，在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统治时期内的各种危机面前，是何种权威让财务官和元老院行省总督的任期得以延长。[39]但特别是在后者的统治时期内，关于延长元老院行省总督任期的碑文证据确认了该皇帝统治下危机频繁的文献资料，[40]可以肯定他对部署元老院行省总督也表示出兴趣。我们知道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统治时期内多达11名总督的任期被延长。此后在1世纪，除已提到的加尔巴的例子外，我们知道任期被延长的有（克劳狄乌斯和尼禄统治时期）阿非利加的两名行省总督、（维斯帕先统治时期）亚细亚的至少一名行省总督、（维斯帕先统治时期）比提尼亚/本都的一名行省总督、（较有可能是维斯帕先，也有可能是克劳狄乌斯统治时期）克里特与昔兰尼的一名或很可能是两名行省总督。[41]元老院本身无疑也延长了尤尼乌斯·布雷苏斯（Q.Iunius Blaesus）在阿非利加的任期。[42]尽管我们无法证明，但可以猜测，在所有其他例子中，元老院有被征询过意见。维斯帕先统治时期作出特殊安排的一个重大原因必定是内战后进行重建的迫切需要。然而，其后没有找到行省总督任期被延长的确切例子——如果我们把阿尼西乌斯·浮士德（Anicius Faustus）的例子排除在外，对他来说，公元217年所剩下的事情已不多了，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被委派到亚细亚的任期终结后被允许来年继续留有该职 位。[43]另外，仅有证据含糊的可能例子如（公元211—213年）尤利乌斯·思卡普拉·特尔突罗（P.Iulius Scapula Tertullus）在阿非利加的例子。[44]

相反，在2世纪及3世纪早期，当预料有需要进行特殊处理时，新措施会取代旧措施；此时行省似乎暂时由皇帝来接管，又或者是由皇帝委托的管理人（curator）或整顿人（corrector）来接管。对于是否接受行省返还，在前一安排已知的最早例子中，元老院明显有被征询过意见；大约在公元110年，普林尼被派往比提尼亚/本都：“［他作为］比提尼亚和本都的全权公使（legatus pro praetore）具有执政官权力，由图拉真皇帝根据元老院的一条法令进行派遣。”[45]相反，科尔努图斯·特尔突罗（Cornutus Tertullus），被认为是接替普林尼成为总督，纪念他的铭文中仅将其称为“神圣皇帝图拉真在比提尼亚和本都的行省总督”，[46]而没有提到元老院，也没有提到象征行省总督权威的执政官权力（consularis potestas）。

《奥古斯都史》表明，马可·奥略留顾及元老院的利益并努力保持元老院行省阵营的规模，这解释了“他［如何］根据战争的需要来任命行省执政官而非行省总督，又或者任命行省总督或副执政官而非执政官”。[47]我们确实发现，近西班牙行省（Hispania Citerior）和贝提卡（分别为皇帝行省和元老院行省）在公元170年摩尔人入侵的紧急情况下均隶属于一个皇帝公使，而授予马其顿总督执政官而非副执政官级别的官职或同样暗示了约公元170年对峙期间皇帝对该区［事务］的介入。我们或可猜测，按马可·奥略留的性格，他应该会就这些变动征询过元老院的意见，但大概如此礼节不会见于作为我们仅有证据的任职履历（cursus honorum）。[48]塞维鲁·亚历山大是又一位皇帝，他在特别任命一名驻亚细亚的骑士总督前同样征询过元老院的意见。因此，相关的阿芙罗迪西亚斯石碑还没有记叙这些措施如何生效就已经断裂，实在令人感到沮丧。[49]最后，普夫劳姆（Pflaum）针对此点作出猜想，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将克里特岛与昔兰尼拆分，将前者分配给一名行省总督，后者给一名［皇帝的］总管。[50]后来，塞维鲁·亚历山大更受元老院欢迎，他将整个地区归还给元老院；但这种返还仅限于他的统治时期内。这种复杂的演变尽管能容许相矛盾的碑文证据同时存在，但在更多资料被发现之前无法得到证实。

埃比克提图（Epictetus）让管理人马克西姆斯（Maximus）宣明他由皇帝亲自任命。[51]此外，我们缺乏这些官员如何被正式委派到元老院行省的相关信息。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完全接管了总督的职位，或他们的职能是否限于某些城市。在比提尼亚/本都，普林尼明显统一［承担］了总督和整顿人的职能，尤利乌斯·塞维鲁（C.Julius Severus）或也如此，他在哈德良统治将结束时被派往该行省。[52]从2世纪晚期开始，我们也发现有元老似乎已经同时成为亚加亚的奥古斯都全权公使（legatus Augusti pro praetore）及自由国家整顿人（corrector liberarum civitatium）。[53]另一方面，从普林尼写给马克西穆斯的信中可知，一个世纪前必需相信后者的任务仅限于调整亚加亚的自由国家（civitates liberae）事务。[54]碑文证据显示，哈德良统治时期，埃米利乌斯·尤库斯（L.Aemilius Iuncus）在那里的职能同样受到限制，这不禁让人相信图拉真统治时期，亚加亚的皇帝公使阿维狄乌斯·尼格里努斯（C.Avidius Nigrinus）也同样受到限制。[55]

我们的确听说有两名负责特别任务的公使由元老院来任命——公元17年，协助亚细亚遭遇地震灾害的城市，还有公元26年，到士麦那（Smyrna）视察为提比略、莉维亚和元老院而新建的神庙。[56]不过，在元老院行省处理特殊任务的皇帝公使更常见，但我们还是缺乏其如何被正式任命的信息。维斯帕先至哈德良统治时期，在阿非利加分配土地的［公使］组成了已知的最大一个群体，尽管至少有部分无论如何也是留驻此地的奥古斯都三世的公使，而非被特殊派遣的土地委员。[57]关于他们的工作，碑文证据没有提示元老院是否事先被征询过意见。克劳狄乌斯任命阿奇利乌斯·斯特拉博（L.Acilius Strabo）为委员去决定阿皮安（Apion）国王留给罗马的昔兰尼土地权属问题，元老院事先的确没有被征询过意见，对此进行特别确认是有益的。[58]当阿奇利乌斯作出了对土地占有者不利的决定时，他们于公元59年向元老院提起公诉。然而，塔西佗交待了元老院如何不得不表现谦卑，承认其因不了解克劳狄乌斯的指令，而无法就阿奇利乌斯的决定提出公诉，所以该问题必须交由皇帝来处理。[59]碑文证据还是没有提示维斯帕先派帕格尼乌斯·阿格里皮努斯（Q.Paconius Agrippinus）前往昔兰尼担任土地委员之前，元老院是否有被征询过意 见。[60]

普夫劳姆认为，这些来到昔兰尼的皇帝官员是由皇帝进行任命的元老院行省总督公使，而非额外公使。[61]尤利乌斯·塞维鲁可能也是这种身份，据一份铭文显示，他“由神圣哈德良的一封信及遗嘱附件（codicilli）被派遣为公使（legatus）”。[62]还有后来在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和卡拉卡拉统治下被派往亚细亚的海迪乌斯·洛利亚努斯·普劳裘斯·阿维特斯（Q.Hedius Lollianus Plautius Avitus），[63]或许还有被派往阿非利加的埃格纳提乌斯·普罗库鲁斯（A.Egnatius Proculus）。[64]我们还注意到，一名高级执政官尤利乌斯（？）·阿维特斯（Julius［?］Avitus），他管理完亚细亚后又被卡拉卡拉派去为塞浦路斯的行省总督出谋献策。[65]无论这类特别官员的确切身份为何，毫无疑问是皇帝首先采取行动使他们获得任命。他们担任皇帝公使，元老院很有可能在任一阶段都没有被征询过意见。

皇帝如何从元首制起就向个别元老院行省总督发布直接指令，这点几乎无需多述。[66]大概在公元16年，即使是提比略也可以命令如阿非利加行省总督埃利乌斯·拉米亚（L.Aelius Lamia）这样的高级人物去修路，后者在石碑上公开了这件事。[67]我们于是惊讶地发现公元64/65年的行省总督图比留斯·德克斯特（L.Turpilius Dexter）“据尼禄皇帝的权威及元老院的法令”在克里特岛为土地划定边界。[68]但皇帝征询元老院意见这个明显不寻常的例子或可以上文提到的窘境来说明——公元59年，元老院由于不知晓克劳狄乌斯的指令，不得不承认其无法对其公使在同一行省另一边的决策提起公诉。同样，根据传统的判断，公元64年尼禄在此事上对待元老院的圆滑态度也许在［人们的］意料之外。更有可能的是，公元88/89年，元老院行省总督蓬波尼乌斯·加卢斯·狄第乌斯·鲁弗斯（C.Pomponius Gallus Didius Rufus）在昔兰尼进行类似的工作仅仅是因为收到图密善的直接命令。[69]

我们了解到皇帝的行动，相比之下，我们缺乏元老院采取主动，向任何总督（行省总督或皇帝公使）发出命令的证据。[70]不过，要同时强调，这是意料中事。即使是来自皇帝，自发的通信也极少见。一般来说，他只限于施行正义以及回应质疑或请愿。罗马人认为这些职能是政府的主要作用，元老院的职能亦如此。然而，通过相关的例子可以肯定元老院发挥职能时没有遇到障碍，例如公元177年前后，发言人提出要降低角斗竞技支出的主要意见（sententia prima）。在仅有的一段中，他很可能设计出独立于皇帝谕令（oratio）的计划，[71]他主张所有总督应采取的措施并总结道：“让不久前被派遣为元老院行省总督的上层公民（viri clarissimi）知道，他们每个人都应该在一年［的任期］内完成这个任务；让那些非抽签选举出来的行省管理者也在一年内完成任务。”[72]要是这个计划被采纳，则元老院下一步将准备通知总督。公元238年，元老院肯定有将其罢免马克西米努斯的决定告知全体总督。[73]

除了向个别元老院行省总督发出直接命令，我们必须考虑那些经常性训示（mandata）——发给就职官员的“指令”。从一开始，皇帝阵营的行省总督以及由皇帝进行任命的其他各类官员似乎都收到过这些［训示］。狄奥更进一步，他明确说明从公元前27年起，元老院的总督也收到来自皇帝的训示。[74]他这种说法为不同学者所接受或拒绝，但直到最近，一贯的难题仍是接到训示的元老院行省总督的最早例子，这似乎是公元134/135年担任亚细亚总督、后来成为皇帝的安东尼·庇乌斯[75]——换言之，公元前27年后的一个半世纪后。不过，波顿（Burton）[76]现在把注意力引向亚细亚最早的两位行省总督，他们在发给城市的信中引用过“指令”——克劳狄乌斯统治时期内，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Cn.Domitius Corbulo）写给执政官的信；约公元111/112年，法比乌斯·波斯图米努斯（Q.Fabius Postuminus）写给埃赞尼（Aezani）的信。

元老院行省总督收到这些“指令”的证据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这些证据可能无法为进一步的说法提供同样坚实的［论证］基础，第一种说法是自公元前27年他们经常收到训示，第二种说法是这些训令由皇帝直接发出。这两种说法都值得我们停下来认真思考。在第一点上我们没有证据，尽管可以考虑到两个负面印象。第一个印象与图拉真统治时期普林尼在比提尼亚/本都所揭露的情况有关。在他的《书信集》（Letters）第十卷，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大概印象：行省的前任总督始终不是由任何权威来指挥行动，或至少完全无法将指令转化为行动。更具体地说，如果这些行省总督定期收到皇帝的训示，则这个例子似乎令人诧异，即图拉真本应等到普林尼就任总督才引入社团禁令。[77]第二，浏览截至2世纪初已知的索贿罪审判（repetundae trials）清单（尽管无疑是不完整的），可以看出皇帝公使比元老院行省总督受到的指控次数更少。这种差别可用多个原因来解释，尤其是任何针对皇帝公使的攻击都会被谨慎对待，而行省的人或不觉得行省总督与皇帝也同样关系密切。[78]确实，部分原因可能是缺乏如此紧密合作的惯例，所以图拉真在把比提尼亚/本都转到自己的行省阵营时决定偏离1世纪的做法，并任命一名执政官为总督，让他直接向自己负责。狄奥评论道，元老院行省的总督渐渐由皇帝决定而非抽签决定，这是由于后一种方法选出的某些人治理不善，这也暗示了其与皇帝之间没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所以最多只有非经常性的训示。[79]

第二种说法——训令由皇帝直接向元老院行省总督发出——更微妙。已提及的3个例子中均没有具体指出权威来源，而众所周知，狄奥很少关注程序及政制细节，这又是奥古斯都与他的某些同代人非常重视的部分。对狄奥来说，公元前27年标志着彻底君主制的创立。[80]从字面上看，有种说法认为此后奥古斯都定期向他的行省总督发出训示，这使得同时将皇帝行省和元老院行省进行区分变得毫无意义，似乎还会和他那时想在执政官同僚之间保持平等关系的意图有所冲突。[81]行省总督如此接受指令，自那一刻起元老院在事实上失去了对其行省阵营总督的控制，且行省总督与皇帝公使唯一的差别是任命方法及任期长短。我们可以相信这是狄奥生活时期的状况，甚至是更早期的状况。然而，我们很难认为公元前27年这种新安排是奥古斯都从一开始就计划的一个明目张胆的骗局。同样，他的那些在管治中寻求元老院合作的继承人不可能想拒绝元老院对其行省阵营的某些控制。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确实从一开始皇帝可以不时就某些事务与元老院行省总督进行沟通。但倘若他们还定期向其发出训示，这似乎会让人摸不着头脑，即奥古斯都与提比略同时仍不辞劳苦地争取元老院的授权，例如为了阿古利巴[82]和日尔曼尼库斯[83]的东方代表团。又或者是克劳狄乌斯在统治初期要联合元老院向吕西亚的公使（Q.Veranius）发出指令。[84]

在考虑训示的权威来源时，也许已经有现成的假定认为没有一个训示发自元老院，理由是据说缺乏所有相关的证据。[85]事实上，在这方面有两段话值得留意。公元1、2世纪初，尤韦纳尔（Juvenal）在警告一名未来总督时所暗示的似乎是元老院的训示，“注意法律规定及元老院的指令……”[86]第二，塞维鲁法学家卡利斯特拉托斯（Callistratus）在他的著作《关于审理》（De Cognitionibus）中题为“关于公共建筑”的摘录里特别提到某个未知日期的元老院训示：

任何人若想由别人以大理石或其他方式修建的建筑物来显示权威，并承诺根据人民的意愿来操作，则元老院决定同意此举，让他本人的名字刻在建筑物上，尽管原来的负责人名字应被保留。然而，同样的训示也警告说，个人若有花费金钱于以公款修建的建筑物上的，要刻上他们的名字时，应提及其为该建筑物所贡献的金额。[87]

卡利斯特拉托斯的时代，对新建公共建筑的竣工情况作出正式监督，这长期以来都是总督职责的一个明显组成部分，[88]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发现元老院发出过这方面的指令。

根据上述所有证据，应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即元老院确实向行省总督发出过“指令”，最常见的也许是针对皇帝的动议。［指令的］发出单位和后者［皇帝］自行发出指令在实践上几乎没有不同。不过，这些微妙差别不仅在政制术语上意义重大；尤其针对经常性的皇帝指令还能避免对阿非利加和亚细亚的行省总督造成冒犯，他们因官职而得到元老院成员的高度尊重。元老院也被提供必要程度的有节制的主动权，许多皇帝也热衷于助长这种主动权。我们至少可以合理地认为，1世纪，元老院在向行省总督发出指令时发挥了某种作用，即使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作用，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这些行省总督被委派到有特殊需求的地区——如帕基乌斯·斯卡瓦被派往塞浦路斯，或加尔巴被派往阿非利加。此外，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假定元老院愿意接受返还的行省，则肯定是［由于］其批准一位普罗库鲁斯三度担任纳庞西斯的公使。[89]

要确定元老院在指挥行省总督及与其进行沟通时可能发挥的作用，就会遇到大量难题。但当我们反过来去考虑他们是否有向元老院或皇帝征询意见及程度如何，不确定的因素就更多了。波顿恰当地强调了对后者进行咨询在证据上的不平衡。主要的证据来自法学家，且只能追溯至2世纪初期。缺乏1世纪的文献证据，1、2世纪的铭文也不多。尽管如此，贫乏的碑文材料至少清晰表明，即便在1世纪，元老院行省总督可能有征询过皇帝的意见。[90]他们有否征询过元老院的意见？对此，我们没有证据。就2世纪来说，我们很难期待会有。至于1世纪，还有一些疑点。若将发掘出一个例子，我们对此亦不会感到惊讶。既然如此，我们不能从沉默中得出结论，尤其当征询皇帝意见的证据仍如此少，且我们对于总督向罗马报告事务的频繁性（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毫无概念。更何况他们所遇到的各种不同情况，其中很大一部分必定取决于他们的个别经历和性情以及对皇帝或元老院的评价。此外，元老院行省总督的任期很短，以至于至少在较远的行省，似乎每年在离任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内询问的意义不大。[91]

在关于作为立法团体的元老院及其职能的任何研究中，元老院对其行省［事务］的介入必被论及，但当尝试对这种介入的性质进行概括时，可看出能确定的部分如此之少。至少自2世纪初期，元老院行省与皇帝行省之间没有明显区别，除了对总督进行任命并决定其任期长短的方法外。此前，由皇帝向元老院行省总督发出训示并接受其对某些问题的咨询。直到2世纪晚期，仍有努力保持元老院行省数目的尝试，或因此使元老院感到满意且能保持元老院成员的总席位数。在更早期，皇帝确实可以行使权力向元老院行省总督发出命令，反过来他们也可以向他请求意见。然而，最不确定的一点是，这个时期，皇帝的［权力］侵占行为是否使元老院失去介入其阵营的所有权力。在我看来，并不如此。相反，正如在其他领域，皇帝的侵占行为是个渐进的过程。在1世纪，元老院如在其行省一样，确实在监督工作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即便这主要是在形式上。在这方面，克劳狄乌斯·提马克斯（Claudius Timarchus）说过无礼的话，他说自己对离任的行省总督是否应得鼓掌致谢一事有重大的影响力。[92]有人认为这是对元老院的冒犯，这表明，公元62年，克里特岛和昔兰尼仍被看作“它的［元老院的］”行省。[93]当有特殊需求时，确实经常是由皇帝采取主动；不过，在1世纪，可以看到他继续就其意向征询元老院的意见。

总而言之，尽管元首制时期元老院在行省管理及其他事务上明显失去了主动权，应记住元老一直忙于行省事务且必定在大会上继续保持显著地位。许多元老在意大利以外必定也享有广泛的私人利益。更多的元老院议员本身来自行省。且不论背景如何，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晋升很快获得或多或少的行省经验。也正如我们所见，直到2世纪，诸团体在帝国范围内提出的事务或直接上报给元老院或通过皇帝提交至元老院。此外，元老院继续为整个帝国立法，且听取控告总督管理不善的案件。最后，如下一章所示，我们惊讶地发现，皇帝始终把皇帝行省及帝国边界以外的事态发展告知元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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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外交、军队及对外事务

第一节 元老院使团

在元首制时期，如同共和国时期，使团仍由元老院來派遣，尽管派遣原因通常不一且频率或比现时少，至少从少量幸存证据判断出来是如此。元老担任使节的主要原因似乎是迎接新上任的皇帝。尤其是皇帝登基时若远离罗马，则要第一时间派遣元老院代表团。且在所有情况下（除元首制时期结束前某些皇帝从不到［罗马］城的情况外），或早或迟会有一个抵达（adventus）或到达罗马的正式仪式。在后一种情况下，必需严格区分正式与非正式仪式，尽管两者间的实际差异或许轻微。

在共和国晚期，各级别元老会在某些重大场合不拘礼节地迎接返回罗马的杰出公民。公元前57年，西塞罗结束流放返回时，受到如此荣耀；公元前45年，尤利乌斯·恺撒从西班牙返回时，亦受到如此荣耀。[1]屋大维于公元前31/30年冬登录布林迪西（Brundisium）时，几乎所有元老院议员都到那里迎接他，且在公元前30年，他们正式决定当他［屋大维］进入罗马时，维斯塔贞女、元老院及携同妻儿的人民应出门迎接。然而，他明确要求不要实施此项法令。[2]

然而，我们听说元老院于公元前19年第一次正式派遣使节去迎接奥古斯都——一项前所未有的荣誉，正如他在《功业录》所声称：“在元老院的命令下，一些副执政官、平民保民官，还有执政官卢克逑斯（Q.Lucretius），以及城邦的领头人都被派往坎帕尼亚（Campania）迎接我，这项荣誉迄今为止只为我而立。”[3]奥古斯都在此暗示使节仅仅是派来迎接他。然而，狄奥的解释或更准确，他说那些人第一时间被派去将罗马的不安局势告知皇帝，因为他本人不愿担任执政官，试图填补他职位的行动引发了暴乱。[4]我们再没听说有这样向奥古斯都派遣的使团。相反，他明确说明自己不喜欢在罗马或其他城市举行正式的到达及离开仪式，并尽其所能去回 避。[5]

在元首制时期的其他日子，我们只知道元老院同意在赛扬努斯和提比略进入罗马时都能得到正式迎接；[6]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公元128年夏，克鲁维乌斯·马克西姆斯·保利努斯（P.Cluvius Maximus Paullinus）或作为前副执政官，担任了“元老院派去迎接返自阿非利加的哈德良皇帝的使节”。[7]据《奥古斯都史》记载，马克西米努斯于公元238年去世后，由20名元老组成的使团以相似方式去迎接从阿奎莱亚（Aquileia）返回罗马的普皮恩努斯（Pupienus）。[8]部分肯定是出于偶然的原因，我们并不知晓元老院为到达罗马的皇帝实际派出使团的更多例子。不管怎样，这样的需求变得不那么迫切了，［因为］城里每位符合资格的元老重视的是在类似场合进行迎接的非正式义务，正如我们在前述章节所见。[9]

新皇帝登基时若远离罗马，则元老院要立刻派遣使团。公元68年，加尔巴（在西班牙）得到了这种荣耀，[10]次年，维特里乌斯也如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公元69年晚期，一项要求使团前往亚历山大（Alexandria）迎接维斯帕先的建议引发了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与伊普里乌斯·马塞勒斯之间的激烈争论，前者要求由宣过誓的元老官员个别挑选使节，后者支持执政官代表的动议，即遵循传统的抽签办法。最后传统［方法］获胜。[11]

同样，提比略统治初期，据安排元老院应就奥古斯都的离世派出由公元13年的执政官穆拉裘斯·普兰库斯（L.Munatius Plancus）带领的使团向日尔曼尼库斯表示慰问，并代为授予其行省总督治权（imperium proconsulare），此乃提比略先前的请求。该代表团抵达阿拉·乌比奥鲁（Ara Ubiorum）与日尔曼尼库斯碰面后，随即卷入日耳曼军团的叛乱中。[12]公元69年1月初，由加尔巴在“令人可耻的犹豫不决”中选出的元老院使团，[13]原本旨在调停发起兵变的日耳曼军队，后被奥索（Otho）召回。据塔西佗记载，表面上是由元老院重新挑选的代表团及后被派往日耳曼接近两方军队，即意大利军团和卢迪楠（Lugdunum）军队。[14]然而，这些使节自愿改旗易帜并依附维特里乌斯。4月中，奥索死讯在罗马公布，元老院向日耳曼军队派出第三个使团，且在提西努姆（Ticinum）与维特里乌斯会面。数月后，在其统治期结束前数日内，后者反过来请求元老院派出使节与弗拉维领袖们议和。[15]

马提亚尔（Martial）的话暗指公元97年，由抽签产生且可能包含元老在内的使团，被派往日耳曼南部（Upper Germany）向图拉真传达其被过继给涅尔瓦的消息。[16]差不多一个世纪后，即公元193年，一元老代表团原被派往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的军队，以阻止其推翻狄第乌斯·朱利安的计划；但这些使节投靠了塞维鲁。[17]及后，朱利安建议元老院、维斯塔贞女及祭司们出来迎接塞维鲁并向其进行恳求，元老院以其徒劳无功加以拒绝。[18]最后，元老院命令处死朱利安，后派出代表团向塞维鲁授予权力。据说，该代表团成员有100人，在因特兰纳（Interamna）进行迎接。[19]

当统治期内的皇帝不在罗马或意大利时，元老院使团亦可与其联系。我们听说，公元前16至前13年奥古斯都在西部时，由元老院及人民组成的使团请求他返回罗马。[20]公元29年，元老院向退隐至卡普里岛（Capri）的提比略派出代表团（同年，赛扬努斯亦得到同样荣誉）；公元31年，赛扬努斯去世时亦如此。[21]公元39/40年，盖乌斯在日耳曼及高卢出征时，当他发出盖图里库斯已被处决的消息，[22]一元老院使团（包括被直接任命而非抽签选出的克劳狄乌斯）被派去向其传达祝贺；及后，另一规模稍大的使团被派去请求他立即返回罗马。[23]据奥略留·维克托（Aurelius Victor），[24]公元117年，正是元老院提出——尽管是转达的——请求让图拉真从东部前往罗马。在这点上，最后波修斯·欧普塔图斯·弗拉玛（Porcius Optatus Flamma）于公元197年担任“使节，由最尊贵的元老院派往在日耳曼的同一位君主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及在潘诺尼亚（Pannonia）的命中注定为皇帝的安东尼·恺撒（Antoninus Caesar）”。[25]

我们发现了元老院主动接近皇帝以外的人的一个罕见事例。公元24年，在与塔法利纳斯作战结束后，一元老院成员被派去向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的托勒密（Ptolemy）转赠传统礼品，如象牙权杖及刺绣长袍，并称其为王、盟友及同伴。[26]许久以后，公元238年，马克西米努斯被剥夺权力后，戈尔迪安（Gordian）一世和二世共同被宣布为王时，元老院肯定再次主动派出被选中的元老院成员及著名骑士去争取行政总督的支持。[27]然而，这些都是例外情况。更确切地说，这反映了皇帝对国家所有事务的控制，如我们所见，元首制时期，元老院大多只限于向皇帝或皇室成员派遣使 团。

第二节 使团接待及其他外交事务[28]

正如波利比阿斯（Polybius）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所承认的，共和国时期，使团接待是元老院一项重大且专有的特权。[29]事实上，在［元首制］晚期，由此而来的公事压力极大，以至于元老院需要依据《加比尼亚法》（Lex Gabinia），在每年整个2月里，天天只为此事开会。[30]可以理解的是，公元22年，在希腊城邦进行的庇护权调查激发了塔西佗的想象：“那天，真是奇象，元老院调查前人曾授予的特权、与盟友达成的协议以及帝国时期前统治过罗马的国王曾颁发的法令，乃至神的祭仪；一如既往，它可以自由承认或修 改。”[31]

正如共和国晚期使团要伺候如尤利乌斯·恺撒那样的强力个人，元首制时期到来时，使团也要如此与皇帝和元老院打交道。随着后者的权力被皇帝比下去，其在外交上的作用也因此慢慢减退。狄奥提醒他的读者，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元老院处于皇帝阴影的笼罩下，如何在某些场合中继续与国王及各民族派出的使团和传令官进行谈判。[32]一种诠释是，公元前27年，作为执政官的奥古斯都和阿古利巴在发出有关占有公众地方的命令前，或遵循了元老院在行省的处理办法，后者还授权执政官执行其裁定。[33]然而，与奥古斯都打交道的使团越来越多，于是，自公元8年，年老患病的他便委托3名执政官负责接待。据狄奥记载，这3名执政官可以发表回应，“除了在需要元老院和奥古斯都作出最后决定的事情外”。[34]这种特权明显限于意大利及元老院行省，尼禄在登基演说中对此进行了确认，据塔西佗所言：“元老院要保留其古老职能。［这项特权］适用于执政官，意大利和元老院行省［的官员］可以享有。我本人会看管交托给我的军队。”[35]

尽管元老院接待的使团数目明显下降，但我们仍无法从细节上去了解这种趋势的发展速度及严重程度。至少可以认为，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过后，随着普遍和平时期的到来，外交活动有所减少；并且，共和国时期过后，确实再没有听说整个2月都开会的特殊需要。不过，元老院或发现其在奥古斯都的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继承者们的统治下仍异常忙于接待使团。因此，除了仅仅在辩论中刁难对手的特别请求外，阿西琉斯·加卢斯（Asinius Gallus）可以声称，公元16年，元老院本处于春假期间，大量从意大利和行省过来的代表团在等候一场审讯。[36]塔西佗在《编年史》中的记录呈现了某两年外交事务特别多。我们无法说清，到底这个数量是否真的不寻常，或事实上在别的年份是否有相当数量的使团因某种原因而未被记录。至少，我们可以合理地揣测，公元25年，前元老院行省总督（proconsul）弗隆提乌斯·卡皮托（Fonteius Capito）的审判让亚细亚某些代表过来了，且塞西卡斯人（Cyzicenes）努力回应对其的控告。同年，来自贝提卡、斯巴达和迈锡尼、赛杰斯塔及马西利亚（Massilia）的代表团也来了。[37]同样，公元53年，斯塔提留·陶鲁斯（Statilius Taurus）的审判大概也让阿非利加的代表们过来了，而很有可能科恩（Coan）使团本该露面来支持克劳狄乌斯免除岛上税负的提议。[38]据说，同年提出申请的有一同得到尼禄支持的伊里昂（Ilium）和博洛尼亚（Bononia），还有罗兹岛（Rhodes）、阿帕米亚（Apamea）及拜占庭。[39]来罗马使团的惊人数字进一步反映在塞内加[40]和塔西佗的一般评论中，[41]再是在2世纪早期普鲁塔克（Plutarch）[42]的一般评论中，尽管这些作者没有特别指出使节寻求的是皇帝，还是元老院。

据我们所知，相关的幸存证据较不完整，以至于我们无法准确估计元老院在外交活动上的活跃程度。举例说，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因恶政而受审的情况很普遍，且必定涉及行省的代表团；然而，我们难以声称已掌握提交至元老院的所有案件的完整清单。[43]若不是塔西佗记录了公元62年克劳狄乌斯·提马克斯受审时特拉塞亚·培图斯（Thrasea Paetus）的言论以及由此通过的法令，我们则不会理解行省的调解人（concilia）向元老院派遣使节以向总督致谢，这于那时显然是一个常见惯例。[44]对后者［总督］来说，若被控告，此类言论将成为重要证词；相反，若致谢理由仅仅是众多证词以外的又一条，元老院在通常情况下也许只会感到厌烦。[45]或在元首制早期，来自亚加亚、曾两度向元老院致谢的某人在曼提尼亚（Mantinea）得到荣耀；他的骄傲之处在于他是赞扬而非控告行省总督。[46]完好保留在阿非利加的吉格修斯（Gigthis）、用以纪念凯基利乌斯·克洛狄亚努斯（？）·埃利亚努斯（Caecilius Clodianus（?）Aelianus）的铭文显示了他也在担任使节时投入了很多精力，“上层公民执政官”（clarissimi viri consulares）［的称号］因此为他的“虔敬”（pietas）与“热诚”（studium）作证。[47]若这种优良美德具有重要意义，则我们乐于推测，他或许也在元老院面前赞扬了行省总督。但遗憾的是，我们未被告知他作为使节去往何处，但不应忘记他本可将此类赞扬传达给皇帝。我们发现，一名来自亚细亚的斯特拉托尼斯-哈德良堡（Stratonicea-Hadrianopolis）使节在提出请求时向哈德良传达了赞扬。[48]

此外，我们或能比较确定的是，锡拉库扎于公元58年请求增加可参加角斗表演的人数（大概经由使团提出），这绝不是元首制时期城市申请小项特权的唯一个案。事实上，塔西佗向我们保证，他本来也会略过这个例子，要不是它遭到特拉塞亚·培图斯的激烈反对。[49]对此，普林尼也不感兴趣，[50]他于公元100年援引申请个案时谈到这类表演在元老院事务中明显是微不足道的。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些通常需要使团参与的事务。因此，若我们相信位于尼西亚（Nicaea）的哈德良拱门两旁、经修复的受损铭文，[51]则可见在如授予城市首府（metropolis）地位一事上，元老院与皇帝一同发挥了作用。这来自一封估计不早于3世纪、被鉴定为行省总督所写的信，[52]在某个阶段，元老院也必曾授予以弗所（Ephesus）优先权，尽管除了有关的一般资料外，我们并不了解详情。同样，塞维鲁·亚历山大统治时期，[53]一行省总督写信给阿芙罗迪西亚斯，信中笼统地提到免除总督来访的又一特权，这或许早已得到元老院法令的承认，但我们恰好再没有元首制时期的例子可提供。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元老院可能授予行会的各项特权，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与卡拉卡拉于公元205年向诺里库姆的皇帝行省殖民地发出的法令中有过笼统引述。[54]更重要的可以说是社团（葬仪团体除外）的组建，因需要得到元老院的许可，大概也需要代表团的参与。尽管并不是所有社团都充分遵守要求，[55]但有关要求显然并非形同虚设，因为普林尼在上述一段话中可把相关事务说得同样微不足道，但就在3世纪中期，社团拟定的文献确实提及集会权获得元老院法令承认。[56]尽管如此，除了安东尼·庇乌斯统治时期基齐库斯（Cyzicus）获准组建一个新人（neoi）（“青年”）团外，没有迹象表明向元老院派遣代表团的惯例继续存在。[57]然而，罕见的是，公元136年，成立于拉努维乌（Lanuvium）的一个葬仪团体竟不怕麻烦，在其规则中引用元老院法令的相关条款来显示其无需请求许 可。[58]

关于城市在自然灾害后请求获得援助的重要申请，我们确实没有掌握到完整信息；狄奥说，完整的列表将无穷无尽。[59]垄断［问题］乃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之事的最后一例，但此事要求元老院进行讨论并与行省人民打交道。弗拉维时期，大普林尼在解释刺猬皮如何被用来制衣时，评论道：“即便在此，骗子也发现垄断乃一大利润来源，没有比这更频繁地成为元老院法令的主题了，每位皇帝无一例外地收到来自行省的抱怨。”[60]幸运的是，与此段或有关的两份证据残篇对我们当前的研究均有重大意义。苏维托尼乌斯提到，垄断问题是提比略与元老院仔细相讨的众多事项之一，且此事也是皇帝热衷于仅使用拉丁词的一个例子，其中提到他在使用“monopolium”［垄断］一词前会先请求原谅。[61]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推测，提比略（不提别的皇帝）曾邀请行省代表团一同讨论该事。

元老院在接待使团上所发挥的作用降低，部分原因是所有这类事务也可由皇帝来完成，完成情况或更好——且他的反应或许更迅速和果断，相比起一个特权比他过去还更不确定的立法团体来说。恰好在期望不能被满足时，从阿非利加元老院行省被派往提比略的使节采取了不寻常的权宜之计，他们放弃他［皇帝］而转向执政官们。[62]同样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有一罗兹岛人因代表他的城市向维斯帕先“以及他的全部家人、神圣元老院，还有罗马人民”传达忠诚和友好而被授予荣耀，仍不清楚的是他实际上是否有在元老院以及皇帝面前出现。但可推测，他因完成了使命而据说获得的待遇是由后者［皇帝］授予。[63]尽管如此，元老院行省和皇帝行省［的人］先是与元老院打交道，另一继续与使团有关的一般问题（究竟和谁打交道）反映在一份未标日期的元老院法令中，其中规定受城市委任的使节在完成任务前不得处理其事务或私 事。[64]我们无法发现尼禄首次将元老院的外交角色限制在其［元老院］行省范围内的做法是否有效，但也许这样的限制很快便被忽略，正如许多其他的一般命令。我们可以注意到，正是及后尼禄于公元62年发出的一个动议禁止了来自元老院行省及皇帝行省的使节为赞扬他们的总督而接近元老院。[65]确实，自公元54年，我们无法找到皇帝行省［的人］因非审判事务而前来的具体例子，但我们所掌握的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以外的证据如此贫乏，为偶然事件赋予过分意义也许是不恰当的。

与宗教有关的请求也是提交给元老院的众多事项之一，至少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是如此。举例说，公元15年，西班牙人申请在塔拉戈（Tarraco，一皇帝行省）修建奥古斯都神庙。类似的还有公元23年来自亚细亚的城市申请修建一座纪念提比略、莉维亚和元老院的神庙，接着是公元26年请求元老院决定神庙位置。[66]公元25年，贝提卡为了以同样方式纪念提比略和莉维亚而向元老院告 假。[67]

我们发现，意大利的一些使团发出的请求更多样。因此，提比略统治时期，我们听说特雷比亚（Trebiae）请求使用遗产来建设道路而非剧场。[68]结果，该城也许会后悔在此［向元老院］而非向皇帝发出请求，当时他准备迎接请求被通过，却意外地遭遇元老院大部分人的否决。在克劳狄乌斯统治下，博洛尼亚在公元53年一场大火后寻求救助，5年后，普托利的委员会和公民因相互指责而请求裁决。[69]公元105年，维塞提亚（Vicetia）因一元老申请在他的庄园上办市集而提出抗辩。[70]此外，铭文上的许多例子可表明，意大利社区内的其他纠纷也被提交至元老院解决。[71]遗憾的是，当前无法获知这些事情的深入见解及事情发生的具体日期。至于由皇帝解决的纠纷，似乎缺乏可作比较的残存的铭文证据，我们仍无法确定这是否只属于偶然现象。

同样，救助请求也来自行省。公元前20年、[72]公元17及23年，东部城市在地震过后发出请求，接着是阿帕米亚的佛里吉亚（Phrygian Apamea）于公元53年发出请求。[73]公元161年，马可·奥略留针对基齐库斯抗震救灾一事再次在元老院进行讨论。[74]公元15年，亚加亚和马其顿请求减轻负担。塔西佗并没有具体说明叙利亚和犹太于公元17年向哪方发出类似请求，尽管我们确实知道提比略将此事交给了元老院。[75]公元53年，伊里昂（Ilium）和拜占庭获得救助；其后一年罗兹岛重获自由。[76]公元25年，赛杰斯塔在厄律克斯重建维纳斯神庙一事上寻求帮助。除了请求与纠纷，同年，马西利亚（Massilia）就接收某罗马流放犯遗产一事寻求许可，元老院还在斯巴达和迈锡尼（在亚加亚的皇帝行省）之间裁定黛安娜·林纳提斯神庙的所有权。[77]

在某些情况下，元老院会自行邀请或要求使团出面。例如，公元15年，被委托处理台伯河泛滥的官员大概有让涉事城镇的代表团出面。[78]公元25年，基齐库斯肯定也被邀请去回应城市受到的控告，[79]同样的事情也许发生在公元44年元老院审理针对罗兹岛的类似案件时。[80]我们可以揣测，公元27年，费德内的代表团在调查当地角斗表演事故上发挥了作用。[81]毫无疑问，公元70年，塞纳（Sena）当局被传唤来为其对曼留斯·帕楚因努斯（Manlius Patruinus）乃至整个元老院的侮辱行为负责。[82]

我们的证据大多关于各个立法团体和民族的使团，然而，不应忘记单独个人仍有与元老院接触。共和国晚期，元老院于公元前78年及屋大维于公元前41年让具有特权的异邦人（peregrini）及其子嗣（不论是否是罗马公民）有权就私人事务亲自或由使节前来提出请求。[83]公元前4年，行省普遍被授予提出勒索钱财指控的类似特权；[84]我们甚至听说，此后相关安排经过调整，有单独个人联合提出这类指控。[85]我们发现，元首制早期，奥古斯都和盖乌斯皇帝为个人能被豁免遗产法律的管辖而与元老院接触；[86]公元44年的一条元老院法令禁止因谋利而拆毁建筑物，公元56年3月2日，阿利亚托利亚·塞尔西拉（Alliatoria Celsilla）的亲属为她取得免除遵守该法令的权利。[87]相比之下，据塞维鲁·亚历山大，[88]元老院或皇帝极少赦免那些因把自己名字写进他人遗嘱而受罚的人。塔西佗解释道，公元60年，在尼禄的鼓动下，规定了市民法庭的上诉人向元老院上诉时，须支付的保证金与皇帝上诉时所需的金额相当。及后，他提到名义上收养了孩子的父亲们于公元62年提出请求，以及一名尚未成为元老院成员的元老阶级青年于公元70年向元老院提出请求。[89]我们更常听到的是如何向元老院请求委派守护人，以及取代那些已变成聋子、哑巴或疯子的旧守护人。[90]最后，昆体良至少设想，个人向元老院寻求自杀许可在理论上行得通——尽管没有可援引的例子。[91]

我们已经注意到元老院是如何走向衰落，因个人或诸团体提交的各类外交事务均没有超出皇帝的能力范围，并确实由皇帝来接手处理。他同样可以委派守护人、[92]向社团发放许可、[93]允许角斗士超过核定人数、[94]授予三子法特权（ius trium liberorum）、[95]批准在公共用地修建各类建筑物、[96]禁止从公共河流提水，[97]甚至授予上述所有权利与特权。结果，似乎到了2世纪中期，元老院在外交圈的作用基本消退。总的来说，正如我们所预期的，元首制时期的铭文所提到的使团，加起来不过是众多据说派往皇帝的使团中的一小部分。[98]确实，某些荣誉法令（提到这些代表团的最常见文献）说得还是含糊，仅仅提到使团“前往罗 马”。[99]然而，这种趋势不会错。元老院行省只有在恶政控诉上似乎还能免除皇帝的干预。否则，皇帝就如元老院一样可能要面对来自帝国各地的请求，而不仅仅是皇帝行省的请求。我们已经知道有人在皇帝而非元老院面前赞扬行省总督。同样，早在公元前20年，劳迪希亚（Laodicea）、推雅推喇（Thyatira）和希俄斯（Chios）在地震后向元老院寻求援助，塔拉勒（Tralles）却直接向皇帝提出请求。[100]公元前15年，在另一次地震过后，奥古斯都本人再次帮助塞浦路斯元老院行省的帕福斯（Paphos）。[101]及后，公元前2年，卢修斯·恺撒（Lucius Caesar）刚去世，比萨（Pisa）的城镇委员会希望严格按照罗马元老院的规定来执行纪念仪式——却还是向奥古斯都派遣使节以请求许可。[102]同样是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起，与帝王祭仪相关的所有申请几乎都是向皇帝发出，而向元老院发出的上述申请却渐渐变成例外。在提比略统治下，克里特岛人（Cretans）是向皇帝而非向元老院传达他们对行省总督随从俄西乌斯·弗拉玛（Occius Flamma）的不满。[103]

不仅个人和团体可自行选择主动接触哪个官方，连皇帝也可自行决定保留哪些外交事务，我们本也期待他在这些事务上征询元老院意见。例如，克劳狄乌斯于公元48/49年、哈德良于公元119/120年确认前任皇帝和元老院分别向酒神节艺术家[104]和阿芙罗迪西亚斯[105]授予的特权时，明显省去了向元老院征询意见。但总的来说，正如将看到的立法问题，我们无法捉摸皇帝为什么把某些而不是另一些议题提交给元老院。

我们可以举例说明，直到马可·奥略留时期，在某些情况下，皇帝仍旧征询元老院的意见。例如，早在公元前23年，提里达提斯（Tiridates）和弗拉特斯（Phraates）使节让奥古斯都解决争端时，他把他们带到元老院面前，及后，元老院将此事交回皇帝进行裁决。[106]我们从塔西佗关于提比略统治情况的记录得知，元老院于公元22年针对亚细亚、克里特和塞浦路斯滥用庇护权一事作出裁决。[107]不过，他的措辞暗示了这个问题移交自皇帝，若这段插曲与米利都的一段铭文之间有直接联系，则此事大有可能，该铭文纪念的是一位“为狄迪马（Didyma）的阿波罗［庇护］神庙以及该城权利而被派往皇帝处的”人物。[108]我们可以无法说明次年萨摩斯（Samos）和科斯（Cos）作出相同请求时首先接触哪方。[109]然而，我们可以确定公元59年庞贝人（Pompeians）和努凯里亚人（Nucerians）之间的斗争首先引起了尼禄的注意，接着由他提交至元老院。[110]哈德良在那里讨论了他家乡意大利加（Italica）还有其他地方（包括乌提卡［Utica］）成为殖民地（colonia）的请求。[111]尽管在相关铭文被完全公布前，我们无法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但他有可能主动向元老院出示了一封自德尔斐致他的信。[112]我们已经知道安东尼·庇乌斯是如何协助基齐库斯让其获得组建新人团的权利。[113]到了下一统治时期，尽管有关的石碑非常残破不全，但我们仍有理由推测，马可·奥略留和维鲁斯（L.Verus）同样在某件他们为此先后致信德尔斐的事上征询了元老院的意见。[114]可以肯定的是，公元177年，一米利都使团就举行运动会一事与共治皇帝马可和康茂德接触，正是他们主动将此事提交至元老院。此处所附的皇帝谕令残篇中提到“我们甚至免去了其他团体”，[115]这句话也许暗示了将事务移交至元老院其实是马可这边的经常做法。很可能同样是在公元177年，他希望元老院同意为需要震后重建的士麦那提供资 金。[116]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较晚期，皇帝显然继续让元老院处理某些看守城市称号（neocorate）的申请。因此，劳迪希亚（Laodicea ad Lycum）的独特钱币显示这是在康茂德统治下“据元老院法令”纪念该城的方式，[117]及后，在埃拉加巴鲁斯和塞维鲁·亚历山大[118]的统治下，那里制造并发行的钱币保留了提及后者［元老院］地位的特色。狄奥顺带提到，由于康茂德的宫廷大臣（cubicularius）绍特鲁（Saoterus）很有影响力，他家乡尼科米迪亚（Nicomedia）获得从元老院手上得到举行某些运动会和为皇帝建庙的特权。[119]向罗马提出申请（否则几乎没有必要）以及钱币刻字的证据证实了该请求同样为了看守城市称号（neocorate）。[120]这类请求有可能先向康茂德提出，然后他把事情移交至元老院。绍特鲁肯定有向他［康茂德］而非元老院施加压力。从2世纪晚期起，萨迪斯（Sardis）也宣布“该城据神圣元老院法令二度成为看守城市（neocoros）”。[121]士麦那的一份文献详细解释了元老院法令如何再次授予该城［这个称号］，其第二个看守城市称号（neocorate）是在哈德良的要求下通过的，[122]大量铭文公开表明，第三个看守城市称号（在卡拉卡拉时期）也是这样授予的。[123]后者的一封信——发现于以弗所，但也许是写给亚细亚的城邦（koinon）——并没有提到他授予同样荣誉的事与元老院有关，除非（正如罗伯特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指出）该立法团体出现在同意请求的“（？）罗马当局”文献中。[124]这种猜想似乎可从当时的铭文得到证实，上面显示以弗所“据神圣元老院法令三度”被冠以“奥古斯都看守城市（neocoros）”的称号。[125]于是，这与其他较早的铭 文[126]和某些钱币[127]相吻合，两者依次将元老院与该城第二次和第四次获得看守城市称号联系起来，后者的授予时间为埃拉加巴鲁斯统治时期。更广泛而言，仍不清楚为什么只有对该项荣誉的某些申请被提交至元老院。已知的所有申请来自亚细亚元老院行省的城市，除当时属于皇帝行省、位于比提尼亚/本都的尼科米迪亚外。

在皇帝就外交事务征询元老院意见的例子中，最明显的是后者依赖前者的主动行为。同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皇帝角度进行意见咨询具有非凡意义。向元老院提交外交事务是个无与伦比的机会，表示对该立法团体的尊重及与其发展重要的伙伴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似乎已在元首制早期为来自米蒂利尼（Mytilene）的使节们清楚了解。公元前25年，为了与罗马正式结盟，他们与当局［皇帝及元老院］接触（不确定顺序如何）。[128]他们的城市大概为了此事同意派遣使团，在元老院面前感谢奥古斯都，并在奥古斯都面前感谢元老院。[129]在其统治后期，昔兰尼使团向其抱怨公元前7/6年罗马公民遭到司法迫害，他发出的一条法令“在元老院讨论完此事或我本人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前”保持有效。[130]在第三个昔兰尼法令中，他提到“那些据法律、元老院法令或我的父亲［尤利乌斯·恺撒］或我本人授予了免税权和公民权的人”，再此暗示皇帝和元老院平起平坐。[131]无论如何，公元前4年第五个昔兰尼法令成为元老院和皇帝联手处理外交事务的突出例子，因为奥古斯都在其中提出了一种据皇帝和他的元老院顾问团（consilium）的建议而制定的元老院法令。

在元老院策划对吕西亚（Lycian）事务进行调查时，克劳狄乌斯提倡更多的联合行动，并介绍了向他提出请求的帕提亚（Parthian）代表团。[132]他明显乐于向其发表回复，正如他发言支持科斯和拜占庭并回应其他希腊使团。[133]也许在元首制早期，来自黑海北岸科索涅苏斯（Chersonesus）的代表团就该城的自由问题与皇帝和元老院接触。[134]公元2世纪，图拉真与元老院共同回应帕加蒙（Pergamum）关于开展第二组五年运动会的申请。[135]我们也听说高洛斯（Gaulos）戈佐（Gozo）有人或为了收回地方收益而出现在哈德良和元老院面前。[136]

公元3世纪早期，狄奥仍觉得为装门面而在元老院面前介绍使节会让其印象深刻。他让米西纳斯（Maecenas）对奥古斯都说：

在我看来，你的最佳策略是首先在元老院面前介绍来自敌国和协约国的使团，不论他们国家是国王制还是民主制；作为众多的考虑因素之一，这样做可以引起敬畏与重视，并让人觉得元老院在所有事务上享有全权，且使节处理不公将树敌众多。[137]

然而，在狄奥生活的时期，元老院其实不再继续担当这样的角色。大约从2世纪中期起，极少迹象表明使团继续与其接触。无疑，这部分地反映了该时期证据普遍较少，但同时可以肯定，元老院的外交职能最后几乎全由皇帝来接手。无可否认，我们知道大约在该时期有两名以弗所人（Ephesians）据说是被派往皇帝及元老院的使节。[138]也在那时，城市广场在火灾后的修复工作得到了援助，弗朗图在《支持迦太基人的元老院》（senatu pro Carthaginiensibus）中发表了感谢辞（gratiarum actio），其中只有一些残句幸存了下来。[139]但没有进一步的证据。

特别的是，即使到了3世纪早期，行省代表团或因审判程序继续与元老院接触。至少，晚至公元205年，我们听说诺里库姆以管理不当的罪名控告公使。[140]不过，如稍后的章节显示，因证据不足，我们无法把图拉真统治过后元老院审判或行省的参与情况串联起来。同样不确定的还有安东尼统治时期，弗朗图提到的这句话，即“元老院作出出色的判断，不仅保护了行省，还轻轻地责备了被告方”，[141]是否包含了行省［官员］的表述。

最后，公元2世纪中期以前，元老院在外交事务上的职能也许并未完全取消。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承认这点，即元老院也许曾作为罗马世界的卫士与恩主对帝国人民发号施令，但其地位已长久地转移至皇帝。因此，如米勒（Millar）所说，公元17年，元老院或讨论过为遭遇地震的亚细亚城市提供援助，[142]但铭文证据显示接受援助的人始终把皇帝（且只有他）作为他们的恩主。[143]亚细亚是否是元老院行省，以及亚细亚是否在祭仪和钱币上对元老院表示普遍崇拜，这些都关系不大。苏维托尼乌斯以类似方式将关于外交问题的三个决定全部归功于皇帝，我们碰巧从塔西佗较准确的记录中得知这些决定是由元老院作出的。[144]当然，在皇帝生平资料上有疏漏是可以理解的，并可以说无论如何也关系不大，但其中反映出元老院在外交圈上失势却是重要的。因此，也许真正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职能竟要如此长的时间才逐渐消失。

第三节 军队及对外事务

自元首制起，皇帝控制军队，元老院便被剥夺了一项主要特权。如上章所见，公元前27年，当权的双方对行省进行划分，一些军团确实留在元老院阵营内，但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时，这些军团减至一个——阿非利加的奥古斯塔第三军团——且从公元39年起，由皇帝直接控制。其时，军团的唯一任务是对付塔法利纳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尽管他们在元老院的指挥下作战，提比略肯定有对此事进行密切关注。[145]另外，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元老院仅在危急时刻指挥军队。例如，元老院在盖乌斯被刺后发号施令，[146]约瑟夫斯（Josephus）则解释说，他惊讶于那时的执政官竟要回答暗号。[147]

毫无疑问的是，所有皇帝都会把某种军事情报告知元老院，但我们只有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如此操作的具体证据。公元前13年，奥古斯都让人把士兵的服役条款规定在元老院法令内，及后（尽管这被公认为财政问题而非军事问题），他向元老院成员询问军队财库的收入来源。[148]据称，公元前20年，他还就帝国是否应扩张发表过意见，且于公元6年潘诺尼亚爆发动乱后，与元老院讨论应对措施。[149]我们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这次动乱与关于军队和船的元老院法令残篇联系起来；该元老院法令被刻在铜牌上，发现于波拉（Pola）（恰好在意大利境内），且可追溯至公元7年。[150]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后遗留下来让人在元老院宣读的其中一份献祭证书（libelli）上有讲到这支军队的实 力。[151]

苏维托尼乌斯在解释提比略如何认真征询元老院意见时，列举的例子包括“军队和军团的征集以及解散和从属人员的驻扎；最后是指挥区域的扩张和战役的特别任命，还有他回复国王信件的形式与内容”。[152]提比略统治初期，在给潘诺尼亚的反叛者的一封信中，提比略确实负责把这些人的不满传达给元老院以让其作出决定。塔西佗以挖苦的方式把这个约定与皇帝就惩罚或战役问题勉为其难地征询［元老院］意见进行了对照。[153]公元19年，阿甘德斯特里乌斯（Adgandestrius）大概是向提比略提议毒死阿米尼乌斯（Arminius），其后在他的鼓动下，该建议于会议上被宣读。公元23年，他确实有向元老院汇报军团的实力与部署，[154]实际上，他还于两年后邀请元老院成员去观看了禁卫军的阅兵仪式，但他竟从不假装分享军队控制权。[155]尽管苏维托尼乌如此宣称，显然在他和其他人的统治时期，征兵事宜一直由皇帝专门负责。[156]据塔西佗记载，奥古斯都去世后，提比略在所有的事务上都踌躇不决，但对军队的指挥方面却非常果断。[157]此外，在公元32年，他仍因赛扬努斯阵亡一事而崩溃，却强烈批评了尤利乌斯·加里奥（Junius Gallio）的建议，即让禁卫军退伍人员享有在表演中坐前座的荣誉，他写道：“仿佛面对面质问加里奥，他问那些有资格只从皇帝处接收命令和奖励的士兵与他又有何干。”[158]我们已经知道尼禄的登基演说如何以类似方式反映了皇帝对军团的照管负有个人责任。[159]

奥古斯都规定，战争问题应总是由元老院于战神庙（建于公元前2年）进行讨论，展望了此类事项将继续成为议程上的重要问题。及后，元老中的佼佼者塞内加除别的行动之外，“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发表了意见”。[160]且在公元58年，特拉塞亚·培图斯拒绝锡拉库扎请求增加表演中核定角斗士人数的申请，他的对手们问他为何不把注意力转到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如“战争或和平、间接税或法律”。[161]正式宣战的仪式至少保留至图拉真时 期。[162]

确实且明显的是，皇帝的确一贯保持将当前或即将进行的战争行动告知元老院的传统。起先，指挥官或许需要直接向元老院进行汇报，所以阿古利巴因省去这步而突出，及后，提比略也认为有必要因同样的松懈懒散行为而对总督及其属下的军团进行谴责。[163]但从早期起，报告只有可能是由皇帝来转述。例如，提比略于公元14年讲到日尔曼尼库斯和德鲁苏斯的功绩，他于3年后还谈论了东部局势不稳。[164]值得注意的是，公元21年，他只写了一封关于弗洛鲁斯和高卢的萨克罗维造反的信——在其被镇压后。[165]纳桑门斯（Nasamones）的叛乱及镇压活动明显是由图密善来报告，[166]而马可·奥略留则寻求元老院的同意以派出维鲁斯作为在帕提亚的指挥官，并在稍后提及迫在眉睫的马克曼尼战争会构成威胁。[167]鉴于狄奥认为卡拉卡拉是最无条理的统治者，他对元老态度傲慢，这位皇帝就战争活动或外部事务给元老院写了许多信，他［狄奥］关于这些信件的记录似乎较为特别。[168]我们已经注意到有多处地方提到在整个元首制时期皇帝就这方面发出的信件，[169]而一连串经忠实投票的凯旋荣誉及其他奖赏[170]同样可以证实元老院收到了捷报。可是，斯克里波尼亚努斯（Scribonianus）造反后，克劳狄乌斯请求元老院将第七和第九军团命名为“忠诚”（pia fidelis）却是前所未有的事。[171]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元老院会被告知有关消息，可见于上文所引述的塞内加和塔西佗的话，元老院成员甚至还保有提出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权利。但毫无疑问，在实践上，从元首制起，这项特权已全部让与皇帝。[172]公元24年成功征服塔法利纳斯后，若严格按照正确程序，加拉曼特人（Garamantes）应主动与元老院议和。公元70年，尽管维斯帕先有请求帕提亚的沃格加西斯（Vologeses）向那里［元老院］派遣使节，但这不过是要展示自己处事老练及渴望得到公众认可。[173]无疑是出于同样原因，德塞巴鲁斯首次获胜后，一达契亚（Dacian）使团来到此地。当时的一个金币显示左边的图拉真将一名下跪着的达契亚人带到右边的元老面前。[174]

奥古斯都的希腊同代人斯特拉博可以形容他“终生都是战争与和平的君王”，[175]而据狄奥记载，元老院于公元44年正式投票决定让克劳狄乌斯享有缔结条约的权力。[176]这项权力在《维斯帕先皇权法》（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中得到确认，不仅克劳狄乌斯，还有奥古斯都和提比略都被引述为享有如此权力的先帝。[177]同样，元首制末期，狄奥认为皇帝有权宣战与议和，[178]而在对《关于叛逆罪的尤利亚法》（Lex Julia maiestatis）的释义中，塞维鲁法官马尔西安（Marcianus）解释说，任何人若没有得到元首（Princeps）命令而发动战争的，将会被判以死刑。[179]因此，仅仅是由于后者的缘故，元老院总牵涉到此类问题。

然而，这类意见征询的例子，除上文已列举外，亦可见于2世纪。于是，公元3年，奥古斯都联合元老院，先是把阿美尼亚（Armenia）授予给阿里奥巴尔赞（Ariobarzanes），及后将其授予给他的儿子阿塔巴兹（Artabazus）。[180]公元18年，提比略经元老院同意获得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181]公元38年，盖乌斯也经元老院同意将领土授予给东部国王。及后，他在广场（Forum）通过仪式进行授予。[182]公元41年，克劳狄乌斯也在那里庆祝他与巴勒斯坦的阿古利巴结盟。[183]阿古利巴为纪念这次协议发行了特色钱币，上面的刻字有提及元老院及罗马人民，却没有提及皇帝，所以让人觉得奇怪。[184]塔西佗暗指，公元49年，就以土利亚（Ituraea）和犹太行省（Judaea）与叙利亚合并一事，元老院有被征询过意见。[185]克劳狄乌斯肯定有在元老院面前提起帕提亚代表团向他提出需要一位国王的事。[186]公元2世纪，哈德良或安东尼介绍了来自敌国沃格加西斯的使团和雅泽格斯人（Iazyges），但元老院随便答复了皇帝。[187]最后，狄奥宣称马可·奥略留定期把他已订立条约的具体细节告知了元老院，[188]只是省去了他因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在叙利亚造反的惊人消息，而被迫与雅泽格斯人达成的屈辱性和解。

然而，这件奇事可能是个例外，“元老院及其人民”不知为何促使康茂德不去发动第三次北征；[189]众所周知，战争或和平问题以往会被提交至元老院来讨论，2世纪早期的这些行动似乎代表着如此操作的最后机会。此后，皇帝的确保持惯例，让元老院了解战争活动或外部事务，这是出于礼节和对传统的尊重；他们或许也牢记着元老院是个方便发布消息的地方，且它负责就荣誉［的授予］进行表决，但目的只是为了传达消息，而不再是为了征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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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元老院立法

若对元首制时期通过的元老院法令和谕令（orationes）没有完整概观，则无法产生对元老院职能的清晰印象。本章旨在提供这样的回顾，乃是前所未有的尝试。[1]某些重点内容或有未及之处，要首先强调的是，下文列表仅向史学家们阐明元老院立法的人物和范围。只涉及得到充分证实且广泛应用的立法或行政措施。不包含荣誉或纪念性的元老院法令，同样不关注如渡槽和里程碑上的引文。也省略仅适用于个人、有限团体或群体的元老院法令。某些法令不免难以归类，在是否将其包含在内的问题上，我承认我的决定或无法始终如一。无论如何，可以从别处找到被省略措施的相关资料。[2]尤其是，留存下来的与元老院法令和谕令有关的原文均援引在此（asterisked，原文援引）。由于只是概观，仅作简要描述。甚至不会承担对（已知）法令条款进行具体阐述及从法律角度进行讨论的艰巨任务。不过，首先可从一般手册中查询到这些话题的指引和参考书目。[3]

按时间顺序首先列出可归入某个特定统治时期的元老院法令和谕令。接着是日期不明的措施，分三组：部分显示日期的、最先被2世纪法学家援引的、[4]最先被3世纪或及后的法学家和帝国宪法援引的。要明白的是，后两组的许多元老院法令中，某些在事实上或属于共和国时期。显然，除非发现更多证据，否则将无法核实。[5]自始至终，更普遍的难题在于要确定就那些性质大致相似事务所定的条款，是源自同一抑或不同法令。在可疑的例子中，为了阐述清楚，通常会将条款分开处理；新近的证据或会使这种方式显得过于小心。[6]

共和国时期，元老院严格来说只是个咨询机构，元老官员与其商议事务，它［元老院］执行决议时需先得到他［元老官员］的同意且待他有所行动。这些决议越来越重要，但缺少只能由人民大会来授予的法律权威。[7]元首制时期，这类大会的作用很快便消失得几乎无影无踪。因此，正如法学家所说，元老院法令几乎被默认为具有法律效力，[8]元老院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代表着人 民。[9]从所列的立法方式可见，其法令在当时充分发挥重要作用。[10]然而，根据罗马的典型做法，从未公布过为元老院法令正式授予法律权威的措施。相反，如2世纪中期盖乌斯稍稍提到的，一条元老院法令只“具备法律效力”，[11]他立刻补充说，这种说法已经受到质疑。

我们没有关于争议或任一方理据的更多资料。但在公民领域，现代学者长久以来都在热议元老院何时首次以及为何能够从制定长官法（ius honorarium，即效力取决于元老官员行动的法律）转移到制定市民法（ius civile，即效力不取决于官员行动的法律）。[12]我搁置这项争议并将其归入理论问题，对此，我深表歉意。它与研究元老院的实际职能无关。任何会极大推迟市民法制定（即使晚至哈德良时期）的假设，暗示着元老院法令的性质和范围发生了显著变化，我想这些不能从现存证据中辨别出来。相反，需要重视某些基本的实际要点。严格来说，元老院决议或缺乏法律权威，实际上，到了共和国晚期，针对某些事务（尤其是在财政、外交和公共秩序领域）的元老院法令本身就具有约束性，这样的惯例已建立了一段时间。[13]因此，这可能是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而非突变，皇帝让元老院继续负责（形式变换后的）行政工作且将其重要性延伸至民事立法。从元首制起，所有元老院法令彻底享有充分的法律效力，这是由于皇帝本人认可其权威。因此，当学者停下来质疑其合法性（如盖乌斯所暗示），实干家几乎没有为此而烦恼。或许，如某些现代学者所提议，[14]我们应按元老院法令的新角色将其描述为新法（ius novum）——但标签也无关重要。

元首制时期，各类元老院法令明显继续提交给人民来确认。有关事务多半属于形式上的，尤其是向皇帝授予权力及荣誉。[15]但元老院与人民显然对塞克斯提里斯月进行了重新命名；[16]屋大维也被授予奥古斯都的新名字；[17]我们还听说，马提亚斯节（Ludi Martiales）被加上了“元老院法令及法律”（s.c.et lege）［的字样］。[18]及后，元老院把为日尔曼尼库斯和德鲁苏斯追授荣誉一事提交给人民来审批。[19]当然，常见的有给罗马元老院及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的献辞。然而，尚不清楚的是，元老院是否同样讨论及通过所有那些措施（不晚于1世纪末），即据我们所知仅获得人民大会认可的法律（leges）。[20]李维的《简述》（Epitome）[21]确实表明，奥古斯都必定早就在元老院提过与公元前18年《关于正式婚姻的尤利亚法》（Lex Julia de maritandis ordinibus）相关的问题。我们可从另一个较早的例子进行揣测，元老院同样有被征询过意见：公元前11年，元老院通过了6条与新设立的水务官职责有关的元老院法令，很可能它还讨论了公元前9年那条与之相关且同样具体的法律。不过，令人困惑的是，弗朗提努斯援引时竟把公元前11年的6条元老院法令称为元老院法令，而只称后一条即公元前9年那条为法律（leges）。[22]总的来说，尤其是在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统治时期，针对普遍关注的问题实施了大量具有革新意义的法律（leges）。[23]严格来说，尽管在［人民］大会着手处理前无需经过元老院的同意，常规性的提交显然得体且保持了传统。所以，总的来说，了解皇帝所偏好的做法是有益的，尤其是为了揭示元老院的职 能。

遗憾的是，无法得到可靠证据。[24]狄奥的两段话涉及奥古斯都的做法，却因没有注重术语而使我们无法据其作出重要推论。第一段关于公元前27年，狄奥大致描述了奥古斯都如何“并不总是只为自己的职责立法，而是公开提出若干事务，当发现任何引起不满的重要内容时，他可以提前得知并进行修改。他一视同仁，鼓励每个人都给他意见，人们或可想出可改善之处：他非常乐于让他们畅所欲言，甚至还会修改某些条款。”[25]既然在人民大会中不存在讨论，此处的提交指的是在元老院中的争论。第二段关于公元前9年，对我们的［论述］作用较不显著。它出现在《关于元老院会议程序的尤利亚法》（Lex Julia de senatu habendo）之后：“在对他当时颁布的这些或其他措施作出相应的任何行动之前，奥古斯都让人将其公布在元老院的石碑上，且让元老院成员成对进入并进行阅读，所以，若任何一项使其不悦或他们另有更好的建议，都可以提出。”[26]也许奥古斯都认为这些措施很可能会激起异常的激烈争论，所以在呈交给元老院大会前小心谨慎地向个别成员披露细节。同样，这段话可能意味着，他寻求成员的个人意见，却从不打算在大会上介绍这些建议前，将其正式呈交至元老院。总之，很有可能他确实曾在至少某些法律上得到元老院的同意，但关于他的做法，［我们］缺乏更有力的证据。及后，关于公元23年，塔西佗举了一个例子：提比略向元老院提出根据民决法（lex rogata）修改第亚里祭司一职的监管条例。[27]经讨论，该法令在元老院的意愿下适时得到通过；尽管如塔西佗所说，显然单凭一条元老院法令也能有同样效果。我们没有关于提比略或其后皇帝做法的更多资料。

1.法律著作中带有［皇帝］名称的元老院法令

[image: ]

2.对元老院法令和皇帝谕令的古注

留存下来的只有单一文献，（在个别情况下）引自（《文摘》（Digest）。在其他情况下，若要查看有关段落的完整文本，参见勒内尔（O.Lenel）编《市民法还原》（Palingenesia iuris civilis，莱比锡，1889）的参考资料。

[image: ]

3.名称被法律著作援引过的元老院法令

第一部分以外的元老院法令。仅列出使用了名字的文献名称：至于详细信息，请查阅“援引过的元老院法令”（SCC）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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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律著作援引过的皇帝谕令

（1） 法学家们的援引。曾在元老院发表的谕令特别附有“+”标记。有一则明显不在元老院发表的谕令附有注解。在其他情况下，并未提及发表场所，元老院［作为场所］只是一种合理的揣测（在某些例子中较为可靠——如盖乌斯，Inst.2.285；Dig.23.2.16 pr.；49.2.1.2）。

（i） 原文：

哈德良：+Dig.5.3.22

M.奥略留：Dig.49.4.1.7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Frag.Vat.158；+Dig.27.9.1.2

卡拉卡拉：Dig.24.1.3 pr.及32.2

（ii） 其他：

哈德良：盖乌斯Inst.2.285；Dig.5.3.40 pr.；49.2.1.2；50.15.1.1,“在某些谕令中”（in quadam oratione）

M.奥略留和L.维鲁斯：Frag.Vat.224；Dig.26.2.19.1

M.奥略留：Vat.195，“在禁卫军军营”（in castris praetoris）；220；+Dig.2.12.1 pr.-2及7；+2.15.8 pr.-20；+11.4.3；17.2.52.10；23.2.16 pr；23.2.67.3；26.5.1.1；27.1.1.4；[image: ]；27.1.44 pr.；28.3.6.9；38.17.9；40.15.1.3；40.16.2.4；42.1.56；42.2.6.2；47.19.1

M.奥略留和康茂德：+乌尔比安,Reg.26.7; Dig.23.1.16;23.2.20及60 pr.-8

佩蒂纳克斯：Just.Inst.2.17.7—8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nt.Paul.2.30；Frag.Vat.213—214；276；Dig.24.1.23

塞维鲁和卡拉卡拉：Frag.Vat.294.2；Dig.+24.1.32 pr.-27及32.2；27.9.14

未知皇帝：Dig.40.14.4

与同僚分享权力的皇帝，其谕令归属的差异明显可见。帕皮尼安（Papinian）把乌尔比安单独归于M.奥略留的谕令归于M.奥略留和L.维鲁斯（Frag.Vat.220，224）。同样，乌尔比安（Dig.23.1.16 pr.）把保罗单独归于M.奥略留的谕令归于M.奥略留和康茂德（Dig.23.2.16 pr.）。另外，对于保罗（Dig.23.2.60）归于特里弗宁（Tryphoninus）（Dig.23.2.67.3）和康茂德的谕令，特里弗宁只提到M.奥略留。保罗（Dig.27.9.14）错误地将第四个谕令归于塞维鲁和卡拉卡拉（神圣元首，divi principes），而非只是前者（cf.Dig.27.9.1.2）。

（2） 皇帝们在查士丁尼《法典》（Codex）援引过的谕令（非原文）：

安东尼·庇乌斯的谕令：10.53.4

M.奥略留的谕令：5.62.17；6.35.11；7.2.15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的谕令：5.16.10；5.70.2及71.9

在查士丁尼《法学总论》（Institutes）：

佩蒂纳克斯的谕令：2.17.7—8

注：Cod.6.35.11及7.2.15同一段落中M.奥略留的措施可同时被称作“敕令”（constitutio）和“谕令”（oratio）（cf.Ulpian，Frag.Vat.212—213）。

5.元老院法令和皇帝谕令

“原文援引”（Asterisk）指有逐字逐句的引用留存下来。

A.时间可确定为某个统治时期内

奥古斯都（至公元14年）

1.按照*SC，塞克斯提里斯月于公元前27年被重新命名为奥古斯都（Macrobius，Sat.1.12.35 = FIRA2 I no.42；关于日期，详见第十一章，第三节）。

2.公元前27年初通过的SC，授予禁卫军双倍薪水（狄奥 53.11.5）。

3.公元前25年（5月或6月）的执政官提出的*SC，涉及与米蒂利尼的协议（Sherk,罗马档案，no.26 col.b 第36—43行及col.c第1—8行）。

4.公元前25年（5月29日或6月29日）的执政官提出的*SC，涉及与米蒂利尼的协议（Sherk，罗马档案，no.26 col.c第9—28行）。

5.公元前23年与财务官秘书（scribae quaestorii）记录有关的*SC（CIL VI.32272）。

6.公元前17年的执政官提出的*3份SCC涉及塞库拉尔节（Ludi Saeculares）（FIRA2 I no.40 = G.B.Pighi，De Ludis Saecularibus，pp.107ff.）。

7.公元前13年由奥古斯都提出的SC，规定兵役条款（狄奥 54.25.5—6）。

8.公元前12年通过的SC，允许未婚男女参加纪念皇帝诞辰的演出及宴会（狄奥 54.30.5）。

9.公元前11年的执政官提出的SC，明确规定第亚里祭司妻子的法律地位（Gaius，Inst.1.136，文本得到某程度的修复）。

10.公元前11年的执政官提出的*6份SCC，涉及水务官以及渡槽管理（Front.Aqued.100—101,104,106—108,125,127）。

11.公元前4年的常任执政官提出的*SC，为索贿罪审判作出新的安排（FIRA2 I no.68 V）。

12.公元7年的*SC涉及船舶及军队（Inscr.Ital.X.1 no.64）。

13.SC西拉尼安［以公元10年的常任执政官（尤尼乌斯·西拉努斯C.Iunius Silanus）的名字来命名？］旨在强力阻止奴隶谋杀主人。若发生这样的事，后者中的大多数会遭受拷打，在捕获犯人之前，不会公开遗嘱（奴隶或能从中获益）（标题见Sent.Paul.3.5；Dig.29.5；CJ 6.35，由保罗评论，盖乌斯援引，Dig.49.14.14）。

14.公元11年的常任执政官主持下通过的SC规定，若有人声称遗嘱被公开时违反了SC西拉尼安的条款，则须在5年内提出诉讼（Venuleius Saturninus，Dig.29.5.13）。

15.公元11年的常任执政官提出的*（?）SC，规定年轻自由民在演出中的形象（引自下文的no.22；见该处的参考文献）。

16.在奥古斯都主持下通过的SC，禁止骑士出现在表演中及舞台上（Suet.Aug.43）。

17.在奥古斯都主持下通过的SC，为元老保留每个公演的第一排座位（Suet.Aug.44）。

18.奥古斯都关于自治市（municipia）地位的谕令（Frontinus，de Controv.p.7 Thulin）。提比略（14—37）。

19.公元15年通过的SC，扣押演员及其追随者（塔西佗，《编年史》1.77）。

20.SC立波尼安根据“关于侵权的科奈留法”（公元前81年）来惩罚那些将自己名字写进他人遗嘱的人。这项措施同样适用于士兵的遗嘱：cf.Dig.29.1.15.3；48.10.1.7.标题见Dig.48.10。由保罗评论，被帕皮尼安（Dig.26.2.29）、朱利安（ibid.，34.8.1）、卡拉卡拉、塞维鲁·亚历山大，还有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CJ 9.23.2，3及6）援引；参见Marcellus，Dig.37.4.8.6？若［这项法令］先于克劳狄乌斯就同样事务发布的法令，则其极有可能是以公元16年的常任执政官斯克里波尼乌斯·立波（L.Scribonius Libo）的名字来命名；不过，公元前15年的执政官名字亦为立波。

21.公元16年通过的SC，限制奢侈品的使用（塔西佗，《编年史》2.33）。公元22年，遏制铺张浪费的问题再度被提出，但毫无效果（ibid.，3.52—54）。

22.公元19年的常任执政官提出的*SC，禁止上层阶级成员参与演出或嫖娼，或在此类事情上自愿沉沦（M.Malavolta，“A proposito del nuovo S.C.da Larino”，Sesta miscellanea greca e romana，Studi pubblicati dall'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 storia antica，27，Rome；1978，第347—382页= AE 1978，145，with塔西佗，《编年史》2.85；Suet.Tib.35；Tertullian，De Spect.22；Papinian，Dig.48.5.11.2；cf.下文第140条）。

23.公元20年的执政官主持下通过的SC，根据“关于侵权的科奈留法”（公元前81年）来惩罚那些控告无辜者的人（Coll.8.7.2；cf.Macer，Dig.47.13.2；Ulpian，ibid.，48.10.1.1）。

24.公元20年或24年的执政官主持下通过的SC，规定官员有妻子作伴时，要对其妻的任何犯罪行为负责（塔西佗，《编年史》4.20日期较晚；cf.3.33—34；Ulpian，Dig.1.16.4.2日期较早）。

25.公元20年的执政官主持下通过的SC规定，奴隶若被指控，则应按照适用于自由民被告的同等程序及原则进行处理（Venuleius Saturninus，Dig.48.2.12.3）。

26.公元21年的SC要求，通过元老院法令［或只是死刑？］与存款至萨吞尼国库之间要相隔10天（塔西佗，《编年史》3.51，其中要求恢复天数；狄奥 57.20.4；cf.Suet.Tib.75）。及后，间隔的天数延长至30天？（cf.Quintilian，Declam.argum.313；Sidonius，《书信集》1.7.12；下文附录10）。

27.苏比修斯·加尔巴（C.Sulpicius Galba,公元22年的执政官？）提出的SC（?），禁止或限制小吃店（Plin.NH 33.32）。

28.公元23年的执政官主持下通过的SC（?），规定佩戴骑士阶级金指环的资格（Plin.NH 33.32）。

29.公元27年通过的SC，规定露天剧场的座位安排及角斗士表演的装备（塔西佗，《编年史》4.63）。

30.公元29年的常任执政官主持下通过的SC扩充了“关于侵权的科奈留法”（公元前81年），旨在惩罚任何因接受贿赂而作出虚假供词的人（Coll.8.7.2；cf.Macer，Dig.47.13.2；Ulpian，ibid.，47.15.7；Marcianus，ibid.，48.10.1.1；阿皮尼安，ibid.48.19.34.1）。

31.浮士德·科尔尼利乌斯·苏拉（Faustus Cornelius Sulla）与福斯尼乌斯·特里奥（L.Fulcinius Trio）担任执政官时（7月至9月30日），在科苏斯·科尔尼利乌斯·兰图鲁斯（Cossus Cornelius Lentulus）（cf.R.S.Rogers，Class.Phil.26，1931，第40页，注释2）的动议下，禁止对某位皇帝使节提出控告（Venuleius Saturninus，Dig.48.2.12 pr.）。

32.公元33年财政危机时通过的SC，要求债权人将其资本的三分之二投入到意大利土地上，且债务人应归还其所亏欠的同等金额（塔西佗，《编年史》6.17；Suet.Tib.48）。

33.SC佩尼仙安（“佩西仙安”据公元34年的常任执政官保卢斯·法比乌斯·佩尔西库斯［Paullus Fabius Persicus］的名字来命名，这种说法更准确？总之，日期先于下文克劳狄乌斯时期的第50条）规定，若男性不遵守“帕皮亚·波比亚法”（公元9年）直到其60岁（女性到50岁），则要继续缴纳罚款（Ulpian，Reg.16.3；cf.Suet.Claud.23；Sozomen，Hist.Eccl.1.9.16）。

34.提比略主持下通过的SC，准备以“公库”款项支付给禁卫军（狄奥 58.18.3）。

克劳狄乌斯（41—54）

35.苏依留（而非维莱里乌斯）·鲁弗斯和奥斯托留斯·思卡普拉（Ostorius Scapula）担任执政官期间（一年内最后两个月，很可能是公元41年。参见P.A.Gallivan，CQ 28，1978，第419页）通过的*SC，准许恩主（以遗嘱或其他方式）指定某名儿童或孙子获得自由民的继承权（Dig.38.4；Just.Inst.3.8.3；cf.Terentius Clemens，Dig.23.2.48.2）。

36.SC拉吉亚，通过了“Lupo et Largo consulibus”（公元42年稍后月份），制定了继承“尤利亚罗马人”（Junian Latins）财产的规定（Gaius，Inst.3.63—65；Just.Inst.3.7.4; Cod.7.6.1.1a及12a）。

37.克劳狄乌斯于公元44年9月22日提出的*SC禁止为营利目的而拆除建筑物（FIRA2 I no.45 I，cf.II；保罗援引，Dig.18.1.52；塞维鲁·亚历山大，CJ 8.10.2，年份参见P.A.Gallivan，CQ 28，1978，第420页）。

38.SC，通过了“Licinio V et Tauro cons”（正确写法应为公元45年常任执政官的“Vinicio II et Tauro？”），扩充了“关于侵权的科奈留法”（公元前81年）以惩罚伪造遗嘱行为或与遗嘱相关的作伪证行为（Ulpian，Coll.8.7.1；cf.Dig.48.10.9.3及下文的第143条）。

39.公元45和46年的SCC授权皇帝处理元老请求离开意大利的所有申请（Suet.Claud.23; 狄奥 60.25.6—7）。

40.公元47年的SC（或皇帝敕令？）规定，辩护人的最高收费为1万赛斯特斯（塔西佗，《编年史》11.5—7；cf.13.42；详见下文第54条）。

41.公元47年的执政官提出的*SC涉及塞库拉尔节（G.B.Pighi，De Ludis Saecularibus，第131—132页）。

42.克劳狄乌斯*谕令及公元48年的SC在某种程度上放宽了高卢人首领进入元老院的规定（FIRA2 I no.43；塔西佗，《编年史》11.23—25）。

43.公元49年的SC准许一名男子与其兄弟的女儿结婚（塔西佗，《编年史》12.6—7；Suet.Claud.26；Scholia on Juvenal 2.29 Valla；cf.Gaius，Inst.1.62；Ulpian，Reg.5.6）。

（关于SC马其顿尼安，日期大概可确定为公元51年，见下文第70条。）

44.公元52年或临近该年通过的SC克劳狄安，对决定与他人的奴隶进行同居的自由民女子进行罚款；若她在奴隶主的反对下依然保持这种关系，则她会令自己沦为奴隶。由保罗评论。标题见Sent.Paul.2.21a; Cod.Theod.4.12。亦见塔西佗，《编年史》12.53；Gaius，Inst.1.84，91，160；Ulpian，Reg.11.11；Sent.Paul.4.10.2；Cod.Theod.10.20.10.4；12.1.179；Just.Inst.3.12.1；Cod.7.24。

45.公元52年1月23日及随后一次会议通过的*SCC，为帝国自由民帕拉斯提供副执政官徽章（praetoria insignia）及钱财（普林尼，NH 35.201；《书信集》7.29；8.6；塔西佗，《编年史》12.53）。

46.公元53年的SC为皇帝的总管的司法裁决赋予正式地位（塔西佗，《编年史》12.60；Suet.Claud.12）。

47.SC克劳狄安（以皇帝名字来命名？）在某程度上加强了SC西拉尼安（上文第13条）的效果。标题见Dig.29.5，详见下文nos.58及65。

48.克劳狄乌斯提出的SC，禁止士兵出席元老的清晨问候礼（salutatio）（Suet.Claud.25）。

49.克劳狄乌斯主持下通过的SC宣布，从失事船上偷窃一个或一个以上舵柄的犯人要承担一切责任（“ ...omnium rerum nomine teneatur”；Ulpian，Dig.47.9.3.8；cf.下文nos.159及194）。

50.SC克劳狄安（以皇帝的名字命名？）准许年过60的男子若与50岁以下的女子结婚，则可免除SC佩尼仙安（上文第33条）规定的罚款（Ulpian，Reg.16.3；cf.Suet.Claud.23及下文第144条）。

51.某位元老（克劳狄乌斯？详见附录4）的*谕令（oratio）关于陪审团（decuriae iudicum）和判还官（reciperatores）的年龄。日期在公元37年（或41年）与61年之间（FIRA2 I no.44 col.I）。

52.某位元老（克劳狄乌斯？详见附录4）的*谕令（oratio）关于遏制起诉人的欺诈行为（FIRA2 I，no.44，cols.II,III）。

53.（在克劳狄乌斯或尼禄主持下？参见M.Kaser，Das rǒmische Privatrecht I，第667页及参考文献）由执政官西拉努斯和维莱里乌斯·图托提出的*SC维拉雅/韦勒雅，禁止妇女为他人承担债务。标题见Sent.Paul.2.11；Dig.16.1；CJ 4.29，被保罗评论、马尔西安援引，Dig.12.6.40 pr.；Diocletian和Maximian，CJ 4.12.1。

尼禄（54—68）

54.公元54年通过的*SC要求诉讼人在案件审判前宣誓，表明其并未向辩护人支付、承诺支付和保证支付钱财；但之后，可支付高达1万赛斯特斯（参见上文第40条；塔西佗，《编年史》13.5；普林尼，《书信集》5.9.4；cf.ibid.，5.4.2及13.6—7；Suet.Nero 17）。

55.公元56年3月2日由执政官们提出的*SC同意某位个人免除上文第37条SC（FIRA2 I no.45 II）。

56.公元56年8月25日通过的*SC特雷贝连管理遗赠制度（fideicommissa）。尤其规定了若继承人已接受且根据遗嘱将财产转交至受益人，则继承人将受到保护，可免除死者的债权人因索债而提出的控告。标题见Sent.Paul.4.2；Dig.36.1（有引文）；CJ 6.49，亦见Gaius，Inst.2.253—258；Just.Inst.2.23.3ff.；Cod.1.17.2.6a，常被多位法学家援引：参见Vocabularium iurisprudentiae romanae I.，col.968。

57.公元56年通过的SC，限制保民官与市政官的司法特权（塔西佗，《编年史》13.28）。

58.公元57年的SC扩充了SC西拉尼安（上文第13条），规定若奴隶（即便根据遗嘱获得自由的奴隶）杀害了主人，将受到拷问及处罚（塔西佗，《编年史》13.32；cf.Sent.Paul.3.5.6；Ulpian，Dig.29.5.3.16）。

59.公元60年的SC（或帝国宪法？）规定，从民事法庭转向元老院的上诉人，需支付的保证金要与向皇帝提出上诉所需的金额相当（塔西佗，《编年史》14.28）。

60.以公元61年的常任执政官彼得罗纽斯·图比连努斯（P.Petronius Turpilianus）的名字命名的SC图比连（sic）对没有合理原因而撤销刑事诉讼的控告人处以罚金。标题见Dig.48.16；CJ 9.45，由保罗及马尔西安进行评论；后者的讨论清楚表明帕皮尼安在某处也详细记录过本条SC。亦见于塔西佗（《编年史》14.41）、乌尔比安（Dig.3.1.1.6）、梅瑟（47.15.3.3）、尤尼乌斯·莫里西安努斯（49.14.15 pr.）。在《文摘》中被特里弗宁（34.9.22）、帕皮尼安（50.2.6.3）、乌尔比安（38.2.14.2；48.19.5.1），和瓦莱留及加利努斯援引，CJ 9.9.16。

61.大概于公元61年通过的SC规定了制定文件的方式（Sent.Paul.5.25.6；cf.Suet.Nero 17；Just.Inst.2.10.3）。日期乃从发现于庞贝的文件的格式进行推算，格式大概于此时发生变化，参见C.Zangemeister，CIL IV.，Suppl.1.，第278页；更多参见K.R.Bradley，Suetonius' Life of Nero: An Historical Commentary,Collection Latomus 157，Brussels，1978，第105—106页。

62.公元62年的SC规定，名义上过继将不能在竞争公职或继承遗产上享有优先权（塔西佗，《编年史》15.19）。

63.SC阿非尼亚（正确拼法？若是，则大概以公元62年的常任执政官阿非尼乌斯·加卢斯的名字来命名）规定，任何人若收养了三兄弟中的一人则须为其留下不少于自己财产的四分之一，即便他已还其自由。参见Just.Cod.8.47.10.3；Inst.3.1.14。

64.公元62年或其后由尼禄提出的SC禁止向行省总督致谢（塔西佗，《编年史》15.22；cf.Sent.Paul.Frag.Leidense 2）。

65.SC尼罗连扩充了SC西拉尼安（见上文第13条），规定若丈夫为奴隶所杀，则妻子的奴隶应受到拷打，反之亦然（Sent.Paul.3.5.5）。

66.SC尼罗连，通过“auctore Nerone Caesare”，规定若遗赠不是以恰当的方式作出，则应以对预期受益人最有利的方式进行诠释（Gaius，Inst.2.197—198，212—222; Frag.Vat.85；Ulpian，Reg.24.11a）。

维斯帕先（69—79）

67.公元69年晚期通过的*Lex/SC为维斯帕先授予权力（FIRA2 I no.15）。

68.帕加索斯和普斯奥担任执政官期间（公元70年早期：参见P.A.Gallivan，CQ 31，1981，第207页）通过的SC佩嘉西安，尝试解决SC特雷贝连（见上文第56条）未能解决的难题，即若继承人不积极接受财产并履行遗赠制度。帕加索斯的这项措施让其有权保留据遗嘱所得财产的四分之一。标题见Sent.Paul.4.3.，亦见ibid.，4.4.4；Gaius，Inst.2.254—259，286a；Ulpian，Reg.25.14—16；Dig.24.1.5.15；Just.Inst.2.23.5ff；Cod.1.17.2.6a。

69.帕加索斯和普斯奥担任执政官期间（日期见上文，no.68）通过的SC，授予年届30被释放时成为拉丁人的奴隶以获得罗马公民身份的权利（Gaius Inst.1.31；cf.Ulpian，Reg.3.4）。

70.*SC马其顿尼安禁止贷款给处于家长（paterfamilias）管理下的个人。标题见Sent.Paul.2.10；Codex Gregorianus 3.10；Dig.14.6（有引文）；Just.Cod.4.28（cf.2.22.1和4.13.1；Inst.4.7.7）。常被多位法学家援引：参见Vocabularium iurisprudentiae romanae I，col.967。据苏维托尼乌斯，普遍认为日期可追溯至维斯帕先统治时期（Vesp.11）；但在公元47年，塔西佗（《编年史》11.13）提到克劳狄乌斯通过的一条具有类似条款的法律。道贝（D.Daube）（ZSS 65，1947，第308—310页）于公元51年末指出维斯帕先担任执政官时提出的单一措施，这也许有点极端，但他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有价值的。

71.维斯帕先的*谕令提议向普劳裘斯·西瓦努斯·埃利劳斯（Tib.Plautius Silvanus Aelianus）授予凯旋荣誉（ILS 986）。

图密善（81—96）

72.图密善统治时期通过的SC尼尼安，以公元88年5月至8月的补任执政官宁纽斯·哈斯塔（Q.Ninnius Hasta）的名字来命名，对试图证明自由民生来自由的任何串通舞弊行为进行处罚（Gaius，Dig.40.16.1；Diocletian和Maximian，CJ 7.20.2）。

注：对犹太人不利的SC，大概可追溯至公元90年且只存在于《大密德拉什》（Midrash Rabbah）的记录，见附录10。

涅尔瓦（96—98）

73.尼拉修斯·普利斯库斯和安尼乌斯·维鲁斯担任执政官期间（公元97年5、6月）通过的SC，对任何将其奴隶阉割的人进行罚款（Venuleius Saturninus，Dig.48.8.6；日期参见Fast.Ost.with F.Zevi.List.Fil.96，1973，第125—137页）。

图拉真（98—117）

74.卢布里乌斯·加卢斯和凯皮欧·希斯普担任执政官期间（图拉真统治初期的其中一对补任执政官：参见F.Zevi的讨论，La Parola del Passato 34，1979，第198—199页，详见下文第154—157条）通过的*SC卢布里安规定，若遗嘱中有嘱咐要释放奴隶（fideicommissary manumission）的，且受益人没有履行或回应副执政官的号召（praetorian summons），则副执政官可执行释放。乌尔比安进行过讨论，Dig.26.4.3.3；40.5.26.7—11（有引文）及28 pr.-3.被帕皮尼安援引，Dig.40.5.22.2；保罗，ibid.，40.5.33.1；米西阿努斯，ibid.，40.5.36 pr.。

75.公元105年通过的SC，管理求职人员的行为（普林尼，《书信集》 6.19.1—4）。

76.公元113—116年的*SC关于帕加蒙举行运动会的请求（IGRR IV.336）。

77.图拉真提出的SC规定，若城市官员所任命的护卫在任期结束时仍无法收回受保护人的所有财产，则后者可对官员提出诉讼（Ulpian，Dig.27.8.2；Diocletian和Maximian，CJ 5.75.5）。

哈德良（117—138）

78.阿维奥拉和潘萨（公元122年的常任执政官）担任执政官期间通过的SC，禁止将建筑物的附属部分及构成部分作为遗产单独赠送。乌尔比安进行过讨论，Dig.30.41及43；cf.Sent.Paul.4.1.20 = Dig.32.21.2。

79.埃米利乌斯·尤库斯和尤利乌斯·塞维鲁担任执政官期间（公元127年10月至12月）通过的*SC尤西亚，准许副执政官在受托释放奴隶案（fiduciary manumission）中采取行动，若被要求释放的人因故不现身，且奴隶不属于立约方（Ulpian，Dig.40.5.28.4有引文；40.5.51.8及10；cf.Julianus，ibid.，40.5.47.1）。

80.公元129年从1月1日（最晚）到2月17日期间（即尤文求斯·塞赫斯二世和尼拉修斯·马塞勒斯二世担任执政官期间；据说，后者的继任者于2月18日就职）通过的SC，将《维迪·李比希法》（Lex Vetti Libici？）延伸至行省，这条法律显然关于授予刚被释放的公奴（servi publici）罗马公民身份（Diocletian和Maximian，CJ 7.9.3.1；cf.G.Rotondi，Leges publicae populi Romani，第471页）。

81.哈德良的*谕令及执政官们于公元129年3月14日提出的*SC，处理了萨吞尼国库让私人归还未被使用的遗产的请求。主要由乌尔比安和保罗进行讨论，Dig.5.3.20.6ff.passim.被保罗援引，Dig.6.1.27.3；cf.M.Aurelius，CJ 3.31.1。

82.在哈德良主持下通过的SC德尔图良，准许一名拥有子女权（ius liberorum）的女子享有继承已故孩子未立遗嘱的所有物的权利（尽管其他特定亲戚仍享有继承的优先权）。盖乌斯和保罗进行过评论。标题见Sent.Paul.4.9；Dig.38.17；Just.Inst.3.3；Cod.6.56，亦可参见乌尔比安，Reg.26.8；Just.Cod.1.17.2.7，以公元133年？补任执政官名字弗拉维乌斯·特尔突罗来命名（PIR2 F 376）。

83.哈德良时期的SC允许皇帝有权在必要时增补《永久法令》（edictum perpetuum）（CJ 1.17.2.18 = Const.Tanta 18）。统治时期稍后的日子？参见H.F.Jolowics和B.Nicholas，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oman Law，第356页，注释3及所引文献。

84.SC普兰仙，极有可能以哈德良属下西利西亚的公使（C.Julius Plancius Varus Cornutus）的名字来命名，大概是副执政官（praetorius）（R.Syme，Historia 18，1969，第365—366页=《罗马文论》II，第788—789页；H.Halfmann，《元老》，no.31），及后为执政官（cf.下文第86条，被称为“哈德良”），本条SC对以欺骗手段履行遗赠制度（fideicommissa）的继承者处以罚款（Ulpian，Reg.25.17；Papinian，Dig.34.9.11；Gaius，ibid.，34.9.23；Modestinus，ibid.，35.2.59）。据安东尼·庇乌斯的解答复文，关于日期，亦见在众多处罚方式之中也有没收SC佩嘉西安（上文第68条）所允许保留的四分之一。

85.SC普兰仙（日期见上文第84条）承认妇女在离婚后数月所生的孩子。所制定的规则保护妇女与其前夫相对的权利，也在孩子非后者亲生的情况下保护其权利（Dig.25.3及4.1）。

86.哈德良主持下通过的SC把上文第85条SC普兰仙的承认范围延伸至婚内生育（Ulpian,Dig.25.3.3.1）。

87.哈德良主持下通过的SC规定要将落空遗产（bona caduca）上报（delatio）至萨吞尼国库（Iunius Mauricianus，Dig.49.14.15.3；cf.5—6；Valens，ibid.，49.14.42.1）。

88.哈德良主持下通过的SC规定，在据遗嘱释放奴隶（fideicommissary manumission）的案件中，副执政官要先行动，即便嗣子去世时并没有继承者，奴隶的自由亦不受影响（Paulus，Dig.40.5.5）。

89.哈德良提出的SC规定，遗赠（fideicommissum）如遗产及继承物，不能留给未指定的个人或及后出生的外人（Gaius，Inst.2.287）。

90.哈德良提出的SC准许妇女立遗嘱而无需遵循先前必须遵循的《受托买卖婚姻》（coemptio fiduciaria）的程序（Gaius，Inst.1.115a；2.112）。

91.哈德良主持下通过的SC，规定嗣子要遵循程序，以继承留给两名以上奴隶的、不足以偿还债务的财产（Scaevola，Dig.28.5.84.1）。

92.哈德良提出的SC规定撤销“继承人的时效取得”（usucapio pro herede）（Gaius，Inst.2.57）。

93.哈德良提出的SC，关于父亲的遗嘱在认定为下文第158条SC提及的误会下如何受到影响（Gaius，Inst.2.143；3.5）。

94.哈德良提出的SC，沿袭涅尔瓦的宪法，批准遗产可留给帝国中的任一城市（Ulpian，Reg.24.28）。

95.SC阿波尼亚批准遗赠制度（fideicommissa）被授予帝国范围内的所有城市（Ulpian，Reg.22.5；Paulus，Dig.36.1.27）。若本条SC非与上文第94条同时通过，即可回溯至公元117年、123年或145年，则可归属于担任执政官的具体某位阿波尼亚尼（或阿波尼）（G.Alfǒldy，Konsulat und Senatorenstand，第150 页）。

96.哈德良提出的SC规定，父亲为拉丁人且母亲为罗马公民的孩子自出生起为罗马公民（Gaius，Inst.1.30，80—81；Ulpian，Reg.3.3）。

97.哈德良提出的SC规定，罗马公民女人与异邦人（peregrinus）所生的孩子在法律上属于后者的孩子，即便父母双方之间并不具有通婚权（conubium）。当且仅当父亲也获得公民权时，该名孩子才算是罗马公民（Gaius，Inst.1.77及92）。

98.哈德良主持下通过的SC，将《埃里·森迪亚法》（Lex Aelia Sentia，公元4年）的条款延伸至异邦人，即债权人若有欺骗行为，则解除行为无效（Gaius，Inst.1.47; 某些编辑会省去引用 SC）。

99.哈德良提出的SC，免除了那些在恩主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获得皇帝授予的罗马公民权的人的公民权，丧失资格意味着他们去世时仍不是公民（Gaius，Inst.3.73）。

100.哈德良谕令（oratio）及SC要求向私库（fiscus）申报留给异邦人的遗赠（fideicommissa）（Gaius，Inst.2.285）。

101.哈德良谕令（oratio）禁止针对元老院的判决向皇帝提出上诉（Ulpian，Dig.49.2.1.2）。

102.哈德良*谕令（oratio）涉及为奥古斯都而设的荣誉（Charisius，Art.Gramm.II.，第287页 Barwick）。

103.哈德良谕令（oratio）涉及一件未指明的事，其中他提到贝里特斯（Berytus）作为享有意大利权（ius Italicum）的奥古斯都殖民地（Ulpian，Dig.50.15.1.1；cf.perhaps Gell.Noct.Att.16.13.4）。

安东尼·庇乌斯（138—161）

104.公元138年10月15日的*SC批准萨图斯·伯根西斯（saltus Beguensis）（阿非利加）建立一个市集（FIRA2 I no.47）。

105.安东尼·庇乌斯主持下通过的*SC，承认基齐库斯的新人团（FIRA 2 I no.48）。

106.安东尼·庇乌斯谕令（oratio）明确规定了豁免进贡（munera）的资格（Diocletian和Maximian，CJ 10.53.4）。

马可·奥略留与维鲁斯（161—169）

107.“神圣兄弟”（divi fratres）谕令将提供安全保障的义务延伸至元老官员任命的护卫（Ulpian，Dig.26.2.19.1）。

108.“神圣兄弟”（divi fratres）谕令（只限于帕皮尼安）或奥略留和SC裁定，即使自由民享有豁免守卫责任（tutelae）的权利，他仍可被委任为男女恩主孩子们的保护人（Ulpian，Frag.Vat.220；Papinian，ibid.，224；cf.Dig.26.5.14；Sev.Alexander，CJ 5.62.5）。

马可·奥略留（169—177）

109.奥略留提出的SC，禁止奴隶主在演出中将任何奴隶放到属于他本人或他人的表演者当中（Sev.Alexander，CJ 7.11.3；cf.狄奥 69.16.3；Paulus，Dig.40.9.17 pr.）。

110.奥略留统治时期的SC准许向社团提供遗赠（Paulus,Dig.34.5.20）。

111.奥略留谕令和*SC对总督向皇帝征询［如何］判决的案件作出规定。即便没有提出上诉，在后者［皇帝］作出回复前，不得进行处罚。判决只有在罗马宣告时生效，所以已故被告的遗嘱一直有效（Ulpian，Dig.28.3.6.9；Macer，ibid.，48.21.2.1有援引SC）。

112.奥略留谕令和SC明确规定了因房屋维修产生贷款时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责任（Ulpian，Dig.17.2.52.10；Papinian,ibid.，20.2.1；Gaius，ibid.，20.3.2；cf.Philippi，CJ 8.10.4）。

113.奥略留谕令和SC巩固了追寻逃奴者的权利，特别允许其未经批准进入他人土地。同时规定对私藏逃奴者处以罚金（除非其让步，并在20天内交出逃奴）（Ulpian，Dig.11.4.1和3；cf.下文第 161条）。

114.奥略留谕令强烈表示（尽管并未具体声明），男子在婚后有正当理由以礼节为据，免除对儿媳妇的监护责任（Valerian和Gallienus，CJ 5.62.17）。

115.奥略留谕令规定，在他人合法嗣子进入前掠夺他人土地的，将受到惩罚（Marcianus，Dig.47.19.1；cf.CJ 9.32.关于这个问题，cf.Fronto,Ad M.Caes.1.6.2—5 = 第11—13页H）。

116.奥略留谕令准许元老院行省总督（proconsul）的公使任命一名护卫（Ulpian，Dig.26.5.1.1）。

117.奥略留谕令规定，只有来自同一地区的自由民可被任命为护卫，保护具有自由民资格的人。因此，自由民有正当理由拒绝成为其他自由民的导师（Modestinus，Dig.27.1.14；Tryphoninus，ibid.，27.1.44 pr.）。

118.奥略留谕令规定，被宣布为自由人（ingenuus）的男子一旦去世，其身份在此后不得被质疑，且即便其去世时仍在进行中的调查也应自动失效（Marcianus，Dig.40.15.1.3）。

119.奥略留谕令允许外国人（extraneus）为证明自由民生来自由提供串通舞弊的证据（Ulpian，Dig.40.16.2.4；cf.SC尼尼安，上文第72条）。

120.奥略留谕令制定了一般规定，在收成期或葡萄收获期，诉讼人不得催促案件的审理。然而，若有合理原因，则允许在该时期及在假日进行例外处理（乌尔比安进行过讨论，Dig.2.12.1.2 and 7）。

121.奥略留谕令，并未被充分理解，将在法庭认罪（confessus in iure）的被告等同于被裁决的（iudicatus）被告（Ulpian，Dig.42.1.56和2.6.2，被严重篡改）。

122.奥略留谕令规定，除非得到副执政官的授权，否则不得在遗嘱规定的生活费用（补助金）（alimenta）条款上作出让步（乌尔比安进行过讨论，Dig.2.15.8）。

123.奥略留谕令调整了SC西拉尼安（上文第13条）以保护奴隶的某些利益，即那些经调查被宣布与主人被杀一事无关、且据主人遗嘱获得释放或在其他方面受益的奴隶。在调查中，其后代应被看作生而自由，且得到赠与他们的累计遗产的收 益（CJ 6.35.11）。

124.奥略留谕令规定，提出上诉的期限应据法庭开庭期（dies utiles）计算（Ulpian，Dig.49.4.1.7）。

马可·奥略留与康茂德（177—180）

125.奥略留和康茂德的*谕令与SC于公元177年晚期通过，（其中）涉及米利都提出的与运动会相关的请求。参见P.Herrmann，“Eine Kaiserurkunde der Zeit Marc Aurels aus Milet”，Istanb.Mitt.25，1975，第149—166页=AE 1977.801。

126.奥略留和康茂德的*谕令与*主要意见（sententia prima）于公元177/178年（或于该年较早时候：见附录3）发布，关于降低角斗竞技支出的措施。参见J.H.Oliver和R.E.A.Palmer，“Minutes of an Act of the Roman Senate”，Hesperia 24，1955，第320—349页。

127.SC奥尔菲提安（以公元178年的执政官塞尔维乌斯·［科尔尼利乌斯］·西皮阿·［萨维迪恩努斯］·奥尔菲的名字来命名）调整了《福菲亚·卡尼尼亚法》（Lex Fufia Caninia，公元前2年），承认依据遗嘱获得释放的奴隶，尽管其姓名并未在遗嘱中被提及，但其身份无疑已通过其他方式被阐明（Sent.Paul.4.14.1）。

128.皇帝谕令与*SC奥尔菲提安或奥尔菲提安（公元178年；名字见上文第127条）授予妇人的孩子们优先继承权，倘若妇人在去世时并未订立遗嘱。标题见Dig.38.17（1.12简要援引了SC，9援引了谕令）；Just.Inst.3.4；Cod.6.57，由盖乌斯和保罗进行评论。亦见Ulpian，Reg.26.7；Dig.29.2.6.2；38.7.2.4和8.1.9；HA，Marcus 11.8；Just.Cod.1.17.2.7。

129.奥略留（和康茂德）的谕令与SC禁止元老阶层成员与其他特定阶层成员进行通婚（Ulpian，Dig.23.1.16；24.1.3.1；Paulus，ibid.，23.2.16 pr.）。

130.奥略留和康茂德的谕令与SC禁止护卫与其所保护的人结婚或让其与自己的儿子或孙子结婚。由保罗进行评论及讨论，Dig.23.2.59和60，亦见Ulpian，Frag.Vat.201；Callistratus，Dig.23.2.64 pr.-1；Tryphoninus，ibid.，23.2.67.1，3（谕令单独归于奥略留），4；Marcianus，ibid.，30.128；48.5.7；Severus和Caracalla，CJ 5.6.1；Caracalla，ibid.，5.62.4；Philippus，ibid.， 5.6.4。

佩蒂纳克斯（193）

131.佩蒂纳克斯要求的SC，让元老选的副执政官比直接任命（adlected）的副执政官享有更高地位（HA，Pert.6.10）。

132.佩蒂纳克斯谕令涉及遗嘱的有效性。他断言自己将拒绝承认那些为了诉讼而任命皇帝嗣子的人的遗产（HA，Pert.7.2；Just.Inst.2.17.7—8）。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193—211）与卡拉卡拉（198—217）

133.*SC涉及塞库拉尔节（Ludi Saeculares），公元204年（G.B.Pighi，De Ludis Saecularibus，第140—144页；关于该节的讨论，参见本书第246页，注释④）。

134.公元195年6月13日发布的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谕令与SC，因监护人对其所监护的未成年人有欺诈行为而对其处以惩罚。特别是对［监护人］胜任证明（nominatio potioris）有所限制，属于被监护人的财产只有在副执政官或总督同意下才能出售。标题见Sent.Paul.2.30，由保罗进行评论。讨论参见Frag.Vat.158；Dig.27.9（均有援引谕令）。亦见Frag.Vat.212—214；CJ 5.70.2；71；73.2—4。

135.塞维鲁和卡拉卡拉的*谕令与SC，于福尔维乌斯·埃米利亚努斯和南缪斯·阿尔比努斯担任常任执政官时（公元206年）通过，承认夫妻之间互赠礼品在赠送方先行去世、且届时双方仍保持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仍具有法律效力。讨论参见Frag.Vat.276；294.2；Dig.24.1（3 pr.及32.2处有援引谕令）；cf.Ulpian，Dig.33.4.1.3；Gordian，CJ 5.16.10。

塞维鲁·亚历山大（222—235）

136.公元222年通过的SC（据称为埃拉加巴鲁斯去世后的首个），禁止任何妇女进入或被带入元老院（HA，Elagab.18.3）。

瓦莱留（253—260）

137.公元258年夏发出的瓦莱留谕令（亦称“批复”rescriptum）关于加强处死基督徒力度的措施（Cyprian，《书信集》80.1.2—3）。

B.日期不明的措施

（i） 部分显示日期的元老院法令和谕令

138.*SC要求除殡葬行会外的所有社团要取得许可。奥古斯都时代？（FIRA2 I no.46）。比较元老院及皇帝向社团发出许可和禁止不法社团（collegia illicita）的文献（塔西佗，《编年史》14.17；普林尼，《颂词》54.4；Gaius，Dig.3.4.1 pr.；Marcianus，ibid.，47.22.1.1和3 pr.-1.）。

139.SC（奥古斯都统治晚期通过？）对诽谤性出版物的作者处以惩罚。参见Sent.Paul.5.4.15；Ulpian，Dig.28.1.18.1；47.10.5.10—11；Paulus，ibid.，47.10.6，由R.A.Bauman进行讨论，Impietas in Principem，Münchener Beiträge 67，1974，第二章。

140.SC禁止元老院议员与被判有刑事罪的人结婚或拥有被判有刑事罪的妻子。被乌尔比安援引，Dig.23.2.43.10，或是上文第22条即公元19年SC的一个条款。

141.元首制早期通过的（？）SC允许把个人财产的全部用益权（usufruct）遗赠，条件是受益人在特定情形下要提供担保。讨论参见Dig.7.5，亦见Ulpian，Reg.24.27；Dig.7.9.12；Paulus，ibid.，33.2.1及24 pr.；Pomponius，ibid.，35.2.69；Just.Inst.2.4.2。已知是为了针对M.科齐乌斯·涅尔瓦（死于公元33年），但显然不是针对西塞罗（Pro Caecina 11；Topica 17）。

142.SC，或者是两个，很可能在元首制早期通过，申明了不能因出示皇帝肖像而获得庇护，不管犯人已逃至某个庇护所或已受到庇护。参见Scaevola，Dig.47.10.38及Callistratus，ibid.，48.19.28.7，由R.A.Bauman讨论，Impietas in Principem，第85—92页。

143.SC，由执政官斯塔提里奥与陶罗（“Statilio et Tauro consulibus”）通过，规定根据《关于侵权的科奈留法》（公元前81年）对伪造各类文书的行为处以惩罚（Coll.8.7.1；cf.Ulpian，Dig.48.10.9.3）。日期不明。编辑建议修改为“斯塔提里奥·陶罗与斯克里波尼奥·立波尼”（“Statilio Tauro et Scribonio Libone”）以将日期定为公元16年。但已知斯塔提里奥·陶罗（Statilio Tauro）至少是公元前26年、公元11年、44年及45年的执政官。这项措施大概应在上文第38条之后，而非在其之前。

144.SC卡尔维西安将60岁以下男子与50岁以上女子的婚姻关系宣布为“劣等”（impar），双方的继承资格会受到严重限制（Ulpian，Reg.16.4）。或可归因于公元1世纪或2世纪早期担任执政官的其中某位卡尔维西（Calvisii）。但如果这项措施与两条相关措施（上文第33条和第50条）的通过时间相同，则有可能属于公元44年或53年（P.A.Gallivan，CQ 28，1978，第424—425 页）。

145.一直到维斯帕先统治时期，多个SCC都涉及垄断权（Plin.NH 8.135；cf.Suet.Tib.30）。

146.不晚于维斯帕先统治时期（更有可能是共和国时期，而非元首制时期？）的SC为希尔皮人免除兵役并同意赠送其他礼物（munera）以认可其对阿波罗的供奉行为（Plin.NH 7.19；Solinus 2.26，第38页，Mommsen）。

147.SC规定，将会被释放的奴隶若获得遗赠，则当且仅有人将遗产以及自由留给他时，才适用于《法尔奇第亚法》（Lex Falcidia，公元前40年）。被保罗及乌尔比安援引，Dig.35.2.33 and 35（或是上文第68条SC佩嘉西安的条款）。

148.SC将违法遗赠（donationes mortis causa）的接受人与将法律禁止接受的遗产进行遗赠的人置于相同情况下。该措施显然带来了许多问题，某些问题由保罗进行讨论，Dig.39.6.35。日期在维斯帕先和哈德良统治时期之间，或更接近于后者，参见S.di Paola，Donatio mortis causa，Catania，1950，第193—197页。

149.不晚于图密善统治时期的SC涉及对指控的正式撤销（Papinian，Dig.48.3.2.1）。

150.SC关于承认孩童的权利以及为前奴隶授予自由民的权利（不能等同于范围更有限的上文第85条SC普兰仙）。图拉真时期前得到充分通过，其参谋部并未将其撤销（普林尼，《书信集》10.72—73）。

151.SC批准了涅尔瓦法令，这是首项禁止调查已故超过5年者的身份的措施（Sev.Alexander，CJ 7.21.4 pr.；Diocletian，ibid.，7；8；cf.Suet.Tit.8；Dom.9；普林尼，《颂词》35.4；Callistratus，Dig.40.15.4）。日期先于上文第118条的奥略留谕令？

152.未知皇帝的谕令（大概不早于涅尔瓦：见上文第151条）规定，任何自由民无一例外地要在被释放后的5年内向执政官或总督作出生而自由的声明（Papinian，Dig.40.14.4）。

153.不晚于公元100年通过的SC，要求执政官向皇帝发表感谢辞（gratiarum actio）（普林尼，《颂词》4.1与上文第七章，第五节）。

154.SC大苏米安规定，若遗嘱中要求释放奴隶（fideicommissary manumission），且受益人或因太年轻而无法履行遗嘱或由于合理原因而缺席，则副执政官可以执行释放（Maecianus，Dig.40.5.36 pr.；Marcianus，ibid.，40.5.51.4—6；或亦可见缺少标题的Sent.Paul.4.13.3；Ulpian，Dig.40.5.30.4）。若这项措施与其他具有类似目的的措施（见上文第74条；下文第155—157条）几乎同时通过，则可能以分别于公元90年（？）、119年及152年担任执政官的其中一名大苏米（Dasumii）的名字来命名。

155.SC维特拉先在孩子作为共同继承人的案件中，加快履行据遗嘱释放奴隶（fideicommissary manumission）的条款（Ulpian，Dig.40.5.30.6）。若这项措施与其他具有类似目的的措施（见上文第74条、第154条；下文第156条、第157条）几乎同时通过，则可能以分别于公元123年、137年及151年（？）担任执政官的其中一名维特拉斯（Vitrasii）的名字来命名（G.Alfǒldy，Konsulat und Senatorenstand unter den Antoninen，pp.151—152）。

156.SC阿尔蒂库勒安准许总督审理据遗嘱释放奴隶（fideicommissary manumission）的案件，即便继承人来自不同的行省（Marcianus，Dig.40.5.51.7）。若这项措施与其他具有类似目的的措施（见上文第74条、第154条、第155条；下文第157条）几乎同时通过，则可能以公元101年的常任执政官Q.阿尔蒂库勒乌斯·培图斯或公元123年的常任执政官Q.阿尔蒂库勒乌斯·佩提努斯的名字来命名。

157.SC准许副执政官在以遗嘱释放奴隶（fideicommissary manumission）的案件中采取行动，倘若余下的人当中无人符合资格或愿意授予自由（Ulpian，Dig.40.5.30.9—14）。这项措施与其他具有类似目的的措施可一同追溯至2世纪上半叶（见上文第74条、第154—156条）。

158.不晚于哈德良统治时期通过的SC（见上文第93条），为任一性别、因误以为较低阶层的配偶与其处于同等阶层的罗马公民提供帮助。若能证明这是误会，则因这段婚姻关系而出生的孩子以及（通常来说）处于较低阶层的配偶可获得罗马公民权（Gaius，Inst.1.67—75；2.142；3.73；cf.Frag.Berol.2 = FIRA2 II，第427页）。

159.或不晚于哈德良统治时期通过的SC，禁止任何士兵、个人、自由民或皇帝的奴隶对收集失事船物品的行为进行干涉（Callistratus，Dig.47.9.7；cf.上文第49条；下文第194条）。

160.据帕皮尼安（Dig.34.9.12），（“iampridem”）很久以前通过的SC似乎已经规定，若男子连续订立了两份遗嘱，他在后一份遗嘱中让事实上被禁止继承的嗣子具有继承资格，则财产不会自动转到第一份遗嘱的继承人，即便这份遗嘱从未被撤销。日期可追溯至安东尼·庇乌斯，据M.Kaser，Das rǒmische Privatrecht I.，第692页注释15和第726页注释49。

161.摩德斯图斯担任执政官期间通过的SC，要求地区元老官员以及所有财产拥有者帮助任何正在追寻逃奴且已经出示正式证明的人，不配合者将会被处以罚款（Ulpian，Dig.11.4.1.2）。这项措施明显先于奥略留谕令和涉及同样问题的SC（见上文第113条），且与公元152年中期的补任执政官L.阿里纽斯·摩德斯图斯或公元167年（AE 1958.234）后的同名补任执政官有关，由于我们知道先前并未有执政官使用那个名字。

162.SC沃卢西安将《关于侵害私人的尤利亚法》（Lex Julia de vi privata，公元前17年）扩充至惩罚那些在案件中密谋勾结并分享收益的人（Modestinus，Dig.48.7.6）。不可能归于1、2世纪中几位名为沃卢斯的执政官中的其中一位。

163.不晚于康茂德统治时期的SC，命令“不能有基督徒”。参见H.A.Musurillo，The Acts of the Christian Martyrs，no.7 sects.13—14及23；cf.Eusebius，Hist.Eccl.5.21.4。

164.SC豁免罗马元老接待政府贵宾的强制义务。公元204年5月31日援引在塞维鲁和卡拉卡拉的一封信中（T.Drew-Bear，W.Eck，P.Herrmann，“Sacrae Litterae”，Chiron 7，1977，第355—383页；L.Robert，“Documents d'Asie Mineure，VIII.Règlement impérial gréco-latin sur les hōtes imposes”，BCH 102，1978，第432—437页 with BE 1978.468；D.Knibbe，R.Merkelbach，“Allerhǒchste Schelte”，ZPE 31，1978，第229—232页；AE 1977.807）。

165.SC盖图里西安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夫权下的妻子（uxor in manu）继承其丈夫的权利（Frag.Berol.3 = FIRA2 II，第427页）。沃尔泰拉（E.Volterra）（Atti Accad.Lincei,Memorie ser.8，vol.12.4.，1966，第351—353页）据其内容认为这项措施肯定晚于SC奥尔菲提安（见上文第128条）。或可将法学家（保罗？）援引的风格，即“hodie autem ...propter SC”，与乌尔比安的进行比较，Dig.33.4.1.3，即“hodie post SC”，［后者］明显与较近的一条措施有关（上文第135条）。若SC盖图里西安的日期准确，则唯一已知的以其名字来命名的执政官可能是尤利乌斯·盖图里库斯，为塞维鲁·亚历山大统治时期（或为早期；PIR2 I 332）下莫西亚（Lower Moesia）的公使。

注：塔西佗在《历史》4.42提及一条SC，纯粹源自有误的文本，因而可忽略（cf.H.Heubner ad loc.）。

（ii） 最早由2世纪法学家援引的元老院法令

166.SC规定，与证人提供的证据相比，应更重视户籍登记以及公共档案的证据（Marcellus，Dig.22.3.10）。

167.SC主要为元老及其妻子规定了财产变卖（distractio bonorum）的程序（Gaius and Neratius，Dig.27.10.5 and 9；cf.Papirius Justus，Dig.42.7.4）。

168.SC规定被任命的公使在其使命结束前不得处理私人事务（Scaevola，Dig.50.7.13）。

169.SC规定，遗赠给城市以作演出或猎杀野兽用的钱财不应被用于此目的，而应用在该城最需要的地方。要纪念捐赠者的名字（Valens，Dig.50.8.6；cf.Suet.Tib.31；由R.Duncan-Jones进行评论，《经济》，第137页）。

170.SC明确规定妇女可提出诉讼的情形（Papinian，Dig.48.2.2 pr.；Sev.Alexander，CJ 9.1.5及46.2；cf.Gaius，Dig.4.4.12）。

171.SC关于为遗产选择替代性的继承人（substitutio）（Celsus，Dig.28.5.26）。

172.SC申明，熔解不合格的（即粗制滥做的？）皇帝雕像不属谋反行为。由Scaevola援引，Dig.48.4.4.1（否则，该项行为属于谋反行为：cf.Dig.48.4.6）。

173.SC准许向未来继承人提供救济，倘若该继承人已诚实地偿还了遗赠，因继承人若被证实为不合法，则基本上不能重获这份遗赠。被盖乌斯援引，Dig.5.3.17（加插？）。

174.SC明确规定了能进入主管机构（captatoriae institutiones）的条件（Papinian和Paulus，Dig.28.5.71—72.1）。沃卢特拉（Voltera）（op.cit.该章节导言，note 1，no.169）注意到这类SC从未为公元21年去世的M.安提斯提乌斯·拉贝奥（Dig.28.7.20.2）所知（塔西佗，《编年史》3.75；W.Kunkel，Herkunft und soziable Stellung der rǒmischen Juristen，第114页），但提出，相比之下，盖乌斯援引的一段话，即Ad edictum provinciale XV,确实显示出规限意识（Dig.30.64）。

175.SC禁止贩卖或购买逃奴，违者会被处以罚款（Frag.de Iure Fisci I.9；Sent.Paul.1.6a.2；Dig.10.3.19.3）。沃尔泰拉（op.cit.该章导言，note 1，no.170）合理地表明本条SC被盖乌斯援引，Ad edictum provinciale X（Dig.18.1.35.3）。

176.SC修改了《维萨利亚法》（Lex Visellia，公元24年），担任看守人（Vigiles）的拉丁人被授予罗马公民权年限，从被释放后的6年改为3年（Gaius,Inst.1.32b；Ulpian,Reg.3.5；G.Rotondi，Leges publicae populi Romani，第464—465页）。

177.“特定元老院法令”（Specialia senatus consulta）同《福菲亚·卡尼尼亚法》（Lex Fufia Caninia，公元前2年）一起，使《埃里·森迪亚法》（Lex Aelia Sentia，公元前4年）确立的主导奴隶释放的规则变得无法规避（Gaius，Inst.1.46）。

178.SC禁止立遗嘱者释放30岁以下的奴隶，以使其成为自己的继承人（Gaius，Inst.2.276）。

179.SC禁止释放那些蓄意让自己被贩卖成奴隶的人（Pomponius，Dig.40.13.3）。

180.SC使20岁以下的人无法向较年长者赠送礼物以让其释放奴隶。被塞维鲁·亚历山大援引，CJ 7.11.4.Cf.Marcellus，Dig.18.7.4；Julianus，ibid.，40.9.7.1。

181.*SC涉及奴隶或被法庭宣布为生来自由（ingenui）的自由民的财产权（Paulus和Pomponius，Dig.40.12.32 and 14.3，后者援引了三个问题；Sev.Alexander，CJ 7.14.1）。

182.一个或以上的SCC明确规定妇女可申请要求另一名监护人的条件（Gaius，Inst.1.173—183；Upian，Reg.11.20—23；cf.下文第217条）。

183.SC涉及这样的案件：丈夫为妻子蓄意安排通奸者以通过当场揭发来玷污其名誉（Scaevola，Dig.48.5.15.1）。

184.SC规定，私库（fiscus）索取款项时，任何人除了要向通知人出示与此案具体相关的文件外，无需出示其他文件（Mauricianus，Dig.2.13.3）。

185.SCC涉及被私库（fiscus）和个人索取财产时应遵循的程序。蓬波尼乌斯援引自尤利安，Dig.49.14.35。

（iii） 最早由3世纪或其后的法学家及帝国宪法援引的元老院法令

186.SC要求根据《关于渎职罪的尤利亚法》（Lex Julia peculatus，cf.G.Rotondi，Leges publicae populi Romani，第453—454页），对未经主管人员许可［擅自］准许检查并抄录公共档案的人处以惩罚（Paulus，Dig.48.13.11.5）。

187.SC规定，根据《关于侵害私人的尤利亚法》（Lex Julia de vi privata，公元前17年？）被定罪的人应被撤销所有荣誉，正如被剥夺公民权的人（infamis）（Marcianus，Dig.48.7.1 pr.）。

188.SC对寻求城市官职或祭司身份时违反《关于（选举）舞弊的尤利亚法》（Lex Julia de ambitu，公元前18年）的人处于罚款并宣布其为无耻（infamia）（Modestinus，Dig.48.14.1.1）。

189.SC向为恩主管理事务的元老的自由民豁免监护义务（Papinian，Dig.50.1.17）。

190.SC规定，对设置新的间接税（vectigal）的人处以惩罚（Modestinus，Dig.48.14.1.3）。

191.SC规定，根据《关于刺杀和投毒的科奈留法》（Lex Cornelia de sicariis et veneficiis，公元前81年），对不负责任地出售危险药品的商人处以惩罚（Marcianus，Dig.48.8.3.3）。

192.SC规定，以驱逐来惩罚出于善意为人配发生育药却造成致命后果的妇人（Marcianus，Dig.48.8.3.2）。

193.SC规定，根据《关于刺杀和投毒的科奈留法》（Lex Cornelia de sicariis et veneficiis，公元前81年），对为贩卖或性虐待而阉割他人者处以惩罚（Marcianus，Dig.48.8.3.4）。

194.SC对企图对失事船的救援进行阻碍、掠夺或欺骗［失事船］船员的人，处以《关于刺杀和投毒的科奈留法》（Lex Cornelia de sicariis et veneficiis，公元前81年）所规定的罚款（Ulpian，Dig.47.9.3.8，cf.见上文第49条和第159条；及Dig.48.7.1.12）。

195.SC限制对“为争夺美德”（virtutis causa）的体育竞赛进行打赌（Paulus，Dig.11.5.2.1）。

196.SC放宽了主管寡妇服丧的某些规定，但保持了丈夫去世后在惯常的时间间隔内不得再婚的禁令。戈尔迪安于公元239年援引（CJ 2.11.15）。

197.SC规定，非法修建的房子应被拆毁，不得留作遗产或作为遗赠（fideicommissum）。然而，显然并不反对将房子的材料进行遗赠。参见Marcianus，Dig.30.114.9；Ulpian，ibid.，32.11.14。

198.SC要求根据《关于刺杀和投毒的科奈留法》（Lex Cornelia de sicariis et veneficiis，公元前81年），对怀有恶意来献祭的人进行定罪（Modestinus,Dig.48.8.13）。

199.对儿童进行正式承认的SCC禁止男子拒绝承认自己的孩子。被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共同援引，CJ 8.46.9.

200.SC禁止将墓地移作他用（Ulpian，Dig.11.7.12.1）。

201.涉及《比托尼亚法》（Lex Petronia）（日期不明：参见K.F.C.Rose，The Date and Author of the Satyricon，Mnemosyne Suppl.16，Leiden，1971，第35—37页）的SC使奴隶主没有权利因一时兴致而将奴隶派到斗兽表演去角斗。［对待奴隶的］这种方式只能由法庭来批准（Modestinus，Dig.48.8.11.2；cf.Valerian和Gallienus，CJ 9.9.16.2）。

202.SC庇索念规定，若仍要接受罪罚的奴隶被出售，则卖方应按售价向买方退款（Paulus，Dig.29.5.8 pr.）。不可能归因于名为庇索尼斯的执政官中的其中一位。

203.SC对贩卖逃奴的奴隶主处以罚款，但允许奴隶主发出捕捉并贩卖逃奴的指令（Ulpian，Dig.48.15.2.2—3）。

204.SC指导执政官听取某些释放奴隶的申请（Ulpian，Dig.1.10.1.2，解读带有争议性）。

205.SC允许执政官释放名字已交给其同事的奴隶，倘若后者［其同事］意外地显然无法执行［释放行为］（Ulpian，Dig.1.10.1.1）。

206.SC规定，若获得释放的奴隶蓄意欺骗城市，则不能获得自由（Marcianus，Dig.40.9.11 pr.）。

207.SC向生育了3个孩子的拉丁妇女颁发罗马公民权（Ulpian，Reg.3.1；cf.Sent.Paul.4.9.8）。

208.SC准许20岁以下的奴隶主释放一名女奴，倘若他本人在6个月内首先发誓要与其结婚（Ulpian和Modestinus，Dig.40.2.13和9.21）。

209.SC根据“自由诉讼”（causa liberalis）规定，若多人声称对一名奴隶拥有所有权，则应将其全部带到同一法官面前（Ulpian，Dig.40.12.8）。

210.SC授予奴隶自由，若其为被谋杀的主人报复或告发犯人（Ulpian，Dig.38.16.3.4；Diocletian和Maximian，CJ 7.13.1；cf.Paulus，Dig.38.2.4 pr.）。

211.SC要求副执政官亲自审判奴隶杀害奴隶主的控诉（Papinian，Dig.1.21.1 pr.）。

212.SC让被控重罪的被告失去释放奴隶的能力（Marcianus，Dig.40.1.8.1）。

213.SC规定，当一座自治城市（municipium）的其中一名自由民已为其安排好继承人，则该城可以要求财产权（Ulpian，Dig.38.3.1.1）。

214.SC禁止立遗嘱者指定应按次序由其嗣子安排的人［为继承人］（Marcianus，Dig.30.114.6）。

215.SC涉及遗产及遗赠（fideicommissa）（Ulpian，Dig.31.60）。

216.SC禁止男子被委任为已与其订婚的妇女的监护人（Modestinus，Dig.27.1.1.5；cf.Ulpian，Frag.Vat.201）。

217.数条SCC为委任新监护人作准备，以取代那些精神失常、失去听力或说话能力的监护人（Paulus，Dig.26.1.17；cf.上文第182条）。

218.SC在某程度上调整了据遗嘱委任监护人的规定（Ulpian，Dig.26.2.11.3）。

219.SC规定了法庭应采取的行动，倘若告发者与其所告发的被告均不回应传召（Callistratus，Dig.49.14.2.3）。

220.SC确立了应遵循的流程，倘若一名以上的控告人根据《关于惩治通奸的尤利亚法》（Lex Julia de adulteriis coercendis，公元前18年）对同一被告提出指控（Ulpian，Dig.48.5.30.8）。

221.SC规定，可以要求副执政官在通奸案中作证（Arcadius Charisius，Dig.22.5.21.1）。

222.SC规定，当财政管理部门的同一分支既索取款项，又有未偿付款项，则两项可互相抵消。被卡拉卡拉援引，CJ 4.31.1。

223.SC规定，针对总督及其参谋人员未进入其行省前书面约定履行的义务，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能在其任期内提起相关的司法诉讼（Macer，Dig.1.18.16）。

224.SC允许刑事审判延期，倘若有关一方向法官提供其无法出庭的合理理由（Papinian，Dig.48.1.13.1）。

225.SC加强了《关于侵害人的尤利亚法》（Lex Julia de vi，公元前17年？），被告若去世则准许其案件被正式撤销，或在其他情形下，阻止控告人提出起诉。但新的检察官可在法庭开庭期（dies utiles）的30天内受理这一案件（Paulus，Dig.48.2.3.4）。

226.SC规定因某个案件被传召到法庭的人，无需在同一场合为其先前犯罪所受的指控进行辩护（Papinian，Dig.48.3.2.2）。

227.SC禁止据不同法律对任何人的同一罪行进行控告（Paulus，Dig.48.2.14）。

228.SC把从立遗嘱者死后算起的财产的所有利润或收益分给继承人（Papinian，Dig.49.14.38 pr.）。

229.SC涉及用益权（usufruct），其他的无法识别。被援引在残篇中，Frag.Vat.67。

230.SC禁止预审遗嘱约定的自由权的诉求，倘若该遗嘱仍有待证实（Ulpian，Dig.5.3.7 pr.）。

231.SCC与《关于其他杂项的尤利亚法》（Lex Julia miscella，即《关于正式婚姻的尤利亚法》（Lex Julia de maritandis ordinibus）：cf.G.Rotondi，Leges publicae populi Romani，第458页）相联系，通常被查士丁尼援引，Cod.6.40.3.1。

232.SCC与公元9年的《帕皮亚·波比亚法》（Lex Papia［Poppaea］）相关，通常被查士丁尼援引，Cod.6.51.1.1c。

233.SCC有关《新施工告令》（operis novi nuntiatio），与相关法律及帝国宪法一起，通常被乌尔比安援引（Dig.39.1.5.9），引自佩狄尤斯（S.Pedius）。

234.无法识别的SC，与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有关，CJ 9.9.23.2。

注：瓜杜契（M.Guarducci）的《克里特岛铭文》（Inscriptiones Creticae）III.IX.10无疑仅仅是对皇帝及元老院的一般献辞。马利亚尼（Mariani）（Mon.Ant.6，1895，第311页）错误地猜想里面提到了元老院的一个法令。详见Inscr.Cret.I.VII.9及A.M.Woodward，JHS 56，1936，第95页评论；L.Robert，Rev.Phil.10，1936，第169页 = Opera Min.Sel.II，第1248页。

6.一般结论

篇幅虽长，要知道上述条目具有某些局限性。首先，显然这些法令的证据得以保留只是出于偶然，要从中就元老院立法的一般性质、范围及发展作出结论时，应保持最谨慎的态度。就我们所知，留存下来的材料也许并不典型。其次，它本身无助于回答元老院法令与皇帝单独立法有何关系这个重要问题。[28]除了承认政策明显随个别统治者（朱里亚-克劳狄、哈德良及马可·奥略留特别求助于元老院）不同而不同，我们只能揣测皇帝为何决定根据宪法解决一个问题而通过元老院解决另一个问题。但皇帝在把事务引向元老院上所发挥的角色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彻底了解此事之前，我们仍不知道元老院法令在罗马立法的整个语境下的完整意义。

尽管了解到这些局限性，但这些条目或在许多方面都令历史学家有所启发。让人立即印象深刻的是这些法令的纯粹数目，及其继续保持至3世纪早期。另外，某些受到持续关注的方面尤其突出：身份（尤其是有关奴隶及自由民的措施）；遗传（有关遗嘱、遗赠、继承人、监护人的措施）；以及各种维持良好公共秩序的措施。在后一种联系上，正如下章将提出的，某些法令很可能出自元老院对丑闻的调查和庭审。总的来说，元老院是个比普遍认为的更严肃、涵盖面更广的立法机构，且持续时间更长。因此，正如其他领域，在这方面对其角色进行重新评估确实有理。最后结果是，被委任为如行省总督或公使的元老院成员经常会发现他们在元老院的立法经验是其行使管辖权（这些官员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有益准备。



[1] E.Volterra的清单为后续研究迈出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尽管其仅拟为选样（Novissimo Digesto Italiano XVI，Turin，1969，s.v.senatusconsulta，第1047—1078页）。对研究有重大推动的有O.Gradenwitz，Vocabularium iurisprudentiae romanae，Berlin，1903—（关于元老院法令，参见s.v.consultum,vol.I cols.966—974）；R.Mayr,Vocabularium codicis Iustiniani，Prague，1923—1925；以及A.M.Honoré与J.Menner，Concordance to the Digest Jurists，Oxford，1980（缩影胶片）。

[2] 尤见第十一至第十四章。

[3] 除见如E.Volterra,op.cit.外，参见M.Kaser,Das rǒmische Zivilprozessrecht,Munich,1966; 同上,Das rǒmische Privatrecht I（ed.2），Munich，1971；以及L.Caes的优秀丛书Collectio bibliographica operum ad ius romanum pertinentium（Brussels）。

[4] 关于个别法学家，参见A.M.Honoré,Gaius,Oxford,1962; 同上，“塞维鲁的法学家：一份初步调查”，SDHI 28，1962，第162—232页；W.Kunkel，Herkunft und soziale Stellung der rǒmischen Juristen。

[5] 但我设想在意大利，元老院针对采矿的“古老”禁令发生在共和国时期（Plin.NH 3.138; 33.78; 37.202）。

[6] 例如，可以想象下列的每个配对来源于同样的元老院法令：nos.15与16；22与140；58与65；159与194。

[7] A.Watson,Law Making in the Later Roman Republic,Oxford,1974,第二章。

[8] 参见蓬波尼乌斯提及的不同法律形式：“ ...aut senatus consultum,quod solum senatu constituente inducitur sine lege ...”（Dig.1.2.12）。

[9] Cf.Pomponius,Dig.1.2.2.9; Just.Inst.1.2.5.

[10] 例如，参见Digest Pomponius（43.12.2），Papinian（1.1.7 pr.），Ulpian（37.1.12.1）。Cf.praetor's edict,quoted Dig.43.8.2 pr.

[11] Inst.1.4： “senatus consultum est quod senatus iubet atque constituit; idque legis vicem optinet,quamvis fuerit quaesitum.” Cf.Ulpian,Dig.1.3.9,“non ambigitur senatum ius facere posse.”

[12] 关于参考文献以及所持意见指引，参见A.A.Schiller，“元首制时期的元老院法令”，Tulane Law Review 33，1958/1959，第491—508页 = An American Experience in Roman Law，Gǒttingen，1971，第161—178页。

[13] G.Crifò,“Attività normativa del senato in età repubblicana”,Boll.1st.Dir.Rom.71，1968，pp.31—115; C.Nicolet,Rome et la conquête du monde Méditerranéen I，pp.373—384.

[14] 参见如A.A.Schiller,op.cit.pp.505—508 = 175—178；为M.Kaser所称许，Das rǒmische Privatrecht I.，第199页。

[15] 参见第十一章，第一节。

[16] Macrobius,Sat.1.12.35.

[17] Vell.2.91.1;狄奥 53.16.6。

[18] RG 22.2.

[19] EJ 94 a和b。

[20] 完整的法律清单，参见G.Rotondi，Leges publicae populi Romani，Milan，1912。

[21] Epit.59; cf.RG 6.2.

[22] Aqued.108,125—127,129.

[23] Cf.A.Watson,Law Making in the Later Roman Republic,pp.13—15.

[24] 确实有一份瓦莱留及加利努斯的法令写道：“decretum patrum et lex Petronia”，但无法确定两份法令的日期（CJ 9.9.16.2；下表中的no.201）。

[25] 53.21.3.

[26] 55.4.1.

[27] 《编年史》4.16。

[28] 关于帝国宪法，参见G.Gualandi，Legislazione imperiale e giurisprudenza I，with P.de Francisci，“Per la storia della legislazione imperiale durante il Principato”，Annali della storia del diritto 12/13，1968/1969，第1—41页。


第十六章 元老院法庭

第一节 元老院司法的性质与范围

相对于其他各种被忽略的职能，元老院作为法庭的起源、性质与发展大大地吸引了某些现代学者的注意，本章必须特别归功于他 们。[1]

此处只以数言交待元老院司法的来源。共和国时期，元老院显然不是定期开庭。这类具有司法性质的小型活动得以作为奥古斯都时期的记录，似乎代表着一个过渡阶段。早至公元前43年以及前40年，据说元老院已经有份对两名男子进行判决，据称他们密谋反对屋大维、副执政官盖利乌斯（Q.Gallius）[2]以及执政官萨维迪恩努斯·鲁弗斯（Salvidienus Rufus）[3]——据狄奥记载，后一例实际上是由屋大维本人在元老院进行指控。公元前26年，针对声名狼藉的埃及总督（Prefect）科尔尼利乌斯·加卢斯（Cornelius Gallus），通过了判罪投票，却特别将他留给法庭（大概是定期庭讯）来定罪。[4]同样，公元前23/22年，在庭讯上审理了针对普莱马斯、法尼乌斯·凯皮欧（Fannius Caepio）以及瓦罗·穆雷那（Varro Murena）的叛国罪指控。[5]公元前2年，尽管奥古斯都将其女儿尤利娅的不道德行为报告给元老院，但他却没有委托元老院处罚她与她的情人们。[6]然而，他于公元7年放逐了阿古利巴·波斯图穆斯（Agrippa Postumus）后，确实有请求元老院批准这项判决。[7]不过，诗人奥维德却于次年向奥古斯都抱怨自己被放逐的事，这似乎表明了这个立法团体具有更广泛的职能：“你不是通过元老院的法令来对我的行为进行定罪，放逐我的命令也不是由选定的陪审团（iudex selectus）［即通过庭讯（quaestio）］发出 的”。[8]

言下之意是元老院可以审理案件以及作出流放判决。也在同年（公元8年），狄奥碰巧作出了一般说明而没有进行详述，即年迈的奥古斯都“让元老院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审理大多数案件”。[9]我们确实只能从他统治后期才能证实这一发展。公元8年或12年，元老院经投票正式决定以诽谤罪放逐卡西乌斯·塞维鲁至克里特岛；[10]约在公元13年，元老院以勒索钱财罪（repetundae）、残暴罪（saevitia），大概还有叛逆罪（maiestas）对亚细亚前总督沃来苏斯·梅萨拉（Volesus Messalla）进行定罪。[11]我们以这两个例子为元老院定期开庭的最早证据。即便此后几年，人们才认为元老院执行这项职能是正常不过的事。据塔西佗记载，公元19年，卡尔普尼乌斯·庇索（Cn.Calpurnius Piso）仍以为针对他杀害日尔曼尼库斯的所有指控会在投毒法庭（quaestio de veneficiis）进行审理。[12]及后，庇索受审，塔西佗让提比略首先强调：“通过在元老院而非在广场、在元老院［成员］而非在［法庭（quaestio）中的］陪审团（iudices）面前探讨日尔曼尼库斯的死因，单凭这点我们确实将他提至高于法律的地位”。[13]

不过，元老院法庭自公元20年已经确立起来。过了约10年，只有针对有势力个人的著名审判能激发卡利古拉的夸张想象，[14]而公元44年的元老院法令特别规定违反条款者不仅要交罚款，还会被上报至元老院。[15]公元2世纪初，普林尼受友人邀请宣读了一段特别讲话，他的回复反映了一次重要审讯的氛围：

我清楚知道，被宣读的言语失去了所有热情与灵气，和几乎所有个性，发言一般从陪审团与支持的人群中、凭着结果的悬念、各位律师的名气以及听众的不同偏好获得活力与感染力；同样，言语也从演讲人来回迈步的姿势中获得活力与感染力，他的身体动作与变化着的情感保持一致。[16]

确实，这仍是概括性描述，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普林尼受友人邀请于公元100年1月元老院审判吕斯·普利斯库斯时进行发言；因此，普林尼很自然地想到了元老院审讯。[17]有明显意义的事经常有争议，诉讼总可吸引到公众兴趣——程度之热烈，据说连皇帝都要禁止人们进入某些审讯。[18]对这个立法团体［元老院］来说，担当法庭是其在元首制时期最重要且最耗时的一项新职能。尽管随着皇帝更多地单独进行审判，审讯的频繁程度肯定有所下降，但毫无疑问的是，直到元首制结束甚至在此以后，元老院确实继续保有这项职能。[19]

令人沮丧的是，我们无法追溯元老院逐步演变成法庭的各个阶段，或这项新职能明确的法律基础。缺乏有关证据。有人试图声称（对此我们感到不满意），元首制时期，元老院司法源自共和国时期约最后一个世纪的一段元老院紧急法令（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SCU），也源于其后将某些个人宣布为公敌（hostes publici）的做法。然而，SCU是个特殊的权宜之计，其范围及合法性均受到热议。这难以作为元首制时期元老院司法成为公认的经常性制度的基础。至于宣布公敌一事，我们掌握详情的一个例子——参与喀提林阴谋者——似乎同样无法作为后续实践的基础。在此，一个经常性审讯的所有标准构件都缺失，且负责主持的执政官西塞罗执行判决时的情形也会引起激烈争论。

琼斯强调，重大审判只有由元老院（以及皇帝）根据新的法律来执行。[20]但对于元老院司法的演变过程，也许没有系统或正式的解释是恰如其分的。应将其他主要因素考虑在内。首先，重要的是要想到当代人并没有就元老院的司法与非司法事务作出严格区分。其次，在元老院成为定期法庭之前及之后，尤其是使团和个别元老院成员都会将半司法性质的事务提交至元老院讨论。有时需要举行审讯。[21]毫无疑问，针对个人的定期、正式审判是这类事务的一个重要延伸，但鉴于有适当的鼓励措施，这种演变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说，奥古斯都有进行过鼓励。确实，他并不旨在让元老院参与刑事审判的一般程序。这是法庭（questiones）的作用，他没有加以改变。相反，他全面调整了审讯程序，为通奸行为增加了一项新调查（quaestio），并为其他相关犯罪颁布了新法令。[22]元老院陪审员从原来的3个陪审团中选出，公元4年，他又加设了第四个陪审团。元老继续担任陪审员，尽管我们并不了解被征募的人数。[23]同样，缺乏他们其后的参与情况以及持续时长的有关信息，除了重要的一点，即他们在2世纪初仍要担当这样的职责。[24]

出于必要及案件超出常规时，奥古斯都才求助于元老院。除我们已留意到的他让元老院关注的其他案件，早至公元前29年，我们发现他把被控谋杀的康马革纳的安条克（Antiochus of Commagene）带到元老院面前，并让元老院将其定罪。[25]6年后，他亲自带上提里达提斯和来自弗拉特斯的使节，企图解决两人之间的口角。[26]据说，他还与他的元老院顾问团（consilium）共同审理案件，[27]委托大量执政官（consulares）处理外省人的上诉，一人负责一个行省。这些说法均无法被进一步证实。[28]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更多细节，他肯定有委托元老院负责［执行］索贿案中的新程序，以避免庭讯（quaestio）延期的窘迫。这种变化或会让元老院成员感到满意，因它意味着这类针对他们的指控将由他们的同僚元老专门审理。更一般的情况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在审判普莱马斯的庭讯（quaestio）上奥古斯都的不愉快经历，使得他把个别特殊案件移交给元老院，特别是那些牵涉到他威信与利益的案件——首先是广义上的叛逆案（maiestas）。另外，他肯定已经充分意识到案件所带来的问题，庭讯（quaestio）无法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圆满解决案件，即那些根据好几个［法律］条目来进行举报的案件，[29]或是看上去有必要就如何应用法律进行诠释的案件，如审判卡西乌斯·塞维鲁和沃来苏斯·梅萨拉时的情况。一旦元老院司法［的惯例］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当代人就不会特意去为其寻求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基础。这种不关注仅仅反映了该时期宪法在更大范围内具有不确定性。罗马人接受这种特殊的创新，同样是由于他们承认元老院法令的法律效力：这些发展均得到了皇帝的同意与认 可。

我们如果要接着讨论元老院作为法庭的性质与范围，则可以首先考虑其所审理案件的种类。此处，幸存证据的不完整再次造成了困难。控告人可以从几个法庭当中选择［一个］来提起诉讼，元老院只是其中之一，所以无法确定具体类型的多数案件是否通常被提交至元老院，抑或控告人是否也把这类诉讼提交至其他法庭。

当考虑到外省人为了索回被勒索的钱财（repetundae）而控告前罗马官员的行为，这种不确定就更加突出。虽然我们无法引述具体案例，但可以保守揣测，所有这类案件继续在设立已久的索贿罪法庭（quaestio de repetundis）上进行审理，直到公元前4年奥古斯都本人发起的一条元老院法令引进了新程序为止。[30]简言之，在新的安排下，想索回被勒索钱财（但并不打算追究重罪）的外省人可以让元老院立即指派一个由5名元老组成的委员小组，该小组在30天内审理案件并作出裁决。然而，我们并不了解若指控重罪要遵守哪些流程。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例如，有可能是被委托的元老院委员小组及时处理索贿罪指控，而重罪则在相应的谋杀罪庭讯上进行处理。于是，以前的索贿罪法庭（quaestio de repetundis）将消失。又或者，若除索贿罪外还指控重罪，外省人可能需要把整个案件提交给索贿罪法庭（quaestio de repetundis）。就这点来说，只有当他们打算放弃追究重罪时，才能享受更有效率的新流程，通过元老委员小组来恢复财产。同样，元老院可能把所有这类重罪审判留给自己处理。

就我们的意图而言，深究这点并无益处，因为可以很清楚看到，公元前4年，元老院法令引进的这种新安排很快就被修改。不过，普林尼的一般引述以及某些具体例子表明，元老委员小组或仍评估应付给受损害的外省人的赔偿。[31]我们从公元15年格拉尼乌斯·马塞勒斯（Granius Marcellus）以及公元103年尤利乌斯·巴苏斯的案件中有听说过这种程序。[32]据说，一名保民官在图密善的鼓动下，对一名市政官提起诉讼，这宗索贿案可能也要遵守这种程序。[33]公元100年，被告马吕斯·普利斯库斯请求立即指派一个这样的委员小组以防止对其不利的最严重指控，未果；[34]也许庞培·西瓦努斯和巴比乌斯·马萨也分别于公元58年和93年使用了同样的诡计。[35]然而，与索贿罪相关的指控变得越来越常见——尤其是残暴罪（saevitia）和叛逆罪（maiestas）。在我们已知的所有例子当中，这些指控从提比略统治时期起就与索贿罪指控一起由元老院进行审理，但在别处没被援引。[36]未知是否正式更改了法律以准许这种发展。

虽然没有证据，但有可能从提比略统治开始（或更早），案件不再被提交至索贿罪法庭（quaestio de repetundis），这个法庭甚至变得形同虚设。相反，兴起了这样的惯例：针对元老级别的前官员的指控交给元老院，针对皇帝的总管以及自由民的指控则交给皇帝。[37]例外的是，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期间有一名骑士阶级的总管在元老院面前受审，但我们并未听说有元老因被控索贿罪而在皇帝面前受审。然而，我们要承认的是，截至图拉真统治时期的证据并不完整，此后的证据更是少得可怜。对于前一个时期，我们知道有约30个案件是在元老院面前审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索贿案也在其中；至于后一个时期，我们知道最多只有3个案 件。[38]

根据幸存资料，在元老院面前进行审判的最常见指控似乎是叛逆罪（maiestas），这也常与其他罪名联系在一起。此处再次由于缺乏相关证据，令我们难以确定其他法庭在多大程度上也处理过这类案件。[39]不过，若叛逆罪法庭（quaestio de maiestate）仍在执行，则我们并未了解其在公元15年以后的详细情况，而且某些学者倾向于认为它变得悄无声息其实是一个标志，即庭讯（quaestio）与索贿罪法庭（quaestio de repetundis）一样，很快就变得形同虚设。[40]已知许多皇帝有在自己的法庭受理叛逆罪的案件；因此，如塔西佗所指，正是由于对贩卖皇帝所授予职务进行的指控形成特殊窘境，才令尼禄于公元62年审判法布里修斯·威恩托（Fabricius Veiento）。[41]但皇帝将叛逆罪案件留给自己审理的理由并不总是明确的，亦无法确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如此。[42]

我们听说，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期间，有许多通奸罪是由元老院进行审理的。多数（若不是全部）案件都牵涉到社会地位高的人，而且也许还涉及相连的指控以及微妙的政治涵义。但我们很少听说这段时期通奸罪法庭（quaestio de adulteriis）的情况，便也不了解其于同一时期内在多大程度上受理牵涉到社会地位高的人的审判。[43]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过后，我们知道庭讯（quaestio）仍在执行，[44]且皇帝也来审理通奸案。[45]然而，碰巧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元老院对通奸案进行审理。

至于其他犯罪行为，我们也同样不确定指控在多大程度上向元老院和向其他法庭提出。塔西佗关于公元61年一宗伪造案（falsum）的记述在这点上至为重要。[46]首先，它指出当时负责处理这类指控的是城市长官（Urban Prefect）的习惯法庭（customary court）。在这个案例中，似乎公诉人瓦列里乌斯·彭提库斯（Valerius Ponticus）故意选择通过伪造案法庭（quaestio de falsis）而非长官（Prefect）来处理此事。但鉴于他被发现与被告进行讨价还价，案件被转交至能够审理伪造案（falsum）的元老院（另外两个法庭亦然），但这似乎不是当时的通常做法。其次，塔西佗的记录表明，元老与社会地位较低的其他人在这个案件中都是被告。[47]显然，让前者出席庭讯（quaestio）并不难，（案件转移后）让后者出席元老院［审讯］也不难。我们确实知道，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还有另一宗伪造案（falsum）是由元老院进行审理的，其后却再也没有。公元20年，受到指控的正是先前与恺撒（L.Caesar）有婚约、地位极为显赫的埃米利亚·莱皮达（Aemilia Lepida），后续还有大量［针对她的］指控。显然，牵涉到社会地位最高的个人使这个案例变得非典型。它难以支撑元老院定期审理伪造案的观点，而是也许与其他相关证据联系起来，提出了相反意见。[48]

我们所掌握的这些关于其他指控的信息表明，这些指控也只有在广义上的特定情况下才提交至元老院：牵涉到社会地位高的个人；情节严重或涉及丑闻的；或特别吸引公众关注的事件。这些理由或可充分说明如元老院于公元23年对远西班牙行省（Hispania Ulterior，即贝提卡）的行省总督维比乌斯·塞利努斯（Vibius Serenus）被控非法使用武力（vis publica）的审判。[49]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尽管也是异常情况），同年，提比略让他在亚细亚的公诉人卢西留斯·卡皮托（Lucilius Capito）在元老院面前接受关于非法使用武力的审判，[50]且在某个未知的时候让一名被控暴力掠夺（vis et rapinae）的骑兵部队指挥官（praefectus alae）在元老院面前受审。[51]很自然地，元老院法庭在处理诉讼时也会作出关于诬告（calumnia）的判决。[52]公元62年，克里特岛富豪克劳狄乌斯·提马克斯之所以受到元老院的审判是因为他在言语上表达了对元老院的轻蔑。[53]公元21年，安尼亚·鲁菲拉（Annia Rufilla）因威胁性的辱骂（若这的确是审判的主要理由）而被审判是由于受害人具有元老身份，他能激起其他元老院成员的同 情。[54]

安尼亚·鲁菲拉的案件引向一系列其他例子，元老院作出具有司法性质的决策或制定刑罚，即便有时或并未进行正式审判。针对被认为威胁到公共秩序的群体或团体的法令或被归入这种广义的类别。这已在别处援引过，[55]但一个更有价值的例子是，元老院调查了公元27年费德内的危险露天剧场崩塌的原因，接着驱逐了剧场的自由民建筑工阿提留斯，并起草了防止再发生同类事故的规定。[56]可以合理地揣测，大量的元老院法令是在对丑闻进行类似的调查后才通过的，人们在引述时却没有指出其通过的背景——例如，企图妨碍对失事船的救援，或企图掠夺、诈骗船主，或偷窃舵柄的人都会被判刑，[57]同样，与阉割有关以及销售并派发毒药的人都会被判刑。[58]因此，凭着这项职能，且自从元老院成为法庭，[59]它被认为是对法律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相比之下，我们知道元老院讨论过两项请求——于公元61年和105年——针对被杀奴隶主的奴隶及自由民，请求免除或减轻既有的严厉处 罚。[60]

辩方在元老院法庭的地位自然是下一问题。要进行回答，我们首先要再次留意先前通过塔西佗就公元61年伪造罪（falsum）诉讼的记录作出的推论，这表明，让元老出席庭讯（quaestio）并不难，将社会地位较低的被告带到元老院面前也不难。所以，元老院级别的成员可以在其他法庭接受检控，尽管我们实在不确定这种情形的发生频率。同样，社会地位较低的被告可以在元老院受审。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这大多发生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且于特定的条件下：案件牵涉元老（作为公诉人或同谋）的；特别影响到元老院利益的；或有值得调查的重大丑闻的。如我们所见，安尼亚·鲁菲拉、克劳狄乌斯·提马克斯以及阿提留斯（若他有被审判）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被带到元老院面前。此外，我们可以合理地揣测，向元老院提出上诉的民事案件肯定也偶尔涉及元老院成员以外的被告。但关于这类上诉的幸存文献只有一条，公元60年塔西佗解释了尼禄如何“要求那些从私人法官（privati iudices）处向元老院提出上诉的人承担与向皇帝提出上诉的人金额相同的罚款，从而提高元老院尊严”。[61]这类向元老院提出的上诉，其性质与频率及持续时间均不可知。我们无法进一步阐明《奥古斯都史》的证言，即马可·奥略留“让元老院对执政官提出的上诉享有审判权”。[62]

朱里亚-克劳狄王朝过后，非元老被告实际上已从元老院法庭上消失，这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证据不足。普林尼暗示说，弗拉维王朝时期，某些非元老也在那里受审。[63]更具体地说，我们可以料想，图密善统治下被控冒犯维斯塔贞女的众人当中，某些并非元老。[64]无疑，后来也确实继续出现［非元老被告］，原因与上述相同。[65]然而，鉴于我们所知的较有限，尤其是我们没有关于叛逆罪（maiestas）审判的具体记录，我们难以讲述更多；一般来说，非元老被告在审判场合中出现较早。与之相反，既然皇帝执行经常性的刑事司法权（他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并不如此），也许这类人反而会被带到他面前。可以肯定的是，据说马可·奥略留将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在元老院的同谋送往元老院处受审，但他决定在他自己的法庭处理社会地位较低者的案件。[66]实际上，我们甚至听说，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过后，元老院处理的案件几乎只剩下索贿罪或叛逆罪或针对控告人的指控。极有可能［元老院］继续处理更多类别的案件，但这大多不为我们所知。[67]某些涉及元老的案件会呈交给皇帝，例如有名总督与其随从（comes）进行恶意的互相控告，处理这个特殊案例的图拉真大概也老练圆滑。[68]其他人可能还要进行庭讯（quaestiones），如普林尼提到的图密善统治时期的那宗诬告案。[69]然而，至少［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皇帝有时间或倾向于处理所有牵涉到元老的案件。这种演变也会对元老院的尊严造成不必要的冒犯。

实际上，元老院在某事上的态度也明显硬化，即在元老院面前处死未经审判的元老院成员。这种不满或因克劳狄乌斯发出执行死刑的命令而变得尤为明显，尽管尼禄在登基演讲中表示要结束这种专制行为并弃用小卧室（intra cubiculum）审判，[70]但他于公元65年庇索尼安（Pisonian）阴谋后违背了诺言。在这方面，元老院为保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下一明确措施以及执行的具体条件并不为我们所知。尽管如此，至少维斯帕先和提图斯肯定有通过拒绝审理叛逆罪（maiestas）来减少冲突。[71]据说，图密善统治时期，元老院因已受打击或担心被打击，在通过重复的法令时，一反常态地采取了挑衅性的主动措施，皇帝因而无法合法地处死任何与其等级相当的人，因为他忽略了这些限制措施。[72]涅尔瓦为指出自己与他所继承的“暴君”不同，发誓说他不会处死任何元老。[73]我们知道在其后的皇帝当中，图拉真[74]、哈德良[75]、佩蒂纳克斯[76]和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77]也有过类似誓言。据说，图拉真和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的誓言里分别包含了进一步的保证，即不剥夺元老的特权、不没收他们的财产。幸存的文献没有记录誓言，显然，同样的政策得到了安东尼·庇乌斯、[78]马可·奥略留[79]、马克里努斯[80]和塞维鲁·亚历山大[81]的尊重。在元老当中，狄奥于3世纪早期支持继续保留这项政策。在那段针对奥古斯都的虚拟演讲中，他让米西纳斯作出倡议：无论何时，当针对元老阶层成员的指控牵涉到剥夺特权、流放或处死的刑罚，皇帝应让元老院处理案件，不得单方面进行预先调查或干涉裁决。[82]

最好是在更广范围内，通过思考被告在元老院法庭上受到的对待以及皇帝进行干涉的情况来讨论誓言的价值以及发过誓的皇帝对誓言的遵守情况。从理论上来说，元老院根据法律裁决案件，且免受外界干涉：尼禄于公元62年提醒说，元老院可以随心作决定。[83]这些原则在实践上均没被遵守。首先，与庭讯（quaestio）不同，作为立法团体的元老院本身声称有权“增减法律的严厉程 度”。[84]异常的是，即使是在公元100年，某些元老院成员也可支持相反的要求，即元老院受到法律的约束。[85]但毫无意外的是，他们的请求失败了，因为早在提比略统治时期，元老院已经在审判行为以及处罚决定上行使自由裁量权。1世纪或2世纪初期的某个时候，因通奸罪而被审判的贵族青年莱托留斯（C.Laetorius）很自然地以他的年龄、阶层和对奥古斯都出生地的所有权为由来请求减刑。[86]其次，理论上，元老院在司法领域（如在所有其他领域）所享有的独立地位受到皇帝利益的影响。上文提到的尼禄的暗示带有严重的讽刺色彩。

元老院如何执行自由裁量权？如元老院经常对受审的非元老有偏见那样的观点是否有根据？这种观点或能从普林尼的评论得到一般支持：“元老院引起［人们的］憎恶，由于它对他人苛刻，却通过某种互相纵容只姑息自己的成员。”[87]如果我们转向具体案例，则确实可以找到例子说明非元老被告受到非应得的更无礼的对待：例如，安尼亚·鲁菲拉因威胁性辱骂而被控告；克鲁托里乌斯·普利斯库斯（Clutorius Priscus）因愚蠢地吹嘘他的一份作品而被控告；诺尔巴努斯·利希尼亚努斯（Norbanus Licinianus）因勾结一宗索贿案的被告而被控告。[88]然而，我们还有元老受到同样严厉对待的类似例子。安提斯提乌斯·苏西亚努斯（Antistius Sosianus）因在一次晚宴上朗读了讽刺尼禄的诗篇而被一致同意判决死刑，这是个明显的例子，[89]他因对亚细亚前总督尤尼乌斯·西拉努斯（C.Junius Silanus）进行恶意攻击而被控索贿罪和叛逆罪，又被认为是另一个例子（即便他在前一法庭已被判有罪）。[90]塔西佗宣称，公元23年，元老院猛烈攻击塞姆普朗纽斯·格拉古（C.Sempronius Gracchus），他肯定准确地描写了公元58年元老院对苏依留·鲁弗斯（P.Suillius Rufus）的强烈敌意。[91]但难以确定的是，对待上述7名被告的态度是否主要由其社会地位而定。在克鲁托里乌斯身上执行的死刑，最初是针对西拉努斯[92]和苏西亚努斯的，主要源于对皇帝的恐惧以及一种实现所谓他的意愿的渴望。[93]［人们对］格拉古（Gracchus）有强烈成见，鉴于他的父亲是尤利娅的其中一位爱人而被放逐。[94]克劳狄乌斯统治期间，鲁弗斯曾是一名恶名昭彰的控告人（delator）。安尼亚·鲁菲拉的煽动性行为激起了多位元老院成员对一个敏感问题的暴怒，利希尼亚努斯垮台的主要原因则是他先前与图密善有往来。因此，在提出元老院对非元老被告有成见仅仅是由于后者阶层较低时，我们必须保持谨慎。其他影响元老院态度的因素也许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遗憾的是，非元老被告很可能只有在上述特殊情况下才来这个法庭，这或在这类定罪中占了很高的比 例。

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指出，当元老被告被社会阶层较低的人控告，元老院会倾向于支持前者而反对后者。非元老被告的辩护人图西留斯·诺米纳图斯同意为维塞提亚人发声，以反对一名打算在其靠近市镇的庄园开设周末市场的副执政官（praetorius），他当时可能低估了这种成见。在最后一刻，诺米纳图斯惊慌了，正如他后来解释说的，因为他的朋友们“建议他不要过分执着反对元老的意愿（尤其是在元老院内），对方已不再为拟设立的市场而打官司，而是因为这与他的势力、名誉与地位攸关”。[95]

索贿罪是社会阶层较低的公诉人最常呈交给元老院的针对元老的指控。在这类案件中，元老院成员众所知周地会支持与他们是同类的被告。此处不宜具体讨论这个话题。[96]不过，简言之，显然是有成见，例如，［他们］乐意把一般的有利证词置于不端行为的具体证据之上（如公元103年尤利乌斯·巴苏斯的审判）；并倾向于施行相对来说较轻的处罚。这种成见不可否认，却不应被认为压倒一切。我们即使从不完整的证据也可清晰看到，至少一直到2世纪早期，数量显著的索贿案被呈交，且有相当比例的定罪，这似乎让人感到意外。当时还未开始让被告免遭在公众注目下的窘迫。实际上，这些审讯如所有的元老院事务一样，受到了广泛关注。[97]施加于被定罪官员身上的处罚对个人来说一般较轻，但与此同时，元老院可以通过对损害进行赔偿，为外省人提供积极的帮助。因此，尤利乌斯·巴苏斯承受的处罚比法律规定的还轻，但他在比提尼亚-本都［颁布的］法令也被废除，且被他判刑的被告可以在两年内申请重审。[98]

为审理这样一个案件，元老院让一名或一名以上的元老院成员担任外省人的辩护人，若他们有提出相关请求。自然地，元老不喜欢委员会攻击他们的任何一位同伴，也不希望借此赢得名声。普林尼这样告诉我们。[99]但再一次地，他的证言——关于仅有的这类辩护人，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他们的态度——这提醒了我们不要过早地假设被指派负责这项任务的元老院成员通常只向外省人提供半心半意的服务。[100]普林尼被批评在协助他的辩护人同伴赫伦尼乌斯·塞内西（Herennius Senecio）作出保证时明显缺乏热情，这项保证即公元93年他们对巴比乌斯·马萨（Baebius Massa）进行定罪后，他在按时给贝提卡人支付赔偿前，不能恢复自己的财产。[101]再也无法准确评价这个例子中紧急联系执政官的真实需要，以及元老院指派采取这项措施的辩护人所应遵守的礼节；显然，可以对两者进行质疑。或可证明普林尼的犹豫是合理的，但赫伦尼乌斯的主动行为也许既源自他对同胞的特别关爱，也是对这宗案件的需求进行冷静评估后的结果。

无论如何，若没有更彻底地审阅相关证据，则绝对不应判断受元老院所托担任辩护人的普林尼行为的总体特点。首先，应记住的是，他曾经愿意为贝提卡人争取调查（inquisitio）权，马萨（Massa）大概想省略这步，不对针对他的指控进行适当的审判，直接对损害进行评估。[102]其次，更重要的是普林尼和塔西佗处理阿非利加针对马吕斯·普利斯库斯的案件的方式。他们被委托于公元98至100年间主导此案。由于普利斯库斯认罪，且请求立即对损害进行评估，这本可让中立的辩护人简单表示默许。然而，尽管肯定会引起各种特殊的困难，但普林尼和塔西佗坚持要听取更重罪行的指控，并说服了其他人，甚至获得了额外的时间来发言。[103]约一年后，普林尼受托主导贝提卡人针对凯基利乌斯·卡尔西库斯（已去世）及其同谋的案件时，不辞劳苦地打破了被告本以为坚不可摧的“上级命令”的抗辩。[104]总言之，可以合理地推断，有人以为元老院特别优待被外省人指控索贿罪的元老院成员，但与此同时，元老院确实有致力于保证诉讼程序让人满意，且它不太可能在进行评估时带有盲目成见。对于行省检举人来说，主要障碍从来都不是元老院受理的性质。相反，他们最大的困难出现得更早，首先在于收集证据、证人、金钱以及支持，以提起诉 讼。

正如元首制时期其他所有活动，作为法庭的元老院极大地受到皇帝的影响，故重要的是要确定皇帝的角色以及他介入这个领域的程度。尽管要考虑到个别统治者会有不同态度，但大概可以就皇帝对待元老院负责审理的两类案件（即索贿罪与叛逆罪）的态度进行普遍有效的区分。

大多数皇帝或多或少感到自己对臣民的生活福利负有责任，索贿案不太可能威胁到他们的个人利益。所以，至少不是由于这个原因，皇帝极少干涉元老院对这类案件的审理。无可否认，当索贿罪的指控被呈交至元老院时，提比略出席了四个场合并发表了意见，但每次都伴有叛逆罪的指控，且他主要关注的是后者［叛逆罪］。确实，在公元15年格拉尼乌斯·马塞勒斯的审判上，他默许了一项安排，即索贿罪一事应单独交给一个委员小组；[105]并且，他在公元21年减轻了拟惩罚尤尼乌斯·西拉努斯的重 刑。[106]

尼禄是另一位据说影响过索贿案的皇帝，但声称他这样做属于行为失当则难以自圆其说。显然，他倾向于赦免公元58年受审的两名阿非利加前行省总督。[107]这被认为是在他与元老院关系极好的时期发生的，塔西佗并没有指出他的行为不是根据两宗案件中的功过来作出。同样，公元59年，当事情被呈交至他，他赦免了阿奇利乌斯·斯特拉博，一名由克劳狄乌斯派去昔兰尼以裁定托勒密·阿皮安（Ptolemy Apion）遗赠给罗马的土地契约问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恶意指控，源于阿奇利乌斯决定不作出有利于外省人的裁决，故再一次地，尼禄的裁定没有受到质疑。[108]3年前，尼禄故意推迟对亚细亚总管塞勒尔（P.Celer，大概是在皇帝法庭被控告）作出任何裁决，但他却没有费力干涉元老院对西利西亚（Cilicia）使节科苏提安努斯·卡皮托（Cossutianus Capito）的定罪。与此同时，显然只借着他本人的诡计而非皇帝的偏爱，吕西亚的公使伊普里乌斯·马塞勒斯才能逃过同样的命运。[109]诚然，尼禄后来确实恢复了卡皮托在元老院的地位，只不过是在约5年后，且后者的亲戚提格利努斯（Tigellinus）对其施加了压力。[110]总之，这类复职也绝不异 常。[111]

普林尼于公元97年抨击控告人普布利西乌斯·塞尔图斯（Publicius Certus），他在描述人们对此的反应时作了个声明，这反映了弗拉维（Flavian）时期元老院在索贿案审判上的作为：“由于元老院对他人苛刻却通过某种互相纵容只姑息自己的成员。我实际上是将他们从［人们的］憎恶中解放出来”。[112]这段话几乎不涉及叛逆罪审判，不论之于涅尔瓦统治初期（即我们已知的有元老被定罪的时期），[113]还是图密善统治时期，皇帝当时显然有进行定罪且对此带有强烈兴趣。同样，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解释施加于两名被控冒犯维斯塔贞女的人身上的刑罚——科奈留因是元老而被驱逐，利希尼亚努斯因是骑士（eques）而被鞭打，塞勒尔——不确定其中一名还是两名均在元老院面前受审；认为利希尼亚努斯逃过一劫是由于他的同伴互相纵容，这样的想法也不完全准确。[114]相反，可以合理地认为，这段话指向了索贿罪审判或其他较不常见的指控。尽管我们缺乏具体证据以检验这种说法，[115]它却意外地印证了元老院法庭在弗拉维（Flavian）时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图密善统治时期，我们很难指望会有这种自由，因为他尤其出名地热衷于以严格规定治理行省。

普林尼记录的这些例子似乎表明，元老院在图拉真统治下继续裁定索贿案而不受皇帝干涉。公元100年1月马吕斯·普利斯库斯受审时，[116]尽管他［图拉真］以执政官身份偶然出席，但据说他并没有影响这场诉讼。我们并不了解他［图拉真］与他［普林尼］讨论尤利乌斯·巴苏斯案时的具体情况；不过，万一后者试图谋求皇帝的协助，则结果显然是失败的。[117]及后，公元107年，控辩双方争论着在审判比提尼亚行省总督（proconsul）瓦伦努斯·鲁弗斯前是否应传召证人，图拉真直截了当地拒绝被卷入这样的冲突之中。最后，当比提尼亚的代表们进一步争论是否应放弃检控，他才介入。[118]

我们对于上述统治时期有关索贿案的了解可能也不完整，这将妨碍我们针对元老院在多大程度上不受皇帝干预而进行审判作出乐观的评估。相关的重要问题也无法解决。例如，是否有些案件的裁决是元老院故意作出以迎合想象中的皇帝意愿，即便皇帝并未表达任何意见？在审判前是否曾有放弃检控皇帝公使的计划，原因是潜在的公诉人期待皇帝保护他的下属？无论我们如何质疑，这两种情况都很难清楚辨明。然而，撇开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推断，幸存的证据确实始终表明，元老院在判决以索贿罪为主的案件时，享有明显的自由，而不受皇帝的干预。

尽管如此，元老院的叛逆罪审判却呈现出一种不同的模式。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态度，其中存在多种变化。因此，普林尼可以如此谈论图拉真统治时期去世了的前控告人阿基利乌斯·雷古勒斯（M.Aquillius Regulus）：“既然有皇帝阻止他进行破坏，他如今肯定可以不再作为公害而活着。”[119]在所有的叛逆罪案件中，皇帝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安全与利益处于危险当中，所以他认为重要的是公开自己的看法。因此，我们发现，他期待自己的意见被采纳，这条原则无一例外地适用于所有其他类型的元老院事务。否则，他肯定有权否决或推翻元老院的任何裁决。极可悲的是，提比略在位时更看重自己的意愿是否能在政治敏感的案件中被满足，这超过了他支持元老院保持独立的意愿。[120]他因积极纠缠某些被告而名誉受损至无可挽回的地步，但他的这种看法与他许多继承者有些许不同，所以元老院很少可以自由裁决呈交至此的叛逆罪案件。确实，皇帝进行干预的性质及程度也许差异较大，但某些干预几乎无可避免，许多叛逆罪指控首先被提交至他，且只有在他主动下才移交至元老院。这同样适用于在那里进行审理的其他严重指控。那些决定就元老院的定罪向皇帝提出上诉的被告自然也把皇帝看成是更高权威，后来哈德良禁止了这种做 法。[121]

一方面，元老院会发现自己仅仅需要根据皇帝的指示进行定罪；这是如提比略和尼禄晚年常有的状况。[122]人们可能会承认，在后来的皇帝中，图密善、图拉真以及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至少有时会亲自抨击他们以叛逆罪指控的人。于是，如后两者作出的未经审判不处死元老的誓言在形式上得到遵守。但正如当代人所意识到的，他们对誓言的履行是一种嘲弄，鉴于元老院除判罪外别无选择，[123]且同一皇帝也许同样会选择在其他场合无视自己的誓言。另一方面，我们听说提图斯、安东尼、马可·奥略留和佩蒂纳克斯均拒绝处死元老，为防止元老院判其成员死刑而有所行动。[124]涅尔瓦根据同样原则决定不对叛徒卡尔普尼乌斯·克拉苏（Calpurnius Crassus）处以比流放还更严厉的惩罚，因而明显激起了元老院的抗议。[125]

皇帝可试图保持中立。例如，在审判中，克劳狄乌斯打算坐在长椅上，而非与执政官一同进行裁决，给人的印象可能是他在审判中的角色只不过是普通议员（privatus）。[126]干预同样可以由最公平合理的意图来推动。特别是皇帝可以发挥作用，直接解决显然是微不足 道[127]或报复性的指控。[128]同样，元老院于公元21年过分草率地处置了克鲁托里乌斯·普利斯库斯后，提比略为了维持正义，在定罪与执行之间推行了10天的法定间隔期。[129]

皇帝经常从仁慈的角度进行干预。可以理解的是，当被告在接受判决前自杀，皇帝会断言说他们本可请求宽恕，当代人对此保持质疑——也许是恰当的。[130]但有很多例子是皇帝为被告彻底打动，以至于让人放弃审理这个案件[131]或为其减轻刑罚。塞内加非常感谢克劳狄乌斯为他带来明显好处，因他［克劳狄乌斯］曾为被元老院判有通奸罪的他请求宽恕。[132]皇帝选择仁慈的原因并不总是清晰可见。他们或常因［被告的］社会地位高而动摇，正如克劳狄乌斯和尼禄分别在洛丽娅·宝琳娜（Lollia Paulina）和阿西琉斯·马塞勒斯（Asinius Marcellus）的案件上的表现，也许提比略在阿普雷亚·瓦里拉（Appuleia Varilla）案上也如此。[133]另一方面，应记住社会地位高本身会成为尼禄对某些个人进行抨击的原因。[134]

毫不意外的是，对于皇帝已发表意见的案件，我们很少发现元老院法庭进行审判时保持独立的痕迹。元老院有时设法休会，以推迟判决提比略移交过来的案件，[135]提比略统治时期结束前，我们也不指望元老院在处理他移交过来的某些被告时会更决断，[136]正如狄奥（在佐纳拉斯，Zonaras）评论说，针对盖乌斯指控的其他人，元老院“没有进行定罪”。[137]及后，经过庇索尼安（Pisonian）阴谋，[138]元老院拒绝让任何针对塞内加兄弟的仇杀发生，并且在尼禄垮台后，它不愿意支持［人们］对尼禄在位时担任过控告人（delatores）的人进行恶意追究，这均可见一种理性态 度。[139]

但总的来说，元老院在裁决叛逆罪和其他重罪时符合皇帝的意愿——当然，经常是首先由他把案件移交过来。因此，他的态度至为重要，元老院很少独立作出裁决。审判结束前被告自杀的发生频率表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感到绝望。例外的是，特拉塞亚·培图斯成功说服了元老院不要重罚安提斯提乌斯·苏西亚努斯，［这种］重刑被认为是尼禄所支持的。[140]克鲁托里乌斯·普利斯库斯同样因为一件小过失而立即被处死，这更能体现元老院行为的特点。总之，审判叛逆罪时，这个立法团体一般乐于默认它的一个功能，即保护皇帝的利益并支持他的意愿。元老在这种环境下承受压力，这或可解释为什么他们在皇帝很少干预的索贿案中对同伴成员进行宽大处理。

第二节 审判程序

上文已强调，元老院经召集进行的庭审与元老院认定为非司法性质事务的会议，在形式上并无区别。第七章已探讨了有关流程的多个方面，故本部分只探讨审判的特点。[141]

由于罗马不设公诉人，要由个人或私人团体提出指控。似乎只有在首先通过常规方法提出指控的特殊情况下，元老院整体才透过主持人有所行动。于是，公元100年，尚未上任的执政官想传召马吕斯·普利斯库斯的公使霍斯提留斯·菲米努斯在阿非利加对其行为加以解释，这条意见（sententia）得到了许可。他从未被正式控告，尽管在普利斯库斯的审判上，他被揭发紧密地参与了行省总督的罪行。[142]公元103年，瓦列里乌斯·保利努斯（Valerius Paulinus）控告尤利乌斯·巴苏斯的主要控告人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的请求遇到了有利结果，即执政官出人意料地不回应。[143]但两年后，他们确实回应了副执政官利希尼乌斯·尼波斯（Licinius Nepos）的意见，即传召图西留斯·诺米纳图斯（Tuscilius Nominatus）以解释其不按约定代表维塞提亚人（Vicetians）履行职责的原因。[144]可是，若狄奥的叙述准确，则公元217年控告人普里西廉努斯（L.Priscillianus）的审判可能是个不寻常的例子，即初审时元老院自行决定提出指控。[145]

元老官员被禁止独立提出控告，[146]尽管皇帝可对例外情况进行授权甚至鼓励。[147]但在正常情况下，控告人可首先找到有权召唤元老院的官员，且可以为了提起公诉而请求准假（postulatio）许可，[148]指出被告人名字。

控告人可以联合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支持者（subscriptor）。[149]实际上，这正是皇帝，或者是一位或两位执政官——在索贿罪审判中，一般为后者。这些人若认为情况合适，[150]有权拒绝请求，则皇帝要进一步决定是否愿意把事情移交至元老院。严格来说，不允许对官员、官职持有人或被委任官职的人提出控告，除非能事先说服或迫使被告辞职。[151]然而，已知也有例外情况。[152]

获准提起索贿罪审判后，下一步就是让执政官在元老院面前介绍检察官。接下来一般会要求有一段时间来收集证据以及传唤证人（调查，inquisitio），[153]还会分配一位或一位以上的元老来主导这个案件。似乎法律要求批准调查行为，但实际上被告的总督或通过马上认罪来试图让人越过调查，并请求立刻指定一个专门小组来确定有关赔偿。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庞培·西瓦努斯（Pompeius Silvanus）在公元58年的辩解中显然成功了，[154]但当巴比乌斯·马萨（Baebius Massa）于公元93年被控告时，普林尼能够阻止他的相似做法。[155]这无疑是为了防止任何“误会”，几年后，来自同一行省的检察官在控告凯基利乌斯·卡尔西库斯的案件中特别提出调查请求，以将行省总督及其同谋一网打尽。[156]我们听说多达一整年的时间被用来进行调 查。[157]

选派一名或一名以上的元老为检控作辩护人（如有需求），同样是强制性的。普林尼说到被采用的抽签法，但显然也可由元老院直接任命，特别是外省人指出其偏好时。[158]除法律豁免外，元老不能拒绝任命。例外的是，在比提尼亚人（Bithynians）控告瓦伦努斯·鲁弗斯（Varenus Rufus）的案件中，普林尼被任命为辩护人。据我们所知，这次协助是绝无仅有的，尽管普林尼本人提及其任务时并未多加评论。[159]若他与瓦伦努斯本是朋友，则或许能充分解释这次的任命。[160]

明显不寻常的是，被告在与元老院见面前或期间被拘留。鉴于大部分人都具有社会地位，这肯定也不足为奇。可以充分理解的也许是，维比乌斯·塞利努斯因策划于公元24年进行谋反，他从放逐中被召回受审时应戴着镣铐，[161]且塞扬努斯的支持者在其恩主沦落后也被监禁。但不寻常且未被解释的是，阿西利乌斯·萨比努斯（Asilius Sabinus）于同一时间被监禁，先于接受审判的时间，针对的是他跟随克里特与昔兰尼的行省总督时有过的不端行为。[162]塔西佗提到有两位因支持塞扬努斯而被控告的元老在等候审判时得到兄弟们的保释。[163]

一旦控告被批准在元老院进行审理，正常程序是要确定日期以及告知被告有关指控。我们发现，公元69年在要立即处死一名恶意控告人的紧急场合中，大部分人都支持彻底遵守这些程序，[164]但元老院并不总是小心谨慎。那时，针对凯基利乌斯·卡尔西库斯及其同谋的案件还有待处理，它不仅同意就串通舞弊罪审判令人讨厌的贝提卡人诺尔巴努斯·利希尼亚努斯（Norbanus Licinianus），还拒绝提前向他发出任何通知或起诉书。[165]公元66年，似乎特拉塞亚·培图斯要向尼禄询问自己被指控的罪名。[166]安排审判以及传唤证人至少需要几天时间，所以被告通常可以利用这段通知时间。[167]但我们不了解个别案件的实际细节，也不能说在告知被控罪名以及审判过程之间是否有普遍接受的最短时间间隔。共和国时期允许有9天或10天的庭讯（quaestiones）。[168]

一旦控告人或他的辩护人提起案件，就不许销案。这类事件与有关事项被写进公元61年的SC图比连中。[169]另一方面，被告收到传唤时，并不一定要出席审讯以推进此事。因此，公元66年，特拉塞亚·培图斯与帕格尼乌斯·阿格里皮努斯选择不出席审理他们案件的庭讯。[170]相反，公元99年晚期，马吕斯·普利斯库斯不出现在庭讯上，有人支持执政官请求延期审理案件以等待其出席。[171]在作出裁决前，其他被告离开了，[172]他们当中有些人自杀。在某些例外情况下，被告没有获得露面及辩护的机会。[173]勒索罪和叛逆罪甚至可以针对已去世者的财产。[174]于是，公元65年，不过是有通知说要以叛逆罪起诉安提斯提乌斯·维特斯（Antistius Vetus），尽管其时他已自杀，案件仍要审理。[175]同样，凯基利乌斯·卡尔西库斯去世时，他被起诉的案件仍只处于初级阶段；但贝提卡人坚持他们的控告，据普林尼记载，这项权利在先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行使。[176]

似乎并未有管理审判行为的综合法规。实际上，常要遵守各式各样的法律条文，但它们同样有可能会被践踏。审讯开始时会宣读被指控的罪名。[177]接着，主持人或皇帝或作出与案件相关的评论，正如提比略和尼禄各自在审理庇索和特拉塞亚时所做的。[178]当被指控的罪名超过一项，开庭时要再决定是统一还是分开进行审理。[179]例如，公元17年，审理阿普雷亚·瓦里拉时，提比略要求分开处理通奸罪与叛逆罪。至少对于索赔审判来说，可以猜想法律允许的控辩时间限制有被遵守，尽管要搁置控辩也不难。我们知道，在马吕斯·普利斯库斯的案件中，控告时间得到延长，似乎审判尤利乌斯·巴苏斯时，双方得到双倍时间，但普林尼却说这是法律规定。[180]其他案件中的惯例较模糊，但我们确实发现，在审判庇索时，提比略作为主持人为双方设定了［时间］限制。[181]

元老院审理案件的公认办法来自庭讯（quaestiones）：控方与辩方依次陈述他们的全部情况，仅在其后口头与书面证据才被听取。许多控告无疑是由进行起诉的专职控告人负责提出。其他时候一般由双方来聘请辩护人，但这并非强制性。尤利乌斯·巴苏斯甚至聘请了3名执政官（如果不是4名的话）为他进行辩护，这反映出他的忧虑。[182]相比之下，公元16年立波·德鲁苏斯以及公元22年西拉努斯（C.Silanus）［受审时］均没有人为其辩护，因而值得同情，[183]而瓦伦努斯·鲁弗斯如我们所见，显然只是由于元老院委托普林尼为其代理人，才能获得一名辩护人。普林尼暗示，当霍斯提留斯·菲米努斯被传唤，以对其担任马吕斯·普利斯库斯的公使时的行为进行解释，也是自辩。[184]在塔西佗的大量记述中，并没有记录代表特拉塞亚·培图斯进行辩护的任何尝试（他甚至不为自己辩护），与此同时，巴里亚·索拉努斯与他的女儿似乎最多只是以恳切的请求来打断控方。[185]在公元20年的审判上，普兰西纳（Plancina）又是一位有意选择不进行辩护的人；而科苏提安努斯·卡皮托于公元57年被控勒索钱财时，仅在坚决的控告人面前才放弃了请求。[186]

控方那边，提出索贿罪控告的行省代表团中有若干希腊人热衷于与元老院指派的辩护人一同亲自进行陈述。[187]在职官员可能不愿意担任辩护人，且他们在索贿罪案件中可以豁免这项义务。然而，在辩护方面并没有正式禁令。普林尼对保民官职能持有保留意见，这似乎源于该官职传统角色的特殊性质。几乎可以肯定，他本人［也］接受了委托，对公元93年仍为副执政官的巴比乌斯·马萨进行检控。[188]

据我们在这点上的少量证据，似乎各方为了陈述案件可以随意划分可分配的时间。主动权在控方，理所当然地由控方来展开诉讼。辩护人若有需要，可依次发言，把分配给他们这方的全部时间一次用完。塔西佗指出，这是公元20年审理庇索案时所采取的模式。[189]公元103年审判尤利乌斯·巴苏斯时肯定也有类似安排。尽管普林尼并未陈述此点，主持人显然对此进行指挥，应首先就针对巴苏斯的主要控告（即收取“礼品”）[190]进行抗辩，然后才处理其他被控罪名。每个环节连续有两次控方发言，接着是两次辩方发言。在审理凯基利乌斯·卡尔西库斯与他的同谋一案时，普林尼与卢卡乌斯·阿尔比努斯（Lucceius Albinus）似乎也考虑了类似安排，即每人可以发表囊括所有被告的长篇讲话。但鉴于案件复杂且涉及多名被告，他们明智地放弃了为被告进行逐个辩护的安排。[191]［我们］缺乏他们如何操作的更准确的细节记录。不过，我们确实知道在审理立波·德鲁苏斯时采取了类似方法——对检控进行逐项处理——在他的控告人无法商定谁来领导这项审判活动时。[192]审判马吕斯·普利斯库斯案又有不同安排。[193]在此，普林尼主导控方，接着是辩方的两次发言。然后塔西佗为控方发言，再有一次辩方的最后发言。公元107年早期，双方再次轮流发言，那时，比提尼亚人反对瓦伦努斯首度申请额外的法律权利以传唤来自行省的辩方证人，元老院于是下令立即审理此事。普林尼首先为瓦伦努斯辩护。接着是代表比提尼亚人的发言；然后是代表瓦伦努斯的又一发言；最后是代表比提尼亚人的第二次发 言。[194]

各方陈述完毕后，接着是呈示证据的举证行为（probatio）。[195]可接受书面证据，例如凯基利乌斯·卡尔西库斯的账目以及信件，[196]或者是提比略与庇索本可在后者被审时呈示的信件，尽管双方都没有这样做。[197]同样可以接受不出庭证人的书面声明，即便证言来自严刑逼供。[198]然而，莉维亚的友人乌古兰尼娅（Urgulania）被认为是惊人地放肆，因她只向被派往她家的副执政官作证，而她本可亲自出席元老院的审判。[199]当面作证的证人要接受双方盘问，她肯定对此感到紧张。[200]在索贿罪审判中，控方有权传召来自行省的证人，[201]但辩方却不可以。瓦伦努斯·鲁弗斯于公元107年争取此项特权，这完全是个新突破，所以毫不意外的是，他的请求结果成为争论核心。[202]

认为诉讼程序总不间断进行的想法具有误导性，我们的幸存证据足够清晰地表明，诉讼程序如何因假日[203]或因某种原因延期而中断。例如，可以申请时间以收集更多证据，[204]或让疲倦的被告去思考自己的处境。[205]当马吕斯·普利斯库斯被“告知”他有必要进行辩护时，他的审判被延期。[206]针对尤利乌斯·巴苏斯的审判在维斯帕先统治时期进行，其漫长的延期原因不明。[207]皇帝本人可请求延期；[208]同样，主持人可提出延期以推迟不可避免的刑罚。[209]

各方陈述完毕且听取证词后，主持人如第七章所述，依据惯例寻求元老院成员的意见。单条意见（sententia）包括裁定与判决。最后，根据所达成的决定，控告人通常会获得奖赏或被罚款。[210]据普林尼的描述，在针对凯基利乌斯·卡尔西库斯及他的同谋一案中，仍不确定裁定是在审判每组被告后马上作出，还是推迟到最后才作出的。普林尼分别描述头两次审判后，立刻提到了裁定与判决，这暗示着前一种安排。然而，这种安排相应地会是个协助读者理解复杂案件的自然选择。相反，他及后援引的不是一系列，而是单一的元老院法令，其中通过了各种各样的判决，且控方为其功绩而感到欣喜。[211]

哈德良承认，元老院作出的裁定具有终局性。不能向皇帝上诉。[212]

简言之，显然审判是根据许多罗马司法实践中公认的惯例在元老院面前进行的。然而，元老院更广泛的权力与职能确实在某些情况下带有灵活性，且这种灵活性有被运用，尽管它并不总是对被告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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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总结：元老院角色的转变

尽管正如本书尝试做的，对程序及职能等个别方面进行考察是有价值的，但我们仍觉得有需要从更宽广的角度来察看元老院角色及其总体发展情况。结尾部分可进行一次简要回顾，把这项研究的某些重要主题串连成线。

虽然奥古斯都努力恢复元老院的尊严，将其塑造成一个新的社会领导阶层以提升元老院成员及其亲属的地位，但同代人可以合乎情理地担忧，他在其他方面的措施无疑来得过早，使这个立法团体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对元老院来说，奥古斯都的统治也许代表着一个令人不快、且在多方面带来不受欢迎的变化的时期，这构成了更广范围内宪制过渡的一部分。皇帝不仅三度对元老院名册进行复核（lectiones senatus）；期间还就程序编纂了《关于元老院会议程序的尤利亚法》（Lex Julia de senatu habendo），并且成立了顾问团（consilium）来进行事务安排。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凭影响力进行侵占，正如塔西佗所概括的：“［皇帝］一步步地挤着向前，将元老院、官员以及法律的职能攥在自己手里。”[1]元老院确实被永久夺去某些重要职能，最明显的是对外交政策的监管，还有对军事及财务的监管。然后，最大的打击发生在公元13年，改革后的元老院顾问团（consilium）的所有决议获得了与［元老院］团体本身的决议同等的权威。

因此，奥古斯都去世后，后者的前景似乎更黯淡。顾问团轻易就能把致敬年老患病皇帝的临时安排无限期地保持下去。然而，奥古斯都的继承者提比略出人意表地，为元老院的未来引进了一项决定性的改良措施，正因如此他应得到全面认可，只有塔西佗会否认他。[2]他登基不久后，顾问团就被废除，且元老院团体的主导地位得到了重申，尽管奥古斯都的心腹萨鲁斯特·克里斯普斯（C.Sallustius Crispus）有对这种开放政策作出了审慎告诫。[3]最初12年的统治——在提比略退隐至卡普里岛前——没有统治者曾像他那样坚持不懈地出席元老院会议并进行意见征询。同一时期，无疑是他同意将元老官员的选举活动转移至此，且规定司法会议定期举行。这并非要否认最高权威紧紧地保持在提比略手中，或否认他与［元老院］团体之间在多个方面关系紧张，因为伴随着公元26年后皇帝远离罗马及其统治的最后几年有些危机发生，［双方关系］已明显恶化。所有这一切都无可争议。尽管如此，提比略鼓动元老院担任的角色的性质为后来确立了模式，那并不是要让他的任一位继承者在之后一个半世纪进行彻底改良。特别是，在那期间并不存在满席的元老院再度将特权托付给一个更小群体或委员会的问题。相反，元老院继续就荣誉［授予］进行表决且继续定期执行广义上的立法、宗教、外交以及司法职能。因而避免了迅速落入无足轻重的地位。虽然许多事务都枯燥或无可争议，但［元老院］仍保持高层次的共同行动，使得会议既频繁，又耗时。虽然如此，会议依然有很高的出席率。元老院的工作经常关系到皇帝利益或受到皇帝干涉，在某些情形下，这种干涉难以抵抗，在另一些情形下带来不幸后果，但它［元老院］在整个时期都继续参与了上文所概括的领域。作为超越个别统治者的国家重要制度，它仍被承认为共和国（respublica）的象征。每位皇帝登基时都寻求它的认可与支持。另外，皇帝的顾问有一大部分仍是元老，帝国范围内只有一些最高级官职——军团指挥官、行省总督、最高级地方官——照旧只指派给他们。所以，作为个人，元老的主导地位以及重要性得到了保证。

［元老院］团体要处理的事务或范围缩小且性质改变，可以说，那时提比略扭转了这种黯淡前景。如此，更遗憾的是同期正形成针对元老院活力的另一种威胁，这通过减少元老院成员身份的世袭制因素来实现。有相当一部分家庭的父亲将不能把子嗣带进元老院。元老院成员数仅由从较远引进来的意大利人以及外省人来保持。克劳狄乌斯特别鼓励引进西部人，弗拉维家族则引进东部人。其后，来自行省的元老［人数］比例持续增加。然而，就［元老院］团体的未来而言，比起数目本身，所有这些新引进的人对待其地位及职责的态度更值得关注。粗心或是冷漠足以造成严重损害。事实上，这种顾虑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新引进的人巩固而非弱化了［元老院］团体的地位。他们自豪地保持着元老院的尊严、传统以及办事程序。也可以说，他们在重大措施上的热情奉献使元老院能保持其在1世纪上半叶似乎濒临丧失的活力。

只有在2世纪才看到［元老院］团体活动明显减少。即便到了那时，变化带来的影响仍分布不均，因此，当试图在任一特定领域只追溯这种变化如何发生以及原因为何，会因证据不足而不断产生困惑，但从外交手腕看来，确实大约从2世纪中期开始变弱，显然司法活动也开始减少。相比之下，直到3世纪早期，某些具体的民法继续被通过。一般来说，除皇帝外，很少有人提出事务。法学家把从哈德良统治时期起的皇帝谕令本身援引为法律，这也许反映了那种趋势，尽管这种特殊做法的意义本身也许没有引起过分紧张，鉴于所有皇帝的意愿通常得到认可，而且全部元老院法令确实至少还在某些这类场合订立。令人担忧的也许是在另一类场合，对皇帝提案的讨论大幅减少，又或是一系列的皇帝提案只根据一个简短的法令就能通过。另外，尽管皇帝确实继续这样提出事务，但两个新发展让他与［元老院］团体的分歧更大。首先，他更多的时候不在罗马，距离遥远使他要用信件进行联系而非当面沟通。其次，更一般的情况是，当时倾向于将皇帝形象提升至一个崇高、神圣的人物，元老院及其他机构也受到这种［印象的］影响，所以要理性考虑他［提出］的事务的障碍比以往更大。

试图确定国家或公共机构发展过程中单一的“转折点”，也许在许多情况下都恰好被视为一项徒劳的工作，这样做刻意掩盖了变化的缓慢与复杂。要以十足的谨慎态度对待元首制时期元老院的衰落史。但据我们的后见之明，公元180年马可·奥略留的逝世在此显然是个重大事件。因为自那以后，正如时间所展现的，元老院无法再恢复一个半世纪以前自提比略进行统治起它几乎一直保持的角色。尤其是在那段时期的后半段，每位皇帝都努力争取获得元老院的尊敬及其管治协作。结果马可的儿子及继承者康茂德却马虎管治，对［元老院］团体及其成员怀有敌意，显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特别注重征询他们的意见。[4]及后，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只有经历了被多名元老反对的4年动乱后才变得稳重，他既缺乏理性，又不打算重建古老模式。无疑，他与他的继承者们确实向元老院提交过某些事务，把自己的措施告知元老院并寻求支持。但总的来说，元老院的活动明显继续减少。轮到个别元老院成员像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承受动荡时期的战争及经济压力，与此同时，他们只好见证帝国管理中越来越多重要的部分被托付给骑士。这样，被分配到大多数新建职位的元老院议员总首先需要增加［元老院］团体的总人数，这个数字自奥古斯都时期就保持不变。果然，塞普蒂皇帝们似乎讨厌对那种主动性进行深思。公元238年的事件确实表明元老院仍能在危机中展示出胆量与崇高理想，尽管它先前已承受了一切。但这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前面将是一个全新的晦暗时代，冲突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罗马元老院庄重、礼貌的集会将变得无足轻重。



[1] 《编年史》1.2。

[2] 他的称赞（《编年史》4.6）仅限于［提比略］统治初期。

[3]  塔西佗，《编年史》1.6。

[4] 比较第十五章，第五节，列表第125条与J.Reynolds，《爱欲和罗马》，no.16，后者是康茂德单独对一项请求的决定，这项请求本应由他父亲提交至元老院。


附录

附录1 元老院和元老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说法

拉丁语中元老通常称为senator，而立法团体称为senatus，元老院的等级可以简单地称为ordo senatorius（元老阶层），但也会特别用最高级amplissimus ordo（最高阶层）来表示。[1]后面的叫法用得更泛，可以作为senatus的替换词；图拉真甚至在同一句话中用了这两个说法，但意思相同。[2]塔西佗用ordo senatorius，[3]但从未用过amplissimus ordo；然而，61年，在他描述卡西乌斯·朗吉努斯发言的时候，却使用了“in hoc ordine”（即在元老院）来指他出 席。[4]

当然，各种褒义的最高级的词一直都会用来形容元老，并且无法确定具体用某个词是否不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特意、标准的说法。但到2世纪早期，如果不是在那之前的话，clarissimus（最尊贵的）/clarissima（vir［男人］，femina［女人］，puer［男孩］等等）通常用来指元老阶级的成员，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年龄多大。[5]这个头衔使用时并非一成不变，可以用全称或缩写。

公元2世纪进程中，consularis（[image: ]执政官）本身成了帝国行省执政总督的头衔。[6]更普遍的是，与此同时，因为势利，那些获得执政官头衔的人的妻子被特别时髦地称为consularis femina（女执政）（[image: ]）。毫不奇怪，当埃拉加巴鲁斯情人希罗克勒斯的母亲，一个奴隶被带到罗马并授予这个头衔的时候，[7]众人感到受到了严重的冒犯。——此例更是如此，因为据乌尔比安说，[8]执政官的妻子可以有这样的头衔，但大家认为这种荣誉不该给他们的母亲。我们可以料想，这样的头衔在西方碑刻中很少见到，[9]但在小亚细亚的碑刻中却很常见。[10]没有例子证明较低等级元老的亲戚有这种做法。级别的排序仍然是个问题。乌尔比安提了个微妙的问题，Vir praefectorius（男的副执政）是否比consularis femina（女执政）级别要高呢？还是反过来？[11]他在别处描述过偶尔有女子以前嫁过consularis，但后来改嫁给级别较低的人，她会向皇帝请求保留原来的头衔：卡拉卡拉允许了尤莉亚·马梅亚的这种请求。[12]其他例子中，执政官夫妇不会结束他们的婚姻，即使已经长时间分居；[13]也许是做妻子的不愿意放弃她的头衔。帝国末期，我们发现塞维鲁·亚历山大安抚塞维琳娜，不然我们也不知道这位女人，说她的祖父曾经是consularis，她的父亲是praetorius（副执政），她自己也嫁入了元老等级的家庭，毫无疑问她仍然是clarissima（最尊贵的阶层）。[14]

开会的时候主持人会用名字叫元老，就像元老们互相之间也用名字称呼。[15]不然的话，发言就不仅是面对主持人一个人（我们可能会这么想），而是面对元老院全体。古代的称呼patres conscripti（元老们）还经常使用（缩略为p.c.），[16]除非可能偶尔有外国人使用。[17]塔西佗说到，69年4月，皇帝自杀后，奥索的元老们陷于困境，对将来感到害怕，市委会的穆蒂那对他们这群人说话的时候，很不合时宜地用了上面拘谨的称呼。[18]在阿普列乌斯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19]他回顾了元老院的一次会议，观点尖锐，除了别的叫法，他还让主持人朱庇特称呼召集在一起的众神为“dei conscripti（元老院）”。作家，特别是诗人会将元老称为patres（长老），但单数的pater conscriptus似乎没用过。

希腊语中senatus（元老院）正式、官方的翻译是[image: ]。[20]虽然这个词起初是个形容词，但经常单独使用，除了2世纪和3世纪的作家（尤其是希律），可能会选用[image: ] 。[21]帝国时期其他作家用来称呼元老院的词还有[image: ]。这些词对那些试图重现文雅文体和词汇的作家特别有吸引力。[22]最值得注意的是，狄奥使用这3个词的时候毫无差别，但他却严格地避免使用[image: ]一词。[23]在他的文本保留完整的章节，后面那个词只出现过一次，写成[image: ]，虽然[image: ]也使用过一次，在一篇（他告诉我们）特地将拉丁文的评述逐字翻译过来的文章 中。[24]

名词senator（元老）和形容词senatorius最常翻译成[image: ]。[25]作为替换，其他提到的希腊名词的衍生词也会使用。约瑟夫（Josephus）用[image: ]来指所有元老，而不只是贵族，这肯定是不准确的。[26]

附录2 元老的合适资产

根据邓肯-琼斯的观点，800万塞斯特斯（HS）是“当时的资料有时认为一位元老该有的合适资产”。[27]虽然纯粹是偶然，但沃克纽斯·罗马努斯，普林尼为他谋求紫色宽纹的人，拥有的资产确实大概在这个数：他的母亲给了他400万塞斯特斯，还继承了他父亲的地产，而且被他的继父收养。[28]但要从尼禄和维斯帕先给元老的年收入去计算元老该拥有的资产，就像邓肯-琼斯那样，可能不是个合理的办法。确实有资料提到过50万HS这个数目的拨款，那就意味着约800万的6%——合理的估计，但50万HS可能是给最尊崇的元老，而不是邓肯-琼斯认为的适当足量金额。这接近年收入60万HS，在西塞罗看来，足以过奢侈的生活。[29]苏维托尼乌斯说尼禄：“……给最尊崇的元老年薪，他们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有些甚至达到50万HS”。[30]更具体一点，塔西佗说，尼禄58年给他的常任执政官同事瓦列里乌斯·梅萨拉——来自显赫的家族——50万HS年薪。[31]相反，同时没有提到给没那么尊崇的两人奥略留·科塔和哈特利乌斯·安东尼钱财的数目。关于维斯帕先的慷慨，苏维托尼乌斯说：“他为资格审核的元老补充够金额，每年支助贫穷的前执政官50万HS。”[32]

从所知的数字来看，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的赠金远达不到收入的数目。奥古斯都只补偿了资格审核的最低标准，慷慨的时候会额外给20万HS。[33]他赠给年轻的霍尔塔勒斯100万HS；[34]提比略15年也给了一位副执政同样的数额。[35]据维莱里乌斯说，提比略的政策是“提高元老的资格审核标准……但要用不鼓励奢侈生活，也不会让元老因为真正的贫困而丢掉头衔的办法”。[36]

毫无疑问，有800万HS资产的元老会生活得很舒服，可能要让一位执政官生活得气派必须要这么多的财富，但没有理由认为同等的资产对于任何一位元老只是“最低”的合适标准。第二章第三节提到很多证据表明许多成员无法满足义务的要求，如果有这笔钱的话谁都不会有问题了。另外，如果维持一位元老所需的资产确实是800万HS，大多数有家庭的成员将会面临难以支撑的负担，那么跟随父亲加入元老院的儿子的数目会比实际上的还要少。一位父亲维持在元老院职位的平凡愿望，比如，让一个儿子继承父业，[37]为一个女儿准备嫁妆可能最少都要1800万HS，如果一般的嫁妆只是200万HS的话。[38]即使对于帝国时期最高等级的人来说，这些数据作为最低标准的话非常不现实。虽然很多成员以任何标准衡量都很富有，还有很多仅将近资格审核的标准。不幸的是，我们的资料从没明示元老“合适”的资产是多少，尤其是也许这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品味和情况。我们只能注意到阿基利乌斯·雷古勒斯在尼禄时期的最后几年作为告密者从他的行动中获取了700万HS，资料暗示作为财务官，从他父亲那里什么也没继承的人，这是一笔极大的财富。[39]

附录3 总督开始任职的时间

普林尼说到，105年第三季度的时候，一位财务官从国外回来出席元老院。[40]同样，舍温-怀特提到普林尼自己离开罗马，还有消息说一位财务官死在了回来的路上，虽然没有证明，但都表明是在夏末的某天，《书信集》5.21有记载——因此，仲夏是总督换职的时候。不然，关于他们上任的时间没有更多明确的资料。我们不知道所有元老行省是否有个固定的上任时间，还是根据行程的长短来定。大约177年说到削减角斗表演费用的时候，第一发言人的意见暗示了有固定上任的时间，根据记载的文章可以说会议是在那年的早期而不是晚期召开的。他是这么说的：“要通知刚去担任总督的德高望重的人（viri clarissimi）……”[41]同时，考虑到古代的交通条件，每12个月一次的顺利交接很难时日不差，起码就较偏远的地方而言。不时还会有延误。无疑像萨维乌斯·利贝拉里斯[42]和弗朗图那样是因为在当选亚细亚总督后想放弃或推延，造成就职延迟，而维努雷乌斯说，更常见的是很多因素会影响航程上花的时间，比如，从罗马到以弗所。[43]我们也应该记住，总督并不是一成不变地用最短的时间或最短的路线出发到行省，或从行省回来。因此，我们知道107年卡雷斯特里乌斯·提洛，在出发到贝提卡任总督之前，先去了提西努姆和米迪奥拉姆，显然是趁机顺便走了一条迂回的陆 路。[44]因此，他会比绝对需要的时间离开罗马更久些。

贝尔认为，2世纪亚细亚总督任职的时间是9月1日，[45]巴尔内斯对他的观点表示怀疑，[46]巴尔内斯是对的。逻辑上来说，这么晚的月份不太可能，那时是航行季末期，卸任返回罗马的总督在旅途上会有风险。但如克拉克[47]随后指出，巴尔内斯自己将7月份定为阿非利加总督上任的时间还是不太可靠，因为，像他那样，从约193年推论任何时候的情况是很冒险的。同样，普林尼9月17日到比提尼亚的例子也不能得出什么结论，因为他是特任总督。[48]但可以合理推测那时前任总督已经离开了，虽然看起来有点不同寻常；至少在《书信集》第十卷中根本没提他的上一任是谁，在什么时候离开的。

总的来说，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总督是在仲夏的时候开始上任，不管是去上任，还是离任，这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但要强调的是证明这个结论的资料还是很少，我们对此事的细节缺乏了 解。[49]

附录4 莎草纸记录的两篇属于元老院的无名演讲词

米勒质疑过莎草纸记录的两篇在元老院的演讲词是克劳狄乌斯发表的，[50]从主题内容可推测其来自37年（或者41年）到61年 间。[51]两篇演讲都没标明发言人，但如果演讲是一个人发表的，而且是皇帝，那么克劳狄乌斯仍然是那个时期的最佳选择，这点很有说服力。不过，凭（比如）演讲词的风格和语气就断定是他的或不是他的演讲，而将其他人排除在外，这还是很勉强，因为我们知道克劳狄乌斯在风格和语气上很不稳定。在元老中，比如特拉塞亚·培图斯就可能会向他的同事发表充满激情的讲话，正如某些篇章所表明的那样。[52]但皇帝发言的副本更可能被保存下来。[53]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是谁抄录的副本，理由是什么，也不知道两篇演讲是在会上辩论哪个阶段发表的。

就后面那一点，第二篇发言稿当然更有意思，因为保存得更完整。有可能是在第一发言人发表意见后作的演讲，当中最大的指责是说会上发表的意见缺乏原创性：“因为，元老们，对于这里地位崇高的人来说很不得体，只有一位成员——指定执政官发表了意见，而且还是从执政官议题中逐字引用的话。”[54]这么解读这些话显然有道理，但同样这些话也可能是提出议题后的解释，或者就是第一发言人的意见，指责那个时期元老院普遍的风气。[55]

要了解发言是在会上哪个阶段发表的确实很有意思，虽然这样的细节也很难帮助辨别发言人是谁，因为皇帝和元老院官员都可能在辩论任何阶段插话。[56]但是由于不够重视额外给予时间考虑提 议，[57]按照规矩，除了皇帝或主持人自己能在提出议题后给予解释，别人很难得到如此的特许这样做。总的来说，米勒警告不能想当然地将演说词归到克劳狄乌斯名下，他是对的。另一方面，也许鉴别很准确，超出他所料，那么还是可信的。

附录5 马吕斯·普利斯库斯案和尤利乌斯·巴苏斯案的听审时长

我们从普林尼[58]的描述中得知，马吕斯·普利斯库斯的审判在99年秋开始，在第二年1月继续，并且很有可能延续到后半月，那时白天的时间大概有9.5到10小时。[59]至少这种观点符合普林尼的描述，根据他的记录，那两天，元老不必一直坐到最晚的会议结束时间。第一天，他先发表了大概5小时的起诉演讲，[60]包括额外批准给他的1小时。总时数的计算包括允许6小时起诉时间的一半，和额外批准的1小时，那么水钟就要装得特别满，或者让它流得比平常慢一些。[61]接下来是3个辩护律师中第一个发言。普林尼没有告诉我们时长，但他解释后面还剩了些时间，虽然不够另一位律师在黄昏前完成发言。据推测，3小时的发言时长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元老院一共坐满9小时或9.5小时），而且与之相符的可能是留给辩护的9小时平均分给了3个律师。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推测，剩下的两位辩护律师在第二天的会上共花了6小时，中间塔西佗用了3小时发言（用完了起诉的6小时）。当然，这意味着元老院第二天又坐了超过9小时和普林尼所说的没有发言人需要缩短演讲相符，但证人的审讯还没开始，一直等到第三天。

尤利乌斯·巴苏斯的案子提交后，[62]巴比乌斯·梅瑟，103年4月1日开始担任补任执政官，[63]作为指定执政官发言。因为他不可能早于那年的1月份当选，审讯肯定是在其限定的时间内进行的。事实上，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确定日期。针对巴苏斯的指控显然有两桩，而给指控和辩护的时间是按照标准的定额——指控6小时，辩护9小时——分配给每一项指控。第一天，两位指控律师全力陈述第一项指控。普林尼开始为被告辩护，但在3.5小时后因黄昏来临而被打断。因此加上预备时间和发言人之间的间隔时间，白天用了10到10.5小时。第二天，我们知道普林尼和另一位辩护律师开场发言分别用了1.5小时和4小时，第一项指控允许辩护的时间圆满结束。之后，两位起诉律师在那天陈述第二项指控时显然用满了给他们的6小时，虽然是在得到批准后继续在日落后发言——也许超出会议时间1小时或多一点，如果那个季节白天有10到10.5小时的话。然后，在第三天，辩护律师为第二项指控用完了允许的9小时，只剩下1到1.5小时的白天时间。至少照此看来，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证人的审问要放到第四天。因此，总的来说，这次听审元老院连续3天分别坐了10到10.5小时，11.5小时和9小时，还加上一天，或者两天听证人的证词并得出判决。难怪普林尼在第二天开始的时候对元老注意力的集中感到很满意！白天有10到10.5小时的假设将审判日期追溯至1月末或2月份的前3个星期。

附录6 罗马[64]日出和日落的时间及白天的时数

这些数据在古代和今天都一样。日出和日落的时间分别指太阳光线刚出现的时候和最后隐没的时候。地理位置会造成几分钟的差异，这点不计算在内。下面用格里高里历（Gregorian calendar）来表示。在公元1世纪，儒略历（Julian calendar）会早两天（因此，比如儒略历3月21日=格里高里历3月19日）；在公元2世纪，是早一天；在公元3世纪，两者没什么差别。第六章和附录5中的计算忽略了日历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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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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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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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7 审判马吕斯·普利斯库斯时阿基利乌斯·雷古勒斯的行为

审判马吕斯·普利斯库斯时，征询意见的环节发生了一件让人困惑的事：[65]执政官庞培·科勒格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几位元老对他的建议，主要是阿基利乌斯·雷古勒斯（M.Aruillius Regulus）的建议，但在投票的时候，这些同僚并没有支持他，让他很不高兴。[66]雷古勒斯为什么要通过别人来表达意见，而不是自己说出来呢？要知道准确的答案不容易，特别是他的地位不肯定，其他同事的身份和动机也都不清楚。雷古勒斯的身份在公元70年时从未可靠地证实过超过财务官的头衔。[67]如果到公元100年为止，他没再晋级过，[68]那么他在审判中的表现就合乎情理，假如我们相信普林尼在《颂词》76.2中所说的，即使作为一位初级元老，雷古勒斯也肯定会在那次审讯中被要求发表意见，但我们很自然会想到在征询意见快结束时提出足以影响元老院的新意见已经太晚了。因此，为了达到目的，雷古勒斯、庞培和他们的同伙也许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中官阶最高的人代言——恰好是庞培（93年常任执政官）。这个观点很好地解释了他为什么答应替雷古勒斯发表意见，也说明了帝国时期不然不会提到的策略，即一位初级元老可以用这种办法让大家更好地倾听他的意见，比他自己说的效果要 好。

但是，糟糕的是，我们先前对元老职业和所有回避晋升[69]的元老的考察让我们无法相信像雷古勒斯那样有才华、有抱负、出身高贵[70]的人没有登上执政官的位子——而且无疑他的晋升会比庞培还快。[71]如果雷古勒斯因此在两人中先被叫到发言，那么奇怪的是，他竟然让庞培替他陈述意见，而后者还答应了。可以想象，雷古勒斯可能担心自己会冒犯别人，但这些担心显然没让他在其他会议上怯步，而且不管怎样，他这次提出的意见比起指定执政官的意见还没那么偏激，所以困惑还是没有解开。虽然应该再次强调普林尼没有告诉我们完整的故事，至少我们还是能理解为什么雷古勒斯同代的人经常觉得他不可思议。

附录8 已知延任过的总督

在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统治时期

阿非利加：

Cossus Cornelius Lentulus,procos.　　　　II（公元5—7或6—8年）

L.Nonius Asprenas 　　　　　　　　　　　　III（公元12—15或13—16年）

L.Apronius 　　　　　　　　　　　　　　　III（公元18—21年）

Q.Iunius Blaesus 　　　　　　　　　　　　II（公元21—23年）

C.Vibius Marsus 　　　　　　　　　　　　　III（公元27—30年）

亚细亚：

Potitus Valerius Messalla 　　　　　　　　II（公元前20年代）

C.Vibius Postumus　　　　　　　　　　　　III（约公元13—16年）

M.Aemilius Lepidus　　　　　　　　　　　　II（公元26—28年）

P.Petronius 　　　　　　　　　　　　　　　VI（公元28—34或29—35年）

克里特（Crete）和昔兰尼（Cyrene）：

P.Viriasius Naso 　　　　　　　　　　　　III（在提比略统治时期，赛雅努斯［Sejanus］的倒台：ILS 158）

未知省份：

Fulvius（？）　　　　　　　　　　　　　　III（可能位于提比略统治之下：AE 1976.121）

1世纪晚期

阿非利加：

Q.Marcius Barea Soranus,procos.　　　　　II（公元41—43年）

Ser.Sulpicius Galba　　　　　　　　　　　II（公元44—46或45—47年）

M.Pompeius Silvanus Staberius 　　　　　　III（公元53—56年：AEFlavinus 1968.549）

亚细亚：

T.Clodius Eprius Marcellus　　　　　　　　III（公元70—73年）如果M.Griffin（Seneca：A Philosopher in Politics，第 91页，注释2）怀疑无首领的CIL XIV.2612属于伊庇鲁斯是对的，那么就有另一位克劳狄乌斯同代的人管理亚细亚达三年之 久。

比提尼亚（Bithynia）/本都（Pontus）：

M.Plancius Varus 　　　　　　　　　　　　　II（韦帕芗［Vespasian］统治之下：H.Halfmann，Die Senatoren，no.80）

克里特和昔兰尼：

C.Arinius Modestus 　　　　　　　　　　　　II（公元73—75年？）

可能也是Caesernius Veiento 　　　　　　　　II（公元46—47年：参见W.Eck，Zephyrus 23/24，1972/1973，第246页，推测自AE 1951.270）

关于更多文献，见参考目录2所列总督清单。

附录9 索贿罪案例表

第507页（按：原书页码）起的表格列举了元老院听审案件的汇总，当中包括索贿罪（虽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在资料没有交代清楚哪个法庭的情况下，我们会假定元老是在元老院审判，较低官衔的人在皇帝面前审判。关于之前类似的列表，参见P.A.Brunt，Historia 10，1961，第 224—227页；J.Bleicken，Senatsgericht und Kaisergericht，第 158—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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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0 希伯来语文献中的罗马元老院

希伯来语不仅博大，它的价值和可靠性通常很难估计，但它却包括很多罗马元老院的资料引用，要谨慎评价。细查之下，有些作品似乎不过是出于迂腐，想卖弄学问，使用专业用语[image: ]，而其他的只是玩文字游戏。[72]至少在巴比伦犹太法典的一个例子中具体提到了元老院，结果证明不过是个现代注解。[73]因此，皇帝“安东尼”要让他的儿子“阿斯维鲁斯”在他所辖的地方去统治的“那个”难以解释的地点可能是元老院，但无法肯定。

虽然有很多难点，提到元老院最有价值的希伯来语引用出自《米德拉什拉巴》（Midrash Rabbah）[74]，值得一提：

我们的拉比（Rabbis）约书亚（R.Joshua）和甘梅利尔（R.Gamaliel）有一次在罗马，元老院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30天内犹太人要从这个世上消失。有一位皇帝的元老是敬畏上帝的人，他找到甘梅利尔，将这条法令透露给他。我们的拉比很苦恼，但那位敬畏上帝的人对他们说：“不要烦恼，30天内犹太的神就会出现来拯救他们。”25天后，他将这条法令告诉了他妻子，她对他说：“你看，已经过了25天了。”他答道：“还有5天。”他的妻子比他更正直，对他说：“你不是有指环吗？[75]把它吞下去死掉，元老院的会议就会延迟30天，法令就不会实施了。”他听从了她的劝告，将指环吞下，死了。

拜访罗马的4位拉比，大家都知道他们活跃在1世纪晚期和2世纪早期，经常在希伯来文献中提到。现代的权威将日期更准确地追溯到图密善时期，即90年代对犹太人怀有敌意那时，似乎是合理的。[76]虽然元老院反对他们的做法在别处没有提到，还是可信的。可以肯定，元老院几乎不可能采取极端的做法通过法令将犹太人整批驱逐出罗马，像传统那样表现出敌意；[77]但是，比如说，强加给犹太人的一些禁令确实史无前例。[78]

认为一位元老的去世会导致元老院的举措自动推延30天，让即将实施的法令延迟或失效这点让人奇怪，但在巴比伦犹太法典中，这点有详述：[79]

法典教导：当邪恶的图努斯·鲁弗斯[80]摧毁神殿的时候，甘梅利尔被判死刑。一位高级长官过来站在贝斯哈米德拉什上，大声叫道：“捉拿头领，捉拿头领。”甘梅利尔听到呼喊，将自己藏了起来。那位长官偷偷走到他跟前说：“如果我救你，你会带我到即将到来的世界吗？”他回答：“是的。”他又问他：“你敢发誓？”甘梅利尔发了誓。然后，长官爬上屋顶，从上面跳了下来，死了。现在的（罗马）[81]传统是当制定了一条法规，但他们中有一位（领袖）死了，那么法规就会宣布无效。[82]

事实上，这两篇希伯来文中提到的做法不是罗马元老院的程序，难以知道这是怎么想象出来的，但可能在通过某些或所有元老院法令和存入萨吞尼国库（开始实施）之间必须有10天的间隔，造成了混乱。《伪昆体良》确实记录了间隔时间为30天，而不是10天。不管这种义务的间隔适用于具体哪些法案，死刑肯定是其中之一，[83]因此给希伯来语的作者造成了混淆。然而，不管怎么解释，反犹太的元老院法令可信度不受影响，正是这法令成了两篇文中最有价值的引用资料。[84]



[1] 比如，普林尼《书信集》10.4.2；特别是苏维托尼乌斯（《维斯帕先》9）将元老和骑士称为“amplissimi ordines”。

[2] 普林尼《书信集》10.95；亦可参见8.6.13（52年元老院法令）；10.3A和B；苏维托尼乌斯《维斯帕先》2。

[3] 比如，《编年史》13.25。

[4] 《编年史》14.43。

[5]  关于帝国时期早期的例子，参见FIRA2 I，no.45 II，line 24（56年）；同上no.59，第13—14行（69年）；ILS 6106,第9行和18—19行（101年）；同上，2487 末；9134，第7行（128年）；Martial.Book9 pref.；普林尼，《颂词》90.3；《书信集》3.8.1；7.33.8；9.13.19；10.56.2,61.5,77.1,87.3；Vindolanda tablet inventory nos.29+31 quoted in A.R.Birley，The Fasti of Roman Britain，第87页。16年，Asinius Gallus的一篇演讲中，塔西佗（《编年史》2.33）用了元老和骑士的“clarissimus quisque”称呼。关于讨论，参见O.Hirschfeld，“Die Rangtitel der romischen Kaiserzeit”，in Kleine Schriften，第646—681页；M.Bang，Appendix 8 in L.Friedländer，Darstellungen aus der Sittengeschichte Roms，Vol.4，9/10 ed.，Leipzig，1921；H.U.Instinsky，“Formalien im Briefwechsel des Plinius mit Kaiser Trajan”，Akad.Der Wiss.Und Lit.，Mainz，Abhandlungen geistes-und sozialwiss.Klasse，1969，no.12，第12—22页（limited value）；A.Chastagnol，“Les femmes dans l' ordre sénatorial: titulature et rang social à Rome”，Rev.Hist.262，1979，第3—28 页。

[6] H.J.Mason,Greek Terms for Roman Institutions,pp.169—171; A.R.Birley,loc.Cit.in previous note.

[7] 狄奥79.15.2。

[8] Dig.1.9.1.1.

[9] 参见ILS 1166（Asculum，Italy）；1200（Taksebt，Mauretania）；CIL II.1174（Hispalis，Baetica）；II.4129=G.Alfǒldy，Die rǒmischen Inschriften von Tarraco，柏林，1975，no.137。

[10] 比如，参见IGRR，indices，s.v.[image: ]。

[11] Dig.1.9.1 pr.那个人是高级别的，他想。

[12] Dig.1.9.12 pr.

[13] Ulpian,Dig.24.1.32.13.

[14] CJ 12.1.1.

[15] 普林尼，《书信集》9.13.9和19。注意这里的两位成员都是以他们的cognomen（姓）来称呼的，而不是praenomen（第一个名字）和cognomen，那是共和时期正式的称呼；关于后者，参见J.N.Adams，“Conventions of naming in Cicero”，CQ 28，1978，第145—166页，尤其第 154页和第157—158页。

[16] 见昆体良反对在头衔上玩的聪明游戏（Inst.Or.8.5.20）。

[17] 注意Josephus（AJ 19.242）在 41中让希律称呼元老院为 [image: ]。

[18] 《历史》2.52。

[19] 6.23.

[20] 关于这个称呼和其他的引用，更完整的参见D.Magie，De vocabulis sollemnibus，第4—6，43ff页；H.J.Mason，Greek Terms for Roman Instituions，第121—124页。

[21] 关于档案里偶尔出现这个词，参见AE 1977.801 line 13（M.Aurelius and Commodus）；Ulpian，Dig.16.1.2.3（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J.Reynolds，《爱欲和罗马》，no.22，line 5（Gordian III）。

[22] 比如，亦可参见 Aristid，选用[image: ]。

[23] G.Vrind，De Cassii Dionis vocabulis quae ad ius publicum pertinent，The Hague，1923，esp.p.5；关于狄奥的整体风格，参见F.Millar，A Study of Cassius Dio，第40—46页。

[24] 78.16.5；63.15.1.但在狄奥的摘要中，Xiphilinus没有那么挑剔：参见77.3.3中的[image: ]；相反Petrus Patricius 用了[image: ]。

[25] 提比略早期皮西迪亚的撒加拉苏提出的关于官用交通的法规用了双语，希腊的文本在好几处漏了拉丁文本里有的短语。当中有意思的是[image: ]被认为是“senatori populi Romani”的准确翻译（S.Mitchell，JRS 66，1976，pp.107—108=SEG 26，1976/1977，no.1392，lines 17 and 41）。

[26] 比如BJ 2.212—213。

[27] 《经济》,第18页；第242页。

[28] 《书信集》10.4。

[29] Stoic Paradoxes 49.

[30] 《尼禄》10。

[31] 《编年史》13.34。

[32] 《维斯帕先》17。

[33] 苏维托尼乌斯，《奥古斯都》41；狄奥54.17.3；55.13.6。

[34] 塔西佗，《编年史》2.37。

[35] 塔西佗，《编年史》1.75。

[36] 2.129.3.

[37] 当然，只要当父亲的仍在元老院工作，儿子就会经常到元老院，比如，参见普林尼，《书信集》6.26.1；7.24.3；ILS 1061，第10—13行。关于父亲资助儿子成为元老，参见Scaevola，Dig.5.3.58。

[38]  我们没有元老女儿嫁妆数目的资料，但可参照提比略给Domitius Pollio的女儿100万HS的资助（塔西佗，《编年史》2.86）。同样，Martial（11.23.3—4；12.75.8）和Juvenal（Sat.6.137；10.335—336）期待富有的新娘给她的丈夫带来这笔数目的 钱。

[39] 塔西佗，《历史》4.42。

[40] 《书信集》4.12和Sherwin-White关于这点的论述。

[41] Hesperia 24，1955，第333页，第53—54行。

[42] ILS 1011.

[43] Dig.45.1.137.2.

[44] 普林尼，《书信集》7.16，23，32。

[45] Tertullian，A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Study，第260—261页。

[46] Aelius Aristides and the Sacred Tales，第79页，注释2。

[47] Latomus 31，1972，第1053页，注释3。

[48] 《书信集》10.17A.2。

[49] 事实上，Agricola到不列颠去担任最高总督“media iam aestate”不过表明季节上的合适，参见塔西佗，《阿格里可拉传》9.6和18.1；关于日期（可能是78年，在77年末担任补任执政官后），参见R.M.Ogilvie和I.Richmond，Cornelii Taciti de Vita Agricolae，牛津，1967，附录I；A.R.Birley，The Fasti of Roman Britain，第73—81页；还有P.A.Gallivan，CQ 31，1981，第 189页，注释23。

[50] 《皇帝》，第350页，注释59。

[51] R.Cavenaile，Corp.Pap.Lat.236=FIRA2 I no.44（和参考书目）。

[52] 特别参照卷II，第 11—18行；卷III，第 10—22行。

[53] 参见第九章，第三节。

[54] 卷III，第18—21行，“Mini［me］ enim dec［o］r［um］ est,p.c.,ma［iestati］ huius or［di］nis hic un［um ta］ntummodo consule［m］ designatum ［de］scriptam ex relatio［n］e consulum a［dver］bum dicere senten［tia］m”。

[55] 参见塔西佗，《编年史》6.2（32年）。

[56] 参见第七章，第十九节。

[57] 卷III，第13—14行。

[58] 《书信集》2.11；更多参见第十六章概述。

[59] 参见附录6。

[60] 他一直说用水钟来测量“时间”，我认为他说的小时是我们今天所用的概念，时长和现在的标准一样，而不是罗马的时辰，随着季节的长短而改变。参见J.Marquardt，Das Privatleben de Rǒmer，ed.2，Leipzig，1886，第257页；概述参见O.Neugebauer，A History of Ancient Mathematical Astronomy，Berlin/Heidelberg/New York，1975，Part 3 Book VIA。

[61] 普林尼的形容词“spatiosissimus”（《书信集》2.11.4）可以解释为两种含义，但结果都一样。我们认为有4个水钟计时，而不是3个。3个的话不够用。普林尼的“12水钟”肯定是指起诉6小时中的4小时，“4水钟”共1小时20分钟，是得到允许但没有完全使用的时数。另外，不太可能起诉时给了普林尼4小时，而他的长辈塔西佗只有两小时。关于他们的关系，参见R.Syme，《塔西佗》，第112—114页。

[62] 普林尼，《书信集》4.9。

[63] Fast.Ost.

[64] 北纬41度55分19.2秒。

[65] 普林尼，《书信集》2.11.20—22。

[66] M.Lambertz,PW 21 s.v.Pompeius no.73,col.2269.

[67] 塔西佗，《历史》4.42。

[68] 如Sherwin-White，《普林尼》，第171页，所认为的。

[69] 参见第一章，第二节。

[70] 关于可能性，参见R.Syme，《塔西佗》，第101页。

[71] R.Syme（《塔西佗》，第102页）对雷古勒斯的对手公元70年提出的问题很看重，认为是预言：“et quem adhuc quaestorium offendere non audemus，praetorium et consularem ausuri sumus?”（塔西佗，《历史》4.42）。但没有必要。关于具体推测雷古勒斯在公元93年是执政官的明智否定，参见R.Syme，《罗马文论》I.，第 259页。

[72] 比如，在米德拉什拉巴中“senators（元老）”和“enemies（敌人）”是同一个词，Genesis 67.8。

[73] Abodah Zarah 10a.关于皇帝和他儿子身份的辨别讨论，参见E.M.Smallwood，The Jews under Roman Rule，第485—486，490页，注释14。

[74] Deuteronomy II.24.这里和下面按Soncino的翻译。

[75] 也就是里面有毒药。

[76] E.M.Smallwood，The Jews under Roman Rule，第383—384页。

[77] 比较基督的传统中关于这一传说的法令，第十五章，第五节，列表第163条。

[78] 参见本书第465页，注释⑥。

[79] Ta'anith 29a.

[80] 即Q.Tineius Rufus，在130's Bar Cochba的反叛时犹太的使节：参见E.M.Smallwood，The Jews under Roman Rule，第449，550页。

[81] 现代注释，但完全和文章内容相符。

[82] 由中世纪著名注疏家Rashi注解：“他们将死亡当成罪恶法规的惩罚。”

[83] 更多参见本书第363页，注释①和第十五章，第五节，列表第26条。

[84] 关于这个附录我应该感谢我的同事D.R.G.Beattie和D.W.Gooding提供专业意见。


补充注释

A（第一章，第一节）

我在这里大量采用了沙塔奥尔（A.Chastagnol，Rev.Hist.Droit 53，1975，第375—394页）所描述的奥古斯都对穿紫色宽纹服装的禁令，描述参考了狄奥59.9.5和苏维托尼乌斯，《奥古斯都》38。为了反驳沙塔奥尔的观点，萨勒（R.P.Saller，Patronage under the Early Empire，第51页，注释58）让我们注意到，狄奥暗示的不确定性和更宽泛解释苏维托尼乌斯的资料的可能。他说也有可能狄奥在某方面误解了他的资料。不管怎样，我没有被完全说服立即拒绝他在元老职业这方面的证据，对他来说，这绝不是个晦涩或无趣的主题。事实上，禁止穿紫色宽纹符合奥古斯都想定义和拔高元老阶层更宏大的努力，也可以鼓励元老的儿子追随他们父亲的脚步加入元老院。这个办法最终没持续多久，可以跟比如向缺席会议的元老征收罚款的失败举措相比，或者将元老成员削减到300人的失败计划相比：但禁令是我们所知的奥古斯都展开的实验和改变之一。还有一些方面，沙塔奥尔（Historia 25，1976，第253—256页）和萨勒达成了共识，即苏维托尼乌斯记载的（《维斯帕先》2）维斯帕先早期的生涯弄错了年代，但这并不表明奥古斯都没有实行过禁令。可以相信，到30年代为止，禁令实际上早被忽视，即使盖乌斯到38年才为它的最终放弃盖上了印章，允许大批的骑士穿紫色宽纹服装。

B（第三章，第二节）

德沃尼克（F.Dvornik）说，在位置安排和会议程序方面，还有其他的安排，教堂议会都会仿照罗马元老院的做法。因此，虽然我们不知道教堂的安排，比如位置的排列等，但相信后面基督教会的做法会给我们一些启发。这会引出一个大的论题，在这里不适合讨论。但在几个地方需要谨慎对待。首先，糟糕的是，德沃尼克没有用具体的事例证明他的论点。第二，虽然教堂肯定反映了罗马的总体影响，但在细节上的模仿还是值得怀疑，要记住教堂议会和元老院议会之间很多显著的差别。最后，即使教堂议会的记录确实告诉我们准确的座位安排，以此推断罗马元老院的安排仍然值得高度怀疑。参见德沃尼克，“公会议中的国家权力”（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in the oecumenical councils），《基督的东方》（The Christian East）14，1933，第95—108页，sect.III；德沃尼克，“Emperors,popes,and general councils”，Dumbarton Oaks Papers 6，1951，第3—23页，特别是第4，18页= Photian and Byzantine Ecclesiastical Studies，London，1974，XV。

C（第三章，第二节）

希律（7.11.3）描述238年的一次会议时，提到胜利女神的祭坛在门里面，而门边挤满了人，让人困惑。只有那些勇敢的人绕过祭坛才能清楚地看到会议情况。如果祭坛一直那样放，令人好奇的是，早期的作家没有提过它挡住了站在元老院门口的观众的视线，特别是按照传统，允许他们站在那里观看会议。希律指的这些门实际上是后门吗，如果它们是朱利亚元老院的结构特征，就像戴克里先重建后的构造一样？（这些门肯定会很方便，但不可能是必须的。因为从我们在塔西佗《编年史》13.5中阿格里皮娜命令改造的资料来看，帕拉蒂尼的会厅就没有后门，而元老院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经常在那开会。）可以想象，在任何一扇后门的外人都要绕过胜利女神像下方的祭坛，但在这里旁观者已经在靠近主席台的位子——会场的焦点所在，视线根本不会被祭坛遮挡。虽然没有古代的资料区分过元老院的前门和后门，我们自然还是会猜想希律指的是前门，面朝公共会场，那是公众聚集的地方，而不是后门，那就会朝着卡尔基迪库姆（Chalcidicum）了。总的来说，希律不是历史学家，在细节的问题上不能太过相信他，因此有关胜利女神像的位置和祭坛的位置，他说的话都得打个折扣。关于他属于哪个社会阶层的更多问题，他对朱利亚元老院结构的了解很可疑，以此用来证明他至少从来不是元老院的一员，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很难确定。更多参见C.R.Whittaker，Loeb ed.，Vol.I，第xixi—xxiv页；G.Alfoldy，“Herodians Person”，Ancient Society 2，1971，第 204—233页，特别是第231—233页。

D（第四章，第二节）

舍温-怀特在《普林尼》第378页认为（总体上得到了A.hastagnol 的赞同，参见Melanges offerts a Leopold S.Senghor，Dakar，1977，第48页），约束元老行为的规矩“显然在实际上没有遵守”，但也不能用狄奥在坎帕尼亚有一栋别墅、在比提尼亚有地产的例子来证明这个观点。狄奥是非意大利籍相当数量元老中的一个典型，地产分别位于两地。从我们对他职业生涯的了解，其实很难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去比提尼亚待上很长一段时间。229年担任第二任执政官后，他确实退休回去那里定居了，但那时，他至少有60多岁，已经超过了让元老回去参会的年龄（参见第四章，第三节），还有生病请假的合理借口（参见F.Millar，A Study of Cassius Dio，第13—27页及狄奥 80.5.2—3）。他对自己所见事情的评述，还有他说在佩蒂纳克斯统治前后都没见克劳狄乌斯·庞佩亚努斯进过元老院，都说明他还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经常参会（参见72.4.2；74.3.2和12.2—3；75.1.4；80.1.2）。确实，他的生涯甚至和舍温-怀特试图描述的形象相反，即一位自觉、有雄心向上的元老的确不太情愿经常参加乏味的会议，而在会上的角色又无足轻重，而且还经常感到害怕。不过，话虽如此，应该明白狄奥的生涯（不管怎么理解）只反映了一位成员的经历和态度。要以单个例子作总体概括是错误的。

E（第七章，第十一节）

指定财务官不参加元老院会议的事实否定了G.Alfǒldy和H.Halfmann的观点（“Iunius Maximus und die Victoria Parthica”，ZPE 35，1979，第195—212页=C.Bǒrker and R.Merkelbach，Die Inschriften von Ephesos III，no.811），即Iunius Maximus，据以弗所的一块碑刻说，是“quaestor（em）extr［a］ s［e］n［t］entias des［i］gnatum，suscipien［tem］ munus laureatar［um］ victoriae Parthicae”，具体目的是将166年在帕提亚胜利的消息告诉元老院。事实上，指定官员的身份并不能赋予他参会的资格，他可能只是得到执政官的引见，像其他大使一样。而且，如果弗朗图在Iunius传达了消息后（看起来有可能），才写他的信Ad Amicos 1.6（=第168—169页H），他同Avidius Cassius说“dingus est quem diligas et suffragiis tuis ornes”就有点多余了。“extra sententias”的含义仍然不清楚。它可以用来指Iunius得到快速提拔，比如，像C.Vesnius Vindex一样（CIL XI.6053 with W.Eck，PW Suppl.15 s.v.Vesnius，cols.901—902），虽然这个短语明显不该是这个意思。但负责题词的希腊人误解了术语也是有可能的（参见C.Habicht，Istanb.Mitt.9/10，1959/1960，第110页，第10—12行；SIG3858，每个例子中误解的可能性，A.B.Bosworth都忽略了，参见ZPE 39，1980，第 269 页）。

F（第七章，第十二节）

塔西佗和弗朗提努斯，两位都是1世纪晚期和2世纪早期的作家元老，他们都很自然地用pedarius一词来指还没有晋升到副执政的元老——《编年史》3.65和Aqued.99的内容分别清楚地说明了这点。但除了这两个作者的个例，这个词在帝国时期只于2世纪晚期Aulus Gellius（3.18）的文中出现过，而他显然不熟悉这个词。更多参见L.R.Taylor和R.T.Scott，TAPA 100，1969，第548—557页。别的地方塔西佗提过consulares（执政官），praetorii（副执政）和“元老院其他人”（《编年史》3.28；参见FIRA2 I no.68 V，第107—111行）。

没有证据证明A.Chastagnol的观点（Miscellanea in onore di Eugenio Manni II，第473—475页）和之前L.Cantarelli的观点，他们认为pedarii指的是有权参会和投票的骑士，但无权发言，他们不过是来凑够规定的出席的总人数，直到克劳狄乌斯开始直接选拔。除了其他反驳意见，这种理解预设了准确保持出席人数的重视，总的来说，让人难以置信。弗朗图和塔西佗都以高度专业的含义使用了这个词，而不仅仅是随随便便；而且上面的理解完全忽略了后者清楚表明pedarii确实可以发言。

J.Korpanty还忽略了最后一点（“Przyczynek do problem tzw.‘sentores pedarii’”，Meander 34，1979，第415—418页），他根据第418页拉丁语的总结争辩说，pedarii可以投票，但不能发言。L.T.Blaszczyk写的一篇更早的波兰语文章（Ze Studiów nad senatem rzymskim w okreste schylku republiki，Lódz ＇，1965，第二章和第94—96页）的法语总结，得到A.Deman的评论，很有帮助，Latomus 26，1967，第271页。

G（第七章，第十二节）

有必要考察朱里亚-克劳狄时期两位长寿的执政官提出的类似说法——L.Volusius Saturninus（公元3年执政官，56年去世，享年93岁：R.Hanslik，PW Suppl.9，cols.1861—1862；W.Eck，PW Suppl.14，col.963），他比担任执政时在辩论中询问过意见的人活得都久；L.Calpurnius Piso（27年执政官：PIR2 C 293）担任执政时叫到发言的那些人在元老院都看不到了（普林尼，《自然史》7.156；普林尼，《书信集》3.7.12）。两人的说法都不一定能证明会让初级元老发表意见，但同样，他们的说法也没有受到反驳。公元3年最初级的财务官（即在公元2年担任元老院官员，在最低年龄限制25岁的时候）到公元56年将是79岁，所以很可能Volusius活得比他久。据推测，庇索（Piso）肯定至少活到了维斯帕先时期：在一封不会早于99年写的信中，普林尼说他“最近（nuper）”发了言，但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料证明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也无法知道他发言的措辞是否有什么重要意义。也许27年同时代的人有些还活着，但不再参加元老院会议。我们知道，比如C.Cassius Longinus（30年执政官：PIR2 C 501）在流放中度过了大半余生。

H（第八章）

皇帝引用了元老院决议，而不是谕令（all in CJ）：

奥略留引用了列表第81条（第十五章，第五节），在哈德良时期通过（3.31.1）。

塞维鲁·亚历山大引用了列表第108条，在奥略留和维鲁斯时期通过（5.62.5）。

塞维鲁·亚历山大引用了列表第128条，在奥略留和康茂德时期通过（6.57.1）。（在这个例子中，《元老院继承法》当然是经常引用的来源，但也有相关的谕令可引。）

塞维鲁和卡拉卡拉（5.6.1），卡拉卡拉（5.62.4），以及菲利普斯（5.6.4）都引用了列表第130条，在奥略留和康茂德时期通过。

卡拉卡拉（5.71.1），戈尔迪安（5.73.2），瓦莱留和加利努斯（Gallienus）（5.71.5），Carus，Carinus 和Numerian（5.71.7），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5.71.8，11，15—17；73.3—4）都引用了列表第134条，在塞维鲁时期通过。

皇帝引用了谕令，而不是元老院决议（all in CJ）：

戈尔迪安（5.70.2），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5.71.9）引用了列表第134条，在塞维鲁时期通过。

戈尔迪安（5.16.10）引用了列表第135条，在塞维鲁和卡拉卡拉时期通过。

J（第十一章，第四节）

已明确知道经元老院投票、献给皇帝及其近亲的凯旋及小凯旋式，参见：

RG 4.1；狄奥51.25.2（克拉苏及屋大维）；53.26.5（奥古斯都）；54.11.6及24.7（阿古利巴）；54.31.4（提比略）；56.17.1—2（奥古斯都及提比略）。

塔西佗，《编年史》2.64，cf.3.11（日尔曼尼库斯及德鲁苏斯）；ibid.，3.47（纪念提比略的计划流产）。

狄奥59.16.11及23.2（盖乌斯）；亦可参见Suet.Calig.48。

狄奥60.22.1（克劳狄乌斯）。

塔西佗，《编年史》13.8（尼禄）。

Josephus，BJ 7.121（维斯帕先及提图斯）；cf.狄奥66.7.2。

狄奥68.28.3及29.2（图拉真）。

HA，Hadr.6.3（哈德良为图拉真庆功）。

HA，Commod.2.4—5（马库斯及康茂德）。

HA，Sev.9.10（塞维鲁）；16.6—7（塞维鲁及卡拉卡拉）。

K（第十二章，第五节）

元老院表决：

运动会：

RG 22.2; 塔西佗，《编年史》3.64; Suet.Vesp.2.狄奥58.12.4—5; HA,Antonin.5.5; ILS 88,95,8894.

节庆：

塔西佗，《编年史》15.74; Suet.Calig.16; 狄奥51.19; 54.10.3; 34.2; 59.26.3; 60.23.6; cf.G.K.Boyce,Corpus of the Lararia of Pompeii,MAAR 14.1937.no.466.

Feriae ex s.c.: see Inscr.Ital.XIII.2，第559—560页；一般参见Ulpian，Dig.4.6.26.7。

祭司：

塔西佗，《编年史》3.29; 4.4; 13.2; 狄奥56.46.1.

祭祀：

Martial 8.15; 塔西佗，《编年史》6.25; 狄奥51.20.3; 57.6.4; 59.4.4; 16.10; 61.16.4; 77.1.4.

圣坛以及其他献辞：

RG 11; 12.2; 34; 35; 塔西佗，《编年史》4.74; Suet.Claud.11; 狄奥54.10.3; 25.3; 27.2.

献辞的碑文证据ex.s.c.（除另外说明外，仅来自罗马）：

屋大维/奥古斯都：ILS 81,82（帕提亚），83，84（亚里米伦）；CIL V.7817（阿尔卑斯）；

X.1619（那不勒斯）；AE 1952.165（阿尔勒）；关于公元前27年1月13日进行投票的荣誉，参见Inscr.Ital.XIII.2，第396页。

莉维亚：ILS 202.

C.及/或L.恺撒：ILS 136（?）; CIL VI.3748（?），36908；AE 1973.34.

日尔曼尼库斯：CIL VI.894 = 31194（?）.

德鲁苏斯：CIL VI.31200.

尼禄·恺撒：ILS 182.

克劳狄乌斯：ILS 216.

维斯帕先：ILS 245.

提图斯：ILS 264,265.

涅尔瓦：ILS 274.

图拉真：ILS 282（特腊契纳），283，292，294，296（贝尼劳顿），302（阿尔巴 钦斯）；CIL VI.30958，31215；NSc 1.，1947，第 98页。

图拉真，普罗蒂娜及神圣马尔恰那：ILS 298（安科纳）。

哈德良：ILS 309；CIL VI.974，36915.

安东尼：ILS 341.

奥略留：ILS 374.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及卡拉卡拉：ILS 425.

L（第十六章，第一节）

对于康茂德统治时期元老院参与以下两个案件的看法，最好保持怀疑态度：

（1） 据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尤西比乌斯（Eusebius，Hist.Eccl.5.21）所说，阿波罗尼奥斯首先被带到佩仁尼斯面前（禁卫军长官，183—185），然后被要求在判［他］死刑的元老院面前为自己辩护。后来，在基督徒烈士行为中留存着关于此事的一个极为混乱的版本：参见H.A.Musurillo，The Acts of the Christian Martyrs，no.7。佩仁尼斯对元老院有明显敌意，不太可能将此事移交至元老院（除非出于愚弄），但在别处未知其他元老院参与审判基督徒的例子（cf.第十二章，第四节，第468页注释⑥）。实际上，哲罗姆（De viris illust.42）称阿波罗尼奥斯为元老，也许只是为了解释所谓的审判地点。更多的讨论，参见PIR2 A 931；T.D.Barnes，JRS 58，1968，第46—48页；及R.Freudenberger，“Die Überlieferung vom Martyrium des rǒmischen Christen Apollonius”，ZNTW 60，1969，第111—130页。

（2） 据一对纸莎草残篇，来自亚历山大的体育官阿皮安因控告康茂德在埃及粮食的销售上享有利益而被判死刑。正当他被带离皇帝面前，又被召回，并被问到谁负责这条命令——元老院或康茂德本人。自然地，这个问题表明这样的可能，即元老院在此案的判决上发挥过某种作用。不过，总的来说，似乎不可能，且没有听说过元老院独立于皇帝准许缓期行刑的例子。更可能的是，阿皮安只是随便提到，“元老院”在罗马是作为皇帝以外的另一权威。参见H.A.Musurillo，The Acts of the Pagan Martyrs，no.11；J.Crook，Consilium Principis，第77—78页。


非专业读者指引

1.罗马皇帝（从奥古斯都到戈尔迪安三世）

下文所列为每位皇帝登基后正式采用的名字。楷体字部分为世人普遍知晓的名字。括号中为非正式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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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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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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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老院官职（职阶）：简明总结

皇帝（为那些尚未成为元老院阶级成员的人）授予紫色条纹袍（latus clavus）。

↓

二十人委员会（每年20名）。军团中的军事保民官（tribunus militum）在其之前或之后，尽管（不像二十人委员会），仍是可选的。

↓

财务官（20名）任期不少于25年。当选者可进入元老院，并被授予终身会员身份。

↓

保民官（10名）或市政官（6名）。贵族被排除在该职阶以外。

↓

副执政官（直到1世纪晚期，职位数目仍在变化，此后为18个），任期不少于30年。

↓

执政官（始终是两名执政官同时在任，在其他情况下，每年的人数以及任期长短均会变化）。杰出的元老院议员或两次甚至三次当选。

共和国时期，监察官比执政官职阶要高，但在元首制时期，该职位实际上已不存在。

3.术语表

旨在对文中重复出现的主要术语作出简要定义。将不会详细解释，亦不会关注只在注释中使用过的术语。定义针对的是这些术语在本书中的用法，因而并不一定是普遍意义。

Acta senatus（pl.） 元老院纪事（复数），元老院会议的官方记录。

Adlectus（sing.）/ti（pl.） 直接获得任命的人，皇帝引荐或“直接任命”至元老院特定官阶的非元老院成员（内部财务官、保民官等）；以及从较低官阶被提拔至较高官阶的元老院成员。

Adventus 抵达，皇帝正式抵达罗马。

Aedilicius/cii 市政官，曾任市政官一职的元老，但未任更高官职。

Aerarium militare 军队财库，罗马的“军队”财库由奥古斯都于公元6年建立，为的是向退伍军人支付应付的奖励金。

Aerarium Saturni 萨吞尼国库，罗马的国库及官方储藏所，坐落在农神庙，接受元老院的一般监督。

Album senatorium 元老院名录，根据年资进行排列的元老院成员名单，公开展示，并每年更新。

Alimenta（pl.） 补助金，意大利的儿童抚养计划。罗马政府设立的补助金由政府及本地土地所有者联合提供资金。

Altercatio 口角，元老院会议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员就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作出的一连串正反言论（经常违反正常秩序）。

Apocolocyntosis 塞内加写的讽刺文，里面讲到皇帝克劳狄乌斯死后想加入神的行列，却没有被神化，而是——经天上的元老院讨论后——被变成了南瓜（pumpkinification）（希腊语标题）。

Arval Acta（pl.） 载有罗马祭司团体阿多朗达兄弟（Fratres Arvales）会议详细记录的石碑（大部分罕见地幸存）。12名成员均为元老，包括皇帝。大部分内容讲述他们的仕途与活动。

Auctoritas 权力，（1）任何人所拥有的非正式影响力（相对于法律权威）：可以理解的是，皇帝的权力尤其大；（2）元老院通过的决议，但由于某种原因仍为无效（例如，由于及后被否决，或相关会议只是非正式地进行）。

Auxilia（pl.） 辅助军，罗马军队的辅助军团，主要为非公民。

Clarissimus 显赫者，用来描述或称呼元老院阶级任一成员的敬称（字面义为“最尊贵的”）。

Codicillus/li 批复，皇帝发出的信函（故相当于指令）。

Collegium/ia 社团，会社、协会、组织的统称。

Colonia /iae 殖民地，享有罗马授予的最优待地位的社区，尤其是相当大的地方自主性及重大的税收优惠。

Comitia（pl.） 大会，罗马的人民大会的统称。

Concilium/ia 平民大会，（在希腊语行省为koinon/na，城邦），每个行省的代表大会，设立目的主要是监督皇帝崇拜的情况，尽管其活动或进一步扩展，尤其负责感谢某些离任总督及检控另一些总督。

Consularis/res 曾任执政官的元老。

Corrector/res，curator/res 整顿人，由罗马派遣、负责整顿一个或一个以上区域秩序的官员，尤其是整顿财政。

Curator/res 管理人，（1）=整顿人；（2）负责监督公共事务的元老院官员，如罗马的水务（水务官），意大利的主要道路（道路管理人）。

Curia 朱利亚元老院，元老院的主要会议场所；但该词也可指元老院会面的任何地方。

Delator/res 控告人，告密者。

Designatus/ti 未上任官员，当选某一官职，但尚未上任的元老院成员。

Discessio 表决，元老院会议过程中的某个特定环节：元老院成员要就某事进行表决，但未被个别咨询意见；不严格来说，也用于已被咨询意见的表决。

Discessus senatus，s.v.Res prolatae.元老院年度休会期。

Ab epistulis 通信秘书，负责整理呈交给皇帝的信件以及发放批复的法庭官员。

Eques/equites 字面意思为“骑士”。在罗马两个上层阶级中排第二。尽管以一般标准来看仍非常排外，但与元老院阶级相比，群体更大且［成分］更多样。准入大多为非正式，且对公共生活不承担义务，某些效劳于皇帝的高级职位和军官职位会保留给该阶级的成员。

EX S（enatus）C（onsulto） “据元老院决议”。

Falsum 伪造，欺诈。

Fasti（pl.） 节庆表，（1）重要事件的年历；（2）一个或多个职位持有人的年度列表。

Fideicommissum/sa 字面意思为“遗赠”。立遗嘱者提出的向一个或一个以上受益人执行决定的请求。

Fiscus 私库，即皇帝财库在概念上的统称。

Gratiarum actio 感谢词，尤指执政官就职时向元老院中的皇帝发表的致词。

Historia Augusta 《奥古斯都史》，从哈德良到3世纪晚期的皇帝传记集。质量及可靠程度不能一概而论。编写人及编写日期饱受争议；尽管如此，至少可以肯定编写日期在所论及的皇朝结束很久以后。

Horti（pl.） 字面意思为“花园；田庄”。

Hostis/tes 敌人；显然，元老院可宣布任何个人为私敌或国家公敌，有可能立即处决。

Imperator 字面意思为“将军”。原本是授予给杰出司令的尊称。元首制时期亦如此，但该项殊荣很快便为皇帝及其家族成员保留。还发展出皇帝将其用作称号的惯例。

Imperium 统治权，授予给罗马高级元老院官员的（行政、司法、军事）权力及权威。

Infamia 无耻，名声损毁；尤其是取消特定案件中罪名成立的被告的各种资格。

Interrogatio 元老院会议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主持人就其所提出的事项依次征询成员的意见。

Ius trium liberorum 三子法特权，授予给3个或3个以上子女的父母，且皇帝可随心授予给其他人的一套法律及财务特权。

Iustitium 紧急情况下，公务（尤其是庭审）中止。尽管元老院有权宣布中止，但仍可继续进行内部会议。

Koinon（Greek），s.v.concilium 希腊语“城邦”，相对于“平民大会”。

Latus clavus 丘尼卡袍上的紫色宽条纹，表明元老院阶级成员身份；故有形容词“laticlavius”（深红色宽边的）。亦可参见上文第二部分。

Lectio senatus 复核元老院名册（由皇帝进行）。

Legatus/ti 行省总督的行政助手。

Legatus Augusti propraetore 皇帝行省总督，由皇帝进行任命。

Legatus legionis 军团指挥官。

Legitimus/mi，senatus/tūs 元老院定期会议（相对于立刻召集的会议）。

Lex/leges 人民大会通过的法律，一般先行征询过元老院意见，并已获得批准。

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 维斯帕先皇权法，公元69年末维斯帕先登基时通过的法律，其中授予了一系列皇室特权。一部分文本留存下来。

Lex Julia de senatu habendo 关于元老院会议程序的尤利亚法，公元前9年通过的法律，管理元老院议事程序。

Lex Papia Poppaea 帕皮亚·波比亚法，公元9年通过的法律，提供各种激励政策来鼓励婚育，并取消不响应政策者的某些资格。

A libellis 法庭官员（libellus/li），整理呈示给皇帝的请愿以及发放皇帝批复。

Ludi Saeculares 百年节，庆祝一个世纪或百年完结及下一世纪或百年开端的特备运动会，由十五人祭司团在元老院的一般监督下进行安排。实际上，元首制时期的运动会分别于公元前17年、公元47年、88年及204年举行。

Maiestas 叛国罪。元首制时期，任何被视为损害皇帝或其利益的行为或会被控此罪名。

Mandata（pl.） 皇帝给官员的指令。

Munus/nera 公共或私人责任或义务的统称。

Notarius/ii 速记员。

Novus/vi，homo/mines 字面意思为“新人”，一个家族中首名进入元老院的成员。

Oratio/ones 字面意思为“演讲”。在元老院的语境下，主要指皇帝的信函，不论传达方式如何，也被认为具有法律效力。

Ordinarius/rii（consul/les） 执政官，其任期从1月1日开始，因而比其后的补任执政官（suffecti）享有更高威望。

Ornamenta（pl.） 字面意思为“装饰物、奖章”，该词尤指光荣胜利的奖赏（凯旋荣誉），或荣誉性的元老院官阶（如财务官、副执政官荣誉等）。

Ovatio 较小型的凯旋式。

Panegyricus 常以此标题指留存下来的、普林尼于公元100年9月就任执政官时向皇帝发表的致谢词。

Pater patriae 字面意思为“国父”，元首制时期只授予给皇帝的特殊称号。

Patricians 原指处于特权地位的罗马公民，相对于一般人（平民）。帝国时期，两者几乎没有实际差别，但由于宗教及传统原因，皇帝确实保留并提拔了一小群贵族。

Pedarius/ii（senator/res） 副执政官级别以下元老的非正式说法。

Peregrinus/ni 异邦人；严格来说，指任何不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人。

Plebeians,s.v.patricians.“平民”相对于“贵族”。

Pomerium 罗马城的神圣疆界。元老院仅能在此范围内或离此不超过1英里的地方举行会议。

Pontifex Maximus 罗马国教的大祭司职位，总是由皇帝来担任。

Populi diurnal acta（pl.） 字面意思为“人民的日常行为”，创立于公元前59年的公告。从罗马发往整个帝国。主题多样，甚至包括元老院事务。

Praefectus frumenti dandi 在罗马负责分发免费粮食的元老院官员（4名）。

Praefectus Urbi 在罗马负责维持法律及秩序的元老院高级官员。

Praefectus Vigilum 在罗马负责指挥值夜队伍及防火人员的骑士阶级官员。

Praetorian Guard 组成皇帝卫队的特权军团。一般由一对骑士长官来指挥，后住进罗马边缘的兵舍。

Praetorius/rii 曾任副执政官的元老，但未担任更高官职。

Prima sententia 元老院会议上首个被主持人点名的成员所发表的意见，受到特别重视。

Princeps/principes 字面意思为“首领”，不严格来说，用来指共和国晚期的领导人物。此后却变成只有皇帝才使用的非正式称号。参见下一条。

Princeps senatus（区别于单独使用的“Princeps”）共和国时期，由监察官在元老院名册前附加的元老称号。及后，尽管每位皇帝在统治期间也为名册增加称号，但只有少数采用实际称号。

Privatus/ti（senator/res） 当前没有官职的元老。

Proconsul 元老院受托负责的行省的总督，由抽签产生，任期为一年。

Procurator/res 为皇帝效劳的骑士官员。

Profectio 皇帝正式离开罗马。

Quaestio/ones 由副执政官主持的罗马陪审法庭，其设立目的为审理特殊类型（如通奸或投毒）的指控。

Quaestorius/rii 担任财务官的元老院议员，但未担任更高官职。

Quindecimviri sacris faciundis（pl.） 罗马的大祭司团之一；职责包括保管作为神谕的西卜林圣书，以及庆祝百年节。

A rationibus 负责监督皇帝财务状况的朝廷官员。

Relatio/ones 元老院会议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主持人提出一个或多个事项以寻求指导意见。

Relegatio 罗马法庭可判决的其中一种流放罪。法律规定一系列限制条件，但显然不够严厉。

Repetundae（pl.） 针对官员管治不善的指控，尤指勒索罪的指控。

Res Gestae（divi Augusti） 《功业录》（神圣奥古斯都），发表于奥古斯都去世后的（残存）文献，其中他总结了自己的成就以及对国家的付出。

Res prolatae（pl.）= Discessus senatus（sing.） 元老院年度休会期，为4月多数时候及5月初。

Saevigtia 严酷，残忍。

Salutatio 清晨举办的正式仪式，期间受养人及相关人士向尊贵者致敬。

Senatus consultum/ta（简称SC，SCC）元老院决议。

Sententia/ae 元老院会议上成员表达的意见；在其他语境中亦指决议。

Suffectus/ti（consul/les） 补任执政官（参见上文第二部分），在一年中的第二个阶段或较后期上任，因而较常任执政官（ordinarii）享有较小敬意。

Supplicatio/ones 大胜利或大灾难时向某些或全部神灵作出的特殊召唤。

Tribunicia potestas 授予奥古斯都及其后皇帝的权力之一，本身权力不大但由于保民官作为人民保护者的通俗形象而得到标榜。

Tribunicius/cii 曾任保民官的元老院议员，但未担任更高官职。

Tribunus/ni militum 军团中的官员，具有元老或骑士身份（每团6人）。

Triumph 罗马的庆祝游行，作为伟大荣耀授予给打胜仗的将军。

Tutor/res 监护人。

Vectigal/lia 间接税的统称。

Verba facere 短语（没有名词形式），指元老院会议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主持人解释或讨论其提出的事项。

Vigintivir/ri 在元老院仕途上踏出必要的第一步的初级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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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Coriat,“Les homes nouveaux à l'époque des Sévères”,Rev.Hist.Droit 56.1978.pp.5—27.

K.Dietz,Senatus contra principem: Untersuchungen zur senatorischen Opposition gegen Kaiser Maximinus Thrax,Vestigia 29,Munich,1980.

W.Eck,Senatoren von Vespasian bis Hadrian.Prosopographische Untersuchungen mit Einschluss der Jahres- und Provinzialfasten der Statthalter,Vestigia 13,Munich,1970.

W.Eck,“Die Präsenz senatorischer Familien in den Städten des Imperium Romanum bis zum späten 3.Jahrhundert”,in Studien zur antiken Sozialgeschichte: Festschrift F.Vittinghoff,ed.W.Eck,H.Galsterer,H.Wolff,Cologne/Vienna,1980.pp.283—322.

H.Halfmann,Die Senatoren aus dem ǒstlichen Teil des Imperium Romanum bis zum Ende des 2.Jahrhunderts n.Chr.,Hypomnemata 58,Gǒttingen,1979.

B.W.Jones,Domitian and the Senatorial Order: A Prosopographical Study of Domitian'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enate,A.D.81—96,Memoir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32.1979.

S.J.de Laet,De Samenstelling van den romeinschen Senaat gedurende de eerste Eeuw van het Principaat（28 vóór Chr.-68 na Chr.）,Antwerp,1941.

M.W.H.Lewis,The Official Priests of Rome under the Julio-Claudians,Papers and Monograph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6.1955.

H.-H.Pistor,“Prinzeps und Patriziat in der Zeit von Augustus bis Commodus”,diss.Freiburg,1965.

L.Schumacher,“ Prosopograph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Besetzung der vier hohen rǒmischen Priesterkollegien im Zeitalter der Antonine und der Severer（96—235 n.Chr.）”,diss.Mainz,1973.

2.行省总督及皇帝公使

本表所列为新近出版的文献。不管怎样，新发现要求不断更新，特别参见AE。大部分行省目前已得到充分研究，但仍非常欢迎关于亚细亚行省总督的综合研究。

行省总督

阿非利加：B.E.Thomasson,PW Suppl.13 s.v.Africa（2）,cols.1—11.

亚细亚：D.Magie,Roman Rule in Asia Minor,Princeton,1950,pp.1580—1585; W.Eck,“Prokonsuln von Asia in der Flavisch-Traianischen Zeit”,ZPE 45.1983.pp.139—153.

贝提卡：G.Alfǒldy,Fasti Hispanienses,Wiesbaden,1969（summary on pp.308—309）.

比提尼亚/本都：D.Magie,op.cit.p.1591.

克里特及昔兰尼：W.Eck,Zephyrus 23/24.1972/1973.pp.244—251; I.F.Sandars,Roman Crete,Warminster,1982,Appendix I.

塞浦路斯：W.Eck,loc.cit.pp.250—253.

吕西亚及潘菲利亚：D.Magie,op.cit.p.1600.

马其顿：（公元前27年—公元15年）R.Szramkiewicz,Les gouverneurs de province à l'époque augustéenne,Paris,1976,vol.2,p.514；（公元44年以后）W.Eck,loc.cit.pp.240—243.

纳庞西斯：H.-G.Pflaum,Les fastes de la province de Narbonnaise（Gallia,Supplement 30,Paris,1978）,chap.1.

撒丁岛及科西嘉：P.Meloni,L'amministrazione della Sardegna da Augusto all'invasion Vandalica,Rome,1958.

西西里：W.Eck,loc.cit.pp.238—241.

公元69—138年间的所有行省情况，亦可参见W.Eck，Senatoren von Vespasian bis Hadrian，pp.112ff；以及（至96年）B.Kreiler，“Die Satthalter Kleinasiens unter den Flaviern”，diss.Munich，1975。

同一时期的行省总督及其他官员列表可参见B.E.Thomasson，Laterculi Praesidum，Lund，1972。

皇帝公使

关于所有行省情况，参见W.Eck，“Zu den prokonsularen Legationen in der Kaiserzeit”，Epig.Stud.9，1972，pp.24—36 at pp.32—36。

3.一般性文献

本部分仅列出文本及脚注中引用过的著作。省略所有百科全书式的文章和少数次要文章。已列在“略语表”及参考文献第一、二部分的著作不在此重复出现。或对事件有充分记录的新近资料可追溯至1981年中；然而，数月后，或有机会将有限的资料和某些更新的出版物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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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资料索引

这份索引大多限于在文本及注释中援引、讨论或强调过的段落。对于主要作者（如狄奥和塔西佗）的作品，则采取严格筛选的方式。相比之下，在铭文及法律文献来源方面，相关资料因分散而使列表［显得］更全面。然而，第十五章第一至第四节和补充注释列过的所有资料均被排除在本索引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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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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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提到的更多著作，其标题可不言自明，将完整地出现在参考文献中。

为了简便，仅用ILS，Inscr.Ital.，AE或SEG来指大部分出现在其中的铭文，可由此追溯较早的出版物。然而，对于具有特殊意义的某些材料，则会直接列出相关的出版物。

除另行说明外，所有日期均为公历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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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本索引所注页码为原书页码） 大部分罗马人名以姓氏列出（多数情况下为姓名中的第二个词），皇帝、作家及其他少数人则以其常见名列出。

A

ab actis senatus; development of post; function; list of holders 元老院会议汇编员 17；职位的变化 310—313；职能321—322；职位持有人列表 334—337

Abonoteichos 阿博诺泰可斯 276

accent 口音 37，268

acclamation 鼓掌欢呼 397—302，309

Achaea 亚加亚 350—351，353，395—397，400，414，417—418，532

Acilia,lex 阿西利亚法 154

Acilius Aviola,M'.阿奇利乌斯·阿维奥拉 444

Acilius Glabrio,M' 阿奇利乌斯·格拉布里奧 35，122，143

Acilius Rufus 阿奇利乌斯·鲁弗斯 253

Acilius Strabo,L.阿奇利乌斯·斯特拉博 400—401，475，509

acta senatus; fullness; use of 元老院纪事 5，83，170，195，198，231，308—323，523；完整性 313—322；使用 310，322—324

Acte 阿卡特 168

Acutius Nerva,Q.阿酋提乌斯·涅尔瓦 206，243

Adgandestrius 阿甘德斯特里乌斯 231，327，426

adlection 直接任命 15—16，20，64，80，131，133—134，245—246，344，369，517，523

adoption 过继 19

adultery,cases of 私通案 466

adventus 抵达（仪式） 70—72，408—409，523

aedificiis non diruendis,SC de 不准破坏建筑的元老院决议 149，193，280

aedile; dress; expenses; timing of election 市政官 18—19，130，147，237，243，313，347，394，522；装束 218；金钱投入 59，61；选举时间安排 205—207

aedilicius 从属人 249，523

aedium sacrarum,curator 神庙管理人 365

Aegium 埃吉翁 417

Aelia Sentia,lex 埃里·森迪亚法 446，454

Aelian 埃利安 78，89

Aelius Aglaus 埃利乌斯·阿格拉俄斯 397

Aelius Lamia,L.埃利乌斯·拉米亚 370，401

Aelius Lamia Silvanus ［Aelinaus?］Plautius.埃利乌斯·拉米亚·西瓦努斯［埃利劳斯？］·普劳裘斯 335

Aelius Saturninus 埃利乌斯·萨图宁乌斯 472

Aelius Sejanus，L.；ancestry；downfall（18 Oct.31）；entry to senate；honors；salutatio 埃利乌斯·塞扬努斯：家世 95；垮台（公元31年10月18日） 118，125，130，168，191，197，249，325；进入元老院 11；荣誉 171—172，245，259，265，359—360，365—367，409—411；清晨问候礼 68

Aemilia Lepida 埃米利亚·莱皮达 203，211—213，241，332，467

Aemilianum,SC 埃米利安，元老院法令 436

Aemilius Honoratus,L.埃米利乌斯·诺拉图斯 18

Aemilius Iuncus,L.埃米利乌斯·尤库斯 400，444

Aemilius Laetus,Q.埃米利乌斯·莱图斯 160—161

Aemilius Lepidus,M'.（cos.A.D.11） 埃米利乌斯·雷比达（公元11年执政官） 48，247，259，271，350

Aemilius Lepidus,M.（triumvir） 埃米利乌斯·雷比达（三人委员会） 139，241，267

Aemilius Lepidus,M.（cos.A.D.6） 埃米利乌斯·雷比达（公元6年执政官） 239，249，264，330，505

Aemilius Scauruc,Mamercus 埃米利乌斯·司考鲁斯，马莫库斯 68，235，263，330

aerarium militare; praefectus 军队财库 376，426，523；管理员 311

aerarium Saturni;management; praefectus; registration of decrees 萨吞尼国库 99，381，427，445，523；管理 17，20，235，375—379；管理员 146，311，347，352—353，375—376，396；法令记录 170，303，308，313，315，440，512

Aezani 埃赞尼 403

Afinianum,SC 阿非尼亚，元老院法令 436，443

Afinius Gallus,L.阿非尼乌斯·加卢斯 443

Afranius Dexter,Cn.阿弗拉尼乌斯·德克斯特 182，248，261，264，281

Africa；curators；governorship；repetundae trials 阿非利加 36—37，97，395，400—401，403，405，407，413，416，425，447；管理人 145；总督职位 22，245，247，255，258，264，331，349—350，393，397—398，505，532；索贿审判 508—510

Africanus,J.阿弗利肯努斯 328

Agricola,see Iulius 阿格里科拉，见“尤利乌斯”

Agrippa,see Vipsanius 阿古利巴，见“维普珊尼乌斯”

Agrippa,M.Iulius（Elder）（大）尤里乌斯·阿古利巴 155，368，429

Agrippa,M.Iulius（Younger）（小）尤利乌斯·阿古利巴 369

Agrippa Postumus 阿古利巴·波斯图穆斯 271，330，460

Agrippina（Elder）（大）阿格里皮娜 71，218，229，357

Agrippina（Younger）（小）阿格里皮娜 59，118，161—162，168，277，326，357，389，514

Alba 阿尔巴 58，69

album senatorium 元老院名录 17，90，241，523

Alexander 亚历山大 276

Alexandria 亚历山大 140，179，353，404

alimenta 补助金 146，374，523

Alliatoria Celsilla 阿利亚托利亚·塞尔西拉 161，193，418

altars 圣坛 388，518

altercatio 口角 265，267，272，278，409，523

Ammius Flaccus 阿米乌斯·弗拉库斯 248

Ampudius,M.安普迪乌斯 196

Anaglypha Traiani 罗马广场浮雕群 115

Anicius Cerealis,C.阿尼西乌斯·凯列阿里斯 203，313

Anicius Faustus,Q.阿尼西乌斯·浮士德 398

Annaeus Mela 阿奈乌斯·梅拉 79

Annaeus Saturninus Clodianus Aelianus,M.阿奈乌斯·萨图宁乌斯·克洛狄阿努斯·埃利亚努斯 336

Annia Rufilla 安尼亚·鲁菲拉 468—469，472

Annius Atilius Bradua,Appius 安尼乌斯·阿提留斯·布拉朵亚，阿庇乌斯 219—220

Annius Faustus 安尼乌斯·浮士德 271

Annius Verus 安尼乌斯·维鲁斯 444

Antioch（Pisidia）（皮西迪亚）安条克 96

Antioch（Syria）（叙利亚）安条克 108，381—382

Antiochus（of Commagene）（康马革纳的）安条克 463

Antiquarium Forense（Rome）（罗马）法庭古物馆 100

Antistius,L.安提斯提乌斯 201

Antistius Labeo,M.安提斯提乌斯·拉贝奥 23—24，143，262，268，325，454

Antistius Sosianus 安提斯提乌斯·苏西亚努斯 173，261，279，472，479

Antistius Vetus 安提斯提乌斯·维特斯 466，483

Antium 安提乌 182

Antius A.Iulius Quadratus,C.安提乌斯A.尤利乌斯·夸达特斯 144

Antonia（Minor）（小）安东尼亚 360

Antoninus（month） 安东尼（月） 362

Antoninus Pius；honors；measures；and senate；and senatorial jurisdiction 安东尼·庇乌斯 58，89，521；荣誉 165—166，362，388，519；管理办法 44，52，64，297，447；元老院 173，179—180，184，229—230，270，325，357，387；元老院权限 171，470，478

Antonius,Iullus 尤卢斯·安东尼 23

Antonius,L.安东尼 390

Antonius,M.（triumvir） 安东尼（三人委员会） 138，357

Antonius Antius Lupus,M.安东尼·安提乌斯·卢普斯 358

Antonius Flamma,M.安东尼·弗拉玛 509

Antonius Memmius Hiero,M.安东尼·曼米乌斯·希尔罗 336

Antonius Musa 安东尼·穆萨 370

Antonius Primus,M.安东尼·普莱马斯 369

Antonius Saturninus,L.安东尼·萨图宁乌斯 86，154，390，411

Apamea（Phrygia）（佛里吉亚）阿帕米亚 413，417

Aper,M.阿佩尔 15

Aphrodisias 阿芙罗迪西亚斯 97，394，399，415，420

Apidius Merula 阿匹迪乌斯·梅鲁拉 27

Apion,see Ptolemy 阿皮安，见“托勒密”

Apollinares,ludi 阿波罗节 59，61

Apollo,temple of 阿波罗神庙 99，117—118

Apollonius（of Tyana）（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 353

Apollonius（a Christian） 阿波罗尼奥斯（基督徒） 519

Appia,via 阿皮亚路 372

Appian（gymnasiarch） 阿皮安（体育官） 519—520

Appian（historian） 阿皮安（历史学家） 79，199，244—245

Appuleia Varilla 阿普雷亚·瓦里拉 169，479，483

Appuleius,Sex.阿普雷乌斯（六世） 31，370

Apronianum,SC 阿波尼亚，元老院法令 436，446

Apronianus,see Popilius 阿波尼亚努斯，见“波比利乌斯”

Apronius,L.阿波尼乌斯 246，505

Apuleius 阿普列乌斯 88

aquarum,curator 水务官 146，373—374，434，438，463

Aquillius Florus Turcianus Gallus,L.阿基利乌斯·弗洛鲁斯·图尔奇亚努斯·加卢斯 397

Aquillius Regulus,M.阿基利乌斯·雷古勒斯 49，51，58，272，477，495，504—505

Ara Pacis 阿拉·帕西斯 72

Ara Ubiorum 阿拉·乌比奥鲁 410

Archelaus 阿基劳斯 155

Argiletum 阿尔吉列图 99，126

Arinius Modestus,C.阿里纽斯·摩德斯图斯 506

Ariobarzanes 阿里奥巴尔赞 429

Arles 阿尔勒 127

Armenia 阿美尼亚 429

army,see legions 军队，见“军团”

Arrian 阿里安 10，94，144

Arrius Antoninus,C.阿里乌斯·安东尼 335

Arrius Varus 阿里乌斯·瓦鲁斯 369

Arruntius,L.阿伦提乌斯 237

Arruntius Camillus Scribonianus,L.阿伦提乌斯·卡米卢斯·斯克里波尼亚努斯 428

Arruntius Claudianus,M.阿伦提乌斯·克劳狄安 36

Arruntius Stella,L.阿伦提乌斯·斯特拉 57

Artabazus 阿塔巴兹 429

Artaxata 阿塔克萨塔 359，389

Articuleianum,SC 阿尔蒂库勒安，元老院法令 436，452

Articuleius Paetinus,Q.阿尔蒂库勒乌斯·佩提努斯 452

Articuleius Paetus,Q.阿尔蒂库勒乌斯·培图斯 452

Arulenus Rusticus,see Iunius 阿茹勒努斯·鲁斯提库斯，见“卢修斯”

Arvales（Arval Brothers） 阿多朗达兄弟 71，74，302，390，523

Arvandus 阿凡德斯 125

Asclepieium（Pergamum）（帕加蒙）亚利里比阿 144

Asconius 阿斯科尼乌斯 199，334

Asconius Labeo 阿斯科尼乌斯·拉贝奥 369

Asia; coins; curators; governorship; repetundae trials 亚细亚 33，36，41，395，400—403，405，413，421—422，425；铸币 96；管理人 145；总督职位 22，245，247，258，331，349—350，390，393，397—399，505，532 ；索贿审判 507—508

Asilius Sabinus 阿西利乌斯·萨比努斯 129，269，482，507

Asinius Bassus 阿西琉斯·巴苏斯 205

Asinius Gallus,C.阿西琉斯·加卢斯 19，210，243，246，264，413，493

Asinius Marcellus,M.阿西琉斯·马塞勒斯 51，169，177，479

Asinius Pollio,C.阿西琉斯·波里奥 238

Asinius Rufinus Fabianus,Sex.阿西琉斯·鲁菲努斯·法比安努斯（六世） 323，336

Asprenas,P.阿斯普雷纳斯 153

assemblies,popular 人民大会 341—342，345，433—435，524

Astyrius 阿斯蒂里乌斯 143

Asverus 阿斯维鲁斯 511

Ateius Capito,C.阿泰乌斯·卡皮托 198，223，237，256

Athenaeum（close to Curia Julia）（靠近朱利亚元老院的）雅典娜神庙 115

Athenaeum（elsewhere in Rome）（罗马其他地区的）雅典娜神庙 120

Athens 雅典 96，144，311，393

Atilius 阿提留斯 468—469

Atrium Minervae 密涅瓦中庭 115

Attius（or Accius）Sura 阿提乌斯（或阿克乌斯）·苏拉 20

auctoritas（resolution of the senate）（元老院决议）权力 113，185，285，523

auctoritas（of the emperor）（皇帝）权力 184，523

Aufidius Bassus 奥菲迪乌斯·巴苏斯 333

Aufidius Victorinus,C.奥菲迪乌斯·维克托里努斯 399

augurium salutis 平安占卜 391

Augustales,ludi/Augustalia 奥古斯都节 59—61

Augustus（previously Octavian）：builds temple of Mars；and finance；and foreign affairs；games；honors；legislation under；measures；and public services；residence on Palatine；salutatio 奥古斯都（先前为屋大维）：建造战神庙 117；财政 375—379；外交事务 426—429；运动会 59，61；荣誉 127，360—361，364，366，387—390，408—409，433，447，518—519；立法 460—461，463—464；管理办法 28，45，139—140，145，235，277，297，310，375，395，418，434；公共事务 372—375；帕拉蒂尼居处 102，117—118；清晨问候礼 68—69and magistracies：ages；holds in absence；number；offers consulship 官职：年龄［规定］ 17—18；缺席［不在意大利］ 151，175；职位数 19，21；授予执政官职位 23and senate：in Apocolocyntosis；attends；communicates；concern to maintain attendance；consilium；finishes Curia；granted powers；jurisdiction；oath to；opposed；position；presides；princeps senatus；proposes honors；senatorial embassies to；speaks；speeches read 元老院：《赫拉克勒斯》中的元老院 318；出席 158，168，174—176，278；通信 230，326，404，418；注重出席率 26，136—140，322；顾问委员会 167；结束元老院 114，127—128；授予权力 197，354；权限 460—461，463—464；宣誓 201；分歧 172；位置 165；主持 241；元老院议员称号 164；提议授予荣誉 362—363，365，370；元老院使团 410；讲话 270—271，324；宣读演讲 192，202，231，318and senators： gifts；number；qualifications；recruits；relationship；retirement age 元老：赠礼 11，52，64，496；职位数 29，131—132；资格 10—11，15，53，85，513；招募新成员 31，47；打交道 167，196，224，262，267，298，412，423，434，488—489；离任年龄 152

Aurelianus Nicostratus,T.奥列里安努斯·尼克斯特拉图斯 199

Aurelius，M.；honors；legislation under；measures 奥略留 69，195，276，369，377，521；荣誉 166，364，388，518—519；立法 447—449；管理办法 42，44，56，142，399，420，469and senate attends；communicates；jurisdiction；relationship；speaks 参与元老院事务 156，179—181，183—184，192，251—252，294；通信 230，296，421，428—429；权限 171，470，478；打交道 59，86，160，163，173，193，293，364，366；讲话 229，268，271—272，325，417

Aurelius Apollinarius,M.奥略留·阿波里拿留 397

Aurelius Cotta 奥略留·科塔 496

Aurelius Cotta Maximus Messalinus,M.奥略留·科塔·马克西姆斯·梅萨里努斯 62，204，246—247，259

Aurelius Pius 奥略留·庇乌斯 250

Aurelius Quietus,T.奥略留·奎伊特斯 143

auspices,taking of 占卜 224—225

Avidius Cassius,C.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 171，271，349，356，429，469，516

Avidius Hadrianus 阿维狄乌斯·哈德良 319

Avidius Nigrinus,C.阿维狄乌斯·尼格里努斯 400

Avidius Quietus 阿维狄乌斯·奎伊特斯 248

Aviola,see Acilius 阿维奥拉，见“阿奇利乌斯”

B

Baebius Macer 巴比乌斯·梅瑟 207，500

Baebius Massa 巴比乌斯·马萨 465，473—474，476，481，485，509

Baetica; repetundae trials 贝提卡 350—352，395，397，399，413，417，532；索贿审判 509—510

Baiae 贝亚 177，230

Balbinus 巴尔比努斯 165，197，522

banquets 宴会 72—73

Bar Cochba 巴尔·科赫巴 512

Barea Soranus 巴里亚·索拉努斯 11，121，125，128—129，203，315，329，368，484

Basilica Aemilia（Pauli） 埃米利亚（保利）巴西利卡（大圣堂） 99，126，239

Basilica Iulia 尤利亚巴西利卡（大圣堂） 99

Basilica Ulpia 乌尔比亚巴西利卡（大圣堂） 213

Beneventum 贝尼芬顿 115

Berytus 贝里特斯 447

Bibulus,C.毕布路斯 237

Bithynia 比提尼亚 352，515

Bithynia/Pontus; governorship; repetundae trials 比提尼亚/本都 394—395，398—400，403，423，473；总督职位 505—506，532；索贿审判 507—510

Bittius Proculus 比提乌斯·普罗库鲁斯 248

Bononia 博洛尼亚 413，417

Britain; governorship 不列颠 33，229；总督职位 22

Britannicus,Ti.Claudius Caesar 不列塔尼库斯，克劳狄乌斯·恺撒 359

Brixia 布雷西亚 276

Bruttius Praesens L.Fulvius Rusticus,C.布鲁提乌斯·帕雷森斯·福尔维乌斯·卢斯提库斯 23，76，144，148

Buccino 布奇诺 417

Byzantium 拜占庭 413，417，423

C

Cadius Rufus,C.卡迪乌斯·鲁弗斯 508

Caecilianus 凯基利安努斯 250

Caecilius Classicus 凯基利乌斯·卡尔西库斯 62，195，261，376，474，481—483，485—487，510

Caecilius Clodianus（?）Aelianus 凯基利乌斯·克洛狄亚努斯·埃利亚努斯 414

Caecilius Simplex,Cn.凯基利乌斯·西普莱什 272

Caecina Alienus,A.凯西纳·阿列安努斯 18，69

Caecina Largus,C.凯西纳·拉格斯 440

Caecina Severus,A.凯西纳·塞维鲁 67，239，247，259，264

Caelius Rufus,M.凯利乌斯·鲁弗斯 308

Caepio Hispo 凯皮欧·希斯普 300，444

Caesennius Sospes 凯森尼乌斯·索斯佩斯 311

Caesernius Veiento 凯森尼乌斯·威思图 506

Caesilianus 凯西利亚努斯 250

Caesius Cordus 凯西乌斯·科尔都斯 481，507

Caesius Niger,C.凯西乌斯·尼日尔 69

Calestrius Tiro 卡雷斯特里乌斯·提洛 18，498

Caligula,see Gaius 卡利古拉，见“盖乌斯”

Calliodorus 卡利奥多鲁斯 50

Calpurnius Asclaepiades,C.卡尔普尼乌斯·阿西雷匹亚德斯 89

Calpurnius Crassus Frugi Licinianus,C.卡尔普尼乌斯·克拉苏·弗卢基·利希尼亚努斯 478

Calpurnius Maximus 卡尔普尼乌斯·马克西姆斯 244

Calpurnius Piso,C.卡尔普尼乌斯·庇索 95

Calpurnius Piso，Cn.（cos.7 B.C.）；questions Tiberius；speaks in senate 卡尔普尼乌斯·庇索（公元前7年的执政官） 57；质询提比略 166，285；在元老院讲话 255，264trial of；choice of court；duration；interest；Tacitus' evidence；Tiberius' role；withholding of letters 审判 507；法庭选择 461；［审判］时长 215，484—485；利害 155，197，267；塔西佗的证据 333；提比略的角色 168，332，346，356—357，475，483；保留信件 486

Calpurnius Piso,L.（cos.15 B.C.） 卡尔普尼乌斯·庇索（公元前15年执政官） 246，362，370

Calpurnius Piso,L.（cos.1 B.C.） 卡尔普尼乌斯·庇索（公元前1年执政官） 26，158，246—247，258，278

Calpurnius Piso,L.（cos.27） 卡尔普尼乌斯·庇索（公元27年执政官） 517

Calpurnius Piso,L.（cos.57） 卡尔普尼乌斯·庇索（公元57年执政官） 242—243

Calpurnius Piso Frugi Licinianus,L.卡尔普尼乌斯·庇索·弗卢基·利希尼亚努斯 50，155，358

Calvisianum,SC 卡尔维西安，元老院法令 437，451

Calvisius Sabinus,C.卡尔维西乌斯·萨比努斯 508

Campania 坎帕尼亚 70，178，210，408

Caninius Rebilus,C.坎尼尼乌斯·雷比鲁斯 276—277

Capitol（Rome）（罗马）朱庇特 99，116—117，191，197，199，201，213，234，253，259，306，390

Cappadocia 卡帕多西亚 429

Caracalla；honors；legislation under；measures 卡拉卡拉 152，319，345，522；荣誉 387，518—519；立法 449—450；管理办法 41—42，295，394，401，494and senate：attends；communicates；condemned；guards；relationship；speaks元老院：出席 158，178，225，278；通信 230，296，428；定罪 357—358；派兵守卫 124，160；打交道 29，70，143，173，230，292，352，422；讲话 325

Carcer（jail） 卡塞尔（监狱） 99，119

Caristanius Fronto,C.卡里斯塔尼乌斯·弗朗图 56

Carthage;council/conference of 迦太基 229，424；委员会/会议 320，322

Cascellius,A.卡塞留斯 23

Cassius Chaerea 卡西乌斯·卡瑞亚 196

Cassius Clemens 卡西乌斯·克莱门斯 90—91

Cassius Longinus,C.卡西乌斯·朗吉努斯 73，254，256，266，359，493，517

Cassius Paullinus,M.卡西乌斯·保利努斯 335

Cassius Severus 卡西乌斯·塞维鲁 261，265，384，461

Castores（Castor and Pollux）,temple of 卡斯托尔（卡斯特与帕勒克）神庙 99，120

Castricius,T.卡斯特里西乌斯 217，219

Cato（Younger）（小）加图 256

Cauchius 卡赫乌斯 364

Ceionius Commodus,L.塞斯尼乌斯·康茂德 229

Celer 塞勒尔 476

Celer,P.塞勒尔 202，214，475

censor 监察官 16，27，132，371，373，522

centumviral court 百人法庭 17，150，195

Ceriales,ludi 谷物节 59，211

Cerrinius Gallus 车尔里尼乌斯·加卢斯 26

Cestius,C.克斯提乌斯 154，239，250

Cestius Gallus Cerrinius Iustus Lutatius Natalis,L.克斯提乌斯·加卢斯·车尔里尼乌斯·尤利图斯·鲁塔提乌斯·纳塔利斯 335

Cestius Proculus 克斯提乌斯·普罗库鲁斯 508

Chalcidicum 卡尔西迪库姆（附属建筑物） 99，115，514

Charisius 卡里斯乌斯 326

Chaucius 乔斯乌斯 364

Chersonesus 科索涅苏斯 423—424

Chios 希俄斯 394，420

Christ 基督 172

Christians 基督徒 386，450，453，519

church councils 教会委员会 288，513—514

Cicero 西塞罗 4，134—135，145，199，202，209，229，267，316—317，408，462

Cilicia 西利西亚 508

Cincia,lex 辛西亚法 48，232

Cingonius Varro 辛贡尼乌斯·瓦罗 250

Cinna 辛纳 195

Circus Maximus 马克西姆斯竞技场 99

cities 市 262，288，414—415

clarissimus 显赫者 493—494，523

Claudia Augusta 克劳狄娅·奥古斯塔 387

Claudia Caninia Severa 克劳狄娅·卡尼尼亚·塞维鲁 36

Claudianum,SC（no.44 in list）;（no.47 in list）;（no.50 in list） 克劳狄安，元老院法令（列表号44） 435—436，441；（列表号47）435，441；（列表号50）436，441—442

Claudius；and foreign affairs；honors；legislation under；measures；speeches attributed to 克劳狄乌斯 14，359，365，368，521；外交事务 428—429；荣誉 165，367，371，387，390，518—519；立法 440—442；管理办法 49，74，140，145，207，228，350，376，395，400—401；言论归属 499—500and senate：attends；has certain speeches inscribed instead of recited；guards；jurisdiction；puts proposals；seat；speaks；summons；uses Greek；uses veto 元老院：出席 125，139，156，176—177，183，278；让人刻下而非背诵某些讲话 192，202，306，318；派兵守卫 159；权限 468，470，478—479；提出议题 168，172—173，391，404，428；座位 122—123；讲话 265—266，270，324—325，330；召集 118，189；使用希腊语 227；提出否决 171and senators：admits non—members to sessions；maintains attendance；recruits；reforms magistrates'duties；relationship；removes；requires oath 元老：准许非元老院成员参加会议 157，160；维持出席率 141，153；招募新成员 15，31，134；调整官员职责 17；打交道 52，64，69，218，424；撤职 53，86；要求宣誓 201

Claudius（month） 克劳狄乌斯（月） 361

Claudius Aristocles 克劳狄乌斯·亚里斯多克利 144

Claudius Atticus Herodes,Ti.（Elder）（大）克劳狄乌斯·阿提库斯·希罗德斯 369

Claudius Atticus Herodes,Ti.（Younger）（小）克劳狄乌斯·阿提库斯·希罗德斯 156，219—220，349

Claudius Charax 克劳狄乌斯·沙拉克斯 20，64，337

Claudius Frontinus Niceratus,Ti.克劳狄乌斯·弗朗提努斯·尼塞拉特斯 335

Claudius Fronto,M.克劳狄乌斯·弗朗图 335

Claudius Maximus 克劳狄乌斯·马克西姆斯 334

Claudius Modestus,L.克劳狄乌斯·摩德斯图斯 453

Claudius P.Vedius Antoninus Sabinus,M.克劳狄乌斯·维迪乌斯·安东尼·萨比努斯 424

Claudius Paulinus,T.克劳狄乌斯·保利努斯 425

Claudius Pompeianus,Ti.克劳狄乌斯·庞佩亚努斯 73，122，143，515

Claudius Severus 克劳狄乌斯·塞维鲁 64

Claudius Timarchus 克劳狄乌斯·提马克斯 259，407，414，468—469

Claudius Titianus Demostratus,C.克劳狄乌斯·提提阿努斯·德莫斯特拉图斯 69

Cleander 克林德 54，85

Clodius Celsinus 克罗狄乌斯·塞西努斯 294，323

Clodius Eprius Marcellus,T.克罗狄乌斯·伊拜鲁斯·马塞勒斯 51，265，272，279，347，351，409，475，505，508

Clodius Macer,L.克罗狄乌斯·梅瑟 108，381

Clodius Septimius Albinus Caesar,D.克罗狄乌斯·塞普蒂米乌斯·阿尔比努斯·恺撒 35，356

Clodius Thrasea Paetus，P.；in senate：absence：aid Cilicians；curtness；opposes Syracusan request；silence；style of speaking；at trial of Antistius Sosianus；at trial of Claudius Timarchus；walks out 克罗狄乌斯·特拉塞亚·培图斯，在元老院：缺席 25，73，75；帮助西利西亚人 473；简略表态 255；反对叙拉古人的请求 240，262，414，427；沉默 253；讲话方式 499；在安提斯提乌斯·苏西亚努斯的庭审 479；在克劳狄乌斯·提马克斯的庭审 170，259，413—414；离席 279trial of：charges；location；Nero's role；Thrasea's role 审判 329：控罪 135—136，201，263，277，309；地点 114；尼禄的角色 177—178，197；特拉塞亚的角色 267，272，285，482—484

Clutorius Priscus 克鲁托里乌斯·普利斯库斯 169，249，330，472，478—479

Cluvius Maximus Paullinus,P.克鲁维乌斯·马克西姆斯·保利努斯 409

Cluvius Rufus 克鲁维乌斯·鲁弗斯 333

Cocceius Cassianus 科齐乌斯·卡西亚努斯 62

Cocceius Nerva,M.科齐乌斯·涅尔瓦 450

Cogidubnus 科吉杜努斯 33

collegium; procedure 社团 262，385，403，415，419，447，450，523；流程 288

Comama 科玛玛 97

Cominius（T.Cominius Proculus?） 科米尼乌斯（T.科米尼乌斯·普罗库鲁斯？） 250

comitium 大民大会场 99，114，514

Comius Armiger Crescens,Q.科米乌斯·阿尔米格尔·革勒士 336

Commodus；honors；measures；legislation under；seeks funds 康茂德 69，71，521；荣誉 165，360，362；管理办法 42，421—422；立法 448—449；寻求资金 63，377，520and senate：attends；condemned and restored；relationship；speaks 元老院：出席 180，183；定罪与平反 356—358；打交道 73，86，127，164，173，218，429，491，519—520；讲话 262

concilium 平民大会 414，524

Concord,temple of 协和神庙 99，118—119

Condianus,Sex.孔狄亚努斯（六世） 90

consilium（Augustus' senatorial） 顾问委员会（奥古斯都元老院） 136—137，167，286，347，423，463，488—489

consilium（of the emperor）（皇帝的）顾问委员会 73—74，161，163，226，524

consul；enters office；sponsors games；thanks for election.执政官 20—22，35—36，67，148，151，167，309，365，367，385，456，522；就职 200—201；赞助运动会 59—60；谢票 227—228，239See also ordinaries and suffectus 另见常任执政官和补任执政官and senate：designate；joint presidency；role；seating；senatus consulta named after 元老院：指派 242—247；联合主持 225—226，274；角色 185—187，274，286，479；座位 123；含［执政官］名字的元老院法令 305

consularis 前执政官议员 40，241—243，245，273，463，524

Corellius Pansa 科雷利乌斯·潘萨 444

Corellius Rufus,Q.科雷利乌斯·鲁弗斯 224，238

Cornelia 科奈留 221，476

Cornelia de falsis,lex 关于侵权的科奈留法 435，439—441

Cornelia de sicariis et veneficiis,lex.关于刺杀和投毒的科奈留法 455—456

Cornelius Balbus,L.科尔尼利乌斯·巴尔布斯 241，362

Cornelius Dolabella,P.科尔尼利乌斯·多拉贝拉 169，248，259，350

Cornelius Fidus 科尔尼利乌斯·费德斯 271

Cornelius Fuscus 科尔尼利乌斯·弗斯库斯 78，369

Cornelius Gallus,C.科尔尼利乌斯·加卢斯 460

Cornelius Lentulus,Cn.科尔尼利乌斯·兰图鲁斯 52，237，239，246，248，256

Cornelius Lentulus,Cossus 科尔尼利乌斯·兰图鲁斯·科苏斯 190，239，364，440，505

Cornelius Lentulus Gaetulicus,Cn.科尔尼利乌斯·兰图鲁斯·盖图里库斯 411

Cornelius Lentulus Maluginensis,Ser.科尔尼利乌斯·兰图鲁斯·马鲁吉内恩西斯 349

Cornelius Lentulus Scipio,P.科尔尼利乌斯·兰图鲁斯·西皮阿 252

Cornelius Lupus 科尔尼利乌斯·卢普斯 440

Cornelius Marcellus,L.科尔尼利乌斯·马塞勒斯 20

Cornelius Priscianus 科尔尼利乌斯·普利西亚努斯 211，510

Cornelius Pusio Annius Messala,L.科尔尼利乌斯·普斯奥·安尼乌斯·梅萨拉 443

Cornelius Sabinus 科尔尼利乌斯·萨比努斯 159

Cornelius Scipio Salvidienus Orfitus,Servius 科尔尼利乌斯·西皮阿·萨维迪恩努斯·奥尔菲·塞尔维乌斯 449

Cornelius Sisenna 科尔尼利乌斯·西森纳 278

Cornelius Sulla,Faustus 科尔尼利乌斯·苏拉·浮士德 440

Cornelius Sulla Felix,Faustus 科尔尼利乌斯·苏拉·菲利斯·浮士德 27，389

Cornutus Tertullus,see Iulius 科尔努图斯·特尔突罗，见“尤利乌斯”

corrector,see curator 整顿人，见“管理人”

Corsica，see also Sardinia 科西嘉 352，另见“撒丁岛”

Cos 科斯 403，413，421，423

Cossutianus Capito 科苏提安努斯·卡皮托 29，178，250，263，309，326，473，475，484，508

Cotta Messalinus,see Aurelius 科塔·梅萨里努斯，见“奥略留”

Crassus,M.克拉苏 518

Cremutius Cordus,A.克雷姆提乌斯·科尔都斯 265，278，332，384

Crete；coins；with Cyrene（province）；governorship；repetundae trials 克里特 401，421，461；货币 96，108；与昔兰尼（行省） 351—352，395—396，398—399，407；总督职位 505—506，532；索贿审判 507—509

curator，see also individual functions 管理人 145—146，398—400，524，另见“个别职能”

Curia Julia；acoustics；adjacent buildings；aisle；decoration；development；heating；interior dimensions；lighting；location；name；platforms；seating；staff 朱利亚元老院 102—107，187，195—196，524；声效 126；邻近建筑 115—116，197；通道 124—125；装饰 127—128，196，514；演变 114—115；采暖 126，153，216；室内尺寸 121；采光 126；地点 99，114；名称 116；平台 124；座位 121—123，125，150；人员 128—130

Curiatius Maternus 库利亚提乌斯·马特努斯 172，257，365—366

Curtius Iustus,C.库尔提乌斯·尤利图斯 64

Curtius Montanus（senator） 库尔提乌斯·蒙塔纳斯（元老院议员） 299

Curtius Montanus（youth）（小）库尔提乌斯·蒙塔纳斯 9

Curtius Rufus 库尔提乌斯·鲁弗斯 50

Cydonia 干尼亚 108

Cyprus 塞浦路斯 96，351—352，395，397，401，405，420—421，532

Cyrene，see also Crete 昔兰尼 352，400—402，423，475，另见“克里特”

Cyzicus 基齐库斯 165，413，415，417—418，421，447

D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395

Damascus 大马士革 381

Dasumianum,SC 大苏米安，元老院法令 436，452

Decebalus 德塞巴鲁斯 356，428

dedications 供奉典礼 388，518—519

Delphi 德尔斐 406，421

Demonax 德莫纳克斯 94

Demostratus 德莫斯特拉图斯 89

designates,position of 指派职务 242—247，524

Diana Limnatis 黛安娜·林纳提斯 329，391，418

Didius Gallus Fabricius Velento,A.狄第乌斯·加卢斯·法布里修斯·威伦托 54，62，130，248，252，257，266，273，466

Didius Julianus 狄第乌斯·朱利安 69，197，521and senate：attends；condemned；guards；relationship；speaks 元老院：出席 160，178，191，225；定罪 120，356；派兵守卫 198—199；打交道 160，173，410；讲话 169，325

Didyma 狄迪马 36，421

Dio Cassius：as consul；estimate of senate；as senator；translation of senatus；use of acta senatus 狄奥·卡西乌斯：作为执政官 65；对元老院的看法 85，358，513；作为元老院议员 69—71，73，120，136，196，515；法令的译法 495；利用元老院纪事 325

discessio 表决 233，249，279—278，524

discessus senatus,see res prolatae 元老院年度休会期

Dmeir 杜迈尔 319

Dolabella,P.多拉贝拉 59，238—239

Domitian；honors；institutes ab actis senatus；legislation under；measures 图密善 69，73，118，206—207，211，521；荣誉 358，361，388，390；设立元老院会议汇编员［职位］ 311—312，334；立法 444；管理办法 397，402，511and senate：attends；condemned；guards；jurisdiction；presides；repairs Curia；speaks；uses veto 元老院：出席 178，181，183，478；定罪 357—358；派兵守卫 197，199；权限 470，476；主持 186，275，378；修复朱利亚元老院 115；讲话 324—325，428；提出否决 171and senators：recruits；relationship；removes 元老：招募新成员 11，15—16，134；打交道 16，24，29，83—84，94，164，180，274，350；撤职 47，86

Domitianus（month） 图密善（月） 361

Domitius After,Cn.多米提乌斯·阿弗特 264

Domitius Apollinaris,L.多米提乌斯·阿波利纳里斯 248

Domitius Corbulo,Cn.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 80，83，238—239，329—330，374，403

Domitius Decidius 多米提乌斯·德西迪乌斯 353

Domitius Florus 多米提乌斯·弗洛鲁斯 335

Domitius Pollio 多米提乌斯·波里奥 497

Domitius Tullus,Cn.多米提乌斯·图鲁斯 48

Dorylaeum 多利留姆 96，401

dowries 嫁妆 49，62—63，497

Drusilla 德鲁希拉 127，250，261，387—388

Drusus（d.9 B.C.） 德鲁苏斯（公元前9年） 367，388

Drusus（d.A.D.23）；honors 德鲁苏斯（公元23年） 19，122，176，211，267，427；荣誉 359，362，367，433，518—519and senate：attends；presides 元老院：出席 156，167，204，224，241—242；主持 239，274—275

Drusus（d.A.D.33） 德鲁苏斯（公元33年） 156，231，271，331，356，359

Duvius Avitus,L.杜维乌斯·阿维特斯 242

E

Egnatius Proculus,A.埃格纳提乌斯·普罗库鲁斯 410

Egypt 埃及 71，139，394

Elagabalus 埃拉加巴鲁斯 53，70，345，522and senate：attends；condemned；decorates Curia；denounces Macrinus；introduces women；presides；relationship；speaks 元老院：出席 183；定罪 356—357；装饰朱利亚元老院 127，196；谴责马克里努斯 155，161；带妇女进入元老院 162，294；主持 122，191；打交道 73，85，164，173，217，253，355；讲话 325

elections in senate：ballot experiment；canvassing；competition；expense；to magistracies；procedure；timing 元老院选举：无记名投票实验 84，170，222，269，284，319，344；拉票 54—55，342—344，396，444；竞争 18—19，64，344—345，443；花销 54—55；官职 14，341—345；流程 124，155，206，343—344；时间安排 145，192，202—207，243—244，343，501

Emerita，see also Merida 埃梅里塔 97—97，100，另见“梅里达”

emperor；absence from Italy；accession；adventus/profectio；honors；salutatio 皇帝 521—522；不在意大利 140，152，490；登基 213，408—410；到达/离开 70—72，408—410；荣誉 324，358—371，387—388，518—519；清晨问候礼 68—70and administration：coinage;diplomacy；finance；foreign affairs；grants citizenship；provinces；public services；regulates games 行政：铸币 380—383；外交手段 412，416，419—425；财政 375—379；外交事务 425—430；授予公民权 89，423；行省 353，392—407；公共服务 372—375；调整运动会［竞赛数量］ 63and offices：bestow consulship；confers priesthoods；occupies magistracies；role in elections；supports candidates 职务：授予执政官职位 21，54，274，342；授予祭司职位 23，345—346；担任官职 164；选举中的角色 341—345；支持候选人 14，18，54，342and senate：acclaimed；attends and participates；communicates；concern to maintain attendance；condemned；at elections；elevated；escorted；exchange provinces；honored；items referred to；jurisdiction；makes relatio；oath to；opposed；position；princeps senatus；as privatus；proposes honors；refers to senatus consulta/orationes；record of speeches by；rejects proposals；right to speak；seat；senatorial embassies to；senatus consulta named after；thanked；at trials；uses acta senatus；uses veto 元老院：欢呼 301—302；出席及参与 174—184，269，284，318；通信 166—167，178—179，213，230—231，269，318，386；注重出席率 136，151；定罪 356—358；在选举中 182，184；提拔 354—355；护送 276；交换行省 395—396；接受荣誉 360—364；移交事项 169—170，255，274，286；权限 43，168，276，470—471，474—481；提出事项 236，289，319；宣誓 201；分歧 172—173；位置 164—174，234，244，290—291，295—296；元老院议员称号 164—165；作为普通议员 166，175—176，180，184；提议授予荣誉 362—363，367，387；参考元老院法令/谕令 295，517；演讲记录 309，317—318，321，323；拒绝提议 168—171；发言权 166，263，499；座位 122；元老院使团 408—411；含［执政官］名字的元老院法令 305；致谢 227—230；审判 182—183；利用元老院纪事 322—323；使用否决权 170—171，281，285and senators：excuses；gifts；oversees；recruits；relationship；removes；restores 元老：离开请求 143—144；赠礼 52—53，64；监管 27，53，86，140，441；招募新成员 13—15；打交道 87，163—164，433—435，459，462，472，475—480；撤职 27—28；复职 29

Ennius,L.恩尼多斯 170

Ennius Saturninus Karus,P.恩尼多斯·萨图宁乌斯·卡鲁斯 335

Epaphroditus 以巴弗提 51，93

Ephesus 以弗所 96—97，415，422，424，515

Epictetus 埃比克提图 92—94

Eprius Marcellus,see Clodius 伊拜鲁斯·马塞勒斯，见“克罗狄乌斯”

Equites；avoidance of senatorial career；census；as pedarii；relationship with emperor；role in elections；status usurped 骑士 14，135，218，524；避免加入元老院 76—80；普查 47，53，63；作为低级议员 516；与皇帝的关系 86，140，163，439；选举中的角色 341；被夺取的地位 90—91

Esquiline 埃斯奎林山 58，99

Euodus 区都斯 181

EX SC（coin legend） 元老院法令（钱币刻字） 380—383，524

exceptor senatus 元老院抄写员 129

F

Fabia（of Hispalis） 法比亚（伊斯帕利斯） 95

Fabius Aper 法比乌斯·阿佩尔 262

Fabius Maximus,Paullus 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保卢斯 68

Fabius Persicus,Paullus 法比乌斯·佩尔西库斯·保卢斯 276—277，440

Fabius Postuminus,Q.法比乌斯·波斯图米努斯 248，403

Fabius Rusticus 法比乌斯·鲁斯提库斯 333

Fabius Severus,L.法比乌斯·塞维鲁 88—89，142—143，163

Fabius Valens 法比乌斯·瓦林斯 50，69，231

Fabricius Veiento,see Didius 法布里修斯·威恩托，见“狄第乌斯”

Fadius Rufinus 法迪乌斯·鲁菲努斯 75

Falcidia,lex 法尔奇第亚法 451

Falco,see Pompeius 法尔科，见“庞培”

falsum,cases of 伪造案 467，524

Fannia 范尼亚 486

Fannius Caepio 法尼乌斯·凯皮欧 460

Faustina（Elder）（大）福斯蒂娜 387—388

Faustina（Younger）（小）福斯蒂娜 387—388

Faustinus（month） 福斯蒂努斯（月） 362

Feriarum Latinarum,praefectus 拉丁大典官 74

festivals 节庆 388，518

Fidenae 费德内 385，418，468

Fidus Cornelius,see Cornelius 费德斯·科尔尼利乌斯，见“科尔尼利乌斯”

fine 罚款 137—139，222，277

Firmius Catus 费尔米乌斯·卡图斯 169，249—250

Firmus,see Petillius 费尔穆斯，见“佩蒂留斯”

Flamen Dialis 第亚里祭司 169，237，329，331，349，390，435，438

Flavius Aper 弗拉维乌斯·阿佩尔 262

Flavius Clemens 弗拉维乌斯·克莱门斯 369—370

Flavius Sabinus,T.弗拉维乌斯·萨比努斯 67，71，370

Flavius Silva Nonius Bassus,L.弗拉维乌斯·西尔瓦·诺纽斯·巴苏斯 20

Flavius Tertullus,Q.弗拉维乌斯·特尔突罗 445

Florales,ludi/Floralia 弗洛拉里亚节/花神节 59，61，63

Florence 佛罗伦萨 329

Florus 弗洛鲁斯 428

Fonteius Capito 弗隆提乌斯·卡皮托 413，507

Forum Augusti 奥古斯都广场 99，117

Forum Iulium 朱利安广场 99

Forum Romanum 罗马广场 99，114

freedmen: attend senate; offences of; of senators 自由民：出席元老院会议 157，160，167；罪行 169，193，233；元老院议员 41—42，75，455

frequens senatus（元老院）全体/多数会议 137

frequens sententia 获多数通过的决议 281

Fronto：advice to M.Aurelius；as consul；houses；removal to Italy；self—estimate；wealth 弗朗图：献计奥略留 180，190，269；作为执政官 227—228；居处 58；搬至意大利 56；自我看法 22；财富 75and senate：attends；estimate of；speaks 元老院：出席 153，193；看法 36—37，82；讲话 229—230

Frumenti dandi,praefectus 粮食分发官 146，311，347，372—374，527

Fufia Caninia,lex 福菲亚·卡尼尼亚法 449，454

Fufius Geminus,C.福菲乌斯·杰米努斯 278

Fulcinius Trio,L.福斯尼乌斯·特里奥 440

Fulvius 福尔维乌斯 505

Fulvius Aemilianus 福尔维乌斯·埃米利亚努斯 450

Fulvius Plautianus,C.福尔维乌斯·普劳蒂亚努斯 69，183，325，335，360，365，367

funeral,public 公共葬礼 72—73，211，370—371

Furius Sabinius Aquila Timesitheus,C.福利乌斯·萨比努斯·阿奎拉·提梅西修斯 397

G

Gabinia,lex 加比尼亚法 412

Gabinius Secundus,P.加比尼乌斯·塞古都斯 364

Gaetulicianum,SC 盖图里西安，元老院法令 294，436，453

Gaetulicus 盖图里库斯 364

Gaius（d.A.D.4） 盖乌斯（公元4年） 127，156，167，360，388，519

Gaius（Caligula）；honors；measures 盖乌斯（卡利古拉） 46，60，521；荣誉 360，518；管理办法 350，359，365and senate：attends；communicates；condemned；elevated；embassies to；guard；opposed；presides；puts proposals;seat；speaks；speeches read 元老院：出席 156，174，176，278；通信 117，230，271，306；定罪 357，382；提拔 196，354—355；使团 411；派兵守卫 159；分歧 172；主持 241；提出议题 168，188，368，387，418；座位 122；讲话 325；宣读演讲 202，318and senators：recruits；relationship 元老：招募新成员 15，513；打交道 71—72，83，140，164，186，201，229

Galaesus 高雷苏斯 325

Galba；career;honors；plan；restores senators 加尔巴 48，58，212，521；仕途 61，210，397—398，505；荣誉 388，409；计划 146；为元老院议员复职 29and senate：attends；condemned and restored；elevated 元老院：出席 178；定罪与恢复荣誉 356，358；提拔 82，120，355

Gallio,see Iunius 加里奥，见“尤尼乌斯”

Gallius,Q.盖利乌斯 460

Gallus 加卢斯 509

Games，see also individual names of ludi 运动会 59—64，72，151，276—277，388，518，另见个别节庆名

Garamantes 加拉曼特人 428

Gaul 高卢 292，307

Gaulos 高洛斯 424

Gavius Clarus,L.加维乌斯·克拉鲁斯 49，51，59，140，224

genius,see senate 精神，见“元老院”

Germanicus：Eastern mission；honors；measures taken on death；quells mutiny；role in seante；Tactius' interest 日尔曼尼库斯：东方使团 404；荣誉 70，364，409—410，518—519；去世后的举措 211，238，387—388，433，461；镇压叛乱 84，427；在元老院的角色 19，167，366—367；塔西佗的关注点 333

Germanicus（month） 日尔曼尼库斯（月） 361

Germany,Upper 日耳曼南部 507

Gigthis 吉格修斯 397

gladiators 角斗士 240，262，385，414，419

Goharieni 哥哈利恩尼人 319

Gordian I 戈尔迪安一世 62，199，522

Gordian III 戈尔迪安三世 42，197，420，522

Gracchus 格拉古 235

Graecinius Laco,P.格雷西尼乌斯·拉科 159，367—368

Graecostasis 格雷科斯塔西斯（户外集会场平台） 115—116

Granius Marcellus,M.格拉尼乌斯·马塞勒斯 166，261，284，465，475，507

gratiarum action,see senate,procedure 感谢词，见“元老院，流程”

Gyaros 伊亚洛斯岛 472

H

Hadrian；ab actis senatus；accent；book of speeches；honors；legislation under 哈德良 120，214，217，359，521；元老院会议汇编员 311，334；口音 268；演讲集 318，326；荣誉 389，409，519；立法 444—447and senate：attends；communicates；jurisdiction；puts proposals 元老院：出席 179；通信 230，424，429；权限 470，477；提出议题 168，296，421—422and senators：gifts to；recruits 元老：赠礼 50，53；招募新成员 15，56

Hadrianus（senator） 哈德良（元老） 10

Haterius,Q.哈特利乌斯 247，258，264，271

Haterius Agrippa,D.哈特利乌斯·阿古利巴 19，330

Haterius Antoninus,Q.哈特利乌斯·安东尼 496

Hedius Lollianus Plautius Avitus,Q.海迪乌斯·洛利亚努斯·普劳裘斯·阿维特斯 401

Helvidius Priscus,C.（Elder）（大）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 25，29，93，130，135，251—253，259，265，272，279，347，376，384，409

Helvidius Priscus（Younger）（小）海维迪乌斯·普利斯库斯 24，83，144，272

Herculaneum 赫库兰尼 194

Hercules（in Apocolocyntosis） 赫拉克勒斯（见政治讽刺作品《“神剩”的克劳狄乌斯》） 125，125，277

Herennius Senecio 赫伦尼乌斯·塞内西 24，83，473—474

Hermopolis Magna 赫尔莫波利斯·麦格纳 319

Herod 希律 155，368，494

Herodes Atticus,see Claudius 希律·阿提库斯，见“克劳狄乌斯”

Herodian 希律 514

Hierocaesarea 希罗恺撒利亚 97，421

Hierocles 希罗克勒斯 494

Hilarianus 希拉利亚努斯 397

Hirpi 希尔皮人 451

Hispania Citerior 近西班牙行省 399

holidays 假日 388，518

Homullus 霍姆勒斯 260，301

Hormus 霍尔姆斯 370

Hortalus,M.霍尔塔勒斯 50，118，196，229，250，258，267，330，496

Hostilius Firminus 霍斯提留斯·菲米努斯 65，70，350，480，484，510

hostis 敌人 356，462，525

I

Ianus; temple of; in Apocolocyntosis 雅努斯 225；雅努斯神庙 390，见《“神剩”的克劳狄乌斯》 317

Iazyges 雅泽格斯人 429

Iconium 伊康 96

Idios Logos 特殊事务办事处 394

Ignatius 伊格内修斯 386

Ilium 伊里昂 413，417

imperator 大将军 355，363，525

Imperio Vespasiani,lex de 维斯帕先皇权法 165，187，306，342，355，428，443，526

imperium 统治权 165，187，355，362，393，525

infamia 无耻，名声损毁 28，40，525

inquisito 调查 481

insignia,see ornamenta 徽章，见“标记”

Interamna 因特兰纳 329，410

interrogatio；curtailment of；development of；length of 意见征询阶段 240，249，276，360，504，525；缩短时间 142，290—294；演变 264—265，282；时长 192，254

Ionopolis 伊内波利斯 276

Italica 意大利加 307，421

Italy 意大利 32，56，383—385，393—394，412，432，441

Ituraea 以土利亚 429

Iudaea 犹太行省 417，429

Iudaicus 犹太（人）的 360

Iulia 尤利娅 23，175，271，460，472

Iulia de adulteriis coercendis,lex 关于惩治通奸的尤利亚法 457

Iulia de ambitu,lex 关于（选举）舞弊的尤利亚法 55，345，455

Iulia maiestatis,lex 关于叛逆罪的尤利亚法 429

Iulia de maritandis ordinibus,lex 关于正式婚姻的尤利亚法 44，434，458

Iulia miscella,lex 关于其他杂项的尤利亚法 458

Iulia peculatus,lex 关于渎职罪的尤利亚法 455

Iulia repetumdarum,lex 关于勒索钱财/索贿罪的尤利亚法 45

Iulia de senatu habendo,lex 关于元老院会议程序的尤利亚法 137—138，152，200，222—224，240—241，261，291，304，434，463，488，526

Iulia de vi private,lex 关于侵害私人的尤利亚法 9，453，455，458

Iulia Domna 尤利亚·多姆娜 70，162

Iulia Gordos 尤利亚·戈多 419

Iulia Maesa 尤利亚·玛伊莎 162，217

Iulia Mamaea 尤利亚·莫米娅 162，494

Iulia Soaemias 尤利亚·索艾米亚斯 162

Iulius（month） 尤利乌斯（月） 361

Iulius Agricola,Cn.尤利乌斯·阿格里科拉 61—62，68，78，350，478

Iulius Apronius Maenius Pius Salamallianus,L.尤利乌斯·阿波尼乌斯·莫尼乌斯·庇乌斯·萨拉马利亚努斯 336

Iulius Aquila 尤利乌斯·阿奎拉 368

Iulius Asper,C.尤利乌斯·阿斯佩尔 469

Iulius（?）Avitus 尤利乌斯·阿维特斯 401

Iulius Bassus，C.，trials of：under Vespasian；A.D.103；timing；advocates；charges；duration；language of proceedings；proposals；public interest；timing；Trajan's role；verdict 尤利乌斯·巴苏斯；审判：维斯帕先统治期间 486，509；公元103年510；时间安排 207，501；辩护人 484；指控 485；［审判］时长 192，194，215，483，501；会议语言 227；提议 256，281，480；公众利益 197；时间安排 207，501；图拉真的角色 476；裁决 307，357，465，473

Iulius Caesar,C.尤利乌斯·恺撒 31，40，114，131，137，191，209，275，308，361，408，412

Iulius Cornutus Tertullus,C.尤利乌斯·科尔努图斯·特尔突罗 20，148，206，228，242—243，248，399

Iulius Crassus,L.尤利乌斯·克拉苏 368

Iulius Frontinus,Sex.尤利乌斯·弗朗提努斯六世 204—205，243，346

Iulius Gaetulicus 尤利乌斯·盖图里库斯 453

Iulius Graecinus,L.尤利乌斯·格莱西努斯 277

Iulius Iulianus,C.尤利乌斯·尤利安 64

Iulius Montanus,C.尤利乌斯·蒙塔纳斯 12

Iulius Plancius Varus Cornutus,C.尤利乌斯·普兰修斯·瓦鲁斯·科尔努图斯 445

Iulius Proculus,C.尤利乌斯·普罗库鲁斯 334，397

Iulius Quadratus,see Antius 尤利乌斯·夸达特斯，见“安提乌斯”

Iulius Romulus,M.尤利乌斯·罗穆鲁斯 15，398

Iulius Scapula Tertullus Priscus,P.尤利乌斯·思卡普拉·特尔突罗·普利斯库斯 398

Iulius Severus,C.尤利乌斯·塞维鲁 400—401

Iulius Severus,Sex.（cos.127） 尤利乌斯·塞维鲁六世（公元127年执政官） 444—445

Iulius Sohaemus,C.尤利乌斯·苏哈穆斯 368

Iulius Ursus,L.尤利乌斯·乌尔苏斯 11，243

Iulius Vindex,C.尤利乌斯·文德克斯 82，299，324

Iulius Volusenna Rogatianus,C.尤利乌斯·沃卢森纳·罗嘉提安努斯 26

Iuncianum,SC 尤西亚，元老院法令 436，444—445

Iuncus Vergilianus 尤库斯·维吉里亚努斯 250

Iunius Arulenus Rusticus,Q.尤利乌斯·阿茹勒努斯·鲁斯提库斯 24—25，83，148，272，285

Iunius Blaesus,Q.尤尼乌斯·布雷苏斯 364，398，505

Iunius Chilo 尤尼乌斯·契洛 368

Iunius Gallio 尤尼乌斯·加里奥 27，77，427

Iunius Gallio Annaenus,L.尤尼乌斯·加里奥·安涅努斯 271

Iunius Hermogenes,M.尤尼乌斯·赫莫杰尼斯 335

Iunius Mauricus 尤尼乌斯·莫里库斯 49，54，83，250

Iunius Maximus 尤尼乌斯·马克西姆斯 515—516

Iunius Montanus,T.尤尼乌斯·蒙塔纳斯 351

Iunius Rusticus 尤尼乌斯·鲁斯提库斯 250，310，312，321—322，334

Iunius Silanus,C.（cos.17 B.C.） 尤尼乌斯·西拉努斯（公元前17年执政官） 237

Iunius Silanus,C.（cos.A.D.） 尤尼乌斯·西拉努斯（公元？年执政官） 247，268，332，438，472，475，484，507

Iunius Silanus,L.尤尼乌斯·西拉努斯 27

Iunius Silanus,M.（cos.A.D.15） 尤尼乌斯·西拉努斯（公元15年执政官） 241

Iunius Silanus,M.（cos.A.D.19） 尤尼乌斯·西拉努斯（公元19年执政官） 350

Iunius Silanus,M.（consul under Claudius or Nero） 尤尼乌斯·西拉努斯（克劳狄乌斯或尼禄统治时期的执政官） 442

Iunius Silanus Torquatus,L.尤尼乌斯·西拉努斯·托夸图斯 365

ius relationis 动议发起权 165—166，237

iustitium 管辖权暂时中止 212，525

ius trium liberorum 三子法（特权） 181，262，419，525

Iuventianum,SC 《尤文求斯元老院决议》 305

Iuventius Celsus,P.尤文求斯·塞赫斯 445

J

Jews 犹太人/语 34，384，444，511—512

Jupiter（as fictional president of the senate） 朱庇特，作为元老院虚拟的主持人 122，139，155，181，273，291，495

Jupiter Capitolinus,temple of 朱庇特神庙 99，117

Jupiter Victor,temple of 朱庇特·维克托神庙 120

K

koinon,see concilium 城邦，见“平民大会”

L

Laberius Iustus Cocceius Lepidus Proculus,Q.拉贝里乌斯·尤斯图斯·科齐乌斯·雷比达·普罗库鲁斯 411

Labienus,T.拉比努斯 384

Laco,see Graecinius 拉科，见“格雷西尼乌斯”

Laetorius,C.莱托留斯 313—314，471

Laetus,see Aemilius 莱图斯，见“埃米利乌斯”

Lanuvium 拉努维乌 206，415

Laodicea（Asia） 劳迪希亚（亚细亚） 108，420—421

Larcius Macedo 拉修斯·马塞多 34

Larcius Macedo,A.拉修斯·马塞多 334

Largianum,SC 拉吉亚，元老院法令 436，440

Largus,see Caecina 拉格斯，见“凯西纳”

Larisa 拉丽莎 418

Latina,via 拉蒂纳路 372

latus clavus 托加长袍上的紫色宽条纹 11—15，54，216，220，496，513，522，525

Laurentum 洛兰图姆 58

lecto senatus 元老院审查 10，27，29，131—132，136，158，164，525

legatio libera 官员的差旅证明 139

legatus（to a governor） 总督助手 147，405，525

legatus Augusti propraetore 奥古斯都的全权公使，即皇帝行省总督 17，146，392，403，440，477，525

legatus legionis 军团指挥官 17，19—20，146—147，525

legions 军团 82，392—393，425—428

legitimus senatus 元老院定期会议 200，206，211，214，216，525

Lepidu,see Aemilius 雷比达，见“埃米利乌斯”

lex，see also individual names 罗马公法或私法 433—435，525，另见个别名称

Libo,see Livius and Scribonius 立波，见“利乌斯和斯克里伯尼乌斯”

Libonianum,SC 立波尼安，元老院法令 435—436，439

Licinianus 利希尼亚努斯 87

Licinius Caecina,P.利希尼乌斯·凯西纳 134，272

Licinius Mucianus,C.利希尼乌斯·穆仙努斯 144，231，236，257

Licinius Nepos 利希尼乌斯·尼波斯 139，234，260，480

Licinius Regulus 利希尼乌斯·雷古勒斯 270

Licinius Sura,L.利希尼乌斯·苏拉 371

lictor 扈从 125，129

Livia 莉维亚 12，48—49，68，161，171，209，271，359—361，387—389，417，519

Livilla 莉维拉 254，357

Livius Drusus Libo,M.利乌斯·德鲁苏斯·立波 439

Livius Geminus 利乌斯·杰米努斯 250，261

Livy 李维 4

locorum publicorum,curator 公共地方管理人 373

Lollia Paulina 洛丽娅·宝琳娜 479

lot 抽签 61，139，144，207—208，211，347—353

Lucan 鲁坎 177，214，250

Lucceius Albinus 卢卡乌斯·阿尔比努斯 484—485

Luccius Telesinus,L.卢修斯·特里希努斯 25

Lucian 卢西恩 48

Lucilius Capito,Cn.卢西留斯·卡皮托 467

Lucius（d.A.D.2） 卢修斯（公元2年） 127，156，167，211，360，420，467，519

Lucretius Vespillo,Q.卢克逑斯·维斯皮洛 408

ludi,see games and individual names 节庆，见运动会及个别名称

Lugdunum 卢迪楠 382

Lupus,see Cornelius 卢普斯，见“科尔尼利乌斯”

Lurius Varus 卢柳斯·瓦鲁斯 508

Lusianus Proculus 卢锡安努斯·普罗库鲁斯 154

Lusitania 卢西塔尼亚 395

Lycia; with Pamphylia（province）; repetundae trial 吕西亚 351，404，423；与潘菲利亚（行省） 395，532；索贿审判 508

M

Macedonia 马其顿 395，397—399，417，532

Macedonianum,SC 马其顿尼安，元老院法令 305，435，441，443—444

Macrinus 马克里努斯 34—35，85，173，349，355—356，470，522

Macro,see Naevius 马克罗，见“纳维乌斯”

Maecenas,C.; advises Augustus in Dio 米西纳斯 75，78；狄奥写他献计奥古斯都 53，471

magistrates（in senate）：absence；dress；execute orders；ineligibility to vote；involvement in cases；make relations；position of designati；right to speak；seating（在元老院的）元老官员：缺席 151；装束 218；执行命令 130，306；无表决资格 150，282；参与审判 480—481，484；提出议题 237，293；指定的职位 242—245；发言权 166，187，234，242，263，499；座位 123

Magnesia 马格尼西亚 96

Magni,ludi,see Romani 马尼节，见“罗马节”

Mago 马戈 58

maiestas 叛逆罪 28，43—45，183—184，464—466，469—470，477—479，483，526

Mallus 马鲁斯 96，381

Maluginensis,Ser.,see Cornelius 马卢吉内恩西斯，见“科尔尼利乌斯”

Mamercus Scaurus,see Aemilius 马莫库斯·司考鲁斯，见“埃米利乌斯”

mandata 训示 402—406，526

Manlius Patruinus 曼留斯·帕楚因努斯 92，250，418

Manlius Valens,T.曼留斯·瓦林斯 153

Mantinea 曼提尼亚 414

Marcellus（d.23 B.C.） 马塞勒斯（公元前23年） 367

Marcia 玛西亚 162

Marciana 马尔恰那 211，519

Marcius Barea Soranus,Q.马修斯·巴里亚·索拉努斯 505

Marcius Cle［mens］,T.马修斯·克莱［门斯］ 335

Marcomanni 马克曼尼人 364，428

Marius Celsus 马吕斯·塞赫斯 272

Marius Priscus，trial of；duration；interrogatio；members'attendance；Pliny's role；Priscus'attendance；Priscus'plea；timing；Trajan's role 马吕斯·普利斯库斯：审判 510；时长 194，202，483，500；意见征询 251，282，284，504；成员出席情况 150，198，277；普林尼的角色 269，348，462，474，485；普利斯库斯的出席 233，483；普利斯库斯的辩护 464，474；时间安排 214，292，405，473，486；图拉真的角色 181—183

Marmaricus 马尔马里库斯 364

Mars Ultor,temple of 战神奥托庙 99，117，213，362，427

Martiales,ludi 马提亚斯节 433

Martius Macer 马尔提乌斯·梅瑟 397

Massilia 马西利亚 413

Maternus,see Curiatius Maternus 马特努斯，见“库利亚提乌斯·马特努斯”

Matius,C.马提乌斯 79

Maturus Arrianus 马图鲁斯·阿里安努斯 77

Maximi,ludi 马克西米节 151

Maximinus 马克西米努斯 35，120，127，199，345，356，522

Maximus 马克西姆斯 352，400

Megalenses,ludi 梅加伦瑟斯节（大母神节） 59，62

Meherdates 梅赫尔达特斯 155

Merida，see also Emerita 梅里达 217，另见“埃梅里塔”

Messalina 梅萨丽娜 357

Messene 迈锡尼 329，390，413，418

Miletus 米利都 180，291，293，421，448

Milichus 米利楚斯 210

Minicius Fundanus,C.米尼修斯·方达努斯 204

Minicius Italus,C.米尼修斯·伊塔卢斯 397

Minicius Macrinus 米尼修斯·马克里努斯 77—78

Minucius Thermus 米纽修斯·瑟姆斯 328

Mithridates（king of Bosporus）,mob,influence of 米特拉达特斯（博斯普鲁斯的皇帝） 368，群众，影响 196—198

Modestus,see Claudius 摩德斯图斯，见“克劳狄乌斯”

Moesia 莫西亚 507

monopoly 垄断 325，415—416，451

Montanus，see Curtius 蒙塔纳斯，见“库尔提乌斯”

months，honorific 月份，荣誉性 360—362

“mother of the senate”（mater senatus） “元老院之母” 162

Mucianus,see Licinius 穆仙努斯，见“利希尼乌斯”

Mummius Sisenna Rutilianus,P.穆米乌斯·西森纳·卢提连努斯 276

Munatius Plancus,L.（cos.13） 穆拉裘斯·普兰库斯（公元13年执政官） 246，409—410

Munigua 穆尼瓜 469

Murea 穆雷亚 252

Mussidius Pollianus,T.穆西迪乌斯·波连努斯 373

Mutina 穆蒂那 185，272，494

Mytilene 米蒂利尼 423，438

N

Naevius Sutorius Macro,Q.纳维乌斯·苏托里乌斯·马克罗 159，367

Narbo 纳波 355

Narbonensis 纳庞西斯 88，351，395，402，405，532

Narcissus 纳西苏斯 157，325，368

Nasamones 纳桑门斯 428

neocorate 荣誉城市 421—423

Nepos,see Licinius 尼波斯，见“利希尼乌斯”

Neratius Marcellus,L.尼拉修斯·马塞勒斯 334，445

Neratius Priscus,L.尼拉修斯·普利斯库斯 444

Nero；dress；finance；honors；legislation under；measures；salutatio 尼禄 210—211，345，521；装束 217；财政 375，378—379，382；荣誉 358，360—361，387—389，518；立法 442—443；管理办法 19，395，416，419；清晨问候礼 68—69and senate：attends；communicates；denounces Agrippina；guards；jurisdiction；opposed；outlawed；puts proposals；speaks；speeches read；summons；uses veto 元老院：出席 156，169，177—178，191；通信 326，471；谴责阿格里皮娜 161；派兵守卫 197，199；权限 469，475，478—479；分歧 172—173；被剥夺资格 120，356；提出议题 168，170，369；讲话 231，318；宣读演讲 214；召集 170—171；提出否决and senators：gifts；relationship；restores；in shows 元老：赠礼 52—53，496；打交道 71—73，81，83，92，118，135，164，201，330，382，401—402；复职 29；演出 47，151

Nero（d.A.D.31） 尼禄（公元31年） 14，156，229，356，359，519

Neroneus（month） 尼罗纽斯（月） 361

Neronianum,SC（no.65 in list）（no.66 in list） 尼罗连，元老院法令（列表号65） 436，443；（列表号66） 436，443

Nerva；legislation under 涅尔瓦 69，204，519，521；立法 444and senate：attends；elevated；relationship 元老院：出席 178；提拔 82，211；打交道 24，53，170，173，470

Nicaea 尼西亚 414

Nicomedia 尼科米迪亚 70，422—423

Nicostratus 尼克斯特拉图斯 199，223

Ninnianum,SC 尼尼安，元老院法令 436，444，448

Ninnius Hasta,Q.宁纽斯·哈斯塔 444

Nomentum 诺门顿 58

Nonius Asprenas,L.诺纽斯·阿斯普雷纳斯 505

Nonius Balbus,M.诺纽斯·巴尔布斯 41

Nonius Cornelius Aristodemus,L.诺纽斯·科尔尼利乌斯·阿里斯托德莫斯 413

Nonius Fabius Arrius Paulinus Aper,M.诺纽斯·法比乌斯·阿里乌斯·保利努斯·阿佩尔 276

Norbanus,L.诺尔巴努斯 189—190

Norbanus Licinianus 诺尔巴努斯·利希尼亚努斯 472，482

Noricum; repetundae trial 诺里库姆 394，415，424；索贿审判 510

notarius,see shorthand 速记员，见“速记”

Novatus,see Iunius Gallio 诺瓦都斯，见“尤尼乌斯·加里奥”

novus homo 新贵，新提升的要人 14，20—21，277，526

Nuceria 努凯里亚 384

Numerianus 努美利安努斯 90

Numitor 努米特 508

Nummius Umbrius Primus Senecio Albinus,M.南缪斯·翁布利斯·普莱马斯·塞内西·阿尔比努斯 450

nundinis saltus Beguensis,SC de 授予阿非利加行省某地的市场特权，有关元老院法令 116，149，280

Nymphidius Sabinus,C.尼姆菲迪乌斯·萨比努斯 69，161，163

O

oaths,taking of 宣誓 27，145，151，171，202，261—262

Occius Flamma 俄西乌斯·弗拉玛 420

Oclatinius Adventus,M.俄拉提纽斯·阿德文图斯 34，85，143

Octavia（sister of Augustus） 奥克塔维亚（奥古斯都妹妹） 388

Octavia（wife of Nero） 奥克塔维亚（尼禄妻子） 168，358

Octavian,see Augustus 屋大维，见“奥古斯都”

Octavieium 俄塔维恩 99，119—120

Octavius Fronto 奥克塔维厄斯·弗朗图 247，258，264

Octavius Titinius Capito,Cn.奥克塔维厄斯·提廷纽斯·卡皮托 365，369

Ofonius Tigellinus 俄方尼斯·提格利努斯 29，475

Ollius,T.俄琉斯 24

omens 恶兆 114

operum publicorum,curator 公共工程管理人 311

Oppianus 俄边努斯 223

Oppius Marcellinus,P.奥庇乌斯·马塞林努斯 95

Oppius Priscus,Sex.奥庇乌斯·普利斯库斯 337

oratio 谕令 179，290—291，294—297，326，431，435—453，517，526

ordinaries,consul 常任执政官 22，164，181—182，200，202—207，243—244，526

Orfitianum,SC 奥尔菲提安，元老院法令 436，449

ornamenta 标记 91，160—161，246，366—370，441，526

ornamenta triumphalia 凯旋荣誉 326，363—363，389，526

Orphitianum,SC 奥尔菲提安，元老院法令 295，435—436，449，453，517

Ostia 奥斯蒂亚 41

Ostorius Sabinus 奥斯托留斯·萨比努斯 11，157，368

Ostorius Scapula 奥斯托留斯·思卡普拉 440

Otacilius Catulus 奥塔西留斯·卡图卢斯 62

Otho; attends senate; as quaestorius; sppech on senate 奥索 29，75，345，355，358；出席元老院会议 178，191；作为财务官 250；关于元老院的演讲 81—82

ovatio 小凯旋式 362，518，526

Ovid 奥维德 77

P

Paconius Agrippinus,Q.帕格尼乌斯·阿格里皮努斯 401，483

Palatine 帕拉蒂尼 99，102，117—118，196，514

Palfurius Sura,M.帕尔弗里乌斯·苏拉 29

Pallas 帕拉斯 84，157，172，214，306，315，366，368，441

Pamphylia,see Lycia 潘菲利亚，见“吕西亚”

Pannonia; repetundae trial 潘诺尼亚 36，426；索贿审判 508

Pansa,see Corellius 潘萨，见“科雷利乌斯”

Paphos 帕福斯 420

Papia Poppaea,lex 帕皮亚·波比亚法 19，44，287，348，440，458，526

Papius Mutilus,M.帕皮乌斯·木提鲁斯 246

Paquius Scaeva,P.帕基乌斯·斯卡瓦 373，397，405

Paquius Scaevinus 帕基乌斯·斯卡维努斯 509

Passienus Crispus,see Sallustius 帕西安努斯·克里斯普斯，见“萨鲁斯特”

pater patriae 国父 355，526

pater senatus 元老院之父 165

patricians 贵族 13—14，17—18，20，22—23，30—31，148，164，219，245，313，526

Pedanius Fuscus Salinator,Cn.裴达纽斯·弗斯库斯·萨伊那托 96

Pedanius Secundus,L.裴达纽斯·塞古斯都 57

pedarius 低级议员 249，516，526

Pedius Blaesus 佩迪尤斯·巴雷苏斯 509

Peducaeus Plautius Quintillus,M.佩多凯乌斯·普劳裘斯·昆体鲁斯 154

Pegasianum,SC 佩嘉西安，元老院法令 435，443，445，451

Pegasus 帕加索斯 443

Perennis,see Tigidius 佩仁尼斯，见“提吉丢斯”

Pergamum 帕加蒙 144，424，444

Pernicianum/Persicianum,SC 佩尼仙安/佩西仙安，元老院法令 436，440，442

Persius Flaccus,A.佩尔西乌斯·弗拉库斯 95

Pertinax；legislation 佩蒂纳克斯 35，75，146，358—359，521；立法 246，449and senate：attends；elevated；ius relationis；jurisdiction；presides；princeps senatus；speaks 元老院：出席 180—181；提拔 119，190，301—302；动议发起权 166；权限 470，478；主持 122；元老院议员称号 164；讲话 169，325

Petillius Firmus.C.佩蒂留斯·费尔穆斯 369

Petronia,lex 比托尼亚法 456

Petronius,P.彼德罗纽斯 505

Petronius Turpilianus,P.彼得罗纽斯·图比连努斯 442

Philadelphia 费拉德费亚 96

Philippopolis 菲力波波利 108，381

Philo 斐洛 155

Philocalus 菲洛卡鲁斯 200

Philomelium 菲罗梅留 96

Phraates 弗拉特斯 420，463

Pisa 比萨 420

Piso,see Calpurnius 庇索，见“卡尔普尼乌斯”

Pisonianum,SC 庇索念，元老院法令 436，456

Plancianum,SC（no.84 in list）（no.85 in list） 普兰仙，元老院法令（列表号84） 436，445；（列表号85） 436，445，451

Plancina 普兰西纳 168，215，484

Plancius Varus,M.普兰修斯·瓦鲁斯 506

Plancus,L.,see Munatius 普兰库斯，见“穆拉裘斯”

Plautianus,see Fulvius 普劳蒂亚努斯，见“福尔维乌斯”

Plautius,see Aelius 普劳裘斯，见“埃利乌斯”

Plautius,A.普劳裘斯 362

Plautius Lateranus 普劳裘斯·拉特兰乌斯 29，52

Plautius Silvanus,M.普劳裘斯·西瓦努斯 465

Plautius Silvanus Aelianus,Tib.普劳裘斯·西瓦努斯·艾里亚努斯 326，444

Plebeii,ludi 平民节，众民节 60—62

Pliny（Elder）（大）普林尼 193，333

Pliny（Younger），consul；governor；lifestyle；priest（小） 普林尼：执政官 227—228；总督 400，403，498；生活方式 49，58，62，74—75；祭司 346and senate：as advocate；attacks Publicius Certus；canvasses；describes sessions；enters；estimate；references to “acclamation”；seeks guidance on procedure；speaks first；view of procedure 元老院：作为辩护人 65，156，376，473—474；攻击普布利西乌斯·塞尔图斯 238，252；拉票 55；描述会议 248，251—252，264—265，461—462，500—501；记录 12；看法 84—85，87，269；提及“欢呼” 299—301；寻求［元老院会议］程序的指导意见 189—199，223，281—282；首先发言 232；对会议程序的看法 221，223—224

Plotina 普罗蒂娜 161，519

Plotinus 普罗提诺 25

Plotius Sabinus,L.普罗提乌斯·萨比努斯 69

Plutarch 普鲁塔克 326，370

Pola 波拉 426

Pollenius Sebennus 波洛涅斯·瑟本努斯 510

Pollentia 波伦提亚 384

Polybius 波利比阿斯 156

pomerium 神圣疆界（罗马城边界） 99，114，119—120，390，527

Pompeii 庞贝 384—385，443

Pompeius,Sex.庞培（六世） 48，57，228，247，258，271，350

Pomeius Collega 庞培·科勒格 282，504

Pompeius Hermippus,Cn.庞培·赫尔米普斯 424

Pompeius Macrinus Neos Theophanes,M.庞培·马克里努斯·尼奥斯·塞奥法尼斯 143，484

Pompeius Pennus 庞培·潘努斯 229

Pompeius Secundus,Q.庞培·塞古都斯 274

Pompeius Silvanus Staberius Flavinus,M.庞培·西瓦努斯·斯坦泊利乌斯·弗拉维努斯 465，481，505，509

Pompeius Sosius Falco,Q.庞培·索西乌斯·法尔科 160—162，181

Pomponius,Q.蓬波尼乌斯 189

Pomponius Bassus,T.蓬波尼乌斯·巴苏斯 153

Pomponius Flaccus,L.蓬波尼乌斯·弗拉库斯 204，246

Pomponius Gallus Didius Rufus,C.蓬波尼乌斯·加卢斯·狄第乌斯·鲁弗斯 402

Pomponius Graecinus,C.蓬波尼乌斯·格莱西努斯 201，237

Pomponius Labeo 蓬波尼乌斯·拉贝奥 507

pontifex maximus 大祭司 355，527

Pontius Allifanus,L.庞修斯·阿里范努斯 211

Pontius Laelianus Larcius Sabinus,M.庞修斯·来利安努斯·拉修斯·萨比努斯 335

Pontius Paulinus,C.庞修斯·保利努斯 62

Pontus,see Bithynia 本都，见“比提尼亚”

Popilius Pedo Apronianus 波比利乌斯·佩多·阿波尼亚努斯 183，325

Poppaea 波比亚 24，358，387

Poppaea Sabina 波比亚·莎宾娜 252

populi diuma acta 官方每日公告 195，199，306，308—310，317，323，326，333，527

Porcius Optatus Flamma,P.波修斯·欧普塔图斯·弗拉玛 411

Porcius Priscus Longinus,C.波修斯·普利斯库斯·朗吉努斯 335

Postumus Romulus,P.波斯图穆斯·罗穆鲁斯 36

Praeneste 普莱纳斯特 58

praetor；election；expenses；games 副执政官 18—20，90，130，151，167，243，522；选举 204—207；金钱投入 61—64；运动会 59—62，347and senate：powers；seating 元老院：职权 185—187，235，237；座位 123

Praetorian camp 禁卫军营 99，120，191

Praetorian guard 禁卫军 81—82，377，384，426—427，438，440，527

Praetorian prefect 禁卫军长官 11，160—161，367—368

praetorius 前副执政官 147—148，246—247，348—349，393，396，527

priest（of senate）（元老院）祭司 96

priesthood（Roman）；games；nominations；role in senate；voted by senate 祭司身份（罗马） 23，60，355；运动会 60；提名 208，345—346；在元老院的角色 237；元老院的表决 388，518

Primus,M.普莱马斯 404，460，464

princeps senatus 元老院议员称号 164—165，240，527

Priscillianus,L.普里西廉努斯 480

proconsul；date of entry to office；extended terms；selection元老院行省总督 145，392—407，527，532—533；就职日期 497—498；延期 505—506；选拔 348—353

Proculus 普罗库鲁斯 405

procurator 总管 78，527

profectio 离开 70—72，409，527

Propertius Postumus,C.普罗佩提乌斯·波斯图穆斯 20，373

Protogenes 普罗托耶尼斯 156

provinces: administration; character 行省：行政 392—407；性质 352

Pteleon 特莱昂 418

Ptolemy（king of Mauretania） 托勒密（毛里塔尼亚的皇帝） 411

Ptolemy Apion（king of Cyrene） 托勒密·阿皮安（昔兰尼的皇帝） 400，475

publica acta,see populi diurnal acta 公众关注点，见“官方每日公告”

Publicius Certus 普布利西乌斯·塞尔图斯 91，130，143，238，252，266，272，300，476

Pupienus 普皮恩努斯 165，197，245，409，522

Pusio,see Cornelius 普斯奥，见“科尔尼利乌斯”

Puteolia 普托利亚 384，417

Q

quaestio 庭讯，法庭，调查 74，139，211，287，460—468，482，484

quaestor；ages；designate；duties；expenses；salary；timing of election；voting rights in senate 财务官 13—14，24，131—133，155，187，313，348—349，522；年龄［规定］ 17—18；指派 243，515—516；职责 17，130，145，151，208，303，398，497；金钱投入 58—61；收入 64；选举时间安排 204—207，214；在元老院的投票权 150

quaestor Caesaris 恺撒的财务官 17，130，167，179，181，313

quaestorius 财务官 147—148，249—250，312—313，528

Quinctilius Varus,P.昆提留斯·瓦鲁斯 50

quindecimvir sacris faciundis 十五人祭司团 121，125，168，237，292，317—318，346，528

Quintilian 昆体良 326，369

Quintilis 昆体利斯 361

quorum 法定人数 137—138，144，149—150，182，188，211，222，347

R

rabbinic literature,senate in 希伯来语文献 511—512

Reate 列阿特 329

Regilla 莱吉拉 219—220

reipublicae,curator 城市监管人 145—146

relatio 提出事项 169—170，234—236，528

relegatio 流放罪 28，528

res prolatae 元老院年度休会期 175，209—211，264，528

retirement age 离任年龄 152—154

Rhescuporis 莱斯库波利斯 157

Rhodes 罗兹岛 413，415，417—418

Rogatianus 罗嘉提安努斯 25—26

Romani,ludi 罗马节 60—61，203—204，212

Rome；cost of living；fire；map；senators' residence；sunrise and sunset 罗马 373，383—385；生活成本 57—58；大火 144，118；地图 99；元老院议员的居处 56—57；日出日落 501—503

Rosius Regulus 罗西乌斯·雷古勒斯 84

Rubellius Blandus,C.鲁北留斯·布兰都斯 249，330

Rubellius Plautus 鲁北留斯·普劳图斯 27，389

Rubrianum,SC 卢布里安，元老院法令 436，444

Rubrius Fabatus 卢布里乌斯·法巴图斯 140

Rubrius Gallus 卢布里乌斯·加卢斯 444

Rufrius Pollio 鲁弗里乌斯·波里奥 160

Rustius（or Ruscus） Caepio 卢斯提乌斯（或鲁斯库斯）·凯皮欧 16，64

S

sacrifices 献祭 388，518

Sacrovir 萨克罗维 428

Saeculares：ludi/secular games；senators and families present 赛库拉尔：百年节/世俗的运动会 116，120，237，244，293，318，389，438，441，449，526，528；元老院议员及其家庭成员出席 72

Saepta Iulia 尤利亚神庙 99，120

Sagalassus 撒加拉苏 76，139，495

sagum 军用大衣 218

Salamis（Cyprus） 萨拉米斯（塞浦路斯） 402

Salaria 萨拉利亚 372

Salii 萨利祭司，即舞蹈祭司 390

Sallustius Crispus,C.萨鲁斯特·克里斯普斯 78，161，489

Sallustius Crispus Passienus,C.萨鲁斯特·克里斯普斯·帕仙奴斯 250，321

salutatio 清晨问候礼 68—70，74，441

salutation（as imperator）（向皇帝或大将军的）问候礼 363—364

Salvidienus Rufus Salvius,Q.萨维迪恩努斯·鲁弗斯·萨维乌斯 460

Salvius Iulianus 萨维乌斯·尤利安 64

Salvius Liberalis,C.萨维乌斯·利贝拉里斯 498

Samos 萨摩斯（希腊爱琴海中的小岛） 212，421

San Adriano,church of 圣阿德里亚诺教堂 115

Santa Maria Maggiore（Rome） 桑塔·玛利亚·马焦雷湖（罗马） 208，215

Santones 桑冬斯 328

Saoterus 绍特鲁 422

Sardinia; with Corsica（province） 撒丁岛 352；与科西嘉（行省） 395—396，532

Sardis 萨迪斯 307，422

Saturn,temple of，see also aerarium Saturni 农神庙 99，另见“萨吞尼国库”

SC（coin legend） 元老院法令（钱币刻字） 380—383，528

Scribonianus,see Arruntius 斯克里波尼亚努斯，见“阿伦提乌斯”

Scribonius Libo,L.斯克里波尼乌斯·立波 439，451

Scribonius Libo Drusus，M.，trial of：Libo's attendance；Libo's dress；order of speeches；reward of accusers；supplication；Tiberius' role；timing 斯克里伯尼乌斯·立波·德鲁苏斯，审判：立波的出席 143，155，484；立波的装束 219；演讲顺序 246—247，485；起诉人［议员］获得的奖励 245，250；祈祷 389；提比略的角色 261，332，478；时间安排 188—189，210—212，214

scriniarius senatus 书卷储存盒 129

Sedatius 色达提乌斯 25

Segesta 赛杰斯塔 391，413，418

Seius Quadratus 赛乌斯·夸达特斯 328

Sejanus,see Aelius 塞扬努斯，见“埃利乌斯”

Sempronius Gracchus,C.塞姆普朗纽斯·格拉古 50，472

Sena 塞纳 84，92，238，384，418

senaculum 广场空地 115—116，162，188

senate，in Latin and Greek；artistic representation；on coins；cults；estimates；genius；oath；in rabbinic literature 元老院，拉丁语和希腊语［名称］ 492—495；艺术表述 217—218，421；钱币 82，96—97，108—109，217—218，425，428；崇拜 96—98，425；看法 80—85，100，153，238—239，269，273；精神 72，97—98，100—101；誓言 82；希伯来语文献 511—512business：assigns proconsulships；coinage；communicates decisions；deification；delegates items；elects magistrates；exemption from laws；finance；foreign affairs；funerals；honors；legions；legislation；mandata；months；nominates priests；ornamenta；provinces；public order；public services；receives envoys；relief；religion；restores memory of condemned；sends embassies；statues；summons envoys；triumphs；troops；war 商业：指派行省总督 207—208，348—353；铸币 379—383；传达决议 306—308；神化 120，387；委托事务 285—288，347—348，378；选举官职 342—344；免税 161，193，418，442；财政 375—371；外交事务 425—430；葬礼 370—371；荣誉 358—371；军团 425—427；立法 394，431—459，468；训示 404—405；月份 360—362；提名祭司 208，346；标记 366—370；行省 392—407；公共秩序 383—386；公共服务 373—375；接收使者 119—120，125，155，157，208—209，239，411—425；救济 417—418；宗教 386—391，416—417；恢复判刑记录 358；发出使团 140，408—411；雕像 363—366；召集使者 418；凯旋 119，362—363，518；军队 383，426；战争 427—430and emperor：condemns；disagrees；elevates；exchanges provinces；partnership；refers matters 皇帝：判罪 356—358；不同意 172—173；提拔 136，354—355；交换行省 395—396；合作关系 405—407，423—425；移交事项 169—170jurisdiction：execution of members without trial by peers forbidden；origins；scope；status of defendants；treatment of defendants 权限：禁止未经元老院审判就处死元老院成员 164；事缘范围 460—464；范围 464—469，519—520；被告的身份 468—470；对待被告 471—480membership：advancement；desirability；duration；entry；enrollment；list；provincials；qualifications；recruitment difficulties；size；turnover；usurpation；withdrawal and restoration 成员身份：晋升 18—26，66，147，367，504，516，522；吸引力 94—95；任期 16，25，152—154；准入 12—13，54；加入 16；名单 17；外省人 31—33，80，135，490；资格 9—11，15；招募困难 13，489—490；规模 29，131—134，150；人员流动 30—31，35—36，47；夺位 90—91；撤职与复职 27—29president：calls for sententiae；challenge to；determines order of speakers；escorted；makes “explanation”；makes relatio；puts sententiae to vote；requires members' attendance；right to intervene；role；weak position 主持：要求提意见 249—252，517；挑战 240；确定演讲顺序 241，263；护送 276；解释 236—237；提出事项 231—215，260，273，298；把意见诉诸投票 273，276，281—283，343—344；要求成员出席 138；干预权 263；角色 273—275，286；弱势地位 130，226，234，273—274，288，360procedure：abuse；acclamation，see s.v.；“asides”；communications；complaints；“counting out”；discessio，see s.v.；“explanation”（verba facere）；expression of feeling；filibuster；first century；guidance；influence of；interrogation，see s.v.；interruption；intervention；“maiden speech”；need to reply；order of speakers；participation of elderly members；participation of junior members；relatio，see s.v.；second century；sententiae，see s.v.；speaking first；speaking “off the question”；speech of thanks（gratiarum actio）；voting，see s.v.流程：恶言 270—273；欢呼，见“离题的话” 265—266；通信 230—231，318；不满 238—239；“点数” 138；表决环节，见s.v.；“解释”（解释事项阶段） 236—239，304，499，529；情绪表达 265—268，270；阻挠议事的行动 256—257；1世纪 221—289；指导意见 223—224；影响 288；询问，见s.v.；中断 266—267；干预 264—265；“首次演说” 250—251，266，321；需要回应 252—253；演讲者顺序 240—249；年长成员的参与 153—154；低级成员的参与 249—252，504，517；提出事项，见s.v.；2世纪 290—302；意见，见s.v.；首先发言 125，231—234；讲“离题”的话 238，247，257—260，264；感谢演讲（感谢词） 227—230，268，314，331，414，424，452，524sessions：arms and soldiers；attendance figures；attendants；calendar of business；character；confidentiality；days avoided；duration；language；meeting places；members' attention；movement in chamber；non—members；opening；Praetorian prefects；public interest；religious ceremonial；seating；secret；in September and October；special；stated；summons；time；women 会议：武装与士兵 157—160；出席人数 149—151，283—284；出席者 154—156；办事日历 200—216，320—321；［辩论的］特色 262—268，287—288；保密 195—199；忌日 212—213；时长 191—195；语言 226—227；会议地点 113—120；成员的注意力 193，234，275—279；会上的移动 124—125，268；非成员 154—162，198—199，226，263，468—469；开会 225—226；禁卫军长官 160—161；公众利益 124，154，195—198，307，473；宗教仪式 224—225；座位 107，121—128，513；秘密［会议］ 197，199；九、十月里 211—213，228；定期［会议］ 213—215；特殊［会议］ 200，213—214，222；召集 165，185—189，234；［开会］时间 190—191；妇女 157，161—162，450trials：adjournments；advocates；behavior；duration；interrogation of witnesses；junior members' role；language；members' attention；penalties；president's role；procedure；prosecutors；speaking；verdicts；voting 审判：休庭 193，202，214，233，292，473，486；辩护人 481—482，484，500—501；行为 267，270，504—505；时长 214—215，257，280，483—484，500—501；询问证人 263，486；低级成员的角色 251；语言 226—227；成员的注意力 275；处罚 350，473；主持人的角色 273，480；流程 125—126，129，139，157，188，191—192，194，226，262，287，348，442，446，473，480—487；公诉人 480—481；讲话 268—269；裁决 261，471，487；表决 282—284

senator,as used by Tacitus 元老院议员，塔西佗所使用的名称 249—250

senators：absences；ambition；appropriate lifestyle；attendance in senate；background；business interests；children；contributions to games；as defendants；degrading behavior；as delators；dress；estimates of；financial obligations；gifts；as guardians；investment of capital in Italy；as judges；as jurors；in Latin and Greek；legal position；marriage；moral tone；opportunities for profit；as patrons；party groupings；private obligations；public obligations；relationship with emperor；residence;respect for age；restrictions on movement；retirement age；salaries；salutatio；seating at shows；shoes；snobbery；suburban property；wealth 元老：缺席 143—146，150；野心 23—26，36，66—67，93—94，504；相称的生活方式 57，85—87；出席元老院［会议］ 134—152，195，201，277—279，304，515；背景 32—33，36—37，95，350—351；商业利益 45—46；子女 68，72—74，196；对运动会的贡献 62—64；作为被告 43，461，468—470；可耻行为 46—47，86；作为控告人 45；装束 216—219；看法 87—98；财政义务 54—66；赠礼 62—63；作为监护 42—43人；在意大利进行投资 55—56，142；作为法官 43—44，84，91，273，471—474；作为陪审员 463；拉丁语和希腊语［名称］ 492—494；法律地位 39—47，453，494；婚姻 44—45，449—450；道德水平 86—87；获利机会 65，86，396；作为恩主 40—41，275—276，394；党派 276—277；个人义务 74—75；公共义务 70—74，135，152，154，211，262，276，409；与皇帝的关系 68—73，136，152，163—164，171—172；居处 40，56—58，67—68，141，152，188，441；尊敬年长［者］ 153；活动范围限制 139—140，515；离任年龄 150，515；收入 64—65，79；清晨问候礼 74，441；演出座位 43，72，439；鞋 219—220；势利 34—35，494；城郊房产 58；财富 47—53，495—497

senatus consultum；emperors' references；form；identification；passed by acclamation；publication；registration；relationship to oratio；“writing” 元老院命令 162，212，431—459；皇帝的援引 517；形式 304；识别 304—305；以欢呼通过 301—302；发布 306—308；记录 170，285，303，308，313，315，440；与谕令的关系 294—297；“书写” 247，285，303，312，315，319

Seneca（Elder）（大）塞内加 12，323—324

Seneca（Younger）；career；estimate of senate；houses（小）塞内加 32，37，75，135，326；仕途 77；对元老院的看法 82—83；居所 58

sententiae；assent；decision deferred；delivery；division；extra sententias；“off the question”；order；prima；pugnantes；put to the vote；scope；sworn；variae；vetoed；withdrawal 意见/决议 233，308，331，528；同意 255；推迟决定 198，275，280—281，292—293，499；传达 253—257，261—262，268—270，504；意见分歧 282；追加决定 515—516；“离题” 257—260；命令 222，240—249；第一发言人意见 244，281，292，317，321，499，527；有冲突的建议 281；付诸表决 281—283；范围 256—257；宣誓 223；不同 254；否决 170—171；撤回 260—261，282

Sentius Saturninus,C.森提乌斯·萨图宁乌斯 383

Sentius Saturninus,Cn.森提乌斯·萨图宁乌斯 274

Septimius Severus（addressed by Statius）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凯基利乌斯对其的称呼） 32

Septimius Severus（emperor）；accent；career；deifies Commodus；honors；legislation under；measures；offers Numerianus senatorial rank；routine；senatorial embassy to；verdicts；wealth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皇帝） 71，359，521；口音 268；仕途 12，16，344，352；神化康茂德 170，358，387；荣誉 360，410；立法 449—450；管理办法 41—42，143，294，394，399；为努美利安努斯授予元老院议员身份 90；例行程序 189，193—195；元老院使团 411；判决 62，152；财富 52，57and senate：attends；communicates；condemned；elevated；reads acta senatus；relationship；speaks；summons secret session 元老院：出席 158，160，181，183，478；通信 230，296；判罪 356；提拔 120；宣读元老院纪事 310，323；打交道 47，470，491；讲话 169，325；召集秘密会议 199

Septimius Severus,C.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 12

Septizonium 七节楼 57，99

Servaeus,Q.瑟维斯 328

Servilia 塞尔维利亚 270

Sevilius Fabianus Maximus,M.塞维留斯·法比安努斯·马克西姆斯 335

Servilius Nonianus,M.塞维留斯·诺尼安努斯 333

Severiana 塞维琳娜 494

Severus Alexander；legislation under 塞维鲁·亚历山大 345，399，522；立法 450and senate：attends；designated consul；ius relationis；reltionship 元老院：出席 183，389；指派执政官 204；动议发起权 166；打交道 471

Sextilis 塞克斯提里斯 361，433，438

Sextius Africanus,T.塞克斯图·阿弗肯努斯 203

shorthand：development of；writer（natarius） 速记：演变 316—317，320；写手（速记员） 125，129，314—317，320—321，526

Sibylline books/oracles 西卜林圣书 168—169，391

Sicily 西西里岛 133，140，351—352，395，532

Side 赛德 97

Silanianum,SC 西拉尼安，元老院法令 435—436，438—439，441—443，448

Silanus,see Iunius 西拉努斯

Silius,C.（cos.A.D.48） 希利乌斯（公元48年执政官） 232—233

Silius A.Caecina Largus,C.（cos.A.D.13） 希利乌斯·A.凯西纳·拉格斯（公元13年执政官） 189，259，357，475，507

Silius Italicus 希利乌斯·伊塔利库斯 70，74，154

Silvius 希尔维乌斯 205

Smyrna 士麦那 41，97，108，149，281，348，400，421—422

Sodales,Antoniniani 安东尼尼安同伴 345

Sodales Augustales 奥古斯代尔同伴 345

Sollers 索莱尔 87

Solon,J.梭伦 54

Sosia Falconilla 索西亚·法尔康尼拉 95

Sparta 斯巴达 329，390，413，418

Statilius Maximus,T.斯塔提留·马克西姆斯 335

Statilius Taurus Corvinus,T.斯塔提留·陶鲁斯·科维努斯 441

Stoic beliefs,influence of 斯多葛派信仰，影响 25

Strabo Aemilianus 斯特拉博·埃米利亚努斯 88

Stratonicea-Hadrianopolis 斯特拉托尼斯-哈德良堡 414

Suetonius,use of acta senatus by 苏维托尼乌斯，利用元老院纪事 310，313—314，324—325

Suffectus,consul 补任执政官 21，201—207，242—243，528

Suillius Rufus,P.苏依留·鲁弗斯 48，170，177，232—233，261，440，472，508

Sulla,L.（praetorius） 苏拉（前副执政官） 10

Sulla,L.（noble） 苏拉（贵族） 83，329—330

Sulpicia Praetextata 索皮西雅·普拉特斯塔塔 157

Sulpicius Camerinus,Q.苏比修斯·卡麦里努斯 508

Sulpicius Galba,C.苏比修斯·加尔巴 144，239，350，440

Sulpicius Quirinius,P.苏比修斯·圭里尼乌斯 50，364，370

Sunrise（at Rome）（罗马）日出 502—503

Sunset（at Rome）（罗马）日落 202—503

supplicatio 祈祷（仪式） 388—389，528

Surdinius Gallus 苏丁尼乌斯·加卢斯 15，141

Surrentum 苏伦图姆 58

Syracuse 叙拉古/锡拉库扎 240，262，385，414

Syria; governorship; repetundae trial 叙利亚 417，429；总督职位 22；索贿审判 507

T

Tabula Hebana 赫巴铜板 70，118，138，341

tabularum publicarum,curator 公共档案管理人 311，373

Tacfarinas 塔法利纳斯 231，397，411，425

Tacitus；arrangement of material；comment on senatorial practice；estimate of senate；use of acta senatus；use of senator 塔西佗 37，51，68，152；安排材料 210，214，246—248，330—331；评论元老院活动 210，258；对元老院的看法 83—84，358，412；利用元老院纪事 5，310，313，326—334；使用元老院议员［一词］ 249—250

Tarius Rufus,L.塔留斯·鲁弗斯 49—50

Tarquitius Priscus,M.塔圭裘·普利斯库斯 29，509

Tarraco 塔拉戈 417

Tarraconensis: governorship; repetundae trial 塔拉科：总督职位 22；索贿审判 507

Tarrutenus Paternus 塔鲁特努斯·帕特努斯 16

temple 神庙 113，225

Terentius Iunior,C.特伦修斯 78

Terentius Varro,M.特伦修斯·瓦罗 138，185，198，223—224，234—235，240，247，279

Tergeste 特杰斯特 88—89

Tertullianum,SC 德尔图良，元老院法令 435—436，445

Tettius Julianus 特图斯·尤利安努斯 367

Theatrum Balbi 巴尔比剧院 99

Theophanes 塞奥法尼斯 192，480，484

Theophilus 西奥菲勒斯（古代基督教修道士名） 419

Thrasea Paetus,see Clodius 特拉塞亚·培图斯，见“克罗狄乌斯”

Thyatira 推雅推喇 420

Tiber,R.台伯河 418

Tiberianum,SC 提比利安，元老院法令 436

Tiberis,curator（Tiber commissioner） 台伯河管理人（台伯河专员） 146，237，311，347，373—374

Tiberius；chooses governmors；and finance；and foreign affairs；honors；legislation under；measures；and public services；salutatio；senatorial embassies to；temple to；treatment of relatives 提比略 119，345，359，367，521；选择总督 146，397；财政 376—379；外交事务 426—429；荣誉 360—361，367，390，409，518；立法 439—440；管理办法 207，237，384，395，401，421；公众事务 374；清晨问候礼 68—69；元老院使团 410—411；神庙 97，149，329，348；对待亲属 13—14，156，161and consuls：chooses；instructs 执政官：选择 22，327—328；指令 121，385and senate：abandons consilium；accession；attends；censures items；communicates；concern for language used；concern to maintain attendance；denounces Sejanus；escort in；guards；jurisdiction；opposed；presides；princeps senatus；puts proposals；requires oath；speaks；speeches read；summons；uses acta senatus；uses veto 元老院：弃用顾问委员会 167，488—489；登基 236，280，354—355，390；出席 156，166，175—176，183，250，330—332；批评议事项目 127，139，141，249，330，350，357，361，385，387；通信 168，230；注重所使用的语言 226—227；注重出席率 141，227—278；谴责塞扬努斯 168，211；护送 158—159；派兵守卫 199；权限 461，475，477—479；分歧 172—173；主持 166—168，210，241—242，248，263；元老院议员称号 164；提出议题 287，346，356，370，383—384，404，435；要求宣誓 201；讲话 169，231，258—259，261，271，284—285，324—327，416；宣读演讲 192，202，231，318；召集 119，187，189，225；使用元老院纪事 310，312，320—321，323；提出否决 170—171and senators：gifts；recruits；relationship；removes 元老：赠礼 11，50，52，118，238，496—497；招募新成员 31，47；打交道 71，167，184，202，255，267，407；撤职 27，57，141

Tibur 提维里 58

Ticinum 提西努姆 410

Tigellinus,see Ofonius 提格利努斯，见“俄方尼斯”

Tigidius Perennis 提吉丢斯·佩仁尼斯 519

Tineius Rufus,Q.亭内乌斯·鲁弗斯 512

Tiridates（early first century） 提里达提斯（1世纪早期） 420，463

Tiridates（later first century） 提里达提斯（1世纪晚期） 71，73

Titinius Capito,see Octavius 提廷纽斯·卡皮托，见“奥克塔维厄斯”

Titius Aristo 狄第乌斯·阿里斯托 85，199，223

Titius Rufus 狄第乌斯·鲁弗斯 92

Titus; honors; and senatorial jurisdiction 提图斯 178，317，345，521；荣誉 360，518—519；元老院权限 470，478

Tmolus 特摩罗斯河 96

toga 托加长袍 216—218，220

Togonius Gallus 托贡纽斯·加卢斯 250，261，347

Trajan；alleged reliance upon Jews；honors；legislation under；measures 图拉真 62，69—72，204，374；据说依赖犹太语 34；荣誉 389，410，518—519；立法 444；管理办法 55，142，403and senate：appealed to；attends；communicates；elevated；jurisdiction；presides 元老院：被请求［行动］ 170，180；出席 181—184，310，386，478；通信 230，318，378，424；提拔 82；权限 470，476；主持 121，166，205，242—243，251，273，343

Tralles 塔拉勒 96

Trebellianum,SC 特雷贝连，元老院法令 435，442—443

Trebellius Rufus,Q.特雷贝留斯·鲁弗斯 78

Trebiae 特雷比亚 417

tribune,military 军事保民官 14，522

tribune（of plebs）；expenses；Pliny's view；timing of election 保民官 18—19，147，192，347，522；金钱投入 59；普林尼的观点 84；选举时间安排座位 205—207，285and senate：powers；seating 元老院：职权 130，185—188，214，235，273，281；座位 123

tribunicia potestas 保民官官职/权力 165，170，187，355，359，528

tribunicius 前保民官 249，528

Trimalchio 特拉马乔 48，90

triumph; games; senators present; timing 凯旋362—363，518，528；运动会 60；出席的元老院议员 72；时间安排 212

triumvir a.a.a.f.f.三人委员会 379—380

Tropaiophoros 特罗巴奥佛罗斯 36

Tuccius Cerealis 图修斯·凯列阿里斯 233

Turdus 图都斯 507

L.Turpilius Dexter 图比留斯·德克斯特 401

Turpillianum,SC 图比连，元老院法令 435—436，442，482

Tuscilius Nominatus 图西留斯·诺米纳图斯 87—88，300，472，480

Tusculum 图斯卡伦 58

Tutor 监护人 508

U

Umbonius Silo 安博纽斯·西洛 217

Uranius Antonius 尤兰纽斯·安东尼 382

urbi,praefectus（City prefect） 罗马总督 22，146，153，197，383，537

Urgulania 乌古兰尼娅 247，486

Utica 乌提卡 421

V

Valens,see Fabius 瓦林斯，见“法比乌斯”

Valeria Cornelia,lex 瓦莱留-科奈留法 341

Valerian,legislation; princeps senatus 瓦莱留法：立法 41，386，450；元老院议员称号 165

Valerius 瓦列里乌斯 160

Valerius Apsines 瓦列里乌斯·阿普希内斯 370

Valerius Licinianus,L.瓦列里乌斯·利希尼亚努斯 221，476

Valerius Macedo,Q.瓦列里乌斯·马塞多 15，56

Valerius Messalla,Potitus 瓦列里乌斯·梅萨拉·伯提图斯 505

Valerius Messalla Corvinus,M.（cos.31 B.C.） 瓦列里乌斯·梅萨拉·科菲努斯（公元前31年执政官） 324

Valerius Messala Messalinus,M.（cos.A.D.58） 瓦列里乌斯·梅萨拉·梅萨里努斯（公元58年执政官） 203，496

Valerius Messala Volesus,M.瓦列里乌斯·梅萨拉·沃来苏斯 461，464，507

Valerius Paulinus,C.瓦列里乌斯·保利努斯 135，256，281，480

Valerius Ponticus 瓦列里乌斯·彭提库斯 467

Varenus Rufus 瓦伦努斯·鲁弗斯 170，181—182，227，253，259，476，481—482，484—485，510

Varius Geminus,Q.瓦里乌斯·杰米努斯 36

Varro,see Terentius瓦罗，见“特伦修斯”

Varro Murena 瓦罗·穆雷那 460

Vatinius 瓦提尼乌斯 92

vectigal 间接税 376，529

Vedius Antoninus 维迪乌斯·安东尼 424

Veli 韦力 52

Vellaeanum/Velleianum,S.C.维拉雅/韦勒雅，元老院法令 436，442

Velleius 维莱里乌斯 82

Velleus Rufus 维莱里乌斯·鲁弗斯 440

Velleus Tutor 维莱里乌斯·图托 442

Venus,temple of（Eryx） 维纳斯神庙（厄律克斯） 391，418

Venus Genetrix,temple of 维纳斯神庙 99，114

Veranius,Q.维拉尼乌斯 346，365，404

Verginius Rufus,L.维吉尼乌斯·鲁弗斯 154，224，228，268，346，371

Verginius Vindex 维吉尼乌斯·温德克斯 82

Verus,L.维鲁斯 156，230，318，421，449，521

Vesnius Vindex,C.维斯纽斯·温德克斯 516

Vespasian；career；and Helvidius；honors；legislation under；means 维斯帕先 68—69，189，521；仕途 77，144，352，513；与海维迪乌斯 25，93，130，135，251—253，272；荣誉 360，409，518—519；立法 443—444；收入 50，54，57and senate：attends；elevated；speaks 元老院：出席 179，181，278；提拔 82，355，443；讲话 229，324，326，444and senators：recruits；relationship；restores 元老：招募新成员 15—16，134；打交道 71，86，140，401，470；复职 29

Vestal virgin 维斯塔贞女 156，162，389—390，408，410，469

Vestricius Spurinna 维斯特里修斯·斯普林那 66，153

Vetrasinus 维特拉西努斯 86，344

Vetti Libici,lex 维迪·李比希法 445

Vettius Valens,M.维提乌斯·瓦林斯 133

viarum,curator 道路管理人 146，372—374，383

viator 旅客 186

Vibius Crispus,Q.维比乌斯·克里斯普斯 51，271，279

Vibius Marsus,C.维比乌斯·马苏斯 505

Vibius Postumus,C.维比乌斯·波斯图穆斯 505

Vibius Salutaris,C.维比乌斯·萨鲁塔利斯 97

Vibius Serenus（father） 维比乌斯·塞利努斯（父） 129，171，330，467，482

Vibius Serenus（son） 维比乌斯·塞利努斯（子） 197

Vibius Viscus 维比乌斯·维斯库斯 77

Vibulenus Agrippa 维布伦努斯·阿古利巴 129

Vicetia 维塞提亚 234，417

Victimarius 献祭参与者 72

Victory,altar of 维多利圣坛 514

Victory,statue of 维多利雕像 127—128，196，225，514

vigintivir 二十人委员会 11，13—14，132，379，522，529

Vinicius M.（cos.30） 维尼修斯（公元30年执政官） 95

Vinicius M.（cos.45） 维尼修斯（公元45年执政官） 95，441

Vinius,T.维尼乌斯 186

Vipsanius Agrippa,M.维普珊尼乌斯·阿古利巴 34，253，362，373，404，412，427，518

Vipstanus Apronianus,C.维普斯坦努斯·阿波尼亚努斯 203

Vipstanus Messalla 维普斯坦努斯·梅萨拉 253

Viriasius Naso,P.维里阿修斯·纳索 505

Visellia,lex 维萨利亚法 454

Vitellius（emperor）；career；chooses consuls；dress；honors；measure 维特里乌斯（皇帝） 521；仕途 22；选择执政官 204；装束 219；荣誉 409—410；管理办法 47and senate：attends；relationship；speaks 元老院：出席 179，181；打交道 71，130；讲话 264—265，271，325

Vitellius,L.维特里乌斯 27，196，219，231—232，278，373

Viterbo 维泰尔博 200

Vitrasianum,SC 维特拉先，元老院法令 436，452

Voconius Romanus 沃克纽斯·罗马努斯 495—496

Vologeses（first century） 沃格加西斯（1世纪） 428

Vologeses（second century） 沃格加西斯（2世纪） 429

Voluseius Proculus,L.沃卢塞乌斯·普罗库鲁斯 246

Volusianum,SC 沃卢西安，元老院法令 436，453

Volusius Saturninus,L.沃卢修斯·萨图宁乌斯 75，118，153，241，365，370，517

Votienus Montamus 沃铁努斯·蒙塔姆斯 332

voting（in senate）；by acclamation；count；on imperial proposals；prescribed by lex Julia；secret；see also elections（元老院）投票 124，279—285，343；通过欢呼 301—302；计票 129，283—285；针对皇帝提出的事项 283，290；尤利亚法律规定 222—223；秘密［投票］ 284—285；另见“选举”

Vows,taking of 发誓 202

Vulcacius Tertullinus 瓦卡修斯·德尔图林努斯 235

W

women妇女 40，44，157，161—162，294，450，49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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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R.: T. Mommsen, Romisches Staatsrecht (ed. 3), Leipzig, 1887-1888

TAPA: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ZNTW: Zeitschrift fir die Neu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und die Kunde der d-
teren Kirche

ZPE: Zeitschrift fi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ZSS: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iér Rechtsgeschichte (Romanistische Abtei-
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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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L' Année Epigraphique

AJA: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JAH: American Journal of Ancient History

AJP: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ANRW: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émischen Welt, ed. H. Temporini, Berlin
and New York, 1972-

Anval Acta: A. Pasoli, Acta Fratrum Arvalium, Bologna, 1951 (note the comments
by R. Syme, Some Arval Brethren, Oxford, 1980, p. 1)

B.A.R.: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BCH: 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 Hellénique

BE: Bulletin Epigraphique

BGU: Berliner griechische Urkunden

BHAC: Bonner-Historia-Augusta-Colloguium

BIC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BMC: H. Mattingly and R.A.G. Carson, Coins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British
Museum, 6 vols.., London, 19231962

BMC followed by place name(s): Catalogue of Greek Coins of . . . in the British
Museum

CIL: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CJ: Codex lustinianus

CQ: Classical Quarterly

CR: Classical Review

CRAI: Comptes rendus de I'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itres

Diz. Epig.: E. de Ruggicro and others, Dizionario epigrafico di antichitd romane,
Rome, 1895-

EJ: V. Ehrenberg and A.H.M. Joncs,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reigns of Augustus
and Tiberius (ed. 2 with addenda), Oxford, 1976

Fast. Ost.: L. Vidman, Fasti Ostienses, Rozpravy Ceskoslovenské Akademie Véd,
vol. 67, sect. 6, 1957

FGrH: F. Jacoby, 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Berlin and Leiden,
1923-

FIRA%: S, Riccobono and others, Fontes luris Romani Antejustiniani, 3 vols.,
Florence, 1940-1943

GRBS: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HA: Historia Augusta

HS: Sestertii

HSCP: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IG: Inscriptiones Graec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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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RR: R. Cagnat and others, Inscriptiones Graecae ad res Romanas pertinenies,
4 vols., Paris, 1911-1927

HLAIg.: S. Gsell and others, Inscriprions larines de I' Algérie, 2 vols., Paris, 1922
and 1957

ILS: H. Dessau, 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3 vols., Bedlin, 1892-1916

Inscr. Ial.: Inscriptiones Haliae, Rome, 1931-

10SPE: B. Latyschev, Inscripiiones Orae Septemirionalis Ponsi Euxini 1 (ed. 2),
St. Petersburg, 1916

IRT: J. M. Reynolds and J. B, Ward Perkins, The Inscriptions of Roman Tripol-
itania, Rame, 1952

JH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ING: Jahrbuch fir Numismatik und Geldgeschichie

JOAL Jahreshefte der Osterreichischen Archdologischen lnstituts

R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List. Fi.: Listy Filologické

MAAR: Mema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MAMA: W. M. Calder and others, Monumienia Asiae Minoris Antigua, § vol
‘Manchester, 1928-1962

MEFR: Mélanges d Archéologie et d Hiswoire de I'Ecole Frangaise de Rome

MGH: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Auctores antiquissimi)

NC: Numismatic Chronicle

NSc: Notizie degli Scavi di Antichita

OGIS: W. Dittenberger, Orientis Graccae Inscriptiones Selectae, 2 vols., Leipzig,
1903-1905

Ox. Lat. Dict.: Oxford Latin Dictionary, Oxford, 1968-1952

Ox. Pap.: Oxyrkynchus Papyri

PBSR: Papers of the Brirish School at Rome

PIR: E. Grosg, A. Stcin, and others, Prosopographia Imperii Romani sac.
1.1l 1 (ed. 2), Berlin and Leipzig, 1933~ (supersedes ed. 1 by E. Klebs,
H. Dessau, P. de Rohden, 3 vols., Berlin, 1897-1898)

PLRE: AHM. Jones and otbecs, 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1, Cambridge, 1971

P.Ryl.: A.S. Hunt and others, Catalogue of the Greek Papyri in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1911-

PW: Pauly-Wissowa-Kroll, Real Encyclopddie der classischen Aliertunswissen-
schaft

RG: Res Gestae Divi Augusti

RIB: R. G. Collingwood and R. P. Wright, The Roman Inscriptions of Britain,
Oxford, 1965

RIC: H. Mattingly. E. A. Sydeaham, and others, The Roman Imperial Coinage,
9 vols., London, 1923-1951

SDH: Studia et Documenta Historiae et Iuris

SEG: Supplementum Epigraphicum Graecum

SIG?: W. Dittenberger, Sylloge Inscriptionum Graecarum (¢d. 3), 4 vols.. Leipzig,
1915-1921






OEBPS/Images/image00658.jpeg
R. Syme, *'Legates of Cilicia under Trajan,” Historia 18. 1969. pp. 352-366.

R. Syme, Ten Studics in Tacitus, Oxford, 1970

R. Syme, Danubian Papers, Bucharest, 1971.

R. Syme, *“The enigmatic Saspes,” JRS 67. 1977. pp. 3849,

R. Syme, **How Tacitus wrvte Annals -111,”" in Historiographia Antiqua, Symb.
Fac. Lit. Phil. Lovaniensis Sex. A Vol. 6, 1971, pp. 231-263.

R. Syme, **Antonius Saturainus, " JRS 68. 1978. pp. 12:21

R. Syme, Roman Papers, Oxford, 1979.

R. Syme, ““Juvenal, Pliny, Tacitus,” A/P 100, 1979, pp. 250-278.

R. Syme, **An eccentric patrician,” Chiron 10. 1980. pp. 427-445.

RULA. Talber, **Some causes of disorder in 64-69 A.D.."” AJAH 2. 1977. pp.
69-85.

R.LA. Talbert, **Pliny the Younger as governor of Bithynia-Pontus, " in Studies
in Latin Literature and Roman History 1, ed. C. Deroux, Collection Latomus
168, Brussels, 1980, pp. 412.435.

L. R. Taylor, Roman Vating Assemblies, Ann Atbor, 1966.

L.R. Taylorand R, T. Scott, “Seating space inthe Roman senal¢ and the senatores
pedarii,”” TAPA 100. 1969, pp. 529-582.

E. Tengstrom, Die Protokollerung der Collatio Carthaginiensis, Gbteborg, 1962.

B. E. Thomasson, Die Srtatthalter der romischen Provinzen Nordafrikas von Au-
gustus bis Diacletianus, Lund, 1960,

B, E. Thomasson, “Zur Verwalungsgeschichte der Provinz Sardinia,” Eranos
70. 1972. pp. 7281

D. L. Thompson, *"The meetings of the Roman senatc on the Palatine, " AJA 85.
1981, pp. 335339,

G. B. Townend, *“The consuls of A.D. 69/70," AJP $3. 1962. pp. 113-129.

G. B. Townend, **Calpurnius Siculus and the Munus Neranis,” JRS 70. 1980.
pp. 166-174.

JM.C. Toyabes, Roman Medallions, A.N.S. Numismatic Studies 5, New York,
1944,

JM.C. Toynbee, *“The Ara Pacs re-considered and historical artin Roman fal
Proc. Brit. Acad, 39. 1953, pp. 67-95.

1M.C. Toynbee, The Flavian Relifs from the Palazzo della Cancellaria in Rome,
Oxford, 1957.

S. Treggiari, Raman Freedmen During the Late Republic, Oford, 1969.

. Treggiari, **Jobs in the houschold of Livia, ” PBSR 43. 1975. pp. 43.77

B. L. Trell and M. J. Price, Coins and Their Cities, London, 972.

B. L. Trell, “Architectura Numismatica.” NC 12. 1972, pp. 45-59.

P. Veyne, *“Un gouverncur impéial en Asie,” in 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 histoire offerts d A. Piganiol, cd. R. Chevaller, Pari, 1966, L pp. 1395-
139%.

F. Vitinghoff, Der Staaisfeind in der rémischen Kaiserseit: Untersuchungen sur
*“damnatio memoriae,” Becln, 1936.

A. Voiral, **Dic Darstcllung eines Kelientempels auf einem Denar von K:
Augustus,"” Jahrbuch der Schweiserischen Gesellschaft fir Urgeschichte 31
1939, pp. 150-157.






OEBPS/Images/image00659.jpeg
E. Volterra, **Nuove ricerche sulla conventio in manum,” Atti Accad. Lincei,
Memorie ser. 8 vol. 12.4. 1966. pp. 251-355.

G. Vrind, De Cassii Dionis vocabulis quae ad ius publicum pertinent, The Hague,
1923.

J.-P. Waltzing, Etude historique sur les corporations professionnelles chez les
Romains, Louvain, 1895.

K. H. Waters, “Traianus Domitiani Continuator,"” AJP 90. 1969, pp. 385-405.

A. Watson, Law Making in the Later Roman Republic, Oxford, 1974.

K. Welleslcy, **The dies imperii of Tiberius,"” JRS 57. 1967. pp. 23-30.

A. B. West (ed.), Corinth VIIL.2, Harvard, 1931.

C. R. Whittaker, Herodian (Loeb edition), 2 vols., 1969-1970.

T. Wiegand and others, Milet, Berlin, 1906-

W. Williams, *“Individuality in the imperial constitutions: Hadrian and the An-
tonines,” JRS 66. 1976. pp. 67-83.

W. Williams, *“Caracalla and the authorship of imperial edicts and epistles,”
Latomus 38. 1979. pp. 67-89.

L. M. Wilson, The Clothing of the Ancient Romans, Baltimore, 1938.

T. N. Winter, “The publication of Apuleius’ Apology,” TAPA 100. 1969. pp.
607-612.

T. P. Wiscman, New Men in the Roman Senate 139 B.C.-A.D. 14, Oxford, 1971.

Z. Yavetz, Plebs and Princeps, Oxford, 1969

F. Zevi, 1l calcidico della Curia Julia,” Atti Accad. Lincei (Classe sc. mor.,
storiche e filologiche) 26. 1971. pp. 237-251.

F. Zevi, I consoli del 97 d. Cr. in due framenti gid editi dei Fasti Ostienses,"
List. Fil. 96. 1973. pp. 125-137.

F. Zevi, **Un frammento dei Fasti Ostienses ¢ i consolati dei primi anni di Traiano,""
La Parola del Passato 34. 1979. pp. 179-201.






OEBPS/Images/image00656.jpeg
L. Robert, Opera Minora Sefecta, 4 vols., Amsterdam, 1969-1974.

L. Robert, *La titulature de Nicce ct de Nicomédic: I gloire et Ia haine,” HSCP
81. 1977, pp. 1-39.

L. Robert, “Documets d'Asie Mineure, VILI. Réglement impérial gréco-latin sur
les hotes imposés,"” BCH 102. 1978, pp. 432417

C. Rodewald, Money in the Age of Tiberius, Manchester, 1976,

A. Rodger, *'A note on A. Cascellius,” CQ 2. 1972. pp. 135-138.

R.S. Rogers, “Lucius Amuntivs," Class. Phil. 26. 1931. pp. 3145

R. S. Rogers, *"The emperor’s displeasure—amiciriam renuntiare.” TAPA %0,
1959, pp. 224-27.

K.F.C. Rose, The Date and Authar af the Satyrican. Mnemosyne Suppl. 16, Leiden,
197

G. Rotondi, Leges publicae popul Roman, Milan, 1912

1. S. Ryberg, Rites of the State Religion in Roman Art, MAAR 22, 1955.

. Sahin, Bithynische Studien (Inschriften griechischer Stidie aus Kleinasien 7.
Boun, 1978).

R. P Saller, Personal Patronage Under the Early Empire, Cambridge, 1982

P. Salway, Raman Britain, Oxford, 1981

1. Scheid and H. Broise, “Deux nouveaux fragments des actes des fréres Arvales
de annés 38 ap. 1.-C.." MEFR 92. 1980. pp. 215-248

A.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 Die rémische Geschichie bei Malalas, Stutgast,
1931

A. A, Schiller, “'Scaatus consulta in the Principate,” Tulane Law Review 33
1958.9. pp. 491-508.

A. A Schiller, An American Experience in Roman Law, Géltingen, 1971

L. Schumacher, “Das Ehrendekret fir M. Nonius Balbus aus Herculancum (AE.
1947, 53),” Chiron 6. 1976. pp. 165-184.

E. Schwartz, Acta Conciliorum Oecumenicorum 1 and 11, Berlin and Leipzie.

K. Scolt, *'Greek and Roman honorific months, " Yale Class. Stad. 2. 1931. pp.
201-278.

P. Setald, **Private Domini in Roman Brick Stamps of the Empire: A Historical
and Prasopographical Study of Landowners in the District of Rome.” Ann
Acad. Scient. Fean., Diss. Hum. Lict. 10, Helsinki, 1977.

J. N. Settle, "“Te trial of Milo and the other Pro Milone,” TAPA 94. 1963. pp.
268.280.

D. R. Shackleton Bailey, Cicero's Letters to Atiicus, 6 vols. and indiccs, Cam-
bridge, 1965-1970; Epistulae ad Failiares, 2 vols., iid. 1977; Epistulae ad
Quinium Fratrem et M. Brutum, ibid. 1980,

1. Shatzman, Senatorial Wealth and Roman Politics, Collection Latomus 142,
Brusscls, 1975

R. K. Sherk, *“The inermes provinciae af Asia Minor,"” AZP 76. 1955. pp. 400-
an

R.K. Sherk, *‘Roman imperial troops in Macedonia and Achaca,” AZP 78. 1957
Pp. 5262

R K. Sherk, Roman Documents from the Greek East: Senatus Consulta and
Epistulae to the Age of Augustus, Baltimore, 1969.






OEBPS/Images/image00657.jpeg
R. K. Sherk, The Municipal Decrees of the Roman West (Arctiusa Monographs
m, Buffalo, 1970.

A N. Sherwin-Whitc, The Leiters of Pliny: A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mmentary,
Oxford, 1966,

. M. Sherwin-White, Ancient Cos, Hypomnemaia 51, Gittngen, 1978,

C. E. van Sickle, **Headings of rescripts of the Severi,"” Class. Phil. 73. 1928,
Pp. 210:277.

E. M. Smallwood, Documenis lilusrating the Principates of Gaius, Claudis and
Nero, Cambridge, 1967

E. M. Smallwood, The Jews under Roman Rule (corrected ed.), Leiden, 1981

P. A. Stadter, Arrian of Nicomedia, Chapel Hill, 1980.

C. G. Star, Jr., “Epictetus and the lyrant,” Class. Phil. 44. 1949, pp. 20-29.

A. Stein, “Dic Protokolle des romischen Senates und ihre Bedeutung als Ge.
schichtsquelle fur Tacitus,” Jahresberichte der 1. dewschen Staatsrealschule in
Prag 43. 1904, pp. 533,

A. Stein, *“Die Stenographie im romischen Senat,"* Archiv fir Stenographie 56.
1905. pp. 177-186.

A. Stein, Der rémische Riterstand, Munich. 1927.

P. Stein, *'Die Senatssitzungen der Ciceronischen Zeit (68-43),” diss. Miinster,
1930,

H. Stem, *'Le calendricr e Sainte-Marie-Majeure,”
arss.

J. Straub, **Senaculum, id cst mulierum scnatus,” BHAC 1964/3. pp. 221-240,

G. V. Suruner, **Germanicus and Drusus Caesar,'” Latomus 26. 1967. pp. 413-
435

J. Suolali, **Princeps Senstus,” Arctos 7. 1972, pp. 207-218

L. A. Sussman, The Elder Seneca, Leiden, 1978,

C.H.V. Sutherland, The Emperor and ihe Coinage: Julio Claudian Studies, Lon
don, 1976,

R. Syme, *“The colony of Comnelius Fuscus: an episode in the Bellum Neronis, "
AJP S8, 1937. pp. 718

R. Syme, *Tacfarinas, the Musulamii and Thubursicu,” in Studies in Rom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in Honor of A. C. Johnsan. cd. P. R. Coleman-
Norton, Princeton, 1951, pp. 113-130.

R. Syme, “Marcus Lepidus, Capas Imperil,” JRS 45, 1955. pp. 22:33

R. Syme, *"The scnator as historian, * Fondation Hardt, Eniretiens, Gencva, 1956,

Pp. 187201

. Syme, *“Some Pisones in Tacitus,"” JRS 46. 1956. pp. 17-21

Syme, Tacitus, Oxford, 1958,

Syme, *Consulatcs in abscrce, ” JRS 48. 1958. pp. 1.

Syme, “Pliny's less successful friends," Hisioria 9. 1960. pp. 362379
Syme, Sallust, California, 1964,

Syme, *“The historian Servilius Nonianus,” Hermes 92. 1964. pp. 408-414.
Syme, “‘Peaple in Pliny. " JRS 8. 1968. pp. 135-151.

Syme, “Pliny the Procuratar,” HSCP 73, 1969. pp. 201-236.

Rev. Ev. Lat. S1. 1973, pp.

FEEEREIER





OEBPS/Images/image00662.jpeg
Frontinus

Aqued,
Pref, 1: 374
99: 516
100:101: 438
104: 37374, 438
106-108: 438
125 438
127: 438

De Controv. (Thulin) p.

743
Fronto

Ad Am,
1.6:515
L1421.15: 510
LIS 473

Ad M. Caes.
1362
1625 46
191:35, 299
110,537
211 228, 314
3211425473
43625

Ant. np.
1260417
US1:183, 193
21230

An. Pium
[
81: 349
%79

De Elog. 2.7: 171,181,

2669, 2%
Ver. Inp.
21637
275651, 140
Gellivs
‘Nocr. An.
318516
31878 187
41001241
4108 255
13220217
197223
147.4: 185
147713
147.9: 23435, 279
147.10: 138
147,123 279
14812: 74
1S.11.35: 384
16.13.4; 421, 847
Herodian
122:86

231435
233301
2334 122
212.4: 186
212.6:410
557 128, 196, 225
775 402, 411
71023 117
713510
7104: 159
84.4: 245

Historia Augusta
Hadr,

3233
7550
Anioninas
65: 180
7.34: 470
116 184
Marcus
104,59
106 478
107 181
109 184, 285, 469
118 56, 142, 449
123 86
161369
183 120
29 39
Commodus
90.1:377
128 @29
1810. 208
Pertinax
29: 160
52 160, 162
610: 449
6.1011: 246
7.2 449
Didius Julianus
56 410
67 160
Severus
3334
75470
83478
113:294, 33
Elagab.
43162
132:253
18.3: 450
20.1:217
Sev. Alex
16.0: 138
522471

Gord,
97 164
12.14: 199
Max, Balb. 12.4: 409
Tacitus 8.2: 306
Horace
sar.
16.40.41: 123
1697-111: 76
16.13031: 24
Scholia in Horat. Sar.
Sar. 1.10.78: 71
Jerome
Chron. (Helm) p.
169: 378
De viris llust, 42: 519
Ep. 52.1.3: 264
Josephus
A
18.6580: 466
19.186.87: 426
19.262: 494
19.245: 149
19.263: 189
19.275: 429
B 221112159
Tuvenal
sai.
6.497.501: 240
84d-26:%
912 405
8.92.94: 508
8.120: 405
Scholia on 4.81: 250
Livy
Epir. 59: 43
Lucani Via (Endt)
5.2:59
Lucian
Demonax 31: 94
M. Aurelins
Meditations 8.30: 269
Macrobiu
St 1.12.35: 438
Marial
4676
10.6.14: 410
1031: 62
10729 164
1198.17-18: 12
owid
Ars Amar, 1117: 114
Ex Ponto
4435 187
4521: 116





OEBPS/Images/image00663.jpeg
Ovid (cont.) 212:510 548
49,1538 201 212.1: 480, 484 54223
49,48 135 212365, 70 5424 480

Fast 1.569: 392 212.5: 280, 286 59.4: 442
Trisia 2192 and 8 462 53219
2.131:32: 461 219.8: 510 5.13.1: 480
410274077 31111267 5.132: 88,473
Pensius 32477 5135262
Vita 2 Caraul: 95 34510 5142378
Petronius 344299 5.20: 48586, 510
Sat. 16.2: 48 34784 5.2034: 268
warus 3478473 521497
Vi Apoll. 5.36: 353 37474 6.2.4: 477
Vi, Soph. 3762:70 65510
555:220 3712517 652481
556 149 39:510 653 260
Pliny (Elder) 39.6: 481, 483 6.13: 476, 510
NH 390.11: dgs 6.13.1: 482
7.19: 451 3913: 486 6135 149
7.156: 517 391588 6.19: 260
8.135: 416, 451 391516 474 6191255
13.89: 287 392223 487 6.19.1.4: 44
22.13: 305 39.24; 486 619.3: 301
33,30 363 392933 472, 482 6.19.4: 192
31.32: 239, 440 3933 470 6.29.8: 474, 481, 509-
35.201: 161, 441 311.2: 384 10
37.85: 162 3135314 £.299-11: 510
Pliny (Vounger) 3169: 176 631,46 466
Ep. 3181314 732376
i 32018 343 7.6 and 10: 476, 510
i 3203: 287 763 482
1 3204: 124 764 181
1 3205 155, 208 710: 181
1 3209; 465 719.5: 486
¥ 320,12 172 72527
1 483 346 729315, 441
1 49501, 510 733: 476, 485, 509
i 49.1: 486, 509 733.3: 309
2 495 485 86 315, 441
27, 497 476 B6.4: 366
29. 49.9: 483 8610172
211: 500, 510 49.17:28, 471 86.13: 306
211.2-6: 465, 474 4918: 267, 300 8.14: 28182, 468
21144 49.20: 256, 480 8142221
211 49,2021 381 81435106
21 49.2.197,473 8.14.6: 224, 257, 281
21 411: 476 81412248
21 412 497 814,
21 415204 8
21 423153 8
21 425 34 s
21 4251269 9
21 4253 84 s
21 429139 s
21 53.9: 267 B






OEBPS/Images/image00660.jpeg
LITERARY SOURCES

Acts of the Christian Mar-
tyrs (Musurillo)
7: 453, 519
Acts of Pagan Martyrs (Mu-
surillo)
4.3, 161
: 34, 161
11: 520
Aclian
Frag. 112 Hercher: 86
Hist. Anim. 15.19: 89
Aclius Aristides
Orationes 19.13 Keil: 149
Appian
Bell. Civ. 2.5: 245
2.7:355
230: 151
2.116: 225
Apuleius
Florida
8: 35
16: 88
Metam. 6.23: 17, 122,
139, 495
Asconius (Clark)
42 (p.): 317
43: 199, 282
Aurelius Victor
13.11: 411
Ausonius
Grar. Act. 7: 370
Calpumius Siculus
Buc. (Verditre)
1.69-71: 141
1.71: 137
Carthage, Acts of Confer-
ence(a.0. 411)
1.219: 320

Charisius
Art. Gramm. (Barwick) I
p. 287: 127, 326,
447

Chronog. 354 (T. Moram-
sen, MGH 1X)
pp. 146, 148: 115
Cicero
Ad Att. 1.14.5: 151
Ad Fam. 8.11.4: 309
AdQ. Fr
2.1,
211.1: 126
De Domo 8: 134
De Legibus 3.40: 135
Pro Sulla 41-42: 316
Red. Sen. 26: 151
Columella
De re rust.
1 pracf. 9-10: 12
1 pracf. 10: 55
1.1.19: 58, 152
Cyprian
Ep. 80.1.2-3: 450
Dio
40.46.1: 218

151

52.20.1-2:
52.31.1: 424
52.31.3-4: 471

52.43.1: 463
53.0.3: 164

53.11.5: 438
53.12.4: 395
53.12.9: 392
53.13.2: 348
53.14.1: 151

53.14.3: 353, 403
53.15.6: 376
53.17.5: 428
53.18.4: 355
53.21..
53.21..
53.21.
53.23.
53.27.
53.32.5: 165

53.33.1-2: 463

& 131
54.14.3: 270
54.14.4-5: 29
54.15.2: 462
54.15.5-6: 241
54.16.2: 44
54.17.3: 10
54.18.3: 138, 277
54.24.7: 427
54.25.5-6: 438
54.26.3-5: 10
54.26.8: 132

5430.5: 438
54.35.1: 132, 137





OEBPS/Images/image00661.jpeg
Dio (cont)
55,256 419
5531 152
55312: 200
$532:277, 463
553317
5535113
5536235
5541 434
$581: 119
55.8.7: 347
55103 117
55136 11
55.225: 157
55335412
55342 461
36.17.2: 366
36,256 414
36293 114
56313 123
36301 156
56,403 257
36452 114
5782 164
57842 172
57856176
57148313
7161 133
57.204: 440
722541
57.247: 166
8108 249
114 119
SBI81: 158
8183 377, 440
581834 431
8204 342
8212 78
58243 507
59305174
59370172, 387
59.8.6: 241
59.9.5:513
59.16.17: 325
59.18.4: 508
59.18.5:92
50207:350
59233 360
59.24: 186, 202
59.24.8: 188
59.26.1: 479
6010.2:318
60123: 150
60.15.4: 428
60.16.3: 478

01634 122
€0.17.3: 145, 207
0174 423
0223382
02323 160
80235: 428
0262 61
60286217
6025.67: 421
029.2:15
60297 181
62112 114
6315.1:92, 495
63,183 359
8212120
649,12 81
65.16.4: 219
66.7.2: 359
6.9.1.: 470
6.10.56: 179
6.19.1:2: 470
61.2.4: 164, 470
6133 465
6114 14
6823470
68511 153, 217
65,2 470
101157
68.10.4: 356
68.16.2: 78
24470
6133230
69.14.4; 395, 400
91523 439
69,163 47
70.1.2: 173
.13 387
7110.45: 364
7017.1: 429
712823 469
70332317
712242
7123 54
72184 325
NW123T
72213 218
74.14: 190
7415 302
745.1: 168
745.2: 470
761223 136
74125 325
752,12 470
753116
75.513:90

75.9.1:91
76.62: 301
76.9.2.3: 510
76.16.4; 466
TIAL6T 352
7101 292
7123 230
78.8.3: 301
122471
78.164: 133
78.16.5: 495
781724356
78194 173
78195 168
782135 480
78215398
202313, 335
782224 3%
8.223.4: 349
78.30.4: 401
79.1.2: 155, 226
79.15.2: 494
9.38.1: 356
Epicterss
112831 483
1219 135
12.192i: 251
122314
12232403
11924.25:93
26.11-12: 51
7.30: 400
2636153
2036.37: 67, 93
1.6-14: 87
1.40: 93
L57: 217
1138140 93
4101921 55, 94
41021; 121
Epitome de Caesaribus
126478
Eusebius
Hist. Eccl
2188155
521:519
521.4: 453
Festus (Lindsay)
174 (p.y. 138, 240
470: 199
FIRA
42360, 438
Florus
231.41: 364
poem 10: 392

1
3
3
3
i
s
4
h





OEBPS/Images/image00665.jpeg
‘Suetonius (conr.)
234
218

30, 376, 416-17, 426

167

3 407, 416, 454

32231 427
35287
35: 57, 208
a8 1)
49 467
50 328
71325, 416
73323, 479
Caligula
14355
15236
16: 342, 175
7,13
53:461
60: 116, 357
Claudius
9 467
12:271, 441
17: 145
23 12,441
24: 368, 375
25: 74, 441
26: 261, 441
40: 157, 386
Nero
10: 495
12 151
15363
46:299
Gelba
3:350
7.397
10:114
15: 146
0o 2 508
Vespasian
215,513
5.57
9493
11444
17: 496
Tias 3317
Domitian
4151
8:509
916
1
13:206
23150, 299

Tacitus
g7

240

66

9.6: 498

101

98

45:83, 178, 212, 478

Am

12 488
L6: 48
17: 159, 187

I
I
I
1
I
i
1
I
b

23

233

299

267
170, 263
2
54,342
a1

366
284, 475,

W

212, 246, 285,

329

258, 439

2334 247

234
23s:
236:
238;
241
243,
250:
251
263
e

270

283
285
288,

258, 486
210, 264, 412
203

258, 330

216

v

@3

281

3

238

61

88

a9

313,327

33333

Nt

313

31

314
31s:
6

461
215, 48485
14: 507

486

32

3, 486

3.17:215, 242
322: 204, 332
320.23: de1
325378
323:287, 516
33078
331:84, 374
3313430
332483097
332.34:247, 259
33334 264
335255
336: 154, 468
338: 465, 507
347. 48
349-51: 249, 472
351330, 440
35253237
353 166
358398
359: 254
60 83,412
3626397
363 331
365: 186, 249, 31,
si6
36669 472, 507
367:268
3.68: 507
3.68.69: 475
369: 248, 259, 350
370: 507
371349
4622, 263, 488
4130467, 472
4114 237, 421
415 467
416 435
41820 507
419189
420259, 264, 439
4215 261, 461
4.22: 465, 481
4260411
428: 482
431209, 761
436:215, 507
43637413
443 4
4.62.6%: d68
463: 385, 40
53 161
534274
54 309-10, 321, 33¢
56 154,329






OEBPS/Images/image00666.jpeg
5.8 482 13.45:24 Hist.

3 P .
R e
b 157 Saso
e DEDess

p Lionns
o1 i, a2 fia
] i i
st it Lo
g e .
b s H
e s
b MRS TR
Sm v A
g S ey
e s T
e ey
ke e sty
i e b7
A ot b
e bt R
i i s
s 08 20 P
ey e
ek
i e s
e e
12.22: 508 15.19: 352, 443 4:45:350,302, 403
1223 0 [ B, L
12.52: 214 15.21-22: 414 Lo red
12.53: 441 15.22: 177,259,209, Apol 312 172, 387
12.58-63: 413 443 Valerius Maximus.
12.59: 183, 508 15.73: 27 2223 21
12.60: 79, 441 15.74: 309, 313, 387 226: 116, 141, 188
13237 16.4: 298 735:%
13.4: 383, 393, 412 16.11: 483 9.15: 90

470 16.17: 79 Varro

i O, v
LT L Y,
Bt 2 3107 w0
B3 % e Hiioass
e gu g g i
DR KR B
FEETen e
D e noza
DR o e
B3 o
el Laus Tnies
i s Vit
oy % Foye
Bas e e

1343 481, 508 41172, 251 65236





OEBPS/Images/image00664.jpeg
9.13.14: 314
9.13.15: 238
9.13.17: 300
9.13.18: 248
9.13.19: 266
9.13.20: 252
9.13.21: 91, 469, 471,

9.13.2% 314
[EEE)
9.37.5: 201
103A.2: 348, 481, 510
10.4: 4%
104.2: 993
1012:20
10122:51
101742 498
10.56.4: 307, 357, 473,
s10
10.58.7-10: 358
1072: 394
10.7273: 305, 451
1082 478
1095 181, 493
10.96.7: 403
Paneg.
31: 300
41:227, 452
363379
869
54.4: 262, 361, 385,
388
60.1: 180
&2 211
636: 150
69343
70.1: 205
01 121
72
732 and 6 123
7513 309
7521299
762: 251, 284, 504
763: 255, 281
92.3: 205
Plutarch
Car. Min. 23: 316
Galba 8: 161, 306
Moratia
60D: 265

Porphyry

Life of Plotinus 7: 26
Propertius

FANTET
Quintifian

Ins. or.
372.3m
310.1: 464
6.1.14: 227, 326, 484,
508
63.97: 241
7.2.26:314
74.39:419
8518326
8520: 269, 494
1113525
11156: 419
113138.39: 217
12221: 39
Res Gestae
42389
72 164
82132
12.1:409
19111516
0243
342121
Sallust
Ep. ad Caes.
senem 3.11.5.7: 285
Sencca (Elder)
Contr.
Tpef. 15324
184153
2pref 3.4: 79
2peef 3 12
9.4.1921: 507
9.4.20; 420
10 prer. 8: 384
Seneca (Younger)
Ad Hely. de Cons. 18.1-
379
Apocol.
9.1:130, 153,273
9.2:129, 317,321
9.6 135, 254
11318
114 255
Cons. Palyb. 13.2: 479
De Bene.
2121229
2215277
619.5:53
7282 346
De Brev. Vit
2.1:55
24:153
De Clem. 1.10.1: 69
De Cons. ad Marciam
22.4: 265

De Const. Sap. 17.1: 270-
7
Delra
2253123
225421
3312:67
De Provid. 5.4: 192
De Trang. Anim.
33421
177191
De Vita Beata
21:283
32:256
718
Ep. Mor.
21.9:28
a2ise
50357
9.25: 315,317
Servius
Ad Aen. 11.235: 118
Statius
Silvae
45454632
48,6061 154
5.2.27.28: 219
Thebaid
L198: 181
1.201.205; 181
Strabo
12.1.4: 429
17325 428
Suetonias
‘Divus Julis
20:308
2107
35131
a: 196
88 200
Augustus
5314, 471
33 464
35: 200, 216, 224, 241
36310
38 362, 513
an
o
0244439
53 409
54: 235, 266
58: 208, 324
65175
Tiberius
8 460
2265, 24





OEBPS/Images/image00613.jpeg
kS
63 PR & T CAfimiammm) QI #1573

95 FIIE T (Apronianum)
Lot P25 P 0 %2 (Articuleianum)
141 F /R4 19 (Calvisianum)

FEF KA (Clanddianm) Uliians Re,
FAHE (Dasumianam) Dig. 40.5.

Frag. Berol.3 —
FIRA® 11 p. 127

165 LY

Gaetulicianum)

78 AW (Tuscianum) O Dig. 40.5.51.8

36 U (Largianum) CJ7.6.1.1a

65 JR%IE(Nerorianum) Sent. Pant

66 JE# ¥ (Nerorianum) Frag. Vat. 8
JE % (Ninnienum) CJ7.20.2
BUR 48 5 COrfitianum) Sens. Paul. 4. 11. 1
il J i1 % ( Pernicianum) Ulpian+ Reg.16.3
JER & (Pisonianumw) Dig. 29.5.8 pr.
=l (Plancianwe) Dig.3

5l Plancianun) Dig.
i B (Rubrianum) Dig. 26. 4.
SRR L Viteasianum) Dig. 40,
5% (Volusianum) Dig. 48
S % 22 2 Wi (Sidonius) 3 3 Y N7 70 & R LL 8L A7 Cvetus

enatus consulium Tiberianum) ¢ 5 {FE . 7. 12Cn0. 26) .






OEBPS/Images/image00612.jpeg
&Y

128

82

o

128

13

60

130

134

# 5 i (Gaius)

FURFEHE B AR (Ad SC Orphi
singul
IR B BB A (A SC Tertullianum Jih.
sing. )

/% 7 2 (Marcianus)

B G JE 8 8 A (Ad SC Turpillianun 1.
sing. )

& (Paulus)

R FTCERE
lib. ing. )
w4 4 8 R (A SC Claudianurn lib.
sing. )

3N % B3 R (Ad SC Libonianum lib.
sing. )

SR AR 42 AR (Ad SC Orshitianum lib,
sing. )

i it 2 % § % & (Ad S
sing. )
RAEBRER A
sing. )

E I ¥ % 4 4 (Ad SC Turpillianum lib.
sing. )

F5 B 2R (Ad SC Velleenum Lib. sing. )
LT AR R P AR AR Tl 7]
(Ad orationem divi Antonini et Commodi [or
divi Marci? )

i FE L4 (Ad orationem divi Severi)
%12 5 i (Pomponius)
JLE B A A (Senat
quinque)

3L A (De senstus consultis

Silanicnum lib,

rtullianum lib,

consultorum libri

Dig. 38.17.9

38.17.8

48.16.1

36.1.27

40.18.5

18.10.22

Lenel T col. 1205

Lenel 1 col. 1205

Tenel Teol. 1296

Lenel T col.

96

16.1.23

Lenel Teol. 1145

Lenel Teol. 1146

Lene! 11 col, 11§





OEBPS/Images/image00611.jpeg
[ux Cornelia ¢ fals

T H I (Macedoniammm ) 70
LR AFHEE (Orphitianum) 128

{7 % (Pegasianm?
ma JE 2 (Silknisum)

% /7 [ EL ( Tertullienum)
1*?5 & ( Trebellianum)
Al
BB Dig. 1.3 % T 64 Bk & M A W (De legibus sena-

tusque consultis ct longa consuctucine) ,

sepillianun






OEBPS/Images/image00610.jpeg
KNG TiyovpEvolg





OEBPS/Images/image00609.jpeg
T0i¢ €ml Pod





OEBPS/Images/image00608.jpeg
napa To yobnyov





OEBPS/Images/image00607.jpeg
dentépav kKM pocty TG Vhto apyiic én’ avafuiéobal,





OEBPS/Images/image00606.jpeg
Eupinpa





OEBPS/Images/image00605.jpeg
DropvApoTa





OEBPS/Images/image00604.jpeg
Gxto





OEBPS/Images/image00678.jpeg
R {0 AR SRR TN BTG B
Fol, WETRAY AT

ARSBEST 5% T AR {20
BB SR SR Rk, b () AR
BRI, o A3) A D T

JEZAIE ) 7 LBERSHG
TR
AT

LRI, LK
B I

R - A BN B U e
e [0 M BTN o T 7
i

F R, AL S BT R A e
S LR, AR TR SRR D i A R

o> s

W ecnupress.com.cn





OEBPS/Images/image00603.jpeg
GLVKAfToV ilE[ oo,





OEBPS/Images/image00602.jpeg
axto





OEBPS/Images/image00601.jpeg
OTOLVALLOTO. GUY KA TOL giAn[pdTa





OEBPS/Images/image00600.jpeg
npdalelg ovv]kAntov gidn[edta





OEBPS/Images/image00599.jpeg
£l TV trouvnudTeV Tiig GUYKARTOL





OEBPS/Images/image00598.jpeg
0 pnbeig Adyog





OEBPS/Images/image00597.jpeg
opatiov





OEBPS/Images/image00596.jpeg
votepilewv





OEBPS/Images/image00595.jpeg
OEOZ XYNKAHTOX





OEBPS/Images/image00594.jpeg
Oktoovielov





OEBPS/Images/image00633.jpeg
VIOTIK





OEBPS/Images/image00632.jpeg
GUYKANTOG





OEBPS/Images/image00631.jpeg
B

Proin .

ey bacer e O o
v st st o’ swes g Nt e
o e e A ook s
e b i gy ;
penss s S
=
[ — I BT S
s et
Sty
Gt
e
" s nemer e el
Sk G G W reon s Opwemn RCIE
™ i ot e o vt gt s
N L exs DR323  Contams € w2





OEBPS/Images/image00630.jpeg
e

.

Qe

e P g

At

e i
opipean]






OEBPS/Images/image00629.jpeg
Fravince from Veiict om.
o g oness o o e
s weimoie  Dntmtsy _tirstce mia s pemiee s cer
2 e Do ed 9 T G A s
o
15 cba [ 7 Tedm Coem s
g ity
o Qi e
e o e LR s
A e s s Sl s o e s g v ey e e
[ @ s P EE Tt Sl verk A
e o S





OEBPS/Images/image00628.jpeg
Frontce rom.

feepion st on gt
v tmat gt msope e s et oer
[ Tvue P “a [
B T On Cois Lo B MO G ammen wem
v s o i L e e
e one of

o on o Pt 2 e st U i
6 G CsinA  tepe PO A — A g sn

El S 12
T [ T L]
T v Adwgss Cmi T Gm Ui s A





OEBPS/Images/image00627.jpeg
Daxylight

Dota Swrise unst Chours and minutes)
Nov. E 16:19 10:11
Nov. 1 18:43 9:59
Nov. 18 16:38 9:47
Nov. 21 9:39
Nov. 26 0:30
Dec. 1
Dec. é
Dec. 11
Dec. 16
Dee. 21
Dee. 2
Dec. 31






OEBPS/Images/image00626.jpeg
aht

CGhours and minures)

Date Sunrise Suncet

13

April 25 306 1
7 13.5

April 20

May
May
May
My
May
My

1412
T4:23
14
1,
1

19.31
19,34
19.37
19:38
19:40
19:40

June
Tune

Tuly x 19:8
Tuly 1

Tuly
July

1
July 2
July 2

Aug. 3
Aug. 8
g, 15
Aug. 15
Aug. z
Aug. 28

Sept. 2
Sept. 7
Sept.

I
1
Sept, 2
Sept. 2

Qet.
Qe
Qe

Oet,
Qe
Oct.

Nov. 1 452






OEBPS/Images/image00625.jpeg
Daxlight

Daie Sunrise Sunsei aid miamsiie)
5 7 16:43
10 7 1648
15 7 16
20 7 16:
25 7 17:
30 7 1z
4 7 17
G 7 17
14 B
19 B
24 5
March 1 6
March 6 3
March B 1801
March 5 1807
March 61 18:13
March 5
March 5
April 5 18,3
Apeil 10 18
April 15 18
April 20 18:






OEBPS/Images/image00624.jpeg
TO1G GUVKANTIKOIG





OEBPS/Images/image00623.jpeg
oVOyKANTOg





OEBPS/Images/image00622.jpeg
GUYKANTIKOC





OEBPS/Images/image00621.jpeg
OLYKANTIKOG





OEBPS/Images/image00620.jpeg
oLYKANTOG BOVAN





OEBPS/Images/image00619.jpeg
BouAn, ouvvédplov, yepovacio





OEBPS/Images/image00618.jpeg
oOYKANTOG BOVAN





OEBPS/Images/image00617.jpeg
GUYKANTOG





OEBPS/Images/image00616.jpeg
VIOTIKT





OEBPS/Images/image00615.jpeg
OTTOTIKOG





OEBPS/Images/image00614.jpeg
opatiov





OEBPS/Images/image00653.jpeg
* JRS 63. 1973, pp. SO-67.

F. Millar, The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 London, 1977,

. Mitchell, Requisitioned transport i the Roman empire: a ew inscription from
Pisidia,” JRS 66. 1976. pp. 106-131.

T. B. Mitford and I. K. Nicolaou, Salamis vol. 6, Nicosia, 1974,

L. Mitteis and U. Wilcken, Grundzige und Chrestomathie der Papyruskunde,
Leipzig/Berlin, 1912.

A. Mocsy. “Tampius Flavianus Pannoniban,"” Archacologiai Ertesits 93. 1966,
Pp. 203-207

G. Molisani, *“Un nuovo curstor operum publicorum in un’ iscrizione iney
Mausei Capitolni,” ZPE 13. 1974. pp. 7-17.

G. Molisani, *1I govemo della Licia-Panfilia nell et di Marco Aurelio, " Rivista
di Filologia 105. 1971, pp. 16-178.

A. D. Momigliano, *Historiography on writien tradition and historiography on
ol tradition,” in Studies in Hisloriography, London, 196, pp. 211-220.

T. Mommsen, **Sui modi usati da’ Romani nel conservare ¢ pubblicare le leggi
ed i senamsoonsuli,”" in Gesammelte Schrifien (8 vols., Berlin, 1904-1913),

dei

. pp. 290-313,

T. Mommsen, *‘Das Verhiltniss des Tacitus 7 den Acten des Senates,” ibid.
VIL pp. 253-263.

T. Mommsen, **Senatus consultum de sumptibus ludorum gladiatorum minuendis

fsctum a, p. c. 17677, ibid. VII. pp. 499-531
T. Mommsen, **Commentaria ludorum sascularium quintorum et scptimorum,
bid. VIIL pp. 567-626.

3. Morrs, *“The Roman Senatc 69-193 A. D..” unpublished Ph.D. thesis (London,
1953,

3. Morris, “*Senate and Emperor.” in Geras, Studies Presented 1o Gearge Thomson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01h Birthday. Prague, 1963, pp. 149-161.

3. Morris, “'Leges Annales under the Principate, L. Legal and Constitutionl,”
List. Fil. §7. 1964, pp. 316-337; . Political Effects,” ibid. 88, 1965. pp.
231

H. A. Musurillo, The Acts of the Pagan Martyrs: Acta Alexandrinorum, Oxford,
1954,

H. A. Musurillo, The Acts of the Christian Martyrs, Oxford, 1972.

O. Neugebaucr, A History of Ancient Mathematical Astronomy, BerliHeidelberg/
New York, 1975,

R. F. Newbold. “The spectacles a5 an issue between Gaius and the senate,
Proceedings of the African Classical Associations 13. 1975. pp. 30-35.

. Nicolet, "Le cens senatorial sous a République ct sous Auguste,”” JRS 66.
1976. pp. 20-38.

C. Nicolet, Rome et la congudte du monde Méditerranéen 264-27 avani 1.-C., 1.
Les structures de I" Talie romaine (ed. 2), Pasis, 1979.

J. Nicols, *Pliny and the patronage of communities,” Hermes 108. 1980. pp.
365-385

K. L. Nipperdey, Zacirus, Annals 1-VL, ed. 11, revised G. Andresén, Beclin, 1915,






OEBPS/Images/image00652.jpeg
N. Lewis and M. Reinhold. Roman Civilization 11, New York, 1955.

A. W. Lintotr, **Popular justice in a lette of Cicero to Quintus,” Rhein. Mus.
110, 1967, pp. 65-69.

G. Lugli (ed.), Fontes ad topographiam veteris urbis Romae pertinemies, Rarme,
1952-

S. MacCormack, “Latin Prose Paegyrics,” in Empire and Aftermath: Silver Latin
11, ed. T A. Dorey, London, 1975, pp. 143-205

D. Mack, Senatsreden und Volksreden bei Cicero, Wirzburg, 1937.

R. Macmullen, **Romaus in teass, Class. Phil. 75. 1980. pp. 254255

F. Magi, I rilievi Flavi del Palazzo della Cancellaria, Rome, 1943

F. Magi, 1 calendario dipinto sotto Santa Maria Maggiore,  Pontificia Accademia
Romana di Archeologia: Memorie 11. 1972.

. Magie, De Romanorum iuris publici sacrique vocabulis sollemnibus in Graecum
sermonem conversis, Leipiig, 1905.

A Maiusi, Nuova silloge epigrafica di Rodi e di Cos, Florence, 1925,

M. Malasolte, **A proposito del nuovo S.C. da Larino, ” Sesta miscellanea greca
& romana (Studi pubblicati dall” stituto [taliano per Ia stora antica, 27, Rome,
1978), pp. 347382,

F. de Marini Avonzo, La funcione giurisdizionale del senato romano, Milan, 1957,

J. Marquardt, Das Privatleben der Romer (od. 2), Leipeis, 1686

F. B. Marsh, The Reign of Tiberius, Oxford, 1931

H. J. Mason, Greek Terms for Roman Instinations: A Lexicon and Analysis (Amer-
ican Studies in Papyrology 13), Toronto, 1974,

V. A. Maxield, The Military Decorations of the Romian Army, Lodon, 1981.

R. Mayer, “Calpumius Siculus: techaigue and date,” JRS 70. 1980. pp. 175-176.

R. Mayr, Vocabulariun codics Iustiniani, Prague, 1923-1925.

D. McAlindon, **The senator's recirng age: 65 or 607" CR 7. 1951. p. 108,

R. Meiggs, Roman Ostia (ed. 2), Oxford, 1973

R. Mellor, @EA PRMIH, The worship of the goddess Roma in the Greek world,
Hypomaemaia 42, Gotingen, 1975,

A. Mentz, *'Die Entstehungsgeschiche der romischen Stenographie. ™ Hermes 66
1931, pp. 369-386.

M. Meslin, La Féte des kalendes de janvier dans Uempire romain, Collection
Latomus 115, Brussels, 1970.

P. M. Meyer, Griechische Papyri im Museum der oberhessischen Ge-
schichtsvereins zu Giessen, Leipzig and Berlin, 1910.

J. Meyshan, *“The coinage of Agrippa the First,” 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 4.
1954. pp. 186-200.

A. K. Michels, The Calendar of the Roman Republic, Princeton, 1967,

E. Millar, A Study of Cassius Dio, Oxford, 1964.

F. Millar, **The aerarium and it officials under the Empire,” JRS 54. 1964. pp.
33-40.

F. Millar, “‘Epictetus and the imperial court,” JRS 55. 1965. pp. 141-143

. Millar, *“The emperor, the scnate and the provinces,” JRS 56. 1966. pp. 156-
166,






OEBPS/Images/image00651.jpeg
1. Keil, *Dic writte Neokorie von Ephesos,”” Num, Zeitschr. 48. 1915. pp. 125-
130.

J. Keil, “Die erste Kaisemeokorie von Ephesos.” Num. Zeiischr. 52. 1919, pp.
115120,

P. Kaeissl, Die Siegestiulatur der romischen Kaiser, Hypomuemata 23, Gttingen,
1969.

D. Knibbe, R. Merkelbach, * Allerhochste Schelte,” ZPE 31. 1975, pp. 229-232.

L. Koenen, “Die “Laudatio Funcbris' des Augustus fur Agrippa auf exnem neuen
Papyrus,” ZPE 5. 1970, pp. 217-283.

G. Koeppel, “Profectio und Adventus,” Honn. Jahrb. 169. 1969. pp. 139-194,

E. Koestermann, Comelius Tacitus, Annalen, 4 vols.. Heidelberg, 1963-1963.

. **Praycrynck do problemu tzw. *senalores pedaril,” " Meander 34

415418

K. Ksaft, "S(enatus) Clonsuko)." ING 12. 1962. pp. 7-49.

K. Kraft, Das System der kaiserseitichen Miinzprdgung in Kleinasien, Istanbuler
Forschungen 29, Berlin, 1972.

H. Kramolisch, Die Sirategen des Thessalischen Bundes vom Jahr 196 v. Chr. bis
2um Ausgang der romischen Republik, Bonn, 1978

H. Kunckel, Der rdmische Genius, Miti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aeologischen
Instituts, Roemische Abteilung, Erganzungsheft 20, Heidelberg, 1974

A. Kunisz, Recherches sur le monnayage et la circulation monétaire sous e régne
& Auguste, Wroctaw, 1976.

W. Kunkel, Herkuagt und
Vienna, Calogne, 1967.

W. Kunkel, Ober die Enisichung des Senatsgerichs,
erischen Akadeic der Wissenschafien, ph

W. Kunkel, Kleine Schrifen, Weimar, 1974,

W._K. Lacey, "Octavian in the senate, January 27 n.c.
18

P. Lambrechts, La composition du sénat romain de I'accession au tréne d Hadrien
4 fa mort de Commoxde, Antwerp, 1936.

S. Lancel, Actes de la conférence de Carthage en 411, vol. | (Sources Chiciticnnes
no. 194, Paris, 1972).

0. Lenel, Palingenesia uris civiis, Leipeig, 1889,

B. M. Levick and 5. Jamcson, **C. Crepercius Gallus and his gens,” JRS 54.
1964. pp. 98-106,

B. M. Levick, *“The coinage of Pisidian Antioch in the third century 4.0, NC
6. 1965. pp. 47-59.

B. M. Leviek, Roman Colonies in Southern Asia Minor, Oxford, 1967,

B. M. Levick, “Imperial control of the elections under the early Principate: com-
mendatio, suffragatio and ‘nominatio,' ™ Hisioria 16. 1967, pp. 207-230.

B. M. Levick, *“The beginning of Tiberius' career,” CQ 21. 1971, pp. 478486,

B. M. 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cian, Londan, 1976.

B. M. Levick, *Antiquarian or Revolutionary? Claudius Coesar's Concepion of
his Principate,” A7 99. 1978. pp. 79-105.

l Siellang der romischen Jurisien (ed. 2), Graz,

itsungsherichte der Bay-
ist. Klasse, Heft 2, Munich, 1969,

" JRS 64.1974. pp. 176-






OEBPS/Images/image00650.jpeg
A, J. Holladay, *'The clection of magistratcs in the early Principate.” Latorus
37. 1978. pp. 874-893

A, M. Honoré, Gaius, Oxford, 1962.

A. M. Honaré, "“The Severun lawyers: a preliminary survey,” SDH 28. 1962.
Pp. 162232

A M. Honoré, * “Imperial’ rescripts ».0. 193-305: authorship and authenticty, "
JRS 69, 1979. pp. 51-64.

A- M. Honoré and J. Menner, Concordance 10 the Digest Jurists, Oxford, 1980
(microfiche).

K. Hopkins, “Economic growth and town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 in Towns in
Societies, ed. P. Abrams and E. A. Wrigley, Cambridge, 1978, pp. 35-77

K. Hopkins, Conguerors and Slaves, Cambridge, 1978.

N. Horsfall, *“The Ides of March: some new problems, ” Greece and Rome 21
1974, pp. 191-199.

G. W. Houston, **Notes on some documents pertaining (o Flavian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 ZPE 20, 1976. pp. 25-34.

G. W. Houston, **Vespasian's adlection of men in senatum” AP 98. 1971. pp.
3563.

M.P.J. van den Hout, M. Corneli Fronionis Epistulae, Leiden, 1954,

H. U. Tnstinsky, **Farmalien im Briefwechsel des Plinius mit Kaiser Trajen,
Akad. dex Wiss. und Lit.. Mainz, Abhandlungen geistes- und sozialwiss. Klasse,
1969. no. 12.

S. Jameson, *22 or 237" Historia 18. 1969. pp. 204-229.

A. C. Johason, P. R. Coleman-Noreon, F. C. Boume, Ancient Roman Statues,
Austin, 1961,

H. F. Jolowicz and B, Nicholas,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oman
Law (¢d. 3), Cambridge, 1972.

AHM. Jones, “Imperial and senatorial jurisdiction in the carly Principate, "
Historia 3. 1955. pp. 464-488.

AHM. Jones, Srudies in Roman Government and Law, Oxford. 1960

AH.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Oxford, 1964

AH.M. Jones, The Criminal Courts of the Roman Republic and Principate, Ox-
ford, 1972.

C. P. Jones, *“Towards a chronology of Plutarchs works, ™ JRS 56. 1966, pp. 61-
.

C. P. Janes, Plutarch and Rome, Oxord, 1971.

C. P. Jonss, “"The date of Dio of Prusa’s Alexandrian oration,” Historia 22, 1973.
pp. 302.309.

3. R. Jones, **Mint magistrates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 BICS 17. 1970. pp.
7.

U. Kahrstedt, Das wirtschafiliche Gesicht Griechenlands in der Kaiserzeir, Beme,
1954,

M. Kaser, Das rémische Zivlprozessrecht, Munich, 1966.

M. Kaser, Das rémische Privatrech: 1 (ed. 2), Munich, 1971,

J. Keil and A. von Premerstein, Berichi iber eine dritte Reise in Lydien, Vienns.
1914,






OEBPS/Images/image00649.jpeg
G. Gualandi, Legislazione imperiale e giurisprudenza, Milun, 1963.

M. Guarducci, Inscriptiones Creticae, 4 vols., Rame, 1935-1950.

A. Guarino, *II mestiere di senatore, " Labeo 24. 1978. pp. 20-36.

A Gudeman, P. Corneli Taciti Dialogus de Oratoribus, Leipzig asd Belin, 1914,

R. Gingetich, Kommentar zun Dialogus des Tacitus, Gottingen, 1980.

. Habicht, *Zwei neue Inschsiften aus Pergamon, " fstanb. Mit. 9/10. 1959/60.
op. 109-127.

C. Habicht, Alrertimer von Pergamon, VII. 3: Die Inschrifien des Askiepleions
(Deatsches Archiologisches Institut, Berlin, 1969).

C. Habicht, *Zwei omische Senatoren aus Kleinasien,"” ZPE 1. 1974. pp. 1-6.

M. Hammond. **Cuzatores Tabularum Publicarum,” in Classical and Mediaeval
Studies in Honor of E. K. Rand, ed. L. W. Jones, New York, 1933, pp. 123
131

M. Hammond, **A st of Trgjan represented on the *Anaglypha Traiani,” **
MAAR 21. 1953, pp. 127-183.

M. Hammond,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powers of the Roman cmperor from the
death of Nero in A.D. 68 1o that of Alexander Severus in A.D. 235." MAAR 24.
1956. pp. 61-133.

M. Hammond, **Campos
31

M. Hammond, The Anionine Monarchy, Papers and Monographs o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9. 1959.

R. Harder, Didyma U, Betln, 1958,

L. Harmand, Le patronat sur les collectivités publiques des origines ai bas-empire,
Paris, 1957,

W. V. Harris, War and Imperialism in Republican Rome, 327-70 B.C.., Oxford,
1979,

A. Hearichs, *“Vespasian's visit 1o Alexandria,” ZPE 3. 1968. pp. 51-80.

P. Herrmann, “Dic Inschriften romischer Zeit aus dem Heraion von Samos, Arh
Mist. 75. 1960. pp. 68-183.

P. Herrmann, Der romische Kaisereid, Hypomnemala 20, Gottingen, 1968,

P. Herrmann, “ inc Kaiserurkunde der Zeit Marc Aurels aus Milet,” [stanb. Mit
25.1975. pp. 149-166.

H. Heubner, P. Cornelius Tacitus, Die Historien, 4 vols., Heidelberg, 1963-1976.

G. F. Hill, **Some coins of southern Asia Minor,"” in Anafolian Studies presenied
o Sir William Mitchell Ramsay, ed. W. H. Buckler and W. M. Calder, Man-
chester, 1923, pp. 207-224.

O, Hirschfeld, **Die Ranglitcl der romischen Kaiserzeit,” in Kleine Schriften,
Berlin, 1913, pp. 646.681

©. Hirscheld, **Dic romische Staatszeitung und die Akklamationea im Seaat,”
ibid. pp. 682-702.

O. Hirschfeld, *“Die Abfassungszeit der MAKPOBIOL," bid. pp. §81-384.

R. Hodot, “'La grande inscription de M. Pompeius Macrinus a Mytiléne, ZPE
34.1979. pp. 21-237.

. Holscher, Victoria Romana, Mainz, 1967

n of the senate A.D. 68-235," JRS 47. 1957. pp. 74






OEBPS/Images/image00648.jpeg
Senato Romano," Afi Accad. Naz. Lincei, Memorie (Classe sc. mor., stor.,
§1) VIIL V. 3 (1953)

P. de Francisci, **Per la storia della legislazione imperiae durante il Principato,
Ansali della storia del dirino 12/13. 19686. p. 141

R Frei-Stolba, Uniersuchungen zu den Wahlen in der ramischen Kaiserseir, Zu-
ich, 1967,

R. Freudenberger, **Die Uberlicferung vom Martyrium des romischen Christen
‘Apollonius,” ZNTW 60. 1969, pp. 111-130.

G. Freyburger, **La supplication &"action de grces sous le HautEmpire,” ANRW
16.2. 1978, pp. 14181439

L. Friedlinder, Darstellungen aus der Sittengeschichie Roms (ed. 9/10), Leipzig,
1921

B. W. Frier, Landlords and Tenants in {mperial Rome, Princeton, 1980.

H. Fumeaus, The Annals of Tacitus (ed. 2), Oxford, 1896.

E. Gabba, Appiano e la sioria delle guerre civii, Florence, 1956.

E. Gabba, “"Senatiin esilio,” Boll. st. Dir. Romn. 63. 1960, pp. 221.232.

M. 1. le Gall, Le Tibre. fiewve de Rome dans ["antiquité, Paris, 1953,

P. A, Gallivan, *‘Some comments on the Fast for the reign of Nero," CQ 2¢.
1974, pp. 290311

P. A, Gallivan, “The Fasi for the reign of Claudius, " C 28. 1978. pp. 407-
.

P. A. Gallivan, *“The Fasti for the reign of Gaius, " Antichthon 13. 1979. pp. 6-
.

P. A Gallivan, *"The Fasti for A.D. 7096, CQ 31. 1981. pp. 186-220.

P.D.A. Garnsey, Social Status and Legal Privilege in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1970,

P.D.A. Garnsey. “Rome’s Afican empire unde the Principate,” in 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 ed. P.D.A. Gamsey and C. R. Whitaker, Cambridge,
1978, pp. 223254,

1. Gascou, “'Le décret municipal de Tergeste en Thonneur de Lucius Fabius
Severus,” Annuaire de I'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des (Ve sec

.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99. 196677, pp. 511-520.

3. Geiger, M. Hortensius M. . Q. n. Hartalus," CR 20. 1970. pp. 132-134.

H. Gerstinger, “Neue Texte aus der Sammiung Papyrus Ercherzog Rainer in
Wien, " Aneiger der phil.-hist. Ki. d. ost. Akad. d. Wiss. 1958. no. 15.

F.R.D. Goodyear, 7he Annals of Tacitus, Cambridge, 1972-

F.R.D. Goodyear, "“Tacitu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Litereture 2.
©d. E. J. Kenncy, Cambridge, 982, pp. 642-655.

A. E. Gordon, Quintus Veranius Consul A.D. 49, Califomia, 1952

0. Gradenwitz, Vocabulariam iurisprudentiae romanae. Belin, 1903-

M. Griffin, “The Elder Seneca and Spain, " JRS 62. 1972. pp. I-19.

M. Griffin, Seneca: A Philosopher in Poliics. Oxford, 1976.

A. Grilli, 1! problema della vita contemplativa nel mando greco-romano, Milan
and Rome. 1953

P. Groche, *Dic Obstruktion im ror

hen Senat,” Kiio S. 1905. pp. 229-235.





OEBPS/Images/image00647.jpeg
1. Devreker,
8,

F. K. Démer, *‘Der Erlass des Sahaliers von Asia Paullus Fabius Persicus, "
diss. Greifswald, 1935.

M. A. de Dominicis, “Il 'ius seatentiae’ nel senato romano,"" Annali, Facoltd di
giurisprudenza, Perugia, &4. 1932. pp. 243-300.

M. Dondin, **Une anomalie du cursus sénatorial sous I'empire: les legations pro-
vinciales préquestoriennes,” Latomus 37. 1978, pp. 148-172.

G. Dossin, “*La ‘lunule’ des sénateurs romains, " in Hommages d Marcel Renard,
Collection Latorus 102, Brussels, 1969, vol. 2 pp. 240-243

T. Drew-Bear, W. Eck, P. Herrmann, **Sacrac Litterac, " Chiron 7. 197, pp.
355383,

R. Duncan-Jous, The Ecanomy of the Roman Empire: Quaniitative Srudies, Cam-
bridge, 1974.

F. Dvamik, **The authority ofthe state in the oesumenical counsils, " Zhe Christian
East 14. 1933 pp. 95-108.

F. Dvornik, “Emperors, popes and general councils,'” Dumbarton Oaks Papers
6. 1951. pp. 3-23.

F. Dvomik, Photian and Byzantine Ecclesiastical Stadies, Loodon, 1974,

"adlectio in senatum de Vespasien,” Latomus 39. 1980. pp. 70-

W. Eick, **Zum Rechtsstatus von Sardinien im 2 Jh. n. Ch.,"” Historia 20. 1971.
pp. 510512,
W. Eck, *“Dic Familic der Volusii Saturnini in neven Inschriften aus Lucus Fe-

roniae,” Hermes 100, 1972. pp. 461-484.

W. Eck, ““Bemerkungen zum Militirkommando in den Senatsprovinzen der Kai-
serzeit,” Chiron 2. 1972. pp. 429-436.

W. Eck, “Sozialstruktur des tomischen Senatorcastandes der hoben Kaiserzcit und
staistischic Methode,” Chiran 3, 1973. pp. 375-394.

W Eck, 'BeRérderungskriteien innerhalb der senatorischen Laufbahn, dargestellt
an der Zeit von 69 bis 138 n. Chr.,” ANRW ILi. 1974 pp. 158-228

W. Eick, Dl siaatiiche Organisation Italiens in der hohen Katserzelt, Vestigia 28,
Munich, 1979,

W. Eck, ““Traian als Stifter der Alimenta auf einer Basis aus Temracina,” Ar-
chdologischer Anzeiger 1980. pp. 266-270.

W. Eck, *Miscellanea prosopographica. ' ZPE 42. 1981. pp. 227-256.

D. E. Eichholz, “*How long did Vespasian serve in Britain?" Britannia 3. 1972
Pp. 149-163.

H. Engelmann 4nd D. Knibbe, *‘Aus ephesichen Skizzenbichem,” JOAT 1978
80 Hauplblatt 52. pp. 19-61

P. Fabia, Les sources de Tacite dans les Histoires et les Annales, Paris, 1893,

1.-C. Faur, **Un discours de I'empereur Caligula au Sénat (Dion, Hist. rom. LIX,
16),"” Ko 60. 1978. pp. 439-441.

EW.B. Fentress, Numidia and the Roman Army: Social, Milizary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Frontier Zone (B.A.R.., Intemational Series 53), Oxford, 1979

J. Fitz, “'Prosopographica Pannonica,” Epigraphica 23, 1961. pp. 6694

G. Fomi, “IEPA ¢ ®EOX IYNKAHTOZ: un capitolo dimenticato nella storia del






OEBPS/Images/image00646.jpeg
A. Chastagnol, Historia 25. 1976. pp. 253256,

A. Chastagnol, **Le probleme du domicile Iégal des sénateurs romains 3 I'époque
impériale,” in Meélanges offerts G Léopoid S. Senghor. Dakar, 1977, pp. 43«
54

A. Chastagnol, “Les femmes dans I'ordre sénatorial titulature et rang social &
Rome," Rev. Hist, 262. 1979, pp. 3-28.

A Chastagnol, “La crise de recrutement sénatorial des années 16-11 av. J.4
in Miscellanea di studi classic in onare di Eugeio Mamni 11, Rome, 1979, pp.
465.476.

A Chastagnol, *'Les homises novi calrés au sénat sous le régne de Domitien.
in Studien zur antiken Sozialgeschichte: Festschrif F. Vitinghoff, ed. W. Eck,
H. Galsterer, H. Wolff, Cologne/Vienna, 1980, pp. 269-281.

G.E.F. Chil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acitus' Histoties 1 and I, Oxford,
1979.

G. W, Clarke, **Prosopographical notes on the Epistes of Cyprian, Il. The Pro-
consul of Africa in 250 A..," Latomus 31. 1972. pp. 1053-1057.

G. Clemente, *'La presunta politica di scambio dei governi provincial fra impe-
ratore e senato nel L ¢ I sccolo,” Parola del Passaro 20. 1965. pp. 195-106,
. Clemente, "Il patronato nei collegia dell’ impero romano,” S classici ¢

orientali 21. 1972. pp. 142:229.

R. A. Coles, Reports of Proceedings in Papyri (Papyrologicu Bruzellensia 4),
Brusscls. 1966,

G. Colonna, *Vilerbo—Calendari romani dai Bagr
NSe 20. 1975. pp. 3742

M. Corbier, L' Aerarium Saturni et I'Aerarium Miliare: adminisiration et pro-
sopographie sénatoriale, Roie, 1974.

E. Courlney, A Commentary on the Satires of Juvenal, London. 1980.

F. H. Cramer, Astrology in Roman Law and Politic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z, 1954

G. Crifd, *Ativith normativa del senato in et repubblicana," Boll. Ist. Dir. Rom.
71 1968. pp. 31-115.

3. Crook, Consilium Principis, Cambridge, 1955

J. Crook, Law and Life of Rome, Lordun, 1967

D. Daube, **Did Macedo murder his father?” 255 65. 1947, pp. 261-311

D. Daube, Forms of Roman Legislation, Oxford, 1956,

A. Degrassi, [ fasti consolari dell” impero romana (30 a.c.-613 d.c.), Rome,
1952

A. Degrassi, 1l confine nord-orientale delt” talia romana, Beme, 1954,

N. Degrassi, **La dimora di Augusto sul Palatino ¢ la base di Sorento, ™ Aui delia
Pontifcia Accademiz Romara di Archeologia (serie 1) Rendiconti 39. 1966/
7. pp. 71-116.

3. Desanges, *“Un drame africain sous Auguste, " in Hommages & Marcel Renard,
Coltection Latomus 102, Brussels, 1969, vol. 2 pp. 197-213

1. DesGagniers and others, Laodicée d Lycos. Le nymphée: campagnes 1961-
1963, Université Laval,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série I fouilles, Québec
and Paris, 1969,

‘ommunali ¢ da Riello,”






OEBPS/Images/image00645.jpeg
T, Battmer-Wabst, De legationibus reipublicae liberae temporibus Romam missis,
Leipzig, 1876

A, M. Bumett, “The authorily to cvin in the lstc Republic and carly Empire,”
NC 17,1977, pp. 3763

G._P. Burton, **Procousls, assize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under the
émpire,” JRS 65. 1975. pp. 92-106.

G. P. Burton, *“The issuing of mandata to proconsuls and a new inscription from
Cos,”” ZPE 21. 1976. pp. 63-68.

G. P. Burton, *“The Curator Rei Publicae: towards a reappraisal,” Chiron 9. 1979.
Pp. 465487

G Calza, “Una statua di porfido trovata nel foro, At della Ponificia Accademia
Romana di Archeologia (serie 11D Rendiconti 2. 194677, pp. 185-191

A Cameron, Circus Factions: Blues and Greens at Rome and Byzantium, Oxford,
1976

G. Camodeca, *'La cariera di L. Publilius Probatus ¢ un inesistente proconsole
d" Africa, Q. Volatcius, " At dell' Accademia di scienze morali ¢ politche,
Napoli, 85. 1974. pp. 250.268.

B. Campbell, *“Who were the “viri militares"?"* JRS 65. 1975. pp. 11-31.

G. P. Caratlli, *“Tabulae Herculanenses,” La Parola del Passato 3. 1948. pp.
165-184.

F. Castagnoli, “Sulla biblioteca del tempio di Apollo Palatino,” Accadenia dei
Lincei (Classe di sciense moral), Rendicont Ser. §. 4. 1989, pp. 330-382.

F. Castaguoli, **Note sulla tnpografia del Palatino e del Foro Romano,” Arch
Class. 16. 1964, pp. 173-199.

R. Cavenaile, Corpus papyrorum latinarum, Wiesbaden, 1958

M. Cébeillac, Les ‘Quacstores Principis et Candidaii’ aux fer et léme Sidcies de
I Empire, Milan, 1972.

E. J. Champlin, *“The chronology of Fronto,"" /RS 64. 1974. pp. 136-159

E. J. Champlin, **The lfc and times of Calpurius Siculus,” JRS 68. 1978, pp.
95-110.

E. J. Champlin, “*Notes on the heirs of Commdus,"” AJP 100. 1979. pp. 288-
306

E. J. Champlin, Fronto and Antonine Rome, Harvard, 1980.

N. Charbonnel, **A propos de I'inscription de Kymé et des pouvoirs d'Augusie.
dans les provinces au lendemain du glement de 27 av. n. &.," Rev. fnt. Droits
Ant. 1979, pp. 177225

A. Chastagnol, “‘Les modes d'accdss au séna romain au début de Iempire: re-
margucs & propos de la table Claudienne de Lyon." Buledin de la socieié
nationale des antiguaires de France 1971. pp. 282-310.

A. Chastagnol, **La naissance de 1'Ordo Senatorius,”™ MEFR 8S. 1973, pp. 583-
67

A Chastagnol,
sénat romain sous le haut-cmpire,

A. Chastagnol, ““Latus clavas et Adlectio dans I'Histoire Auguste,
6. pp. 107-131.

Latus Clavus' et *Adlectio’: I'accds des hommes nouveaus au
Rev. Hist. Droit 53. 1975. pp. 375-394.
* BHAC 19751






OEBPS/Images/image00644.jpeg
A. R Bitley, The Fasti of Roman Britain, Oxford, 1981

E. Birley, **Senatars in the emperors” secvice, " Proc. Brit. Acud. 39. 1953. pp.
197214,

B. Bischoff, “'Der Fronto-Palimpscst der Maurincr," Sitzungsberichte der Bay-
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usse, Heft 2, Munich, 1958.

L. T. Blaszczyk, Ze studiow nad senalem raymskim w okreste schyl republiki,
L6z, 1965 (with review by A. Deman, Latomus 26. 1967. p. 271).

J. M. Blézquez, Hispania desde cl alo 138 al 235."" Hispania 132. 1976. pp.
587

1. Bleicken, Senatsgerichi und Kaisergerichi,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ien in Gatingen, phil -hist. Klasse, 3rd series, no. 53, 1962.

€. Borker and R. Merkelbach, Die {nschriien von Ephesos, Bomn, 1979

H. Boge, Griechische Tachygraphie und Tironische Noten, Beriin, 1973

R. Bonini, 1 "Libri de Cognitionibus” di Callistraio, Milsn, 1964.

A. B. Baswanh, A Hisiorical Commentary on Arriun's History of Alesander 1,
Oxford, 1980

A. B. Bosworth, **Fimmus of Arrctium,” ZPE 39. 1980, pp. 267-271.

E. Bourguel, De rebus Delphicis imperatoriae aeiatis capita duo, Montpellict,
1905

G. W, Bowersock, Augustus and the Greek World, Oxford, 1965,

G. W. Bowersock, *'Suctonius and Trajan,” in Hommages d Mareel Renard, ed.
3. Bibauw, Collection Latomus 101, Brussels, 1969, vol. 1 pp. 119-125.

G. W. Bowersock, Greek Sophisis in the Roman Empire, Oaford, 1969.

G. W. Bowersock, "'Syria under Vespasian,'" JRS 6. 1973. pp. 133-140.

A. A Boyee, *The origin of ornamenta triumphalia,” Class. Phil. 37. 1942, pp.
130141

G. K. Boyce, Corpus of the Lararia of Pompeii, MAAR 14, 1937

K. R. Bradley, Suetonius’ Life of Nero: 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Collection
Latomus 157, Brusscls, 1978,

H. Braunet, **Das Athcnacum 70 Rom bei den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BHAC 2. 1963. pp. 9-41

R Brilliant, Gesture and Ran in Roman Art, Memoirs of the Connecticut Academy
f Arts and Sciences 14. 1963

P.A. Brunt, “Charges of provincial mal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eary Principate,
Historia 10.1961. pp. 189-227

P. A, Brunt, *'The Lex Valcria Comelia,”" JRS 51. 1961. pp. 71-83

P. A. Brunt, *“The “fiscus’ and its development,” JRS 56. 1966. pp. 75-91

P. A. Brunt, " Conscription and voluntecting inthe Roman imperial army,” Sripta
Classica Israelica 1. 1974, pp. %0-115

P. A Brunt, *C. Fabricius Tuscus and an Augustan dilectus,” ZPE 13, 1974,
op. 161-185.

P A, Brun:, “Stoicism and the Principate,” PASR 43. 1975 pp. 7-35.

P. A. Brunt, *'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 JRS 67. 1977. pp. 95-116.

P. A. Brunt, “From Epictetus 1o Arrian,” Athenacar 55. 1977 pp. 1948

W. H. Buckler and D. M. Robinson (cds.), Sardis VIL1, Greek and Latin In
scriptions, Leiden, 1932.






OEBPS/Images/image00654.jpeg
. N, **Drei Miszelicn zur Lebensgeschichic des Jurisien Salvius Julianus
Daube Noster: Essays in Legal History for David Daube, ed. A. Watson.
burgh and London, 1974, pp. 233-252.

A. F. Norman, *“The book trade in fourth-century Aatioch, " JHS 80. 1960. pp.
122126,

R. M. Ogilvie and 1. Richmond, Cornelil Taciti de Vita Agricolae, Oxford, 1967

J. H. Oliver and R.E.A. Palmer, “Minutes of an Act af the Roman Senatc,”
Hesperia 24. 1955. pp. 329-M9.

1. H. Oliver, *"The epistic af Claudius which mentians the proconsul funius Gallio,”
Hesperia 40. 1971. pp. 239-240.

1 H. Oliver, “Imperial commissioners in Achaia,"” GRBS 14. 1973, pp. 389-405.
JH. Oliver, **Minutes of a rial conducted by Caracalla at Antioch in .0, 216,
in Mélanges Helléniquer offerts ¢ Georges Daux, Paris, 1974, pp. 289-294.

A, Ormanni, Saggi sul “regolamento interno’” del senato remans, Milsa, 1971
W. O, “Ein vemachléssigtes Zeugnis zur Geschichte der romischen Provinz

se.” Chiron 3. 1973, pp. 255-263

Le votarioni del senato romano nell ek di Traiano, Athenaeun
37. 1959, pp. 3-133.

M. L. Paladini, **La ‘gratiarum actio* dei consoli in Roma altraverso la testimo-
nianza di Plio il Giovave."” Historia 10. 1961. pp. 356-374.

S. Panciera. “'L. Pomponius L. F. Horatia Bassus Cascus Scribonianus.” At
della Pantificia Accademia Romana di Archeologia, Rendiconti 45. 19723, pp.
105-131.

S. di Paola, Donativ mortis causa, Catania, 1950.

B. Parsi, Désignation et investiture de I'empereur romain, Pasis, 1963,

H. Pavis d'Escurac, La préfecture de I'annone: service adminisirat impérial
o Augusie & Cansiantin, Rome, 1976,

H. Pavis d"Hscurac, * Aristocratic sénatoriale et profits commerciaux, Ktema 2.
1977. pp. 339-355.

TE.V. Pearce, “Notes on Cicero, In Pisomem,”” €Q 20. 1970, pp. 309-321

H.-G. Pllaun, Le Marbre de Thorigny. Paris, 1948.

H.-G. Pflaum, “'Légats impériaus & 'ntérieur de provinces sénatoriales, " in Hom-
mages a Alber: Grenier, Collection Latomus S8, Brussels, 1962, pp. 1232-1242.

H.-G. Pfiaum, “*De nouveau sur les agri decumates & Ia lumiére d'un fragment
de Capoue, CIL X. 3872,” Bonn. Jahrb. 163. 1963, pp. 224-237.

H.-G. Pflaum, **Augustanius Alpinus Bellicus Sollers, membres de la gens Cas-
sia,” Archivo Expafiol de Arqueologia 39. 1966. pp. 3-23

H.-G. Phlaum, “Epigraphic latine impériale,"” Ecole Pratigue des Hautes Etudes
(IVe section): Annaire 1973/4. pp. 269-271,

H.-G. Pflaum, “"Les progrés des echerches prosopographiques concernan I'époguc
du Haut-Empire durant le demier quart de siécle (1945-1970),” AVRW ILi
1974, pp. 113-135,

H.-G. Phlaum, Abrégé des procurateurs équestres, Paris, 1974

H.-G. Pflaum, *“La caritre de C. lulius Avitus Alcxianus, grand'pére de deux
empereurs,”” Rev. Et. Lat. §7. 1979, pp. 298-314






OEBPS/Images/image00655.jpeg
H.-G. Pllaum, Gaule et I'empire romain; scripta varia I, Paris, 1981,

B. Pick, *Dic tempeluagenden Gottheiten und di Darstellung der Neokorie auf
den Minzen,"” JOAI 7. 1904. pp. 141

. Piganiol, *"Les rrinci Gaulois, gladiateurs consacres, " Rev. Ef. Ane. 2. 1920.
Pp. 263290

. B. Pighi, De Ludis Saccularibus Populi Romani Quiritiun (ed. 2), Amsterdam,
1965.

A. Plassart, Fouilles de Delphes IIl. 4, Paris, 1970.

5. B. Platner and T. Ashby. A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Oxford,
1929.

H. A. Pohisander, *'Victory: the story of a statuc,” Historia 18. 1969. pp. S85-
597,

F. Preisigke and others (eds.), Sammelbuch griechischer Urkunden aus Agypien,
Stutgart and elsewhere, 1915-

M. Rachet, Rome et les berbéres, Collection Latomus 110, Brussels, 1970.

B. Radice, **Pliny and the Panegyricus,” Greece and Rome 13. 1968. pp. 166-
172

P. Ramondett, **La terminologia relativa alla procedura del senatum habere in
Svetonio,” Atti Accad. Sc. di Torino, Classe Sc. Mor., Stor. ¢ Filol 111, 1977.
pp. 135-168

W. M. Ramsay, *'Inscriptions de la Galati et du Pont,”” BCH 7. 1883, pp. 15-
2,

E. Rawson, "*Cacsar’s heritage,” JRS 65. 1975. pp. 148-159.

E. Rawson, *"The Ciceronian aristocracy and ts properties,” in Studies in Roman
Property. ed. M. I Finley, Cambridge, 1976, pp. 85-102.

M. Reinhold, **Usurpation of status and status symbols in the Roman Empire,”
Histaria 20. 1971, pp. 275-302.

B. Rémy, “Omati ¢t omamenta quacstoria practoria et consularia sous le haut
empirc romain,” Rev. E1, Anc. T8-19. 1976/7. pp. 160-198.

1. M. Reynolds, “Notcs on Cyreaaican inscriptions,” PESR 20, 1965. pp. 52-54.

J. M. Reynolds, " Inscriptions rom south Eruria,” PBSK 21. 1966, pp. 56-67.

1. M. Reynolds, **Hadrian, Antoninus Pius and the Cyrenican Cities,™ JRS 68.
1978, pp. [11-121

3. M. Reynolds, Aphrodisias and Rome, London, 1952.

L. Richardson, Jr.. *“The Curia Julia sad the Janus Geminus,” Rom. Mil. 85.
1978. pp. 359-369.

G. E. Rickman, 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 Oxford, 1980,

E. Rittcrling, *'Ein Offizier des Rheinheeres aus der Zeit des Caligula, ™ Germania
1. 1917, pp. 170-173.

E. Ritterting, **Military forces n the senatorial provinces.” JRS 17. 1927. pp. 28-
)

L. Robert, Etudes anatoliennes, Paris, 1937.

L. Robert, Monnaies grecques, Geneva and Paris, 1967

L. Robert, “Sur des inscriptions d’Ephese: fetes, athlites, empereurs, €pi-
grammes,"” Rev. Phil. 41. 1967, pp. 184,






OEBPS/Images/image00643.jpeg
A. E. Astin, ““The status of Sardinia in the sccond century A.p.," Latomus 18,
1959. pp. 150-153.

A E. Astin, **Augustus and ‘Censoria Potesas,” ” Latomus 22. 1963. pp. 226-
25,

A_E. Astin, ** *Nominare’ in accounts of elections in the early Principate,
Latomus 28. 1969, pp. 863874,

H. R. Baldus, Uranius Antoninus: Minzpragung wnd Geschichte, Antiquitas 11,
Bomn, 1971.

H. R. Baldus, *Zum Rechtsstats syrischer Prigungen der 1. Halfte des 3. Jahr-
hunderts n. Chr.,” Chiron 3. 1973, pp. 41450,

B. Baldwin, *“The acta diurna,” Chiron 9. 1979. pp. 189-203

B. Baldwin, **Acclamations in the Historia Augusta,” Athenaeun 59. 1981. pp.
138-149.

J.P.V.D. Balsdon, “‘Roman History, 38-56 5.c.: three Ciceronian problems,” JRS.
47. 1957 pp. 1520

JLP.V.D. Balsdon, Life and Leisure in Ancient Rome, London, 1969,

T. D. Bames, “Legislation against the Chritians,” JRS 58. 1968. pp. 32-50.
T D. Bames, **A senator from Hadrumetum, and three others,” BHAC 196819
pp. 47-58.

D. Bames, “The first African consul,”” CR 21. 1971, p. 332

D. Barnes, Teriullian: A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Study, Oxford, 1971.

D. Barmes, **Who were the nobility of the Roman empire?” Phoeni 28, 1974.
Pp. 444-449.
D.
A
3
Bari

T.
T
T.

Bames, ““Two senators under Canstantine, " JRS 65. 1975. pp. 40-49.
Barrett, *“The career of Tiberius Claudius Cogidubnus,” Britannia 10. 1979.
21242,

La statua porfiretica della curia (Roma)," NSc 1. 1947, pp. 85-100,

Bl I monument dH pepeath de sent, Sud Romans 2. 195,

pp. 129137,

A. Bartoli, Curia Senatus, Lo scavo e il restaura, Rome, 1963.

R. A. Bauman, “Tiberius and Murena,” Historia 1S, 1966, pp. 420431

R. A. Bouman, Impietas in Principem, Miinchener Beiirdge 67. 1974

A Bay, *“The letters SC on Augustan acs coinage,” JRS 62. 1972, pp. 111122

C. A. Behr, Aefius Aristides and the Sacred Tales, Amsterdam, 1968,

F. Benoit, “'Le sanctuaire o' Auguste et les cryptoportiques d'Arles."” Rev. Arch.
39. 1952, pp. 3167

D. van Berchem, *“Un banquier chez les Helvates, " Krema 3. 1978. pp. 267-274.

A Beschaouch, *Eléments celtiques dans la population du pays de Carthige,””
CRAI 1979. pp. 394-409.

A. R Birley, “The oath not to put senators to death,” CR 12. 1962. pp. 197-
199,

A. R, Birkey, “The duration of military commands under Antoninus Pius," in
Corolla memoriae Erich Swoboda dedicata, Rimische Forschungen in Niede-
risterreich 5. 1966. pp. 43-53

A. R. Birley, Septimius Severus, London, 1971

T,
A
A
A





OEBPS/Images/image00642.jpeg
J. N. Adams, **Conventions of naming in Cicero," CQ 28. 1978. pp. 145-166.

G. Alfsldy, *“Ein senatorischer Cursus Honorum aus Bracara Augusta,” Madrider
Mitteilungen 8. 1967. pp. 185-195.

G. Alfdldy, *'Die Legionslegaten der romischen Rheinarmeen,” Epig. Stud. 3.
1967.

G. Alféldy, **Herodians Person," Ancient Society 2. 1971. pp. 204-233.

8ldy, Noricum, London, 1974.

. Alfoldy, Die ramischen Inschriften von Tarraco, Berlin, 197

G. Alfoldy, **Consuls and Consulars under the Antonines: Prosopography and
History,” Ancient Sociery 7. 1976. pp. 263-299.

G. Alfoldy, review of P. Setili, Private domini, cited below, Erasmvs 30. 1978
cols. 297-302.

G. Alféldy and H. Halfmann, *‘Iunius Maximus und dic Victoria Parthica,” ZPE
35. 1979. pp. 195212

G. Alféldy, *'Ein Senator aus Vicetia,” ZPE 39. 1980. pp. 255-266.

J. E. Allison and J. D. Cloud. “‘The Lex Julia maiestatis,"” Laromus 21. 1962
pp- 711731,

J. M. Alvarez Martinez, *‘Una escultura en bronce del genius senatus, hallada en
Merida,”” Archivo Espariol de Arqueologia 48. 1975. pp. 141-151.

M. Amelotti, “‘La posizione degli atleti di fronte al diritto romano,” SDHI 21
1955. pp. 123-156.

J. C. Anderson, Jr., “‘Domitian, the Argiletum and the Temple of Peace,” AJA
86. 1982, pp. 101-110.

J. H. &’ Arms, Romans on the Bay of Naples, Harvard, 1970.

J. H. d'Arms, “*Senators' involvement in commerce in the late Republic: some
Ciceronian evidence,” MAAR 36. 1980. pp. 77-89.

J. H. d'Arms, Commerce and Social Standing in Ancient Rome, Harvard, 1981.

T. Ashby, The Aqueducts of Ancient Rome, Oxford, 1935.

B. Ashmole, **A lost statue once in Thasos,” in Fritz Sax! 1890-1948: A Volume
of Memorial Essays, ed. D. J. Gordon, London, 1957, pp. 195-198.






OEBPS/Images/image00641.jpeg
FH

FOYAE M BT o YRS - CEABAR B —
A
AT R - DO - REGN - SEN - BAGA 5 e
EE R e
/H% “.'D,HJ CERRE X (1) T3 B 27
i - BT - FTI R S0 - KB
FHFE AW - BT - BAR - RpdIDEBRME |
ERCE RN ]
KA T AR - PTRRAT - LB - RSN - B R
SRR e
FHE fEH - BT PR E R BN M
Hikp

238—244
A% A - B - TR - % ik RAID © KA






OEBPS/Images/image00640.jpeg
Eet s

T AL B - AR - RS REA =T
ot R AN - HRB IR 958
FOHE M WK - SR - W &= A .
e RIS - KU )
SR - BAER - R 17 138
AT AR IR AN RER - R ER |
RH - DK )
KT AL - BT - & - HER - AN 151180
FOHTE L - P AR - MBER - S5 - AT 161 189
KT A T - AR - R ERE - B
177192
Wit
KA AL HHGH - BB MEMAS - [
SHAH ¢
RN K BT - RF LA - MG - RAIK R -
ez e
EhE
JHE A AN BEFR SN ERE WG |
PERE Y ki
KA AL ST o R - KR - R A §
i 188—217
F40
W E AR - 2 R
209212
C O - BB GH - D AR
L - BB GHT - B AR - R 217218
S S - T IR - HEIE - Ok
KO A T . BLER - HEE - RHRE Ok Sii—ags

PO






OEBPS/Images/image00639.jpeg
RET-FZ K

KT B - A AT

AT AERN

AEVods - JLFELER - RN - I

B LA« REN e WATEEAR « UK QS (R Rl D 37—41
ARG - 2 A7 - A RORITER - B KB R T 41—54
RWT Sdk - I GE - - RAE - HRE ’
o 54—68
HRGRI B« e R KT HE - R SR 68—69
KM LT - Ak - fEHC- WEEE 89

RSHT - A LN KE HRBRA - B AR 69

I fi e

KA R o AT A o HIEERER

FAETE LA - R - BT - A






OEBPS/Images/image00638.jpeg
Bovievthplov





OEBPS/Images/image00637.jpeg
yepovoio





OEBPS/Images/image00636.jpeg
eOmaTPidat





OEBPS/Images/image00635.jpeg
GUYKANTOG





OEBPS/Images/image00634.jpeg
® Bovan





